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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言（2007年）



导论：政治背景



第一部分　国际经济学的起源



第一章　早期欧洲的商业战略



经院学者对通过贸易寻求收益的认识



欧洲经济生活的货币化



世界范围的基督教社会让位于民族经济



作为一种能够创造剩余的经济制度的重商主义



经济扩张所必要的货币条件



使市场服务于国家利益



增加国家的技术工人和其他必不可少的经济投入



殖民主义的目标与成本



第二章　源自帝国的世界劳动分工



一国的禀赋和成本结构是怎样演变的



商业殖民主义的战略



帝国贸易和支付的区域特征



第三章　货币的影响



货币的从属然而又是决定性的作用



对外贸易和国际支付的货币层面



货币扩张在价格变动之前可以增加就业



货币理论与道德哲学



塔克尔和斯图亚特对休谟的调节机制的批评



小结



第四章　重商主义怎样演变为自由放任



富国如何巩固其领先优势



自由贸易将导致更大的国际平等，还是更严重的分化？



为何富国可能丧失经济领先地位



重商主义内部的反殖民主义倾向



作为英国民族主义战略的自由贸易



第二部分　世界产品和收入的创造与分配



第五章　比较成本和贸易收益



成本价值、政治体制和劳动专业化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恢复和平所引发的一场关税争论



国际经济学和国内价值论



关税辩论的论证（1815－1848）



比较成本学说的方法论



规模收益不变



两个国家都生产进行贸易的商品



基本生产投入不存在贸易



劳动和资本的充分利用与国内流动



不存在对外移民或资本外流



不存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内外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比较成本没有影响



私营部门利益与社会效用之间不存在冲突



动态化地重构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假说



第六章　基于历史背景的贸易条件的分析



供给与需求如何影响国际价格：穆勒的解说



早期对贸易条件进行理论分析的政治背景



要素的贸易条件



第七章　技术与贸易理论



资本替代劳动以实现成本的下降



技术与贸易条件



工业技术的社会学层面



小结：工业革命的国际含义



第八章　比较成本的要素比例理论



19世纪关于要素比例的讨论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方法



里昂剔夫对要素比例论的检验并发现一个统计悖论



要素比例论中的错误假设



要素比例意识形态的政策缺陷



不断分化的要素生产率



第九章　是两极分化，还是趋同



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



国际经济与热力学的熵之间的错误类比



关于收入均等化趋势的早期驳斥



高工资教义的经济学



被废弃的低效率生产要素



生产工业品劳动的相对成本



农业和采矿业中的废弃



国际贫民区的困境



第十章　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变换



詹姆士·斯图亚特的最终自给自足观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观



大卫·李嘉图对斯密原则的悲观主义修正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历史主义方法



卡尔·马克思的对外贸易观



“发展阶段”理论化的终结



第十一章　贸易理论日益狭隘的研究范围



方法论如何决定内容



重写国际经济学的历史



早期国际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李嘉图的国内价值论与国际价格论的区别



边际主义者利用要素的不流动性重新界定国际经济学



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理论



不发达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



解释国际经济两极分化的理论需要



第三部分　外债对贸易和发展的影响



第十二章　国际投资和借贷如何随贸易而变化



工业经济体对外投资的实际需要



工业国利润的不断下降推动对外投资的理论



投资有助于欠发达国家追赶的理论



从贸易和投资的竞争到战争



凯恩斯对贸易和投资过程的综合分析



贸易理论错在哪里



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债务遗产



第十三章　对与结构主义相对应的货币主义的金融分析



货币主义分析的九大缺陷



何种原因导致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



外债还本付息的价格无弹性的特征



汇率的购买力平价理论遗漏了什么



收支逆差和物价上涨的应对政策：货币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比较



第十四章　拿破仑战争与英格兰的金本位之争



金本位主义者的立场



反金本位主义者的立场



资本支付、贸易条件与收入调整



桑顿对货币主义者和国际收支状况的综合分析



反对货币紧缩的声音



货币的推理改变了金块之争



第十五章　偿还外债及利息与贸易条件



战后通货紧缩的原因和后果



穆勒关于资本转移如何影响贸易条件的理论



一次大战之前的国际支付是如何实现平衡的



资本帐户为贸易账户融资的趋势



资本流出如何削弱投资和生产力



小结：国际经济的金融背景



第十六章　关于德国赔款的争论



结构主义与货币主义分析的比较



德国的进口函数



德国的出口函数



德国实际上如何获得用于赔款的资金



小结：经济紧缩的影响



第十七章　用凯恩斯的收入法分析国际收支平衡



乘数分析的弊端



乘数分析不适用于“二元经济”



乘数分析的政治含义



智利的经验



小节：乘数和涓流处方的失败



第十八章　货币主义的紧缩政策使劳役偿债永久化



分析国际收支平衡的米德的边际方法



推动货币贬值的亚历山大吸收分析法



现金余额效应



工资滞后如何侵蚀生活水平



货币错觉



贬值的资源重配和投资效应



贬值对外债负担的负面影响



预算盈余会产生1：1的贸易改进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吸收分析法的其他缺陷



吸收分析法滑向货币主义



小结：眼见为实



第四部分　面向未来



第十九章　历史的教训



第二十章　劳役偿债与新自由主义的通往奴役之路



现代贸易和金融理论的必要条件



金融化世界中的价格、收入和汇率



把贸易赤字计入政府债务，可支付的和不可支付的



对经济渎职行为的说明



是波罗的海奇迹，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债务陷阱？



结论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译者序言


关于本书的作者


本书作者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是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经济思想史学家，是美国当代独立的金融和经济分析专家，同时也是芝加哥经济学派最主要的批判者。他于1939出生于芝加哥，195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文献学学士学位，1963年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68年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与马克·林德和大卫·戈登等著名美国左翼经济学家有大体相同的社会背景，都经历了上世纪60至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左翼学生运动的兴衰，目睹了在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面前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破产，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成长历程。

在1962至1971年期间，赫德森先后在美国储蓄银行信托公司（Sav‐ings Banks Trust Company）、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安达信公司（Arthur Andersen and Company）和大陆石油公司（Continental Oil Company）从事公司收支、美国石油产业国际收支、美国国际交易的金融支付、公司环境、美国贸易政策和国际铜业及不动产业状况的分析工作，并在1967至1968年作为奥格斯塔·M.凯利（Augustus M. Kelley）出版社的咨询编辑参与了经济思想史系列经典著作的再版工作，在1969至1972年作为经济学助理教授在纽约新社会研究院（ework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讲授国际经济学等研究生课程。这些经历，对赫德森认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历史与现实、石油美元的形成与作用、近代以来经济学家关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纷争，有很大帮助。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酝酿《超级帝国主义》和《贸易、发展和外债》（现译《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等著作的写作工作。

1972年以来，赫德森的工作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的：一方面，在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从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72至1976年，在赫德森研究所工作，研究美国如何把自己的欠债变为前所未有的自我强大的因素，世界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以及能源危机，美苏之间的技术转换等，并为美国能源部、国防部和白宫以及墨西哥国家银行做咨询专家。1984至1998 年，任哈佛大学皮宝地博物馆（Peabody Museum）研究员和纽约大学经济系访问教授。主要研究和教授经济考古学。关注点为古巴比伦经济。到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这一领域的世界权威和古近东经济国际学术讨论会（Iscanee）的创始人之一。该学术团体深入探寻文明的经济起源，成为半个世纪前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人类和历史研究团体的直接继承人。1994至1995年，担任亨利·乔治学院（Henry George School ）研究主任，用自己的收支平衡法追踪房地产在美国经济、财政中的作用，其研究结果，改变了美联储对土地价值的评估方法。从1996年起，担任长期经济走向研究所（ISLET）所长，研究美元－日元关系、日本经济泡沫等问题，直接影响了日本、俄国、挪威的经济政策，并与哈佛大学、纽约大学东方研究所合作，出版数卷考古经济学专著。2002年至今，赫德森任密苏里大学（堪萨斯校区）（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经济系特级研究教授，并担任德国柏林经济学院、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客座教授。

另一方面，赫德森走出学术圈，为一些国家的政府、联合国机构和某些政治家担任顾问，提供政策咨询。1976至1980年，任加拿大政府顾问，就国际新秩序对加拿大工业与贸易前景、国际借款、利率、商业银行结构等向加拿大总理和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1978至1980年，任联合国培训与调查研究院（UNITAR）顾问，负责评估第三世界的战略和美国对国际新经济秩序的反应及世界经济中的不稳定机制。他还曾任2008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丹尼斯·库钦奇（Denis Kucinich）的主要经济政策顾问。长期以来，他还作为墨西哥、俄罗斯和美国等国政府的顾问，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和议会提交了一系列有关土地政策、金融市场和金融改革的研究报告。

在概述自己的主要职业生涯和学术领域时，赫德森指出：“1962年以来，我的职业生涯主要在于利用资金流和国际收支统计，预测利率、资本和不动产市场走势。在学术研究中，我主要集中于金融史；1980年以来，集中于从古代和封建欧洲再到当代的苏美尔地区的债务、土地占有和经济制度史的研究。”
(1)

 他的多部著作被译为西班牙、日、中等多国文字，在美国境外出版。

赫德逊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也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其对现实经济进行的预测不少都成为现实。近年来，迈克尔·赫德森的多篇（部）论著被译成中文。其中，他的主要代表作《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
(2)

 （嵇飞、林小芳等译）和《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
(3)

 （贾根良等译），分别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和2010年出版中译本。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他的经济思想。

2009年10月，利用赫德森到中国中央编译局访问之机，我们邀请他到我院进行了学术交流，也就本书翻译中的一些问题直接向他请教。是年，赫德森先生整70岁。他的博学、睿智、精力旺盛和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关于本书的主题


本书所揭示的经济思想史表明，对商品经济的最初研究就是与人们对商品和货币的国际运动的认识密切相联的。因此，商品、货币范畴在一开始就带有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发和以重商主义为先河的近代经济学的产生，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正式进入经济学的视野，以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经济学应运而生。国际经济学是运用基础理论研究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果的总结，反过来，它在国际经济中的应用又推动了人们对基础理论的认识。赫德森指出，“从逻辑上看
 ，贸易理论是国内关系的产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理论对关税政策影响的启示。……关于价值、价格和地租理论以及货币理论的大辩论，则源自于这些理论在国际贸易政策上的具体应用。”
(4)

 因此，未能或不能经历国际经济问题洗礼和检验的经济学，难以成为一种完整甚至是科学的经济理论。

在1969到1972年期间，赫德森曾在美国新社会研究院为研究生开设国际经济学课程。设计这一课程使他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差别日益扩大；另一方面，主流的国际经济理论却不顾这些差别，极力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干预，认为只要发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就可以使各国的生产率和收入趋同，而不会增进依附和分化。但在同时，却积极维护债权国利益，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芝加哥学派所奉行的对债务国的金融紧缩疗法，拒绝领先国献出其工业、农业和金融优势。这种理论与实际的重大脱节和态度的转变与伪善，使他反思：这一课程值得耗费学生的时间吗？况且很多学生来自欠发达国家。这成为他写作此书的重要动因。

此书写作的另一个动因来自赫德森在1967至1968年期间参与经济思想史系列经典著作再版工作的经历，这使他有机会深入研究自重商主义以来的许多重要经济学家关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著述。他发现，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斯密的前辈詹姆士·斯图亚特、约瑟亚·塔克尔等人及早期英国的自由贸易战略家和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可以看作最早的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家。“在国际经济学成为当前这种经济学科之前，贸易和金融理论对国际经济中的货币、人口、政治和技术等问题的研究是具有活力的。但是，很多现代的关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思想史却回避、甚至有意删除了这些贡献。”因此，上述早期的理论家已经被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所错误地描述了。“一次大战以来，主流国际经济学已经沿着认定自己只是一个特定的附属学科，假设没有劳动的国际移民、没有国际投资、没有源自外国负债的资本转移问题的道路走了很远。这些假设排除了关于什么是现实的国际经济学核心问题的思考。”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赫德森提出，“我打算沿着更多面对现实、更少时代错位的路线，完成一部非正统的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史的著作的写作工作”
(5)

 ，从而把国际经济学中关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理论纷争，进一步说，把关于国际经济的分化与趋同问题的论战作为本书的主题。

该书最初的智力支持者、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等人曾向赫德森表示，当代几乎所有的争论问题及其学术反响，都可以在过去的有关国际经济运行的辩论中得到预展，并且，这种展示经常是意味深长的。这说明，在国际经济思想史中，存在着某些贯穿始终的主题。赫德森指出：“从早期自由贸易论者中的英国重商主义者，以及英国土地所有者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到美国和德国的重工主义者，多数重要政策主张都与试图理解世界上的两极分化趋势有关：一些国家是怎样走到别国前面的，或是怎样落到别国后面而在经济和金融上处于依附地位的。目标则是鼓足干劲以取代而不是强化某国的领先地位，或者通过培育国内技术和信用赶上领先国家。从国际经济学最基本的任务的角度看，其工作就是解释富国为了自己的工业和农业，是怎样拓展生产率和成本优势的，而不是通过我所说的单一经营方式，运用在经济和政治上已经落后了的劳动、农业、资本和寡头政府，使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外围更加畸形化。”
(6)

 尽管当代的主流国际经济学否认这一主题。

由这一主题所决定，赫德森提出，通过努力，本书要特别寻求实现以下四大总体目标：第一，通过追寻各种理论的来龙去脉，探索世界经济被两极分化的机制；第二，说明世界经济为何没有按照当代的自由放任的正统理论来运行；第三，解释为何众多国家听命于这种正统理论，遭受着日益严重的贫困和长期的不稳定；第四，改变正统经济学的某些假定，把某些当代正统理论并未承认的“外生”要素，纳入研究视野。
(7)

 本书的内容就是由这一主题和目标规定的。


关于本书的主要内容


主题决定研究范围。由于本书与主流国际经济学有着不同的研究主题，所以，形成了二者研究内容的重大差别。赫德森指出：“当我们把两极分化与趋同化的争论放到这一历史和政策的长河，就会立刻看到，它所涉及的领域是多么的宽泛。”然而，随着主流国际经济学由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再到向现代贸易与金融理论的转变，“它的研究范围变得越来越狭隘了：远离了长期发展，只从事短期的市场分析；远离了贸易的货币和金融背景，只注重所谓的‘物物交换’理论；远离了聚焦于政府政策的取向，只关注于自由放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国家变得越成功，其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化范围就变得越狭隘，越具短期化倾向；其行为几乎就像要抽掉身后的政策梯子。”
(8)



正因为本书要把有关纷争放到历史和政策的长河中加以认识，所以，客观地介绍当时的经济政治历史背景，大跨度地比较分析不同历史事件的原因、差别和内在联系，说明历史上不同的经济学家各自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9)

 ，以及这些观点和政策的学术影响和实践效果，辅以介绍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对此类问题或同一问题的认识和对这些经济学家的评价，提出作者本人对国际经济学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全方位、大跨度地展示主题，构成了本书内容的一个重要特色。

除序言、导言外，本书由有着内在联系的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国际经济学的起源。该部分共四章。介绍了从11世纪开始，在政府、教会和学者推动下，欧洲出现了经济转型，商业、银行业和信贷迅速发展，重商主义作为一种能够创造剩余的经济制度登上历史舞台，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成为实现国家愿望的手段，从此开启了世界经济分化的进程。重商主义者作为最早的发展经济学家，对一国发展的最终目标、剩余来源、货币作用、货币流入与价格及产出的关系、信用起源、一国竞争优势形成的基础、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利用半奢侈品（高工资）刺激劳动者努力工作并吸引熟练劳动移民、殖民地的成本与收益、殖民地与国际分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国际经济分化的内在机制，形成了世界经济是分化还是趋同的最初讨论。这是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初系统研究，构成国际经济学的起源，与当代主流国际经济学的主题形成巨大反差。它表明，“‘要素禀赋’、资本形成和经济基础结构更多地是由政策而不是自然支配的。”
(10)



第二部分，世界产品和收入的创造与分配。该部分共七章。主要介绍了自由贸易论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述，揭示了隐含其中的不同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演变趋势的认识，说明了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殖民地传统和国际贸易内在机制作用必然形成世界经济两极分化的趋势。构成本书的一个重要主体。它以介绍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如何登基为王为起点，以介绍在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和技术变化的作用等方面的论战，阐述贸易条件的变化和技术进步对世界经济演变趋势的作用为基础，重点批评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说明决定世界产品和收入的创造与分配，从而决定贸易收益、贸易优势和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的，既不是固定不变的比较成本，也不是自然禀赋，而是资本的作用和各国的生产率、教育、基础设施的差别及与此有关的国家政策。作者指出，要素禀赋论进入国际经济学，颠覆了以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古典分析，这是主张国际经济趋同趋势的主要依据。“一旦我们认识到资本用自己的生产力替代了劳动和土地的生产力，要素禀赋论就破产了。”
(11)



该部分论及了一些重要概念和理论，它们分别是：价值、国际价值和价格理论，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理论，贸易条件理论，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高工资理论，产品周期理论，斯图亚特、斯密、李嘉图、李斯特、马克思等人的对外贸易观等。

第三部分，外债对贸易和发展的影响。该部分共七章。主要介绍了各派经济学家在国际投资、外债还本付息和其他资本转移等国际金融活动对经济发展影响等问题上的论战，进一步揭示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对世界经济的分化作用。构成本书的另一重要主体。国际投资是国际金融活动的主导和主体。所以，该部分首先总结了古典和当代经济学家关于国际投资原因和作用的若干观点。作者指出：历史表明，“从休谟、李嘉图到列宁和凯恩斯，他们发展起来的所有关于国际经济的推测没有一个成为现实。工业国的经济学家就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竞争所表达的忧虑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欠发达国家没有像休谟及后来的自由贸易论者所推测的那样追上工业国；相反，其经历更接近于塔克尔和斯图亚特的预期。”
(12)

 实际上，在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试图形成的国际劳动和生产分工的先决条件；欠发达国家的外债还本付息、资本外逃和外资投资利润回流，已经成为加剧世界经济分化的重要机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由于国际金融具有日益强化世界贸易和依附模式的趋势，货币主义与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合流就不足为奇了。”
(13)



然而，“货币主义者声称，不存在真实的资本转移问题。负债国家或其他处于收支逆差的国家会自动实行货币紧缩，从而减少消费和投资。今天，这种结果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的政府收紧货币供应来实现的。”
(14)

 所以，在本部分，作者利用较多篇幅介绍了结构主义与货币主义的争论、英法战争中英国经济学家关于金本位问题的争论、一次大战后关于德国赔款问题的争论等国际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些重大论战，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原因、战争赔款和还本付息等资本流出的负面作用、欠发达国家的出口商品弹性对偿债的不利影响、乘数理论在欠发达国家应用的限制等多角度，批评了货币主义的错误假设（货币中性）。进而指出：“在芝加哥学派的‘有利于债权人理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所谓的‘限制性条件’的支持下，这些国家不得不节衣缩食，把资源转到出口部门，而不是培育自己的国内市场。其承诺是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并赶上美国，而实际的结果则是深深的依附。”
(15)



第四部分，面向未来。该部分共两章。构成本书研究的深化和结论。在该部分中，作者进一步总结了本书各章讨论的核心问题和主要观点，解释了为何第三世界国家如此自愿地接受了现代国际经济学这一巨大的谜团。在最后一章，作者分析了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代表债权国利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金融紧缩政策强加给债务国，通过对债务国的中央银行进行金融劫掠，使其国际收支赤字更加恶化，通货进一步贬值，致使国内投资和产出由国内市场转向出口产业，压低了进出口交换率；同时，削减基础设施支出，破坏生产力，恶化了劳动者的利益，使从债务国到债权国的“资本转移”频频发生，推动前苏联集团解体，而美国则可以利用其美元霸权地位用其他国家的出口收入为其联邦预算赤字筹措资金。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可能出现一条新的通往奴役的金融之路”。
(16)

 它不是哈耶克所告诫的那种道路，而是在废除了政府计划和国家调控权力之后产生的那种更古典的因债务而沦为苦工的道路。“如果欠发达经济体想把自己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提高到世界水平，不能仅通过边际调整，必须运用国家政策进行结构改革。”
(17)

 本书的主题，在此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中国作为在上述经济格局背景下通过实施正确国家政策实现经济改革和较快发展的典型，本书也给予了较多的积极评价。


关于本书的若干重要范畴


本书作为一部以更广泛领域为内容的经济思想史著作，涉及了大量的经济学范畴和人物。对于这些范畴和人物，我们力图遵循准确反映原著思想的原则，依据通行的学术传统予以了中文表述；其中的重要范畴和人物，还按照《资本论》中文版的表述予以了校译。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于一些学术术语的使用是很讲究的。例如，在本书中，作者本人从未使用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概念，而是使用了欠发达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概念，使之与领先国家（lead countries）或工业国（industrial nations）相并置。原因在于，作者认为，世界经济的基本趋势是分化而不是趋同，所以，这些国家难以成为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成为依附于别国的落后国家，使用“发展中国家”的概念与事实不符。对此，赫德森指出：“工业国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已使很多第三世界的劳动者和小资本失去竞争力。在将欧洲前殖民地排除在很多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之外以后，自由贸易阻断了经济发展和政治重组之间的正常反馈过程。这就是为何这些国家在二次大战后被称为‘落后’的原因。随后又倨傲地称其为‘发展中’国家，好像这些国家正加紧追赶而不是屈服于不发达的现状。”
(18)



译者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本书主题和内容，还应对“贸易条件”（the terms of trade）范畴予以较多的关注。“贸易条件”既是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问题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也是本书出现频率最多的范畴。准确理解这一范畴，对于了解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从机制角度认识世界经济分化趋势有重要意义。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D.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贸易条件是指某生产者必须支付的价格和他所出售的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该生产者所出售的商品的价格上升的幅度大（或下跌的幅度小），因而它处于有利地位。
(19)

 例如，如果英国从非洲进口的原料的价格下降，而它向非洲出口的制成品的价格上涨，则我们说贸易条件对英国有利，对非洲不利。因为贸易条件最终涉及各国之间商品交换的比率，所以也可译为进出口交换率。

影响贸易条件或进出口交换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国际贸易和金融角度看，有贸易双方自身生产率因素，如果在进出口双方中一方更快地提高了生产率，该方在一定时期内就有可能用较少时间生产的商品换取对方较多的商品；有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因素，如果一方出口的商品供不应求，或有着更大的价格需求弹性，其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就处于有利地位，或其商品销量的增加就会大于价格的下降；一国商品的垄断地位也可使该国贸易条件处于有利地位；还有国际金融市场因素，外汇市场上汇率的变化会对进出口交换率产生重大影响，而它的变化又是与相关国贸易状况和贸易货币地位的变化直接相关的。因此，贸易条件是多重变量的函数。从深层次说，或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角度说，应该把贸易条件理论放在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基础上加以说明，尽管马克思对后者并没有详细展开
(20)

 。

在本书中，赫德森对贸易条件问题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第六章、第七章中，他介绍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亨利·克莱、乔治·塔克尔、马克思、马歇尔、埃奇沃思、雅各布·维纳、杰拉尔德·梅尔、劳尔·普雷维什、汉斯·辛格关于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垄断、要素生产率变动影响国际价格从而影响商品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论述。这些论述包括：发达国家的生产物在其他国具有较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又最容易随价格的降低而增加（价格需求弹性大于1），其出口国获利最大；发达国家经济体垄断技术进步成果对商品贸易条件有重大影响；发达国家致力于长期需求相对于其供给不断增加的工业品生产，而相对于制成品生产的初级产品生产的世界性剩余将导致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持续疲软；运输费和关税的归属从而贸易条件的变化将取决于供求法则，出口商品（例如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供给相对充足的国家往往要承担更多的运输费用和关税，从而使发达国家处于有利地位；由于发达国家生产率的提高一直比第三世界国家更快，后者在要素贸易条件的恶化中遭受了更大的损失；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教育投入也为其要素贸易条件改善提供了有利条件，而落后国家则不能做到这一点。在第十五章，作者进一步考察了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贸易论者和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关于资本转移对贸易条件影响的论述。指出，因为国际贸易并不是依据各自商品所包含的相对劳动量进行直接交换的，而是以货币为媒介的，所以，货币所代表价值的变动会对贸易条件产生重大影响。在分别介绍了李嘉图、桑顿、穆勒等人的观点后，赫德森指出，很难不让人把当时的债务国通过出口向债权国还本付息所产生的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形与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相比较。“资本转移削弱了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今年，一国借入的用来支持其贸易和收支赤字的国际基金越多，来年，它通过出口相对缺乏价格弹性的原材料来偿还这些债务的代价就越高；除非债务国能够以不变（甚至更高）的价格卖给债权国更多产品，否则其扩大出口将倾向于降低单位商品的价格。”
(21)

 因此，在正常条件下，由于资本转移的贸易条件效应，外债的还本付息必然牵涉到贸易条件的不利后果；这些国家的投资倾向于偏重原材料生产的事实，会使问题更加恶化。

与关注贸易保护主义者所主张的具有特定含义的贸易条件理论相并置，在本书中，赫德森还多次论及休谟等人提出的价格—铸币流动调节机制（the price－specie flow adjustment mechanism）。在部分自由贸易论者和货币主义者中，该机制是作为重要国际调节机制从而趋同理论的重要基础而被提出的，因而也成为本书多次讨论的范畴。作者主要在第三章、第十五章介绍了该原理的提出、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和根本缺陷等问题。由于该理论是与贸易保护主义者所主张的贸易条件理论直接对立的，所以，当人们认真研究并接受了贸易保护主义者所主张的贸易条件理论，就已经蕴含了放弃价格—铸币流动调节机制和趋同论的必然性。


关于本书所讨论的国际经济学的方法


在总结近代以来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各种论述的同时，本书还对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关注。作者指出：“研究方法更为重要，因为它决定研究的内容。确定一门学科的范围可以决定所提问题的类型，从而决定了其主题。” 但是，作者认为，并非所有经济学史学家在研究范围和方法方面都表现出美德。在过去大约200年的时间里，自由贸易论者推销了一种用来限制国际经济学内容和结论的经济方法。通过承认越来越少的影响比较优势的变量，并仅仅强调短期研究框架，自由主义已经提前预设了结论。与这种日益狭隘的研究范围相对应，通过排除全球经济如何演化的更广阔的方法和理论后，国际经济学的历史被改写。
(22)



译者认为，只有把握和理解作者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包括对主流国际经济学方法论的批评和对某些非主流国际经济思想方法论的褒扬，才能真正理解本书的核心思想。

作者对经济学方法的论述，贯穿于全书，但首先体现在借鉴不同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对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所体现的非历史的、教条的方法的批评中。这是因为，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是主流国际经济学趋同观点的主要理论依据，在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理论
(23)

 中，方法论的谬误最为突出。在第五章，作者列举和讨论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的错误假设；在第八章和第十一章，列举和讨论了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的重大谬误。根据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方法论角度看，主流国际经济学的主要缺陷，在于其经济学家对研究对象的过度抽象。而这些被抽象掉的诸多因素——如生产率的变动或差异、生产多样化、资本品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对外移民和资本外流、贸易赤字和外债、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欠发达国家的二元经济特征、制度和政策的阻碍或促进作用等——则是现实经济的基本规定，因而是研究世界经济不可回避的变量。然而，“李嘉图在构建理论的过程中忽略了太多的现实世界的复杂因素，以至未能准确地描述实际情况。”
(24)

 赫克歇尔和俄林等人“委婉地说那些国家拥有资本、劳动、土地和矿产等禀赋，实际是从其历史背景中抽象掉了现有的世界劳动分工，无视当今的工业国是怎样获得自己的资本和生产力的。……他们认为，无论在任何给定时点上存在何种成本结构，都应被看作是固有的或自然生成的而加以接受。而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思却以如下态度提出和回答了这一问题：‘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25)



为了更清楚地表达对主流国际经济学研究方法缺陷的认识，作者多次引述了经济思想史上某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一方法的批评。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马尔萨斯在与李嘉图等人辩论时对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的评论：“在我看来，目前流行于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作家中的错误和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未经思考而进行的简单化和概括化（simplify and general‐ize）的尝试……在政治经济学中对简单化的追求，已经引发了一种不愿承认导致某种特定效应产生的多种而不是只一种原因在起作用的倾向。……这种简单化和概括化的倾向，与承认多种而不是一种原因在起作用的态度相比，对于容忍变异、局限以及任何规则或主张之外的特例，依然怀有一种更大的厌恶……”
(26)



马尔萨斯的评论，使译者想起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对凯里等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制度经济学家福鲁布亭（E. G. Furubotn）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马克思指出：“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
(27)

 福鲁布亭指出：人们把更多的制度细节引进经济模型，是因为“认识到标准的新古典分析过度抽象（overly abstract），不能有效处理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感兴趣的许多当下问题。”
(28)

 可见，忘记本质差别，过度抽象，形成简单化和概括化倾向，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通病。这是他们不能正确揭示事物本质和趋势的方法论原因。

正因如此，赫德森告诫读者：“我们必须警惕那些使用‘自然’（如自然禀赋）等概念作为描述现实状况术语的经济学家。遵循自然就意味着默认领先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现有的劳动分工。为现状辩护的信奉，导致自由贸易理论脱离金融、技术、人口、生态、政治和军事维度来处理国际贸易问题。”
(29)

 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完成一部非正统的国际经济学，必须改变正统经济学的某些假定，把某些当代正统理论并未承认的“外生”要素纳入研究视野。

作者认为，由于方法论的局限，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未曾看到国际经济理论化过程中有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只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下已经被固化的狭隘心胸。”
(30)

 如果说有变化，那只是在很大程度“转变为数学上的复杂性思想的操练；当用直白的语言加以陈述，却显露它的极明显的平庸。显然，这是希望给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帝王穿上一件数学的外套，‘就像真正的科学家的使用’能够使那些容易受骗的观察者相信今日带有欺骗性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具有了经验基础。”
(31)

 这说明，数学化已成为近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同时也说明，在经济学的方法体系中，数学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数学是一门非意识形态的学科，而经济学则不同，它可能是学术领域中最具意识形态特征的学科。”
(32)

 本书所揭示的国际经济理论化的历史已经表明，它“是一部被意识形态所删改的思想史。”
(33)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指出，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现在，从而也就控制了未来。当数学成为被意识形态删改的国际经济学的手段时，这种理论的负效应会进一步突出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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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版序言（2012年）

最为活跃和最为成功地对贸易与国际收支加以理论化的时代，是在18世纪的英国战略家和19世纪的美国学派的推动下发生的。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在过去三个世纪中领导了世界工业和金融的崛起，制定了保护性关税，并资助了其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19世纪末期，德国和日本效仿这些政策，加入了领导集团。但是，今天的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却把他们的逻辑排除在经济思想史之外。

贸易理论最初的发展是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的，它的完善确实是以提升工业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为目标。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为公共教育、健康和养老金提供资金而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准。与此同时的一个动力是为了生活和从事商务而使价格最小化，特别是使土地使用、房地产、金融和其他基本服务的价格最小化。在一次大战之前，从美国到欧洲，特有的进步时代的社会民主改革计划要求通过税收拿走作为“非劳动所得的”经济租金，并把基础设施垄断置于公共领域控制。它把道德的公正和公平与注重实效的目标结合起来。而后者主要是通过免除加在基本服务之上的由土地所有权、银行业务和专利权而形成的昂贵费用，使经济具有国际贸易竞争优势而实现的。

这些进步的改革似乎可以通过一个有利于经济的自然选择过程传遍整个世界，因为这一过程把经济从欧洲封建时期所固有的攫取租金的特权和它所开拓的殖民地下解放出来，而低价竞争和竞争之外的经济则未能加入上述改革。这样，进步的工业资本主义看起来是革命的，甚至通过推进有如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设计的自由市场——摆脱食利者的费用和特权的经济，而向社会主义演化。这种自由有赖于强有力的政府政策，以应对既得利益者掌控的世袭政治权力。这就是为何自由市场经济必然演变为政治的和武装的团体的原因。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持上述理念，并且，中国的大革命开辟了其通往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于是，中国的读者将感到与西方的改革者有一种血缘关系，正是他们的帮助推动了工业现代化，使中国如此迅速的赶超成为可能。在成为工业出口和金融强国的过程中，中国正在遵循某些政策，而这些政策正是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实现经济崛起时所执行的。

我怀着感激之情应邀于2009年10月到中国讨论了上述问题，并考察这部有关贸易和国际收支理论史的著作的最初翻译工作。我希望它能够帮助中国避免智力深水炸弹，这些炸弹首先是由英国、然后是由美国为了阻止竞争对手（后来者）模仿其成功的保护主义战略而设置的。为了把国际经济学转变为一种为现状辩护的游说努力，主流的英裔美国的贸易理论佯称自由贸易和取消资本控制将使世界收入均等化（至少在劳动与资本之间“成比例”），而不会增加依附和紧缩。然而，华盛顿共识从一开始就拒绝领先国献出其工业、农业和金融优势。这种态度的重大转变、浅薄无聊和概念狭隘形成了对当今主流贸易理论的嘲讽，也反映了潜藏于当今全球经济外交中的伪善。

过去的半个世纪已经显示了这种劝告所带来的灾难是多么的巨大。追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不保护其自己的工农业的国家，已经让领先的工业国（它们却在小心翼翼地保护其自身的粮食自给）增强了其先发优势，构建了债权人杠杆，以阻止这些追随国家的政府从贸易和金融依赖中解脱出来。受害者经受着资本外逃和熟练劳动移民的磨难，而它们的贸易赤字则使它们深深地陷入外债之中。它使得债权国能够要求债务国私有化其最佳投资机会，并且不对其土地、自然资源和垄断征税，以使它们的租金能够自由 地转移给债权国的投资人，而不是作为国内的课税基础投资于教育、技术和城市的基础设施。于是
 ，今日的国际金融取得了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军事征服曾起到的作用
 ，把债务国锁定为剥夺了所有权、甚至失去对自己资源的征税权的原材料出口国的境地。

更早期的理论曾坦直地解释为何“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眷顾于领先国家。为了增进英国工业雇主的利益，李嘉图极力主张彻底的自由贸易使养活工人的成本最小化。英国适时地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农业关税）以换取外国同意不再保护其制造业。后来的改革者又运用地租的概念主张从总体上对地主和特权课税。英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的银行。随着全球经济在富有的债权国与依附的债务国之间的分化，以前的殖民地和债务国成为附属国和负债国。

一旦一国取得先发优势，它所获得的优势就开启了扩大全球两极分化的反馈过程，除非其他国家通过引导市场提升其劳动、工业和农业的质量。那些通过追求消极的“自由贸易”政策并拱手把其制造业让给“最能廉价生产某种产品”的专业化国家而进一步落后的经济体，往往落入附庸国并最终成为燃料和矿石出口国（即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而非采矿业劳动力必须通过移民寻找工作的境地。服从于这些条件甚至被写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章程，并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实施。为让外国投资人买断自然资源以获得“免费午餐的”资源租金，前苏联经济体提供了一堂直观的教学课，而这些资源租金在过去则成为欧洲和美国的改革者极力想获得的本国的课税基础。中国已经设法通过公共投资和审慎的贸易与投资政策避开这一陷阱。


租金费用
 、课税政策与外贸


降低一个经济的成本结构不仅取决于通过技术提高生产率。亚当·斯密主张，因为垄断和银行业务的存在，价格要受到调节；他还主张要对地租课税。李嘉图认识到，为了使英国比外国制造商以更低价格销售商品，需要使其食品价格最小化。从重农主义到进步时代的古典经济学都主张对地主收取的地租课税，以便使不断上升的场地价值这个“免费午餐”能够被返还社会而不是私有化。这就需要通过议会改革来反对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利用权力强制实施农业关税和他们的避税行为。

今天的劳动者的主要开销是住房而不是食品。土地依然是经济中最大的资产，房地产是最大的部门，但是其所有权却被大众化——这是通过赊欠方式实现的。买者竞相抬价，看谁能为一笔银行贷款支付以利息为形式的最大租金收入。所以，租金是以利息形式支付的，金融部门现在发挥着过去几个世纪中土地所有者的作用。80%左右的银行贷款采取了以房地产抵押的借债形式。这导致银行与房地产部门联合起来，一起游说政府，把税赋负担由不动产转到劳动和资本身上——从而增加了它们的供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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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荣共生的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部门的出现，使得高度金融化的经济体失去了其工业优势，一个不断提升的债务支出已经被打入住房、私有化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成本。在某一点，债务负担会增加得如此之大，以至于生产率收益难以抵消，非金融经济就会萎缩。

不研究经济体是如何金融化的各种贸易和投资模型，就不能解释为何北美和西欧大部已经丧失其竞争力。今日的以两因素模型为基础的主流贸易理论只承认劳动和资本——排除了土地，从而排除了地租；排除了垄断权，从而排除了垄断租金；排除了自然资源， 从而排除了矿山地租；排除了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区别，以至于金融部门也不被视为给已经负担累累的技术上的核心成本加压的食利者。这就是今天奉行自由贸易逻辑和规则的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

在当今的时代，这样构建理论是具有欺骗性的。在许多国家中，经济租金和债务的还本付息在成本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美国的民族主义者指责中国的竞争和外国的低工资和低租金的劳动，说他们享受着得到政府补贴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而不问当美国家庭必须把工资的大约40%用于支付住房贷款，10%以上用于学生教育贷款、信用卡和其他银行债务及高额的医疗保险，15%用于社会保险和老年保健医疗工资扣缴，大约10%到15%以上用于所得税和营业税时，如何指望美国的劳动有竞争力？在雇员开始购买商品和服务之前，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部门已经吸收了75%到80%的工资报酬。这就是经济萎缩、销售下降、新投资和就业随之减少的原因。

忽视金融和食利者费用这一盲点不仅被用于为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的贸易战作理论辩护，而且用于为国内反劳工的阶级斗争寻找理由。其含义是国家应加入到使工资水平回到低端的竞争。一个世纪之前，这一思想在已经被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的经济”理论所驳斥；这一理论认为，不断提高的工资水平趋于自我证明它的合理性，并不像今天的自由贸易主流所表明的，它将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由于上乘的教育、饮食、衣着和普遍的生活水准需要提高生产率，所以，高工资劳动可以比“贫民劳动”以更便宜的价格销售商品。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利益取决于其提高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准。

然而在今日，全世界的各国政府都被要求通过紧缩挤出更大的金融剩余，以支付债权人特别是外国银行和证券持有者，并以此承受资本外逃。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靠工资为生的雇佣劳动者怎样才能买得起他们生产的产品？阻止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循环流动（“萨伊定律”）的问题不是“储蓄”本身，而是债务的还本付息。除非债务被减少，否则，美国经济也要像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冰岛和其他遭受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折磨的国家一样，面临着萎缩。


外贸与资源枯竭


自由贸易主张不再考虑环境关怀和出口原材料的“外部性”成本，把它们置于分析范围之外。但这些间接影响证明比直接影响更大、更重要。早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就主张通过保护主义政策提供更均衡的发展，要计算出棉花、烟草和其他南方种植园谷物的出口耗费了多少土壤（美国术语是“开采土地”）。其逻辑意味着要利用出口税修复从土壤中获取的矿产资源。

这一讨论在最近的中国提高稀土出口价格的行为中得以再现。需研究的是，政府为了解决矿产和燃料开采问题的环境清理成本应收取多少费用。此外就是经济租金问题：是简单地在当地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出口产品，还是在通行的供给预测基础上根据长期重置成本出口产品？最后，在矿产资源被掘取殆尽、国家的土地变得满目疮痍的时候，政府利用征收的资源枯竭费，用等值的人造资本替代自然禀赋，这是否合理？


以外币持有债务与以本币持有债务


分析国际金融的运动影响汇率的程度，从而分析其对一国进出口贸易条件的影响，是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9世纪30年代加以改进，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赔款之争中达到高度精密的顶峰的。这一分析显示了对于债务使用本币支付与使用外币或黄金支付的差别。

成本“能够通过调整汇率进行调控”的观点，把货币贬值看作通过降低国内劳动成本而使经济变得更有竞争力的手段。货币贬值被看作可以降低劳动的国际成本和其他国内成本，一旦达到某一点，就可以使政府更多出口，不仅可以抵消进口，而且可以支付以外币形式存在的债务（这将使以贬值的本地货币计算的债务激增）。这就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缩计划的作用所引起的拉美市场急剧萎缩的逻辑。

如果货币贬值影响所有的成本，德国可能已经通过1921年马克的贬值清偿了其战争赔款债务。但是，即使那时德国将马克贬值十亿倍，它也不能完全支付对协约国的赔款——因为这些债务主要是以硬通货而不是当时的德国马克持有的。德国不得不发行越来越多的马克并把它们投向外汇市场，购买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来支付赔款债务。贬值成比例地增加了其外国债务负担。这意味着如果希腊离开欧元区并贬值其货币（德拉克马），以欧元或其他硬通货计算的债务将会成倍地增加。所以，希腊不会离开欧元区，除非其拒绝清偿债务或蒙受沉重债务所引发的萧条。

正如英国将它与其殖民地的贸易保留在英镑区，1971年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以来的美元本位制履行着全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的责任，这有助于美国政府得到各国的货币储备。其结果是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主要是军事方面的）为其国内的政府预算赤字提供了资金支持——这是必然的。这使美国可以削减其税收并创造自己的官方授权信用而由其他国家承担成本。

为了避免外贸美元化潜在的不稳定效果，同时避免对美国财政部持有美元储备（其价值是可浮动的）不得不支付的事实上的全球税，中国和其他金砖四国应尽可能在其贸易与金融关系中以自己的通货计价。中国已经率先走上英国、美国和德国曾走的经济强国之路。


重温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和外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令人瞩目的是，反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与主流相反的声音在一开始就得以表达，但仍被置于当今课程之外。对学生所讲授的只是在关税辩论中的自由贸易一方的主张，而不是保护主义的逻辑——除非眼界狭隘的“横截面”的分析，它把所有关税看作附加成本，根本不考虑当今最成功的经济体所进行的长期投资和提高生产率问题。

这种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回顾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因为到那时，经济学家已达成共识，认为下述最重要变量——国家税收政策、债务、技术和环境“外部性”——处于贸易理论所固有的领域之外。教科书并不解释中国和其他国家怎样才能够像欧洲、美国在过去几个世纪所作的那样成功发展，而是讲授在现有生产率、金融和税收条件下有关市场出清的没有意义的智力数学习题。而全球实际正在急剧地转变着这些“给定”。

其结果，便是这种狭窄的目光被用来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的所作所为辩护，这些规则妨碍各国政府补贴其经济发展，阻止政府“干涉”外国人去购买其银行、矿产资源和关键产业的控制权的“权利”。美国的政客告诉华盛顿共识的追随者在实际中应“务必听我今天之言而行，切勿观我往日之行而行。”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德国或中国，都不是通过追随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而取得成功的。所以，本书很少描述二次大战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普及化。因为，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转变为数学上的复杂性思想的操练；当用直白的语言加以陈述，却显露它的极明显的平庸。显然，这是希望给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帝王穿上一件数学的外套，“就像真正的科学家的使用”能够使那些容易受骗的观察者相信今日带有欺骗性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具有了经验基础。

今天的贸易理论既不能解释两极分化，也不能说明使之逆转的蓝图，这决不是偶然的。中国通过避开某些外国顾问的指令——这一指令极力推行对华盛顿共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能够引发阶级冲突的紧缩政策的消极依赖，已经通过自己的管理如此成功地实现了赶超。但是，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美国和德国以前曾走的道路——借助于对交通运输、通讯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提供价格补贴的或免费的基础性服务（如公路）——所取得的。这一共同经验表明，各个经济体可以通过公共政策避免对外依附。然而，私有化的基础设施可以使买者在公路、电话系统和其他自然垄断项目上设置收费站，在关键入口处收取租金。其结果就是一个榨取型的食利者经济，它会遭受不断上涨却不必要的成本的挤压。


作为经济竞争形式的国际金融


很多西方政府并不为中国努力使其经济更有效率并提高生活水准鼓掌，这一努力正是北美和欧洲曾经的所为，却把中国看作一个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其战略是要么孤立中国（犹如对古巴和其他非市场经济体的规避），要么购得其主要成长性部门的控制权，交由其掌握金融制高点和基本的基础设施的人掌控。

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化推动者简单地劝说中国和其他国家放弃对外国投资人的最高控制点的控制。过去，这样的廉价推销往往是金融灾难的结果。例如，在17世纪，就曾经有债权人利用创建贸易特权廉价推销商品，来对负债的政府施压以预防其拖欠债务。荷兰投资者曾买断由英国创建的王室垄断权，1600年创建的东印度公司和1694年创建的英格兰银行就是显著例证。把钱投入英国政府的公债使英国清付了部分沉重的战争债务，但是，外国投资者从垄断中得到了一个不断外流的报酬。

今日能够产生租金的垄断主要采取了基本的基础设施的形式。新自由主义者赞许其私有化过程，仿佛这可以使经济更有效率，并且，它本身可以降低经济的成本结构并有助于政府的财政状况。但是，典型的实践是私有化者在信贷的基础上购买资产，其结果是利息吸收了租金收入，从而剥夺了政府的所得税（以及以前的使用者应缴纳的各种费用）。

今日所实现的结局是过去的军队所期冀的。在以前，从外国榨取经济剩余通常需要军事征服。但是，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表明，现在，任何国家都难以担负军事接管和占领的成本。反之，意识形态的征服已成为发动进攻的优先模式。为了对本书所叙述的构建经济理论的过程提供一个政治和历史的全景式透视，应结合我所撰写的《超级帝国主义：美帝国的经济战略》（Super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 Strategy of American Empire ，1972，2002）和《美国保护主义的崛起》（America’s Protectionist Takeoff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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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著作，来阅读本书。

迈克尔·赫德森

2012年5月20日

--------------------


(1)
 在“避免西方债务和租金费用：利用土地税控制住房价格” （“Avoiding the West’s Debt and Rent Overhead： A Land Tax is needed to hold down Hous‐ing Prices”）一文中，作者研究了中国的此类问题。该文被收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的《中国未来30年》（第三卷）。作者撰写的另一篇论文“中国未来30年”已被收入吴敬琏等著的《中国未来30年》（第一卷），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2)
 这两部著作分别以《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嵇飞、林小芳等译）和《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贾根良等译）为题，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和2010年出版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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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发生的事情是，一代人的普遍信仰……会在后面一代人心中变得如此荒谬，以至于唯一的困难就是设想这种事情的出现是可信的……。它看上去就像孩提时代幼稚的幻觉，任何成人的一句话就可以使之改变。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前言



 第二版序言（2007年）

在过去几年，我们已经看到现有贸易和金融理论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它导致众多国家牺牲了自身的经济发展，丧失了粮食及其他基本必需品的自给，只能效力于那些难以偿还的高额债务，而后者又是贸易和金融依附的必然产物。其结果就是长期的贸易赤字和对外借债，由此产生的还本付息对汇率产生了更大的下行压力。在芝加哥学派的“有利于债权人的理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所谓的“限制性条件”的支持下，这些国家不得不节衣缩食，把资源转到出口部门，而不是培育自己的国内市场。其承诺是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并赶上美国，而实际的结果则是深深的依附。

这些破坏性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成功，主要因为全世界的学生和政治家已经被灌输了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这一模式无视外贸和外债依赖，只承认这些现象造成了某些问题。其逻辑是每个国家应利用它的自然禀赋，实现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要素均衡”。

从历史看，早期的英国和后来的美国都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自身的信用创新等手段，实现了本国资本的供给。英国曾挑起有关自由贸易的争论，劝阻别国不要采用曾经使自己赶上荷兰和法国的战略。英国的贸易战略家承认，在自由贸易体制下，原材料的供应者将陷入“砍柴挑水的苦役”这一所谓神圣的境地，变得越发依赖于英格兰这一世界工厂。

为何要在这样一个如此教条的学科中讲授这么一门课程？回答是，同现在正在讲授的其他课程相比，国际贸易和金融原理这门课程有着更长期的古典传统。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式已经失去可靠性，但是，早期的古典传统和后来的保护主义传统也几乎被人们所淡忘，该课程仍要受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史学家的删改，而这些人则在美国和海外取得了学术支配地位。因此，我开始着手提供另一种理论。这部关于贸易与外债的理论史，就是源于1969 至1972年期间我在美国新社会研究院为研究生开设的国际经济学课程的讲座。

设计这一课程使我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相关问题。自由贸易的正统理论不顾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率和收入的广泛差别，与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合流，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芝加哥学派所奉行的对债务国的金融紧缩疗法。这一课程值得耗费学生的时间吗？况且很多学生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这些理论基本上是通过假定所有这样的问题都会自动的自我治愈，来否定结构性贸易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的存在。

而当时的经济学系主任罗伯特·海尔布鲁纳（Robert Heilbroner）却认为，这些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专业人才。这所学校的教学目标应该是，当它的毕业生在商务活动或社交活动中遇到其他经济学家时，应具有共同的文献词汇和观点，从而使学校或学生自己不必窘迫。他认为，有效的、精通的主流正统理论，将成为这些学生的职业证书；毕竟他们主要是为了得到一份好工作，才学习这些课程的。这通常意味着作为大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利益代表的公共关系作者，就应该增进自由放任，放松对市场的监管，把对金融和不动产的税收转嫁给消费者。即使不考虑此类个人利益方面的诉求，有三分之一的研究生表示到这里学习是为了帮助他们国家的发展，而不是使之变得越发具有商业和金融依赖性。

这样，首要问题是有多大的可能将全球经济两极分化的现实与整个课程融为一体。实际情况是，只要经济学家受雇于大学或政府机构，他们就会对某些模型产生异乎寻常的宽容，这些模型所表述的，只是在一个假定的“如果”世界中存在着贸易和支付的平衡，在各国之间存在着假定的不断增长的平等。避开这种不切实际的海市蜃楼是多么的重要！

我的解答是，必须回顾更实际的经济理论形成的长期历史。我认为，经济分析在它的起点并不是如此谬误的。那些重商主义者或早期的自由贸易论者，如大卫·休谟和约瑟亚·塔克尔、詹姆士·斯图亚特、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的许多批评者，几乎没有这样的错误观念，即国家（及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会趋于一致而不会分化。他们决不会远离实际去设想经济会有固定的供给，而这种供给又是由具有相同生产率的劳动和资本的自然禀赋决定的。他们决不会像要素均衡论所臆断的那样，在一个抽象的世界中各国之间没有移民、没有国际投资、没有技术扩散。显然，这些早期作家被那些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所错误地描述了；他们把这些早期作家关于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与当代自由贸易的正统理论在内容上同一起来。其结果，必然是一部被意识形态所删改的思想史。

早期的贸易理论家不会同意当代经济学家提出的不现实的假说。在国际经济学成为当前这种经济学科之前，贸易和金融理论对国际经济中的货币、人口、政治和技术等问题的研究是具有活力的。但是，很多现代的关于国际贸易的历史回避、甚至是有意删除了这些贡献；它们把休谟及其同代人的作品进一步低俗化，把他们关于国际贸易、价格、生产率和政府政策效果的更实际的论述简单化和“现代化”了。

一次大战以来，国际经济学已经沿着认定自己只是一个特定的附属学科，假设没有劳动的国际移民、没有国际投资、没有源自外国负债的资本转移问题的道路走了很远。这些假设排除了关于什么是现实的国际经济学核心问题的思考。

为了固化这一狭隘视野，常规的国际经济思想史学家总是把研究范围加以限定，限制在只是对今天的自由贸易正统理论过去的预测的研究上。如果评价重商主义作家，它们准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些作家的许多幼稚的错误。其结果，类似早期基督教诺斯替派（Christian Gnostics）
(1)

 ，只是热衷于借助控诉他们的迫害者而重建自己的教义。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打算沿着更多面对现实、更少时代错位的路线，完成一部非正统的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史的著作的写作工作。本书要特别寻求实现以下四大总体目标：

1.通过追寻各种理论的来龙去脉，探索世界经济是怎样被两极分化机制所塑造的。这些机制源于偏爱领先国家的市场支配力和这些国家的政治外交手段；通过后者，领先国家的政府已经驾驭市场支配力400多年的时间。

2.说明世界经济为何没有按照当代的自由放任的正统理论来运行，这一理论核心就是所谓的自动调节机制和金融紧缩计划。

3.解释为何众多国家听命于这种正统理论，遭受着日益严重的贫困和长期的不稳定。

4.论证必须改变正统经济学的那些假定；更重要的是，提出通过创建一个更现实的理论，把某些当代正统理论并未承认的“外生”要素，纳入研究视野。

通过强调重商主义、早期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观点（即前李嘉图和反李嘉图的理论）要比当代的正统理论更具现实性，我不仅论述了这一错误理论怎样登基为王，而且描述了更具活力、更加真实的有关世界经济的理论的发展。我特别分析了资本和熟练劳动的跨国流动，指出外债和广义成本的差别进一步导致了国家之间的依附关系，而后者又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

除了审视国际经济学的历史，本书还为一个全新的理论观点奠定了基础。这一理论的主要前提是：

1.国际成本结构的为数众多的绝对要素是在基本原材料和资本品价格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所有的经济体为石油和其他原材料、资本设备及服务支付同样的美元价格，通货贬值对出口定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2.某些最低限度的必需品的进口需要、还本付息和其他强制性需要具有价格无灵敏度特征。如某些国家需要进口谷物以食用，进口石油以补充能源和取暖，我们应怎样预测由价格变动引发的消费“矫正”？

3.积极的制定政策以改进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的能力。如果要素禀赋是政策的产物，国际外交手段对国际投资和熟练与非熟练劳动的移民有何影响？

我以凯恩斯关于20世纪20年代德国战争赔款问题的分析为模型，分析了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的结构性限制问题。我实际上是把债务和其他金融转移支付当作首要的结构分析，但分析的视角则不同于拉丁美洲的结构主义学派。我认为，还本付息的压力破坏了债务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迫使这些国家去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是这些组织的经济策划者把金融紧缩政策强加给债务国，使这些国家难以实现均衡增长并作到自给自足。通过对这些国家中央银行的金融劫掠，它们的国际收支赤字更加恶化，通货进一步贬值，致使国内投资和产出由国内市场转向出口部门。其结果，是压低了贸易条件，造成国际收支赤字更加严重。在上述原理的基础上，我发现每个国家实现收支平衡的收益能力都存在着某种结构性限制，从而制约着这些国家清偿债务乃至在当今世界的生存能力。

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并未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它们通过削减基础设施支出和倡导反劳工的收入政策，破坏了生产力。而现在需要做的更基础性的工作是降低整个经济领域的生产和分销成本，增加收入，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还需要做的就是逐步建立国内市场而不是使劳动者贫困，我们确信，这些做法可以使经济更具竞争力。

当处于领导地位的金融国家使用债务杠杆，推动一些经济体卖掉公共领域的自然垄断企业和其他企业，特别是当许多买者是外国人时，情况会变得更加恶化。这导致国际收支的长期流失——即从债务国到债权国的“资本转移”。

这一结果预示着可能出现一条新的通往奴役的金融之路。它不是弗里德里奇·哈耶克所告诫的那种道路，而是在废除了政府计划和国家调控权力之后产生的那种更古典的因债务而沦为苦工的道路。正是通过使用这种计划和国家调控权力，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获得了国际领导地位。类似于更早期的殖民地阶段，这种计划和调控却被今日的欠发达国家所拒绝。因此，对虚伪的、反历史的“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形成道路的回顾，可以进一步揭示当代的资本和生产率的“禀赋”理论是怎样登堂入室的。

从短期看，当代的自由放任理论阻止了对基础设施的支出和通货稳定方面的工作，将生产率的提高归于尚无证明的自然禀赋作用的结果。本书则强调国际经济的理论史应该说明对外贸易怎样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实现劳动和资本生产率的转变，至少对成功的经济体是如此。在本书最后一部分，揭示了外债对贸易条件的负面影响，说明了金融结构在决定竞争优势中的作用。

然而，讨论上述问题，我们应为前面的理论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预留空间。因此，我决定通过一个总结做出一些结论，说明为何需要彻底改变国际经济学狭隘的研究领域，使理论主体能够更好地说明当代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

＊　　　　＊　　　　＊

现在，我获得了出版本书中译本的机会，借此可以将一些讲演稿编入一本更简明的教科书，也可以修改该书1992年不列颠版中出现的大量印刷错误。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更新其中的内容，因为这些年我们未曾看到国际经济理论化过程中有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只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下已经被固化的狭隘心胸。

目前，中国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与17和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面临的问题极其相似：在国内经济中，如何实现与领先国家相同的劳动和资本生产率；在国际经济中，如何避免外债，开创一个独立于信用制度创建国的国家金融和货币体系，事实上，正是这些信用创建国把它们的通货确定为国际储备货币。所有这些目标，都要求形成一种远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贸易组织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教义的国家独立；要看到，这些国际组织的政策所寻求的是“撤掉梯子”，即防止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制定曾经培育世界领先国家的产业发展和金融制度建设的那些政策。

把这一政治制度转变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世界性意识形态，本书第四章所描述的英格兰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战略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英国曾在一个时代的时间里充当世界领先的工业国角色，在殖民地及后殖民地时代，它曾大力推行自由贸易和其他经济自由主义，并把它作为巩固全球经济实力的手段。与此相类似，二次大战后，美国也选择了自由贸易和放松国际金融监管政策，把它作为巩固制度的手段；而这种制度，我在《超级帝国主义》（Super Imperialism ，1972； 2002）及它的续篇《全球分裂》（Global Fracture ，1979； 2004）等书中已作过描述。廖子光（Henry Liu）
(2)

 恰当地称之为美元霸权。

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与那些后苏维埃经济和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是政府应为塑造经济环境、改善“市场激励”做些什么？答案是，需要一套能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计划相抗衡的经济和财政理论。应看到，这些国际组织的目的是锁住附庸经济，使之成为已经美元化的全球经济的附庸，造成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两极分化，确保外国投资者使用债务杠杆撬走并私有化“东道国经济”的自然垄断企业和公共企业。本书试图为欠发达国家政府提供一个“驾驭机制”的分析基础，借此调控市场，建立一个适当的税收制度，实现令人满意的财富增长，同时避免在储蓄者和债务人、食利者和不断增加依赖的被救济人口之间出现两极分化。

--------------------


(1)
 译注：又称灵智派。产生于公元2世纪。根据该派的善恶二元论，反对“道成肉身”的教义（参见黄新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第278～281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2)
 译注：亨利刘是独立的文化、经济和政治问题评论家，出生于香港，在哈佛大学接受建筑学和城市设计等专业的教育，后来对经济学和国际关系问题产生兴趣，作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致力于城市和地区发展的跨学科研究。刘提出了“美元霸权”这一术语，用以说明1971年以来的美元这一不兑现通货和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扭曲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



 导论：政治背景

经济学不是一个 “无私的”、目标是为了客观描述世界如何运转的科学，有关经济学说的争论也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推动经济研究的更多是政策取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天真无邪的思想。因此，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国家的命运。理论家们在展开自己的意图时，往往要面临着选择：或者为某种现实辩护，或者改变这一现实，多数理论家拥护自由贸易，但也有人主张保护主义；或者代表债权人利益，或者维护债务人利益。因此，他们所选择的政策结论就不可避免地或者有利于国际依附，或者有助于民族自决。如果开创一个学说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一种理论，那么，构建一种经济模型的首要工作就是发现经济假说、研究范围和方法必须能够支持先行制定的政策，并排除得出其他政策结果的可能。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正统经济学代表了工业债权国的利益。因此，作为这一结果的理论已经被促进债权国的要求和自由贸易所约束。这一出发点是作为分析结论而被和盘托出的，仿佛它不是被在事先炮制的。今日的正统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只要政府停止干预，世界经济就可以自动运行以促进收入均等；在这一前提下，以前的经验感受被半途遗弃。一些国家被告知，只要他们克制自己而不去干预“自由市场”，所有问题都会被顺利解决，借此说明，通过工业债权国，市场已经在许多世纪发挥作用。能够得出与自由贸易和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相抵触的政策结论的假定、证据和方法已经被排除，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正统经济学却一直认为贸易和投资是劳动和资本的不同自然“禀赋”（或“要素比例论”）作用的结果，从而阻碍人们对怎样运用国家政策转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分析。尽管各国之间的收入和生产率存在着不断扩大的差别，一些经济学家仍在推测着产生趋同所必要的逻辑条件。

正统经济学还假定生产率和制度结构（如土地占有制度）是给定的，不会依恰当的经济政策的作用而改变；他们很少承认政府政策或实施外交威胁的积极作用；自由放任理论甚至论证现存的贸易和投资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形成的，而参与贸易和投资的当事人，一方面是相对自给和政治活跃的工业债权国，另一方面则是依附于人、被动外交的债务国。各工业国的政府则通过补贴和其他手段推进本国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率增长以阻止均衡的趋势；某些自由放任的模型还进一步推测，如果所有政府始终保持不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修订，情况将会如何。

通过维护现状及其各种依赖形式，这些模型已经变成强化这些国家对它们的负债的原材料供给国的优势的手段。它们的公式推理仿佛他们所审慎选择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论都是科学方法的缩影。但是，他们的方法论只能得出不真实的假说：它假定整个世界的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都是均等的（正如现代语言所说，具有均齐性）。只是在这个假说的基础上，才能论证通过自由贸易和投资，各国之间的收入会变得越来越均等。

当把这种理论持续地用于实践，而它所预期的效果却与显而易见的事实背道而驰时，人们必然会把这一理论看作一种公关训练而不是科学的分析。当这一理论建议一些国家应立即在任何给定时间使其“最佳的”生产活动专门化时，它又劝告人们不要计较来自贸易保护主义的长期收益，而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设计则是为了未来财富和福利最大化。当这种理论利用生产率差别证明李嘉图所说的“贸易收益”，这一理论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声明：贸易保护主义转向寻求自给自足造成了机会损失——即不考虑未来而现在生活的相对好些的机会。同时，通过强调定价和分配的作用而不是生产的作用，正统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生产系数和科学技术是可以改变的，因而不考虑这种改变反过来又要求公共基础设施的支出，从而国家财政政策的作用。

这一推理的思路还要求大家不要理会单一生产综合症的有害依附效应——事实上，正是对某些原材料的依赖，导致了整个南半球的二元经济。通过假定利用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的自动趋势来促进均衡、甚至平等，这一理论培养了经济过程中的一种无法证明的信仰——事实上，这一过程中正在不断加剧着各国之间的经济差异。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持有同样的狭隘眼界，会议简单地根据现存生产和贸易关系决定的价格来考察第三世界的贸易问题，而不是敦促第三世界国家通过把土地和资本由投入到种植园作物出口转移到国内生产，来改善粮食的自给自足。联合国贸发会议还要求工业国通过将收入转移给出口国政府的办法来补贴原材料的进口价格，而这些政府实际上是由若干食利者寡头集团和它们的外国债权人控制的。尽管这样可以提高第三世界的出口水平，似乎可以减少其长期存在的国际收支赤字，但是，由于不能实现筹集资金的多元化，反而进一步恶化了这一长期问题。

问题在于，较高的原材料出口价格不能对本国实现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起到激励作用。因为它不能拓展和提升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是维护经济现状，鼓励单一生产的永恒化。有人指出，适当地改进商品贸易条件，可以保证出口国长期地利用本国的初级商品和低工资制造品换取工业国出口的粮食和高技术产品，而结果则是不断增长的经济依赖和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最终将会是世界矿业卡特尔和对第三世界政府的外国债权人。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相继遵循了一条与正统理论所主张的截然不同的政策。对这些国家取得成功的一个令人满意的解答，就是要承认它们综合运用了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和外交杠杆。本书将阐述这些工业领先国家是怎样垄断了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投资地位，从而进一步巩固它们对世界资源的控制；将追溯国际信贷是怎样扩展到远远超出债务人的实际还贷能力，使债务人陷入一个紧束的债务绳索；将论证怎样通过改变必需的外汇来恶化债务人的贸易条件，以使债权人和投资国受益；最后，它将指出所谓的“市场”趋势正在被一个看得见的政治之手所重塑。这些强加在第三世界国家身上的条件是：为了得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商业银行的贷款和外援，必须把使自己的发展从属于对工业债权国的利息支付。这些要求包括：被迫接受的通过收缩国内市场而实施的紧缩计划，将税收由不动产和垄断转向国内劳动者，将公共领域和自然垄断的企业廉价卖给国外投资者，对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给予更“自由”的贸易政策。这些政策的真正结果，就是在损害其国内生产的前提下，使这些国家更加集中于原材料的出口。

应清楚认识到，到目前为止，看不见的手从未引导世界市场力量对称地服务于所有贸易当事人的利益。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世界经济也从未像当今的自由放任的拥戴者所确信的那样以友善方式运行。实际上，早期的自由贸易论者也绝不是友善的；正如伯纳德·斯迈尔（Bernard Sem‐mel）的术语对他们所描述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工业国已经把从工业和农业技术中得到的收益集中在自己手中，使自己处于国际债权人的位置。而第三世界的投资则被片面地投放到出口部门，使其国内产业扭曲为单一的生产结构，至今仍在寻找解脱的办法。

目前，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面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金融和技术转变，未来国家计划的特点。作为对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放松政府调控和反政府的意识形态浪潮的反转，当今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或许是政府干预恢复它们更传统的角色。集中的苏维埃计划经济原则的消亡，可以推动我们通过对有效与无效计划原则的再检验，对公共和私有部门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平衡顺利实施的关系的再总结，对市场反馈作用的再研究，帮助我们搞清前进的道路。每一个经济都是有计划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这种计划应主要由谁完成，是政府，还是国际金融机构？实际上，后者已经转向填补由赞成中央银行独立、政府遭到诋毁和它们的权力被削弱而产生的空间。

一个富有意义的国家贸易政策需要具备广阔的视野和长期的框架，能够把彼此联系的经济、金融、技术、生态、人口、国际、军事、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功能融为一体。为此，有必要对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关于贸易和发展的理论作一次再考察，因为他们寻求发展的正是这样一种内容广泛的世界观。

实际上，在英国、欧洲大陆、美国和日本走向国际强国的开始，这些国家经济政策的奠基者都创立一个具有广阔视野的理论。当今所有的工业国在其成长阶段，当它们赶超那时的领先国，如17、18世纪的荷兰、法国和19世纪的英国，都曾奉行过广泛的、以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政策。

如果我们能够把斯密的前辈詹姆士·斯图亚特等人及早期英国的自由贸易战略家和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看作有关“发展”的理论家，本书的目的就是将贸易理论与“发展”理论再次融为一体。与当代自由贸易的逻辑相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奉行的货币主义正统理论（再加进一些凯恩斯的收入理论，但缺乏凯恩斯著作中关于资本转移问题的提示），也摒弃了长远的传承关系。以紧缩计划和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有关价格形成和收入分配的模型，都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至少假定它们最终会在国际范围更加趋同。我认为，这些模型必须被更多地以生产为取向的理论所取代，而这一理论又是以下述观点为基础的：当今国际范围内不断扩大的生产力和收入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取向的贸易和金融动态决定的（又被政府之手所强化）。这样的模型可以解释为何欠发达国家的物质生产率和实现收支平衡的盈利能力受阻，致使这些国家在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经济中处于国际支付的结构性赤字的境地。为了给这一理论奠定基础，并捍卫积极的公共政策，我写了这部著作。

我是在查阅整个文献，考察早期经济学家是怎样在理论上说明问题的过程中写作此书的。因此，这部有关贸易、发展和资本转移的理论史必然要聚焦于与全部基础性假说有关的关键性概念和争论。我对自由贸易正统理论的渊源，追溯到在英国的谷物法之争中李嘉图主义的得势；对现代货币主义正统理论的渊源，追溯拿破仑战争之后在英国的铸币之争中李嘉图主义的失势。我并没有全面考察与国际经济学及其下属许多分支有关的每一位作者，而是集中于从它的开创即重商主义时期以来曾对这一学科产生影响的主要范畴。这一理论形成的两个半世纪的历程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是否形成国际经济，何时转向“自由贸易”原则，在领先国家和后进国家之间出现的推动经济趋同或极化的趋势等。

在本书中，我并没有论及1960年以来贸易理论的细微改进。尽管现有文献丰富浩繁，本书也只能运用有限空间和若干概念。因此，本书强调的只是一般原理，而不是随后的赘述。现代图书对长度的限制同样规定了本书对概述部分的处理。这些讲稿的目的是为以历史为背景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教学提供一个教学大纲，而不是一套与政策利害关系无关却长期存在的抽象。



 第一部分　国际经济学的起源

……大多数关于这一主题（即政治经济学）的详尽规约都是有缺陷的。对于所有的规约，之所以让人难以接受，或许是因为：它们企图在转瞬即逝的物质之外构建一个永久性的结构；它们认为社会的安排理所当然是永恒不变的，很多安排只是处于自然波动或逐渐进化之中；它们在表述这些观点时不附加任何限制条件，仿佛它们就是普遍和绝对真理，这些主张或许可以应用于无政府的社会，除非作者偶然生活在一个特殊社会……

如果没有正确的抵御，这几乎成为一种无法抗拒的趋势，即人类的思想会变成他们自己假说的奴隶；并且，在某种独断专行的条件下，人类的思想一旦习惯于这些理性、感觉、想象，就会错误地将这些条件归为自然法……（顺便说一下：我们或许发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为什么字面的理解不一定是个好理解；为什么具备最伟大力量的推理，如果是乏味的，也无法支配最无知的奴隶——他们只服从于偶然的习惯性思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律师，他们已经习惯于把现存制度作为他们进行比照的标准……他们通常成为所有改革的彻头彻尾的反对者，这只不过是因为出于生计，他们不能实现任何其他制度的构想，或者不能设想这个制度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认为，对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来说，面临着遭遇同样结果的危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丁诺娃小姐的政治经济学摘要”［1834］，

著作（Toronto： 1963），第四卷，第225～227页。


 第一章　早期欧洲的商业战略

从11至13世纪，世界范围的两个事件促成了欧洲的经济转型，这就是来自黎凡特
(1)

 的商业和来自西方的武力征服。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从东方横穿南部法国，直到摩尔人统治的西班牙，带来了技术和文化。而欧洲的十字军则从相反的方向，通过劫掠君士坦丁堡，以武力方式攫取财富。从1096年兴起伊始，十字军就受到上帝的恩宠，而在此之前的1078年，商业却被教皇格里高里七世主持的罗马法庭判定为有罪。通过商人和放债者谋取个人收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基督教徒的道德原则相矛盾的，而战争却非如此
(2)

 。

然而，商人和银行主的顾客却似乎渴望得到购物和贷款，并明显感到可以从中受益。一旦缔约双方的互惠收益得到证实，商业收益就会被承认是公正的。对这些商业行为合法化的决定性动力是政府的借款，甚至用借款去从事战争。


 经院学者对通过贸易寻求收益的认识

商业似乎是以大自然本身为基础的。每个地区都以上帝赐予的独特资源为基础组织生产并形成了专业化。某些地区形成了以技术为基础的贸易，如玻璃制造和金属制造；另一些地区生产稀有矿石、香料或葡萄酒。为了这些产品的分销，商人是必需的；相应地，他们的行为也必须合法化。因此，贸易理论的第一个实际工作，就是通过说明商业对社会福利的贡献使其合法化。而这些学者的第二个工作，就是界定商人收入中的合法成分。他们认为，如果商业活动只是使商人收回直接成本并补偿这一活动固有的正常风险，商业收入就不是剥削收入。

经院学者认为，只要他们是诚实的并遵守社会法律，商人的活动就会使社会进步而不是每况愈下。这种以道德为基础的理论是转向自由放任政策的最早表现，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一些关于贸易的现代解释得以成立。到19世纪，这一线索的理论演进又逐渐发展为关于内在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区别，即必要生产成本与商品或服务的交换价格之间的缺口，是否包括垄断性收益或其他非生产费用的争论。

当时的欧洲经济是低剩余经济，人们只能维持收支平衡或收入略高于支出的生活，他们不能承受富商进行的过度剥削，但犹太人除外，他们作为“国王的奴仆”，以皇家税务征收者的身份从人们的收入中攫取财富。在基督教经济中，争论的焦点是贸易是互利活动 的一个部分，还是剥削。在一个零和经济中，产生的不是剩余而仅仅是维持一种稳定状态，其趋势是一方受益而他方受损。因此，问题在于，商人或放债人提供商品和服务及风险投资中所得到的收益能否超出其直接费用、劳动和其他努力的价值？

公正价格说认为，有三个合法途径，借此可以通过销售商品得到大于它最初投入的成本。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人通过劳动将原料转变为制成品，他们的劳动创造了价值。在第二种情况下，商人从外地买来商品在本地市场销售，这涉及运输、借贷、直接人工等各种费用，还涉及海难、海盗劫掠、盗取、损耗及其他危险带来的风险。在第三种情况下，放款人面临着为了获利而贷出货币却不能偿还的风险，同时放弃了用这些资金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机会。所有这些商人、生意人和放款人都应该凭借他们在从事职业时所付出的努力和所承受的正常风险而得到补偿。

经济史学家马克斯·比尔在评述公元5世纪的圣·奥古斯丁关于贸易的论述时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的：

我正在从遥远的外国采购并运回一些产品，我眼看着我的劳动凝结为工资，劳动者也为他的付出得到了工钱。据此，我有权将这些产品卖得比购买价贵一些……我不赞成贪婪的商人……但这些缺点（撒谎、欺骗等）应归于个人而不是他们的职业，这一职业是可以以诚实的态度经营的。某一哲学家说，由于每个人都需要他自己不能生产的许多东西（如食物、衣服、住房等）以满足生计，因此，他必须在社会中生存；换言之，每个人都必须与其他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在一起，组成贸易协会，借此各成员之间交换各自的商品和劳务以实现互利……这样，贸易和商业就不是邪恶，而是符合自然法的。当卡西多（Cassiodor）说贸易因贱买贵卖而非法时，这只适用于商人买下所有的某种必需品，如谷物，造成这些物品的稀缺，然后按一个随意固定的价格出售。应把这样的商人从教堂和所有神圣的地方驱除出去。

而奥古斯丁则坚持认为贸易是邪恶的：“如果问哪种职业应禁止参与贸易，那就是牧师。如果利用贸易追逐罪恶的目的，如囤积居奇（即为了获取高价而垄断市场），它就是非法的。在致力于礼拜和祈祷的时候，如礼拜日和节日，它应该被禁止。” 奥古斯丁甚至认为，在教堂里，贸易也应被禁止。但是，“当贸易以诚实的态度，致力于供给我们的同胞以他们所需的物品”，它就是合法的。商人的“旅行和管理是劳动，劳动者是有理由获得工钱的”。［1］
 只要它的报酬相当于通过诚实劳动和勤奋获得的工资，赚取利润就是可允许的。

到12和13世纪，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教堂变得越来越世俗。此时，它已经把多数形式的收益看作是合法的，甚至把借贷也放在合法形式之列，而不包括在非极端情况下的牟取暴利行为（如在稀缺、大量采购或讹传情况下所造成的对必需品的垄断）。比尔（Beer）概括性地指出：“每当矛盾双方不能消除对商业这种制度的怀疑和恐惧，经院学者就会根据其对幸福和社会有序生活的作用及其对个人利益与社会福利的从属关系的影响进行评判。”［2］


新一轮的理论创新通过把财产理论并入自然法（自然法认可的权利），改变了教会的道德哲学和经济伦理。但是，奥古斯丁的同代人约翰·克瑞绍斯汤姆（John Chrysostom）却认为，根据教堂的规定，只有通过工匠实现了商品的物质转变，贸易才是合法的。海尔斯（伊兰萨斯）的亚历山大曾经在13世纪进一步写道：商品的运输与商品的制造是一样的。

不同地区的特产相互之间的交换，可能给所有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取得收益的机会；尽管那时尚未有一个清晰的理论用来说明某些国家能够在一个特别低的成本的基础上生产某种商品。此外，贸易或者倾向于买卖奢侈品，或者倾向于买卖具有区域特色的原材料。于是，以谋利为取向的思想就会在社会金字塔的上层产生。一些王国拥有优越的自然气候或其他资源，另一些王国具备生产某些特殊商品的专业技术。这样，在封建社会，皇族成员就会拥有某些特权，将这些产品的剩余部分在海外销售，或用以从其他地区换取原材料、香料、热带产品和奢侈品。

在这一时期，对贸易的最具现代意义的辩护，是由出生在13世纪中叶的英国人理查德·米德尔顿（Richard of Middleton）提出的。根据三个理由，理查德认为贸易是合法的：

首先，人的不同需要和随之而来的对相互服务的需求，即形成了交换；其次，自然会公正地规定在人们的交往中应相互帮助，“因为他们全部在一个君主即上帝之下生活”；第三，……人们互换剩余以补充短缺是很自然的事情。

理查德对贸易的获利者必定会伤害其同伙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承认商人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个人收益，但坚持认为这种收益既不违背天理，也不是来自剥削。然而，晚于理查德几个世纪的弗朗西斯·培根却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同，认为：“无论如何，在某处得到的（收益），就是在另一处失去的。”［3］
 理查德却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使用价值是形成交换价值（即价格）的基础的主张。用引人注目的现代方式表述，增加的效用就是合理收益的基础。

我们假定有A 和B两个国家，有着不同的自然禀赋。A国盛产谷物却匮乏葡萄酒，而B国则盛产葡萄酒却匮乏谷物。我们知道，一个商品的市场价格或公正价格是变化的，商品丰富时价格低，稀缺时价格高。在这种情势下，盛产谷物的A国的谷物将比B国便宜，而葡萄酒则要比B国贵。商贸企业自然会去平衡这两种商品的供给。商人会在A国低价购买谷物而按照在B国起支配作用的较高市场价格出售，或者在B国低价购买葡萄酒再按照在A国起支配作用的较高市场价格出售；这样，在现实中消费者就丝毫不会按照过高的要价，而是按照正常或公正的价格购买每种商品，后者就会成为各自国家起支配作用的价格。交易是平等的，商人还得到了利润；商人的做法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他根本没有伤害每个国家，反而给各自带来了利益。他的利润既不是来自暴利，也不是来自不义之财。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看到的平等交换的同一法则，同样适用于本国内的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消费者得到的商品的即期效用大于他为此支付的货币；对商人而言，他因出售商品而得到的货币的即期效用则大于他所放弃的商品。所以，双方都从交换中获得了平等的利益。［4］


比尔在总结13世纪的相关争论时指出：“自由贸易者试图表明，不论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均可在贸易中获益；因此，国际贸易是完全符合公平交换原则的。”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它实现了经济效用的最大化。它不像在高利贷的场合是一个零和博弈，在那里，贷方得到的利息恰恰是借方的直接损失。［5］
 而这正是货币借贷需要较长时间才被人们接受的原因。只是由于欧洲内战和1492年发现新大陆后商业急剧扩张所形成的对融资的渴求，金融才被人们普遍接受。


 欧洲经济生活的货币化

在教皇权威下，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具有一个国际性国家的外观。它的地区性王国归罗马教会支配。各个地区的技术水平相差无几，各社会特定阶级的生活水平和文化价值也大体相同。当时基本上没有地区性的妒嫉，也很少有经济剩余可供剥削。由罗马教会作为上帝的代表选择国王进行统治，在很长时间内基本没有物质供奉问题。只要欧洲的各地区能够在经济上保持平等，在商业活动中能够反映传统社会和宗教的价值，这种一致性就可以延续下去。

那时，除了教堂拥有的矿山、植物园和工业投资的收入外，欧洲各地区收入的大部分都要以贡奉和什一税的形式交给向罗马教会和其他重要教会中心。但教会却很少把这些收入消费在它的来源地。它把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于它在罗马或巴黎的贮藏库，投资或消费于商业冒险活动或急需的慈善和其他宗教活动。伴随着商业、十字军和银行业务的发展，金钱的这种流动已经成为一股破坏欧洲迄今以来地区平衡的主要力量。

在十字军成为教会的军事化组织期间，圣殿骑士团起到了欧洲银行的作用，而医院骑士团和其他军事组织则负责大型工业企业和农业种植园的运营。圣殿骑士团的经济角色是建立在十字军东征期间通过对黎凡特人的劫掠所聚积的庞大财富的基础之上的。为了确保他们的利润在这种秩序中得以保持，骑士团发誓要坚持节欲。到13世纪，从爱尔兰到亚美尼亚，他们的圣殿银行已经遍布了整个欧洲。他们的资金主要用于资助教会运营的那些类似现代联合大企业的组织。亨利三世和他的仆人把他们的财产存入伦敦的圣殿银行，而其他的君主则把自己的财产存入当地的圣殿银行。巴黎的圣殿银行是当时欧洲的金融中心，主要服务于托管教会和皇家的收入。十字军成员的存款一般以抵押贷款（通常是以土地或珠宝做抵押）方式转给借贷者，并通过各种计谋以获得利息。圣殿骑士团的金融行为不可避免地要遭到谴责，人们说他们是功利主义者，甚至说他们是邪恶之人。

的确，欧洲人的财富越增加，来自虔诚的基督教徒和反功利主义者的呼声也就越强烈；由凯瑟琳（Cathars）、沃尔德尼斯（Waldenses）提出的教义
(3)

 和其他群体试图回到早期基督教禁欲共产主义的实践就是例证。法国南部尤其成为当时的反对罗马基督教的中心，他们企图回到教会的利他主义本源；并主张藏富于民而不是将其交给罗马帝国。

法国南部同时也成为当时欧洲未曾目睹过的血流成河的战场。罗马教会雇用阿尔比十字军（the Albigensian Crusade）去镇压当地凯瑟琳派的“异端邪说”，并在北方那些赞成罗马教会行动的君主中分配了当地的土地。通过这一行动，从根本上捣毁了凯瑟琳派及其联盟即由西班牙的圣多米尼克创建的宗教法庭；同时发起了对南部法国人财产的查封，又查封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和摩尔人的财产。这样，教会就脱离了其精英的控制，变成了财富和与之相联系的物质进步的反对者，而不再进一步推动欧洲商业和技术的进步。

但是，这并未阻止欧洲君主通过对教会财产课税来分享日益增长的繁荣。13世纪初，由于试图阻止圣殿骑士团的活动，德国的弗里德瑞克二世曾被驱除出教会；他决意通过阻止恢复骑士团的不动产加以报复。13世纪末，法国菲利普四世决定通过扣押其新增财产以建立基金的办法，削弱骑士团银行的财产和权力。但是，他自己后来却不得不从中借款，并于1303年在巴黎神殿（the Paris Temple）得到了那些反叛臣民的庇护。

与欧洲统治者发动的反教会活动相反，1296年，保尼菲斯八世（Bon‐iface VIII）发布教皇诏书，试图阻止任何非教会当局在未经教皇允许的情况下向教会财产征收赋税。但菲利普四世却提出禁止任何硬币从法国输出，并以此对抗。面对大多数富裕王国停止缴纳贡赋的威胁，罗马教皇被迫撤销了诏书。1302年，罗马教皇被菲利普俘获，教会被分为罗马派（世界性的）和法国派（国家主义的）两个派系。直到法国国王通过金钱获得教皇职位，并将教皇职位转予他的代理人即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V），后者又将自己的职位转给阿维尼翁（Avignon），问题才得以解决。之后，所谓“巴比伦式的监禁”开创了公开迫害圣殿骑士团的先例，而骑士团的法国成员已于1307年被拘捕。骑士团最后于1313年被教皇克莱门特镇压。这标志着所谓的世界性金融资本第一次被国有化了。

虽然当时的商业、银行业和信贷迅速发展，但并没有引发学者对经济活动的整体分析。由于实物支付仍是那时主要经济生活的特征，所以，对经济的整体分析为时尚早。当时，自给自足的生产仍是多数人口的行为规范，分工仅发展到有限程度。在发现新大陆之前，租金和税收是以谷物和徭役劳动日而不是以货币价格形式支付的；实际上，货币可以为商品的定价提供一个共同的标准。城镇家庭生活主要是靠临近农村生产的产品支持的。家庭手工业以土地为基础生产了多数基本手工艺品。女人们为自家纺线，为自家织布，做着自家的衣服；同时，男人们完成着多数农活，并从事着军事或徭役劳务。

此时的经济思想只不过是道德哲学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它力图证明贸易在为全体居民而不仅仅是为商人本身提供商业收益时是有效率的。
(4)

 那时，经济并没有融入国家市场，所以，贸易限制和市场管理并不是来自民族主义的要求；任何国家都没有把贸易看作维持自身生存的先决条件。但是，各个地方的机构却根本无法应对由欧洲贸易复兴而引发的农业和工业革命。由于贸易和战争、公共债务（主要是战争借款）的增长以及支付税赋等方面的原因，金属货币大量涌入，造成欧洲经济生活的货币化。

实物支付转变为货币租金和货币税收，使社会从农奴制度和它的僵化中摆脱出来，但是，不断显现的现金交易关系摧毁了当地的工资支付传统和自给自足经济；一系列农民战争证明，这一过程常常是异常残酷的。货币的借出要比土地便利得多；只要事先约定的支付额不能兑现，抵押物就会被没收。

行会制度和与之相联系的中世纪管制试图把经济活动控制在无数自给自足的地方单位之内，但货币却为商品和劳动的统一度量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标准，使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工作的成本和收入有了同一的表现。地租的支付不再必须以工作日或谷物的形式，而可以折合为货币。它不断增加了商品、劳动的流动性，而后者又推动了商业城镇的兴起。伴随着货币制度、商业主义和债务的扩展，逐渐形成了更加统一的市场和价格功能，打破了地方自治和自然经济，最终结束了中世纪的思维方式。城镇和乡村融入了全国性的、巨大的政治单位，有了更加复杂和独立的经济组织。一旦这些都成为现实，功利主义、民族主义，最终的金钱价值观，就取代了利他主义和博爱精神的教义。


 世界范围的基督教社会让位于民族经济

文艺复兴势不可挡，它不可能只停留在意大利，除非通往东方财富之路并没有开通，马可·波罗并没有沿着威尼斯之路完成十三世纪的旅行。众多的意大利银行家族取代了骑士团；由于这些银行家族把日益增长的货币总量主要借给统治者去从事战争，或维护其王权，所以，对于王权和教皇统治而言，他们的贷款已成为战争态势和权力得失的关键，法格斯（Fuggers）对哈普斯博格（Hapsburgs）给予贷款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教会当局既不能承受、也不能调节1492年以后白银和黄金大量涌入所引起的态势。欧洲迅速扩张的金融、经济和技术态势刺激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它们渴望把财富留在国内而不是转给罗马教会。日益集中的民族经济取代了半自治的地方组成的联盟，而后者正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特征。

价格上涨的浪潮改变了土地占有制度，推动了圈地运动，把公共土地转为私人财产；从16到18世纪，农奴被赶出自己的耕地，大量涌向欧洲城市。商业的扩张，农业和城市的变革，及与此相关的货币革命，是与战争、国家债务、私人银行业和信贷的增长，以及通货膨胀和不断增加的赋税相联系的。这就是当时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在经济方面的本质内容。不断增加的商业、金融、功利主义、反对教皇至上主义、军队——一言以蔽之，就是民族主义——成为各个王国发展的原动力。这种民族主义，是以基督教世界被分割为各个相互竞争的国家，它们的外贸和殖民主义为大量的信贷奠定了基础的情况下出现的。

一些王国和地区合并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与商业的巩固和所有经济生活纳入国家管辖范围同时发生的。随之而来的财政和商业与皇家经济的一体化，导致亨利八世（Henry VIII）
(5)

 没收了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不动产，创立了英格兰教会。不久，在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领导下，新教革命又相继发生在德语国家。欧洲的商业进步逐步向西北方向转移，它的扩展沿着大西洋沿岸，经由西班牙、葡萄牙，最后到达法国、荷兰和英格兰。这些国家必然要走向经济、政治与宗教相互独立的道路，产生了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现代世界。

西半球和东印度财富的发现为这些国家参与竞争提供了动力。领先国家开始试图将它们的殖民体系与国内经济连接为一个统一市场。自耕农被赶出土地——摆脱了农业的“约束”——不得不在城市中找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并不是想办法去节约劳动，而是雇佣农村的流动劳动力。正是在这次争斗中，这些国家的战略被人们称为重商主义；但是，它的理论最初却是建立在国家安全和国家权力教义的基础之上的；而后者，又越发是以市场效率原则为依托的
(6)

 。


 作为一种能够创造剩余的经济制度的重商主义

中世纪的制度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平衡和稳定，能够养活当地的人口并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简单地说，其典型就是自立。在这种一方的收益往往是另一方的损失的社会，剩余常常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干扰性因素。但是，到16世纪，政府已经开始依赖不断增长的税收收入，为它们的战争、殖民地和国内改良方案提供资金。而维持生存的生产却不能为税收、投资或出口提供剩余。如果不能向这一制度注入新的资金，它往往会受到财政和金融危机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活动进行理论化的第一步，就是使人们对商业利润的追求合法化，然后谋划政府应如何最大限度地动员这些剩余去增进国家力量。但是，只有在国家的指导下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时，市场力量才能被认可。在仅仅靠市场力量外贸和殖民化不能充分服务于国家目的的场合，政府就会利用资助、关税保护或进口定额等手段对其施加影响，使国民贸易达到适当水平，并发展更加有利可图的企业来吸引投资者。资助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国外技术工人到本国移民，培育有价值的产业；而对某些活动（如进口和消费奢侈品）实施禁止和征收特许税的目的，则是为了防止伤害国家利益。总之，就是要通过调动人们追求国民财富和荣誉的积极性，促进国民剩余的创造。

与今天的国际经济学家不同，当时的重商主义者并不关心如何实现贸易平衡和各国之间平等的状态。他们的目标在于垄断世界上的金和银，再就是它的技术工人，通过刺激工人去生产不断增加的经济剩余。基本的争论则涉及到如何实现对这些剩余的最佳分配。剩余要用于国内投资、殖民地的风险投入、军事援助或其他政府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准奢侈品以刺激人们为了更好地消费而努力工作，一个国家应如何实现它们之间的平衡？

旧世界（Old World）
(7)

 已经被隶属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打得粉碎。今后它能否在某种力量的作用下重新实现联合，取决于一些国家能否成功地对其他国家实现商业统治。这时，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就成为实现国家愿望的手段，而最终目标则是实现对世界的统治。每个国家都在力求占领和榨取它的竞争者，最终目标是开创一个新的世界主义，使世界上所有的人口和资源全部落入一个帝国的势力统治之下。昨天的英格兰，今天的不列颠帝国，明天的世界；英格兰对法国的战争，法国在拿破仑时代的帝国梦，以及后来德国在民族主义驱动下通过对外侵略重组欧洲、形成广袤的殖民体系等，都是如此。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人们对生产力而不是比较成本给予了高度关注。其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有效”的世界相互依赖性，而是为了实现民族的自给，使本国成为一个比别国更强大的国家。国家要通过对剩余课税来资助产业和殖民地，支付战争经费和帝国的相关工程，部分保留下的剩余要以奢侈品的形式进行消费，但更可能的是将其再投资于工业、农业和商业，或用于出口以攫取更多的货币（贵金属），为进一步的经济扩张提供资金。


 经济扩张所必要的货币条件

在试图获得对世界稀缺货币、资本和熟练劳动力控制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在力求指导它的公民和公司的经济活动。而重商主义者们则努力去生产性地运用劳动、货币和资本，并把生产性劳动和投资界定为创造一个经济剩余。各个国家也作为一个国民实体去寻求利润。人们不仅把利润看作贵金属货币的一个收益，而且越来越看作为了出口或运用国内产出替代进口而使用生产手段的结果。

由于发展国内产业的前提条件是信贷，而在当时它们都采取了铸币和金块或银块的形式，所以，政府引导民族工业通过直接的办法，或者把西班牙、葡萄牙作为中介，从新大陆（New World）获得金和银。“虽然贸易是通过可消费商品的交换来进行的”，但实际的物物交换是平衡的，正如詹姆士·斯图亚特在1767年所指出的，“它的运营……与国家无关：而与消费有关的各方都是平等的；每一方都没有剩余。但是，一旦贵金属本身成为商业的目标（而通行的却是普世等价的原则），甚至成为国家之间力量的标志，那么，更审慎地获得、至少是按照某种比例保持贵金属，就成为一个极端重要的目标。”［6］
 它推动各国之间激烈竞争，尽可能多地占有金和银；也敦促政治家们提问：为了得到资金以使国家强大，应怎样管理外贸和殖民地？

金和银的流入，因而，国内信贷扩张的顶层结构，就已经历史地具有了国际贸易和支付剩余的职能。［7］
 马太·德克（Matthew Decker）在1750年写道：“那些没有金矿和银矿的国家，必然要通过国际贸易得到它们，并根据贵金属的成色加以保存；商品的价格，人口的数量，甚至土地价值的升降都是与之成比例的。”［8］


人们发现，只要生产性地使用更多的劳动和资本增加产出，货币的流入就不会推动价格的上升。问题的关键是形成一种生产性的纯投资或生产出经济剩余。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正反馈的过程，这一过程以国际贸易收支存在剩余、货币扩张、熟练劳动力的移入以及国内就业和产出的提升为特征。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开始转向一种社会科学，构成随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后来，它逐渐演化为经济自由主义，尽管它最初以民族主义为基础，为帝国主义国家扩张势力以压倒其他国家的政策辩护。


 使市场服务于国家利益

重商主义者认识到，一国长期的政治特色和经济立法要比原生的自然优势或劣势更为重要。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如果需要，或者说，如果政府能使之成为一桩赚钱的买卖，就可以在苏格兰建造温室以生产热带产品。一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作为调控框架，将最终决定该国的劳动者能否就业，他们从事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因而决定该国赚取还是损失黄金和白银，得到还是失去熟练劳动力和产业。

在研究了国家政策与自然禀赋的关系之后，法国人金·博丁（Jean Bodin）在1606年指出：“每个城市的政府都是改变人的本性和性情的巨大力量”。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将检验“在一个人心智的成长中，哪些来自于空气、水、风、山岗和溪谷；哪些来自于宗教、法律，以及习俗和纪律；哪些来自于各个国家的状态”，而不要只停留在对气候的考察上。博丁建议：“这样他会看到某种力量在推动着教育、法律和习俗的变化，而这些必定改变着人的本性；以德国人为例，即使是在塔西佗
(8)

 时代的总督，也既没有剩余、宗教和知识，又没有任何形式的公益；而现在他们却似乎在城市的美丽、舒适的人居环境、艺术的种类和公民的教养等方面都超过了其他国家。”［9］
 这样可以看到，与初始阶段的自然禀赋相比，现在各国在政治结构和综合人口质量方面的差别要大得多；并且，它们对生产率和成本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重商主义与后来的自由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它的目标——实现国民产出的增长，资本的积累，支出的回流，充分的就业——而在于它提出的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与后来的经济自由主义一样，重商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私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这一动力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只是把公营公司和私人企业看作达到目标的手段，并非目标本身。政治家的任务就是构建一个市场环境，在这个环境中，通过私人经济和社会的激励，引导它们进入符合国家利益的轨道。

仅通过私人企业不加引导的活动，这一目标就有可能落空。它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甚至对个人的价值观本身进行管理。沿着上述思路，主教乔治·伯克利（George Berkeley）在18世纪30年代问道：“难道没有某种技艺可以治理人类的自傲，使之更好地从属于公共目标？”

“难道…一个立法者…不应成为一个反思者和思想者，使之通过学习，去了解人类真实的本性和利益，去引导人的喜怒哀乐，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各自的天赋相互配合，以服务于彼此的共同利益和整体的普遍利益？”［10］


同样，约瑟亚·塔克尔（Josiah Tucker）在1753年指出：“如果希望实现道德的高尚或国家的繁荣，就应将自爱的原则引入一个渠道，使之经常为公共利益而运行…，它应成为每个政府的唯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建议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作为公共福利的维护者”，确保个人与国家利益的和谐。［11］


后来的自由主义认为，只要必要的制度结构能够确立，这种和谐就是自然的、自动的。斯图亚特写道，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的主要原则”是：

所有的时代，都必须坚持这一假定：无论怎样重视公共利益，每个人都将依私人利益的动机而行动；只有具有热心公益情操的政治家在他们严格依法办事的时候，才有可能接近这一主题。［12］


这里，有一个关于明智的政治家可以依据法律管理个人偏好的案例。伯克利问：国家能否通过鼓励购买本国而不是外国奢侈品的办法改善他们的贸易差额？

例如，我们可否不顾明智的立法机关而去干预时尚物品的生产？可否将具有重大影响的事务留给妇女、纨绔子弟、裁缝和酒商进行管理？

为何我们不能通过为了他人制造时尚物品的办法来取消购买外国货？一个穷国急切地模仿富国是否不算疯狂？

我们的女士在穿戴方面和男士在饮酒方面的虚荣给人民带来了多少烦恼？

为何那些喝外国烈性酒，并用外国饰品打扮自己和家人的人大有人在？

为何我们的女士不能像穿戴佛兰德饰带那样去资助修道院？为何说天主教修女是由新教徒的供奉供养的说法并不是真实的？［13］


伯克利极力主张，如果一个国家的制造商需要像激励人们勤奋劳动那样不断用奢侈品加以奖赏，那么对他们的这种奖励就应被引导为对住房和家具的需求，该国制造业雇用的主要就是本国工匠而不是外国人。总之，私人的自我利益应始终成为经济生活的原动力，但是它在提升国家利益中的效率，应该在国家利益中，通过能够用来约束这种私利的爱国主义和计划加以最大化。


 增加国家的技术工人和其他必不可少的经济投入

在19世纪蒸汽机革命之前，资本主要采取劳动技术的形式。很多移民被培训为技工，在纺织业更是如此。亚当·斯密注意到，

丝织品（如丝绒和锦缎）服装制造厂，在13世纪的卢卡（Lucca）曾风靡一时。……但在此之后，就被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英雄即卡特西欧·卡斯特尼（Castruccio Castracani）的暴政驱逐了。在1310年，有900个家庭被赶出卢卡，其中的1／30的家庭去往了威尼斯，并把丝织品制造业带到那里。［14］


当新教革命使罗马天主教的欧洲解体，将其转变为竞争的民族国家，并改变了人口的民族构成，技术转移过程中的文化甚至宗教方面的问题进一步凸现出来。胡格诺派教徒
(9)

 （Huguenots）从法国移居到国外，英国清教徒的前辈
(10)

 和其他受宗教迫害的团体离开了英格兰，荷兰的犹太人从受到西班牙迫害的低教会派
(11)

 国家逃往巴西和其他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试图通过以工资激励为基础的政治和宗教自由政策来获得技术工匠。1690年，尼古拉斯·巴本（Nicholas Barbon）为政治和经济自由进行辩护，其理由就是“受到镇压的人会搬到可以得到庇护的国家，并成为这些国家的国民。”［15］


英格兰应该鼓励特别的移民以实现技术进步。约瑟亚·塔克尔（Josi‐ah Tucker）的“允许富有和勤劳的外国人进入的组织体制”一文，构成了他的《商业要素》（1755）一书的第二章，该文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政策建议，这些思想与后古典经济学家假定的不存在劳动国际流动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

1.在外国，在某些政府的专横统治下，有很多最好的、最有价值的国民，他们经常受到掌握权力的宠臣的骚扰和压迫……

2.只要允许，罗马教会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各国清教徒的迫害；就总体而言，这些清教徒都是商人和机械师，他们对国家是非常有用的，很多人想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祖国……

3.在一些国家，仅仅因为他们的职业，商人和生意人就受到极大的轻视，他们不敢露富，好像他们的财产来得容易，以免因得罪政府而对他们实施赋税挤压，或者害怕显示出他们是社会的上流而激起贵族的羡慕和嫉妒……

4.吸引那些在公共基金中拥有货币的外国人居住在大不列颠，是对这个国家有利的；因为，如果把每年汇往海外的大量利息储蓄起来，再加上国家公债，其数额将是非常巨大的……

5.当引进的外国人带来了财富，……也给我们带来了其他国家的发明和聪明才智，……这样，就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对手，同时使我们自身更富有。

6.……尽管大不列颠对世界上所有的乞丐都是开放的（那些违法者一旦到达，就应予以驱除），恐怕没有一个进入我国的人会认为我们是在实施乞讨贸易（Trade of Begging）……

7.当地租的多少取决于人口的数量（如果离开市场对其产品需求，土地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引进外国人是对所有土地不动产的产品创造需求的一个可靠手段。——其结果，可以提高土地的价值和价格……［16］


很多作家建议，相对适中的半奢侈品作为一个适当的激励手段，是可以刺激劳动者努力工作，并削弱它的竞争对手的。英格兰的剩余可能会持续增加，尽管存在着下述确切事实：它的消费水平正在提升到其他国家之上。


 殖民主义的目标与成本

原材料的可靠供给是关键。因为需要具备某种热带气候或富有的矿产资源，很多产品不能在国内被经济地生产。这样，得到拥有这些资源的殖民地，就推动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关于殖民地争夺的详细情况将在下章讨论）。

为了保护国家及其商业，特别是保护它的殖民地贸易，防御威胁者，必须要有军事支出。但问题是，可能出现军事费用大于补偿殖民地和贸易收益的情况。这种已成为帝国威胁的项目，与那些荒淫的个人消费相比，成为更加奢华的负担。

对上述事实的承认，导致了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内部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将在第4章讨论）。这样，以争取商业优势为基础的经济驱动，就成为取代通过军事占领来实现权力的优先战略选择。英格兰曾目睹了西班牙在建设教堂的过程中消耗它的殖民地财富，法国通过建造防御城堡和工事耗尽了它的富有（并给自身强加了一个广泛的国内皇家官僚机构）。与之相反，英格兰却看到，在17世纪的上半叶，荷兰政府实现了使荷兰从劫掠过去西班牙的殖民地，到成为欧洲领先商业实力国的转变。它的政策制定者得出结论：管理得当的国家可以通过世界市场支配其他国家。

于是，英国启动了取代荷兰的工作：这一工作，是通过对自己的以商业支配力为基础的国内和宗主国经济的妥善指导完成的。“英格兰还有哪些权力和荣誉未曾达到？！”启蒙运动的法学家埃默里赫·德·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大声疾呼，“从前，它的好战的国王和人民在征服中成果辉煌；后来，这些成果全部被不确定的战争冒险丧失了；如今，它应该主要靠手中的商业来实现欧洲力量的平衡。”［17］


173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凯瑟（Keith）以同样的口气说，英国必定会通过经济优势手段而不是昂贵的武装力量支配它的殖民地：

通过强力实施刑法、禁令和诸如此类的严厉处决，说起来容易；但是，很多用来管理大不列颠殖民地种植园的国民的行之有效和有利可图的方法，却干扰了其本土的贸易和制造业；例如，经常给殖民地供给的大量英国服装和其他欧洲商品，其售价要比其自己生产和制造的便宜得多；同样，从这些殖民地生产的所有这些产品和制造品，对于别人也是重要的，也应通过供给满足大不列颠的需要，同时，还要通过适当的鼓励，帮助公众实现与其他国家的国民贸易平衡。［18］


实现商业领先的手段涉及到金融、人口、技术和军事等内容，而所有这些都带有很大的政治色彩。贸易战略是在实现下述目标即转变生产力而不是接受既定生产力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土地、劳动和机器的生产率是被提高的，并不是所谓的自然的原始状态作用的结果。葡萄牙奉行的启蒙政治改革和保护本国手工工人政策的失败，显示了一个消极的商业政策，会多么轻而易举地使一个国家的殖民地财富烟消云散。当它与英格兰于1703年签署了实施自由贸易的马图恩协议（Methuen Treaty）之后，人们目睹了它的纺织业的衰败。

但是，到18世纪的第三个25年，早期重商主义曾坚持的主张中央集权下实施经济统制的教义，开始被启蒙运动中的个人主义的自由神授的观点所替代。在转向说明这种转变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重商主义的殖民地战略是怎样为世界范围的劳动和生产分工奠定了基础，这一观点随后又被人们作为“自然使然”所接受，正是这一战略，给新大陆带来了非洲奴隶，瓜分了美洲大陆的土地，使之成为以出口为主导的大型种植园，并使殖民地转为原材料的单一生产基地。

［1］ Max Beer， Early British Economics： From the XVIIth Century （London： 1938）， pp. 30–31.

［2］ Max Beer， Early British Economics： From the XVIIth Century （London： 1938）， p. 53.

［3］ Ibid.， pp. 40–41， referring to Aristotle， Poli‐tics， 1.3.8–9 and to Francis Bacon， Essays， Number 15 （“Of Sedition and Troubles”）.

［4］ Beer， ibid.， pp. 40–41， citing Ricardus，Quodlibeta， II. questio 23， art. i， and Sententiae， III， distinctio 33， art. 3， questio 4.

［5］ Beer， ibid.， pp. 41， 43–44， 51， 36ff.，quoting Ricardus， Sententiae， IV， distinctio 15， questio 36， membrum 4.

［6］ James Steuar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London： 1767）， Vol. I， p. 327 （Bk. II， ch. xxii）.

［7］ Jacob Vanderlint observed in 1734 that “Money（by which understand always Gold and Silver） can be brought into a Nation that has not Mines， by this Means only： viz.， by such Nation’s exporting more Goods in Value than they import.” Money Answers All Things（London： 1734）， pp. 2–3.

［8］ Matthew Decker， An Essay on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the Foreign Trade. Consequently of the Value of the Lands of Great Britain， and On the Means to Restore Both， 2nd ed. （London： 1750）， p. 1.

［9］ Jean Bodin， The Six Books of a Commonwealth（London： 1606）， translated by Richard Knolles （Cambridge， Mass.： 1962）， pp. 565–68.

［10］ George Berkeley， The Querist， Containing Several Queries Propos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ublic. First Published in Three Parts in 1735， 1736 and 1737，and reduced to its present form in 1750， reprinted in The Works of George Berkeley， ed. Alexander Campbell Fra‐ser （Oxford： 1901）， Queries 328 and 346. See alto Queries 24， 28 and passim.

［11］ Josiah Tucker， A Second Letter to a Friend Concerning Naturalisation （1753）， p. 37n， quoted in Robert Livingstone Schuyler， Josiah Tucker： A Selection from Hi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ritings （New York：1931）， p. 13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ucke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ritings）， and Tucker， A Brief Essay on Britain with Regard to Trade ［1749］ （1787 ed.）， p. viii. On these points see Edgar S. Furniss， The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in a System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the Labor Theories of the Later English Mercantilists （Boston： 1920）， pp. 6–7 and passim； William D. Grammp， “The Liberal Elements its English Mercantil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XVI （November 1952）， p. 487， and Douglas Vickers，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Money： 1690－1776 （Philadelphia 1959）， pp. 241–42.

［12］ Steuar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 pp. 237， 482.

［13］ Berkeley， The Querist， queries 13， 102， 104， 140 and 453.

［14］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Book III， ch. iii （Cannan ed.， 6th ed.， London： 1961）， Vol. I， p. 429. All future page references refer to this edition.

［15］ Nicholas Barbon， A Discourse of Trade （Lon‐don： 1690）， p. 29.

［16］ Josiah Tucker， The Elements of Commerce and Theory of Taxes （1755），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rit‐ings， pp. 80ff.

［17］ Emmerich de Vattel， The Law of Nations， or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Law ［1758］， tr. G. Fenwick （Dobbs Ferry： 1916）， p. 39 （Book 1， ch. 8，para. 85）.

［18］ William Keith，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Plan‐tations in America （London： 1738）， p. 13.


 第二章　源自帝国的世界劳动分工


 一国的禀赋和成本结构是怎样演变的

历史表明，一国的资本并不是由物质自然授予的，而是靠人们审慎的政策累积起来。那些领先国家的政府——首先是英国，然后是其他工业强国——最早行动，开始通过确定世界的价格结构和自己的专业化类型，推进自己的中心城市发展，而不是发展它们的殖民地、前殖民地或其他边缘地区。如果说可以得到某些政策优惠，那么，就可以把“自然”的优惠简单地归为没有政策；这就是说，市场力量在这些国家中发挥作用的背景是，那些政治上活跃的国家已经发展了自己的世界定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一国所拥有的某一生产超越另一国的优势，经常是只产生于先下手为强。这里或许没有什么内在优势，……唯一能够提供优势的只是所获得的技能和经验。”［1］
 因此，回顾一下今日的工业国在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阶段是怎样获得资本并提升劳动地位的，是必要的。它们的优势和禀赋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审慎的努力获得的。

主张自由放任的作家曾拒绝对与此有关问题的研究。“一国超越另一国的优势是天生的，还是养成的”，斯密写道：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没有结果的。只要一国拥有优势，他国想得到它们，后者与其得到这些优势，不如购买前者的商品，不然会使前者比后者更具优势。唯一可以获得优势的办法是，一个技工的优势超过他的邻居，而后者又有别的优势，如贸易；只要他们相互购买，而不是去打造不属于自己的特殊手艺，他们就会发现各自更具优势。［2］


只要这样走下去，这一结果就是真实的。但是，只有一种政治理论，可以解释为何英格兰能够从一个相对欠发达的国家，通过获得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的技术工人、伊比利亚的黄金和其他国际资源使自己发展起来，并超过这三个国家。在这个国家发展的起点，肯定没有如此高的资本—劳动力比率。

出于同样原因，今日的造成粮食短缺的单一耕作，也是在它们的殖民地阶段，在帝国政策而不是在自然的作用下形成的；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世界被划分为种植园农业、不能再生的矿产采掘业以及最近出现的低工资制造业。在它们的高资本—劳动比率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些遗产，即不充分的或畸形的基础设施，多重的殖民地土地转让类型，腐败的寡头政治统治；更不用说这些工业国强加在第三世界身上，旨在抵制它们的产品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了。

对这一历史遗产的确认，使我们联想到成本函数可能被那些对于定量经济学家来说经常看不见的聚焦于社会基础设施的发展政策严重低估了。在他们的词汇表中，基础设施被看作是 “外生的”，因此被排除到研究范围之外。发展中国家或许应该向欧洲和北美的经验学习，看它们是怎样利用关税、补贴和税收政策去引导市场价格和收入，影响长期、潜在发展的，而不是消极地顺从于由领先国家掌控的世界势力和各式各样的国际投资。

人们委婉地说那些国家拥有资本、劳动、土地和矿产等禀赋，实际是从其历史背景中抽象掉了现有的世界劳动分工，无视当今的工业国是怎样获得自己的资本和生产力的。或者他们只是徒劳无益地承认社会和政治制度在转变比较成本和创造资源中的作用。他们认为，无论在任何给定时点上存在何种成本结构，都应被看作是固有的或自然生成的而加以接受。而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思却以如下态度提出和回答了这一问题：“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12)



为了增进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主要欧洲国家都建立了殖民地，通过与中心城市制造品的交换得到必要原材料的供给。它们把奴隶出口到位于加勒比海和相当于现在的美国南部的砂糖殖民地，与枪支和其他资本设备一起，援助它们原材料的生产，却没有奴隶自己的工业。印度在开始与欧洲进行交往之初，拥有非常优越的劳动技术和工具以及黄金和其他资本的积累。因而在纺织品生产方面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而纺织业则是16和17世纪的主要产业。要素禀赋论告诉我们：在欧洲的任何前殖民地，资本—劳动比率都没有达到与其宗主国相接近的水平。而政治的现实是，由殖民主义强加其上的半殖民地的土地占有制度，阻止了其后的农业和社会发展；建立的专业化分工类型已经支配世界贸易多个世纪，甚至持续到拉丁美洲和非洲赢得了自己的名义上的政治独立之后。

财产的分配不公对那些没摆脱以往殖民枷锁的国家的劳动演化产生了一个消极的效应。它们的人口是在某些职业中就业的，这些职业不需要进行劳动技能或教育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这样，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资本和人口得以使用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欧洲的土地转让制度在北美和南美（及后来的非洲）确立了当地的寡头统治，这种寡头统治又以当地特有的大庄园这一微观制度为背景，建立了一个至今仍在延续的、集中的经济和政治统制体制。当土生土长的美洲人拒绝顺从于大庄园／小农户制度及其对个人的束缚时，对他们的土地的武装占有急剧地削弱了他们的“要素比例”。


 商业殖民主义的战略

虽然在原材料生产中的自然优势已经被确认是某些地区所固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殖民地所生产的大宗产品只是自然资助的结果。建立殖民地是为了给其宗主国供给特定的原材料，但是也希望它们能够在基本需要方面实现自立，唯一的条件是不要把来自宗主国的补贴用光。因为人们毕竟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欧洲的城镇和它周边的农村的多数必需品是自给自足的。在粮食和其他大件产品的运输成本已定，并且贸易经常被战争所中断的情况下，把资源配置到出口生产的成本可能并未列入基本的自给自足费用之内。甚至诸如新英格兰这样的最穷的殖民地，也不得不生产他们自己的粮食和家庭基本必需品，因为宗主国并不愿意被迫地供养“贫困的依赖”（indigent dependencies）这样的国家。在一些国家被确定为以出口生产为专业，其价格却是以前给定的，同时还要自己解决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格局下，几个世纪的时间逝去了。

但是，只要殖民地是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的，它就会直接通过使用自己的劳动和资本（并辅以奴隶、移民和枪支）来生产砂糖、糖蜜、稀有木材和树皮鞣料、航海补给品、热带产品、矿石、金属和其他欧洲渴望得到的商品。殖民地也会出口一些当地富余的产品如香料、锡和其他原材料、染料和纺织品，以及超出自身需要的其他制造品。正如熊彼特所概括的：

在16世纪，阿姆斯特朗和海尔斯（Armstrong and Hales）的国际贸易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的：不同的国度，有差别的生活条件，生产不同的商品，用于交换的剩余对所有相关当事者均有益：因此，伊文·诺斯（Even North）认为，国际贸易通行着一个同一的精神即“剩余品的交换”，与格热提斯（Grotius，1625）的主张基本相同。［3］


亚当·斯密描述了贸易怎样“带走在他们（出口国）没有需求的、由土地和劳动生产的剩余部分，带回在这里有需求的东西。并赋予他们的剩余品一个价值……”［4］
 因此，最富有、最“自然”地被赋予好条件的殖民地变成了单一出口的生产国，为了解决自己的必需品和剩余产品问题，它们越发依赖于宗主国或其他殖民地伙伴。在今日世界的“石油祸水”来到之前，殖民地越富有，它的专业化在被迫下起极端化，当附庸国的政治寡头垄断了自然资源并控制了公共领域和政治制度后，增加的国内收入又变成了永远的不平等。

宗主国建立殖民地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取代别国对英格兰资源的供给，而不是把它当作市场。用历史学家乔治·刘易斯·比尔（George Louis Beer）的话来说，“理想的殖民地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将把英格兰从对它的竞争对手的必需品的进口中解放出来，”
(13)

 ［5］
 而这个竞争对手需要英格兰支付的是贵金属而不是接受英格兰的制造品。“如果英格兰从它的殖民地进口原材料，它就会用制造品支付，贵金属就不会从英格兰流出，甚至可能从殖民地流向英国。”［6］


不列颠帝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贸易和支付体系，把剩余在帝国以外的区域加以运营。英格兰并没有步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武力攫取海外黄金的赤裸裸政策的后尘，而是建立起自己的国内和殖民地的生产，以便从外国获得黄金和白银。然后将这些货币用于国内的信贷和投资以资助它们进一步发展，同时用于建设能够保卫殖民地的军队。

与其他的帝国政权一样，英格兰也指导它的殖民地的经济活动与宗主国的需要相配合。比尔写道：“只要可能，殖民地就要使自己的经济活动与英格兰不同，不应干扰英格兰工业或贸易的充分发展。它应该成为宗主国的经济补充，一起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商业帝国。”

当时，人们还未形成从节约成本的角度看待贸易的观点，摆在首位的还是国家安全和来自货币方面的考虑。宗主国也会制定一些关税和奖励政策，支持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生产那些渴望得到的商品，以防殖民地生产某一商品的费用超出源自别国商品的价格。法国从西印度殖民地买砂糖，不列颠从新英格兰买航海补给品，就是因为这些商品在各自帝国之外要耗费更多的成本。如果消费者要多支付费用，他们的支付通常也要保留在帝国体系之内，一般会保留在宗主国，由从事殖民地贸易的商人保管这些结余。

帝国中心城市的战略是用制造品换取殖民地的原材料。因此，殖民地的管理者对来自宗主国的可能产生威胁的替代进口商品的生产是压制的。（但并非总是成功。特别是在新英格兰，走私像建造非法炼铁厂和其他制造品工厂那样盛行。）然而人们的理念却是，如果生产原材料，殖民地的劳动和资本至少应该得到和生产制造品一样多的收益。对于那些在殖民地的公司投资的人来说，建立殖民地毕竟是有利可图的工程。那种宗主国所特有的虚伪信念使得殖民地不能进行自己的工业生产。上帝不是已经授权每个国家可以生产别国所需要的产品，由此大家都是朋友吗？对于殖民地而言，通过生产宗主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所需要的原材料来完成自己的自然使命，这是自然的吗？

很多殖民地的较小经济规模也阻止了它们实现经济多样化的探索。这种单一的依赖型发展道路，被一个政治和军事的基础结构所强化，而后者又是在宗主国的保护性关税和海运法的作用下凸显出来的。殖民地变得依赖于源自中心城市的供给，这种依赖在刚开始表现为纺织品，随后与技术学习曲线相一致，逐渐扩展到的其他工业产品和工业资本积累。直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出现扭转这种依赖的趋势。


 帝国贸易和支付的区域特征

英格兰的殖民地贸易分为四个主要部分；通过设计规划，使每部分都能取代一些帝国之外的供给国。第一部分，试图利用它独立于它的波罗的海贸易伙伴，如瑞典、俄罗斯、波兰、德国等国，这些国家曾是英格兰船队所需航海补给品和毛纺织业所需钾的供给国，而毛纺织业在17、18世纪曾是英格兰的领先产业。正如比尔所说的：“从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这些产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由于战争或竞争对手的控制而停止供给，那将阻止英格兰的船队出海，阻碍英格兰商船队的发展。”［7］


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安（Christina）曾在1648年建立一个焦油和沥青公司，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这些产品的垄断地位。因此，英格兰“在开发殖民地方面投入了最早和最大的努力，以使这些产品能够与北欧竞争，”特别是在桅杆、沥青、焦油、大麻纤维、钾等方面。英格兰注意到它的北美殖民地，也正是因为这些产品。“在向新英格兰移民时，它就希望这一地区能够取代波罗的海国家，成为英格兰的航海补给品供应地，并在该地区开发一个广阔的渔场。”
(14)

 ［8］


这些殖民地应该有一个更恰当的名字，称它们为新波罗的海或新斯堪的纳维亚可能更为合适，因为它们的功能是北欧经济而不是英格兰的复制品。但是，它们最后变成了新英格兰，这是不列颠殖民地政策的失败。

英格兰贸易的第二部分是南欧的农产品和奢侈品，如葡萄酒、丝绸、食盐、砂糖和干果。新英格兰以南的美洲殖民地取代了这部分贸易，因为这一地区的气候比较温和。

英格兰贸易的第三部分是来自更专业、更具东方热带特色地区的产品，一直以来，“它们被葡萄牙控制；随后，又被荷兰人控制，他们把这些产品高价卖给英格兰。”［9］
 这些产品包括 “染料、硝石，还有……能够使冬天储备的食品更加美味的香料。”印度、西印度和英格兰的南美殖民地如维吉尼亚、卡罗莱纳、马里兰、乔治亚，就是用来提供这些商品的。“那里的气候与宗主国有很大不同，因此，它们的产品与英格兰也不发生竞争。”英格兰企图通过免除从它从殖民地进口的“所有丝绸、葡萄酒、无核葡萄干、葡萄干、槟榔、石蜡、杏仁、油料和橄榄”等产品关税的办法，在卡罗莱纳培育热带产品的生产，在事实上把它变成一个新地中海。不列颠给予的这一揽子免除出口税的产品“并不包括一件现有英国殖民地已经担负生产的产品。新的移民点就要避免再生产诸如沙塘、烟草这样的产品，以便不要进一步压低它们的价格。这一点，在领主
(15)

 的讲话中是重点强调的内容。”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就是以同一腔调试图把葡萄园的耕作引入宾夕法尼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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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不列颠的帝国和外贸体系

纽芬兰是英帝国最早的殖民地，是英格兰殖民地贸易战略的第四个组成部分。在此地建立鲱鱼渔场的意图就是使英格兰和它的殖民地独立于荷兰的渔场。“正如它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所看到的，美洲的采矿业构成了西班牙的主要富源，所以，后来的政治家都认识到荷兰的繁荣是以鲱鱼渔场为基础的。”纽芬兰的渔业贸易还作为保育院为英国培养了海员，“因此，每一个英国捕鱼船队的部分船员必须是由没有经验和未经训练的人组成的。”

来自后者的考虑，使我们看到了殖民地体系的军事层面。在1605年，“一部分人围绕加强海上力量、商业和殖民地展开了讨论。海上力量使英格兰得以扩张并保护了它的对外贸易，而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加强了它的海军力量。”［10］
 东印度公司的支持者认为，“公司的海上运输构成皇家海军和商业服务之间的一个纽带。海军军官离开海军后可以加入公司，以防止他们服务于外国……。在战争爆发以后，由公司海员构成的一万名水手，又加强了海军的人员配备。”［11］


英格兰积累黄金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军队的战争费用。这些炮舰又反过来加强了它的政治统治，确保殖民地更好地服务于它所渴求的贸易和在整个欧洲帝国体系中的发展地位。这一体系，在互惠的概念下——毋庸讳言，就是相互依存——被进一步理想化了。

当时的英法帝国都建立了三角贸易体系。C. R.斐（C. R. Fay）在他的《帝国经济和在欧洲主义形成中的地位》一书中写道：

16、17世纪向我们展示了这种三角贸易经济，其最简单的形式是：从英格兰到纽芬兰的捕鱼船队，到西班牙半岛或非洲沿海岛屿（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捕鱼，再把葡萄酒或水果带回英格兰。西印度殖民地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三角贸易，并使之更加复杂：到西印度捕鱼，把砂糖带到欧洲，供给那些渔场国家。这种源于英格兰捕鱼船队的三角贸易又碰上了一个来自相反方向的三角贸易：把曼彻斯特的棉布和伯明翰的玩具带到非洲西海岸，把奴隶带到巴巴多斯，再把砂糖和棉花带到英格兰。……此外，法国以自己拥有的西印度殖民地为基础，也建立了三角贸易 。法国有时还通过取道爱尔兰并在那里补充给养而走出欧洲。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爱尔兰排除了英格兰航海条例的束缚，避免了最坏的后果。荷兰并没有建立这样的三角贸易的基础，它退回到自己的近海，发挥最初的作用。阿姆斯特丹是波罗的海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的经济中心，是盛产粮食的地区。商人们经过阿姆斯特丹，把木材和食品（谷物和鱼）运往南方，同时把食盐、葡萄酒和水果运往北方。正是在这种沿海势力范围中，荷兰获得了来自东方的蜜饯、香料、砂糖等贸易的收益。在18世纪中期，荷兰的商船队发展起来；但是，在大西洋的西海岸，却几乎看不到它的商船的踪影！

法国的殖民体系并没有不列颠帝国的自给自足能力。它既没有中心城市，又没有加拿大可以供给的粮食、木材、家畜和法属西印度所需要的其他大宗产品。因此，它不得不从英格兰的北美殖民地获得这些产品。此外，法国还缺乏被英国占领的温带地区的殖民地，几乎没有参加过非洲的重大事务并从有利可图的奴隶贸易中受益。尽管格尔伯特（Colbert）在18世纪作了大量工作，法国仍没有促成加拿大与其西印度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达到接近英格兰的北美殖民地与不列颠和法属西印度之间贸易的水平。

的确，法国为其殖民地所支付的用于购买砂糖、酒和蜜糖的费用，与西印度为购买英格兰在北美温带地区的产品所支付的费用一样，都会用于购买不列颠的制成品。这样，从经济角度说，法属西印度就变成了新英格兰的附属地，而法国的消费者还要为他们不得不支付的西印度的砂糖的较高价格而缴税，新英格兰就变成了一个虹吸管，借此英格兰从法国那里获得了利益和财富，这个贸易也成为法国无法避免的不合理贸易。［12］


跟法国相比，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也相差无几。西班牙对新大陆的劫掠，并不是一个成熟老练（sophisticated）
(16)

 的商人意义上的帝国经历，因为它从未创建一个自给自足和相互依存的贸易体系。它对印加（Incan）和阿兹特克（Aztec）黄金的查封并不是一个商品交换过程，只是使当地人口被奴役。一旦把当地的宝藏抽干，这种野蛮的纳贡制度就要垮台。西班牙对这种野蛮的经济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是痛苦地将手中的贵金属转入其他欧洲国家。荷兰是西班牙外流黄金的早期接受者，然而在17世纪早期，它便摆脱了西班牙的枷锁，在东、西印度和新阿姆斯特丹（今天的纽约）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 。但是，荷兰的贸易集散港和种植园从未达到英格兰同一管理体系的水平。

但是，英国也面临着不少问题。英格兰的地主一直企图生产在殖民地已经专业化的产品。在1660年查尔斯二世复位后，地主赢得了政府对自己的相对较高成本的食品的保护。通过谷物法阻止了黑麦、大麦、豌豆、蚕豆、燕麦、小麦的进口，后来又阻止了牛肉、猪肉、熏肉、黄油和其他农产品的进口，挫败了在英格兰的殖民体系中实现收支平衡的任何希望。剥夺了新英格兰在英国中心城市的市场，就等于剥夺了殖民地购买英国制造品的手段，除非这些殖民地通过向第三国出口产品获得资金。“这样，新英格兰以及后来的北美中部的殖民地，由于不允许用传统的产品换取英国的制造品，开始被迫自己生产制造品。”［13］


英格兰的内部政策导致了一个非常事件，而这一事件在政策设计时是要竭力避免的：即驱使附属国要求实现商业独立。比尔发现：“开始，这一严肃的企图表现为生产英格兰所需要的商品，因为这样做可能得到最大的利润，”对此还要感谢英国慷慨的体制。“但是，强大的经济力量是抵抗这种发展的。新英格兰不掩饰它的意图，丰富的资源使它成为宗主国的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对手。”它生产谷物同英国的农民竞争，出口鱼同英国的渔民竞争，运送木材同斯堪的那维亚森林产品的英国进口商竞争，把食品销售到西印度同英国的生产者和商人竞争。“尽管这种持续的努力不能给新英格兰塑造出一种适当的经济状态，但仍使新英格兰经常成为一种不和谐的中心，直到事情最终发展到与不列颠的帝国主义精神不符，从而有利于新英格兰脱离老牌的商业帝国，其他的大陆殖民地扰乱了老牌商业帝国的程度。”
(17)

 ［14］


赛德怀茨伯爵（Earl of Sandwich）很快察觉到新英格兰对其宗主国的潜在竞争性，特别是向不列颠西印度出口制造品的潜力。他得出结论：

英国已经完全不能“阻止它们增加并达到这种实力，”但应“想办法尽可能地阻止它们的增长”。 伯爵建议应限制对殖民地的进一步移民，把北方的殖民地转移到南方的种植园，“那里劳动者生产的商品与老英格兰在性质上不同，不会占我们的便宜。”［15］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新英格兰带头与宗主国决裂。

这样，新英格兰的基本经济优势——从英帝国的立场看，已经转为明显的劣势——在于它不是异国特色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者。的确，从“自然”的角度看，它并不富有，它不能生产英格兰所需要的热带商品，只能选择与宗主国的工业经济相类似的产业。而这一产业却奠定了它未来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基础。

英格兰对这种独立的反对源于以下事实：如果它的美洲殖民地自己生产制造品，他们就不可能利用输出收入（销售商品到加拿大和法属西印度所取得收入）去支付不列颠所生产的工业品。不列颠将难以挣到贵金属。因此，它反对殖民地建造自己的工厂，从而获得工业的“要素禀赋”。

议会的意图在1719年通过的法案中得到了表达。这个法案提出，在任何殖民地建造生产铸铁或加工生铁的高炉是违法的，因为“在殖民地建设工厂会使它们更加脱离大不列颠。”……每当进行新的庆典，或者每当殖民地的企业宣布自己进入新领域，法律就变得更加严厉，强加在殖民地活动上的限制就越多，所有这些管制的实施就更加苛刻。
(18)

 ［16］


这种严厉实际上说明英格兰已经没有能力实施它的那些管制。把它的管制更多地看作一种意志状态而不是实际行动的反映可能更好些。 实际上，对英格兰国内产业的保护仍然是它未来霸权的基础。“议会反对
(19)

 制造业的行为首先出现在纺织业，”威特·鲍顿写道。在毛纺业的案例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毛纺业要小心地防范每一次不利的风潮。早在1699年，议会就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为市场制造任何包含全部或部分羊毛的物品。规定任何船只或舰艇、马匹、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如装载该类物品运往市场，将连同其他制造品，一并没收，还将受到500英镑的罚款。该法案在1732年被进一步修改。修改的法案已难以阻止家庭纺纱和织布；对有关家庭纺织问题，法案表示了谨慎地沉默。1732年，议会还通过另一类似法案，禁止为市场制作帽子。……阻止发展殖民地制造业的另一个方法是制定把工业技术留在国内的法律。当时，把指定的工具和机器出口到殖民地或别的地方是被禁止的，同时，也禁止技术工匠出国。［17］


上述限制只适用于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生产衣物和其他必需品的家庭手工业是不被禁止的，也不可能被禁止，实际上，也未曾被禁止过。因为每个地区必须生产它所需要的日常家庭必需品，只有可以上市产品的销售才是被调控的对象，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当在拿破仑战争中英格兰抵御了法国的封锁以后，这种自给自足的优点进一步表现出来。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贸易类型的实质是只有出口才真正代表了剩余的产出。与当时流行的对外贸易是对剩余的出口的观点相一致，当时亚当·斯密和他的重商主义前辈谈论的国际劳动分工，实际上指的是剩余的生产。美洲的殖民地出口剩余的烟草和棉花，葡萄牙的殖民地出口剩余的葡萄酒，瑞典的殖民地出口剩余的生铁和航海补给品，法国的殖民地出口剩余的丝绸和葡萄酒，英格兰的殖民地出口剩余的制造品。所有这些经济体在基本必需品方面都保持自给自足，因而它们进行的只是彼此剩余的产品的交换，这种交换或多或少带有自愿交换的性质，而不是一种生死攸关的必需品的交换。当时的生产专业化远没有达到20世纪末已经达到的那种极端的程度。

如果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帝国相比，欧洲的殖民地体系对英格兰和它的附属国要更有利一些。但是，当英格兰支付的保卫和征服殖民的费用逐渐超过其殖民地带来的纯经济价值，行政管理和军事支持老殖民地体系的成本使得其预期效率要比实际结果更小，英格兰的行为必然要随着美国革命进行调整，自由贸易政策的提出就为时不晚了。很多英国人认为美国殖民地的丧失是一个幸事。用约瑟亚·塔克尔（Josiah Tucker）著名的话来表达，就是“这些殖民地已经变成环绕在英格兰脖子上的枷锁”。

让人们担心的是，殖民地的独立是否会任其工业发展，使它们成为英格兰的竞争对手。但是，一项更细致的研究表明，殖民地的风险投资并非都会构成对英格兰的严重威胁。殖民地的“禀赋”已经被安排到位，它们的原材料出口型贸易已经顺利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到1776年，同它的殖民地相比，甚至同世界其他各国相比，英格兰的工业已经获得近两个世纪的先机。

这里有两个原因，致使英格兰给予殖民地自由，而其殖民地并未投入多少的战斗：为了支付保卫和资助其殖民地的费用，因而加在英格兰纳税人身上的沉重负担；为了维护国家经济霸权而公开实施的管制，而现在已经被人们所否认的事实。重商主义的治国方略已经实现了它的目标。现在英格兰要做的，就是通过避免殖民主义和帝国的其他奢华项目，降低国内的税收和其他费用。对上述事实的认识，特别是对英格兰以精心获得的竞争优势为基础的政治声誉的认识，成为它转变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依据。

但是，在转向这一战略之前，我们有必要评价一下我们常常忽略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支出的国内经济效果。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国家经营贸易剩余，将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是持久获得收益，还是仅仅造成价格上涨？在第三章，我们将将评价在18世纪，在转变为自由放任的政策之前，英格兰的对外贸易对国内货币、就业和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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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货币的影响


 货币的从属然而又是决定性的作用

给“重商主义”贴上贬义标签，这源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在标题为“重商主义的商业原则”的章节里，斯密批驳了重商主义的拥护者把财富的本质混同于它的货币形式或把管理外贸简单地归为积累白银或黄金的做法。这个标签贴对了。《牛津大辞典》（只选择一个例证）把重商主义定义为“亚当·斯密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所使用的一个术语，用以说明在只承认货币构成财富原则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体系和立法政策。”［1］
 现在人们广泛地认为，除了重农主义者（他们和斯密一样，同样主张自由放任）以外的多数斯密前辈，也曾持有这种肤浅的观点，这似乎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后继者的疏漏。

根据斯密的见解，政治问题是在既得利益的作用下发挥作用的。宗主国所奉行的贸易垄断和管制，殖民主义和由此带来的战争，使它的制度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与其自由主义的继承者一样，斯密坚持一个运行良好的经济不会被贸易管制、特殊利益偏好和其他的国家干扰所扭曲的理念。认为这样的经济将会没有高税收和由此形成的高价格，而支持经济自由则是与高价格所需要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其结果是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充分有益的就业。

斯密指出，重商主义是以建立殖民地，并将其仅仅作为市场来使用为目标的。他认为，如果目标是积累贵金属，通过和平竞争就可以征服外国市场，没有必要利用昂贵的军事体系。他承认国家安全是一个应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断言“从事遥远的战争并不是积累黄金或白银所必需的。”所需要的是当前的产出，而它又是通过享有低税收和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最有效率生产的结果。这种低税收来自对战争和殖民地争夺的避免，而低税收也正是孕育其中。

斯密写道：“美洲的发现使欧洲受益，并不是源于不断便宜的金和银，而是源于开拓一个市场并由此改进了劳动生产力”，而后者又是通过为劳动分工提供了更大的经济规模实现的（这一点与保护主义政策的自治目标相反）。银和金不能自行增殖。对于新经济自由主义而言，货币的供给确实不是问题。但是，斯密告诫人们，一旦生产达到它的最大潜能，为了充分就业的经济而运营贸易剩余的结果将会是通货膨胀。

斯密的指责是对在18世纪第三个25年发展起来的治国方略所依据的精妙理论的讽刺。重商主义者们清楚地知道，只有将货币转变为有形资本，它才是生产性的。正因如此，他们认为，这样的储蓄是不能用于消费或投资的；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们从货币供给的定义中排除了贮藏资金。获得贵金属的目的不是为了贮藏，而是要把它们作为扩大纸币信用的基础和有形投资来加以使用。这种反对货币贮存的理念，一直得到从重商主义者到凯恩斯的推崇。他们所努力积累的不是金和银，而是雇用国民劳动和土地的生产性资本。简言之，一个贸易的剩余是获得能够进行融资和就业的货币，并借以降低利率的先决条件。

这样，说到底，重商主义是一个有关生产力的理论。在对重商主义的批评中，斯密也承认这一点：“重商主义荒诞地把生产而不是消费作为工业和商业的终结。”［2］
 如果没有“荒诞”这个词，斯密的许多前辈也会同意这个意见的。他们认可高消费，例如他们主张为劳动力提供奢侈品，并不是由于他们力图像斯密那样去提高消费水平，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产品的可获取性将会刺激人们努力工作，去挣钱购买这些产品。指导思想是通过更多的消费去推动产出增长，不断增加纯经济剩余。

人们不能指责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约翰·罗（John Law）、乔治·伯克利（George Berkele）、雅各布·范德林（Jacob Vanderlint）、查尔斯·达文特（Charles Davenant）、理查·康替龙（Richard Cantillon）、詹姆士·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约瑟亚·塔克尔（Josiah Tucker）和他们的同时代人只是关注贸易差额本身。他们的贸易和货币理论只是他们对英格兰国民经济广泛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目标在于通过获得足够的货币，不论是黄金还是纸币，来支持国内的投资和充分就业，并降低利率，从而降低国民偿债负担。最典型的观点是：货币是实现高生产和高就业的手段。这是由马萨诸塞州的行政长官凯茨（Keith）在1738年表述的：

如同人们渴望占有一切产品的价值一样，他必须对产品的用途和便利性进行比较；在宽松地保养和延长人类生命的过程中，金和银也没有内在的价值或估价；根据共识，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这种固体的、永久性的金属，已经成为所有交换的媒介和唯一固定不变的尺度，借此我们可以测量任何其他商品的现值：因此，对于货币自身而言，人们就不再把它看作商品；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要求和偏好，它只是贸易中的购买手段。以西班牙为例，虽然它通过占有墨西哥和秘鲁的金矿，在这方面人们认为它要比别国更为富裕；但是，由于这些财富主要是由所持有的较大份额的必要交换媒介构成的，在贸易中可以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可作他用的价值；虽然它可以给西班牙人提供其他国家生产的所有产品，其中包括渴望得到的大部分精美奢侈品，但总的说，它会使人闲散和懒惰，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艺术和科学的忽视和轻蔑，从而毁坏工业；然而一个勤劳的共同体，将会使其国民在制造业、对外贸易中就业，像西班牙那样不断地给人们提供经常需求的产品，给人民以便利，送人民以愉悦，但必须像西班牙人那样回报以他们所需要的较大份额的贵金属；这样，事实上，西班牙的财富主要由从地球挖掘出来的金和银组成，这些财富应给予那些拥有上乘技艺和工业的人民，使之用最适当的方式对其加以使用，并完全决定那种财富的价值；如果不能使这些金银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并把它用于贸易，就势必会削弱它的所有者，使他们无力鉴赏人类社会的优越和多数国民的愉悦。［3］


伯克利、康替龙和斯图亚特强调货币仅仅是名义上的。
(20)

 由约翰·罗领导的通货膨胀学派的作家认为，如果英格兰用纸币取代黄金在国内流通，那将使它的经济免受变化无常的对外贸易的影响，从而没有太大的必要去坚持积极的贸易差额政策。［4］


熊彼特提出，贸易差额论是“对经济制度进行分析的第一步。”哈伯勒（Haberler）认为：“正是在重商主义者、特别是在［托马斯］·曼本人的倡导下，很多加在外贸上的管制重负已经被移走。……很多重商主义作家将贸易差额论更多地归于贸易支付差额项目，而不仅仅是贸易差额项目。”
(21)

 ［5］
 但是，对1776年以前的文献是否包含了古典或现代经济思想萌芽的全面研究，只是出现在二次大战以后，它是在R. L. 桑切勒（R. L. Schuyler）、威廉·格莱迈普（William Grampp）和道格拉斯·维克斯（Douglas Vickers）领导下进行的。

1945年，桑切勒详尽阐述了当重商主义被变得狭隘而不是宽泛之后，特别是涉及到它在后期提出的有关货币的观点之后，是怎样被丑化的；这种丑化没有正确地描述1500至1750年间出版的经济文献。1952年，格莱迈普对维纳（Viner）抱怨道：尽管维纳（他已经承认斯密苛求了重商主义者，但仍赞同斯密对他们的评价）“因晚期重商主义作家追随了自由贸易理论而对他们持宽厚的态度”，但他仍旧根据自己的好恶对重商主义文献进行了选择：或者选择了带有重金主义和以邻为壑的关税管制这样的重商主义早期错误的文献，或者选择了货币数量论和价格－铸币流动调节机制这样的带有现代正统理论先知色彩的文献。1959年，维克斯为E. A. J. 约翰逊（E. A. J. Johnson）的估计作了辩护，约翰逊指出：“只有不到10%的英国重商主义文献热衷于病态发育的贸易差额论。”
(22)

 ［6］
 随后的学术成果已经证明，几乎所有的晚期重商主义者（很多人把自己称为政治算术家）并没有把贵金属的积累看作目的本身，而是通过繁荣、投资和充分就业而实现国家实力的一个手段。

这些目标与后来的英国自由主义并无差别。甚至手段都是一样的。到18世纪末，多数“重商主义者”已经开始反对英格兰的海外冒险投资活动和政府的联合工程，把它说成是国家黄金的流失。他们越发认为贸易政策应有利于小规模的商人，而不要偏袒作为贸易垄断企业的大型皇家公司。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自由贸易的力量并不是在重商主义堡垒外部的简单联合并对其的开火，……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其内部发展起来的。”［7］


很多可以解释的问题是由一种不负责的观点引起的，这种观点认为，重商主义作为一个“学派”已在1750年前后终结。这是距离休谟在1752年发表《政治论丛》（Political Discourses）最近的一个日期，正是这本书引起了关于对外贸易中调节机制的性质的激烈争论。在主张自由放任的人看来，这场争论是由离开休谟的写作背景来选择他的某些言论造成的，但事实是他的那些论文只是扇起了争论的火焰。在斯密1776年出版他的《国富论》之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重商主义的政治算术在理查·康替龙1775年出版的《商业性质论丛》（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塔克尔1775年出版的《商业原理》（Elements of Commerce）和1774年出版的《带有两个训诫的四篇论文》（Four Tracts Together with Two Sermons）以及詹姆士·斯图亚特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略论自由国家中国内政策的科学》（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等著作中达到了集大成的高度。但是，自由贸易论者却对这些著作置若罔闻，偏爱去对付不堪一击的言论。

鉴于货币在新的自由主义模型（new liberal models）中并不充当重要的角色，本章的其余部分将讨论1776年以前的理论，正是这些理论讨论了与国内货币增长、投资和产出相关的贸易和支付平衡问题。在第四章，将讨论这些理论关于这些变量在国内的发展与国际生产力的内在演变之间联系的论述（重农学派作为上述晚期重商主义文献在法国的对立面，只是简单提到了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和国际支付的货币层面

与他们的主张自由贸易的继任者不同，重商主义作家并不认为货币是一个纯粹的面纱，对经济发展过程毫无影响。正如第一章所强调的，对那些没有自己的金矿用来增加以金和银为基础的货币的国家，外贸象征了一条特定的道路。货币是信用扩张的先决条件，而信用反过来又成为转动就业和投资车轮的条件。

因为他们并没有把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作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所以，早期重商主义的作家承认运用不同方式经营货币流量的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用它来推高价格。至于他们被指责为热衷于经营贸易剩余，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对国际支付的影响和货币供应量及价格的事后增加做出一番总结性的概括。货币流入的结果取决于利用货币雇用劳动的程度。因此，可以得到的一个共识是（再次援引熊彼特的话），“任何有关货币供给的令人满意的理论，都意味着一个把经济过程作为整体的理论。”8


其结果，就是由货币领域与产品生产领域的融合所形成的18世纪中期的理论综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次实现了这种结合；此外，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又一次把货币理论与一般经济活动整合起来，达到了至高无上的程度。正是重商主义者为双领域模型（two－sector model）奠定的基础，把亚当·斯密所说的流动资本——后来又把它称为工资基金——与直接投在机械和设备上的固定资本区别开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方法，在马克思之后已经不复存在，只是在凯恩斯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中，在区分利润通货膨胀和工资通货膨胀的时候，才短暂地复活。

重商主义者最初把货币看作一个限制性因素，一个生产中的“稀缺要素”。新的投资和就业需要融资，但世界上金和银的供给是有限的。只要在有需求的情况下纸币可以自由地兑换为金属货币，国内发行的纸币就会具有斯图亚特所说的“世界货币”的职能。当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时候，纸币的使用可以多于所需金属货币，但纸币的扩张必须要与黄金保持一定的联系。约翰·劳在1705年指出：“信用是货币支付的承诺，不能大量地超过应还付货币的一定比例。”9
 如果用于银行信用担保的银或金的比例下降，它就会通过鼓励存款来保持运转，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经济活动中断。这种“内部枯竭”现象曾成为一次大战之前所有国家货币制度的特征，并且像解决对外贸易赤字所形成的外部枯竭一样，对经济有重大的影响。这两类货币枯竭现象，可以解释为什么对外贸易和与之相联系的贵金属的流动是影响国内经济增长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货币扩张在价格变动之前可以增加就业

在休谟之前，很多作家对弗兰特·菲特（Frank Fetter）提出的与贸易平衡相关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发表过看法，指出它们直接改变了货币供给和价格。10
 这种观点，又是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这种理论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化（不论是增加还是减少）都会在价格变化中直接和对称地反映出来。但是，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现代货币主义之后的今天，这种观点也并非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只有少数自由贸易论者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艾萨克·杰维斯（Isaac Gervaise）认为这是一个通论（general theory）。多数作家承认，在18世纪通常存在着大量失业的情况下，较多的货币可以使更多的劳动就业。只有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货币的流入才会导致价格的上升。这样，这一“两阶段”观点可能表现了当今货币理论的一个侧面，即货币影响价格但不影响产出这样一种特殊情况。

很多作家据此否认较多的货币将会提高价格的观点。1650年，威廉·珀特（William Potter）在《财富的关键》（The Key of Wealth）一书中指出，产出是有弹性的，只要利用货币使劳动和资本运转起来；“货币的增加不可能导致商品价格的提高，”因为它会相应增加产出。11
 罗（Law）和他的同党即通货膨胀派学者们也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他们关于较多的货币可以无条件增加产出的分析常常是太轻率了，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充分就业的任何限制或其他制约条件。总的看，这是重商主义者对当时环境的反映。包括休谟、范德林和罗在内的主流作家都承认，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只是一个特例，它只适用于经济趋于充分就业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只是一个例外，不是规律。正如罗所解释的：“我们总是会有大量的穷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足够的金钱。”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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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4年，雅各布·范德林强调了货币在增加就业和产出中的作用，但是也在一个重要论战中承认了货币对价格的影响：

不加约束的贸易不会惹出什么麻烦，只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假如有的国家的货币因贸易而减少，就可以发布某些禁令加以制止；那些得到货币的国家，当增加货币会引发一系列事情，国家肯定会在价格上升之前找到它应该做的工作。

这实际上就是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但是，范德林继续说：

如果我们因失去货币而形成十分巨大的力量迫使劳动足够的便宜，那么，通常构成劳动费用的食品和饮料的价格，及我们的制造品的价格，从而每种物品的价格，不久就会变得如此合适，以至使贸易转向我们所偏爱的差额，借此货币就会再次回流。这样，货币及在其基础上的贸易波动，就像潮汐，不断地退潮和涨潮，将给人民带来巨大的商机，为他们提供就业和幸福。

范德林已经认识到（休谟也将如此）贵金属供给的增加——从而纸币和信用的增长——可以增加生产和价格，而货币的流出和随之出现的通货紧缩则有降低生产率的效应。如果没有货币为新投资提供资金，生产成本是怎样降低的？范德林指出，假如英格兰出现贸易和支付赤字，“虽然这或许会对商品出口起到某些微弱的推动作用，因为这些商品会对海外市场便宜许多；但假如我们把这样的贸易继续下去，我们的货币肯定会所剩无几。”如果由贸易和支付赤字导致的货币枯竭现象损害了工业和就业，造成金融危机，提高了利率，贸易平衡就不会自行稳定。

即使那些可以在最便宜价位基础上运转的国家，也必须拥有货币，同时它们也必须拥有贸易；对于这些国家，我还要指出，人民将会经常进入这些国家，依靠贸易而获得货币（即实现他们满意的贸易差额），贸易已成为他们获得货币的手段，借此他们就业并生存下去。

贵金属的流入，将会导致增加的投资和就业，更多的可出口产出，大量的移民，由此普遍形成更高的就业和生活水平。一国劳动和土地资源的更多就业和更高生产率，在适宜的管理状况下，将会形成更低而不是更高的生产成本。这将会有更多的产出去吸收增加了的货币和购买力。相反，罗解释道：“多数人认为紧缺的货币只是差额［即运营贸易赤字］的结果；实际上，它既是结果也是原因，并且，能给我们带来剩余的有效方法，就是增加货币。”14



 货币理论与道德哲学

上述观点肯定了贵金属的流入对就业和产出的积极作用。正是这一观点，为休谟著名而又极端的反驳观点提供了舞台。这一观点见于他在1752年发表的“论贸易差额”（Of the Balance of Trade）一文中：

假如英国所有货币的4／5在一个晚上被彻底毁坏，……是否所有劳动和商品的价格必然按比例下降，每件东西必然按照历史上的最低价格销售？这时，哪个国家能与我们在国外市场竞争， 或者自命领先或以同一价格销售制造品，并给我们提供足够的利润？我们需用多长的时间，使已经损失的货币回流，使我们的价格上升到所有邻国的水平？当我们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立即丧失劳动和商品廉价的优势，并且，货币的进一步流入就会被我们的丰衣足食所阻止。

如果我们假定英国所有的货币在一个晚上增值到五倍，是否必然有相反的结果产生？是否所有劳动和商品的价格必然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以至于邻国没有能力向我们购买？而它们的商品，相对而言却变得如此便宜，尽管可以制定各种法律加以限制，这些商品仍旧可以流入我国，我们的货币就会流出，直到我们的商品价格下降到外国的水平，丧失巨大的财富优势，是什么使我们置于如此的劣势？

休谟的论文“论货币”（Of Money）根据上述事实阐述了一系列道理，并将之提高到重要的哲学原理的高度：

由此，可以从人类的重大事件中引出一个幸运的巧合，它审视着贸易和财富的增长，并妨碍着二者完全集于一个民族。正如一个民族起初自然而然地要恐惧一个已建立的商业的优势，如果一国早于另一国取得贸易上的先机，对于后者来说，它要重获已经丧失的基础，那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前者的优势产业和技术，以及大量的储备品，已经被其商人所拥有，可以确保他们在较少利润的基础上从事贸易活动。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优势是以贸易落后国家的低劳动价格（这些国家尚不存在商业活动），以及金银的匮乏为条件的。于是，制造商就会逐渐迁移他们的场地，离开那些已经使他们致富的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必需品和劳动的廉价程度有吸引力的地方，直到在那里致富，然后再一次被同一原因所驱走。所以，就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由大量货币所造成的各种物品的昂贵，是一个劣势，它伴随着每个既定商业，通过在国外市场上较穷的国家低价向较富的国家销售商品，在每个国家束缚着它的发展。

代表性的价格和工资是与货币供给成正比的，这一观点受到从休谟到今天的货币主义者的一直喜爱。但是休谟也认识到学习曲线（“优势产业和技术”）、存货积累（“大量的储备品”）和规模经济（给予“较少利润”）是最富有工业国家的特征。这样，他的机制并不否认既有经济利益将会有利于国家收支剩余的运营。

当休谟的货币和贸易理论谈到在充分就业条件下货币通货膨胀影响，他也承认在货币、产出与价格之间存在着“两阶段”特征。这样，休谟就保留了重商主义所强调的货币的特点，尽管他降低了货币对扩大就业和增加产出能力的评价。

实际上，休谟所告诫的是货币的流入并不可能无条件地增加产出。一个保护主义的战略将会证明，一旦达到充分就业和货币的进一步流入会推动价格上升的状态，自我击败的现象就会发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某些国家以牺牲别国为代价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当重商主义的目标已经实现，更准确地说，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并完全利用贸易剩余的时候，价格就会上升，直到国际收支回到平衡状态为止。但是，在未达到充分就业条件下的贸易扩张和随之而来的货币流入，将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收益。

作为一个政治上活跃的哲学家，休谟把研究的中心放在货币和价格的数量论上。这可以通过休谟对重金主义的重商主义的抨击表现出来。增加贸易剩余将会被充分就业条件下的货币流入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所停止。这时，该国的出口定价就会高于国内外市场，货币将会流出该国，从而结束该国的商业扩张。

多数自由贸易论者忘记了这并不是休谟的通论（general theory），而只是他的“两阶段”序列的终结。虽然他在一些著名的论战中争辩道，假如价格总是与货币供给成正比例的，他也同意在就业不足的情况，货币的流入将会通过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实现高产出和高生产率。他指出：

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商品价格的提高是增加金和银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并非在增加金银之后价格立即就会提高，而是需要经过一定时间在全国实现货币循环，使各类百姓感受到它的效应……。在每一个王国，当货币开始较以前更大量流入的时候，每个事物都取得了新面貌：劳动和工业获得了生命，商人变得更具冒险精神，制造商更加勤勉和娴熟，甚至农夫在耕田时也会更加欣然和留意。

这样，在提高价格之前，增加了的货币和收入就会伴随着就业和产出的增长。

由此会使制造商和商人能够较以前雇用更多的工人，而后者过去从未梦想得到更高的工资，但现在则很高兴地在如此令人满意的雇主手下就业；如果工人变得稀缺，制造商就会给他更高的工资，但在起初会要求他增加劳动；工匠会乐于承受这些劳动，因为他们现在有更好的吃喝，用以补偿增加了的辛苦和劳累。他带着货币来到市场，在那里，他发现每件商品有着和以前一样的价格，但带回的商品却有更多的数量和更丰富的品种，以供他的家庭享用。农夫和园林工人也会发现他们的所有商品都脱销了，促使他们欣然提供更多的商品，同时可以在他们的同仁那里买得起更好、更多的衣物，而这些衣物的价格却没有变化；并且，在如此多的新收益的作用下，他们的产业必然会增强。在一个完整的共同体中，我们不难发现货币在推进进步中的作用；我们看到，在它推动劳动价格上涨之前，必定首先刺激每一个个人的勤勉。
(24)



在别的地方，休谟还承认，纸币和金属货币一样，“在增加货币和提高价格之间，也会刺激工业发展。”货币的扩张是与生产、就业和生产率的增长相联系的。但是，后来的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却无视休谟对货币的积极就业和生产率效应的认可。维克斯（Vickers）更准确地概括了休谟的观点：“我们所说的供给弹性应该被假定为……膨胀首先是利润的膨胀，而不是价格的膨胀，所实现的是上升的周转额和利润，而不是上升的价格，而变化则发生在‘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之中。”

维克斯注意到了休谟的一个重要脚注，这个脚注强调了不成熟的货币和价格数量论所缺乏的限制性条件。而这个脚注却被维纳、郝伯勒和其他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忽视了。休谟在脚注中指出：“必须牢记，即……凡是我谈到货币水平时，总是意味着它与商品、劳动、工业和技术的水平是成比例的，只不过它们分别处于不同的状态。”19
 现代货币主义者承认存在着“比例”关系，但只是把这种关系局限于货币与商品价格之间，却对“劳动、工业和技术”置之不理。


 塔克尔和斯图亚特对休谟的调节机制的批评

与休谟所设定的货币－价格调节机制不同的最缜密的观点，是由牧师约瑟亚·塔克尔提出的；1758年，他通过他与休谟的一个共同朋友即领主亨利·卡莫斯（Henry Kames）向休谟转达了他的思想。16年以后，即1774年，塔克尔在《带有两个训诫的四篇论文》（Four Tracts Togeth‐er with Two Sermons）一书中首次发表了这些观点，并于以后的几年中广泛再版。1767年，詹姆士·斯图亚特爵士为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补充了第28章和另外一些论文，批评了价格－铸币流动调节机制。下面，对国际调节机制的特点及其长期发展（当时被称为神学）的有关文献作一介绍。

斯图亚特指出，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交替的过程中，价格和商品需求并不像休谟的充分就业情况下的价格调节模型所说得那样简单。如果一国经历严重的贸易赤字，货币枯竭和价格下降很有可能在经济活动低于收支平衡点时，遭受金融危机并把工业抛入破产。面对不断下降的价格，生产者不会在长期亏损情况下运营并仍旧保留企业；工资也不可能掉到维持生活水平之下并仍旧保证就业。“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居民在一个必要的生活水准下就业，那么，就必定有一个确定的需求以维持这一就业；如果这一需求朝不保夕，这一企业及受雇其中的劳动者，就必将受到损害。”20


尽管利润和工资会对轻微的货币紧缩作出不显著下降这样的反应，但是，不可能像休谟及其追随者所预期的那样，下降到足以恢复贸易平衡的程度。用现代术语说，就是对一国出口的需求不具备足够的价格弹性，以使价格下降到刺激外国需求相应增加的程度。

如果考虑到货币的流动对劳动者迁移和相关人口反应的影响，问题还会进一步复杂化。由于国家出现贸易赤字，货币流出就会使收入和就业水平下降，刺激向海外移民。尽管价格调节机制最终会重建平衡，但国际收支会趋于在一个低水平的活动、就业和人口的基础上实现稳定。由于上述原因，一个紧缩性货币外流很有可能导致经济崩溃和贫困，而不是恢复以前存在的平衡。21


相反，在一国经营贸易存在剩余时，

只要有国外的需求，就会比以前有更多的制造商，这样的需求就会逐渐产生加速居民就业的效果，直至与前面提到的剩余成比例；其条件，就是政治家要自始自终地谨慎使用这些增量，生产性地运用这些有用的增量，以供给增加的需求……

外国劳动力的大量流入，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流入，将缓解充分就业的约束。只要就业和生产率与不断增加的工资和货币存量保持同步，就不会普遍提高价格水平，从而就不会使出口下降。只要价格发生边际变化，外国的劳动和资本就不会坐以待毙，因为“在所有的新建企业中，会有管理不善和大量的损失；除了困难的起点，没有什么更能够阻止人类去创办一个新企业。”22


斯图亚特指出，财富和货币收益的分配也会影响货币流入的价格效应。如果增加的货币供给被富人贮藏或投资于海外，而不是投入流通去雇用新工人，劳动和必需品的价格就不会被哄抬。在此，他引用休谟对亚历山大君主及其古希腊后继者的描述：他们的“财宝……真正地增加了王国的价值，但却对价格没任何影响。”23
 即使从海外挣得的货币被消费于国内，它的价格效应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的阶级分布和职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将根据富有者（可以推断为出口商或外国货币流入的受惠者）雇用劳动的情况而变化。如果出口部门仅依赖一个狭小的就业基础，货币的大量流入或许没有普遍效应。

约瑟亚·塔克尔也赞同事态的变化将取决于新增货币将如何使用，而这又常常部分地取决于货币是怎样获得的。休谟并没有考虑“英格兰是怎样获得这些剩余财富的？”塔克尔指出，这形成了巨大的差别，不论英格兰得到外国贵金属或货币是广泛来自雇用大量人口的工业，还是来自商业或产业以外的海盗行为，抑或是来自残忍地对黄金的抢劫和掠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现了这样的衰败效应，“简言之，通过任何其他可以设想的方法，都可以看到，哪里……使用极少的人手去得到巨大的财富（并且他们只是经过阶段而不是长期的努力），哪里就难以指望保留所得到的东西。”24


这样的收入趋于被非生产性地消费，而不是投资于国内产业和就业。这是对货币的攫取，不具备长期持续获得收入和再生产财富的持久基础，也就不能使国内价格上涨；因为它的所有者更倾向于转过来去购买国外的奢侈品，或者把他们的货币投资于国外债券，这一点与荷兰商人把他们的货币投入英国的股票市场非常相似。这一卓越的推断可以用于分析今天的第三世界和后苏维埃国家；但是，对于18世纪观察家，它只是一个特例，仅适用于缺少明智的政治家的指导之手的国家。

在提出这些观点的同时，斯图亚特和塔克尔还反驳了休谟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的推理方式（在他们的时代已经这样命名），正是这一方式，假定货币增加而保持“所有其他因素不变”。斯图亚特注意到，“休谟的理论是如此的精致，所设定的决定价格升降的理论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宽泛，难怪被他们之后的几乎每一位作家所接受。”然而，斯图亚特还是补充道：“我想我已经认识到，在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的其他部分，几乎难以找到这样一个东西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则加以设定。”25
 与康替龙、塔克尔及其多数同龄人一样，斯图亚特认为，只要国家明智地管理它们的国外商业和国内政治制度，价格－铸币流动原理就不会威胁国家利益。贸易平衡、国际收支和价格关系更多地依赖于政治和社会结构，而不是货币的流入和流出。

这一观点后来变得相当常见。从当时的小册子文献中我们就可以选出一个例子：一个研究人口的匿名作家在1782年曾指出，货币流入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富是怎样获得的，是通过武力，还是通过劳动，是通过外国征服，还是通过国内产业。”如果贵金属流入一国是为了支付该国的工业产品，产出就会增加，价格会因此保持稳定（假定存在失业）。“生产储备量的每次增加都可以对劳动创造新的需求，并对工业和创造发明提供新的激励。该国每年的产量和生产能力由此会迅速提高。”如果货币只是“来自外国征服，以贡赋的方式支付给公共金库，”其效应将与休谟所说的相同。

如果一般商品
(25)

 的数量急剧和突然地增加，每件商品的价格就会上升。如果生产性劳动没有随之增加，其结果，就是商品的相对数量被减少了。因此，只有那些工业相对数量较大的国家，才有可能低价销售商品。一些国家自己的人民由于习俗变得懒散，而那些供养它们的人则习惯于劳动。于是，它们国内的生产逐渐缩小，直到最后依赖于其他国家，甚至生活必需品也会如此，直至被迫屈从于强加在身上的任何勒索。26


斯图亚特得出结论，如果不考虑国家的公共政策，“一国的财富
(26)

 对价格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句话是确定无疑的，“休谟先生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尽管他在其他几个方面忽略了它。”27


假定欧洲铸币的数量每年持续增长，直到发展到当前数量的十倍，价格是否成比例地提高？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情况可能出现，但是，到底价格出现最小的变动，还是最大的提高，取决于环境。如果工业增长到现在的十倍，即产品增加到现在价值的十倍，根据实际的价格标准，每个行业和产品的价值将保持不变。

因此，尽管对外贸易可以保持顺差，但是，一国可以逐渐变富；也可以像以前那样，通过复杂的需求和竞争运作，保留对价格的监管；还可以在该国富起来的同时使其他国家穷下去……
(27)

 28


上述论证可以通过由符号组成的公式来表达，使之与关于货币、价格和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现代讨论相兼容。在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提出的货币数量论的公式中，MV＝PT，符号M代表流通中的货币供给（不包括私人贮藏），V代表货币的流通速度，P代表价格，T代表在任何给定时间内商品（和服务）的交易量。主要分析的问题产生于保持产出即T不变，假定存在固定的雇佣劳动力N，并假定较高的工资率与劳动生产率Z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时这种高工资率确实存在）。

维纳在下述公式中，总结了今天所说的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理论。

[image:  ]


如果用“流动资本”这一术语替代“货币”，这样，由货币数量论的版本得出的收入就构成了古典工资基金说（Wages Fund Doctrine）
(28)

 的基础。当货币供给增加，工资就会增长，商品价格就会随之增长。但是，正如休谟已注意到的，如果货币供给即M的变动等于N的变动（即M＝N，N代表就业），从而等于产出即T的变动，价格就会稳定在充分就业条件以下。休谟承认的既不是不加限制的货币和价格数量论，也不是单一的工资水平和价格论。他认为，只有经济扩张已经达到极限，货币供给、工资、价格三者平行对应的状态才能发生；但是，这个条件在18世纪是难以应用的。这就是多数经济学家没有提出下述假定，即充分就业或能力充分利用约束的原因。

休谟的货币和经济增长理论取决于货币、商品、劳动、工业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一国的产出是两类因素作用的结果。从资金角度看，它取决于货币和信用的可供量，正是它们使劳动和工业运转起来。从“实物经济”角度看，它的产出又是劳动力数量即N乘以人均产量即Z的函数。这样，由休谟及其同代人所认识的变量可以用下述公式表示：MV＝PT＝NZ。产出T的增长潜力是由劳动力的数量N及其生产力Z决定的，资金的可供量是由货币供给M及其效率V决定的（V也可表现为货币可提供的用于生产的纸币信用这一上层建筑的情况）。

人们通常认为，劳动力的增长是由人口的自然增长或它对劳动大军的参与率（Dn，即自然人口的增长），再加上纯国内移民（Di，前置字母D代表人口变量）的变化决定的。然而，产出的增长则要受到货币资源的可供量限制，因为货币供给的变化影响就业、生产率和价格。较高的工资和价格将会增大劳动大军的参与、向内移民、人口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生产率。

正如塔克尔所注意到的，劳动，特别是熟练劳动，倾向于移居到（与货币、投资一起）高工资国家，进一步加强这些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

富国会对天才人物给予更高的工资，对工业给予更大发展的空间，对雄心壮志给予更强烈的激励，这自然会决定很多有志向的人和企业离弃自己的穷国，并在富国落户。这样，一国会经常吸引他国家居民中的精华……。富国经常拥有像磁石一样的吸引力，而穷国则相反。因此，在各国自由交流的情况下，其结果，可以看到，穷国必然只有最少的人在那里居住；在某些地区，在很多情况下，贸易甚至不可能维持下去，因为居民的稀缺和贫困，不会有足够数量的消费者去光顾商店，或买走制造商的产品。29


对工资引发的劳动流动反应的认同，或许已经消除了假定劳动和资本不能跨国界流动的思想，从而消除了其内在的“要素比例”论。经济是“开放”的，货币、劳动和资本资源的得失只是各国政策的结果。

休谟的朋友詹姆士·奥斯沃尔德（James Oswald）在1749年曾给他写道：尽管货币的流入和与之相联系的“速动需求最初会趋于提高工资率，但是，当它被新引进的居民纠正以后，只会固定地产生好的效应；而在穷国，这种要求则会破坏制造业自身，并使制造商远走他乡。”30
 休谟的论文“论贸易差额”（Of the Balance of Trade）正确地承认“铸币变少”“通常迟早伴随人民和产业的转移”，31
 通货紧缩将刺激移民。通过承认通货紧缩对就业和产出的有害效应，范德林和休谟显示出他们自己要比今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的实践者更为老到，因为后者无视紧缩政策恶化了穷国的问题，而不是稳定了这些国家的贸易收支差额。

结论是，如果英格兰的货币供给增加了10%，导致其工资率增加10%，这将引致向国内的移民，还将增加国内人口对劳动力的参与率，提高人口的整体生产率。只要这些要素增长10%或更高，出口剩余将会增加，而价格将会降到原来的水平以下。假定所有国民产出要素的增加有利于出口，并且Di、Dn、Z和T都是正值，即它们趋于存在于一个增长的经济中，那么，P＜M＜B（B代表贸易剩余）。因此，在国际贸易的类型趋于“无弹性”的局面下，较高的价格（至少在初始阶段）将会提升而不是削弱贸易剩余。如果英格兰的上述发展有助于形成外国对其出口的依赖，其贸易条件甚至会长期提高，以确保英格兰（或其他工业领先国家）运用垄断势力。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只是模糊感觉到，出口的物质量的变动程度会影响贸易条件。

由上述作家进行的有关制度范围内的发展动态的争论，使人们联想到亚当·斯密为何只是选择对那些不够老到的重商主义者进行抨击，而不提及塔克尔或斯图亚特，尽管他实际上熟悉这些人的著作。虽然斯密在1763年出版的《关于正义、警察、收益和武器的讲座》（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一书中曾赞同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但在《国富论》中却放弃了有关这种观点的所有参考文献。维纳认为，这是“经济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谜团之一” 。32
 但理由似乎是非常充分的：他明确评判过的理论已经被否定。他非常重视劳动力流动问题，但只具备自由主义的政治基础，不具备经济上的工资基础。（见第一章，注释14－16）

塔克尔、斯图亚特和其他主要的积极的政府政策的拥护者并不否认经济发展将会趋于有利于领先国家，而不是各国平等进步。他们甚至强调这个原理，认为通过适当的管理，发达国家能够巩固对不发达国家的领先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图亚特嘲笑理想主义者卢梭的“虚构的自然法原则，借此可以实现全人类的平等：自然从来不是普遍理性的对手。”33
 世界不是在人的兄弟情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和个人的自我利益才是它的基础。

不言自明的结论是，如果不发达经济（英格兰曾一度是这样的经济）要实现与更先进国家的经济平等，它们必须有一个积极的政府政策，借此形成市场势力。正是通过这一政策，英国成为国际强国，美国在19和20世纪取得强大实力。对于英美两国，国家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掌握产业的先行优势，巩固其长期的牟利权势。一国的实力既不能靠赤裸裸的强盛军事或本国众多的人口来支持（如果这些人口的经济生产率低下），也并非来自利用所占有的金银贮藏去从事对外战争。西班牙曾在16世纪拥有这些优势，没想到最终会成为欧洲最穷的国家，甚至被它的前殖民地荷兰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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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重商主义者有关争论的概述，可以看到，在有大量的可供雇用的劳动力的时候，货币供给的增加会趋于刺激就业并激励产出。甚至在没有自由劳动可供投入工作，随着货币的流入工资水平将会提高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屏障：即逐渐提高的工资水平会趋于增进生产率。这是通过提高劳动质量和激励资本替代劳动来实现的。

较高产出的一部分是在国内消费的，另一部分也可用于出口。只有在能力过度开发时，货币扩张才会推动价格上涨；并且，只有当这种通货膨胀持续一段时间以后，货币扩张才会损害该国的贸易平衡；因为贸易类型一旦建立就难以转变，对外竞争的发展也需要时间以逐渐成熟。如果有足够的外国依存，海外消费者没有选择只能支付高价，较高的价格也可以增进贸易盈余。

由此，维纳得出如下结论，这是一些具有活力的原理。这些原理的“驳斥成为正确表达自由贸易学说的必要准备工作。因此，对货币数量论的明确表达，以及对贸易差额论的多重批评和限定，为一个内容广泛的自由贸易论的出现开辟了道路。”34
 但是，自由贸易论者并不是对上面引述的人口和金融变量进行反驳，而是加以回避。他们的策略是，通过把到国内或国外移民、工资和生产率、信用和利率作为“外生”于贸易理论的变量，使讨论的内容变窄。其结果是，只是对资源闲置而需要货币的问题视而不见，自由贸易的逻辑才是“内容广泛的”。正如熊彼特对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所概括的：

那些在1800年前后开始著述货币政策的英国人，对17世纪、甚至18世纪的有关英语著作知之甚少；并且，直到现在，仍旧少有、实际上是几乎没有那些世纪的非英语著作。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例子，它说明，经济学的进步已经和正在被先前积累的知识的不断遗失所削弱。应特别指出的是，他们竟然对康替龙（Cantillon）、伽利安尼（Galiani）无所了解，更对斯图亚特一无所知。35


在上述名单中，熊彼特似乎还应该加上塔克尔、范德林和其他人。根据一些人的新观点，货币只是计量手段，一个“计算器”，一面反映“现实”经济但又对它没有直接作用的镜子。如果货币从海外的流入没有积极效应，就没有必要利用国家政策去获得并管理经济以增殖贸易剩余。但事实恰恰相反：只有重商主义者驱动人们从海外吸引货币的国内影响才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至少在自由贸易论者所假定的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是如此。

当然，经济现实是资源得不到利用，需要货币以使本国的人口拥有工作。获得更多“世界货币”（指各国普遍接受的贵金属）的效应是增加货币和信用的基础，使更多的劳动和资本进入运动，相应地增加产出。这又为经营更大的贸易剩余奠定了基础。那些经营贸易剩余的国家将设法走到别国前头，利用滚雪球效应，从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吸引技术工人和投资，使世界经济两极分化。这些情况有理由要求一个积极的治国方略，去利用补贴和关税。即使出现某些通货膨胀，如果形成了适当而又牢固的贸易纽带，也有可能把它传递给别国的消费者。

这里有一个条件，在这个条件的基础上甚至重商主义者也可能同意取消中央集权的管制。这是斯密不承认而塔克尔和其他作家已经阐述的一个因素。这就是在其他国家停止实施自己的保护主义发展计划的基础上，领先国家也停止实施其治国方略。在这一协议的基础上，至少从英格兰的角度看，人们可以确信，它作为世界上经济领先国家，在比外国工业劳动力和资本具有更低的售价方面，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优势；而不像不发达国家那样，把自我变为自己的农业市场，仅仅去补偿发达国家相对收敛的经济侵略。

上述观点与中世纪的和现代的实用主义的观点相距甚远，这一观点认为，因为各方均受益，所以贸易是公正的。与重商主义相同，早期的英国自由贸易理论认为，商业的最终结果是垄断世界范围的生产资源和经济势力。英格兰可以运营永久性的贸易剩余，并在一个自我反馈的过程中把它投入不断增加的生产资本中，去汲取外国技术工人和货币。而穷国则不能从它们的低工资率中受益，如果富裕并勤劳的国家占有更多的生产力优势。这种观点预见了当富有国家把世界范围的技术工人、投资基金及其他资源汲取到自己的国家，世界经济就开始了两极分化。

早期的争论除了涉及货币问题，还涉及到构成竞争优势的不同要素问题。这些要素包括：培育具有优秀工作习惯的城市工业人口，规模经济，作为不断发展的劳动分工结果的完善的技艺；较高的国内收入又支持了进一步扩大的市场，由此，为劳动分工和与之联系的生产率提高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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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重商主义怎样演变为自由放任


 富国如何巩固其领先优势

前面一章追溯了一国（尤其是英国）是怎样通过贸易顺差汲取外国的金银的，但是，还没有考察存在尚未利用劳动和资本条件下的价格上涨问题；或者说，还没有研究能够持续与外国贵金属流入成比例地引进外国劳动和资本条件下的通货膨胀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较多的货币可以在更高的产出中找到它的对象性成果。一个贸易剩余国，可以在外国所供给资源转变为投入生产以恢复本国收支平衡之前的一段较长时间里，获取外国的货币资源。领先国的贸易剩余还可以迫使竞争对手国的经济进入金融萧条，使它们得不到雇用它们的低工资劳动的投资所需要的货币。

本章将评述关于以下问题的更广泛的争论：领先国是怎样巩固其先发优势的，它们是怎样阻止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除非后者退出自由贸易体系，保护它们自己的新生工业。塔克尔就曾提出如下问题：在只有一个富有的工业经济国和一个穷国的情况下，“两国中的哪个国家能够提供不断增加的食品，并以最低的价格销售它们的制造品？”他的回答是，富国已经获得充分的商业优势，所以它们不必害怕来自穷国的竞争。虽然后者通常会拥有便宜的原材料，但它们制造的商品会趋于更昂贵。塔克尔结论说，“那些更费劲或更复杂的制造品在富国最便宜，原材料在穷国最便宜。”1


对落后的穷国的威胁就是它们只拥有气候和矿产资源等自然禀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某种出口贸易，只能提供相对狭隘的就业基础（如果它们的出口贸易为大型外国公司所拥有，它们还将承受利润转移国外而形成的货币枯竭威胁）。而富有的和拥有更多经验的国家则获得了各种优质资本储备，包括金融、物资和制度，其中含有现在人们所说的由劳动技术和可用于很多先进工艺的高精密技术组成的人力资本。2
 作为不断增长的繁荣的结果，这些工业国的工资一般较高，它趋于支持劳动生产率的优先增长，而这又是通过对教育和今天所说的研发给予更多的投资来实现的。

富国不仅是已生产和分配的财产的占有者，还是能够进行创新和生产更多产品的优秀技术和知识（这是通过长期的习惯和经验获得的）的占有者。……但是，假如现在的穷国愿意学习这些技术和知识，也不能指望它们能够在向富国学习方面取得同样的进展，因为它们不具备相同的教学手段、同样良好的方式和案例；因此，虽然它们也会不断进步，但在农业和制造业的实用知识方面总是会落后于富国相当一段大的距离。3


因此，基本的看法是，相对高的工资水平反映了富国比它的竞争者有着更高的生产率优势，因而更低的单位成本。塔克尔问道：“与穷国每天只给沉闷的、笨拙的工人6便士的工资相比，富国每天给机敏的、熟练的技工2先令6便士的工资不是相当便宜吗？”这样，生产率的优势将保证英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低于那些表面上劳动工资低的国家。事实上，技术创新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收入水平的一个正函数。斯图亚特指出，作为参赛者，更富有的国家能够在投资于试验和引进创新方面冒更大的风险。4


除了规模经济和经验，更富有的国家已经改进了耕地，延长了道路，建设了水路运输和其他设施（现在称为社会资本或基础设施）。塔克尔还指出，伦敦的货币市场鼓动人们把存款借出，而不是贮藏起来，贡献给“货币的低利率，而这种低利率将保证所有商品在最低价格出售。”5
 低的借入成本意味着必须通过低利润率去支付各种费用并承担新的投资。

另一个使富国拥有优势竞争力的相关要素是“作为富国，它具备大量的有竞争力的商人，”因此使广大市场更具竞争性，使垄断难以有机可乘。而在穷国，缺乏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市场，“很容易使一家致富，超速发展的商人会把整个贸易垄断在自己手中，最终把自己的价格强加于所有商品之上……”6
 只有对财产和收入进行广泛的分配，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健全的基础。不平等的分配或对财富和收入的垄断将趋于把钱财消费于奢侈品而不是进行生产性投资。

因此，大量的客运汽车、驿站马车和其他用于消遣的交通工具，会异常迅速地增加，而农夫使用的手推车、马车等通用设备则会相应减少；那些地位低下的商人和劳动者的孩子将转变为穿着整洁、油头粉面的仆人；……其结果，将会使一国的生产蜂蜜的蜜蜂，变为该国的靠吃蜂蜜养活的雄峰。7

在给休谟的信中，詹姆士·奥斯瓦尔德（James Oswald）强调了原材料生产者的产出经常受到不稳定需求的影响：

由于缺乏良好的耕作条件，穷国必需品的国内售价常高于富国，穷国经常由于廉价销售必需品而遭受巨大损失，实际上，良好耕作条件是穷国的制造商难以长期支持的。而在富国，通过各种耕耘手段，可以很少遭受这方面的损失，很容易在一个稳定的速率上供给这些必需品。8


奥斯瓦尔德的结论是，贸易剩余国家所占有的丰富的金融资源“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世界资本，而所有邻国将……成为它的行政区。”斯图亚特等人也提出了同样观点，他特别分析了黄金生产国与工业国之间的动态变化过程。指出，有些国家通过生产黄金（根据逻辑推论，也包括其他原材料生产国）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不必投资于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基础设施，但只有后者才能使一国最终占有世界货币。它们吃亏于眼前生活的诱惑，只依赖矿产禀赋和自然气候优势，而不是工业。

而工业国则别无选择，只能开发本国居民的才智；它们似乎已经命中注定，只能获取世界劳动分工的果实，致使别国越发依赖于它们。正如雅各布·范德林在1734年所写道的，非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原材料出口国，似乎应感谢上帝赐金银矿产于自己，但是，

肯定会削弱它们的农业和制造业，由于人们将难以适应艰苦劳动和低工资，他们通过用剩余的金银就可以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一过程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既然如此，如果认为它们的农业、特别是制造业将被削弱，那么，与通过用金银换取的方式如此轻松、如此欣然地得到必需品相比，通过农业和工业生产来自给的方式将是非常缓慢和费力的；他们太富有金银了，如果这样下去，他们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农耕技艺，特别会失去制造业的工艺；这一点，跟人们所认识的西班牙一样，只是靠西印度群岛生产的财富的增加生活；正是从那里起步，它逐渐变成了穷国；通过各种渠道，它们的金银已经分散到整个世界，而其他国家，则通过使自己的产品比别人更加便宜得到了金银，显然，矿山方面的原因是不能充分说明这一问题的；尽管他们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但经验告诉他们这是难以阻止的。9


这样，天然财富变成了包袱。它干扰了西班牙及其殖民地，使之不能通过培育有技术的工业劳动力和企业家式的商业阶级，来适应比采矿和种植劳动更高级的工作，并为经济发展奠定更持久的基础。塔克尔赞许了这一观点。指出，伊比利亚（即古西班牙）的表面上的财富实际上是由“现实的贫困构成的，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现在的经历完全相同”。如果英格兰打算采用西班牙人征服印第安人时的办法，用非工业的手段去收获金子——或者说，如果像休谟所设想的，英格兰的黄金供给能够在一夜成倍增加而不必进行任何生产性投资——“那么，我们的命运和所受到的惩罚将会与此时的西班牙相同：高兴地得意于虚构的财富，绝望于没有资源的贫困。”10
 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似乎主要适用于这样的经济畸形体之中！


 自由贸易将导致更大的国际平等，还是更严重的分化？

休谟承认，不断上升的工资率和就业是与积极的生产率效应相联系的，但是，他坚持认为低工资国家将最终享有生产成本优势。在写给罗德·卡莫斯（Lord Kames）的信中，休谟回应了塔克尔的观点：“作者所强调的［富国的］优势都是真实的，”但不能接受塔克尔的结论。他指出，

大量的资本，广泛的交往，娴熟、有效且便利的劳动，快捷的效率，工业，公司，所有这些条件赋予富国较穷国无可置疑的优势，而穷国则是愚昧的、毫无经验的。但问题是，这些优势能否持续下去，贸易能否无限增长，或者说，它们是否会逐渐被自身引发的劣势所阻止，开始放慢速度，最终停止进步，而不能达到至高点。11


他认为，从长期看，廉价劳动的优势将会超过它的劣势（更不用说贫困、人口稀少的国家享有的食品和原材料优势）。高收入国家将会背上一系列包袱，其中，

我们可以设想，富国的昂贵的食品和劳动价格，使得穷国可以与富国竞争，这种竞争首先发生在粗加工业，然后发生在精加工业。此外，如果没有武装征服引发的堕落，商业也会持续的发展，最后在总体工艺和产业上达到全球关注的水平。

当然，这是重商主义的策略。或许有人说，在塔克尔看来上帝是英国人，或者至少已经创造了独特的有利于英国的全球态势。（不必对这种态度惊讶。从亨利八世开始，英国的教会就是民族主义的。）但是对于休谟而言，上帝是世界性的，更偏爱受压迫者。正如休谟对塔克尔所评论的，

兼具牧师和哲学家特征的作家，对上帝的仁慈引发了争论，但我认为这可能转为与作家的观点相悖。任何一个国家都想成为财富的垄断者，但这决不是上帝的意愿。所有实体的增长，人工的与自然的，都会被其内部原因所阻止，而这些原因都源于其宏大规模和雄伟气势。强大的帝国，宏大的城市，巨大的商业，都会受到阻止；并且，这并非来自偶然事件，而是必然的法则。

在休谟的神学世界观中，上帝已经创造了一个公平、平等的世界经济，借此可以保护穷国、抵御富国。根据这一推论，英格兰的殖民地和欧洲的其他国家所遭受的相对贫困，会使它们低价出售自己的祖国，直到自己居民的生活水准赶上中心城市的水平。失去金银铸币并遭受失业的经济将会向富国低价销售商品，使这些穷国成为自由贸易的主要受益者。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必制定任何保护主义政策，而在历史上，正是那些保护主义政策使得英国超越荷兰。其内在含义却恰恰相反：英格兰政府应保护自己的经济。

如果休谟的理论是正确的，富国应明智地维护自己的保护性海关制度和殖民统治。塔克尔和斯图亚特指出，否则，它们的较高生活水准将趋于降低到穷国的程度。用斯图亚特的话，就是将会引发富国感觉焦虑，使他们丧失收入，价格“被带到一个与穷国同等的水平”，直至丧失领先优势的成果。斯图亚特指出，

因此，如果为了穷国的利益，它就应对其邻国实施贸易开放，财富会像液体一样流入，最后达到均衡。我确信如果为了富国的利益，就应该通过加在进口品之上的限制、关税和禁令等障碍，割断有害的贸易联系，借此，像筑建堤坝一样，就会把财富保持在周边环境之上。12


这一观点并不支持休谟所理想的自由主义政策。但是，正如事情发展所表明的，劝说英格兰在他写信后将近一个世纪里接受自由贸易政策，并不符合休谟的逻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物的发展是与塔克尔、斯图亚特和范德林的逻辑相一致的。

塔克尔并没有否定休谟在信中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相反，他确信英国必然会在自由放任政策下支配世界市场。当英国的劳动力变得更加熟练，该国大量的资本积累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必将导致更低的出口价格，尽管有着更高的货币工资。富国将趋于愈来愈富，而穷国会愈来愈穷和更具依赖性。

根据事实，塔克尔指出，休谟关于工资和物价与货币供给（因而与贸易差额）成比例的理论，意味着“每个穷国都是富国天然的、不可避免的敌人。”因此，后者只有制定保护性关国税，甚至“对穷国发动战争，努力灭绝它的全体居民”，才能维持它的繁荣。这怎么能说成是由上帝创立的“普爱基本原则”构成的事物的秩序呢！13


塔克尔和斯图亚特所提倡的全球发展方式是绝不从事更多的乐善好施。这意味着富国将成为对穷国不断增加的威胁。当取得先发优势的国家的工资和利润水平提高，其生产力会有更大的提高，与穷国的发展差距就更大。这将在富国中集中更多的物质和金融资本（同时还伴随着广泛的经验和技术成果）。只有穷国实施保护性关税，才能阻止这一过程。塔克尔在1758年写给罗德·卡莫斯的信中指出，

真实的情况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富有的工业国会经常向穷国低价销售商品，并通过这种方法吸引所有穷国与之进行贸易。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如果穷国自己拥有某些特殊产品，它可能会禁止其出口，直到其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下述情况也是真实的，即所有的穷国都有能力把富国的某些产业置于本国领土，利用高额关税将之转变为有利于自己产业的规模。……通过这些方法，防止富国最终吞噬穷国，而这正是我最担心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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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维纳把塔克尔称为“一个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中的保护主义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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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塔克尔并不是只关注自己国家的保护主义者！恰恰相反，他认为自由贸易对英国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它将摆脱其海外殖民地防卫的经济负担，同时还能对英国出口商开放国际市场。当他们能够用市场势力的很少费用就可以得到外国市场的时候，为何还要利用武力获取和持有它们呢？所有英格兰人都应该说服其原材料供应商遵循自由贸易政策。塔克尔写道，

目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用来对付欧洲北方统治者的方法是处于非常有利地位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相应地从中选择任何一种来应对他们（就像我们以前对待葡萄牙）。如果他们愿意在废除或削减税收的情况下引进英国的制造品，在对等的条件下，我们也会允许他们的条形铁、亚麻纤维、沥青、焦油，松脂等商品进入大不列颠。

英国与其单边废除管制（塔克尔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这么做），不如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与它们相互开放市场。在明显降低英国经济防卫费用的条件下，这样的协议将形成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

穷国防范陷入经济奴役的防卫标志线将会拒绝英国的订单，并“对它的富有邻国选择……一些有用的管制措施，”例如，实施保护性关税，或如塔克尔所描述的，是一种“明智的税收，借以阻止对外国制造品过多、过度的消费”。这样的保护主义政策将保证欠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原材料优势，获得长期的工业优势。伯克利曾解释英格兰在抚育新生工业以缩小技术差距，甚至最终获得经济领先地位方面的逻辑。当伯克利提出下述问题时，有些类似“干中学”的东西应该关注：

使用和时尚能否很快形成产业？才干能否通过实践得到扩展和改善？

能否把全部才干用于行动，或者说，全体人们的行动，能否构成一个国家的动力？

这种动力是否一个国家真正的资本或财富，这个国家的信用能否与之不成比例？

思维能否像土壤一样被强制废弃使用，是否思考和研究不能激励并分化世界？

如果每个城镇都沉溺于某些特殊的制造业，我们能否认识到，在同一工作中同时雇用很多人手是完善我们的工作的途径？如果货币并不缺乏，我们所需要的全部东西能否通过国内产业及时供给？17


康替龙指出，答案就在工业保护主义中：

如果土地的主人和波兰的贵族只消费本国生产的制造品，在开始时可能很糟，不久就会变好，并使大量的本国人民在这里工作，而不是把这一优势送给外国人；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注意不要成为别国贸易的盲从者，每个国家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使它的产品和工业与自己的人民相匹配。18


斯图亚特对通过保护本国工业获得领先优势给出了一个经典的解释：

如果对幼稚产业给出一个一般定义，可以被理解为以供给一国居民的必需品为目标的产业，因为它通常先于满足外国人的需要。……

它需要用大量的时间使一个人娴熟于制造品。这一产业有很多分支，……人们并没有关注到这种不便，在有些国家有些问题已引起讨论，很多项目由于缺乏关注而被荒废。

斯图亚特注意到，在很多简单产业，学徒制度是不必要的。

通过简单的传授，人们可以相互学，也可以先观察别人的干法再自己照着干。这是一个已建产业高于另一个正在新筹划的产业的优势所在；我认为，这就是为何有些产业在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初始状态之后，在几年时间有惊人发展的原因。


 为何富国可能丧失经济领先地位

尽管“为了促进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在开始时需要保护性关税，但斯图亚特提醒人们，“当组织完备时，应该取消脚手架。”政治家必须做好思想准备从内向型保护主义政策向更自由的出口导向型扩张政策转变。

现在既然它打算对外国市场提供供给，它就必须繁殖人口，把他们置于竞争之中，降低生活必需品和劳动的价格；当人民的奢华给降低价格带来困难，它必须批评这种豪华的生活方式，阻止国内的过高消费，以便腾出更多的人手给外国人提供供给。

保持一国工业的领先优势，要求不断坚持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实现奢侈消费最小化的经济发展方向。斯图亚特指出，

如果遵循这样的政策，一国必定积累大量的财富，远多于它的邻国。……一国并不是因为输入外国商品和输出金银而变穷，而是因为当进口商品时，该国就会消费这些商品。这种消费开始之日，就是贸易剩余开始扭转之时。

关键是将经济剩余进行生产性投资，而不是进行奢侈性消费。正如塔克尔所指出的，要设计一种制度，“借此把雄峰的社会变为蜜蜂的社会，并防止蜜蜂堕落为雄峰。”22
 塔克尔在其《论政治和商业问题的四本小册子》中详细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句话，防止一个竞争对手国与你解除贸易的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使你的人民不要变得懒散和堕落。……因此，只有斗争，即能够成功带来尊敬的斗争，才能避免堕落和懒散；这一斗争，其力量的组成并非舰队和军人，而是审慎的税收和明智的监管，借此将个人自爱的情欲引入公共利益的渠道。23


在这些“审慎的税收和明智的监管”中，保护性关税是重要组成部分，它表明英格兰的商业利益并不希望肥水落入他人田。当他们开始主张普遍自由贸易政策时，他们发现仅仅理论上的困扰，就会导致他们的潜在客户制定关税并对自己的工业进行补贴。这解释了为何亚当·斯密热衷于通俗化休谟的国际调解机制理论，为何只是选择抨击那些不够老到的重商主义者，而不是提出塔克尔和斯图亚特所关注的动态趋势。

如果世界经济最终实现趋同，那么就会取代英国的统治，这或者是由于欠发达国家通过实行保护主义，达到英国和其他领先国家已经达到的水平；或者是由于财富和奢华的衰弱效应，掏空了领先国家的地位，而这正是有关进步和衰败的“上升和下降”理论所论述的。根据斯图亚特的论述，富国的社会和政治腐败最可能来自于其国内的两极分化，以及极端的生产垄断。

起初，该国似乎坚不可摧的利润将是对竞争对手国的最初事业的一个致命性打击。但是，一旦它们的地位相当巩固，其国内价格就难以继续下降，而政治家也不会伸出援助之手，这时，新兴国家就会鼓起勇气，以赚取较少的利润开始其发展历程。

富国的经济优势和奢华的生活水准就将变成它的祸根：

……当一个国家开始走下坡，每个支持其伟业的支柱，按其重要性，变成促使其下降的因素……

这样，一个贸易国的形势很快就会发生逆转；并且，在财富增长之后，奢华和挥霍就会取代勤劳中的节约和简朴；当其居民为本国商品而与外国人竞争，而政治家却冷酷地袖手旁观，或仅是想想而已，认为熟练工人的价格上升到管理层收入之上、企业损失、合理赢利等与己无关，只是新创业者需考虑的问题。一旦这些成为现实，哪里贸易最繁荣，哪里就会滋生腐败，并在一个新的土壤中生根。这就是我说的国家之间的一种竞争。24



 重商主义内部的反殖民主义倾向

英国的贸易战略家们正是焦虑于这一点。引用斯图亚特的话来说，就是“多数高额利润……可能变得以垄断和奢侈的生活习性的形式固化下来，”它正在削弱着国家的经济力量。这使得斯图亚特、塔克尔和许多同时代人开始反对东印度公司和其他国家垄断。这个逻辑也必然要涉及到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塔克尔指出，世界市场自然会包围殖民地市场，为此，英国耗费了大量钱财用于防卫。为了垄断世界市场和货币，唯一需要国家做的就是远离战争（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殖民地），使政府的经常性支出降低到最低点。用于军队和殖民地的费用越少，需要增加的与战争有关的公共债务和服务于军队及殖民地所需要的税收就越小。较低的税收和利率将会使生产者拥有成本优势。

一旦英格兰变得确信于自由贸易政策，认为这一政策会服务于国家利益，它就会接受这一政策。当国会最终废除了保护主义的谷物条例和航运法，它的立法者就开始相信，自由贸易的世界将会更有利于这些富国而不是帮助穷国，或帮助欠工业化国家。他们借助通过“自由市场势力”来阻止这些国家培育自己产业的独立性。因此，现实的情况是，休谟和斯密的虚伪修辞，塔克尔和斯图亚特的正确逻辑。

塔克尔像他那个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一样，以强有力的论证，说明为何英格兰应该取消它的殖民体系、商业垄断和对商人的约束。斯库勒（Schuyler）和斯迈尔（Semmel）正确地指出，塔克尔已经确切地阐明了英格兰战略家赞同自由放任是以什么为依据的。即国家已经实现了休谟曾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工作，得到世界上大部分的金银和其他资源。但为了实施这一政策，英格兰应该从其殖民体系中解脱出来，这一体系存在的理由已经没有说服力。不再需要国家利用武力或公开的政治统治去维护它的国外市场和资源的供给。（塔克尔从一开始就怀疑英国是否需要其殖民计划。）因为世界在任何情况下已经变得对贸易更加开放，所以，肯定不再需要承担其殖民地的防务成本。

法国、荷兰、西班牙拥有带有桅杆的航船，需要沥青、焦油、亚麻、生铁以及跟英格兰船只一样的帆索。但它们恰巧没有北方的殖民地。但是，这些国家已经在一个公平价格且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买到这些商品。因此，如何保证英国从不同源泉并且在同样有利的条件下得到这些商品？

如果英格兰最终失去了其西印度殖民地，它仍旧可以“在最佳、最便宜的市场”买到这些热带日用品。因此，更好的办法就是逐步建立补充的供给来源地。

我们可以教会那些受到很多伤害的非洲土著人，这将是简便易行、成本低廉的；要让他们在自己的祖国，去种植自己的茂盛、天然的甘蔗，以及其他别的商品，特别是稻米和靛蓝；然后再用我们欧洲的产品和制造品与之交换。我们使这些穷苦可怜的奴隶摆脱殖民原则，不仅是出于仁慈和公正，而且是出于国家的利润和利益……25


即使英国不在这些区域发展原材料生产，人们也会确信维持其运转所必需的供给将不会被切断，人们可以在最便宜的市场购买，而不必去担负海外的军事和殖民地有关费用。

北美的殖民地除了把它们的沥青、焦油、桅杆和航海补给品……送往英国，别无选择。如果我们收回对它们的援助，这些殖民地将如何找到这些物品的出路，将是一个巨大的困难。

欧洲的殖民体系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随着英国海外冒险活动而产生的军事费用，特别是持有和保卫美国殖民地的费用，促使塔克尔在1783年发表了著名的讲话：美国“是挂在这个国家脖子上的一个重负，正在使之下沉；我们自己没有智慧去砍断这个绳索，并摆脱这个负担，美国人却友善地为我们做了。”26


一旦英国使自己从这些税收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这些负担是为了支持国家的这些项目不得不支付的，其商业优势将确保它的世界工厂地位。工业实力的聚集和货币的国际分配将更多地成为私人部门竞争而不是国家计划的功能。自由贸易将获得金银，而不必需要殖民主义的费用，当非人为的市场力量实现了皇家所寻求的庄严意志，也可以避免战争。

正如斯图亚特所指出的，贸易和工业的传播“应归功于确立了国王的雄心，他在开始就支持和赞同这个计划，首先持有使自己致富的思想，由此变成一个使其邻国望而生畏的国家。”但是，他们所培养的工业精神需要耗费其终生。

一个富有、勇敢和精力充沛的人民，他们把国王财富的资金放在自己的手中，27
 也放在自己的权力中，当它明显地变成他们的意向，就会动摇国王的权威。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引进一个更温和、更规范的管理计划……

一旦一个国家开始通过工业的成果生存，就较少有被国王的权力监禁的危险。这种管理的机制变得更加复杂，……并且，他发现自己被政治经济的法律所束缚，每一次违反都会使他们碰到新的困难。

因此，我说，从利用工业的成果来支持国家之时起，管理计划就变得更加有节制；逐渐地被改进和精炼。

结果是，尽管“对整个民族的运转有着如此有力的影响，还是要把权威授予一个现代政治家；而在农耕时代，在集权的政府下，这个政治家是鲜为人知的。”

但是，统治权是严格受到限制的，以防止对其独断专行；同时，由于这个权力是在建立在居民的财富之上运作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更残暴的、更专制的方式更有实效。……立法权只有在对个人行为具有影响的时候才加以使用，以促进政治经济学的规划。……这种权力是与专横的手段根本相悖的，……它最终将类似于值班人员或钟表，只关注于时间的进行而不闻他事；如果派作他用，或者被贵族所染指，就应立即被毁灭。28


这确实是重商主义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形式！它的新任务是解释市场及其演变。这种政治经济学深入探究供求现象背后的全球发展的规律，范围要比今天的经济学宽泛得多，在一个时期中，相当丰富的成果认为不平等是经济性质的通常特征。

正是塔克尔和斯图亚特坦率地承认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态势，使得他们及其同代人这些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对后来的自由主义者如此反感，而与休谟更欣赏的文字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根据其创建理论的宗旨，他们与后来的自由主义一样，深信商业管制和垄断特权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最初意义。从那以后的不断增长的就业和投资压力也要求废除这些管制和特权，就像不断增加的压力要求取消代表高利贷法和劳动行会利益的中世纪经济正义的遗产一样。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个人驱动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必再进行直接干预。

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曾长期规劝富有阶级，要远离奢华生活，反之则会削弱贸易差额，影响国家生产剩余的能力。在所有奢侈中，最应反对的是殖民帝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商业垄断和军事支出，还有处于保护性关税壁垒后面的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驱动。粮食、茶叶和其他殖民地产品可以通过更自由的贸易和取消殖民垄断的办法得到有效保证。这样的垄断和与之相联系的殖民体系，被认为是高代价的、僵硬的、低效率的、霸道的、腐败成风的，却控制在贵族和法官手中，由他们授权去管理。随着反殖民主义的情绪与日俱增，反抗东印度公司高价勒索和阻止小商人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愤怒也在不断增长。在对贸易垄断的反对声中，受到特别批评的是非洲奴隶交易；它最初源于由英国和法国政府组织的主要用于帮助其偿还战争债务的贸易，由臭名昭著的南海和密西西比公司领导。

由荷兰、英国、法国所属的东、西印度公司领导，贸易垄断获得了专营贸易权，并把它作为对其所担负的殖民区域防卫成本进行讨价还价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垄断地位，通过对殖民地产品支付高价，迫使消费者间接承担了这些成本。此外，还通过缴纳较高国内税收去直接资助殖民地军事费用，或通过对殖民地课税来偿付保卫自己的费用。但是，对国内经济的课税会激起对殖民主义的反抗，同时还会刺激揭竿而起的反叛，这在北美对英国印花税法的反应中表现得特别强烈。不论是殖民地，还是其祖国，都不愿意承担这笔军事费用。所以，如此大的透明度，最终变成了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和反对随意税收的目标。

自由主义的理想是形成一个各国利益之间没有内在冲突的国际性的世界经济。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在1690年写道：“作为整个世界的贸易，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贸易，其中的各个国家就相当于个人。”29
 亚当·斯密指出，对金钱收益的追求是永恒不变的，它成为各地经济活动的基础。国家在现有状况中的动机与个人在世界中动机相同，都是很难改变的，只适合于最大限度的利用。这种范式承认现有的生产力状况，并不试图通过国家补贴或关税去改变这种状况。

自由贸易运动关于外贸的分析，是以各国之间的生产成本存在差别的事实为基础的。对这种成本差别，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强调要在政府政策上有所照应，而自由贸易论者则把它归为以土地、矿产、劳动等差别生产率形式存在的“自然”或“自然禀赋”。某些国家（类似某些土地）天然适于生产某种产品。这种聚焦于自然而不是政治因素的做法，意味着生产率差别像土壤肥力差别一样，是内在固有的。

斯图亚特曾经提醒他的读者：“工业和劳动并没有附着于某处、且比节俭和节制更多的属性。”但自由贸易者却不愿意让君主和他们的顾问更好地领导其国家。因为这将打开干预市场机制之门，由此抵消英国已获得的优势。所以，经济结构应被看作是给定的，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方面应该被压抑。在这方面，全球主义的自由贸易的观点是宿命的，而不是能动的。但是，在自我辩护中，自由主义却变得盲目乐观，认为在这个或许最好的世界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好意。国家调节的反对者避而不谈国家政策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原因在于，他们理想中的世界，贸易政策的差别将不复存在。如果所有国家都接受自由放任政策，他们将取消国家监管和关税机构。

在很多国家，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是导致更大程度的宗教信仰自由、个人自利和自由，总的来说，这有利于不断增长的城市商业和工业阶级。自由主义者依托通行的经济效率原则，开始为取消政府对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干预而工作。1846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两年后，美国又接受了自由贸易政策。因为美国政府认为，它将通过用剩余谷物，主要是在南部各州奴隶主种植园生产的谷物，与英国交换，并从那里获取工业制造品。由此，自由主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保护主义批评家并没有浪费这次嘲讽的机会：奴隶的产品作为自由主义的国家生产率差别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被人们接受了；而其背后则是李嘉图的从自由贸易中获利的假定。

正在兴起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忽视了下述倾向，即具有最富饶的自然禀赋的国家是同财富和收入的最广泛的不平等相联系的。与这一忽视相反，他们认为，最初表现为“自然”条件的艰苦，如新英格兰殖民地，结果成为推动其工业化的一个动力。这将导致一个更平等的繁荣，而不是以采矿和种植园为特征的经济。只有保护主义者论述了有害的单一贸易类型会减少或扭曲国内市场并降低地力。而后来的自由贸易论者并不关注贸易类型与政治－经济结构的相互关系；同样，他们忽视了外贸对生产率演化的影响，特别是对劳动分工的深化提供了更广泛市场的影响。

在经历了从教堂到国家政府的转变之后，关于贸易和社会的道德观也发生了变化，它变得更具世俗意义，即对个人的物质福利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伴随这一趋势，重商主义演化为古典自由主义，宣称不再需要政府调节去控制私人获益驱动，以服务于工业增长中的国家利益。在一个较长时间里，重商主义的逐渐发展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

中世纪的教会教义把贸易描述为所有国家不断增长的共同繁荣和富裕。休谟的神学观宣称任何经济体都不能长期垄断从贸易中得到的收益，因为内置于世界经济发展道路上的自动调节机制在发挥着作用。塔克尔和斯图亚特消除了对全球经济是以内在平等的动态为特征的偏见。随后的自由贸易论者在接受私人利益必须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观点时，也不能说已经变得更为现实。在坚持认为自由放任将会同时服务于传统的社会目标和私人企业利益的过程中，某些极其重要的东西丧失了。熊彼特曾明智地注意到：

在“自由主义者”取代“重商主义者”时（引号为熊彼特所加），这里不仅有由于过时而产生的错误，而且有不必要的废弃，这种废弃类似于只要不喜欢前辈的政治见解，后来的工人团队就可以毁坏前辈的产品。如果斯密及其追随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重商主义”的主张，而不是弃之不理，一个更真实、更丰富的国际经济关系理论或许在1848年时已经被发展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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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的现实主义并不是自由贸易论者的目标。斯密及其追随者并非只是简单地置重商主义的观点于不理，他们放弃很多严谨的重商主义的分析，以便在政治上避免对某些假定的讨论，因为这些假定会使更穷国家得出实施保护主义而不是自由贸易政策的结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自由贸易论者总是避免把生产率分析或现实的资本转移理论引进研究范围；甚至回避承认熟练或非熟练劳动和资本的国际流动的现实。维纳责怪地指出，休谟与塔克尔之间的争论对所有接触到这些问题的人都是根本的不幸！他指责道：

塔克尔在试图驳斥休谟的论点的过程中，……无意识地把讨论的内容由更多的货币对贸易的影响转变为更多的财富对贸易的影响，并把这场讨论引导为一个富国能否成功地与一个穷国竞争的问题；在差强人意的回应中，休谟也跟随了这个已经转变了的论题。31


这场讨论并非差强人意的，因为它把各国之间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作为争论的中心。它建议如果穷国不实施保护性关税政策并积极掌控其经济发展，该国将蒙受不断增长的依附之苦并最终失去经济选择自由，这是在实践中已经发生的现实。为了避免得出这一结论，自由贸易论收缩了研究范围，把真实的世界变成了一幅漫画。

哈伯勒（Haberler）同样片面的认为“当休谟在1752年出版了他的《政治论丛》（Political Discourses）以后，重商主义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至于他的断言即休谟的“古典理论……被亚当·斯密、桑顿（Thornton）、李嘉图、西尼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凯尔恩斯（Cairnes）、巴斯塔布尔（Bastable）、陶西格（Taussig）等人进一步加工和拓展”，32
 应更准确地表述为经过这一理论加工过程，它变得过于简单、更加狭隘了，本书后面的章节会进一步证实这一结论。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叙述了重商主义者是怎样在四分之一世纪中遵循休谟的《政治论丛》，探讨了只反映特殊情况的“古典理论”中的充分就业问题。但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自由贸易理论家的著作并没有注意到未充分就业的状况，他们假定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是在其限制中运行的，没有能力去吸引外国的技术工人或资本。

尽管差别不断扩大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已经成为很多世纪以来国际发展的特征，但是自休谟和斯密以来的正统自由贸易理论仍把它描述为趋同的。同时，尽管劳动和资本一直变得更加具有跨国流动性，但后来的正统自由贸易理论仍认为它们是不流动的。这就否定了实际上已经出现的熟练工人“智囊流失”或资本外逃的主张。


 作为英国民族主义战略的自由贸易

在1776年生产力的状况下，甚至在1851年的状况下，各国对商业自利原则的追逐，进一步巩固了英国的霸权地位。因此，该国的贸易战略家愉快地接受了亚当·斯密关于国家财富是个人财产总和的定义，同时接受了他所倡导的听任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自由放任政策。他的《国富论》恰巧出版于美国革命前的几个月，系统地论述了自1690年以来已经形成势头的自由主义教义。

斯密认识到被进口产品竞争所替代的工人可能不那么容易找到另外的就业岗位。因此，他不情愿地承认国家的防卫可能要比富裕更重要，承认保护主义建立在国家安全和自给自足基础上的传统论证。他同样承认既得利益应得到保护，报复性关税或许是正当的，并且，为了保证某些商品的持续生产、销售和税收支付，对在国内已经课税的物品再加征关税是明智的。正如约翰·希尔德 ·尼科尔森（John Shield Nicholson）在1918年所注意的，

目前的自由贸易论者会在亚当·斯密那里发现一系列震惊和诧异。与其说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他的部分著作曾被人们完全疏忽，但目前正在结出成果。亚当·斯密的著作写在通过割断与北美殖民地的联系使不列颠帝国解体的前夕。作为一种替代方案，他提出了一个带有真正帝国议会的大联盟建议。

首先是美国革命推动英国演进到其世界扩张主义的自由放任阶段。对于英国而言，首要问题是如何使殖民地的独立仅仅是名义上的，以消除殖民地的管理成本，但不影响它的出口收益和经济统治。自由贸易使得英国摆脱了它对前殖民地的责任。当美洲的殖民地获得了自由，就失去了从英国得到的军事补助，而这一补助很大程度是用来保住新的美国作为它的工业制成品市场的。从表面看，自然的经济纽带取代了公开的政治束缚。

在更自由的市场关系中，贸易基本上是按照老殖民体系已经形成的分工的同一套路进行的。市场力量引导着已经解放了的殖民地的公民生产食品和原材料，而这些物品在过去是由英国贸易和航海条例来引导人们生产的。作为殖民地管理的遗产，欧洲的白人殖民地的稀疏的人口状况，与有色人种的殖民地的污秽种植园组织相结合，培育了世界范围的劳动专业化和依赖，从此以后，只靠市场激励就可以维持它的运转。新大陆、非洲和亚洲已经变成了兴盛的工业和采矿业区域，而不是成为针对欧洲的工业竞争对手，直到美国在其内战后选择了保护主义政策。

这里，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政治—经济战略，借此世界范围的劳动专业化得以维持。为了支持个人和商业在世界市场上为自我利益而自由竞争，英国放弃了其维护武装力量、保护性关税和航海条例的昂贵成本。（19世纪70年代前夕，一场新的对殖民地的争夺在欧洲爆发了）。伯纳德·斯迈尔把这种状况表述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我认为是适当的。英国撤除其殖民地和商业管制与建立老殖民体系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维护其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其前殖民地和其他不发达国家继续成为“砍柴挑水的苦役”。

在1763年英国战胜法国以后，英国建立了国内制造业，而法国自己的工业则受到沉重打击。法国的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经济剩余，工业劳动是不生产这种剩余的；它是依靠农业，就其本质来讲，是依靠对土地的劳作来生存的。与重商主义相反，这种教义引导法国成为一个谷物输出国，而英国则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在此基础上，法国与英国在1787年签署了伊甸园条约（Eden Treaty），对英输出谷物并对其制造业产品开放了市场。这对于英国的自信心，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因为自由贸易将提升其国家利益。

英国与法国的战争状态从1793年持续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当形势转为恢复和平的正常对外贸易，并随着战争引发的工业困境在英国之外逐步扩展，自由贸易经济学家转而说服欠发达国家与英国一起取消关税壁垒。

自由贸易肯定不能用早先曾指导过英国公众的民族主义来加以辩护，对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一种探索性理论也难以鼓励世界其他国家接受自由放任政策。于是，由大卫·李嘉图领衔的新一代经济学家诞生了；他们宣称，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在更自由的贸易中公平地受益，这种受益至少是集体而不是个别的。他们认为，就国家财富而论，不论是通过工业化，还是通过生产原材料，各国之间是没有差别的。英国选择了工业化道路，而其他国家则可以通过为其提供原材料实现收入最大化，借此还可以避免英国在变成工业经济过程中不得不承受的城市污染。所有国家都可能在一个自由贸易体制下使自己富裕起来并实现彼此共富。这种观点还假定从贸易中取得的收益是可以公平分享的，尽管他们并没有对这一假说进行经验或计量的证实。

弗朗西斯·霍纳（Francis Horner），一个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辉格党党员，赞同劳德达尔（Lauderdale）对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联系起来的教义的批评，尽管他审慎地保留自己的怀疑。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

在其著作产生充分的效果之前，我要不情愿地揭露斯密的错误。我们目前非常迷信地崇拜斯密的名字，直到取得更大的胜利之前，我们没有必要削弱这种感情。在《国富论》中，有一些在实践上至少会产生巨大影响的错误；在我们能够对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给出正确和精确的理论之前，其受到大众欢迎的、貌似可信的和不严密的假说会像其他任何同类理论一样的庸俗。34


现在，已不再需要用某个理论来说明国际自由贸易是怎样为英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家的新任务是说明自由贸易的优势是怎样服务于不发达贸易伙伴的。不久后，这些国家将会为向英国供给原材料而相互竞争，同时还要投入它们的金钱。英国则以世界卓越的工业生产者、商人和银行家的身份出现；世界面貌的控制者变成了英国的制造商、经营者大军，依靠个人的自我利益掌控着商务霸权。

在任何时候，世界各地的商人都会根据自身禀赋和英国在其早期殖民体系下已经获得的领先地位，通过贸易寻求自身利益。正如李嘉图主义的普及者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所强调的：

我们所建立的有关纺纱、织布、印染、漂洗等的企业要比其他国家完整和精密得多；在这些行业中，劳动分工已发展到无与伦比的程度；工人的技能和勤劳品格也得到了培训。……那么，为何我们不能保持在开始时就获得的这些优势呢？与我们相比，每个试图创建制造业的人必然会遇到极大的困难。首先，他们创建的企业不可能有足够的规模，以保证工作分工达到较高的程度；同时，从事操作和各个加工细节处理的专家也不会很快得到。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这样的新兴国家必然要承受来自在工艺达到很高完美程度的国家的竞争，很快就会被驱除出各方都能平等进入的市场；除非得到来自约束性规章和禁律的帮助，才能有效地阻止已建企业的彻底灭亡。35


自由贸易论者的上述陈述令人瞩目地证实了塔克尔和斯图亚特所描述的两极分化机制。但这个对英国的应实施自由贸易的结论却对欠发达国家有着保护主义的含义。如斯图亚特曾论述的：

人类从每天的经验中获益，从自己的代价中取得知识。我们已说过，对外贸易的基础是舒适和便捷，而这些要求是外国人在其需要中发现，并通过白手起家建立的工业供给的。这种对外需求的必然结果就是带来财富，促进每种产品的增长。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不可能有其他国家与贸易国竞争，因为它们每天的情况都在变得更好：劳动的熟练程度不断增进，而其价格却下降；简言之，每个方面都在变得更加有利；均衡从来不会被动摇，如果天平的一边不断增加重量，另一边也会不断地增加重量以保持平衡。36


英国已经拥有世界杰出的制造业工厂，国家的贸易保护制度也已按其规范运行。如果英国关闭市场，如何指望别国对英国的出口商品开放市场？正如英国国会中提倡自由贸易的设计者威廉·赫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在1826年所指出的：

如果为鼓励航运而实施的歧视性关税制度仅为本国知晓的一个秘密；如果同一类制度不是或可能不是在其他每个国家都实施，我就没有必要站在这为我刚才提到的举措，以及陛下之政府的现行政策辩解了。……但是，这是当前世界的现状吗？首先，为了发展自己庞大的商务船队，为了抵制我们的航运法，美国会严格地采用航运法的规则吗？对于外国船队，它们会不会甚至比我们更严厉地推行敌对我们商船的歧视性关税原则呢？对其他国家已经或正在追随美国榜样的事实我们能视而不见吗？难道我们就意识不到它们是在纷纷效仿我们吗？欧洲每个拥有海港的国家，现在不都是在发挥其最大作用，利用港口来努力增进贸易，发展自己的商务船队吗？我们不是曾炫耀我国的航运法吗？不是炫耀到让其他国家也相信（不管那种信仰是多么荒谬）这些法案几乎是扩大商业财富、提高海洋实力的唯一要求，或者说至少是必要条件吗？这些炫耀难道不会激发嫉妒、竞争，以及其他国家的反抗吗？难道美国的成功不会引起其他国家效仿的欲望吗？

英国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航运法体系的？那时，它的商务船队相对而言还是渺小的，它的财富还是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仍未确立，主要出口谷物、羊毛和其他原材料。另一方面，当时的荷兰是富国，拥有大量的制造品，并在当时欧洲和世界贸易中占有最大份额。后来发生了什么？荷兰的商务船队变得越来越小，大不列颠却变得强大了。但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英国现在已经处于制造品生产和贸易的首位，却经常进口而不是出口谷物；它从世界各地获得原材料，却把制造业产品送往四面八方。美国过去作为我们的一个州，但在它独立时，仍远远地低于其现在的水平。它通过效仿我们的制度而起步，就像我们过去曾效仿荷兰一样。它那时还很穷，只拥有一个很小的商务船队，没有制造业，只能出口谷物和原材料。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它的船队的状况了。先生们，在你们判定集中力量用同样的方法与其他穷国和非制造品生产国竞争是否明智之前，请你们仔细思考一下上述情况。你们应认真想一想，歧视性关税制度对于我刚才描述的国家是否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商务船队的国家的资源。然后你会看到，让这些国家放弃上述制度可能是明智之举，而不是煽动它们继续执行这一制度，更不要为它们留下实行这一制度的借口。37


正是这一观念，迫使旧重商主义进入一个新阶段。英国可能就是通过经济而不是军事的手段，诉诸于市场力量而不是使用公开的政治控制，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它的贸易剩余和与之相关的货币流入增加了国内的就业、人口、移民、投资、生产率和产出。英国吸引了全球越来越多的黄金、技术工人和资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家和国外投资者；到19世纪80年代，又成为位于非洲和亚洲的新殖民主义势力的主要代表。

与早期重商主义相同，英国民族主义的自由贸易观认为，强盛的经济会更加强盛，而穷国会变得更具依赖性。这种观点在1846年谷物法的争论中得到了集中验证。正如斯迈尔所提到的：“一个辉格党党员在国会下议院发言，……他把自由贸易描述为有益的‘原则’，借此‘外国变成了对我们有价值的殖民地，而不用我们负责去治理它们。’”所有这些都说明英国废除谷物法是必要的，“这样，可以为外国谷物开创一个更广阔的英国市场，借此世界上的农业国就会与英帝国的自由贸易有了利益关系。”38


这一供认几乎是个机密，后来的自由贸易论者已经热切地把它遗忘了。英国经济学家莱纳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非常肯定地承认，自由贸易首先是作为国家而不是世界性的经济战略出现的，他发现，

没有证据表明古典经济学把国家利益之外的东西作为制定政策的标准，他们基本上不准备考虑解除于国家的关系。如果你考察他们主张自由贸易的基础，你会发现，他们总是以更多地、生产性地使用国家的资源为依据的。……在他们的著作中，我没有看到任何含糊不清的世界主义的痕迹，而这些正是欧洲大陆的作家经常承认的。我并不主张这是一个美德，或者是一个不足。现在的问题很大程度在于，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政治思想家们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超越国家和各州的观点和标准将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如果我们假定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主张世界主义，我们就会得到了一张错误的图画，因为如果这个政策对世界非常有利，他们就会认为，这个标准对自己的社区是非常有害的。39


换句话说，世界财富的整体增长，并不意味着各国的财富必然增长。这样，从斯密的观点即私人收益代表了整体上的经济收益，发展到一个国家财富的增加代表了整个世界财富相应地增加，经济学科已经走过很长的路。

本书第二部分所讨论的大部分专业概念和比较成本机制是倾向于赞同无为的自由贸易，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创建了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意味着国际潮流必然走向趋同。而始于重商主义时代的主张则更加现实，可以不费气力地把这些假设转变为国际经济中的两极分化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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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指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等。


(2)
 译注：本书第一版（1992年版）在此指出，十字军至少还作了宣传宗教信仰和巩固教会的工作。


(3)
 译注：作者在第一版（1992年版）中指出，这种教义是“来世说”（the otherworldly doctrine）。


(4)
 译注：第一版（1992年版）的表述是：此时的经济思想只不过是道德哲学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它力图证明贸易是道德的，而不像现代经济学家那样把它作为效率的术语来理解。


(5)
 译注：1509～1547年在位。


(6)
 译注：第一版（1992年版）的表述是：在这次争斗中，这些国家的战略被人们称为重商主义；但是，它的理论最初却是建立在国家安全考虑和国家权力教义，而不是抽象的市场效率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7)
 译注：广义的旧世界指欧亚非三洲，狭义指欧洲大陆。


(8)
 译注：塔西佗（Tacitus）是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与文体学家。


(9)
 译注：16～17世纪法国的新教徒，多数属加尔文宗。


(10)
 译注：指1620年移民到美洲创立普里茅斯殖民地的英国清教徒。


(11)
 译注：低教会派是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中的一派，主张简化仪式等。


(12)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第一版，第208页。


(13)
 历史学家比经济学家更清楚地理解了这一过程。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根据亚当·斯密《国富论》第四章第一节的精神非历史地指责重商主义坚持“建立殖民地是为了取得如下优势：强制性地使它们购买我们的商品，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购买外国的商品；作为报答，我们应乐于对殖民地的原材料生产承担相等的责任。”情况的发展恰恰与之相反。


(14)
 克劳斯·诺尔在《不列颠殖民史：1570–1850》（Klaus Knorr，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Toronto： 1944）第91页指出，这种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经济功能上的界限分明的分工不仅仅是自然条件的必然结果。它严格和僵硬地保持着，通过法律规范得以实施，这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根据普遍流行的种植园的价值教义——因为帝国的利润严格地依赖于这种劳动分工的永恒性。诺尔在该书第141页进一步指出，重要原材料的问题时常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某一特殊产品拥有近乎垄断或控制大部分供给的国家，常常趋于通过提高对外国顾主的价格来获得剥削的机会。例如，葡萄牙在占领巴西之后，控制了世界50%以上糖的生产，因而处于自如控制糖的价格的地位。关于欧洲食盐贸易的有关政治影响，见亨利·豪希的有关论述［Henry Hauser， Les Origins historiques des problems economiques actuels（Paris： 1930）， pp. 17ff.， 53–69.］


(15)
 译注：美国独立前，英王特许独占某块殖民地的人。


(16)
 译注：张维为对sophisticated的解释是：英国人喜欢sophisticated的人，sophisticated这个词不容易翻译。《英汉大词典》中把它译成“成熟老练”，可以说是相当贴近了，但这个词还包含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意思，如见过世面、思维缜密、判断得体、做事讲究一个度，不情绪化，不走极端，见解深刻而全面。说一个人sophisticated，那是很高的赞扬。张维为：《中国触动全球》，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104页。


(17)
 但是，由于许多理由，英格兰无法承受北美殖民地放弃对英格兰的忠诚而带来的损失。在当时通行的条件下，政治独立对这些殖民地是件不可能的事，从英国的解脱必然意味着对欧洲其他列强特别是法国的从属。对于英国，这将意味着无法计算的声望上的损失；而且，如果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新英格兰将成为帝国方面更伤脑筋的荆棘，使北方和南方——纽芬兰这一海员的培育基地，以及马里兰和维吉尼亚这一烟草的殖民地——呈现出一种无法控制的无价值的占有。因此，英格兰将紧紧地依赖这一地区，甚至批准对它的进一步移民，这并非源自任何清楚界定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避免被他人支配而产生的更大的消极政治和军事损失。


(18)
 伊莱·赫克歇尔警告说：“在以往的关于经济条件的观点中，没有比这类禁止和取消的内容所表达的更错误了。实际上，这类管控仅仅是权力掌控者希望能看到实现的表述，因此，或许是一种说明性的表达，从根本上说，充其量是当时的经济观。”


(19)
 殖民地


(20)
 译注：这表达了货币名目论（nominalism）的观点。这种观点否认货币必须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而认为货币只是计量商品价值的一种符号，而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与货币本身的价值无关。


(21)
 重商主义作家理解国际交易必须被记入贸易账户中二者具有相关关系的借方或贷方。康替龙认识到，这样的非贸易项目在支付帐户中作为现金合计，可由一国为其获得的秘密服务或政治目的（如资助盟军、在外旅行的军队、大使和上层人士等）而汇往他国，一国居民也会把钱汇往他国作为公共或私人基金的资本，这些居民每年从这些投资中获得利息要汇回本国，等等。这些交换随上述偶然事件或运输所要求银币数量的规定的变化而变动……它们会对一国流通中货币的增加和减少，对该国的相对强盛和实力，有非常确切的影响。因为它们是实质性的“偶然原因”。但是，康替龙把这种分析限定在“经常使商业简单的观点，以免我把主题复杂化，否则它会由于与此相关的事实的多样化而受到太多的拖累。” （Essay on the Nature of Trade in General ［1755］， ed. Henry Higgs ［London： 1931］， pp. 263ff.） 关于重商主义对支付帐户中非贸易项目的更广泛的认识，见维纳的有关论述（Viner，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p. 13ff.）。


(22)
 约翰逊是现代第一个公开反对“把重商主义作为不愉快的术语”和难以有意义地界定这一概念的经济学家。


(23)
 罗（Law）在该书（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第13页指出：“国内贸易取决于金钱。钱多比钱少雇的人多。有限的金钱只能成比例地雇人做有限的事，并且，几乎不能用立法成功解决这一问题，那些金钱稀缺的国家，只能雇用次等的和闲散的人。”看来这的确是当时法国的实情，并且，也是18世纪早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实情。


(24)
 正是出自这个原因，凯恩斯注意到休谟“仍然是一个十足的重商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忽视如下事实，即我们实际生活的现实是一种转型状态。” （General Theory of Money，Prices and Employment ［London： 1936］， p. 343n.）.


(25)
 即金属货币


(26)
 即它的货币的供给


(27)
 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注意到：“在詹姆士·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有提示作用并令人感兴趣，但实质上是判断错误的有关货币的章节，并没有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 （Introduction to the 1939 reprint of Henry Thornton’s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Effect of the Paper Credit of Great Britain ［London：1802］.）但哈耶克并没有解释斯图亚特的观点错在哪。


(28)
 译注：这一理论是一种关于工资取决于人口与资本比例的理论。它流行于19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英国经济学界。这种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资本额是一个固定的量，其中用来支付工资的部分，称为工资基金，它的数量也是固定的；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受工资基金的限制。这样，工资水平的高低就取决于工资基金与人口之间的比例。这个工资基金说源于重农学派、斯密和李嘉图有关的一些论述。马克思曾指出：“古典经济学从来就喜欢把社会资本看成一个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


(29)
 塔克尔对更穷国家的困境并不特别同情。他只是劝导这些国家要利用它们所占有的任何本地禀赋。他像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那样在一段文字中写道：“在自然世界中，我们的慷慨的造物主已经提供了不同的土壤，并指定了不同的气候；借此不同国家的居民可以相互供给他们各自的水果和产品；以至通过使人兴奋的互惠产业，他们能够进行相互交流。” （Four Tracts， p. 75）


(30)
 维纳承认重商主义者通过不断地表达要求，看到了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更高工资，但完全忽略了“高工资经济”学说的主张，这一学说是由更成熟的保护主义者阐述的，当其国内工人通过努力劳动来改善生活状况并购买类似丝带这样的微小奢侈品时，他们把高工资率和准奢侈的生活资料作为巩固英国工业霸权的手段。


(31)
 这使人想起了库恩的发现：智力革命必然要遭到以前革命所构建的理论的压制。熊彼特似乎已经不熟悉塔克尔的第一手工作，只是在三个散见的语句中偶然地提到他。



 第二部分　世界产品和收入的创造与分配

塞西莉： 这确实是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是不？

格温多林： 是的，亲爱的，如果你愿意信任他。

塞西莉：我不相信。但这并不影响他回答的美妙性。

奥斯卡·王尔德：《贵在真诚》，第三幕


 第五章　比较成本和贸易收益

正如第一章所回顾的，十三世纪的理查德·米德尔顿是在当时从国外进口的特定产品具有相对廉价的基础之上描述贸易收益的。他把这种低廉的价格归因于原产国该产品更充裕的产量。当劳动在城镇之间或在城镇与农村之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同标准时，很难对一国所拥有的更具优势的成本效率的形成原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只要封建制社会被分成彼此分隔的单独领地，每一块领地都拥有一套自己特有的税收、地租和价格体系，那么生产成本——进而是价值和价格形成理论——就不能被标准化。在出现统一的标准之前（例如从工资、行规、土地占有、生活费用和利润的局部变动的混乱中，抽象出劳动时间和生产率），经济生活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变得更具流动性和全国性。


 成本价值、政治体制和劳动专业化

经济学家逐渐提出了更为精密的价值理论，这一理论把价值还原为商品的劳动内含和其他共有成本。1662年，威廉·配第通过描述用金银交换其他商品，阐释了他的劳动价值论。在一个明确涉及相对国际成本的例子中，他的《赋税论》做出如下解释：

英国的谷物价值……如此多的货币，以至于另外一个在同一时间内专门从事货币生产与铸造的人，除去自己需要之外还能有所剩余；让这一个人前往生产白银的地方，在那里采掘和提炼白银，然后把它运到另一个人栽培谷物的地方铸成货币，并假定这一个人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同时，也能得到生活所必须的食物和衣服。我认为这个人的白银和另一个人的谷物，价值一定相等。假定前者所有的白银为二十盎司，后者所有的谷物为二十蒲式耳，那么，一蒲式耳谷物的价格就等于一盎司白银……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司从秘鲁的银矿采出来的白银运到伦敦来，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二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一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谷物一蒲式耳售价十先令，和以前一蒲式耳售价五先令同样低廉。1


通过把商品的价值视为与其劳动内涵是成比例的，并假设种植玉米的劳动等同于开采白银的劳动，从而详细阐述了关于中世纪的公平价格概念。当粮食具有代表性地吸收了中等熟练程度的工人大约一半的收入时，劳动的价值反映了生存的价格。坎蒂隆试图主要在农业生产率的基础上把土地生产率和劳动时间的价值概念结合起来。认为在不同的国家，为了生产这些商品，有着不同数量的劳动和土地。

土地是所有财富得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生产它的形式……

一英亩土地可以比另一土地生产更多的谷物，或喂养更多的羊。 由于其优秀的技艺和历史事件，……一个人的工作要比另一个人更具价值。

……一件物品的价格或内在价值是生产这件商品所使用的土地和劳动的数量的尺度，还应考虑到土地的肥力或成果，以及劳动的质量。

但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实际上有这种内在价值的东西并没有按照这一价值在市场上出售：这取决于人们的心情、喜好和消费量。

内在价值是不变的，但无法使纷繁的商品和产品的生产与其消费导致的日常变动相一致，并且市场价格会长期处于波动之中……。

土地是质料，劳动是所有产品和商品的形式，因为这些劳动必须依靠土地的产品生活，所以在劳动的价值和土地产品的价值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联系……

……一个最普通的农民的劳动……是能够维持他生存的土地产品的价值的两倍（但是在不同的国家，根据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一比例是不同的）。在法国南部的一些省，农民依靠一英亩半的土地的产品来养活自己，其劳动的价值可估算等于三英亩土地的产品。但是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农民，通常需要花费五到八英亩土地的产品维持生活，其劳动的价值可能相当于这一数量的两倍。

威廉·配第爵士……在其《政治算术》中把这种等同，或者说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这种等式，视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人们使用的每件东西的实际价值，是与生产这件东西所使用的土地的数量和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土地的数量成比例的……

显然，产品或用于销售的商品数量，是与需求或购买者的数量相适应的，而这一数量又是建立在实际市场价格固定或假定其固定的基础之上的；而且，这些价格通常不会偏离其内在价值太远。2


作为坎蒂隆的现代解读者，亨利·希格斯（Henry Higgs）指出，这个理论“使我们马上想起了‘国家的土地和劳动’这个词组，这也是亚当·斯密经常提及的。然而，与此后的几乎任何论述相比，该理论更一致地保持了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均衡。”3
 重农主义者弗朗斯瓦·魁奈强调价值的土地要素，斯密强调价值的劳动要素，而坎蒂隆则把二者整合到了一起。

更早于李嘉图之前，经济学家们就认为，拥有最具生产性的土地或劳动的国家，可以用其产品去换取其他拥有相对较多土地或劳动的国家的产品。坎蒂隆的笔下这样写道，“当一个国家通过外贸用土地的一小部分产品交换到更多产品时，它似乎就拥有优势了。”这意味着，生产率定价理论是建立在各个国家所拥有的不同劳动、土地及矿藏的生产率的基础之上的。

毫无疑问，生产成本最低的出口国将趋于确定一个产品的国际价格。同时，其货币金属就被人们奉为典范。范德林特（Vanderlint）写道，该国的“货币将会极为充裕，……金银矿所在地：金银在产地的价值必然低于从产地得到金银的任何其他地方……”。5
 金银矿开采国家将出口其剩余的金银来换取外国制成品，就如同农业国出口其土地和农村劳动生产的产品一样。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国际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状况。

降低维持工人生存的成本或提高其生产率的创新，往往会降低生产出口物的成本，从而得到进口商品。这些创新包括政治制度创新。例如，1734年，范德林特就极力主张英国扩大其农业圈用地，以减少土地地租，进而降低食品成本和工资水平：

世界上的一切物品，归根到底，都是土地的产物。……因此，改良、耕种的土地越多，各种物品就越丰富……劳动者的劳动价格就会大大降低；因为劳动工资率总是由食物和饮料的价格构成和决定的：同时，一切制成品的价格也会大大降低，因为所有制成品的价值主要是由花费在它们上面的劳动的价格即费用所构成的……劳动的价格总是由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构成的，同时，又是所有其他物品的价格的主要组成部分。6


范德林特总结说，劳动为其雇主和国民经济创造利润的能力，总体上“将会越来越大，当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大幅降低，工资即使减少四分之一，所能购买的必需品还是比现行的劳动工资购买的多出大约一半。”7
 看来这是通过扩大英国的农业圈用地所能带来的近乎最大程度的改进了。

关于政治和社会制度对价格和净剩余规模的影响的认识，引发了早期的三次讨论：一是共和制政府相对于君主制政府的优点的讨论；二是自由社会相对于奴隶制社会的优点的讨论；三是工业化国家相对于更传统保守的种植园经济和原材料出口国的优点的讨论。

人们普遍认为，专业化将使各国获得有效配置资源的机会。工业化的英国寻求国际劳动分工，这将为其提供用制成品换取原材料进口的机会。正如前面有关章节中所提到的，那些重商主义者们不仅赞同劳动的国际专业化分工，而且他们希望由此给各国之间的经济结构和专业化方式带来越来越多的差异，某种程度上，这将增加英国通过对外贸易获取利益的机会。工业革命极大地强化了这一想法。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恢复和平所引发的一场关税争论

战争越残酷，战后的调整越重要。战争时期的商业隔离培育了国内的自给自足能力，同时也造就了既得利益者，他们在重返和平时，谋求保留自己的国内市场。但是，自中世纪以后，经济隔离并没有像1793－1814年期间英法21年战争时期那样显著。

1806年，拿破仑利用大陆体系封锁了英国，禁止法国控制的海港进口英国货物，同时不准许任何曾停靠英国的中立国家的船只驶入这些港口。英国以议会命令（这一命令要求对所有与法国进行贸易的船只予以扣押）报复了法国，拿破仑则以米兰法令（Milan Decree）做出回应，禁止中立国交易任何从英帝国进口的物品。

这种贸易的中断迫使英国增加农业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许多作物歉收导致食品成本大幅上升（1813年谷物的价格几乎是1804年的一倍）。1814年12月的根特条约终结战争后，英国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利用其对国会的控制，为自己的利益保护国内市场，使谷物价格处于战时的高位水平。如果本国产的小麦价格下降至低于一个既定的目标水平，新谷物法将禁止谷物进口。伦敦发生暴乱，同时工商业阶级发起议会改革试图从贵族手中夺取政治控制权。随之而来的关于谷物法的争论使得主张自由贸易的工厂主与地主展开了斗争。

一场与之情形相反的斗争也在国外展开，在这些地方，农业和工业的地位与英国恰好相反。这些国家的制造商成为英国地主阶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对手，他们需要通过关税壁垒以确保销售高价来保护自己的工业。而在所有这些国家占多数的农业利益则力图阻止关税，希望能够买到较便宜的英国制成品。其结果，就是高成本的生产者——英国的农民和国外的工厂主——支持凭借关税保护其国内市场，而低成本的生产者——英国的工厂主和国外的农民——则极力主张自由贸易，以便能在市场上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这使得每个国家都要在支持农业或支持工业的贸易政策之间做出选择，由此引发了一种新形式的国内冲突。在重商主义条件下，农业和工业两大阶级曾提及利益协调问题，因为他们相互为对方的产品提供市场。直到1815年以后，在贸易政策及其对粮食成本、工资水平、工业品价格和总体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等方面，他们变得彼此对立。

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指出，一国如果能够更便宜地从国外获得谷物，并借此养活其劳动者，就可以使其制造商更便宜地向外国出售产品。作为议会议员、股票经纪人李嘉图首先证明了英国通过出口纺织品换取国外低成本小麦，就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取潜在收益。其他国家通过依靠英国的制造品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高成本厂商，同样也可以降低成本。因此，英国和外国的自由贸易论者都支持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并保持这一地位。运输和银行业利益也赞同自由贸易，特别是那些沿海地区和边境地区。

英国的农业保护主义者以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为代表，他强调了借助于地主阶级所维持的市场来为工业产品提供国内需求的重要性。马尔萨斯通过将关注重点从产品的内在成本转向市场需求，进而预见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通论》中的观点。在美国，支持发展工业的人们描绘了一个日渐成长中的城市劳动力如何为国内农民提供国内市场，由此他们不再需要依赖英国来销售自己的农作物。然而，英国的制造商却把目光盯在国外而不是需求的国内来源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农民也是如此。但是，作为同一代人，在保护他们的市场免受进口冲击的问题上，外国厂商做得并不如英国地主那么成功。


 国际经济学和国内价值论

分析国际价格和贸易条件是如何随时间而演变的，这取决于如何认识国内经济的功能。从逻辑上看，贸易理论是国内关系的产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理论对关税政策影响的启示。这似乎成为一个尾巴摇狗的案例，
(1)

 但是，关于价值、价格和地租理论以及货币理论的大辩论，则源自于这些理论在国际贸易政策上的具体应用。货币数量论是在其应用于国际贸易时开始流行的，并在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样，在临近1846年的几十年里，关税论战的要点是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

关于英国的保护主义的谷物法的论战，激起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关于价值和地租理论的争论。几乎每一个国家，农业和工业之间的阶级冲突变得甚至比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货币斗争更激烈——后一冲突主要产生于恢复和平后的金融动荡，因为在这时，战时通货膨胀已经让位于战后的通货紧缩。

李嘉图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第七章和最后的理论核心章节中，详细阐述了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他的贸易模型是建立在他的价值与价格、地租、工资和利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在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国际贸易之前，他首先在一个相对简单明了的封闭经济中引入了这些理论。但是，正是关税论战激发了他的一些基本概念。同样，贸易保护主义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关税政策结论，其所依据的是生产率、社会效用和地租的概念，正是这些概念支撑着他们的国家发展理论。

贸易保护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之间的对立，最终反映了各自对国内经济的不同观点，特别是对经济是收益递增还是收益递减这一特点的认识。自由贸易论者对此假定为收益递减，而贸易保护主义者（具有良好的重商主义传统）则假定为收益递增。这一分析还开启了地租和税收理论，因为关于英国谷物法的斗争成为了解释价格超过生产成本（“价值”，包括正常利润）理论的一个契机。出版于1815年2月的五本小册子几乎同时阐述了这一理论，其中马尔萨斯所著两册，李嘉图、爱德华·韦斯特和罗伯特·托伦斯各一册。
(2)



居于英国及其海外的农业和工业当事人，都通过指明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来捍卫各自的关税主张。他们的论据广泛地涉及到文化问题。工业关税的反对者把农村生活那种田园诗般的特点与他们所认为的那种拥挤颓废的城市工业景象并列在一起。贵族气派的英国作家以一种充斥着自耕农传统的浪漫主义精神，怀旧地反思了有秩序的封建社会。在美国，杰弗逊式的民主把农业看作是政治自由的堡垒——杰弗逊自己则通过充当路易斯安那州的购买先锋，向西扩大种植园耕作。而工业支持者则把所谓的农业命运看作维护奴隶制的代名词，胸襟狭隘和土壤流失正是由于种植园单一耕作方式的“开采土地”造成的。在与所谓的农业命运的比较中，保护性关税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还讨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文化、道德以及社会后果问题。


 关税辩论的论证（1815－1848）

如果英国不对国外谷物开放其市场，那么，它将不得不支付一个能够保持农业自给自足的价格，李嘉图对这一价格进行了分析。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更多的食物，这将不得不借助于更贫瘠、更难以取得的土地，主要是进一步圈占荒废的和公共的土地。这些边际土地更高的生产成本将提高食品价格，并为拥有更肥沃、更便利土地的地主带来超额利润——技术术语意义上的经济地租。通过假定实际工资要维持在接近最低生活的水平，李嘉图的分配模型把工业利润与农业地租并置起来。这时，雇主将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以支付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高价格将使本国制造商丧失世界市场，而国内的食品高价则把收益转移给地主阶级。当拥有较低食品价格的国家以比英国生产者低的价格出售时，经济将趋于停滞。然而，在一个自由贸易和可以低价进口谷物的政体下，世界工业市场仿佛就会成为英国的囊中之物。

英国的农业保护主义者与美国的工业保护主义者一样，关注于实现收益递增的必要条件。马尔萨斯认为，谷物法使地主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不断提高了生产率，从而降低了食品的价格。这反映了欧洲农业改革的实际情况。实际上，经济地租理论是苏格兰农学家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在1777年首先提出的，这一理论明确回应了收益递增问题。在收益递减的假定下，李嘉图把其自由贸易学说建立在一个更为悲观的分析基础之上，从而退化到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说的忧伤的科学的境地，因为它对改变比较成本比率的技术或制度进步视而不见。自由贸易论者关注的是现有生产条件下的价格和收入分配，而不是如何改进生产率。这种分析框架被称为比较静态分析，因为它把生产能力现状视为理所当然的。结果是形成一个如何分配固定水平的产出和收入，而不是如何使生产保持流量增长的模型。

通过假定成本结构是固有的和基本不变的，李嘉图主义者问道，除了取消保护性关税的成本，自由贸易还能为每个国家带来什么利益？答案是，与出口工业制成品换取外国小麦所需要的劳动相比，英国将不得不使用更多的劳动来生产它自己的谷物。在美国，农业利益颠倒了这一问题：与从英国进口工业品相比，他们要为国内工业生产同类产品多付出多少代价？

贸易保护主义者力主一个更长期的行为准则。和重商主义者一样，他们关注于由关税和内部改良带来的不断提升的生产力。与重商主义者们如出一辙的是，他们还提出了有利于所有阶级——工业和农业，劳动和资本——的政策，然而，自由贸易政策却使这些阶级的利益不一致。这种利益的和谐方式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蔑视作为工业资本代言人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尽管他们都倡导政府干预经济生活。

尽管英国的工商业阶级在挑战土地贵族的政治支配以及土地租金的过程中是激进的，但他们却采用了静态技术模型，而更保守的土地贵族则以更动态的方式表达了对关税争论的理论框架。下述事实可以解释这一令人瞩目的反差：农业贸易保护主义者渴望说明，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是土地投资及肥料和化学制品应用的结果，而这些化学制品已开始大规模在市场上交易。为了进行此类投资，农业专家们必须赚取足够的收入以补偿其成本，这就要求实行保护性关税。相反，自由贸易论者则假定英国土地的生产率是固定不变的，并强调资本改良和化学肥料都不能改变固有的土地肥力。李嘉图轻率地假设土地肥力是固有不变的，而不需要长期不断地护理和农耕轮作，这种假设给了农民不得不自己从土地迁徙的暗示。李嘉图主义者拒绝承认由关税所支持的收入可以为农业资本提供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资本投入会提高生产率，并为英国提供低成本食品。他们推论说，用于支付关税的款项会烟消云散，而不是投资或耗费于公共基础设施——或用于削减其他课税。如果承认关税保护和公共资助的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这将为支持保护主义打开大门。

美国的工业保护主义者希望用关税收入去修建公路和运河、学校及国内其他的改进设施。他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税和较高工业收入将降低其与英国相比的新生工业的生产成本，最终甚至以低于英国生产商的价格出售产品。以马修（Mathew）和亨利·凯里（Henry Carey）为代表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阶级和谐的学说，表明了对城市工业将为农民创造一个国内市场的支持。相反，自由贸易及随之发生的生产专业化被描述为是损害农业生产率的。到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商务部专利局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对出口导向型农业如何导致了土地的损耗进行了定量分析，并计算出了其环境成本。通过关注生产率的增长与削减，通过强调潜在的而不是现有的成本结构，贸易保护主义者强调了降低成本的机会，并指出在保护性关税的价格庇护下，可以对新技术给予充足的投资。

通过假定每个国家的生产率的比率是固定的，李嘉图的模型证明，当他可以在一国用一个比其他国家更低的费用生产商品时，每个国家的优势存在于依赖其他国家生产产品时所能够运用的任何最大相对成本优势。重商主义者关心“有利的”或“不利的”的贸易及专业化方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由贸易学说认为国家应该重视短期利益，并遵循国际成本差异的要求，因为它们随时存在，而不要设置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者回应道，正是这些穷国所从事的低生产率工作，导致了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和国际依存度的不断加深。


 比较成本学说的方法论

李嘉图用英国的布匹交换葡萄牙的葡萄酒的假设案例，阐释了他的比较成本模型。通过强调比较优势是相对成本而非绝对成本的函数，他自诩清高地指出，为了讲清问题，假定葡萄牙在生产工业和农业产品时都拥有绝对成本优势，在生产每单位布匹和葡萄酒时都可以用比英国更少的劳动。但是，葡萄牙在葡萄酒的生产上拥有相对更大的优势。因此，可以通过贸易来改善其地位。

在完全自由贸易的体制下，各国都必然将其资本和劳动用于对本国最有利的方面。这种对各自利益的追求能够完美地与整体的普遍利益联系在一起。通过激励勤奋、奖掖创造发明和有效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可以最有效并最经济地分配劳动。……正是由于这一原则，葡萄酒得以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得以在美国和波兰种植，而金属制品和其他商品得以在英国制造。
(3)



根据李嘉图的例子，在英国和葡萄牙生产布和葡萄酒的劳动成本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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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假定，英国和葡萄牙只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的两个国家，所以，他们产量和贸易的变化不会影响世界价格。为了把问题讲清，他又假定1加仑葡萄酒可以交换1码布。在给定英国和葡萄牙的线性成本函数（既无收益递增也无收益递减），并假定生产布和生产葡萄酒的劳动和资本可以在国内充分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将使英国专门生产布（图5.1布轴上的A点），使葡萄牙专门生产葡萄酒（葡萄酒轴上的B点）。

为了量化英国和葡萄牙实施专业化生产后的地位改善，必须具体说明一下葡萄酒相对于布的比率，正是在这一比率上葡萄酒被消费。假定“葡萄酒”（代表农产品）和“布”（代表工业制成品）以相同的比例被消费，英国将通过把它的生产方式从a转向A（即生产所有的布，不生产葡萄酒）改善其地位，然后交换它不再生产的酒（A’）。这将耗费其100工时用以生产1码布，并以半码布换取半加仑葡萄牙生产的葡萄酒，而不是生产0.45码布和0.45加仑葡萄酒（代表没有国际贸易时的国内产出）。英国从而增加了相当于12工时的劳动，用这些劳动可以在国内生产另外的0.05加仑葡萄酒和0.05码布。

葡萄牙将改变其生产方式，生产所有的葡萄酒，而不再生产布，并用其剩余的葡萄酒交换布（至B’点）。在李嘉图的例子中，它用其100工时生产了1.25加仑葡萄酒。当然，它可以用所有的酒交换布。但是，由于它以相同的比例消耗了农业和工业产品，它将仅用一半的葡萄酒（0.625，或5／8加仑）交换5／8码布（与之相比较，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它能生产9／16加仑或0.5625加仑葡萄酒和9／16码布）。通过由b向B和B’的移动，它的净收益是1／16加仑葡萄酒和1／16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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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的实例

只要英国能够用少于1.2码布换取1加仑葡萄酒，它就会从事这一交易。只要葡萄牙可以用少于1.12加仑葡萄酒换取1码布，它也会从事这一交易，直到其所确定的消费比率的限制。以葡萄酒交换布的价格必须在下述交易标准之内：对于英国而言，不低于1.0码布换0.83加仑葡萄酒，对于葡萄牙而言，不低于1.0加仑葡萄酒换0.8码布。李嘉图并没有说到国际价格会在何处确定。他关于1加仑葡萄酒交换1码布的例子略有利于英国，但对两个贸易国是大致公平的。（用1.20除以1.12可得出用1.07码布交换1加仑葡萄酒这一公平的利益分配价格。）

李嘉图没有注意到，在他的例子中，英格兰赢得的12工时的等价物是葡萄牙所得的两倍。他设法说明的所有问题是，交易的每一方通过把价格定在两国的成本曲线之间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实现某些改进。与李嘉图的无地租土地概念相对应的国家，将是一个在其自己的比较成本曲线上进行贸易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存在贸易收益。如果所有国家都有相同的成本比率，那么也将不存在贸易收益，尽管不一定存在相同的绝对成本。只要葡萄牙或其他国家以与其国内市场恰好相同的比较成本比率进行贸易，它们贸易后的地位将不会表现出净改善。这意味着，技术分布的越广泛，贸易收益将越低。各国之间的国内产品成本差别越大，它们通过贸易获得的消费水平的潜在改善也就越大。

这意味着似乎存在一种反常现象。那些更不平衡的经济体——其生产可能性的范围极窄，从而短期成本差异极大的国家——似乎可以从贸易中得到最大的收益。这意味着，它们将不得不做出最大的相对牺牲在国内生产所有产品——例如，在其出口导向型葡萄园和其他种植园旁建立自己的纺织工厂。然而，如果不牺牲这些“贸易收益”，它们将承受不发展自己的工业或农业的“机会成本”。

李嘉图忽视了休谟关于一方将趋于“控制更好的商品”的断言。英国（表面上的高成本国家，与当时的经济实际相反）是能够生产一些产品的。如果李嘉图以葡萄牙作为其高成本国家的例子，那么，读者可能会很快就会认识到遭受普遍失业或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那些国家的前景。毕竟，由于有限的可用土地和有限的世界需求，葡萄牙的劳动和资本只有一部分可以用于酿酒。那么，其剩余的劳动做什么呢？

正如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说的那样，李嘉图显示了其在精确性上的天赋，他用这一精确性详细说明了“如果坚持这一理论所必需的不切实际的假设”8
 。关于比较优势学说的论战一直集中在以下八个最严格的假设的范围和性质上：

1.规模收益不变
 。所有国家都具有线性生产函数的特点，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较成本的预定安排并没有变化。不存在收益递增或递减（不同于李嘉图的国内地租理论），也不存在学习曲线、技术过时或资源耗尽，李嘉图也没有区分短期（现有的）和长期（潜在的）成本曲线。

2.两个国家都生产进行交易的产品
 。没有这一假设，也就没有相对成本函数的比较。在这种情况下（如马尔萨斯指出的）国际价格成为相对供给和需求的函数。

3.基本投入
 （资本品
 、原材料等
 ）不存在贸易
 。否则，在基本投入品（如燃料和其他原材料、资本品等）具有相同的世界价格的情况下，各国间的比较成本的安排将被连接成一个绝对成本体系。一些国家可能会完全脱离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制定高价。

4.不存在对劳动
 、资本和土地的不充分利用
 ，也不存在国内劳动和
 资本的进口替代
 。工人被假定可以在国内完全自由流动，因此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而不必考虑贸易的变化。（李嘉图随后在其对国内经济的分析中对这一充分就业的假设作了某些附加说明。）资本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部门流动到另一个部门。

5.不存在对外移民或资本外流
 。各国的资源保持不变，或至少不受外贸方式的影响。

6.不存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这一假定使货币和价格表现为中性。否则，不断增长的债务和资本转移将削弱贸易条件（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的），因为此时债务国将被迫倾销它们的出口品以积累资金用于还本付息。

7.不存在通货膨胀或紧缩对比较成本的影响
 ，也不存在内外债对比
 较成本的影响。不存在普遍的成本和价格的大起大落——工资、利润、地租是如此，工农业价格也是同样。不存在领先和落后的状况（如工资滞后于通货膨胀率的趋势，这使得“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假定还本付息及与其相关的税收和关税在整个经济领域内保持中性下降。

8.私人利益与普遍长期社会效用之间不存在冲突
 。假定市场价格反映社会（使用）价值，致使市场活动造成产量、普遍福利及私人财富最大化。

现在，可以详细地讨论这些假设了。


 规模收益不变

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假定生产函数是不变的和线性的，不存在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也不存在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这种固定成本函数的假设反映了他的“自然赋予特权”的基本概念及其对“土地具有原始的和不可毁灭的力量”的一成不变的信念。国际成本差异似乎是自然的而非政策的产物。贸易对生产率没有影响，因此不存在由出口原材料而造成的土地或矿产的损耗，也不存在由更为广阔的市场而带来的工业生产率的提高。

在提出这些假设的过程中，李嘉图并没能将其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下述理念，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率将提高而农业生产率将下降整合为一体。大多数李嘉图式的模型都只承认收益递减的前景。哈伯勒（Haberl‐er）注意到，这种假设隐含的思想是一国生产的某种给定商品越多，其生产成本就越高。它意味着随着某些国家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其产品生产必定会纷纷失去成本优势。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的国家会经历收益递减，直到其生产成本变得与那些人口更密集的经济体一样高。这也暗示着，所有国家最终都将达到相同的比较成本比率，这可能会导致世界专业化进程和贸易的终止。9


塔克尔、穆勒和19世纪大多数贸易保护主义者都假定收益递增，而李嘉图和其他自由贸易论者却没有对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进行分析。现实情况是，收益递增一直稳步地扩大了富有工业国享有的成本优势——在其农业和制造业中都是如此。

在19世纪，农业和其他初级生产是以收益的稳步递增为特点的，而工业生产率却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即使农业生产率没有提高，但是李嘉图例子中的英国生产布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也将上升。由于自由贸易条件下葡萄酒或其他农产品的生产专业化，葡萄牙并没有抓住发展工业的机会——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一个机会成本。只有通过培育纺织工业以实现织布生产多样化，换言之，通过不遵照其短期比较优势，它才可能站在更高的曲线上。这种选择将需要一个以高关税形式出现的成本，以及至少暂时的更高价格，以为其必要的工业投资筹措资金。

在完全和公正竞争的假设下，李嘉图论证了工业经济体似乎会通过不断降低价格来传递效率增长的成果，以反映生产率的提高。这意味着，专门从事农业或其他行业（这些行业生产率相对低下或面临着收益递减）的各经济体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将不会下降，因为各国将公平分享收益递增的成果。但是，正如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和其他拉丁美洲经济学家曾指出的，工业国的单位出口品价格一直在上升，这为其国民带来了比原材料出口国更高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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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工业制造商生产率递增的假设

注意：葡萄牙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B或C点保持不变。


 两个国家都生产进行贸易的商品

在李嘉图的例子中，在布的生产中，葡萄牙享有一个超出英国10%的生产率优势，在葡萄酒的生产中，享有一个33%的优势。因此，即使葡萄牙拥有比英国更高效的工业，它也应该放弃工业而专门从事葡萄酒的生产。那时，各经济体会比它们后来变得更加多样化了，所以，工业优势并不会像今天那样的绝对。通过关注于相对成本优势而非绝对成本优势，李嘉图假设各国拥有大致相同的生产能力。如果需要的话，各经济体可以生产全部的贸易商品，因此，各国仅仅为了效率而选择了生产专业化。

李嘉图之所以认为贸易条件将会公平确立，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没有一个国家把贸易看作生死攸关的决定性因素。英国经济不会因为缺乏葡萄酒而慢慢停滞下来，葡萄牙即使失去了海外的葡萄酒市场，它也能够自己生产布。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体都在寻求多样化，以重新获得是否进行贸易的选择权。它们开始生产更多的基本必需品，例如粮食、钢铁和能源，越过了它们没有影响力的国际定价和营销。多样化降低了它们的对外依存度，正好实现了李嘉图的假设，即在一个公平的奖励制度下，贸易只不过是一种自由选择。

相反，贸易依赖将使各国依附于基本进口品，而不考虑其价格如何。这就是贸易如何在工业国和原材料出口国之间发展的事实，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追随自由贸易政策，没有坚持自身多样化的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作为一个基本原理，带来了一个愈加与其基本假设相矛盾的世界！如果英国不生产葡萄酒，葡萄牙也不生产布，那么比较成本率就不能被构建。马尔萨斯更关注于在自然资源产品方面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这些产品是一些国家根本无法生产的。他指出，这种情况只有通过供求方式定价才能得到解决。

我们绝大部分进口产品是由这些既廉价实惠而又无其他瑕疵的物品组成，就像那些在国内外种植或生产的物品一样。如果我们不能从国外进口丝绸、棉花、靛青染料……和其他外国气候条件下特有的物品，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就根本不可能享有这些产品。为了评价由于廉价而进口商品所得到的好处，假如我们试图筹集有成本的劳动和资本在国内生产这些物品，并将其与这些劳动和资本的数量相比，那将是非常荒谬的。10


在那些专业化商品的价格只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地方，贸易收益将用它们的效用衡量，也就是说，通过“增加的［使用］价值衡量，这种［使用］价值的增加产生于需求少的商品与需求多的商品的交换。”


 基本生产投入不存在贸易

李嘉图的贸易收益模型仅仅适用于生活消费品，而不适用于资本品、原材料或其他生产投入。资本品出口将违背其要素生产率不变的假设，因为进口机器的目的是为了改进生产函数。英国经济学家讨论了国家是应该出口机器，还是应该作为一种技术垄断将其保留在国内。贸易保护主义作家担心机器出口或许会帮助低工资国家低价抛售其工业品。但是，自由贸易论者使国会坚信，出口资本品将有助于巩固而不是威胁英国的领导地位。该国于1824年解除了对机器出口的限制，随后又解除了对纺织机器出口的限制。英国的长期经验和具体制度、商业和银行业基础设施、工程技术以及使用大量的长期投资资本和短期贸易资金的优势，为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使其足以抵消外国在生产粮食和原材料上的成本优势，这些东西的价格将由自由贸易下英国的需求决定。

资本品、原材料和其他基本投入的贸易，把比较成本安排与一系列通常的绝对成本连接起来，更不用说生产率的改变。通过沿着绝对成本路线连接国际成本安排，以相同标准进行贸易，打开了使高成本生产者全面丧失竞争力的道路，并把他们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现今的国际出口在使用能源、钢铁、谷物和其他投入时共享了一个统一价格。这意味着，原材料生产者在用自己的自然资源生产工业制成品时已没有优势，因为，这便于外国买家可以用与其国内同样的价格购买到这些东西。

李嘉图对比较成本而非绝对成本水平进行理论化的实质在于，每个国家都有某些东西可供出口，即使它全面处于成本高位，而不管其食品价格、税收、债务偿还费用或利息率有多高。尽管一个国家存在绝对成本劣势，但它的出口仍将会自动地平衡其进口。同时，对于英国来说，这一相同的逻辑意味着，在其收获和资本品有着相同的世界价格的情况下，它仍可以支配世界贸易，即使有着更高的工资水平。它将从国外自然资源效率中获利，而不必让别国分享自己的工业生产率的成果。李嘉图的贸易模型由此忽略了英国政策制订者不言自明的一些重要因素。人们甚至可以说，他的理论本身是专为出口设计的。

当粮食和原材料作为投入品，是按照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绝对价格统一定价时，计算相对成本的关键点在哪里？纯粹的国内成本变量是劳动、房地产——进而是住房和办公场所——的价格和生产率，以及为资本设备融资的方式。这些是与本国特色相适应的机制，其更取决于政策的制定而不是自然。正是这些因素，使各国经济彼此不同。


 劳动和资本的充分利用与国内流动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假定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能发挥其最大潜能。劳动和资本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部门流动到另一个部门，所以不存在由出口竞争导致的失业，也不存在工厂的倒闭或废弃。

但是，假如葡萄牙决定采纳模型的建议，并从一个多元经济转向专门从事葡萄酒生产。它的城市劳动力将返回土地生产葡萄酒，而英国的农村劳动力将转移到城市工厂生产布。假设资本会沉没在可以容易地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部门，并且是完全同质的。李嘉图写道：“不管对进口的限制持续多长时间，一个制造商永远不能使其资本得到超过一般的或普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如果通过取消限制，他能够不费劲地把资本从一种贸易转移到另一种贸易，那么，他的损失将会是微不足道的。”
(4)

 这里有个很大的疑问，他并没有解释如何把生产布的机械设备转换为生产酒的资本。

真实情况是，劳动和资本的刚性产生了沉重的缩减费用和注销资产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农村劳动已迁移到城市以寻求在工业就业。但是，几乎没有葡萄牙织布工人重返土地变成葡萄采摘工和葡萄酒的榨压工的情况。诚然，在新定居国家例如美国，1817年的工业萧条（主要是由英国的商业复兴引起的）导致许多城市工人向西部转移寻找新的生存手段。他们用土地维持生计以保持一个不能再从工业得到的生活标准。但是，欧洲的土地已经被充分利用，不能提供一个美国式的向未开垦土地转移人口的机会，除非失业产业工人愿意成为低报酬的季节性劳工。当拥有工业技术的城市工人投身于纯粹的农业生产时，无论他们已经得到了什么，都将是没有出路的。

实际情况是，葡萄牙的织布工和其他工业劳动力迁居到了英国或美国，继续其工业生涯，而不是回到他们或其祖先已经放弃改善其生活状况的乡下。与其前辈不同，李嘉图对自由贸易得失的分析并没有承认这种对外移民，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承认在1703年梅休因条约（Methuen Treaty）之后葡萄牙国内市场的开放所造成的原料和人力资本资源的减少。其用于织布的机械设备不能转换成干草叉，并且，其熟练劳动也不能将机械技能应用于葡萄酒酿制。

美国的反李嘉图主义者反对这种永久充分就业和劳动流动性假说。E.裴辛·史密斯（E. Peshine Smith）在1853年明确指出，贸易收益的量化“显然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国内的劳动和资本］能否得到运用。”

如果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有个无所事事的人——他能制鞋，但不能从事其他任何生产性行业的工作——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确保他获得机会的国内交换体系的优势是很容易被感知的！11


关于贸易方式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这种关联，亚当·斯密已经认识到，对外国供给的突然依赖将把消费转移到远离国内经济。由英国从葡萄牙购买商品的优势写起，斯密接下来指出，葡萄牙生产葡萄酒的工人用来购买国内布匹的收入将被转移到国外，用以维持国外纺织工人的生计。

用资本购买国内某一地区的产品，是为了在另一地区将其卖掉，该国的工业产品一般会被每次都这样运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本所替代……从而使它们能够继续该种形式的运用……

不仅当这种购买是消费国内工业产品时，而且当资本用于满足国内消费而购买国外商品时，也同样会被每次都这样运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本所替代；但其中之一只是被用来支持国内工业。用于把英国货物出口到葡萄牙，同时把葡萄牙货物带回英国的那部分资本，会被每次都这样运转的只是在英国运转的资本所替代了。另一部分资本则被只是在葡萄牙运转的资本替代了。因此，尽管用于外贸的耗费的回流会像在英国国内贸易一样迅速，但是，它只会为该国的工业或生产性劳动提供一半的支持吧？
(5)



李嘉图的推理要比斯密简单得多。葡萄牙的消费者可以享受充分的成本节约，这种节约是通过在英国向其制造商购买而形成的。这种把国外供应商转为国内利用的效应会被葡萄牙用于织布的劳动和资本向酿酒的转变所完全抵消——这里假定：（1）在酿酒和其他农业生产中不存在收益递减（与李嘉图自己的地租理论相反）；（2）所有增加的葡萄酒产量可以在不损害葡萄牙的贸易条件的前提下在国外出售。但是，在劳动和资本不能流动的情况下，需求由国内向国外供应商的转移往往会减少国内的就业和产出。这种通过把失业劳动转入社会管理费用的做法，使假定的贸易收益黯然失色。

失业劳动要么必须依靠那些仍被雇佣的人为生，要么必须移居国外。从历史上看，劳动在各国之间——这是在同一行业中——的流动性强于在一国内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性。1883年，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把劳动者的现实选择描述为要么工作于一个既定的行业，要么完全不工作。12为了量化劳动转移的效应，需要对职业转换、失业和移民做一个评估。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由于进口替代而被废弃的葡萄牙织布资本上。这种资本的损失降低了该国的资本—劳动比率，甚至进一步削弱了其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制造业的比较成本优势。


 不存在对外移民或资本外流

李嘉图理论假定劳动可以在国内流动，但不存在国际流动，这一假设在面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移民时分崩离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重商主义时期，那时熟练技工面对的是法律禁止移民，并且英国禁止机器出口。塔克尔和亚当·斯密认为移民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当允许技工自由移民时，这种认识在李嘉图时代逐渐淡化了。在19世纪，范围不断扩大的对外移民主要来自那些以放弃自身工业化为代价而从事自由贸易的国家。最值得注意的大不列颠帝国时代的移民，特别是从印度向英国种植园飞地（如非洲和加勒比海）的移民，以及从爱尔兰向美国的移民。事实上，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其1790年的《制造业报告》中说的那样，美国保护性关税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国技工。与18世纪英国重商主义政策一样，贯穿于19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是由对吸引熟练劳动和投资资本的详尽阐释构成的。

放弃劳动不能在国际之间流动的假说将改变对贸易收益的计算。向自由贸易的转变（根据图5.3中李嘉图例子的条件）将导致葡萄牙用于织布劳动的50工时的生产者移往英国，而不是转移到当地的农村。这些工时将以工业劳动“智囊流失”的形式从葡萄牙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转移到英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上。这绝不是两国之间贸易收益的对称分享。从中得出的启示是，在草拟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进行对比所得到的损益表时，价格不应成为唯一被考虑的因素，这才是真正符合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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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承认国际之间劳动迁移的影响


 不存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哈伯勒同样认识到，“我们的第一个修正是必须引入货币。……国际贸易流量直接取决于货币价格的绝对差异，而不是劳动成本的相对差异。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解释由后者向前者转变的机制。”
(6)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李嘉图的理论忽视了所有涉及到贸易的货币影响的复杂因素。（第三部分将讨论有关金融领域的问题。）威斯莱·米切尔（Wesley Mitchell）曾这样描述李嘉图：虽然李嘉图在许多论文中显示了他对复杂因素（把货币的使用引入到经济理论）的敏锐意识，但他是严格地在物物交换的基础上详细阐释他的理论的。“他的第一篇论文《金块的高价》（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曾证明通货及其购买力是可变的，它不是交易中的不变因素。”不过，后来他又将此问题搁置一旁了，不论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还是在他的其他作品中，都是如此。“这是他明确做出的几个假设之一——即价格水平不会变化；也就是说，他认为货币的购买力是固定不变的。”这种过度的简单化意味着，“李嘉图未抓住所有的货币经济对经济行为影响的一系列引人入胜的问题。”13
 米切尔指出，这是自由贸易时期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顽症。

李嘉图如此明显地放弃了对金融问题的关注，原因在于他本身是一位股票经纪人。（在他那个时代，这个词意味着更多交易的是债券而不是股票，因为英国的公债被称作“股票”。）乍看上去，首先想到的是李嘉图而不是别人，应该第一个解释债务是如何影响外贸定价的。但是，为了了解对货币和债务影响的更为明智的分析，必须求助于马尔萨斯，他注意到，“如果放弃对它［货币］的考虑，我们可能使我们的推理更加模糊，而不是使其更加清晰。”14
 他认为，李嘉图不愿论及金融问题，主要是因为他反对重商主义所关注的东西：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们，从开始担心过于重视货币，一直到过于倾向于在他们的论证中将其排除在考虑之外。……通货在分配财富和激励工业方面承担了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作用，如果在我们的推理论证和所有的举例说明的尝试中，将其置之不理，那将是很不可靠的，如果假定谷物和布有一个确定数量的增长，而没有货币的一个确定的数量的增长……这就必然把我们领向错误。


 内外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比较成本没有影响

在评价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时，重要的不仅在于他所说的，还在于他没有说过的。在他建立的理论中，国债、利息费用和税收仿佛都与贸易问题无关。这使得他回避主张应该对货币利息征税，同时回避主张降低利率，或偿还英国债务。他的推断把注意力从国内和国外债务的金融影响方面转移开（当时大约有1／3的英国公债是由外国、主要是荷兰持有的）。这一忽视既不是疏忽，也不是时代还没有为这样的理论化做准备。一场关于英国巨大战争债务的经济后果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像塔克尔和亚当·斯密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曾指出，在与法国的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特别是在与美国的革命战争之后（1786年才结束），为了向国外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国债每年要给英国工业造成超过100万英镑的税收负担。

在一个既定的仅能维持生计的工资水平下，对劳动者征税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农场主或工厂主必须承担这一负担。马拉奇·波斯尔思韦特（Malachy Postlethwait）解释说，对债务的偿付增加了经济成本，这使英国的制造品面临着脱离世界市场定价的威胁。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

实际情况是，国际债务偿付、军用补贴和其他支出影响了各种出口货物之间的相对成本。税收和还本付息的负担不均匀地落在了工资、地租、利润和利息上。但是，李嘉图的分析所隐含的假设是，由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所导致的任何价格和成本安排的变化将均等地影响所有的工业、商品市场、工资和利润率，所以，相对生产成本和收入——李嘉图贸易理论的核心——将不会受到影响。正如他所提出的：“如果不能以相同的程度影响所有东西的价格，货币的价值将不变。”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其货币主义追随者今天仍在沿着这种思路（第十四章将详细评论）重复着这一思想。与对国内经济的认识一样，李嘉图在国际经济中也认可了最初版本的萨伊定律：在不存在国际收支赤字或盈余的复杂情况下，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相对货币价格和生产成本应该保持不受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国际金融、国内债务和税收的影响。

然而，当时李嘉图已经写道，每个国家的货币债务开启了债务问题。对其影响的忽视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策略，直至金融阶级受到关注。在这方面，李嘉图的方法是监察性的而不是启发性的。与任何阶级和职业的成员一样，债权人阶级声称他们帮助了经济发展。如果他们被明显地损害了，就应该把责任归咎于其他阶级——通常是政府。下一个不为人知的问题与金融及国际偿债（也包括国内债务费用）的有害后果有关，它已经困扰了来自金融业的所有经济学家！李嘉图认为，外国经济体将不会受到由不断增长的对英国制成品的依赖而产生的贸易赤字的伤害。

李嘉图指责作为食利者的地主阶级，认为随着边缘土地得到开垦，他们将以一种单纯被动的、寄生的方式从价格的不断上涨中获取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他踏上了一条危险的政治路径。正如苏格兰统计学家詹姆斯·辛克莱（James Sinclair）所指出的：把地主阶级作为食利者来指责，这样，就为把包括债券持有人和银行家在内的李嘉图阶级（Ricardo’s class）都放在同一类别，提供了基础。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卡尔文·科尔顿（Calvin Colton）曾责备李嘉图主义学说，因为该理论暗示着农民无论是卖掉农作物还是卖掉耕犁——他的产出或资本投入——用以支付其消费品，是没有区别的。在谈到货币作为“贸易工具”时，科尔顿则在贸易收支的基础上为贸易保护主义作了辩护。他断定，

我们需要一个公共经济体系，这将不仅可以在国内保留公认足够的货币，而且可以经营自己的贸易和商业；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体系：它将趋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总量，直到与有利可图的财富的发展相适应。
(7)



作物歉收导致了农业国的金融动荡，这些农业国会周期性地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外国商品。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并没有涉及农业和原材料的价格及收入的不稳定问题，以对气候和其他环境所导致的问题做出反应，但是保护主义者却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为产业平衡而辩护，并把它作为平衡收入流量，从而避免了国家破产及随之而来的财产由农村债务人向城市债权人转移的手段。


 私营部门利益与社会效用之间不存在冲突

比较优势学说假定，私营部门的收益意味着相应的国家收益。交换价值应该反映使用价值。这一假定把国家发展政策全都交给了市场，仿佛市场是可以随时建起来的。为了把比较成本理论提升到可以指导国家政策的教义的地位，这就需要假定所有的进出口都是为了经济体的长期利益。

劳德代尔在1804年出版的《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研究》中证明，交换价值的原则是经常与使用价值的原则背道而驰，因为稀缺和随之出现的高价格会使生产者致富。私人手中持有的商品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但这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而是根据其交换价值，而这又主要是源自于其稀缺性。劳德代尔指出，“然而，人类的共同意识，将会憎恶通过创造对人类普遍有用和必需的商品的稀缺，来不断增加一国财富的建议。”16
 一国经济的正确目标应该是丰富商品，而不是积累货币财富。物质丰裕常常意味着较低的市价，特别是对那些价格缺乏弹性的商品，例如食品和原材料。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把私人利润的驱动描述为最大化生产力的工作。他认为，增进私人财富的驱动将扩大社会的使用价值流量。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丹尼尔·雷蒙德（Daniel Raymond）批评道，工业常常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而获取利益，特别是在商业垄断的情况下；并断言“个人财富永远是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的。”17
 其他的保护主义者则满足于把少数人的利益和多数人的利益区分开，正如德裔美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1828年所说的：

在我研究的结果中，我发现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是：（1）个体经济；（2）国民经济；（3）人类经济。亚当·斯密……讲授了在社会中个人如何与其他个人一起创造、积累和消费财富，并且全人类的工业和财富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工业和财富的。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他的书的标题“国富论”是怎样承诺的。
(8)



李斯特随后指出：“很明显，这不是一个国民经济体系，而是一个人类竞争的私人经济体系。”18


从国家的角度，而不是私人市场经济的角度观察贸易，这样有可能考虑到在市场定价中没有得到反映的隐含的或“外在的”成本或收益。这使得优先考虑不同于短期商业收益的长期生产成为可能。威拉德·菲利普斯（Willard Phillips）在1850年指出，

保护主义体制认为，人们作为生产者的品质，才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基本品质。他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你在交换你所持有的物品时如何能达成一个好的议价（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关注）；而且包括，在无数个选择中哪个是最重要的，什么政策进程是能够使你生产出更多产品的最好计划；这就是说，通过这一进程，给你一个发展工业的机会。19


在当今，这一学说已被W.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等作家所重申，他认为“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将在欠发达国家的广大地区出现重大分离，这是由于各种市场的不完善和结构僵化，特别是那些影响农村和城市部门之间劳动分配的原因造成的。”20
 自由贸易可能会导致发展机会的丧失，并促使国际依附和贫困。

通过把关税视为一国消费者承担的一种净成本，比较成本的自由贸易模型同样没有涉及社会效用，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外在性”而被放弃了，也就是说，它对私营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并不重要。关税收入被看作只不过就是消失了的货币，并没有为国内改进和相关的经济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付给国内生产者的补贴同样被用于为资本投资提供资金，恰好没有被浪费。甚至连李嘉图都审慎地提醒其理论的普及者即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

你认为谷物法好像与下述行为具有同等效用，即从谷物消费者那里征收了2450万的税作为财政支出。我要补充的是，倘若这2450万被地主得到并作为收入全部耗尽，那么将没有增加资本的任何部分。21


贸易保护主义者指出，如果关税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那么，支付高价购买国内产品所增加的收入将被用于投资以增加该国的资本存量。


 动态化地重构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假说

与自由贸易理论只考虑到保护主义的日常成本，而没有考虑其长期收益一样，比较成本模型也只是承认了贸易的短期收益，而否认由于贸易依附所形成而又被金融紧缩所强化了的单一经营而造成的机会的长期丧失。正如下面章节将要介绍的，日益下降的贸易条件迫使其深陷债务危机，以供养其人口，开展基本经济活动，并获得外汇以偿付债务，这样，其贸易就变得更加具有被迫性（价格无弹性）。

李嘉图在构建理论的过程中忽略了太多的现实世界的复杂因素，以至未能准确地描述实际情况。然而，他的教学模式却被拿来作为现实世界的政策指导。几乎被遗忘的事实是，他假设各国之间的生产率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保持不变，并且，这种假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一个启发性的目的。李嘉图并没有分析商品生产中的资本与劳动比率及其生产率，而是研究了在给定的时间瞬间的市场交易和收入分配的“比较静态”问题。正如米切尔的讲稿所阐明的，

李嘉图的论述所展现的逻辑方法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假想实验法”（“imaginary experimentation”），而不是“演绎法”。这类经济理论潜藏着危险。有时李嘉图认识了他不能建立理论的事实基础；有时他又在错误的假设（他知道这是对事实的扭曲）的基础之上建立理论。（1）误导了读者，甚至是那些作者自身。（2）诱惑人们采取双重真理标准：事实需要观察。理论需要逻辑的一致性。而李嘉图却使二者分离。（3）这种态度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因为当结论脱离实际时，它使理论家们不能改进自己的成果。往往会使经济学成为一个“闲置”的科学。（4）调研人员可能会被其假说的典型特征所蒙蔽。（5）经济上的调研有两个阶段。首先，在假设前提的基础上的进行理论分析；其次，探寻理论能否解释事实。而其第二阶段却很少付诸于实践。22


为了使头脑中具体的政策结论更接近于经济现实，李嘉图及其他自由贸易论者以放弃其他方面为代价只关注于某几个方面。对经济学家来说，下面的做法被认为是正常的：首先凭直觉阐述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政策，进而通过推理得出为其辩护所需要的逻辑。一个特定的世界观激励了某些技术工具和方法论的发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创新，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取得的。

问题在于，李嘉图的观点带有以高度意识形态为特征的狭隘屏障。它似乎为自由贸易论者使用静态而非长期动态的分析提供了足够的逻辑。但是，这种方法在现代社会中的长期存在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它排斥、甚至审查关于生产率、金融和发展问题的讨论。人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指出它的缺点和狭窄范围，但这些批评都被有意地忽视了。自由贸易论者仍坚持要著述贸易理论的历史，就好像这些批评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是知识分子最不诚实的表现。它培养了一种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动态特征的有目的的愚昧——问题的解决要求一个比自由贸易论者愿意承认的范围更广泛的经济学方法论。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巧妙地回避了世界经济中的最重大的动态变化和自我转型问题，特别是关于货币和金融领域的问题。它忽视了劳动和资本（特别是熟练劳动）向最富裕国家的外流——这种流动，正好是塔克尔和斯图亚特曾预见的英国在自由贸易下的收获。在凯歌高奏的大不列颠体制下，自由贸易学说排斥了技术变革的本性和结果，这种技术变革产生于蒸汽革命、化学革命和向以日益技术型劳动为基础的更为资本密集的生产的普遍转移。自由贸易学说还忽视了“外部性”收益和规模经济。这种利益的损失表现为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一种机会成本。这些国家以耗尽其自然矿产禀赋的形式蒙受着“外部性”成本。它们并没有作为间接长期成本去权衡李嘉图所说的自由贸易的利弊，而是被排除在计量之外。

在追寻自由贸易目标的过程中，李嘉图的分析一直向学生们灌输了以忽视这些经济现实为特点的静态假说。无论他是有意地还是无意地，自由贸易模型一直服务于效率最高的国家的经济利益，同时从相反方向影响了低效率国家的生产函数。如果它压抑了国内投资和就业，那么，其利用较低价格优势进口货物的目的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利益所得。布鲁厄姆勋爵（Lord Brougham）在1816就曾认识到这一点，他忠告英国国会下议院说，“通过供过于求，在第一次出口中承受一些损失，将那些不断增加的美国制成品扼杀在摇篮之中，是很值得的（美国战争已经迫使其生活违背了事物的自然过程）。”23


只有使李嘉图的僵硬假说更动态化，贸易理论才能解释贫穷国家的人才外流、投资资本的逃逸以及工业国与原材料单一经营国之间在资本投资和收入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正如约翰·H.威廉姆斯（John H. Williams）提出的，

英国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假设每个贸易国生产要素量固定不变，已经存在并被利用，同时根据这个假设，提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如何使它们能最有效地得到利用……在我看来，古典理论为了推理所假定为固定不变的东西，应该成为主要的研究目标……国际贸易与新资源开发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应成为解释当前各国地位以及收入、价格和福利的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古典经济学家所做的具有横断面价值分析，以及它所给定的生产要素量，已经存在并被利用的假设；……24


在李嘉图的那个有计算的例子里，描述了葡萄牙在农业（葡萄酒）和工业（布匹）两方面享有的绝对成本优势都超过了英国，但它未能预见到，一旦放松保护性关税，葡萄牙将遭受工业贫困、熟练劳动流失和货币资源损失。李嘉图主义者未能牢记英国曾经用于提高了工业生产率的历史政策。但是，根据梅休因条约，葡萄牙变得愈加依赖于英国不断繁荣的纺织业，却没有享有李嘉图曾归因于葡萄牙的全面的生产率优势。

英国的规模经济主要产生于其出口市场，特别是在印度的垄断市场。如同其别的殖民地一样，这个市场最初是英国借助于军事力量而不是通过其较高的工业效率获得的。印度几乎全部历史都在探索一国如何在生产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方面享有超过英国的绝对成本优势。英国却禁止印度与其宗主国自己的生产者能出口的商品相竞争。然而，炮舰却不会写进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

李嘉图所揭示的远非事物的本质，英国通过政府政策——在国内的保护主义和海外的殖民地管制——获得了在工业制成品上的竞争优势。一旦拥有了竞争优势，比较成本模型就能够将这种已获得的优势量化，但是，关于这种优势被巩固的过程，比较成本模型则缄默不语了。在这个意义上，它没有承认市场力量是政府战略和外交手段自身的产物。

与大多数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李嘉图假定国内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将确保国内充分就业。现在可以认识到的是，政府需要采取行动以防止由贸易导致的失业。在19世纪，美国首先采取了禁止进口或使进口服从配额的政策。如今，欧洲和北美对亚洲筑起了进口壁垒，以防止在其重工业中出现失业。

李嘉图的模型假定贸易条件将根据价格水平确定，这些价格水平为各国提供了平等享有国际生产专业化带来的收益的机会。他还预计，原材料将趋于在接近其产品的高的边际成本时确定价格。然而，外国投资——由美国和欧洲的以外援形式出现外交和国际金融财团所支持的投资——已经创造了充足的原材料和人工劳动生产的产品，压低了它们的国际价格，使其接近于产品的低的边际成本，当这些不可再生资源被耗尽时，价格将大大低于其重置成本。只有当原材料出口国依靠生产国协议（如OPEC）尽力进行抵偿性协作时，它们才能够公平地分享贸易所得。

总而言之，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模型为基础的假说从1815年至今一直没能得到应用。这个基本理论最多可以作为一个衡量距离公平的世界贸易所需必要条件还差多远的反向衬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现实符合李嘉图的逻辑，那么，它就需要保护主义政策和积极的经济外交。只有借助于国家发展政策，作为自由主义学说基础的这些假设，才能够在实现世界生产公正分工的实践中得以实行。如果各国都有比较成本比率可供比较，它们就必须使自己的经济多元化——并且，这只能通过政府补贴来实现。如果国民经济能够实现在劳动具有灵活性的情况下运行，各国就必须保护就业、职业再培训和公共教育。这就需要一个更加类似于重商主义时代的战略。但是，自由主义学说却寻求剥夺政府制定这些政策的权力。

古典经济学家假定，自由市场可以自动地实现国民财富最大化。现实情况是，领先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可调控的环境，将企业引向服务于社会的目标。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已经增进了其生产力，稳定了就业，在本质上实现自给自足，改善了贸易条件，并通过利用关税和配额保护为其经济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将国家资源的分配引向了多数以发展为导向的部门。因此，对国际贸易的任何现代研究，都必须包括对政府外交、政府目标及其成功与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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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基于历史背景的贸易条件的分析


 供给与需求如何影响国际价格：穆勒的解说

李嘉图感兴趣的主要是反映成本和生产率的内在价值，而不是市场需求的变化或进出口供求的变化如何影响商品价格。他假定英国生产的1码布可以交换葡萄牙生产的1加仑葡萄酒，并且仅此而已。这种贸易条件给英国和葡萄牙带来了大致相等的收益。但是，实际情况必然如此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解决了国际价格实际上是如何决定的这一问题。

我们知道，［国际价格的］这种变动所不能超出的界限，是这两种商品在其中一个国家生产费用的比率和这两种商品在另一个国家生产费用的比率……［但］就上述假定而言，是什么使1桶葡萄酒……恰好可以换到那一数量的英格兰毛织品呢？因此……我们必须退回到一种先行的法则，即供给和需求法则。1


穆勒对市场力量的求助或诉求与马尔萨斯的价格理论更相一致。他对进出口量的变化和资本转移如何影响贸易条件的分析是（按照维纳的说法）“一个主要的先驱者的成就，或许构成其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创建性主张。”2


李嘉图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城市化进程将使人们被迫依靠那些不肥沃、地理位置低劣而成本较高的土地，英国的食品价格将上升。这就是该国需要从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进口谷物的原因。在讨论马尔萨斯的贸易保护主义观点时，李嘉图认为，类似谷物法这样的关税将减少英国对国外商品的需求，同时会导致使价格普遍提高的黄金的流入。正是出于这种货币方面的原因，他认为“英国能够以高的货币价格出口，以低的货币价格进口”。然而，他又补充说，农业关税将剥夺一国源自更高效率的潜在贸易收益。因此，“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种贸易条件的优势能否不以多倍于其价值的价格所购得，为了获得这一优势，我们必须满足于缩小国内商品生产；以及劳动的高价格和低利润率。”3


对供给和需求的强调并非穆勒所独创。他所独创的，是他对关税和运输成本对进口需求数量和贸易条件的影响分析的清晰表述。在其限制性假设的约束下，穆勒把对需求弹性和供给曲线变化的分析应用于垄断定价、运输成本和保护性关税的影响范围以及如何分配国际贸易收益等问题。由此产生的可能性序列构成了埃奇沃思所说的纯粹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穆勒的模型中，英格兰和葡萄牙成为仅有的两个贸易国，因此，它们的供求变化完全可以影响进出口产品的价格。布和葡萄酒是仅有的两种被生产和交易的商品——这一两种商品、两个国家的模型在课堂上讲授至今。英国对进口谷物需求的增加将抬高其世界价格，除非国外对英国制成品的需求增长更快。

借助于埃奇沃思（F. Y. Edgeworth）表达其思想的图示法（见图6.1），可能对穆勒的分析做出最好的表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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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用埃奇沃思图示法处理相互需求适用于李嘉图的例子

说明：

OE：无外贸情况下英格兰的价格比率

OP：无外贸情况下葡萄牙的价格比率

OC：英格兰的布的供给曲线

OW：与英格兰的布相交换的葡萄牙的葡萄酒的供给曲线

穆勒强调的仅仅是其自身的供给和需求，没有明确涉及生产成本即英国（OE）和葡萄牙（OP）之间成本比率的变化，他描绘了葡萄牙的葡萄酒交换英国的布的数量变化的市场供求曲线（OW是葡萄牙的供给曲线），以及英国的布交换葡萄牙的葡萄酒的数量变化的供求曲线（OC是英国的供给曲线）。OE线右侧（以下）的布与葡萄酒的任何价格比率代表着英国的优势。它的居民用布换回的葡萄酒的数量，要比他们自己在国内能够生产的数量多。相反，OP线左侧（以上）的任何价格比率代表葡萄牙的优势。它的居民用每加仑葡萄酒换回的布的数量（暗含着，每工时劳动）要比他们能够在国内生产的数量多。

当葡萄牙或其他国家只有比较少的葡萄酒可以出口（OX1的量），或对英国布的需求很少时，它们将享受到有利的贸易条件——即价格比率更接近英国而不是自己的生产系数线（OE）。这意味着，葡萄牙通过用葡萄酒交换布，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成本。

然而，随着葡萄牙增加其葡萄酒出口量（或其他国家增加其可供出口的剩余葡萄酒量），或者随着它（或其他国家）对布的需求的增加，为了出清市场，它必须用更多的葡萄酒换取1单位英格兰的布。用葡萄酒交换布的比率将变得有利于英国。葡萄牙向英国购买的布越多，它就必须用更多的葡萄酒去交换1码布。这可以通过图6.1中OX1向OX2（在这一点上，国际劳动专业化的利益可以被公平的分享）和OX3的移动表现出来，一旦到这一点，葡萄牙将发现其贸易条件被迫退回到了自己的成本约束线上，它将不能从贸易中获得任何收益。

所以，如果有人问，什么样的国家可以从贸易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我们就可以回答说，获利最大的是这样的国家，其生产物在其他国具有最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又最容易随同价格的降低而增加……它所得到的进口品越便宜，其自身对这些进口品的需求程度和强度就越小。市场总是对需求最小者价格最低廉。一国如果只想得到很少的外国生产物，对这些生产物的需求量也有限，而本国的各种商品在外国却有很大的需求，这个国家就会以极小的费用获得有限的输入品……也就是说，以极小量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物即可与这些输入品相交换。

穆勒是根据存在两个国家的假定来表达他最初的论述的，而涉及的实质则是两种商品或总体商品的分类（如农业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各国在实践中发现，其他国家的产品与他们的出口品相竞争，由此带来了价格下降的压力。（价格反映供求变化的程度被称为价格弹性。）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消费者的需求还增补了自己的需求，提高了对外供给品的价格。这种供给和需求的分析适用于与原材料出口国相对应的工业国的整体贸易方式。

穆勒的供求方法保留了许多源自李嘉图贸易理论的过于简单化的假设，诸如线性生产函数、劳动和资本的充分国内流动、基本不存在国际流动等，“因为如果没有非常强烈的动机，人们通常不会迁徙或将自己的资本转移到远地的。”穆勒没有分析外贸是如何影响生产率的，也没分析它是如何影响长期“外部”经济或国内经济转变的。就生产的技术和制度方面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它们会影响产品的相对供给，而没有认识到贸易怎样对生产率产生影响。

尽管在1829－1844年期间在分析债务偿还和其他资本转移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方面，穆勒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将在第三部分评论），但他1848年的分析却出现了退步，仅把货币视为是一层面纱，所以，经济体系中的所有“实际”变量的决定都是独立于金融体系的。他把货币黄金视为一种常规的商品进口。这意味着债务偿付或军费支出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只是由不断增加一国出口商品换取黄金的需要决定的。货币（至少是实现贸易平衡的黄金）的经济影响似乎是中性的，只是一个巨大的物物交换体系的一个要素，而不是通过影响一般价格进而改变工资、利润、地租和利息之间关系的一个制度实体。穆勒说：“一切贸易实际上都是物物交换，货币只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手段。”事实上，他只想采用一种极端的法则。

对此，可以恰当地称为国际需求方程式。它可以简要地表述为：一国的生产物，总是按照该国的全部输出品完全抵偿该国的全部输入品所必需的价值，与其他国家的生产物相交换。7


 早期对贸易条件进行理论分析的政治背景

当工业国提高了其生产率，它们还能否仍按照先前的价格比率用工业制成品交换原材料（在垄断情况下）？抑或竞争能否压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反映其较低的生产成本（在非垄断情况下）？穆勒表明，供求状况将决定各经济体是否能垄断其技术进步成果，而不是以降价的方式把这些成果传递下去。正如他所提出的问题，假如“制造过程有所改进。这种改进的利益也可以被其他国家完全分享吗？”8


李嘉图主义者却淡化了生产率变化如何影响贸易条件问题。在完全竞争的假定下，他们认为，英国的工业化只不过可以避免国内生产食品和其他原材料成本的增加。然而，如前所述，直到1824年以前，英国还在禁止纺织机械出口，以维护其在服装制造业的垄断力量，向国外消费者索取高价。因此，穆勒并没有否认一国或一些国家垄断世界技术进步成果的可能性。他说到，

甚至可以设想一个极端的例子，产生于交换的全部利益由一方获得，另一方毫无所获。这种假设并非荒诞，它假定一定数量的某些商品，是人们在任何价格下所需要的全部商品；人们一经购得这一数量的商品，不管其交换价值怎样下跌，都不能招徕其他的消费者，也不能导致已经得到供给的那些人更多地购买。

今天的经济学术语将此称为“缺乏弹性价格的贸易”。这种依据穆勒建议的分析是“弹性悲观主义”的一个例子。如果世界对英国布的需求是价格无弹性的，那么，当英国生产率的提升导致投向世界市场的出口量增加时，这些增加的出口将迫使价格大幅下跌，其跌幅甚至要超过生产率收益提高的幅度。这使得英国的情况要比以前更糟（图6.2中的OC1），直到它将其工业劳动转向生产那些有更多需求的商品。

在单位需求弹性（需求弹性为1）的情况下，英国所增加的布的出口正好被与其成比例的价格下降抵消，所以它的全部出口收入将保持不变（OC2）。只有当增加的供给以较低价格充分扩大消费者范围时， “弹性需求”情况才能够发挥作用，使英国每单位生产布的劳动可以获得更多的葡萄酒（OC3）。

[image:  ]


图6.2 英国工业生产率翻一番对其贸易条件的影响

（基于埃奇沃思“纯粹国际贸易理论”第293页的图表）说明：

C1： 需求无弹性情况下英格兰增加的布的产量

C2： 需求弹性为1的情况下对英格兰布的需求

C3： 需求有弹性情况下对英格兰布的需求（随着英格兰生产力和产量的提高，其收入的贸易条件增强）

只有当所需产量是确定的，而不管其价格可能下降到多低——或价格上升到多高，价格无弹性才会出现。人们需要吃饭，需要能源，并且经常愿意为替代物部分支付过高的价格。这导致许多国家努力争取在这些种类的商品上实现自给自足——并且使其消费者依靠自己的供给满足需求。

农业国生产的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供过于求。按照穆勒和埃奇沃思的说法，这些国家的农产品剩余迫使其供给曲线相切于国内的成本约束线（如图6.1中，葡萄牙的葡萄酒的贸易条件被迫移动到OX3）。它们可以通过发展自己的城市市场在国内消费自己的农产品，而不是在世界市场上出售，以避免出口价格的下降。这将涉及到把劳动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生产制成品取代进口，从而在世界市场上不断削弱工业品价格。

穆勒沿着相似的路径，把这一分析应用于确定哪些国家将承担运输国际商品的成本。运输费用是一种从总贸易收益中支付的费用。这一结果类似于关税，它缩小了国家之间的成本差异。穆勒说，

起初看来，似乎每个国家将支付自己的运输费用，即支付其进口物品的运输费用：……然而，情况不一定是这样。……因此，一如在利益的分配上没有绝对的法则，在运输费用的分配上也没有绝对的法则。10


运输费的归属将取决于供求法则。出口商品（例如粮食和其他原材料）的供给相对充足的国家往往要承担运输费用，这一点，正是穆勒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同代人所强调的美国农民如何遭受现存贸易方式之苦的证明。

贸易条件的分析表明，有远见的经济体应致力于工业产品的生产，这些产品的长期需求相对于其供给是不断增加的。有必要对这种有利可图的投资和就业给予关税保护。最初较低的工业效率（从而较高的国内价格）通过对贸易条件的积极影响，可以部分地得到补偿，因为谷物产出在满足国内城市需求后还有剩余。亨利·克莱（Henry Clay）正是在此基础上指出，保护性关税把美国从一个原材料出口国变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工业化强国。他在1824年说：“如果我们不去创建某些新市场，如果我们仍坚持现有的农业经营，那么不可避免的后果一定是，大大增加我们［用以出口的］产品的产量，并降低其在国外市场的价值。”11


出口原材料的“新兴”国家的人口增长——进而是生产者数量的增加——趋向于超过欧洲人口更密集的工业国家的人口增长，这一事实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初级产品生产（相对于制成品生产）的世界性剩余将导致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持续疲软。并且，在1820年，克莱就已经预见到穆勒的论证，即对于任何给定商品而言，可出超商品越小，其贸易条件越有优势。

与那些至今一直消费我们原料产品的国家的人口增长率相比，我国［译注：指美国。］人口的实际状况及其递增的比率，似乎只是显示了我们将部分工业从其通常渠道中转移出来的必要性。在近25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人口数量翻了一番。在同一时期里，如果工业运行方式没有转变，我们就应该使可出口产品的数量翻一番。欧洲，也包括我们可以自由进出的它的殖民地，在一个较短时间，或许不到一百年，也并没有使人口翻倍。因此，它的消费能力增长比率是我们生产能力增长比率的四分之一。从消费国能力与供给国能力比较的简单展示中可以表明，与后者相比，前者是吃不饱的。诚然，我们为它提供的大量原料的一部分，以一种制成品的形式返还给了我们，而且这种返还随着我们人口的不断增长也在增加。然而，与它能够为我国产品提供市场的实际能力相比，这种增长是微不足道的。12


假设在英国和美国的要素生产率之间不存在净变化，克莱的模型认为世界供求的平衡取决于原材料出口国的人口增长率和产出量与工业国的比较，即：

△（美国的人口数量
 ／英国的人口数量
 ）＝△（美国的产出量
 ／英国的
 出口量
 ）
(9)

 ＝△（美国的出口量
 ／英国的出口量
 ）―
 △（美国的粮食出口
 价格
 ／英国的工业品出口价格
 ）

当然，也必须考虑生产率因素。如果农业国表现出收益递减的特点，其出超（出口剩余）将与其人口增长不协调。正如李嘉图所担心的，世界食品价格确实会上升。相反，尽管工业国的人口增长更为缓慢，但由于技术进步和工业利润不断增长，其可出超的制造品仍可以跟上世界原材料出口的步伐。

问题在于什么将增长更快：是相对于农业生产率的工业生产率，还是相对于工业出口品供给的世界农业人口数量及产出量？贸易保护主义者提出了“国内市场”的观点，推动美国养育城市人口以消费其西部过剩的农产品，借此把这些产出从世界市场转移出来，不再推动与工业制成品价格相比的粮食价格的下降。对于工业的贸易条件的下降问题，工业生产率必须快速增长，使之等于（或超过）农业国的人口增长率和产出率；并且，相对于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应毫无疑问是有弹性的。

正是沿着这些思路，一些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最为突出的是亚历山大·埃弗里特（Alexander Everett），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和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一个波士顿同事——为开拓性的美国贸易设计了一个战略。在与弗吉尼亚的乔治·塔克尔（George Tucker，工业化的反对者）教授的辩论中，埃弗里特断言，如果美国的工业生产率提高（他认为这会自动地与国家人口密度的提高成比例发生），并且，即使国内价格下降到与其较低的生产成本相一致，工业出口价格也未必必定下降。他希望，供求状况可以使工业化的美国避免与其他国家分享其生产率提高的利益。

埃弗里特的逻辑是，工业国超过农业国的对劳动的相对支配权，将与其生产率的提高成比例增加——假定农业国的生产率保持不变，同时，其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所增加的粮食生产满足（甚至超过）了工业国对粮食需求的增长。根据这些假设，随着美国人口每翻一番，其制造业生产率也将翻一番，这就能够保证国家为每个产业工人从其他国家进口两倍的粮食或原材料。

塔克尔教授以典型的李嘉图方式回复了这一论证：

一旦［工业生产率］ 的改进已经失去了暂时的垄断性，并得到推广，所生产的产品价格将会根据所节约的数量下降，并且，它将成比例地以一个更大的数额去购买相同数量的原料产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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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弗里特承认了这一点，而且他的论据的其余部分基本上是以李嘉图理论为基础的。这就是，由于农业收益逐渐递减，一旦美国的土地“被完全占用”，以至到了逐渐递减的收益威胁了其农业特征这一点，它必定会成为一个只是为了获得廉价食料的工业国。鉴于这种预期构成了英国自由贸易会使该国生产中劳动成本最小化的论据，因此，也为美国的保护性关税提供了论据。当时的想法是，在未来，当美国成为像英国一样的原材料高成本生产者时，可以开发出口制成品的工业潜力。

马克思认为，“大多数农业民族不得不低于自己产品的价值出售产品”，也就是说，他们要按照低于工业国所拥有的高边际生产成本来出售自己的产品，“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农产品的价格却提高到它的价值的水平”。
(11)

 14
 这意味着欠发达国家不得不消耗更多的低的工业生产率（或高的原材料生产率）的劳动去生产产品，来换取工业领先国以较少的高的工业生产率（或利用高生产率的资本）的劳动生产的产品。（更糟的是，在今天，热带国家生产的糖要以低于投入美国市场的美国糖的价格出售，就如同在中东的美国石油公司多年来一直以远低于投入其保护性市场的美国本土石油的价格购买石油）。只要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高生产率的工业国将在任何国际交易中得到更多的劳动。马克思和贸易保护主义者都同意这一结论。对农民来说，解决方案是发展他们自己的城市市场。

在关税保护的成本这个问题上，它给贸易条件带来的有利影响将补偿它给消费者带来的成本。在1903年给国会的备忘录中，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将供求分析方法应用于哪些国家可能承担英国关税负担的问题。马歇尔分析道，

对于一个让其他国家分担其大部分关税负担的国家来说，她（用阴性代词代表祖国英国）必然处在能够放弃她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大部分商品的地位；然而她却同时拥有如此庞大的稳固的既定局部垄断，以至于这些国家不能轻易地放弃他们从她进口的大部分商品。只要考虑到后面这个条件，英国早在上世纪就处于一个强有力的地位了。

这个问题提出了“这些互惠需求的相对紧迫性……当B对A的商品的需求非常急迫（无弹性），而A对B的商品的需求却不是这样，在这种特殊情况下，B将主要承担这些［进口］税的负担。”当英国向佛兰德斯
(12)

 出售羊毛，并在19世纪早期出口蒸汽机械（这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得到普遍使用）制造的产品时，它已经接近这样一个有利的位置。与此同时，英国可以很容易地获得热带产品，而生产这些产品的经济体则要面对着生产制造品的替代成本，这种制造品是以日益超出其能力的价格生产的，因此，它似乎不值得去着手开展工业化进程。对此，马歇尔总结道，“英国向其他国家提供了产品，但可能的情况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已经向英国提供了其所提供的两倍的产品……而不是完全没有英国制成品也行。”15


通过使非工业化国家进一步远离了工业，各国之间广泛的成本差异增加了运用垄断力量的机会。成本差异越宽泛，李嘉图所说的“贸易收益”就越大，但从事剥削贸易的机会也就越大。相反，如果工业技术传到其他国家的话，英国将关税负担转嫁给其他国家的能力将被削弱，而其国内人口增长将需要更多的粮食和其他原材料的进口。但马歇尔的结论是，工业国似乎更希望保住大部分贸易收益。通过在它们的出口中留下一个更为广泛的可以榨取经济租金（“超额利润”）的范围，较低的运输成本也将对工业国有利（如同提高了它们的生产率）。“只要运输和制造业的不断增长的经济使西方的货物在落后国家能够被卖掉（在这些落后国家，它们以前难以同手工产品竞争），出口国就可以得到了大部分的利益。”16


即使由于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商品的贸易条件趋于下降，只要这些国家的出口价格下降的幅度小于其生产率提高的幅度，经历着收益递增的各国仍将会获益。它们将用更少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生产一个给定的出口量，使这些生产投入能够为每单位投入购买到更多的进口品。


 要素的贸易条件

穆勒将生产率的转变纳入了他对贸易条件的分析。他强调，

当一国能够用同样的劳动和资本获得更多数量的某种商品时，才可以说该国较为便宜地获得了这种商品。在这一意义上，廉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性质不同的另一原因：一国所获得的输入品的廉价程度，与国内产业的一般生产效率成比例，也同该国劳动的一般效率成比例。17


一个出口国如果其工业、农业或矿业生产率翻了一番（工资率保持不变），而这些部门的出口价格下降不超过50%，那么该国将获益。尽管其商品的贸易条件将下降，但其生产要素收益仍将上升。

古典经济学家在计算劳动生产率时并没有放弃对资本投资的考虑。他们承认资本投入，也承认直接劳动的含量。1937年，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遵循这一方法承认了全要素成本——也就是说，生产出口品的全部劳动、资本和土地成本（而不是“外部的”成本，例如经济基础设施或消耗性矿物质的重置成本）——并详细阐述了商品的贸易条件（有时也称作易货贸易的贸易条件）与要素的贸易条件的这种区别，进而探索了一个国家“要素投入”产品（劳动和资本，有时还包括土地）与其他国家相交换的比率。

使用现代符号，用N代表商品的贸易条件，Px代表出口价格指数，Pm代表进口价格指数，因此N ＝ Px／Pm。维纳把单一要素的贸易条件（S）定义为对商品贸易条件（N）调整后的代表，而这一调整是根据每单位出口产品所使用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的成本指数即Fx（出口部门的要素生产率）进行的。因此，S ＝ N（Fx）。即使N下降，只要Fx的增加超过N的下降——也就是说，只要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超过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的下降——S就会出现净改善。事实上，由于在全世界范围内生产率比率的分化，所以，要素的贸易条件也在稳定地狱商品贸易条件发生分化。

今天的作者们经常使用的是根据每工时产出定义的简单劳动生产率的概念，每工时的概念只是把生产率变化与直接劳动成本联系起来，而没有涉及全要素成本。这就没有考虑到帐簿之外的资本成本、社会基础设施和其他投入。如果把每工时的产量用Z表示［仿照杰拉尔德·梅尔（Gerald Meier）的用法］，用Zx代表出口部门每工时的产量，则单一要素贸易条件的公式Sz ＝ N（Zx）则把资本看成了一种免费的生产投入。为了探索一国的劳动和其他生产性要素与其他国家相交换过程中的变化，维纳提出了他所谓的“两要素贸易条件”（D），因此，D ＝ N（Fx／Fm），或者以梅尔的更具限制性的用法，Dz ＝ N（Zx／Zm），其中Zm代表向一国（即把其贸易条件作为分析对象的国家）出口的供给商所在国的劳动生产率。

老一辈作家认为，由于两要素贸易条件与商品贸易条件在趋势上是同一的，因而他们通常承认两要素贸易条件；在生产成本不变和历史上的生产成本稳定的条件假设下，这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成本可变，无论就产量还是时间来说，这两种指数的趋势应该有重大差别。两要素贸易条件的指数，可能更接近于收益的国际分配指数，而不是每一国收益的绝对数量指数。18


当一单位国内要素可以交换到包含在进口中的更多单位的国外要素时，两要素贸易条件就会提高。这是出口定价公平与否的最终尺度，因为每工时产量的提高毕竟不是由无成本的技术导致的。资本要耗费货币，任何对“公平的”贸易条件的计量都必须反映包含在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中的投资回报。根据现代术语，只有当劳动是唯一的投入时，在公平交易下的各国之间的两要素贸易条件才会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易货贸易中一方贸易条件的恶化，可能是每工时产出增加的反映。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需要通过折旧（资本的返还）和利润（资本的回报）加以补偿。资本／劳动比率越高，折旧和利润占总价值的比例就越大。即使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商品的贸易条件也将比每工时产出的增加下降得更慢，因为每单位产出需要更多的资本投资。

梅尔认为，如果一国包含在出口中的每单位劳动的进口量增加，且不管其贸易伙伴的工人能否获得一个更为廉价的货物，该国的地位都会得到改善。“进口国的问题在于其每单位出口要素投入能否获得更多的货物（S［即单一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19
 而不在于这些进口品是否比以前包含更多或更少的外国要素投入单位。因此，他发现单一要素的贸易条件是最适当的福利标准。

穆勒及其同代人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在讨论如何分配生产率收益的问题时，他们坚持把两要素贸易条件视为一个劳动力剥削另一个劳动力的指标。从那时以来，与商品贸易条件的不断下降相比，欠发达国家已经在两要素贸易条件的恶化中遭受了更大的损失。这是因为，工业国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一直比第三世界国家更快，但商品贸易条件并没有下降到足以反映这些收益的水平。

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将此视为一种剥削指数。当工业国不断提高的生产率趋于推动其收入的不断增长时，这些国家的工会劳动者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同时剥削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低工资的非工会劳动者；在第三世界国家，过剩的农业劳动和长期通货膨胀压低了实际收入，同时也阻碍了工会的发展。

此外，美国和欧洲通过价格支持维护了农业收入，为农民提供了相对于工业劳动的同等收入。第三世界国家没有享有这种支持，损害了其农业投资。这些“结构性动力机制”压低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收入，而其贸易条件的恶化又导致了贸易赤字，后者又刺激了货币贬值进而国内通货膨胀。普雷维什的联合国报告得出结论说：“主要的工业中心不仅使自己保持着把新技术用于经济而得到的利益，而且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能够从周边的技术进步中获得一份利益。”20


普雷维什没有解释的问题是，为何低工资的第三世界的劳动不能以低于工业国工会劳动的价格售出，或者高工资劳动是如何将低工资劳动驱逐出市场的。他指出，事实上，工业经济体可以用比欠发达国家从事投资并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为自己生产食品和制成品低得多的成本生产许多原材料或工业替代品（例如石油和橡胶），而欠发达国家现在则需要从更老道、更稳定的国家进口这些商品。

普雷维什把第三世界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归结于“与工业产品相比初级产品的相对缓慢的世界需求增长率”，21
 这让人联想到亨利·克莱。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经济体趋向于变得更加自给自足和广泛的多样化，而单一生产经营原材料的国家则变得更加依赖于对外贸易。这使得它们更容易受到其供应商的剥削。但是，尽管克莱指出了外围与工业中心之间存在不同的人口增长率，而普雷维什则引用了恩格尔定律，这一定律指出，随着收入的增加，用于食品和衣物消费的比例将会递减，同时用于服务和制成品消费的份额会不断增加。用低成本工业人工合成材料代替原材料——例如塑料代替钢——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品是相对缺乏收入弹性的。

汉斯·辛格（Hans Singer）曾注意到：“技术进步，虽然它非常明确地有利于制造业——因为实际收入的增加带来了更大比率的对制成品需求的增加——但并没有给粮食和原材料需求带来同样的影响。”22
 （这表现为图6.2埃奇沃思案例中的OC3）这些技术的和收入弹性的动态给原材料出口国造成了一个结构性问题，这些国家收入的增长不如“无长期贸易收支赤字”23
 的工业国快。随着其收入的增加和消费者的消费向工业产品的转移，欠工业化国家更加趋向于进口导向型；而相对于其收入的增加，工业国进口的原材料则更少了。尽管工业国收入增长的速度快于欠发达国家，但其对原材料的需求却落后于世界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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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勒（Haberler）反驳说，尽管恩格尔定律可以应用于食品变动的研究，25
 “也可以很好地用于描述同类人口的家庭行为”，但是用于概括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他认为，初级产品在世界贸易中份额的下降主要原因是：（1）某些种类的原材料被人工合成材料所取代，或其生产成本大幅下降；（2）围绕趋势线的循环周期波动（趋势线的斜率主要取决于人们从何处选择趋势的起点）；（3）运输成本和其他管理费用的下降。另一原因是，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那些出口铜和石油的国家，其粮食不足往往已经超出其对工业产品的依赖。这正是从恩格尔定律中所得出的建议的反面。该问题主要源自这些国家农业的退步。

与李嘉图的预期相反，工业国已经成为了主要的粮食出口国。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出口增长最快（仅次于军售）的是谷物，而农业国印度发现其出口增长最活跃的部分是制成品，最近则是信息服务！由于长期的粮食短缺往往伴随着单一的出口模式，这样，把一个工业中心和一个原材料的出口外围看作世界劳动专业化的表现，是过于简单了。

尽管普雷维什指出，事实上，工业国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已经迅速提高，它们所享有的贸易条件的利益并非全部源自工资差异。这些利益越来越多地产生于资本收益和资本返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趋势的比较，削弱了普雷维什关于“工资差异”是衡量剥削的标准的观点。工业出口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并未能反映每工时产出成本的下降，而这又是资本带来了劳动的节约“所挣得的”。一个类似的过度简化忽略了投资者利用其资本赚取利润和折旧的要求，这形成了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国内工资率应该与每工时的产量同比例增加。如上所述，这里假设资本是生产的无成本要素。因此，从普雷维什的要素生产率Zm／Zx标准转向更为合适的穆勒—维纳要素Fm／Fx标准是必然的。

除了以上这些生产中的资本耗费之外，还存在以社会基础设施支出为形式的“外部”成本。如果东道国必须向世界银行或其他国际财团借款，建立可攫取资源的基础设施（电力、公路、港口设施等），致使跨国公司导致矿产资源的枯竭，那么，这些社会成本就应该被承认，并且被视为公司或工业给国家带来的一种减量。但是，今天的偏爱企业的自由主义模型却逃避去考虑这些成本。

美国或德国的劳动是高效率的，部分原因在于获取工艺技能的昂贵的教育费用。工业国劳动力的较高工资水平的相当一部分，体现了对实现优越生产率的教育成本和其他成本的补偿。第三世界的寡头政府应像工业国的劳动工会一样对这一事态的现状负责。受压制的国家的高等教育是与其政治不稳定相结合的，这种不稳定性源自学生的反抗和现代政治价值的广泛传播，而现代政治价值则与强加给这些国家的压制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发生着冲突。

如果使用得当，要素的贸易条件理论可以把其注意力聚焦于生产率而不仅仅是商品价格。不断下降的贸易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术的进步，这种进步可以使一些国家在能够世界市场上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出售产品。它使得成本削减成为一种政策目标，而不意味着创新国国际地位的恶化。

目前，正统的理论分析往往把技术归类为处于严格的经济学边界之外的“外生”论题。对其制度方面的疏忽导致普雷维什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极力主张以对贸易条件的补偿作为补贴，为农业国和其他原材料出口国提供“某些收入的再转移，这些收入可能是市场力量的运作使这些国家失去的东西，而市场力量的作用在于阻止其收入提高到与城市部门同等的水平。”26
 问题在于，这种收入转移计划在这些国家保留了现存的生产和依赖模式。它们可以补贴其国内不能自给自足的东西，而不像美国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使再分配的资源远离出口部门，以集中到国内发展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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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技术与贸易理论

到19世纪早期，大多数观察家就已经认识到资本正在代替劳动甚至是土地。贸易保护主义者根据这一变化，提出政府应通过关税和补贴的方式对资本积累给予资助。马克思主义者则看到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而自由贸易论者则简单地通过不讨论技术问题来设法避免上述结论。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下面一章所要讨论的要素比例模型。本章将回顾在工业革命早期，人们是如何认识那些广泛的技术问题的，自由贸易论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模型在资本与技术的定义上存在哪些差异，以及什么构成了劳动、资本和土地的生产性服务。


 资本替代劳动以实现成本的下降

早在1804年，劳德达尔（Lauderdale）就曾指出，休谟的工资平等和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中并没有考虑工业技术是用资本替代劳动。

在上个世纪中叶，休谟先生提出任何国家的人类工业化进程都要受到工资增长瓶颈的限制和制约，“制造业逐渐转移自己的场所，从那些已经变得富裕的国家和地区离开，转移到那些食品、饮料和劳动更加便宜因而更有吸引力的地区；直到这些地区变得富裕以后，制造业由于同样的原因再次离开”；休谟并没有充分地注意到在资本取代劳动的各种创造发明中所蕴藏的人的聪明才智，正是在这种才智中可以发现无限的资源；至于在增加财富过程中偶尔出现的工资增长，这只是一个国家获得巨大利益过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它不仅源于机器替代劳动过程中人的聪明才智，而且源于在道路、运河、桥梁、栅栏、轮船等方面的资本投入，以及所从事的国内和国际贸易，所有这些都以相同的方式参与了取代必要的对劳动支付工资的过程。

如果产品生产的唯一要素是劳动，且在世界各地劳动生产率都是一样的，那么自由贸易下一个国家的工资和利润将不能长时间地超过其他国家。但是，资本密集型生产使工资差异和单位工时产出变化如何影响国际成本的分析变得复杂了。英国动力织机生产出的纺织品与印度只能获得维持生存的低工资的工人生产的产品相比价格更低（而且产量更大），最终结果是动力织机战胜了国内外家庭手工业中的类似生产，包括在家庭中由熟练工人操作的珍妮纺织机。尽管面临着维持生活的工资成本的上升，工业织机仍然为英国的制造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后来，技术又使得受到良好装备和保护的美国和德国的高工资工人能够以比英国工业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尽管英国的工资水平相对停滞。

工业革命最显著的特点，是由机器仅用一小部分成本就替代了以前一直由人力提供的生产服务。早在1691年（部分章节可能写于1665年），威廉·配第就曾预见到节约劳动型技术将成为增加人口的另一种替代方法。他写道：“引进集约和简便的工艺相当于男人虚荣地追求一夫多妻制。对他而言，相当于一个人做五个男人的工作，与再召四个成年劳动力的效果相同”。2
 到1695年，约翰·凯伊（John Cary）指出：“引入机器可以成为在国际竞争中避免高工资所带来劣势的手段。”3
 1757年，塔克尔已经预见到：

机器体系可以极大地降低劳动价格，同时使得广大人民成为商品的购买者；尽管不能立即实现，但最终会在制造业中比没有发明机器时雇用更多的员工。4
机器提供了就业。举例来说，资本密集型生产刺激了机器操作工、制造工和簿记员的就业，塔克尔指出，与机器化生产替代的工人相比，一个不断扩张的经济会雇用更多的制造和操作机器的工人。

詹姆士·斯图亚特同样发现，机器化并没有对劳动产生内生的威胁。他写道：“我认为，机器是在没有增加人口数量的条件下最终增加工业生产数量的方法”。机器提供的工作成就比采用人工生产同样数目的产品所花费的成本更低，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器会阻碍自然的和有意义的人口的使用。……我们已经展示了人口如何必须继续保持与生活资料的供给和工业成比例。”资本积累导致更多的产出，因此增大了出口工业品以换取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谷物的机会。

斯图亚特强调“机器不吃任何东西，因此没有减少人们维持生活的手段，”而这一手段最终形成了工资成本。其结果就是，“至少在我们这个年代，工业在任何管理良好的国家并不存在过度积累（资本）的危险。”人口会随着资本的增加而保持其与资本的比例，而不是被资本的增长所削弱。认为节约劳动的机器是“饿死穷人的图谋”的观点并没有牢固的基础。

英国需要的是一个以牺牲外国人利益为代价来供给自身工业化进程的计划。人们发现机器的引入用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降低了价格。如果机器替代过去所从事的简单操作而使得数以百计的人失业，它还会给数以千计的人提供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受到严格限制的无数个创造性的工作机会。如果在最近几百年里没有新的建筑，会有什么发展？谁怀疑过巨大的钢铁工厂、木材加工厂为推动这些建筑的建设所提供的便利？这一进程极大地促进而不是削弱了铁匠、木匠人数的增长，同时扩展了海洋运输的范围。……最初的发明者因此获得了采用这些新发明的优势，而这些优势可以抵消就业的减少。5


亚当·斯密同样相信更多的资本会增加就业。“有用的和生产性的劳动者的数量……在任何地方都是与用来安置就业的资本品的数量成比例的。”更多的机器或者其他形式的资本要求雇用更多的工人。

斯密将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由此导致的工业优势归结于劳动分工，认为“只要能够引入分工，在任何工艺条件下，都会使劳动生产效率按比例提高。”他进一步认为，劳动分工是市场规模的函数，因此，可以通过更自由的贸易支持世界市场的扩张。
(14)

 斯密将资本的生产力定义为可以节约劳动的能力，但却很少谈及资本在生产过程机器化中的作用或讨论这种作用是否会替代劳动或与劳动竞争。因此，他对技术的看法实际上是前工业时代的。斯密只是关注于别针制造这样的几乎不受资本影响的生产过程，而没有注意正在进行的蒸汽动力生产！其中的含义是，生产率提高仅来自于在简单工具这样的资本的帮助下劳动的独自努力。正如萨缪尔·霍兰德（Samuel Hollander）所指出的，这种假设仅仅产生于机器使用者的以微小变化形式出现的边际技术突破。
(15)



但是，以简单工具形态存在的资本（比如锤子）能和复杂的、蒸汽动力的机器一样吗？直到斯密时代为止，资本还没有在与人类劳动竞争和替代方面产生严重的威胁，但它正在逐渐由劳动的补充转变为劳动的替代工具。尽管斯密特别提到蒸汽机（当时叫fire－engine）和他同事的一个朋友斯科特·詹姆士·瓦特（Scot James Watt，该人于1765年在格拉斯哥发明了分离凝结原理），但他没有意识到这项发明所带来的根本性转变将揭开机械化生产的新纪元。

劳德达尔提出这样的问题：由于使用机器可以节约劳动，就业能否必然跟上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速度？

认为资本使劳动处于运动状态并将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思想，引发了如下观点：劳动……在任何地方都是与现存资本的数量相对应的；一个国家的总体工业水平总是与其所利用的资本相对应的；因此，可以得出如下推论：资本的增加是积累财富的最佳手段。

但是，事实远非如此。他警告道，由于机器的引入是用来节约雇用劳动成本的，所以，资本很可能是失业的一个原因。

某些蒸汽机每天能比300个工人在吊斗机械的扶助下用肩膀传递的方式从煤井中抽出更多的水；毫无疑问，蒸汽机用比它排挤的劳动的工资低得多的成本完成了工作。这对所有使用机器的场合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7


劳德达尔得出如下结论：

资本，无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无论投资于国内或者国际贸易，都不是用来使劳动处于运动状态或增加（无助的）劳动的生产力。相反，对于人类而言，资本独一无二的有用性和获利性是，排挤掉一部分可以用人类双手从事的劳动，或者去执行一部分人类能力无法实现的劳动……

李嘉图同样承认，机械化生产会带来失业。1817年，在拿破仑战争后的工业萧条中，他写道：“机器作为缄默的代理人，总是用比它们所替代的劳动更少的劳动生产产品，即使它们有着同样的货币价值。这就是机器带来的社会利益。”这就是说，生产效率高的机器比购买同样金额的人力劳动花费更低。8


其结果，就是当英国农民离开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生产纺织原料的土地时，蒸汽机和其他机器承担了部分过去由人承担的相同生产服务。工业部门的就业增加了，但是由于资本与劳动的竞争，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工资率的相应增长。利润被投资到机械和设备上，而不是用来雇用更多的劳动；尽管在事实上通过一些劳动被用于生产资本品或从事与机器化生产有关的新型工作，就业得到了某些补偿。

与斯密所强调的市场扩张会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同，劳德达尔作为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保留重商主义思想的英国重要经济学家，强调资本在增强一国生产力中的作用。这一看法最初源于英国之外的国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特别指出，只有在一个广泛工业化的经济体中，资本的力量对劳动的替换作用，可以在机器制造和操作方面产生补偿性的就业机会。他们进一步主张，要通过对工业品的关税为这样的资本积累提供资金。他们承诺，这种关税将能够保护国内劳动者的工资率不至降到英国机器力量可以完成同样数量的工作成果的水平。

英国低工资劳动者对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劳动者的威胁，不如日益增长的蒸汽机数量的威胁大；这些蒸汽机所提供的生产服务的价格甚至远低于印度工人的最低工资水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1790年写道：

机器的使用形成了一个国家整体大工业体系的最重要一环。这是用一种人造力来帮助人类的自然力，对于整个劳动者的意义，就是增加了人手，增强了力量，并且不受任何拖累；然而，其代价是维持劳动者就业……

举例说明上述观点：假设价格不同的两个国家生产某个物品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给定为10，一些机器动力被引入到两个国家，可以承担一半的必要劳动，只留下一半的工作需要劳动者手工操作。显然，由于引入这一动力，这两个国家生产某物所要求的成本差异，从而与之联系的劳动价格，会由10降到5。9


汉密尔顿指出，斯密关于工业为劳动分工提供了更好机会的观点，并没有为在国际范围内实行专业化生产的原则提供令人满意的论证。如果美国依赖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它将被迫变成英国的谷仓和棉花的供应者，而事实上，美国自己有机会实现劳动分工。农业生产专业化会迫使妇女和儿童在大量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在冬季农闲时间，还会失去很多潜在的男性劳动。制造业能够“为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提供就业（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社区的负担），除非他们是情绪偏见、对毒品上瘾、身体虚弱以及其他不愿意或丧失融入该国艰苦工作的人。”任何国家都应该尽可能为其居民提供开发多样化特征的广阔天地。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专业化，关税和补贴是在国家范围内建设工业所必需的。

英国在应用蒸汽机替代人力劳动提高效率方面扩大了它对美国的工业优势。卡尔文·科尔顿（Calvin Colton）在1848年的传记中写道：

克莱先生早在1824年就曾提出，一些英国权威人士估计大不列颠机的机器的动力相当于2亿人，而用于操作这些机器的人从来没有超过100万。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人口不过2500万却有着2亿人口所具有的生产能力。这个国家生产人造财富的能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需要考虑自然资源的稀缺问题。……一个人在家里可以做差不多200人的工作……。科学，正是科学，使得一个人像200人甚至1000人那样强而有力，不考虑其自然力，必将在数量上战胜对手并取得优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些培养有用的技工和制造业工艺的国家，必然是有着科技基础且优越超群的国家，一定会在实力和保持优越性方面具有优势。”11


这种类型的人与机器之间的比较在整个19世纪弥漫在美国的经济教义中，由此产生了在国际贸易中，由不断增加的熟练劳动所操作的资本，在与非熟练的低工资工人竞争中获胜的观点。

英国社会观察家家亨利·梅休（Henry Mayhew）估算，到1850年，英国机器动力已经相当于6亿个劳动力。12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引用他的计算结果，认为，要通过不断扩大就业边际，使美国相对高的工资水平受到保护，以避免受到英国工业技术带来的使人类主体在就业中从事简单工作的低价威胁。就像蒸汽机车作为动力的铁路意味着马匹作动力的工具的消失，如果不适当地补充工业资本，非熟练的人力劳动也会在世界市场上逐渐消失。如果不能使本国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充分提升，以操作机器驱动的大规模生产，其前景就是与领先的工业化强国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无论对劳动支付的工资有多低，维持生计所需要的价格总会高于机器提供同样数量劳动成果所需要的成本。其结果，就是不能引进现代生产技术的国家面临失业和贫穷。

美国技术导向学派的经济学家根据劳动和资本在其产出中的工作成效，综合考量它们的贡献，使用了如马力、人力，或者采用焦耳、尔格、千瓦时这样的能量指标。度量的关键是相对于成本的工作产出。李嘉图学派只是根据建造和操作的工时成本来分析评价资本的贡献，并没有分析资本在生产中的技术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李嘉图将其贸易理论及贸易收益分析只是作为分配理论的分支，他并没有把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潜力的演变考虑在内。像斯密一样，李嘉图主义者将锤子、蒸汽机、手动织布机以及蒸汽动力织布机当作同样形式的资本。一种形式可能在使用价值生产方面（相对于其成本）比其他形式有更高效率，但这种考虑并不重要。不断提高的资本生产率可能生成更多的产出，但是，一旦这种创新被广泛使用，它将不会产生更多的交换价值，除非国家能够制定垄断价格。贸易保护主义者指出，只有该国客户抑制工业化过程，这一目标才可能实现。

斯密将资本定义为用来产生净利润（收入）的国家资产的一部分。这些资本包括货币、原材料库存和产成品，再加上“工资基金”或支付给劳动者的食料等流动资本，还包括由机器、工人使用的工具、生产净收入的建筑物以及农业生产中农民使用的农用工具、牲畜以及改良的土地等组成的“固定资本”。斯密观念中的资本还包括今天被称为“人力资本”的劳动技能，即“该社会全体居民和成员已获得且有用的能力”。13


与重商主义和保护性关税相反，斯密没有将劳德达尔提到的由国家完成的国内改良，诸如“道路、运河、桥梁、栅栏、轮船”等包括在资本中，除非这些设施是私人实业家掌握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投资。

这使得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1841年写道：

斯密使用资本这个概念的意义仅限于一些必要的文件或者商人的簿记或者资产负债表中。……他忘记了整个国家提高物质资本的能力，主要由这种能力构成一种可能性，通过这种可能性把没有利用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资本，转化为有价值的、能产生收入的装置；而在单一的农业国，有大量的自然力被闲置或废弃，只要通过制造业，这些资源就可以很快进入运动过程。14


换言之，一些国家的潜力比它们正在使用的要大，而这些潜力并没有在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中体现。发挥这些潜力的关键在于国家政策。

欠发达国家在积累工业资本方面的失败，正是对英国工业超常增长的逻辑补充。尽管被机器替代下来的英国工业劳动可能在机器制造或者服务业找到新的就业，但是，在缺乏保护性关税的情况下，这种国际转移将会受到阻止。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和德国注重科技研究，这两个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更多地关注国际工资和就业趋势中蕴含的生产力增长，而不是李嘉图分析中的收益不变或收益递减所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通过对科技的研究，他们得出结论，保护性关税是通过投资于资本品和熟练劳动来实现高工资经济（Economy of High Wages）这一反馈原理的前提（将在第九章讨论）。斯密在他的观察中认可了高工资经济这一教义：

同样的原因……提高了工资、增加了资本存量，倾向于增加生产力以及使用更少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因此，在这个改进的过程中，许多商品能够用比过去更少的劳动来生产，而劳动数量的减少足以抵消劳动价格的提高吧？15


尽管生产率高的劳动每日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但还是降低了单位劳动的成本。在这个结论中，斯密隐含地指出，大规模和高工资的生产往往是更加资本密集型的（亦即在“增加了资本存量”之后）。但斯密并没有在他的贸易战略中继续这一假设，或者说，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原理的另一面，即未能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所忍受的低工资经济（Economy of Low Wages）综合症。乔西亚·塔克在1776年的评论中指出：

贫穷国家的居民……通常过着家无隔宿粮的生活，不敢从事如此昂贵的实践，或者像富国居民那样轻松地尝试和实施如此昂贵且旷日持久的事业。16


这些国家不能承受工业化国家通常使用的资本密集型生产，除非这些国家的工人能够使他们的技能水平适应日益复杂的资本对高生产率劳动的要求，否则他们将会面临寻找就业的困难。获得这种技能需要相对高的收入，以及在保护性关税的支持下政府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支出。没有保护性关税，欠发达国家可能被迫出口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和低工资制造业产品，用以支付进口的工业品。世界经济将要经历一种高工资与低工资退化综合症相并存的经济。


 技术与贸易条件

由于新技术提供了产出和收入，资本家及其雇员（此外还包括土地所有者）如何分配产出和收入的争论也随之而起。以蒸汽为动力的资本和相关技术显著提高了企业家的生产能力，预示着一个大联合企业和托拉斯时代的来临。把国内关于收入分配的争论延伸到国际，就是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应如何分配？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两种情况下，供给和需求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垄断势力也是如此。公认的观点是技术创新者能够收获最初的超额利润，直到市场竞争迫使收益回到正常水平。例如，当古腾伯格（Gutenberg）在欧洲发明了活版印刷，他试图按照与手抄本同样的高价销售印刷版的《圣经》。随着印刷品获利逐步达到正常利润水平，其价格也会逐渐下降。但是，随着巨型国际托拉斯的出现，这时的工业就不再需要从幼稚发展到成熟阶段，然后再降低价格，而且不再依赖关税；国际托拉斯往往倾向于在既定利益的基础上试图保持它们的垄断利润。在通常情况下，这需要国际托拉斯与其他垄断者合作，通过跨越国界控制世界市场，来实现上述目标。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竟对下述事实视而不见：不是由英国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与其他国家劳动者生产的产品相竞争，而是越来越多的由资本生产的制成品与劳动密集型的外国产品相竞争。这在纺织品生产中最为明显。即使创新国与其消费者只是平等地分享了贸易收益（出口价格仅反映成本节约的一半），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英国的制造商也能够享受日益增大的国际领先地位。

在国内市场，这样的现象同样存在。“资本家和劳动者是可以分享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收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注意到：“但他们的分享方式是：工人通常得到的的确很少，而企业家得到的却很多。”相比之下，“在传统手工业中，企业主和雇佣工人、师傅和学徒，他们更少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而更多地仅是辈分不同。一方过去可能就是另一方，一方可能就是由另一方转变而来的。”

然而，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资本逐渐成为一种权力。机器已经出现在历史舞台并且获得了巨大胜利；机器到处更大规模地去帮助企业扩张，使生产越来越多地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恰恰是机器的引入，开始显露出资本的发展强加在经济生活上的一种对抗，并日益表现出其重要性：即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

资本家和工人属于具有对抗利益的不同阶级。“机器已经展示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多么尖锐。给资本主义企业家带来金苹果的机器在引入的过程中，剥夺了数以千计的工人的饭碗。”17
 工厂主并没有把生产率收益传递给消费者，进一步恶化了事态。

由于工业国将科技的果实留在国内，而不是通过不断降低出口价格将生产率收益转移给欠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中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生产商通过保持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对其消费者索取了相当于消费者为自己生产的相同产品的费用的价格。这样，英国的工业垄断就预示着世界的其余地方将处于与英国工人阶级同样不利的地位。并且，向上层社会流动将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工业技术的临界值变得如此巨大且不可分割，欠发达国家加入工业国行列的进入成本将变得十分高昂。


 工业技术的社会学层面

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已经决定了收入的分配、储蓄的集中、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需要以及海外投资的类型。在所有这些经济层面，都存在着保护主义和社会主义与自由放任教条的对立。

威廉·纳骚·西尼尔（William Nassau Senior）将利润归结于资本家在消费支出方面的“节欲”。按照他的观点，资本家比工人收入多的原因在于他们很节俭，并且将其收入用于生产性目的而不是即期的满足。根据逻辑推论，这种观点将国家之间的财富和技术差异归因于节俭的社会和文化习惯，利用了“新教伦理”的作用。同样，在文化层面，在1860年以前，美国南部蓄奴各州主张农业单一种植的自由贸易支持者反对工业化，谴责城市化在丧失家庭自给自足以及放弃前工业时代价值标准方面的残酷无情。然而，马克思称赞工业化新纪元使人类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贸易保护主义者则描述工业的进步怎样利用不断增加的熟练劳动和机器驱动的资本排挤了人力劳动。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这样的思考使经济思想真正成为政治经济学。处于争论之中的问题是社会和政治态度、政府支出的类型、税收和贸易政策。自由放任理论贬低这些政策的作用，而且回避讨论现有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例如，西尼尔的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何资本家从一开始就拥有大量收入可以在投资和消费之间进行分配，而工人却只能收支相抵。同样，比较成本理论没有解释为何某些国家可以比别国家占有更多的资本。经济学家只注意到与那些欠工业化经济体相比，英国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和投资而变得更加富裕，但他们回避了究竟是什么给英国提供了超过其消费需求之上的初始剩余收入这一问题。为何其他经济体未能拥有同样大量的资本剩余？像重商主义者在一个世纪以前所解释的，这与一个国家的政策有多大的关系？

仅仅运行在生存水平附近的经济体不能像英国那样大量投资。如果一个腐败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化地区确实产生了一些经济剩余，其寡头统治者也会倾向于将其据为己有，并用于个人消费（通常效仿其宗主国的统治者，这种现象被社会学家称作“示范效应”）而不是投资于国内的新的生产资料。在贵族统治十分巩固，土地所有制类型在大庄园和小农户之间已经两极分化，而且缺乏政治自由和经济流动的情况下，工业进步将是十分困难的。

欠发达国家中与劳动有关的一个特殊问题，就是通过从事公共服务、教会、法律、医疗或其他服务性职业而不是工业或商业，来改变了个人地位和收入的趋势。寻求商业或者工程训练的劳动者倾向于向外移民，这是“人才流失”的部分表现。在外围国家建立的工业往往源自外国投资或为外国人拥有。因此，它的利润、折旧、损耗和其他收入都会流向国外。无论如何，国内投资往往是外向型的，它依旧致力于为世界提供已经过剩的原材料和低工资制成品，而其利润则被矿产枯竭和畸形经济结构等外部不经济所抵消。这些处于附属状态的经济体试图自力更生的努力越来越少。这些倾向共同导致贸易收益主要流向了工业领先国。


 小结：工业革命的国际含义

蒸汽革命及与此相关的在化学、农业、运输和电力等方面的革命，对世界经济的转变远远超过了亚当·斯密的预想。保护主义者指责自由贸易和世界生产的专业化帮助了英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通过扩大其工业领先优势进一步威胁了那些原材料出口国，而后者并没有通过把自己的市场与发达国家隔离开来使自身现代化。E.帕申·史密斯（E. Peshine Smith）、雅各布·肖恩霍夫（Jacob Schoenhof）、西蒙·帕滕（Simon Patten）以及其他一些将在本书第九章提及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自由贸易并没有增强世界范围内收入的平等，而是把世界经济分割为技术领先者和落后者。当高生产率的领先国的劳动和资本与低生产率的外围国家的劳动和资本竞争时，高效率的必将淘汰低效率的生产者并使之失业。这样，与多数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和收入提高相对应的，是那些不能充分参与这种进步的国家中劳动、资本和土地使用的废弃。这种废弃综合症是许多技术领先国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集中表现，而后者则可以在其所操作的机器的帮助下，利用高工资劳动实现在世界范围向低技术劳动的国家抛售商品。

沿着这条线索进行技术分析就会进入保护主义者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保护主义者的目标是实现生产率长期增长的最大化，而不仅仅是在给定时点通过在市场上买入最便宜的商品来实现消费最大化。他们寻求将资源集中于能够不断增加收益或改进贸易条件的商品生产。在美国和欧洲大陆，贸易保护主义者警告说，除非雇主给工人提供动力驱动的资本，政府提供合当的教育设施和相关的社会基础设施，否则他们的收入就会落后于英国及其他领先国家。然而，世界经济仍处在一种以生产率调整为基础的“均衡”状态，由于低生产率的劳动的价值不如高生产率的劳动，所以工资差别还会扩大。只要存在英国及其他资本充裕国的富裕和技术创新，就必然会看到它们的对立面，即欠发达的“资本稀缺”国的落后、依附和政治不稳定。

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在工业和农业资本上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求政府提供资金以完善基础设施，还需要在本国工业实现与领先国抗衡之前保持足够高的价格，使得投资者能够收回其工业投资。实现价格支持的最简便办法是保护性关税，关税收入应该投资于国内改善和资助补贴新进入者，以形成领先优势和经济基础设施，而这些都是发达国家已经具备的。消费者支付的关税并没有烟消云散。通过补贴公共基础设施和资本投资的扩大，关税为国家的学习曲线提供了经费支持。

自由贸易论者拒绝接受得出这一结论的推理路线，这主要起因于他们忽视了技术对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些内部要素之间竞争的意义。尽管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曾经利用“先发优势”理论使英国议会确信实施自由贸易不会丧失英国的工业领先地位（如第四章所讨论的），一旦他们赢得了这场战斗，他们就缩小了这一理论的应用范围。从那以后，他们的工作就是劝说欠工业化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而不要仿效英国保护主义者的重商主义经验。为了应付各国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叉竞争，他们甚至把人力劳动描述成马力一样的过时经济投入，这样就为建议领先国家的高效率资本应把第三世界的工资率压低到生存线以下提供了可能。在现实中，为了避免这一结论，自由贸易论者提出一个关于市场竞争的更肤浅的观点，对此，将在下面两章讨论。

为了反击自由贸易论者关于保护性关税可能产生垄断的警告，美国的保护主义者回应道，自由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把贸易收益固化在领先的工业国，从而会纵容其全球工业卡特尔。这在由工业领先国采取的外国直接投资模式中尤为突出，更不要说欧洲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一轮争夺殖民地浪潮了。保护主义者所描述的自由贸易的非进步意义，主要表现为它鼓励了经济依附，使欠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更加贫穷。领先国家的经济进步往往阻止了穷国人口在教育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业，而这些产业在未来则是集中存在收益递增的地方。用那个时代《圣经》中的话来讲，自由贸易意味着穷国要继续做“劈柴挑水的奴仆”。

为了得出这样的警示，美国和德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提出了一个越发精细的技术推理，甚至达到了社会理想主义的高度。新的保护主义像社会主义者寻求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一样，力求改变国际运行现状使其有利于欠发达经济体。在国际上，保护主义力求保护穷国而不受富国的剥削。在这一立场上，许多社会主义者感觉其与贸易保护主义者存在渊源关系。尽管社会主义者支持劳动而不是资本，关注国内改革而不是国际不平等，他们针对自由放任的正统理论提出了与保护主义者相同的批评。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替代李嘉图主义的经济学被发展起来，它很可能是来自亨利·凯里（Henry Carey）的美国技术导向学派。18


贸易保护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一样，非常注重历史分析，强调社会及文化习俗在面对技术革命时对发展的重要作用，而自由贸易的正统理念却与之背道而驰。然而，像社会主义者一样，贸易保护主义者在让别人接受其观点时却遇到麻烦。事实上，在美国建立商学院（最早是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的主要原因是它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教育机构，而自由贸易学术团体则不能做到这一点。自由贸易论者指责这些商学院拒绝英国的自由主义教义是非理性的，认为保护主义者关注技术和社会结构已超出了经济学固有的边界。因此，自由主义已不应再称为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已变得狭隘，成为自由贸易正统理论的同义词。

我们应承认，在一个世纪以前（事实上是在两个多世纪以前），世界经济经历了资本、劳动和土地等内部要素之间竞争，熟练劳动可以凭借其先进生产率以比低收入的人力劳动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这已成为一个明显的事实；为何20世纪的经济理论并没有像其起点那样运用这一观点？其原因，在于自由贸易学派成功地阻止了对这些复杂问题的研究。这些应该解决的复杂的长期发展问题，要求贸易保护主义者制定一个更为动态和综合的分析系统，而不能像自由贸易理论那样，只建立一个比较静态框架；这要求贸易保护主义作家要像社会学那样，在新的跨学科领域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样的学科主要由美国［的制度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是西蒙·帕滕（Simon Patten）和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德国的保护主义者创建的，德国的历史学派同样是保护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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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比较成本的要素比例理论

对贸易保护主义者而言，工业革命需要设立关税来阻止由于英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和主要金融强国而形成的国际范围的两极分化。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极力主张通过政府调节来抵消国内的剥削。自由贸易论者则回应说政府的行动都是没必要的，因为贸易内在的趋势就是促进各国之间的平等以及劳动与资本之间在国内的和谐。

对于欠发达国家，他们则解释说，它们从贸易中的收益不足以“人为”地培育自己的工业。其含义则是这些国家应向欧洲工业国提供原材料。自由贸易论者不承认补贴、关税和公共基础设施支出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投资和生产率。他们认为，每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劳动与资本——即“要素禀赋”——的比例，而且每一组劳动和资本禀赋提供了一个在产品生产上的相对优势，这恰好是由劳动与资本比例，从而工资和利润之间比例自然决定的。

他们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资本只与其他资本竞争，劳动只与劳动竞争；从而用竞争只会出现在各个阶级内部，而不会出现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理论，取代了阶级冲突和国际剥削的学说。他们认为，资本越多，就越会提高对国内劳动的需求，不断降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资本积累被认为可以压低利润，而不是工资水平，并且不会大规模地推进垄断势力的发展。


 19世纪关于要素比例的讨论

在英国进行谷物法辩论时，李嘉图关注于人力与土地及资本与人口的比例，并将其看作一国在出口工业品或初级产品时是否更有效率的决定因素。资本丰裕国应成为工业出口国，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人口稠密，在制造产品方面拥有“国民天赋”。它们的政策自然而然就是与那些土地并不稀缺的国家交换制造品以获取食品和其他原材料。这样的贸易将会提高英国相对丰裕的资源即资本的利润，同时降低其相对稀缺的土地的地租。

土地丰裕国被认为是天然的粮食出口国，它们从其富有的土地和矿藏获得的收益将会提高，因为那些人口更稠密的国家对其产品有更大的需求，它们的土地已被完全占用，矿藏也在很大程度上耗尽了。同时，从古老的欧洲国家进口制造品，将会降低那些人口稀少国的相对稀缺的资本的利润水平。因此，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将会提高每个国家相对丰裕的资源的价格，同时限制其“稀缺”资源的收益，从而使世界范围内的收益比例相类似。

正是根据这一观点，美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将其劳动的高工资率归为低的人力与土地的比例，认为它与美国拥有大量尚未开垦的土地有关。其想法是，如果工厂不提供高工资，工人可能会开发美国西部土地，并占有新领地（实际上，主要是奴隶种植园）。成熟老练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则回应道，土地的自由使用或许为高生活水平提供了的前提，但无论在农业达到的生活水平有多高，也不可能支付高的工业工资率，除非美国工厂有着充分的生产力，能够承受这种高工资。接着他们指出，城市劳动者的兴趣在于培育高生产率的资本积累，而不是在天命的安排下获得更多的墨西哥或其他西部土地。工人应支持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主张，这一主张认为，应在美国构建以关税保护、内部改善和建立为金融业提供信贷的国家银行为内容的体制。

美国的劳动短缺（相对土地）和相对高的工资水平促进了对劳动节约型资本的投资，最终使美国拥有了工业优势。事实上，正是高工资和高利润水平的相互协调而不是互相对立，构成了亨利·克莱所说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之间利益和谐的基础。他指出，当不断提高的劳动和资本生产率表现为高的收入水平，这种工资与生产率和利润与生产率之间的正反馈，将随时间而扩大美国的工业优势。由此形成的工业化将为农民培育国内市场，农民将把不断提高的收入用于改良土地并增加土壤肥力。

克莱的乐观主义学说认为，不断提高的收入水平将会提高生产率，增强而不是减弱富国的竞争优势。李嘉图主义者则不同。他们认为，阶级冲突已成为英国的特色，而这又是由人们所赞美的低工资的竞争力造成。他们还认为，农业收益是递减的。尽管马尔萨斯、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贾斯特斯·李比希（ Justus Liebig）、裴辛·史密斯（Peshine Smith）、马克思和其他作家否定了资本对土地肥力只有微弱影响的假设，但这一思想依然成为这一悲观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这一理论认为，当人与土地比例提高、土地被更密集地使用后，土地和其他投入的生产率变得更低了。

美国的反李嘉图主义者还指出，与工业一样，农业同样经历了随着资本、肥料和机械化的应用而收入逐渐提高的情形（见第九章）。然而，他们警告说，像美国南部出口烟草和棉花那样，在土地上单一种植会使土地肥力衰竭。土地需要通过庄稼的轮作和多样化才能保持肥沃。例如，在裴辛·史密斯的《政治经济学手册》（1853）中就曾说明了工业和农村的经济平衡发展问题：随着一国畜牧社区居民的发展，该国逐渐出现了城市劳动力，通过他们对肉类的消费，又会促进畜牧业的发展，给土壤提供天然肥料，并提供了通常在夜间取走用于肥料的城市居民的粪便。由此得出的推论是，政府政策应促进在高生产率生产上的投资。

马尔萨斯和马克思赞同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立场，认为农业生产率趋于随着工业化进程和与之相联系的人口密度的增加而提高。这意味着与那些更穷的国家相比，工业国更能够提高农业实力。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它们的农业产出也将提高，而其人口增长率将会逐渐减慢。低收入国家则会遭受工业和农业停滞的困难，并因此恶化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尽管如此，普遍的观点是，那些最富裕国家的工业增长将使之获得一个相对更穷国家的农业优势；由于收入水平低，穷国的人口增长将会更加缓慢。较少的人口将会对边际土地的肥力施加较小的压力，相对而言，高收入国家增长更快的人口则会施加较大的压力。这个观点使人想起了休谟关于改变穷国经济命运的自动机制的观点。仅有极少数观察家预见到欠工业化国家将会面临人口过剩问题。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的本质是认为较高收入会刺激人口增长，而低收入则会阻止人口增长。这意味着劳动短缺和人口过剩将会自我调整。劳动稀缺时工资将会抬高，刺激人口出生率提高，进而又降低了工资率。但是，美国的反马尔萨斯主义者如裴辛·史密斯则指出，高的人口增长率是相对贫穷而不是富裕的一个函数。人口增长最快的都是那些最穷国，在任何给定的国家，收入最低的族群往往拥有最高的生育率。

整个19世纪，学术界都在热烈讨论着高工资劳动与低工资劳动、精密机器驱动的资本与简单工具、科学耕作与原始处女地的开发这些不同生产方式的相对生产率问题。贸易保护主义者在研究世界经济中竞争优势的性质，以及资本如何既与国内劳动者又与土地所有者竞争方面居领先地位。一个基本前提是，与高生产率的资本相结合的高工资劳动能够胜过低工资的劳动。

的确，自19世纪以来，资本丰裕国与资本贫乏国之间的要素比例日益悬殊。人均投资高的国家，不论是粮食还是工业制成品，都已经变得更加自给自足。而拥有很少资本的国家却相对变得更贫困了，并伴随着高人口增长率。它降低了这些国家的资本与劳动比例，但并没有提高它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竞争优势。下述路径是难以存在的：农业和采矿业将伴随着制造业一起成为资本密集型生产。

主张自由放任的人对此也有回应。他们是从避免支持贸易保护论者的政策的角度解释资本收益的。这种观点指出，工资和利润水平作为劳动和资本的仅仅是供给数量
(16)

 的反映，并未对生产率差别做出调整。它把高利润简单归结于资本的稀缺，而不是资本对劳动的替换能力；还归结于亚当·斯密曾注意到的事实：在快速走向崩溃时，该类国家的利润水平往往最高，因为它主要来源于垄断租金。对于自由贸易论者而言，减少这种高利润的既定方法是防止工会，降低工资及关税，而不是提高资本和劳动的收入。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各个国家至少享受了由于生产率标准而带来的比较优势。葡萄牙生产1加仑葡萄酒能够比英国少用1／3个工时（manhour）
(17)

 。对这种差别，这两个国家之间工资和利润差异并不起主要作用，它也不是资本与劳动的比例造成的。李嘉图认为，英国资本的收益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但并不是因为其资本丰裕。在谷物没有实施自由贸易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将会上升，进而提升了工资水平，使得农业收益递减。李嘉图担心英国资本家面对竞争不能把这些成本传递到那些人口不稠密国家，这些国家土地肥沃，因而用于购买食品的工资也较低。因此，英国的利润率将会降低，其原因在于由于土地肥力恶化而形成的成本挤压，而不是相对劳动而言资本供给的不断增加。

要素比例理论认为，收益只是源于相对稀缺或丰裕的资本和劳动，而不是源于相对生产率、政府政策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或由于技术进步而导致的劳动替代趋势。各国被大自然“赋予”了各自的要素比例，而不是通过政府政策自我赋予的。因此，该理论并不讨论保护性关税、补贴和其他影响市场力量的政策，甚至连利用高素质资本培训和教育劳动者都不予以涉及。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方法

两个瑞典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具有偏激公式的新理论。1919年，伊莱·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发表了题为《外贸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论文。四年后，他的弟子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依据赫克歇尔的理论撰写了毕业论文。然后他奔赴美国在自由贸易论者、哈佛大学的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门下学习。1933年，他在《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要素禀赋理论。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进一步把他的理论数学化，为该理论披上了伪科学的外衣。1953年和1956年，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依照不现实的假定，即世界范围内任何给定国家工业的劳动与资本的生产率和要素比例都是一样的，试图对这一理论进行经验证明。因此，他必然得到一个荒谬的结论——这就是他著名的“悖论”。

尽管如此，自由贸易的正统理论仍然把该理论作为一个标准教科书的范例。该理论认为，国际成本和价格的变化应归因于可以增加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收入，并且，前者仅是以后者相对供给的变化为基础的。赫克歇尔这样写道：“进行国际贸易的先决条件，或许可以概括为不同的相对稀缺，即，进行交换的国家的生产要素的不同相对价格，以及不同国家的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不同比例。”1
 俄林重申：“每个地区在商品生产上都有其优势，借此其产品可以进入具有相当多的富饶要素且价格低廉的另一地区”。贸易的基本功能是把“一个地区的需求与另一个地区生产要素的供给联系起来”。2


从这一优势出发，看来葡萄牙在生产葡萄酒上具有比较成本的优势，因为酒是劳动密集型及土地密集型产品，葡萄牙是劳动和土地资源都丰裕（但资本贫乏）的国家，所以，其劳动和土地相比资本要便宜。服装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在资本丰裕的英国，资本获得的利润相对较低。仿佛英国和葡萄牙都能用同样的工时、土地面积和资本“单位”耗费，各自生产葡萄酒和服装，获得固定的规模收益。但是，如果某些国家资本丰裕，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相对于工资来说，其所获得的利润较低。同样，相对于资本和劳动丰裕国，农业国则占有更多的土地——但是，没有必要像李嘉图学派所假定的需占有更多的肥沃土地。生产率既不像李嘉图学派所假定的那样下降，也不像贸易保护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上升。

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各国都将倾向于出口某些工业品，而生产这些商品所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最佳要素比例恰巧是该国所独有的。每个工业部门的特征都是由其特有的最具效率的劳动／资本比例所决定。因此，自由贸易论者认为，各国应在一个相对狭窄的产品范围内进行专业化生产。最近一个主张要素比例论的理论家指出：“每个让人相信专业化胜于多样化的重要推论，都势必出自要素比例论。……在确定了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存在已认定差异的情况下，提出一个完全专业化模型，而不是要素价格均等化模型，应该是通情达理的吧？”作者并不没有认识到这一结论将使要素比例论失去实践意义，而是认为，只要坚持，现实就一定会趋于这一极端状态，如果这一过程没被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阻止的话。

对劳动丰裕的地方工资水平就相应较低的这一观点产生怀疑，或许并非不切实际。但是，只有其生产线本来就是劳动密集型时，才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中获得一个成本优势。一个拥有特定资本与劳动比例的国家，被认为是适于生产那些需要这种特定资本／劳动比例的工业品的理想之所在。要素禀赋论意味着每个经济体拥有自己的资本／劳动比率，由这一特有和唯一的要素比率所决定，适于专门从事某些特殊的工业。

把劳动和资本称为“禀赋”，使人想起每个经济体的要素比率的自然源泉。如果没有要素的跨国流动，而且国内投资和人口增长率没有变化，固定的要素比率才会是内在的。这种劳动和资本不能跨国流动的假定（与其国内充分流动的假定形成对比），已成为当今国际和国内经济学的区别。假定要素不能流动，意味着现有要素比例永远不变，由此成为决定各国生产方式、相对工资和利润水平的原因。

要素比例论试图使其本身现代化，但这一过程，不是根据经济现实主义的态度，而是采纳了数学和虚伪的统计处理。它利用瓦尔拉斯（Wal‐ras）和卡塞尔（Cassel）的一般均衡的供求模型得出自由贸易的结论——即利用一个具有联立方程的庞大系统，来确定以数量关系为基础某一给定时点上的相对要素收益和价格。最终的分析在数学细节方面是复杂的，而它的假设则过于简单以致不能解释动态发展的经济。因此，俄林在声称他的贸易理论“与相互依赖价格理论是协调的，它是当今普遍被接受的价格理论，因而独立于古典的价值理论”的同时，也承认价格与收益模型有缺陷，它只看到世界上的运营比率而没考虑技术变化。


 里昂剔夫对要素比例论的检验并发现一个统计悖论

要素比例论假定在所有国家中存在一组相同的生产函数，在世界范围内，每个国家的产业以其“最优的”资本／劳动比率为特征。该理论假定各个国家的要素生产率是相等的，没有要素之间的竞争，不变的规模报酬，随时间推移仍保持相对不变的要素比例。当瓦西里·里昂惕夫使用1947年美国的投入—产出数据，验证该理论能否解释现存的贸易类型时，这种假设的非现实性在1953年变得明显起来。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在那时只能得到美国经济的投入—产出的统计数据和资本／劳动比率，他假定——与要素比例论相一致——美国的贸易伙伴在其所列举的工业和农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与美国的相应部门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这一假设，就无法将一个经济体的资本／劳动比率与其所谓的生产及出口某类产品的优势联系起来。

由于美国是世界上资本最充裕的国家，里昂惕夫预期他的数据将显示该国将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统计结果所显示的却恰好相反：

在平均每百万美元的出口额中，与假定用国内生产的产品替代相同数量的竞争性进口产品所需劳动相比，包含了相当少的资本密集型产品，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是基于其劳动密集的专业化，而不是资本密集、产品线。……普遍的看法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经济的特点是拥有相对过剩的资本和相对短缺的劳动，这一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事实正好与之相反。

尽管事实上美国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似乎是试图节约稀缺（“高工资”）的劳动，但里昂惕夫却明确推断说：“就其国内外的相对生产潜力来说，美国是人力资源丰裕而资本贫乏的国家。这个国家通过对外贸易来节约资本并处置其相对过剩的劳动”。5


这一发现就是他的“悖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投入—产出表的过分简单的滥用。这些投入—产出表可以帮助人们追寻投入—产出以及资本／劳动比率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还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在投入—产出方面有何区别。可以在某一产业基础上利用美国的投入—产出比率与外国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比率对该产业基础进行比较，以凸显它们之间在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别。但是，外国的投入—产出及资本／劳动数据是难以得到的。由于难以使用这种“比较与对照”的方法来分析美国的贸易类型，里昂惕夫放弃了这种方法，他只是简单地假设，在产业对产业为基础的分析中，整个世界的投入—产出及资本／劳动比率是与美国一样的。因此，他的“悖论”（即表面的观察与事实的矛盾）产生于缺乏足够的真实数据。

常识告诉里昂惕夫，美国实际上使用的是资本密集型生产方法。那么，里昂惕夫又是如何认定美国同其他经济体相比具有劳动剩余呢？为了保全面子，他武断地调整了数据以适应这一理论：“让我们……做出似乎有理的……假定，即在一个给定数量的资本的任意组合中，美国劳动者的1人年（man year）
(18)

 相当于外国劳动者的3人年”。6
 这一数字实际上是无中生有，它通过认定美国劳动的浓缩程度是外国劳动的三倍，使美国进口商品中的劳动含量扩大了三倍。但是，如果有人在生产率差别或工资差别的基础上，通过不经过统计努力而是无中生有的数字，为这种要素的增加而辩护，那么，又何必一开始却如此关注于经验性的或“客观性的”潜在统计基础呢？

里昂惕夫保全面子的方法实际上是削弱了他所试图辩护的理论的价值。他的解决办法意味着生产函数（从而要素生产率）在各个国家确实是不同的。如果美国劳动的生产率是其贸易伙伴的三倍，那么，要素比例模型的全部观点都该被扔出窗外，因为生产率关系的理论已经使要素比例论黯然失色。

如果同样假定支付给美国劳动者三倍的报酬，或许能保持某种平衡，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这一修正因素进入系统。里昂惕夫并没有根据生产率或任何其他计量手段定义其资本或劳动投入的“平均”单位。但有一点应容易接受，即美国的劳动在历史上就富有效率的，劳动者受过更高的教育，拥有更高的技能，吃住条件好，比外国劳动者更有抱负。但是，现代经济学的正统理论没有解释为何他们的生产率更高。

这时，他们会想起两个理由，即与外国同行相比，美国拥有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人均资本设施。但是，如果承认这些理由，将会打开通往真实的闸门，因为它将给予要素比例论以致命的打击。如果美国的劳动能够转化为一般劳动等价物，为何不能对资本或土地作出一个类似的调整？这将提出如下问题：是否要强调劳动时间的等价物或者像E.裴辛·史密斯（ E. Peshine Smith）所提出的资本生产率理论那样，找出一个共同的价值能量的计量单位，它类似单位生产工人的马力，或是由技术专家在20世纪20、30年代提出的单位产出千瓦时或尔格（ergs）等概念。但是，这种分析路线将会赞同提升劳动和资本生产率的政策，这是要素比例模型从一开始就表示拒绝的！


 要素比例论中的错误假设

里昂惕夫“悖论”中有若干重大谬误，它们暴露了要素比例论的错误及其支持者为其辩护的彻底程度。

1.全世界的每个产业都被认为具有同样的生产函数
 。里昂剔夫的方法论把美国的工时产出和资本／产出比（以及劳动生产率）在部门对部门的基础上作为全世界经济的代表
(19)

 。在他的研究中，农业是最大的独立贸易类别，涵盖了1947年美国1／4的出口和1／10的进口。尽管美国农民不生产咖啡、橡胶或其他热带作物，但他们生产谷物和其他农作物的资本／产出比率，是与美国进口而外国生产的咖啡、糖和其他农作物的资本／产出比率相一致的，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都趋于更多带有劳动密集性质。

但是，假定所有国家用同样的资本／劳动比率生产各种商品，却是对现实的夸张。P. T.埃尔斯沃斯（P. T. Ellsworth）指出，与美国任一给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相比，那些外国经济体的都是相当低的。7
 鲍里斯·斯沃林（Boris Swerling）曾选择农业作为考察对象，通过研究他发现，由于某些具有较高出口或进口境况的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地位，美国194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被不适当地加权了。8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使外国的农业具有和美国一样的资本密集度是不太可能的。通过以1958年的投入—产出比率和1962年的贸易类型为基础重新计算里昂惕夫的统计数据，罗伯特·鲍尔文（Robert Baldwin）推翻了里昂惕夫的发现，因为，在美国与西欧和日本的贸易中，出口是以美国的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因而，与进口的竞争性商品相比，只具有较少的资本密集度。9


如果存在于里昂惕夫用方法中的要素比例模型是正确的，其他国家就应该像美国农民那样，必须迅速提高其每个农业工人和每英亩土地的资本投入。但据人们所知，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直到最近，那些外国的产业仍不具备与美国产业一样的资本密集度（尽管如此，东道国仍主要对美国、欧盟或日本进行投资）。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一位过去曾支持要素比例论的学者，这样指出：“即使生产函数在任何意义都存在重大差别，比较优势也绝不会承载与要素禀赋的任何系统性联系。”
(20)

 10
 这一对各国之间不同的投入／产出和资本／劳动比率的认识，足以使要素比例论休矣。

2.不恰当地确定生产要素的数量
 。这一模型只确认了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但国际经济却具有劳动素质和种类不断扩大范围的特点。就业的类别可以分为处于不同技能水平的白领和蓝领，在分销和其他非生产的工作中也是如此。资本也与此相类似，辅助劳动的工具（如锤子）与替代劳动的机器（如动力织布机或文字处理软件）也是不同的。

鲍尔文（Baldwin）已经注意到“沿着赫克歇尔－俄林路线直接应用两要素（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比例模型来理解美国贸易类型是不适当的。”11
 解释贸易必须要考虑到许多其他要素，如矿产禀赋。此外，美国还要进口很多国内供不应求的原材料，或者从国外购买美国的长期储备资源，如石油。

还有一种投入在各国之间存在广泛差别，这就是由道路、电力和教育制度组成的公共基础设施。这种设施趋于为资本密集型，尽管其免费提供服务，因而在投入／产出表中不作为成本出现。近年来，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比很久前的铺设昂贵许多，这给出了一个统计错觉，好像各经济体对单位产出的较多基础设施已经给予了更多资助，就像20世纪70年代以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所做的那样。

如同要素价格模型，里昂惕夫的统计也没有考虑金融资本、资产负债率、利率的作用以及某一特殊办法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一办法，资本费用被报告为税收用途。生态清理费用被承认了，而其他的外在经济因素则被看作是“外生的”而不再予以考虑。

3.对任何给定国家不同层次的经济比例问题失察
 。要素比例论把每个国家的平均资本／劳动比率与特殊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相混淆。这将错误地暗示每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在一个平均数周围，或要素比率稳定地不发生变化。实际上，每个国家拥有众多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很大。一个特定产业内部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比率，工资和利润水平也是不同的，美国的汽车业和纺织业就是如此。

4.未能解释生产变得更加资本密集的趋势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全世界的工业、农业和采矿业生产已经越发变得资本密集型。在某些情况下，节约劳动的投资是为了降低劳动成本，而根本就不带有增加产出的打算。但是，永恒不变的要素比例的假设——即假定每个工人有固定的资本投入——却意味着新投资将成比例地增加产出，而不是替代劳动。由于忽视了通过资本替代劳动和土地而造成的生产率提高趋势，要素比例论就没有为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生产率差距提供解释的依据。赫克歇尔和俄林就未能对资本／劳动或资本／土地比率的长期上升作出说明。他们不愿承认似乎很明显的事实，即资本、劳动和土地提供了竞争性生产服务，就如前面章节所描述的一样。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1821）中，李嘉图承认了资本偶然会直接与劳动竞争。由于否定这一点，要素比例论阻碍了自己，使自己不能解释世界经济。

克鲁格（Krueger）承认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单位工人的资本是上升的，但得出这将引起资本过度供给进而会抬高工资的简单结论。她指出，要素比例理论家们暗示，“整个资本积累进程都会减少粮食的产出（而且，也许使该国由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进口国）。”12
 其含义是国家的进步是通过从农业专业化到工业专业化实现的。看上去这一模型又回到19世纪早期的世界，当时的农业主要是通过锄头而不是农工联合企业（agribusiness）出现后的联合收割机和其他精密形式的资本完成的。但马尔萨斯反对李嘉图的断言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给予足够高的收入激励，农民会把其收入投入能够提高生产率的资本，更不用说投资于杀虫剂、除草剂和改良种子。近几十年来，美国贸易盈余增长最快的部门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在此期间，美国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工业，这是生产率提高过程中资本对土地和农场劳动替代的结果。

把工资增长看作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很现实的，这使工人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但应看到，随着投资水平的提高报表利润将会下降，这是因为折旧费的存在，以便于把他们的收入计入免税形式。

5.要素比例论的二元经济含义
 。假设出口部门的要素比率会在国内部门中反映出来的观点是很天真的。第三世界的“二元经济”拥有现代化的外资出口部门，它与设在穷乡僻壤用于维持生存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是分隔开的。某些特定采矿地区所从事的采掘、提取、精炼、海上运输（从智利运出铜、铁矿石和硝酸盐，从委内瑞拉运出石油和铁矿石，从玻利维亚运出锡，从赞比亚和扎伊尔运出铜）等活动是资本密集型的。尽管这些矿产出口国的国内经济资本贫乏，但它们并非只具有一个相同的（或“同质的”）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似乎是与要素比例论相矛盾的，并使里昂剔夫的许多“经验”资料失效。说智利从事对外贸易是为了保护其“稀缺”的劳动并耗尽其“丰裕”的资本，这真是荒唐可笑。

俄林或许会回答：智利真正丰裕的要素是矿石，但这不能在反映单位产品的资本／劳动耗费的投入－产出表中描述出来。要素比例模型把矿产禀赋记做“免费”。把矿产考虑进来作为一个生产要素，这意味着一种与国际贸易相联系的损耗功能——这样，贸易的可能性就被处理为一种经济损失，并未能对矿产枯竭的价值予以补偿，以至于许多国家最后的结果就像西佛吉尼亚一样。（那里的采掘公司坚持耗尽各种优惠而在世界各地投资，而不对在东道国地面留下的窟窿予以赔偿。）

6.忽视二元经济中外商投资的作用。
 在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因解释为何要素比例模型很少与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相关而获得了赞誉。克鲁格就曾承认，该理论不能应用于第三世界或其他范围广泛的经济体（包括农产品或矿产品贸易），只能适用于制造业。13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1973年以前，美国全部的石油进口均来自美国公司的海外分公司，该国的大部分矿产进口以及占其制成品将近25%的进口也如此。由于这些初级商品的生产需要把巨大的资本投入到在国外土地上使用的挖掘和采矿设备，这些投资反映的是美国的技术而不是东道国的要素比例。如果里昂惕夫修正了他的数据以反映这些海外分公司（及其全部海外出口飞地）是美国经济整体功能的一部分，那么，他将会发现，东道国本国拥有的部门所生产的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与生存经济的要素比例相一致，而外资部门则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一旦认识到这一点，里昂惕夫悖论就变得不那么荒谬了，它只是源于由什么组成“国内”或“国外”部门这一语义上的混乱。

为了把其国内的美国耗减优惠政策（U.S.depletion allowance）
(21)

 运用于其海外运营，美国的矿产和石油公司把其海外分公司的报表数据记入了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如果有人把其国外的原材料飞地也看作美国经济整体功能的一部分，而不是看作东道国的，这就真实了。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曾对此做过一个很好的评论
(22)

 ：

有一类贸易和出口的团体，用一些语言来解释一下看来是必要的。它们很难被视为与其他国家进行商品交换的国家，然而，把其看作属于一个更大团体却与之相距遥远的农业或制造业企业可能更为合适。

例如，我们的西印度殖民地就不能被视为有着自己的生产性资本的国家。假如曼彻斯特不位于现在的所在之处，而是坐落在北海的一个礁石上（它目前的工业仍在继续），它仍将是英国的一个城市，而不是与英国进行贸易的一个国家；它和现在一样，仅仅是英国发现的便于开展棉纺织业的地方。

同样，西印度群岛是英国发现的适于从事糖、咖啡和其他一些热带商品生产的地方。所运用的资本全部是英国资本；几乎所有的产业都为英国所用；除大宗商品外很少生产其他产品，这些商品被发往英国，不是用于与其他殖民地交换并由当地居民消费，是为了那里的领主的利益而在英国销售。

因此，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就难以被视为对外贸易，它更像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买卖，并且符合国内贸易的原则。殖民地的利润率将受到英国利润的调节，……再加上从事更远距离和更具冒险性的恶劣工作的补偿；……14


总部设在工业债权国的大型跨国公司为当今的第三世界的出口部门提供了大部分资本。这一投资是与不断增长的农业和工业依附紧密联系的。它不只是一个经济比例问题。它涉及到政府政策、贷款和美国对外粮食援助以及外交等一系列复杂事宜，对土地占有权和财产税的现代化起到了延迟作用。

7.未能认识政府政策和制度的阻碍或促进作用
 。不能指望把要素比例模型应用于美国农业的一个主要原因，源于它是世界上受保护程度最高的部门。根据美国农民不能生产的边际产量有多少，对农作物进口实施配额限制。尽管美国政府的价格支持政策有时看起来很荒谬（如让土豆变绿并倒进大海），这一计划的结果就是在美国历史上任何产业都快速提高了生产率。农场的高收入使得美国农业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高度资本化。只是到1970年以后的尼克松政府，才开始逐渐废止价格支持政策，家庭农场逐渐走上演变为有着既得利益的农工联合企业的道路。

由于没有认识到政府计划对于提升资本／劳动比率的作用，要素比例论把各国描述成仿佛由自然界“赋予”资本。竞争优势的基础因而就不再表现为政策。在这种政治休眠精神的指导下，赫克歇尔认为：“没有必要关注某一特定国家会通过贸易保护手段获得优势，借此改变某一商品的供求关系”，并影响生产所需的各个要素。15
 但是，正如前面章节所描绘的，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工业国，无论其最初的要素比例如何，都是通过干预“自由”贸易才实现其领先地位的。

如何解释下列问题：为何世界上第一流的两大工业强国，即英国和美国，分别由人口最稠密和最稀疏的国家演化而来？要素比例论并没有把英国早期的工业资本积累归因于重商主义政策，而是归因于劳动力充分乃至过度供给，压低了工资率，提供了相对高的获利机会，从而增加了资本投资的事实。然而，正是在保护主义关税壁垒作用下，美国工业有了相对较高的工资，并将其收入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采取商业、工业和货币的国家主义政策，关税在使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获得资本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正统的贸易理论却放弃了对长期的人口和技术变迁、资本积累、不断提高的收益、工资与生产率的互动，以及与之联系的利用政府政策来影响这些动态的作用的关注。

如果不能承认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最终决定于政府政策和社会制度，就不能得出经济将如何演化的结论。智利拥有世界上最丰裕的可作为肥料的天然硝酸钾的矿藏，而且还有大量的未被雇用的农村劳动。这些禀赋使人想起它应成为粮食出口国。但是，它的土地占有却长期在大庄园与小农户之间分化了，并且，智利的粮食进口量已经超过了其出口铜所换取的外汇量。要素比例的统计资料并没有反映出这种制度上的畸形。

俄林提到的“改变自然习性”16
 让人想起了李嘉图的“自然给予的特殊能力”这一不恰当的概念。忽视导致各国之间资本积累率差别的政治原因，就不能解释各国之间在劳动和资本生产率上的分化。看上去工业和金融资本似乎天生就是通过机械采掘矿藏或利用金钱采掘矿藏（如铜和煤）进行储蓄的结果，但事实是资本是在政治上最活跃的国家以较快的繁殖率增长起来的，而人口却在更穷和劳动更加密集的国家迅速增长，这更多是政策和社会制度而非自然界作用的结果。那些忽视政府政策作用的理论家将不能解释为何不同的“禀赋”会首先被领入第二章所描述的不同路线。资本“起初”在所有国家都是稀缺的。有些国家止步不前并停留在这种状态中，另一些国家则积极前行。

现在，更多起作用的是误导性的、狭隘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幼稚的“有学问的无知”。通过不致力于建设利用政府干预重塑市场势力的经济，经济模型的有限范围蓄意避开了讨论社会、政治和金融的动力，而这些动力则要求在现代世界中实现技术上的竞争力，这就是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在提升其工业和金融领导地位时所遵从的路线。其结果就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愚蠢。单位工人－资本比例的任何组合都被看作给予每个国家的某些产业以竞争上的优势。每个经济体的技术情况都根据抽象的比例（人均资本）所描述，而不问它是怎么来的，也不问保持劳动和资本（甚至土地）的国际竞争力所要求的教育制度、公共基础设施、税法、环境规制及与之相联系的政策的前提是什么。


 要素比例意识形态的政策缺陷

尽管各种批评指责要素比例模型并不切题，因为它忽视了政府政策对刺激投资及培训或从海外吸引技术工人的作用，然而，自由贸易论者却把它当作标准来指导各国应该如何工作。克鲁格在她的论文中表明：

［它］可能是正确的，尽管所观察的生产方式由于效率低而向其反方向运行。……当要素市场扭曲严重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有多种手段可以用于必要的保护：信用配给或对优惠产业免税，通过税收收益、关税、配额等对公共企业的营运损失予以资助。……补贴可以使任何一个产业成为出口产业，甚至可以让一个在有效配置下的产业根本不生产。同样，也可以利用税收对一个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征税，使之在国内生产中完全处于无利可图的境地。17


按照克鲁格的观点，这些税收、关税和补贴连同币值高估、进口许可证或差别汇率，会导致国家生产和出口“错误的”商品。把保护主义看作是经济“扭曲”，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说，“唉，政府干预现存的要素比例和市场力量，使资源流向‘效率低的’部门，正因如此，要素比例模型认为它们不会受到自然的青睐。”

到底什么是经济扭曲？通过界定“市场力量”畅通工作的准则，可以看到，在那时，任何补贴、贸易壁垒或政治决定以任何方式影响经济都是一种扭曲。但是，这是一种语义学的曲解，它使得术语“扭曲”成为任何政策计划的代名词！这是对政府的作为有着消极价值评价的意识形态标签。

这一模型所暗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下一章讨论）定义了一种收入趋同的“正常的”国际发展。为了出现这种情况，各经济体必须有着相同的生产率水平。要素比例模型假定以此为开端，但是，在当今世界——不像19和20世纪——要求不发达国家要通过积极的政府关税或补贴政策以避免由于国际经济的两极分化而形成的“扭曲”。如果“正常的”行为是趋同，通过削弱资本贫困国的资本积累并推动资源由这些国家转移到更富有国，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也可以被认为是扭曲了这一趋势。

意识形态非常像一个对经济发展有影响的生产要素，因为它是指导公共政策的逻辑。政府基于国家利益控制调整市场力量，通过国家从事更积极的经济外交，使它们的经济变得畸形。如果世界由克鲁格所说的扭曲来掌控，那么，对于任何给定的国家，放弃这些政府政策，就是允许其经济和国内资源由如下国家掌控，这些国家更多带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贸易规制，更注重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施对外援助战略和外交手段。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要素比例论者不再讨论政府调控问题，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扭曲而不问世界上的调控方式是什么，它的影响如何。当克鲁格批评为资本品（capital－goods）
(23)

 的进口而实施顺差汇率政策时，她说，这是错误的——或用经济学行话，是“低效率的”——因为这些国家过早地工业化了（似乎每个部门，甚至农业，在当今都没有通过更高的资本集约实现工业化）；这时，她露出了马脚。她对寻求提升本国劳动质量的国家特别苛刻。认为最低工资法、公司住宅、工会协议，“甚至跨国公司问心有愧的意识，都会导致给工人支付更高的、甚至超过公司在竞争性市场获利的有效工资”。18
 所以，工会应该解散，工业工资率应降到与利润相比正常的低比率，跨国公司的意识应被平抑到只是遵从所谓的自然的境况；并且，要通过降低工资水平，帮助穷国达到其最优经济状态。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影响市场力量——显然它们这样做了，因为这是政府的固有角色。关键是它们所寻求的目标以及如何通过最佳干预来左右这些力量。成功的政府已经推动了能源、谷物和其他基本必需品方面的自给自足，提高了生活水平，长期支持农场收入以为农业现代化提供资金；例如，美国政府从1933年起就已经实施这些政策，欧共体的相关工作则始于1957年。政府也可以通过促进国内粮食生产以实现其贸易平衡，并防止其贸易条件恶化。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却告诫政府所有诸如此类的政策都不要执行，而培训这些经济学家的国家自己的政府在历史上却使这些政策大行其道。


 不断分化的要素生产率

要素比例模型表现了对一种观点的回避，这种观点曾延绵两个多世纪，它承认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着要素间的竞争，明确表明在生产中存在资本替代劳动（和土地）的趋势。麦克道格尔（G. D. A. Mac‐Dougall）在1951年的研究显示，与英国有关的美国出口结构是这两个国家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函数，而不是在相同技术的生产函数条件下的要素收入差别的函数。美国每个产业类别的出口反映了其具有比英国更高的单位工时产出率。具有生产率优势的国家在给定的产业从这些具有高生产率的部门出口产品，它又受到工资差异、税收方式和融资成本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可用性等相应先决条件的制约。19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关键性问题是储蓄转化为新的直接投资的比率，以及“信息革命”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工业国家的通信技术，很可能要像两个世纪前蒸汽机时期的工业革命一样，彻底改变世界的成本结构。但是要素比例的度量触角并没有涉及这一经济领域。

国际贸易模式的“产品周期”理论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它描述了技术优势不是源自有利的要素比例或通常的较高生产率，而是来自新发明带来的垄断利润。发明者享受着新产品带来的暂时垄断，但很快被外国模仿者（例如日本）所取代。日本和西德取代美国和英国成为汽车、造船、消费者用电子产品、资本品和钢铁的生产者，但很少有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事实，常常作为产品周期理论的证据被引用。然而，这一评论并没有指出是何种特殊政策造成了一个创新性投资的氛围和高的资本／劳动比例。

这些理论的思路要把我们带到何方？当工业化国家用效率不断增长的资本替代第三世界的劳动、土地和矿产时，通行的“要素禀赋”却趋向于威胁欠发达国家应膨胀其人口。通过加剧恶化第三世界原材料的贸易条件，工业化国家的对外投资强化而不是削弱了这种两极分化。正如第十一章将要阐述的，要素比例模型不承认资本的国际流动，也没有认识到有技术且低工资的劳动向更富裕经济体的迁徙。

有人可能想知道，为何赫克歇尔、俄林及其追随者那么不愿意关注生产率差异的存在？为何不直接提出不同的相对要素收入可能源自相对稀缺，也可能是由生产率差别造成的？认识生产率和收入差别将开启这样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即高收入能否补偿或支持生产率优势。这个问题建议我们应搞一项调研，看看是否存在对高工资水平导致更快速增长的生产率优势和由此形成的“支付”更高工资率的限制问题。过去，曾经有人沿着这一思路作过分析。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后古典理论的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没有必要在本书为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贸易的国际经济学设立若干章节的原因。

理论研究的狭隘必然导致政策结论的短视。一个国家要素比例的“禀赋”将随时间推移而保持——这是自由放任教义的基本前提——建议人口稀少、土地丰裕的国家应该出口原材料以换取外国的制成品和谷物。他们认为，贸易必然会提高这些国家最丰裕资源（土地和矿藏）的收入。但他们所缺乏的是这样一种思考，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贸易或许会削减取得收入的能力，例如，在单一生产综合症的情况下既是如此。

通过把相对收益水平无一例外地归结于要素比例，该理论转移了人们对投资激励如何提高生产率的关注。即使美国希望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它的关税政策却阻碍了这种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贸易保护主义下美国实施的纺织品配额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里昂惕夫悖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下述事实解释，即美国自上世纪40年代起就已树立起世界上最高的农业贸易壁垒——这就是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配额和关税。但是要素比例模型却假定贸易双方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并为此提供了一个根据。像李嘉图的比较成本模型一样，要素禀赋论还假定劳动和资本非常灵活，能够被充分利用或就业，而不需要通过增加人均投资以解决这些要素的不断荒废问题。

把收入水平归结为劳动稀缺而不是其生产率，意味着雇主们与各个国民经济体一样，发现其优势在于拥有低报酬的劳动而不是通过支付更高工资来提高生产率。该理论还提出紧缩计划能改善一个经济体的国际地位。然而，根据以往生产率的变动史，这样的节衣缩食会削弱而不是加强现代化，同时会阻碍投资激励及在基础设施和研发上的投资。

总之，通过暗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存在着国际收入的均等化倾向，要素比例论假定在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之间没有相互关系。这一理论认为，低工资有利于就业，并且没有加重对劳工的技术的淘汰。同时，低工资还意味着高利润，而不考虑其对市场需求的抑制效应。与该模型所展示的乐观情景相反，当外贸正在削平各国之间的工资和利润差别时，世界经济并没有处于公正均衡状态。自由贸易推动了各国之间的两极分化趋势，对此，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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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是两极分化，还是趋同

本章将要描述高技术资本替代手工劳动和未经开垦土地的趋势，而这将导致国际间的分化而不是收敛，从而为第七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作答。那些认为国际间的收入水平会因贸易自由化而逐步收敛的理论，完全不顾生产率差距在国际间扩大的事实，而将其运用到真实世界中去的时候就会产生误导性的后果。其实，这些理论与18世纪的斯图亚特、塔克尔那个时代的研究相比是大大的退步了。


 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

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是要素比例理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拓展。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再假定极低的运输成本、营销成本和本地偏好，那么，若一个国家使用相对稀缺而价格昂贵的劳动生产的产品，就要被其他地方那些使用相对充裕的劳动生产的产品以低价挤出市场，由此国际间的收入应当趋于收敛。正如赫克歇尔（Heckscher）对此理论的解释：

如果各国生产条件都相同，……那么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换言之即各自的收入）的差异将通过贸易获利，任何一种要求使用相对更多的相对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都会使另外一种使用相对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的获利更为显著。因此，贸易会持续扩张，直到这种产品所使用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在各国之间达到均等化为止。

这里致命性假设是：“所有国家的生产条件都是相同的”。这意味着如果工资上升，是由于相对于资本的利用而言劳动减少了供给，而不是因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显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产率是不同的，这是国际经济的明显特征。

在忽略这个看来似乎是明显事实的情况下，那些学界教授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向学生们解释这种理论：某种要素的相对稀缺可以通过产生这种稀缺的产品的交易来加以平衡。在这种设定下的模型中，贸易被认为会在收入结构中产生一种相似性（即相同的平均工资利润比），即使没有达到必要的绝对收入均等，除非在诸如原材料、资本品等共同要素的贸易中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价格。当然，这就是所谓的贸易。

正如在第五章已明确指出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比较成本或收入比例将会成为实际成本，在这一前提下，收入水平将会在全世界趋于均等化。但是，尽管世界原材料和资本已形成了共同价格，并产生了大规模的国际投资，收入水平在几百年来并没有均等化。显然，应该把某些关键的决定性因素考虑进来解释问题。

赫克歇尔继续解释道：“在某些情况下，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保证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具有同一的相对价格；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而不是这些要素的数量之间的比例性，能够保证不同国家具有同一的（不受约束的）要素价格。”就像跨越国界的自由移民使得工资水平均等化一样，外国直接投资也会使得世界利润率均等化（根据当地的风险、资产流动性和相对投资考量的不同而调整）。

上述理论主要忽视了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等因素。保罗·萨缪尔森在考察“欧洲人所申诉的‘要防止那些技术和机器远远优于我们的美国工人的高工资、高效率的不公平竞争’”时，似乎已认识到生产率的差异。但是，他只是把这一认识用来反对保护主义提出的靠救济的贫困劳动者的逻辑依据；指出，由于高报酬的劳动具有高生产率，所以，美国劳动者不需要用关税保护来对抗外国的“靠救济的贫困劳动者”。然而，正是这一观点，恰恰否定了萨缪尔森如此强力推行的要素价格均衡定理。

萨缪尔森也曾断言，劳动（包括可能的熟练劳动）的移民起到提高移出国工资而降低移入国工资的作用。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当第三世界国家面临最优秀的学生留在国外形成“智力流失”时，可能就不会有抱怨的理由。

如果剩余人口能够从比利时移民到美国，报酬递减规律必然导致美国的实际工资率将会朝着均等方向下降，而比利时的工资率会上升；随着这里工资率的上升，那里较高的地租也会朝着均等方向下降1


从另方面看，如果经济生活的特点是规模收益递增，那么，当某些国家面临劳动特别是熟练劳动的流失，这些国家就难以提高本国的收入，而劳动流入国则能够更好地增进就业并提高技术函数。这看起来是违反直觉的，如果高收入的劳动是更高的效率，那么，高工资水平或许起到自我资助的作用。例如，19世纪美国工人的高工资，使得他们可以把一部分可观的收入投资于自身和子女的教育。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动态正反馈，同其他国家较低的生产要素相比，保证领先国的劳动、土地和资本获得不断增进的更高报酬。在这种情况下，要素比例论就变得毫不相干了。

要素价格均衡定理转而成为劝阻第三世界国家不要保护和提升本国农业或工业的教义。它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去从事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从逻辑上讲，这是通过“做其最擅长做的”来最优化其经济潜能。低工资率被认为是有利于就业，低生产率并不会阻碍就业。保持低工资水平的紧缩计划被认为是有助于就业的。

但现实是第三世界的贫穷削减了国内投资，造成了对工业国的粮食依赖。因此，承认高收入水平与高生产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紧缩计划是在阻碍而不是帮助这些国家的发展。


 国际经济与热力学的熵之间的错误类比

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要素价格均衡定理，源自经济学界用它与可能导致最错误的类比的东西作比较：把它与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即熵定律作表面的类比。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希望通过借用物理科学的范式，使自身以科学的面目出现。于是将热力学的类比配以相应的晦涩的数学符号。但是，对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及其追随者发展的国际收入和价格均衡理论，却没有统计数据能够加以引证。

如果经济理论对于真实世界像热力学对于物质自然一样有着很多的相关性，熵的类比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置于经济趋同论之下的假定仅仅是假设而没有经验检验。在自然科学中，一个理论必须经过实验证明并具有内在一致性。精神变态的精神病人具有内在一致性，但并不实际。经济学就像任何优秀科幻小说，内在一致性非常重要。

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热将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吸纳热将形成能量，”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写道，“第二定律断定，自然过程独立地把一个物体的热转变为机械运动，是不可能的，除非允许热量从一个物体传递到另一个较低温度的物体。”
(24)

 根据这一定理推断，除非存在诸如关税或配额等贸易壁垒，出口应由“热的”高收入经济体流向“冷的”低收入经济体，从而假定流向低成本地区。

在价格竞争的世界里，当一国生产要素比较便宜时，或用同一道理表述，当一国效率高于其他国家时，一国的经济活动就可能转为出口贸易。但是，由于要素比例模型忽略了生产率的差异，其考虑的唯一变量就是收入。这种约束性假设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贸易会缩小国际间的工资和利润率的差距。

工资—生产率相互影响的观点之所以有一个多世纪得不到尊重，是由于它是打开了国际经济两极分化的潘多拉之盒。如果把国际经济恰当地比喻为一个以收入和生产率越发不平等为特征的扩展体系（它被垄断力量和金融杠杆所支撑），那么，欠发达经济体应当放弃自由贸易和紧缩政策，采用保护主义的发展战略。用这种观点解释为何最先进国的高收入并没有削弱而是提高了其出口竞争力，可能更为现实。承认工资—生产率之间的正反馈，将反驳这种教义——只要政府不做任何干预“自由市场”的事情，看不见的慈善之手将引导各国越来越平等。

为何没有走向正确的方向？如果能够在国际经济学和物理学法则之间找一个现实的类比，就应该在一个展开的负熵而不是熵的宇宙的基础上，假定宇宙学的某些新法则。经济的热量稳步增加，并从较寒冷的物体流向更热火的物体；这似乎违反了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但现实就是这样——富国比起穷国更容易、更成功地变为更加富有。这些“较冷的”低收入经济体遭受着其资源以贸易赤字、资本外逃和人才流失的形式，流向“较热的”高度工业化的高收入国家的痛苦。这种把世界上的生产资源集中于最富有国家的贸易倾向，恰恰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包含的扩散惯性原理相反。一个使之最优化的活动确实是在运行，但它并没有被熵的经济学所描述。


 关于收入均等化趋势的早期驳斥

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介绍了18世纪关于趋同和两极分化理论的主要争论。休谟在1753年的论文“论贸易平衡”中对趋同的比喻是：“所有的水，不管它在何处交汇，总是保持在一条水平线上。”2
 塔克尔于1774年复述了这一观点：“这已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念，如果给予充分自由，贸易和产品总会从一个富国流向穷国；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瀑布总是从高处流到低处。”但是，在世界经济中水似乎是向高处流。早在1758年，塔克尔就曾断言，“作为竞争对手的国家不能同时致富，穷国将从富国取得贸易，低工资创造廉价产品”3
 ，持有上述观点只是犯了“低级错误”。

1848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卡尔文·科尔顿（Calvin Colton）重申了休谟的观点，认为自由贸易将削弱该国的高工资水平：

显而易见，当美国劳动的产品……被引入到欧洲和其他外国的同一种劳动的自由、开放的产品市场，就是这种劳动本身处于同一市场；其趋势是相对于他国劳动降低美国劳动的价格。这里说的趋势……我们以前曾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劳动将不会完全降到欧洲劳动原有水平的原因。一个水塔的水面高于另一个水塔，在二者达到同一水平之前，向后者放水，将提升后者的水面。如果两个水塔的容量相等，在二者差异的一半将达到同一水平。但是，与世界其余地区相比，美国的水塔很小，如果向其他水塔放水，将急速下降，而其他水面却上升极慢。4


上述内容已作为“救济贫困劳工”的争论被众所周知，并在保护主义政治家的保留剧目中反复出现超过80年。（至少在1932年的大选中，共和党竞选纲领仍然重复这一内容。）弗朗西斯·阿马萨·沃克尔（Francis Amasa Walker）在1876年评论道：“保护性关税的公开目标”是使工资降到欧洲和亚洲一样低的工资水平。涉及“救济贫困劳工”的内容充斥在亨利·克莱（Henry Clay）、众议员安德鲁·斯图尔特（Rep. Andrew Stewart）和众议员威廉·凯利（Rep. William Kelley）的演讲中；但是，只有假定某地一日的劳动在经济上等同于任何一地一日的劳动，且一人的劳动与另外任何一人的劳动具有同等效率，这一观点才有重要意义。5


沃克尔通过援引英国一个伐木工人能够在给定的一天里做32个东印度人所做工作的案例，反驳了上述假定。他得出结论，美国工人没必要担心来自外国低工资的竞争，因为救济贫困劳工将使单位成本变得更为昂贵。“犹如战争中的竞争，在工业竞争中，文明的、有组织的、受过训练且装备精良的国家，对于蛮夷对手，总是能够自信地怀有一种同等的轻蔑。”

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在范德林特（Vanderlint）1734年出版的《货币万能》（Money Answers All Things）的扉页中引用了旧约圣经中“箴言篇”的一句话：“穷人的毁灭在于他们的贫困。”相反，通过高工资政策和高科技投资所形成的人力和物质资本，致使最尖端的工业国拥有成本优势，这些先进经济体反而不需要保护性关税。

这是继要素价格均衡定理之后有关自由贸易的一场更为复杂的论争。但是，这场争论的目的是作为论据呼吁富国实施它们的自由贸易，而不是向穷国做出自由贸易的承诺。


 高工资教义的经济学

16世纪的经济学家约翰·哈尔斯（John Hales）在其《关于英格兰王国共同福祉的演说》（Discourse of the Common 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一书中写道：“只有主人施以有吸引力的工资，才能激发工匠辛勤辛劳。”6
 正常条件下更高的工资将更多地激励工人，借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工人劳动缺少强度，或者每周劳动较少的天数，或者由于奢华的生活方式损害了其劳动质量，才会产生不利后果。塔克尔在1748年也注意到：“据观察，我们当中的一个吃牛肉和布丁的劳动者所做的工作，是一个生活考究、只吃素食的绅士所做工作的两倍，如果一个本国人能够做两名外国人一样多的工作，他就能比一个外国人要生活得更好些，并能更便宜地出售他的劳动。”7
 低工资唯一值得安慰的特征是，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易于“实施勤劳和节制。”但后来的观察者注意到，低工资更通常的结果却是绝望的挥霍。

19世纪后期，美国已采用这一分析路线作为政府的政策。在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
(25)

 的两届民主党政府中，国务院起用了雅各布·舍恩霍夫（Jacob Schoenhof），一个主张自由贸易的民主党人；该人在1861年从德国移民到美国，曾到世界各地旅行，其间比较了各国的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他的统计数据证实，有利的生产率优势足以抵消美国的高工资水平。为此，民主党人主张，排除使用保护性关税支持工资水平的要求。舍恩霍夫在1884年写道：“美国不能通过降低工资来征服他国。”

而应通过优秀的组织和由于该国更高生活水平而产生的更高劳动效率实现这一目的。高工资的劳动意味着更好的食品和更好的生活，而这些可以给美国工人提供能量和智力，对此，他有充分理由加以欢迎。高工资劳动的国家在任何方面都能战胜“救济贫困劳工”的国家。8


美国的工业战略应顺应其高工资和高生产率水平的潮流，在世界市场上形成保持其国家竞争优势的反馈系统。舍恩霍夫得出结论：“适者生存，因此，……这是高工资率的结果；工业国的高生活水平，成为低成本生产的先决条件。”9


不是凭空捕捉来自外国救济贫苦劳工所形成的想象竞争，高工资的经济模式致力于提高生活水平和积累先进的高生产率资本的要求。由于生产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利润会用于再投资。这使得高生产率经济体中的企业继续挤压其竞争对手，而那些竞争对手只能得到相对较低的利润，从而剥夺了它们保持世界一流资本生产率所需资金。

如果低工资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高工资国家低，那么，工资差距不一定表明经济的不均衡。国际贸易使产品单位成本相等，而不是工资水平相等。在工资和利润率在各国之间形成差别的情况下，贸易可能在单位成本的基础上形成平衡。在不同的生产率条件下，使要素的贸易条件实现稳定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如果全世界的劳动都根据其工时进行交换，这将要向高效率劳动和低效率劳动支付同等报酬。

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能在多大程度上领先于贫穷经济体，并在支付了较高工资和利润后仍能产生一个剩余，显然是存在界限的。超过某一点后的较高工资水平将不再反映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正如早期重商主义者所警告的，奢华将会到处泛滥。但是，只要剩余整体增长，工资和利润就会并行不悖地增长，而不会出现李嘉图和生产要素比例模型所提到的矛盾。这种认识在亨利·凯里（Henry Carey）提出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和谐假设中得以延伸：明智的雇主将提高工资水平以减少单位劳动成本。但是，凯里强调，为了使工资增长与更快地提高生产率相联系，雇主或许需要以新技术保护其资本投入。因此，资本才是维护一个高工资经济体所需的首要保障。


 被废弃的低效率生产要素

运用生产率的方法对国际贸易和收入的分析表明，现代资本密集型生产可能会使某些类型的劳动被废弃。世界上使用马匹的劳动，在蒸汽运输（特别是在农业中）和内燃机的发明后变得毫无竞争力，就是证明。使用马匹的劳动收入在传统上要比手工劳动多，因为其生存成本高。但到20世纪初，马匹已经开始丧失其经济功能。作为经济投入，马匹的存在有赖于其提供的服务价值超过其基本养护费用。蒸汽驱动的拖拉机、汽车和其他机械运输工具的传播，为马匹从事能够抵消其维护费用的工作留下了很小的空间。

如果资源总是得到充分运用，为什么马匹不能简单地转换到拉货车、牛奶运输车、牵引车或驮送骑兵军官以外的其他工作？答案是（如劳德达尔指出的，参见本书第七章第1节），它们不能如此便宜、如此称职地完成那些由汽车、坦克和其他机器完成的工作。没过多久，那些曾经用于种植干草和燕麦以饲养国民马匹的土地，就被用来种植有较多报酬的作物，以便使农民能够利用这些收益购买机械资本支持替代马匹的动态过程。在“马匹密集型”产品中享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者，面对向机械化生产模式的转变，失去了这种优势。

非熟练劳动与上述案例有相同之处。与马匹相类似，工厂和农场的体力劳动，被蒸汽机、发电机和内燃机取代了。由于机械提供的工作效果的成本降到完成同样工作所必需的工资成本之下，机器在许多领域驱逐了体力劳动。在机器与人之间的竞争中，劳动作为体力劳动的努力或重复性机械操作的展示，是一种未经加工的供给，它正在像马匹一样变得不经济。由于其最低工资——即维持生计的价格——超过了能够提供相同工作成果的机器的成本，非熟练工人正在被逐出生产领域。事实上，机器在单调沉闷的工作中取代人类劳动（更不要提牲畜）的能力，不仅解放了男人和妇女，使得他们可以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还迫使他们要么提高在生产中的地位，要么被淘汰、失业，直至他们掌握能够提高地位的工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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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工业品劳动的相对成本

在图9.1中，曲线WW1代表了一个工业经济体中逐步上升的体力劳动的实际工资率的变动情况。在工业化过程中，工资上升是对劳动稀缺的反应；后来，工资上升是由于社会福利方面的考虑。曲线EE1代表了同一时间内，运用资本设备生产相当于一个人力（manpower）
(26)

 的工业能量或服侍机器工作的成本的下降情况。早在19世纪，这些成本就已经低于利用人力所产生的成本，正是这些人力，将工人所需“燃料”即食品、服装和相关必需品转化为一定卡路里的工作努力。

在李嘉图时代，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新到城市的农村移民具有运用带有些许智力的体力劳动的能力。儿童也在织布机旁做些服侍机器的工作。但是，今天从事这种简单工作的意愿和能力不再有获得就业的资格。两个世纪前为英国工业实力壮大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出农村男孩和他们的姐妹们，在当今的贫困经济体中则代表了一种人口负担。

由于特定生产要素——马匹、非熟练劳动力等——的废弃，使得今天的国际经济要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认识的更为复杂。虽然自由贸易的教义宣称没有任何优势的欠发达国家可从本国的低工资水平获益，但这一结论只能遵照如下假设，即劳动生产率在国际范围内是划一的。但现存的可能性却是，领先国的资本能够把第三世界的工资率压低到生存费用的再生产水平之下，既使不断增加能耗的单位生产工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会使更多形式的初级劳动变得不经济。10


讨论废弃作用问题的必然结论，就是人力资本和有形资本的互补功能。为了适应就业，工人需要补充适当的培训和教育，也需要有高生产率的资本。不能获得技能或必要的与之互补的资本，将导致劳动被遗弃。1853年，美国保护主义者E.裴辛·史密斯（E.Peshine Smith）指出：“当我们把劳动与更复杂的机器联系在一起，通用智能的价值就变得明显不重要了。”11
 四十年后，舍恩霍夫也指出，

某一工业类型的几乎所有工作，通过大量培训使之变得更有效率或更有用，是完全必要的。在需要技能的工厂，只有当出现巨大需求和劳动短缺时，才会雇用未经培训的劳动。12


由于劳动需要更多的培训和教育作为就业的前提条件，这种最低限度的必要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工资也必须相应增加。因此，不断改进的教育、饮食和其他社会标准，就不仅是只增加成本而不利于生产率和产出的消费者奢侈。劳动素质方面的投资是提高资本密集型生产的前提。领先国越是提高其社会标准，低工资的被紧缩困扰的经济体自身所拥有的资本和劳动竞争力就越落后。当低工资的工人不能获得培训和教育，而现代技术水准下所需要的培训和教育能够提高其在生产的地位，问题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政府不提供基础教育和其他必要的基础设施来保证其经济竞争力的时候。当贸易引起本国与国外高效率生产之间的竞争，大部分劳动者会发现自己失业了。此时的劳动不再代表生产潜力，而成为社会福利的消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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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耕种成本：土地密集型生产与资本密集型生产


 农业和采矿业中的废弃

另一个经济废弃的例子发生在农业。由于美国和欧洲的农业机械和相关改善并非昂贵的动力的作用，再辅以化肥和杀虫剂的帮助，整个世界“原生的”或“天然的”土壤肥力的生产力已被低估。天然的或未经耕种的土壤的肥力，已经像未经培训的非熟练劳动一样成为一种被废弃的投入。这就是为何工业国成为谷物主要出口国的原因。

在图9.2中，通过比较造成土壤枯竭的粗放土地耕作模式的处女地的生产成本，显示了依靠化学添加剂、改良籽种品种、杀虫剂和除草剂来增大土壤肥力的成本是逐步下降的。19世纪，在疏于耕作的国家如美国，普遍采用的是粗放耕作模式；那些短暂的耕种者“开采土地”，在一个地区耗尽土地肥力，然后再转移到新地方。这是当时美国向西扩张的主要推动力。

幸运的是，通过使用营养物，这个过程是可逆的。对于工业经济体，曲线KK1代表用现代资本密集型农业技术为同一市场生产一单位谷物的成本，曲线CC1代表在未开垦土地上生产同等数量谷物的成本（由于土地价格普遍上升趋势而上升）。就像其曾取代体力劳动那样，技术取代了土壤，把土地转变为资本的工具。

类似的变化还出现在采矿业。在天然丰富的非洲铜矿开采中，4%到5%的铜矿含量是标准的矿物成分，当北美的采矿业用重型推土机替代不断降低的矿石纯度（和劳动）后，非洲的矿石成本变得相对高了。现在，美国采矿业运营者对矿石的处理可以低到平均含铜量的0.4%和0.6%，每吨成品铜比采用劳动密集型运营的赞比亚和扎伊尔花费的成本还要低。当颗粒技术使人们有可能用更具成本效率的方式开采低品位矿石时，类似的成本降低现象还出现在采铁业。在最近几十年，可以说，如果研发有充足的商业动力，矿物含量越低（通常是那些最近刚开采的矿井），单位生产成本往往倾向于越低。同样，在橡胶工业，合成越来越容易，所以高价的天然产品被排挤了。这些例子使人回想起亨利·凯里提出的反李嘉图耕作法则：社会进步是从劣等土地和矿井到优等土地和矿井的过程。这些技术创新的发展恰到好处，因为铜和铁矿石的品位在全世界都在趋于下降。

这并不反常，因为收益递增是采矿业和农业都要遵守的规则。作为非资本化产业的机会成本的必然结果，就是农业和采矿业陷入被遗弃的经济境遇。由于资本投资和劳动升级，最少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已经从经济上征服了最多自然禀赋的国家。这是过去300年的教训。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削弱了低效率经济体发展自己工业和农业资本的能力。但是，贸易的收入效应却被认为不具有收入—生产率联系。赫克歇尔承认：“国际贸易导致生产要素性质的变化（动态变化），但这种变化被完全忽视了。”13
 只有不理睬近200年更为传统的经济理论，这种如此狭隘的智力障眼物才能被认真提出和对待。


 国际贫民区的困境

前面的研究已经表明，欠发达国家经济的废弃是领先国更迅速的资本形成、研究与技术开发的一个结果。在自由贸易下，没有被现代化的资源将不会被运用。目前需要大量的补贴和贸易壁垒用于实现被废弃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现代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阻止了这种未来投资，也没有承担这种公共开支，这就决定了那些最不发达国家的行乞命运。

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半个世纪，其纺织城镇的经历已经证实了这一原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高技能的劳动是最早被机器取代的对象。动力织机取代了男性手工织布工，其岗位被具有较低技能的服侍机器的妇女接替了。许多观察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机器生产的传播将会降低而不是提高生活质量。然而，英国的工业经济最终进入了更先进的机械化阶段。当其资本越发成为技术密集型，就如需要经过良好培训的蓝领操作者一样，也需要一种新的白领加以补充。与消费不足论者的预测相反，后来并没有出现劳动被大量取代的现象。而是产生了这样一种熟练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的长期趋势。勒德分子（Luddites）
(27)

 及其同时代的机器肇事者是错误的。通过不断增加产出并由此形成可行且更高的生活标准，技术进步最终提升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和经济水平。

然而，这只是发生在先进国家的情况，它们会通过某些社会程序更经济地提升人口的素质。科技发展相当均衡，从而在现代性和废弃之间没有产生大的缺口。与此相反，今天的欠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一场农村迁徙，反映了对低生产率劳动的社会跨越。这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日益沉重的负担。一个逐渐扩大规模的消费者正在形成，他们不是生产者，当其从传统居住地涌向工业和商业城市后，就必须依靠国内产出提供食宿和其他养护。这些人口通过影响犯罪率、患病和总体生活质量，增加了间接成本。同时，不断增加的福利税收和社会改良费用提高了私营部门的生产成本，消耗了社会剩余，这些本可以用于资助教育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费用，只能用于帮助待业劳动者在现代世界中找到工作。

虽然美国和其他工业国正在努力使本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现代化，但是，当国际经济使得拉美和非洲的劳动和土地处于与国外现代生产者的不平等竞争中，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将长期处于贫穷的状态。先进国家享有营销和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创建了销售递增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反馈效应，而欠发达国家甚至失去了自己的本土市场。

一个世纪以前，关于英格兰和爱尔兰济贫法的辩论显露了某些这种强加于人的残酷性。在考察英国曼彻斯特工人生活方式时，詹姆斯·菲利普斯·凯博士（Dr. James Phillips Kay），一位内科医生，写道：

引入野蛮竞争不是更主要地倾向于提高生产财富的能力，而是通过各种手段使其收入与廉价劳动按一定比例相等，并能够最终阻止用于劳动赡养的基金增长。这样的竞争仅仅在类似动物的组织中是有意义的，在那里，消费者只能得到最低工资。但是，这些人劳动的低价是以其需要匮乏和野蛮习性为基础的。因此，当他们促进财富生产时，他们的野蛮习性和随之而来的道德缺失必然成为这一复合过程的一部分。这只是某种商业状态所必需，并不与按照保有文明的标准估算出的劳动报酬相符。若干年后，他们的精神和身体能力都衰弱了，成为社会的负担，同时也耗尽了他们并没有积累起来的财富。14


解决这个问题可供选择的另一方法是改造社会，并使这些劳动者处于其中。但是，只有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会主张这样做。凯博士引述了威廉·纳骚·西尼尔（William Nassau Senior）《关于爱尔兰济贫法法律条款给赫维克勋爵的书信》的内容，该书信所展示的坦率胜过了当今最极端的保守主义对福利支出的攻击。西尼尔宣称，为了维持和扩大济贫法，应把爱尔兰分为若干类似独立国家那样的教区，居住于此的人可以不加考虑地繁殖生育，为了避免惩罚而从事劳动，对其子女给予津贴，并将其父母置于教区，根据权利而不是契约确定工资，每一个邪恶都源于上司的不公正，当由于其自身懒散或短视而引发工资下降，他们会通过焚烧住宅、残害牲畜或谋杀地主和教会执事济贫助理施以报复；简言之，带有奴隶的懒惰和鲁莽特性的自由人不是顺从者。15


1864年，牧师温伍德·里德（Rev. W. Winwood Reade）在关于非洲人口的论述中，描述了这种两极分化进程的逻辑结果：

这个广阔的大陆……最终将被法国和英国几乎平均地瓜分。

在北非，法国已经拥有了一个伟大军事帝国作内应。它将与穆罕默德权力结盟。在穆罕默德军队的支持下，它将占领非洲……而英国，将继续一个更为和平的进程，通过黑人移民在安哥拉实施殖民，修建横贯莫桑比克的铁路，在中南非洲的高原上生产世界上最好的羊毛和棉花。

非洲将被解救。她的孩子们将创造这个奇迹。她的沼泽应排掉污水，她的沙漠应由运河浇灌，她的森林，不应再去用作木柴。其子孙应该做这些事。他们应把长生不老药注入现在憔悴和患病的母亲的静脉。他们应使她恢复青春和不朽的美丽。

在这个看起来和蔼可亲的任务中，他们可能会被消灭。我们必须学会冷静地看待这一结果。这只是描述了大自然的慈善法则，即弱者必然会被强者吞噬。

但感恩的子孙们将珍惜自己的记忆。当廷巴克图（Timbuctoo）
(28)

 的伦敦佬在撒哈拉的绿洲中拥有他们的茶园，在尼罗河源头建立了酒店和引路指南，当他们在高原平湖驾驶游艇成为时髦，当贵族们在中非取得席位并拥有属于自己的大象的公园和河马的河流，当年轻的女人们躺在棕榈树下的长椅上含泪读着《黑人的末日》，尼日尔将像莱茵河一样成为一条浪漫之河。16


这些引用不只是过去的古老文件，它们又是未来的脚本。市场力量或许可以成为驱逐不能融入经济进步过程的人的理由。干旱和饥荒不会认为是乱砍滥伐、灌溉不当与基础设施短缺的后果，将被归咎于自然界。最终的问题，不在于第三世界的劳动是否足够便宜，而在于如此低的价格，是否剥夺了其收入，而这一收入对于按照某一足够比率投资于教育和相关人力资本技能，使自己在当今高科技世界中具有竞争力，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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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变换

关于对外贸易发展的理论依赖于这样一个假定：一个人可以对人口，工农业生产率，农业和工业中的工资、租金和利润，特别是政府政策等方面的趋势作出相应的判断。根据定义，出口盈余和进口需求是国内供求平衡的剩余函数。但是，这些贸易类型反过来又影响国内产业和基础性生产的发展道路，以及经济基础设施的适时安排。前面的章节重点进行了对外贸易的短期微观分析——即研究了比较成本原理和贸易收益分配问题。本章则转换视角，分析贸易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展阶段论”声称，它描述了工业中心国家的对外贸易和国内发展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而这些中心国家正是与生产原材料的人口稀少的外围国家相对应的。从其战略角度看，这些理论与贸易理论一样都是出于政治目动机的。詹姆斯·斯图亚特（1767年）、亚当·斯密（1776年）、大卫·李嘉图（1817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卡尔·马克思（1848 和1864年）都曾经用关于经济发展的长期观点支持了各自的政治主张；他们认为，经济发展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以农业为起点，然后经过国内“初创”工业阶段，最终达到国际商业化阶段。每个理论的主体部分都聚焦于即将到来的阶段，或所谓的“最具决定性“的阶段，因为正是这一阶段牵涉了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高工资或紧缩节俭，中央集权控制或市场配置资源等一系列问题。

对于斯图亚特来说，关键在于政府政策。一旦其他国家掌握了如何通过制定保护性关税来谋求发展，工业化的英国将不得不退回到仅能维持生计的自给自足状态。只要自由贸易可以惠及英国，它就应该得到推广，但最终会被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所阻挠，对此，英国将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回应。因此，自由贸易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中间阶段。

斯密认为，由于作为世界生产专业化结果的更大规模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生产率收益，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可以长期地维持经济的繁荣。与斯图亚特不同，斯密认为国家管理会导致浪费和固有的腐败，至少在既得利益者支配政治生活的情况下是如此。

李嘉图主义者也推崇自由贸易，但与斯密和斯图亚特不同，他们是在收益递减的技术悲观主义前提下（至少在农业方面是这样）如此行事的。自由贸易可以通过确保英国购买国外廉价食品的方法推迟结账之日。但是，当欠发达国家变成像英国一样的人口密集区域时，收益递减将最终危害到这些国家。

英国以外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则认为，自由贸易将会阻碍本国新生工业的发展；而斯密、李嘉图及其追随者所认同的劳动专业化将最终导致土地和矿产资源枯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把贸易保护主义视为培育新生工业的中间阶段。只有在保护性关税发挥功效，并且所有国家都站在一个平等的技术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进入到一个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阶段。

马克思赞同贸易保护主义者关于自由贸易惠及了英国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贸易绝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换，自由贸易在人与社会制度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在这种联系下，趋于相同的不仅仅是价格和收入，还包括整个生产和分配制度。英国工业输出的胜利，意味着其工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输出。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市场势力迫使那些欠发达国家遵守市场的指令，从而有可能把作为殖民地的外围国家从一种落后状态转为成熟的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有可能逐渐发展成社会主义。

尽管上述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政策设计，但他们有着某一共同的基本前提。他们都承认农业是经济发展的起点，一个经济体供养非农业人口的能力是其土地生产力的一个函数。工业是在农业的抚育下发展起来的，并从农村迁徙人口中汲取着城市就业大军。但是，在工业发展给领先国和欠发达国家带来的后果，以及工业国在收益递增条件下垄断其贸易收益的能力等方面，各位作家却持有不同观点。


 詹姆士·斯图亚特的最终自给自足观

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是重商主义最后的最伟大的代表作，这一著作提倡通过管理经济以形成一个受保护的高工资的国内市场。正如本书第三、四章所描述的，斯图亚特同意约瑟亚· 塔克尔（Josiah Tucker）的观点，塔克尔认为，在自由贸易体制下，英国将成为世界货币、熟练劳动力和资本的一个经济磁石。但是他没有设想其他国家能够长时间容忍这一情势的存在。这些国家将选择保护主义从而走上与英国相同的道路，英国就曾通过这一道路成为超越荷兰和法国的先驱。这将迫使英国（和其他同样处于成熟阶段的工业化国家）转而依赖自给自足，那时的政策目标将是维持对国内劳动和土地的产品的需求。假设技术进步的潜在动力能够延续，高水平需求的增长是不受限制的。



考虑到这一观点，贸易被分成了三个生命阶段：幼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

在贸易的幼年期，政治家应该为工业奠定基础，并且必须把所有国外进口产品拒之门外。尽管只能用奢侈品消除懒散，但也应把面包送给那些有真正需要的人，并提高他们的熟练程度，这可能是所产生的最佳效果了。

当一个民族经历了非常艰辛的转变……，当建筑完工时，必须撤下脚手架。这些负担是高代价的，对此人们应该视而不见，而为工业在农业和制造业中的发展而欢欣鼓舞；但是，现在他想要供给外国市场，就必须增加人手；将其置于竞争之中；降低基本生活资料和劳动的价格；但当奢侈的生活致使困难局面出现时，他必须抨击富人的生活方式，并且制止国内非必需品的消费，以保证充足的劳动以实现对外国人的供给。

贸易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为辉煌的阶段；当获得的财富在国内开始流通时，也就是对外贸易消亡之日。1


发展的三个阶段都需要政治家的指导之手，如果人们对拥有准奢侈品的渴望越来越大，那么他们将更加努力的工作以获取必需的资金来购买这些商品。“需要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工业提供了食品，食品又增加了人口数量：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使人们得到更好的雇用？”

政治家应该通过扩大国内消费，排挤所有外来的竞争者和允许利润增加等方式，鼓励物质生产中每个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提高人们在创新和改良过程中的灵活性和竞争性……；为了不惜成本地在每个工业部门获得最有才干的师傅，在初创企业时也应不计任何成本；要为企业的成功提供机器设备和其他必需或有用的东西。要始终关注每个工业部门形成的利润；只要发现某些制造品的真实价值［即成本］逐渐降低，具备了出口能力，就应该增加雇用人手……，并且终止那些他曾许可的利润，仅以此作为使制造业更加完善的手段。2


如果贸易的第一动力是将工业剩余转化为货币，以满足不断扩张的国内资金循环需要，那么第二个目的就是获得食品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同时获取更多的原材料以增加工业产出。关于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生活手段的压力问题，斯图亚特借助了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的观点，马尔萨斯也吸收了这一观点（尽管是从反对工人利益的角度）。因为从国外进口食品成为必然，工业国不得不压低其单位劳动成本和利润率。然而，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工资水平上升但并没有增加单位产品成本的情况下，国内市场并不一定会出现衰退。然而，一旦农业生产率达到其最低点，并且国家不能再通过出口制造品以换取食品，人口的增长很可能走向停滞。
(29)



一个国家从新生工业阶段（stage of infant industry，斯图亚特的术语，要求通过增加工资和利润水平以提升劳动和资本）发展到对外贸易阶段（这一阶段需要提高生产率以降低收入，保证产品的竞争性），最后到自给自足（国内贸易），这时它的劳动和商品要在世界市场之外确定价格。斯图亚特对这种孤立主义阶段的预见，并不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说的人口零增长的静止状态那样悲观，因为斯图亚特（继承了配第的精神）把不断提高的机器生产力而不是人口看作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当他们不能够增加人口数量的时候，他们将把机器大量引入工厂；并且这些机器将能够在不增加食品消费的前提下保证供给满足需求。外国人惊诧于降低了价格，并阻止其工业的发展的技术创新，将效仿其发明；但是这一进步将使很多人变得无所事事：原来的机器将会被贬损……3


然而，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仿效领先国家的创新和国家政策，最终使本国产品的售价比富裕国更低。经济发展将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生活的政府管理。即使对外贸易阶段的干预时期也不是真正的自由放任，因为经济自始至终处于被管理的状态。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观

在斯密看来，商业以及与其相关的生产专业化是欧洲各个阶段发展的主要原因。他确信农业和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是与人口的增长和城镇的发展相一致的。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贸易变得繁荣，并“有益于国家，因为人口的增长和城镇的发展可以：（1）为其产品提供一个现成的市场；（2
 ）使商人在该国购买土地，并进行改良；（3）在城镇成为自由的堡垒的情况下，引进秩序和有效政府”，而此时农村习俗仍保留着农奴制和奴隶制等特征。4
 城镇居民是自由的，并把这种自由精神传遍全国。斯密承认，

可以肯定的是，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每个进步社会的大部分资本，首先是投在农业，其次是制造业，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

虽然这一自然秩序在每个这样的社会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但对欧洲所有的现代国家而言，在许多方面，这一顺序却是完全相反的。这些国家一些城市的对外贸易引进了全部优质的制造品，或者适于远距离销售的制造品；而这些制造品和对外贸易一起引发了农业工作原理的改进……5


同斯图亚特和马尔萨斯一样，斯密认为不断提高的收入水平刺激了人口的增长。通过扩大经济规模，人口增长与不断扩大的国外市场一起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在这方面，斯密（同斯图亚特和他的大多数前辈一样）是一个技术乐观论者。高工资的劳动不仅比低工资生产提供更高的效率，而且与此相联系的人口密度的增加还将有利于劳动分工：

穷人为取得食物，竭力劳作，以满足富人此等嗜好；而穷人为使自己的食物供给较有把握，往往相互竞争，使其产品日臻完善，日趋低廉。劳动者人数随食物数量的增大而增加，换言之，随土地改良及耕作的进步而增加。由于他们工作的性质容许最大限度的劳动分工，所以，他们能够加工的原料数量的增加要比人口数量的增加快得多。6


与马尔萨斯一样（但不同于李嘉图），斯密认为，甚至在土地被充分利用后，农业还是可以发展的。因此，尽管斯图亚特坚持认为在超过一定点之后，更高的收入水平要求经济独立，斯密则确信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都将处于领导地位。

商业范围的不断扩大要求取消保护主义，并将收益转到既得利益者手中，尽管这将剥夺贸易收益的经济剩余部分。如果外国制定了保护性关税（斯图亚特所担心的前景），这将只会减缓其发展，并无助于它们赶超其他国家。为了从劳动专业化中获益，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将因此日益趋于出口导向和自由开放。

斯密忽视了与贸易和商业相关的货币发展问题。他的三阶段理论并没有涉及工业运转中的货币投入问题，与此相反，重商主义者则察觉到融资在扩大商业和工业中的关键作用。赞美货币在经济扩张和推动劳动分工中作用，是由重商主义者及其后来的英国以外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专门完成的。7


斯密承认，在早期阶段，保护性关税起到了推动国内工业发展的催化剂作用；但是他担心（出于合理的历史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调节的指导作用将会阻碍工业的发展。政府容易出现腐败的管理和偏听偏信，所以，推动经济发展最好的办法是听任个人自我利益的自行其是，并受到一点点来自社会福利的监督。


 大卫·李嘉图对斯密原则的悲观主义修正

李嘉图是根据在收益递减（特别是在农业中）支配下的静态技术观考察经济发展的。他否认工业对农业投资和生产率有任何积极影响，坚持认为由于更劣等耕地投入使用，人口的增加将会提高食品价格，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斯图亚特和斯密都更为教条。他非常确信地认为，土地具有固定的和不变的“原生和不可摧毁”的力量。如果人口密集的国家不取消农业关税，那么国内地主阶级将会获得垄断收入。反之，如果他们出口工业品用于交换，则可以获得相对较低价格的食品和原材料供给，这是欠发达国家所愿意接受的，因为这些国家可以用自己的劳动和资本生产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利用土地生产的谷物：这里的土地不像英国充分和密集地利用。

与斯密不同，李嘉图否认由保护性关税带来的即便是暂时的利益。他认为这些关税会造成贸易潜在收益的损失，并且不能补偿长期收益。然而，李嘉图的追随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之后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则承认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产生积极作用：“在工业未达到资本设置的限制时，政府可以利用各种方法，例如通过输入额外劳动者，使其接近这一限制。”8
 （在这里，穆勒无疑认可了劳动的国际流动，而后来的自由贸易论者却否认了他的观点）在土地和劳动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资本也可以被输入，并可以得到资助、支持和保护。但是，穆勒实际上并没有坚持由政府援助工业化的观点；他担心即使失去效用，关税还会长期存在。19世纪末期，关税确实有巩固垄断和托拉斯势力的危险。

国家的相对优势应该由农业向工业逐步推进，这并不是由于保护性关税的存在，而仅仅是因为人口的增长和在城市的集中。随着工业中心对食品和原材料需求的增加，欠发达国家会发现其利益在于非工业化。通过出口原材料（这些商品的国际价格可能要受到以最高成本的土地或矿产为基础的生产成本支配）换取进口工业品，这些国家将获得一个经济租金或超额利润，因为在多数欠发达国家，国际价格要高于当地产品的边际成本。因此，他们应该保持原材料的单一生产，而不应效仿英国工业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经验。

只要在工业经济体和农业经济体之间继续存在相对成本比率的差异，世界劳动的专业化就会扩大。然而，随着农业国人口的增加，它们将开始经历收益递减的过程。随着外围国家食品成本的提高，农业利润也将趋于均等。相对成本差异将会缩小，直到商业失去存在的理由。欠发达国家将发现，随着人口的增加，农业（和采矿业）的成本差异将会在国内经济中扩大，就会像英国那样，出现食利者阶级。随着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中心，这些国家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很便利地出口食品，它们将不得不通过工业化来生产自己制造品了。美国的李嘉图学派的自由贸易论者据此警告说，工业化发展面临的将是坎坷的命运，它受到了保护性关税的严重阻碍。
(30)



至于英国，由于世界范围生产食品和其他原材料的成本的攀升，它的工业出口将面临贸易条件（进出口交换比率）恶化的局面。更快的工业投资和新技术对此也无能为力。根据托马斯·查尔莫斯（Thomas Chalm‐ers）、罗伯特·托伦斯（Robert Torrens）和其他李嘉图主义者的观点，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将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这将造成对劳动的替代，并由此导致失业。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把这一过程的顶点描述为达到其“静止状态”；在这一状态下，资本积累衰竭，人口也不再增加，仅仅是自身的再生产。自由贸易仅仅是推迟这一时刻到来的一个暂时性手段。

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有利的自然环境或技术所导致的更高的农业收入或工资水平，将刺激人口的增加，这将吸收过高的收入。如果某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经济趋同，其主要原因在于处于主导地位的工业国出现经济衰退（作为农业收益递减的结果，首先出现在国内，然后是在人口较少的国家），而不是工业国或欠发达国家提升了生产要素的生产率。

这一观点低估了工农业生产率的发展。除了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和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只有贸易保护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家对那时正在发生的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革命的经济影响做了最具现实主义的分析。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历史主义方法

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德国和爱尔兰的经济学家，主要关注自由贸易是如何让本国与更发达的工业国家竞争来削弱本国工业发展的。荷兰作为欧洲最早的工业化领袖，已经不必面对这一问题，因为对它来说已无先行者可言。但是，从英国开始，所有后来的强国实现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贸易保护主义。

亚当·斯密认为城市工业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国内市场，李斯特借鉴了这一观点并警告说，尚未成熟的自由贸易可能通过将新生工业扼杀于摇篮里，来削弱城市人口的繁荣。这反过来又将减少农业收入。例如，

爱尔兰仅仅是英国的一个偏远的农场，该国的耕作只不过是为了配合与英国进行贸易的需要，并不是着眼于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爱尔兰种植这些产品仅仅是为了运往英格兰销售。该国的工业被限制在仅仅是为了农业生产和为英国提供消费品的范围之内。局限于农业范围之内人口的增长使得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加，劳动力价格下降，直到无法再靠物产丰富的土地生活为止；也就是说，尽管人们能够依靠土地生产出的充足产品为生，但他们无法从农业生产中赚取足够的收入来购买食品……

由于缺少工业，许多国家将损失国内市场带来的正常利益。这将通过阻止农作物的多样化来扭曲其农业的发展。水果和蔬菜由于容易腐烂或受体积限制必然阻碍其出口，所以不能达到商业需求的数量。肉类必须被风干、腌制或做成罐头食品，才能够被海运到很远的地方，这就减少了其吸引力。这又阻止了农业用地的休耕和放牧或利用动物做为自然肥料的来源。如果增加的人口不得不从事农业生产，结果将是“农场的细分和小规模的耕作，对一个国家的国力、文化和财富造成同样的伤害。”

基于领先国与后来者之间发展方式的不同，李斯特总结出这样一个阶段，并把它归为欠发达国家必将经历的一个阶段：

最初……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程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限制的竞争，使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于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我们看到处于第一阶段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王国；处于第二个阶段的是德国和美国；法国显然是处于第三个阶段上；但在目前只有英国不仅达到了这一阶段，而且维持着其工业和商业的霸主地位。10


李斯特认为保护主义的体制将不会长期存在。各国将达到成熟阶段，并且与英国一道加入到最终的世界性自由贸易行列。但是在目前，只有英国已经达到了这一自由贸易的成熟阶段。

尽管李嘉图主义者（同后来的“要素比例”论者一样）认为欠发达国家会以低食品价格和低生活成本的形式分享竞争优势，但李斯特和其他贸易保护主义者仍将物质资本（特别是蒸汽机）视为不断增加国民财富的关键，认为无论在农业还是在工业均是如此。缺乏这种资本（连同其必要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将变得越来越具依赖性：

一个源自单一国家的压倒一切的影响和财富，并据此建立在对所有其他国家的臣服和依赖的基础上的联盟，必将导致那些分离的民族的灭亡，……这样的联盟，仅仅是历史曾出现的、试图征服全世界的、由罗马帝国炮制的联盟的复制品；但是，在我们生活的今天，通过制造业和商业而不是以往的刀剑，这种企图更可能取得成功：尽管两种方式都可能将世界带回到野蛮状态。11


自由贸易是英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动经济战争的宣言，它推动了每个国家的阶级斗争。李嘉图主义理论重点关注的是地主阶级垄断社会增长所带来的收益的趋势。但贸易保护主义者警告说，对于欠发达国家，只有在自由贸易引起技术停滞等一类事情的情况下，这种垄断才会出现。假定实际收入水平不变的李嘉图经济学，暗示了一个阶级的收益将无疑是另一个阶级的损失。李斯特及其后来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重新恢复了重商主义者要使农民、工人和工厂主之间的利益保持和谐的观点。在经济平衡发展的状况下，每个阶级收入的提高都将刺激其他阶级对产品的需求。这将促使领先国（主要是英国）工业垄断的出现，并阻止其他国家分享由工业生产率正常增长和市场扩大——从而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率——所带来的好处。


 卡尔·马克思的对外贸易观

在保护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二者都强调了在经济发展而非停滞背景下，货币、技术、历史制度和结构转变的重要性；都描述了在适当的国家政策指导下未来的美好前景。同时，由于保护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拒绝自由放任原则及其对现实的辩解，所以，他们之间也有许多交流。法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很容易地接受了圣西门主义的观点，提倡国家指导下的工业化。圣西门的早期追随者查尔斯·傅立叶则把自己标志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与工业保护主义结合起来。马克思则作为贺瑞斯·格里利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纽约论坛报》的驻外记者，为其工作多年，而这一报纸是由准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德纳主编的。在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则代表了经济学中正在兴起的保护主义历史学派。

但是，与贸易保护主义者不同——毕竟他们是最初的工业化代言人——马克思更注重的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而不是二者之间利益的协调。当保护主义成功地在美国培育了托拉斯并打击了工会运动之后，马克思的警示得到了证实。贸易保护主义者是为欠发达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利益辩护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要捍卫各国下层阶级的利益。保护主义源自上层，而且常常成为阻碍生活水平提高的手段（如果工厂主控制了国家），然而，“源自下层”的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却更关注工人阶级待遇的提高。这促使恩格斯告诫说不要简单地把中央集权与社会主义等同视之。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工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做“社会主义”，这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私利而进行的捏造……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

恩格斯和穆勒对贸易保护主义有着同样的担忧：“贸易保护最严重的问题是，一旦你采取了它，就不能轻易再摆脱它。”
(31)

 某些时候保护性关税往往只会维护特权，而不能促进发展。

同他的前辈们一样，马克思关于阶段的理论建立在他以前对国内工农业分析的基础之上。他强调“随着工业生产的出现，通过使用农业资本和化肥农业自身也会发生变革。”他的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笔记和《剩余价值理论》手稿（最初设想为《资本论》的导论卷）包含了大量的引文，这些引文，除了来自理查德·琼斯（他曾明确谈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生产率是如何提高而不是降低的），还来自贾斯特斯·李比希、詹姆斯·芬利·约翰斯顿和其他农学家。与李嘉图主义不同，马克思认为，各国之间的相对成本的差异在工业中要比在农业中更大，而且农业投资会赋予工业国的土地不断增长的生产率优势，并且，这一优势将超过对欠发达国家未加改良的土地的投资。然而，马克思只是在他的笔记中谈到了这些与李嘉图不一致的地方，而没有在其学说的核心部分进行详细阐述。尽管他同意在过渡阶段收益递减的原则是经济地租的来源，他还是认为，相对于工业而言，在农业生产率发展的过程中，更可能出现一系列技术方面的使人乐观的重大成果。他写道：

一般说来，应该承认，在原始的、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下，农业生产率高于工业，因为自然在农业中是作为机器和有机体参与人的劳动的，而在工业中，自然力几乎还完全由人力代替（例如手工业等等）。在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同农业比较，工业生产率发展很快，虽然工业的发展以农业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为前提，就是说，以大批人从土地上被赶走为前提。以后，生产率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增长起来，虽然速度不同。但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不平衡必定开始缩小，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必定比工业生产率相对地增长得快。这里包括：（1）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种者变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农业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的资本经营；（2）特别是：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力学，在十八世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臻于完善；那些更直接地（与工业相比）成为农业的专门基础的科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只是在十九世纪，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近几十年
(32)

 ，才发展起来。12


马克思也从一个新的层面讨论了人口问题，此后的许多贸易理论都依赖于此。工资水平受人口增长率的影响，但并不像迅速发展的机械化的影响大。如果机器能完全代替劳动，那么，它们的迅速采用将会压低工资，就像李嘉图和捣毁机器的勒德分子认为的那样。然而，马克思提及了斯图亚特否定更迅速的资本积累将加剧失业的观点。后者认为，机器需要劳动进行机器的生产和操作，同时它开创了全新的产业。尽管资本家的投资可能会在某些特定行业中导致劳动过度供给，但从总体看，资本积累是保持就业增长的前提条件。这是对生产力与资本积累之间积极就业效应的最早关注。马克思在谈到李嘉图关于机器造成人口过剩时指出：

这也就简要地反驳了整个荒谬的人口论，尤其是反驳了庸俗经济学家关于工人必须努力把自己的繁殖限制在资本积累的水平以下的谰言。相反，从巴顿和李嘉图对问题的论述中可以得出结论说，这样限制工人人口的繁殖，会减少劳动的供给，因而会提高劳动的价格，这只会加速机器的采用，加速［花在工资上的］流动资本向固定资本的转化，从而人为地造成人口“过剩”。
(33)



这一论证对随后的以要素比例论为基础的贸易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在美国这样的高工资国家，高工资水平刺激了资本的迅速积累，这使马克思想到一个新的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

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工资不断下降，人口惊人地增长，却出现许多机器。但正是机器，一方面，使现有的人口过剩，从而使工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市场的迅速发展，又把这些人口吸收，之后再使它过剩，再把它吸收；与此同时，机器异常地加快了资本的积累，增加了可变资本的数量，虽然这种可变资本无论是同产品的总价值相比，还是同它使用的工人数量相比，都相对地减少了。……在十八世纪上半叶还没有大工业，只有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仍然是花费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比十八世纪下半叶缓慢。对劳动的需求，以及工资，是和资本的积累增加的，并且几乎是同这种积累成比例地增加的。英国实质上还是一个农业国，那里还广泛的存在着（甚至继续发展着）农业人口所经营的家庭（纺织）工业……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可变资本比较占优势，下半叶固定资本占优势；但是固定资本需要大量的人这样的材料。要大规模的运用固定资本，就必须先有人口的增长。
(34)



首先，资本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改变了对劳动需求的类型：

有两种不断交错的趋势：［第一］使用尽量少的劳动来生产同样多的或更多的商品，同样多的或更多的纯产品，剩余价值和纯收入；第二，使用尽量多的工人（虽然和他们生产的商品数量相比也是尽量少的），因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使用的劳动量增加，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量也会增加。一种趋势把工人抛向街头，造成过剩的人口；另一种趋势又把他们吸收掉，并绝对的扩大雇佣劳动奴隶制。于是工人被他的命运东抛西扔，但始终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命运。所以工人完全有理由把他自己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某种与他敌对的东西；另一方面，资本家则把他当作一个必须不断从生产中离开的要素来对待。
(35)



李嘉图曾指出，一些被机器替代的劳动转入机器制造业。马克思补充道（与马尔萨斯一致），另外的大部分人成为了服务业从业者，他们的收入由社会净剩余支付。无论如何，“劳动需求将随着资本的增加继续增加，但并不是成比例增加的：这一比例随着劳动／资本比率的增加将必然会逐渐下降。”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失业的增加，却仅仅意味着当公司收益中有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用于更多的机器设备积累和进行海外投资时，物质资本的投资（及与其相联系的生产力的增长）将超过人口增长率。这与李嘉图的预期相距甚远，他认为，在国内实行农业保护主义和外国实行工业保护主义的情况下，利润将出现枯竭。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中对李嘉图进行了批评，他描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是如何趋于不断扩张的，“首先，因为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不断增长；其次，因为资本不断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在再生产和积累的过程中，小的进步不断积累，这最终改变了生产的总体水平。”阻碍投资发展的并不是技术的收益递减，而是货币和购买力的约束。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理论是对生产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或者如他所说，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个更为准确的反映。利润占总价格的比例可能下降（尽管收益率不一定下降），但是，当投资者不断从现在的会计师所说的内部现金流的折旧（或重置资本）部分提取其基金，即“用于不断改良和扩大等方面的基金……这种积累基金在那些没有大量固定资本的生产阶段和国家是不存在的”，剩余价值仍会稳步增长。因此，相对于工业化水平低的国家，资本密集型国家趋向于积累更多的资本。“生产愈发展，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利润加折旧和摊销］就愈大，”即投资于厂房和机械设备的资本就越多。13


源自国内和外销的收益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这促使约翰·霍布森、鲁道夫·希法亭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发展了金融帝国主义的理论。“李嘉图以后时期的理智健全的经济学家中，没有一个否认资本过多”，马克思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

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但是，辩护论者不去研究作为（在）灾难中爆发出来的对抗因素何在，却满足于否认灾难本身，他们不顾灾难有规律的周期性，顽固地坚持说，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发展，事情就绝不会达到危机的地步。
(36)



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在自由贸易制度下，英国和其他工业国将扩大它们对欠发达国家的生产率优势，至少危机的初始阶段是如此，马克思同意他们的这一观点。然而，美国、爱尔兰和欧洲大陆可能会抵消这一趋势，并通过制定保护主义政策赶上这些工业国。在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爱尔兰人需要的是：

1.实行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

2.实行土地改革。英国人即使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能替爱尔兰人实行这种革命，但是能够给他们合法的手段，让他们自己去实行。

3.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抵制英国。从1783年到1801年爱尔兰的一切工业部门都繁荣起来了。这种合并废弃了爱尔兰议会已经建立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摧毁了爱尔兰的全部工业生活。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点麻纺织业所能补偿的。1801年的合并对爱尔兰工业的影响同英国议会在女王安、乔治二世等人统治时期对爱尔兰毛纺织业所采取的压制措施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爱尔兰人一旦获得独立，需要就会使他们变成保护关税派，就像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37)



恩格斯认为，对于英国来说，自由贸易是民族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并且延缓了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发展。14
 该政策旨在巩固英国的工业霸主地位，正如同保护主义反映了爱尔兰和美国的民族主义特性。恩格斯相信美国必将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的领先工业强国。

问题在于该国是否应该在自由贸易下对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英国厂商展开近五十年的激烈竞争战；否则便通过保护性关税把英国厂商排挤在外二十五年之久，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二十五年的末期，她将能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坚守住自己的地位。15


为了能够搭上这班特快列车，一方不得不以保护性关税的形式支付更高的费用。但是，在保护主义的末期，轮到美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了，并且可能会在十年内超过英国——一个非凡的预测！

马克思强调，正如英国的航海条例和相关的重商主义政策推动了其国际贸易，一般来说，“贸易保护主义制度是制造产品、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中世纪）向现代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只要加速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就会不断发展。但是在世界的边缘地区，只有落后的解体，自由贸易才可能取得发展。

如前所述，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马克思所称呼他们的）将国际竞争仅仅看作是对市场价格的调整，马克思则把其视为不同的同质化。“价格是伪装成物与物之间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析对外贸易对发展影响的关键，在于引入不同的人及其社会制度之间相互竞争的政治层面的问题。在许多国家，对外贸易和对殖民地的投资创造了一个市场，借以推动停滞的社会继续运转，特别是在那些经历着亚洲式专制的国家。对这些地区而言，阻碍资本积累的最大威胁就是保护主义的。（在那些领先国，主要的威胁是已经过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形态的长期存在。）

因此，即使马克思确认自由贸易学说在试图开辟国外市场的过程中担当了类似英国辩护士的角色，但他坚持认为由英国自由贸易论者发起的斗争将重新开始，“他们的口号是：尽可能便宜地进行生产，消除所有阻碍生产发展的人为障碍，以及所有多余的和不必要的生产费用。”16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的：

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交往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英国人曾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便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公社。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种解体工作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
(38)



在涉及关税问题的论战中，马克思确定了自己的立场，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现有的当地的条件下，哪种政策最能迅速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通过把全世界的生产力集中到一个国家（英国），使世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还是通过竞争的资产阶级在国外更广泛但通常是更缓慢的增长，特别是在下述情况下，即在反映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特权阶级、中央集权主义或在普鲁士与大多数亚洲国家存在半封建寡头政治力量掌权的情况下的增长，更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尽管一些国家的国内寡头拥有相对自由，例如美国和爱尔兰，但是它们已经为实施保护性关税做好准备，而在印度和非洲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受到保护的却是其落后的、半封建的经济社会制度和马克思希望看到应解体的东西。

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到达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
(39)



因此，马克思认识到自由贸易学说的伪善，并且同情那些被英国剥削的贸易伙伴。但是，由于他坚信社会主义首先会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不是在贫穷地区建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英国商业的胜利也将成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固然，贸易带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将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以前发生在欧洲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封建传统和谐的分裂也曾经历了同样的痛苦。马克思最早观察到，英国是第一个经历这一分裂的国家。

现在，作为世界市场的统治力量的英国在国外搞乱了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和谐。……根据凯里的意见，经济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和谐合作上的。英国在它本国内瓦解了这种基本和谐以后，它通过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到处都破坏了这种基本和谐，所以它是普遍和谐的破坏因素。
(40)




 “发展阶段”理论化的终结

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欧洲发起了一场新的殖民主义扩张运动，并在一战时达到了顶峰，正统经济学停止了对发展阶段和外贸政策的理论化进程。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看作是不可避免、密不可分的过程，以至于正统经济学家突然集体失声。集中体现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论，作为一种宿命论，取代了积极的政府发展战略理论。在主张政策缺失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们放弃了对技术和生产率的关注。自此以后，他们的理论仅仅局限于边际领域。

“边际主义”的概念显示了其短期的框架，它放弃了对结构（即超边际的）变化的分析。边际主义的模型仅仅通过假定收益递减就导出了一个稳定均衡，这恰好与贸易发展的含意相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及其追随者，直到现代的保罗·萨缪尔森和詹姆斯·米德，他们关于贸易的理论将技术和社会革新视为“外生”因素。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古典悲观主义经济学一样，现代均衡经济分析是建立在经济无序理论基础之上的。要素价格均衡的本质是假设所有国家的工农业技术处于同一水平，并且这种情况已经遍及整个世界。这一假设阻止了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贸易的分析，也排除了关于贸易是如何削弱或提升一国资源的生产率的研究。

我们拥有最多的是商业周期模型是：如果一国凭借其进入繁荣阶段，恰巧领先于别国并赚取更多的收入，那么，尽管给原材料带来价格上涨压力，但就业仍会扩大并推动工资水平上升。即使国内生产能力逐渐达到其约束水平，进口仍会增加。贸易差额将出现赤字，利率会提高以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直接投资将会下降，同时，商业周期也将进入到一个收入减少、进口下降并且重新回到平衡状态的衰退阶段。人们认为，这种边际主义行为几乎都会经历一个“稳态”的繁荣与衰退，它服从于某种相对于收入增长的对进出口所做出的经验趋势预测，却不会再有关于这些贸易和生产方式的结构转变的分析。

当然，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和其他主要工业国发动了以对外借贷和直接投资为特征的更大的殖民主义扩张，这种形式的扩张比商品贸易给世界生产方式的转型带来了更大的影响。人们试图把这种对投资行为的描述与经济理论相结合，对此，将在第十二章论及。但是，这些作者被指责为背离了国际经济学的准则。在讨论有关国际投资和金融理论之前，应该回顾一下国际经济学的定义已经被缩小，以至于在开头时把这方面的考虑排除在外——这与重商主义理论化的扩大形成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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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贸易理论日益狭隘的研究范围

并非所有经济学史学家在研究范围和方法方面都表现出美德。雅各布·维纳指出：“这的确值得商榷，……用于试图确定恰当的学科界限的精力，往往较精力的浪费更为糟糕。”1
 ，但研究方法更为重要，因为它决定研究的内容。确定一门学科的范围可以决定所提问题的类型，从而决定了其主题。在过去大约200年的时间里，自由贸易论者推销了一种用来限制国际经济学内容和结论的经济方法。通过承认越来越少的影响比较优势的变量，并仅仅强调短期研究框架，自由主义已经提前预设了结论。与这种日益狭隘的研究范围相对应，通过排除全球经济如何演化的更广阔的方法和理论后，国际经济学的历史被改写。


 方法论如何决定内容

界定国际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是一种政治行为。这意味着在开始就已决定支配性的结论是自由放任还是保护主义，是维护债权人还是债务人。他们把社会制度、生产率和其他应被看作变量的特征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去追问，用一种狭隘的范围和方法限制了对现状的分析内容，并把它作为绝对给定的东西加以研究。与此相同，他们通过假设负反馈（熵）而不是正反馈（负熵）机制，已经预先决定了结论将是反对而不是赞同积极的政府政策。当世界经济中的富国和穷国正在两极分化的时候，通过假定世界经济在经历波动之后会趋于自动调整为假设的“正常”平衡，均衡经济理论阻止了政府政策对世界市场力量的对抗。

本书第八章和第九章回顾了贸易理论的范围和方法已经变得越发狭隘，以至如此极端地将自身仅仅限制于区位论（location theory）
(41)

 。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差别被单纯地描述为只是与资本相比的劳动的数量不同。而一个经济体与另一个经济体在生产率方面的差别，贸易对整体经济及其人口类型（尤其是向外或向内的移民）的影响，以及第三部分将要讨论的不同金融特征，却从分析中排除了。

现代理论体系认为贸易只是以物易物，进行交换的商品只是国内的剩余产品，也就是说，超过了国内需求之后才会供给国外市场。因而人们对于贸易没有绝对的需求——即依赖性。基本不研究一国的秉赋是怎样达到现存供给量的。也不承认有由外交支持的垄断力量，没有炮舰，没有外国野心勃勃试图利用军事政变推翻现政权以改变其经济政策的看不见之手。凭幻想得来的图像是世界不会被重大的偿债义务或胁迫所困扰。全球的商务融资被假定为是同质的，仿佛所有制造商都在享有同样的利率和资产债务比。这些假设被经济学家称为“纯的”，意味着全球现实已经从这些假设中被滤掉了。

上述提纯的结果是早期经济学家设定的模型很少考虑国际问题，也不能解决那个时期人们的主要关切：不断扩大的各国之间生产力的差距，资本转移问题，政府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劳动和资本运行的经济环境。现代要素禀赋论和一般均衡论几乎没有预留空间去考虑这些问题。

20世纪的贸易理论家用比以往限定更多的术语来界定其主题的研究范围。日益狭隘的研究范围导致的结果是建立在表象基础上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方法并没有探究其内在根源。其中尤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对于相关分析变量来说以某种“外生”面貌出现的“政策”不予考虑。任何设定的现状都假定不受政策影响。资本供给被认为是给定的，并没有考虑经济体应该通过政策逐步增加这一供给。同时认为劳动的供给和素质也是给定的，完全忽略了政府鼓励教育、投资、研究和发展的举措。上述原因导致了选择自由贸易和非干预政策的学派观点。


 重写国际经济学的历史

正因为国际经济的理论化从本质上来说是政治过程，所以，该学科的历史往往具有派别性，事实上，它比一般经济思想史更是如此。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每个时代都是按照自己的成见来编写历史的，尽量少地描绘早期思想，只是使之成为现有正统思想的前奏。正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从科学思想史的引文中所看到的：总体而言，“撰写落后历史的诱惑既无处不在，又持续出现。……为何科学中最好和影响最深远的成就反而可能被废弃，这为何能够大行其道呢？”

转引前代伟大思想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和专家仿佛成为悠久历史传统的参与者……其结果，是要形成一种持续的趋势，使科学史成为线性的或累积的……通过一系列个人的发现和发明，并被聚合在一起，［好像］科学已经达到当前这种状态，成为构成技术知识的现代主体部分。一部教科书的内容可以展示，从科学事业的发端开始，科学家们就已经在为当今范式所体现的特定目标而努力奋斗了。2


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评论也不例外。得以保留下来的那些最广为人知的研究，是致力于自由放任的人于20世纪30年代写的，因此，国际经济学处处充满了这种狭隘的观点。教条主义者对其研究主题的删改，实际上就是对不同观点的历史的无视。熊彼特恰当地把他们对亚当·斯密的前辈的歪曲归咎为：除了自由贸易论者，其他任何人所作的贡献都被他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而他们是“除了对自由贸易感兴趣而对其他都不感兴趣，除了通晓作者与自由贸易之间的距离而对其他批评原则都不通晓的经济分析史的阐释者”。3
 重商主义被曲解为纯粹的重金主义和损人利己的零和活动，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发展生产力的理论。类似的知识封锁也被强加于后来的保护主义思想和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有关资本转移的结构主义学派。

这种类似审查员的趋势在对贸易理论的现有两大评论，即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的《国际贸易理论》（1933）和维纳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1937）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哈伯勒写道：

我们现有唯一真正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就是所谓的经典理论，其中几乎所有的组成部分，都是休谟、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早期的经济学家做出的。这些理论的特点是，一方面，运用了比较成本学说；另一方面，为物价、汇率和资金流动原理提供了一套机制，把不同国家的货币制度连接在一起，保证了国际收支平衡的自动调节。

他认为，对这些理论的批评层出不穷，“但是，批评者并没有成功地用值得被称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东西来代替它。”4
 像其他的自由贸易论者同事一样，哈伯勒运用其没有国际移民和投资的充分就业模型，严重地过度简化了休谟、斯密及其同代人的观点。而在文献中没有转引美国的保护主义，或者根据英国自身历史发展起来的正反馈（两极化）趋势分析，或者马克思主义分析，或者对国际债务问题的结构分析。

一些经济学家也承认他们的局限性。像哈伯勒一样，维纳将其研究限定在贸易支付平衡自动调整机制（绝对货币和收入分析的一个应用）、比较成本理论及与其相关的贸易收益学说等方面。在其著作的开始，他陈述了研究目的：

在一系列当代原始材料中，简单地追踪现代“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变……成现今的形式……。我的目标已经成为……重新启用那些值得复兴但被忘却或忽略的资料，追踪那些后来被人们所熟悉的学说的起源和发展，并检验被人们所接受的熟悉学说的主张是否正确。5


在这种尝试中，他提供了一个详尽的研究，但没有一个成果试图全面超出自由贸易正统理论的狭隘眼界。

国际经济学的大部分史实叙述都给出了一个全方位的错误看法。詹姆斯·W.安吉尔（James W. Angel）的《国际价格理论》（1925）和吴志远（Chi－Yuen Wu）的《国际价格理论概要》（1939），都评论了与所谓的相互依存理论相一致的均衡定价的需求导向理论，这一理论也被卡尔·艾弗森（Carl Iversen）所著《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概览》（1935）所描绘。这些教科书梳理了国际经济思想史，以简要考察在与黄金挂钩时的固定汇率体制下的价格形成，这一体制不同于不可兑换纸币本位制时的浮动汇率制度下的价格形成。

明确了在金融崩溃和国民破产期间人们对货币问题的迫切关注，就能解释经济学家为何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在利用简化了的生产率假说研究贸易支付平衡和货币均衡理论，以集中解决手边似乎是主要问题的问题。但令人奇怪的是，最近几十年，在重新审视那些研究贸易与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史方面，却没有感受到更多的压力。今天的债务国的经济学家尚未找到一种经济理论能够解决他们最迫切的问题。

造成这种遗漏的主要原因，源自二次大战之前对贸易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既不觉察也不讨论的不合常规的自信。这种信念成为自由放任的倡导者成功地从课程中彻底删除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文献内容的证据。例如，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注意到，在美国经济学会资助的《国际贸易理论读物》（1949）中，“几乎没有一篇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文章。”这一评论不仅仅是针对当时情况而言，因为“根本不存在系统思想的主体……在20年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以在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断言，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才对贸易理论的发展方面产生了兴趣。为了捍卫这一不寻常的观点，弗农甚至走得更远，提出“发展理论”不是由马歇尔及其同代经济学家阐明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快速技术和物理变化的假说还没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环境中。”6


只有不熟悉发生在16世纪到20世纪初的伟大技术变革的人，或者未能认识在这5个世纪转变中国民经济的对外贸易在历史上所扮演的动态作用的人，这一观点才似乎是正确的。正如弗农教授所指出的，这确实颇有道理，因为某一经济理论只是产生于那一时代的问题。但是，我希望本书的第三、四、七章已经表明，那种认为技术变迁和发展的现象只是源自1945年以后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这种现象也并非只是在刚刚过去的30年中为经济学家的著作所觉察。真实情况是，早期的理论已被遗忘或忽视了——这是故意的，而不是偶然的疏忽。一句谚语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情况：“如果眼睛冒犯了你，那就摘掉它。”


 早期国际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在17和18世纪的经济理论研究的伊始阶段，世界上不断变化的政治、帝国、技术和货币要素几乎都没有被忽略。殖民主义、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市场被积极的政府政策所塑造，贸易只是物物交换。贸易成为没有自己矿井的国家的货币金属的来源。在货币和信用都以金银为基础的那个时代，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主要区别，主要在于它要用硬通货来清偿支付差额，因而它也成为国内信用扩张的唯一基础。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为先进的重商主义思想的伟大综合，指出：“国际与国内贸易原理之间”的主要区别，实际上在于“经过精心管理的国际贸易必然可以产生从所有其他国家获得财富的效应。”7


对于整个国家，出口被视为比国内销售更具优势，因为其赚得的黄金和白银是“世界货币”，相比之下，国内贸易只是对现有购买力的转移。可以肯定的是，重商主义者认识到国家的财富最终取决于能够赚取金银的生产能力。但他们强调，如果没有充足的货币和信贷的供给，这些生产能力不能付诸实现，而这些货币和信贷的供给将最终是以金属为基础的。

新教徒
(42)

 和其他受迫害的熟练于印染、纺织、玻璃制造和其他工业技能的工人的移民，代表了当时主要的技术转移形式。本书第一章指出，重商主义认为，这些移民，不仅有形成工资差别的作用，更具政治考量的意义。与此同时，非洲与新大陆之间的奴隶贸易产生了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下的种族下层社会。第二章表明，这种殖民定居和国际投资不只是追逐高利润，而且是政府用于实现帝国自给自足的劳动分工的结果。价格受到了补贴、关税和其他国家政策的冲击，国际竞争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战争和债务的影响。简言之，世界经济和政治结构并非仅仅是对现有成本和价格的反应。通过引导（或者至少是试图引导）国际货币流动、殖民化和移民的路径，重商主义者改变了竞争关系。

被不加修饰地称为“重商主义的理论”（我更喜欢配第的术语“政治算术”）论及了这些转变过程。它的理论家更多地称自己是政府官员而不是商人，尽管他们把贸易和殖民化看作国家权力的主要杠杆。他们分析了保证国际收支中资本流入和获得技术领导地位的必要战略和先决条件，设计一个国际外交和被称为社会工程的东西，并把善待私人企业和商业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

当时，各国都在讨论如何把世界上的黄金、白银和熟练劳动力吸引到本国，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学家就曾询问，怎样的政府政策才能够掌控个人动机，以便最大地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视国家为最重要的政治实体。1755年，约瑟亚·塔克尔（Josiah Tucker）将国际经济学定义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分析领域：

当众多家庭——不论其人数多少——处于同一立法机构之下，就构成一个民族或政治社会，这个国家各成员之间发生的贸易，被称为内部或国内贸易。但是，当他们与不同国家或不同立法机构的主体进行贸易时，这种与他国进行的交往和商品交换，被称为国际贸易。因此，显而易见，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概念，不是产生于一地到另一地位置的远近，而是由于不同地方归各自的立法机构管辖。8


国家作为一个制定政策实体，是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单位。虽然从英国的多佛尔到法国加来的距离只有英国的伦敦到纽卡斯尔距离的1／50，但由于英国和法国有不同的经济体制和规章，使多佛尔与加来之间的贸易不同于国内贸易。

我们在第四章追溯了早期经济学家对国家政策、各国之间日益扩大的技术差距、移民和国际投资的关注，但是，随着重商主义演化为自由放任的教义，这种关注降低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阻止欠工业化国家实施自己的保护主义政策，经济自由主义描述了世界的优势——和不平等——是大自然的结果，而不是人为的社会和经济政策造成的。从那时起，国际经济学就已经把这些政策问题——与此相联系的劳动和资本的流动以及内部要素的竞争——的讨论排除在分析领域之外，其理由就在于它们是外生的、非经济的因素。而重商主义者则认为，这些问题作为必然联系，处于国际经济分析的中心。应希望国民经济改进现有的生产结构，而不仅仅是在其范围内的贸易。与此相对应，重商主义者的目的是确定国家应遵循哪些最佳政府政策，以专心致志地发展生产力。

可以肯定的是，自由贸易学说最初也论及了生产力的演进和国家发展。的确，在收益递增的条件下可以实现这一点。第三和第四章描述了从1750至1775年，休谟、塔克尔和斯图亚特（还包括康替龙和他的同代经济学家）等人，就一国可以在多长时间持续地吸取外国财富而本国不会遭受通货膨胀压力并丧失早期优势等问题展开了辩论。无论是英国的重商主义者，还是其自由贸易的后继者，都已看到，外贸顺差将提供货币以支持更多的投资和就业。国会议员遵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把自由贸易作为一个更有效的政策，以实现持续的贸易盈余，并通过提供规模经济和在一个持续无限的正反馈过程中实施不断扩张的劳动分工，支持国内信贷和投资功能，最终使整个国家受益。自由贸易论者认为，他们的政策能够使工业国的工业更发达，同时引导原材料出口国进一步专门从事现有的生产和贸易。第五章的分析表明，李嘉图主义者所描述的随着这种专业化的提高和国际生产成本差距的扩大，贸易所得对贸易各方都会随之稳步增长，只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赘述。

英国关税之争的最终解决是务实的：它取决于哪些政策——自由贸易或保护主义——最有利于壮大英国的经济实力？18世纪自由贸易论者更加关注日益广泛的国际贸易如何影响劳动分工，并形成规模经济。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英国不必恐惧自由贸易，因为16、17和18世纪的保护主义政策已经成功地巩固了其技术领先地位，现在，仍可以利用自己的实力保持它的地位。

塔克尔等主张自由贸易的反殖民主义者预见，正是英国的领先地位注定了它在世界转向自由放任过程中的带头作用。随着贵族特权、国家垄断和旧殖民体系及其既得利益的逐步消除，其国际收支的盈余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相当一部分英国领导人青睐于给予美国独立，甚至在革命战争之前就努力促成这一局面，并成为结束英国旧殖民体系的分水岭。从1776年到1846年，英国废除了航海条例、谷物法和其他阻碍自由贸易的立法，劝导其他国家不要对本国新生产业采取保护政策。


 李嘉图的国内价值论与国际价格论的区别

本书第五章描述了李嘉图怎样试图使劳动价值论与由生产某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动决定交换这一事实相一致起来。国内的成本变化很大，如农业，价格是根据最少肥力土地的生产成本，即最高成本基础上的边际生产成本确定的。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会赋予处在更好位置的低成本生产者一个经济租金或“超级利润”，可定义为超过包括正常利润在内的生产费用的额外售价。

这些经济租金，在国际贸易比在国内经济的表现更明显。这样就把劳动时间价值论（和相关的成本理论）限制在只用于本国范围，并且成为李嘉图区别国际和国内经济的方法；正因如此，需要放弃寻找一种世界普遍适用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主张。正如李嘉图对马尔萨斯所承认的：

在一国内调节商品相对价值的同一规则并不能调节两个或更多国家所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用来与英国布匹相交换的［葡萄牙］葡萄酒的数量，并不取决于每种生产所投入的各自劳动量，如果两种商品均在英国制造，或均在葡萄牙制造，有关结论才能成立。9


但是，国内价格是由生产某种特定商品所需的边际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国际价格则主要是由供给和需求确定的。这在商品只是在若干国家生产时表现得最清楚。如马尔萨斯所指出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成本比例可以比较，除非某些种类的进口替代品能够在本国生产。

正因为李嘉图把农业地租差别归为所谓“原生的、不可摧毁的”土地的力量，所以他把国际比较成本的差别归为“被自然赋予的特有权力。”这种“自然”的看法是比较成本学说的核心观点，但它存在严重的问题。他认为，国际生产率差别的演变受到收益递减的而不是递增所支配，尤其在农业中更是如此。这一假设，对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条件会如何演变的认识有着错误影响。李嘉图及其继承者似乎正在描述一个和他们所生存的动态的、不断自我改变的世界有所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马尔萨斯较为现实地论证了下述观点：在一个运行良好的世界中，资本在农业和工业中的应用，会导致收益递增，成本下降。李嘉图却争辩道，成本和生产率差别或者将保持不变（至少在农业中），或将服从于收益递减。但两人一致认为，对于在国际上进行交换的商品，供给和需求是其价格是否会接近生产的或高或低的边际成本的决定因素。

在论证成本差别能使各国通过在最廉价市场购买来使其消费最大化时，李嘉图隐含地假定，贸易对生产力的发展既不会产生积极影响，也不会产生消极影响。在提出这一假说时，他和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很少关注自工业革命和与其并行的农业革命以来正在发生的生产力转变。

仿佛这些生产力的变革并未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是，如果英国以外的国家要赶上英国，它们就需要公共基础设施开支、补贴以及保护性关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其递交给美国国会的《制造业报告》（1791）中就讲清了这一论点，但是，无论李嘉图还是其他的自由贸易学者都没有对国家政策对移民、国内改善或其他能够促进资本积累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教育造诣的因素的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他们掩盖了对国家之间存在的不断演变的政治和社会差别的分析，而这些差别曾作为根本性的国际成本差异处于重商主义思想的中心。


 边际主义者利用要素的不流动性重新界定国际经济学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从古典贸易理论到边际主义贸易理论的过渡性人物。继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后，他认为，国际价格应在相对比较成本的范围内加以确定，在某一时点上由供求决定；相比之下，国内价格则要反映以劳动为基础的价值；要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把国际与国内经济的分析区别开来。

李嘉图的成本概念是指劳动时间，而不是单位时间的工资报酬。使用货币成本会产生与其目标，即找寻内在的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价值的偏离。在任何情况下，他都隐含地假定工资率有稳定在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即所谓的工资铁律）的趋势。穆勒把供求因素引入，认为这些因素不仅决定国际商品交换的价格，也可解释工资和利润的变化。他描述这些差异是由于劳动和资本不愿跨越国界流动造成的。相比之下，在国内经济中，劳动和资本流动导致了收入水平的平等化。事实上，他已观察到，资本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在文明国家中……不论是人口还是资本，现在从一个国流动到另一个国的诱惑相比以前已经少得多了。但是，世界各地之间的工资和利润仍有非常大的差距。”10


穆勒的后继者并没有把工资和利润水平的国际差异归因于技术或生产率差异，而是各国内部劳动和资本相对供给（或如他们所提出的“禀赋”）的变化。拥有丰裕劳动（相对于资本）的国家具有低工资和高利润的特点，据此推测它们具有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成本优势。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除非资本恰巧比稀缺劳动更为稀缺。高工资国家一般具有相对丰富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因为并非每个生产要素都同时稀缺。“年轻的”国家如美国拥有相当多数量的土地和矿山，但按照欧洲标准，被视为劳动和资本都是稀缺的。这意味着美国应主要依靠其丰富的土地和矿山，生产出粮食和矿产品，与英国的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相交换。

把要素的不流动性作为世界经济中工资和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而不仅仅是先决条件），与国内经济中要素充分流动的同样不现实的假说，形成鲜明对比。1874年，J. E. 凯尔奈斯（J. E. Cairnes）在提出非竞争集团理论时承认，不可否认，劳动和资本在本国经济体中，常常面临结构性障碍和僵化。同样，他和穆勒都承认，劳动日益变得“较少国家性和更具世界性。”但是，他认为，劳动的相对不能跨越国界的特性，足以把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区别开来。C.F.巴斯塔布尔（C.F. Bastable）和F. Y.埃奇沃思（F. Y. Edgeworth）及后来的经济学家都赞同这一观点。11


随后出现的是反对生产成本原理的革命。其结果是，马克思批驳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而保护主义者则采纳了资本生产率理论。另一种经济学形态也发展起来，这一理论不是强调生产的职能和积极的政府政策，而是关注于边际心理效用。主要代表人物是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的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奥地利的安东·门格尔（Anton Merger）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瑞士的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其后是19世纪90年代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他们又回到耶利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思想，所主张的自由功利主义理论把个人置于决定和激发个人积极性的社会背景之外。

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认为，一国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在任何给定时期，依据通行的（而不是潜在的）市场价格，使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不存在由于贸易而矿产枯竭或放弃发展机会等遭受损失的概念。在静态李嘉图贸易收益模型中，马歇尔、瓦尔拉斯及直至目前的追随者，都无视国际间生产率差距的扩大。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都认为，每个国家曾掌握的、据推测是有着相同质量的“劳动”、“资本”和“土地”被混合在一起，在收益递减的条件下生产商品，而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工业、农业和采矿业已经在收益递增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假设收益递减的原因不是因为存在具有这一特征的经济现实。相反，它是“关闭”启发式经济模式在逻辑上的必需，只有这样，才能用数学方法确定每种商品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唯一最优组合和每个国家的最优专业化生产方案。科学经济学的学术新时尚是把论证转化为数学术语，用这种方式对每一个假设的问题提出简洁的均衡解。

现实世界是不存在这种均衡的。本书第一部分论述了塔克、斯图亚特和其他经济学家早在18世纪70年代就已经预见到收益递增这一爆炸性动态和正反馈关系，正是这一动态和关系，使富国比欠发达的后来者更能够增进优势。十九世纪英国以外的保护主义者详细说明了生产力和收入的国际两极分化前景。他们认为由于英国凭借其自身不断强化的领先优势、经济规模和金融效率赢得了世界垄断地位，所以，只要其他国家不对本国的工业发展给予补贴，英国就不需要实行积极的政府外交。（但其中的某些炮舰却被认为是必要的，这不是正式的帝国主义。）

工业和农业革命必然包含着政府政策对劳动的培训和教育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支出的协调。但是，自由贸易论者却排除了国际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领域中报酬递增的分析和后果。当对问题内容进行数学处理已成为科学方法的重大象征时，研究的动力也超出了用简单算术公式进行不间断处理的能力。收益递增意味着在爆炸性的世界里存在着众多选择，而不是一个熵的世界中的唯一一个稳定解决方案。它意味着经济的重点在于变革，而不是维持现状。它表明生产垄断是内在趋势，领先国在享受着领先优势，一国内部也是如此。（与之相比，小规模竞争性生产却被假定为一定是规模不经济，但如果这种假定成立，那么20世纪似乎仍然停留在亚当·斯密的家庭手工业时代。）最后，收益递增的前景意味着对于未能融入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国家存在着必然要付出的机会成本。

尽管现实如此，自由贸易论者仍声称，只是由于所描述的经济发展中限制了被考虑的要素数量，使得他们的结论不具有可以证明的普遍性。从经济学中剥掉了古典作家对政治、社会和技术方面的思考，他们使经济的研究方法甚至比李嘉图主义者在与马尔萨斯及其保护主义者同伴辩论时所做的还要狭隘，他们不考虑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差异，断言自由贸易能够使所有国家得到最佳发展政策，只有放弃贸易理论的技术、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内容，这一结果就可以得到保障。


 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论进入国际经济学，颠覆了以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古典分析，而后者则是与大多数“更古老”国家的相同绝对（生存）工资水平的背景相适应的。在那里，劳动者能够移居国外，国际投资正在发生，资本在各国以不同速率积累，政治和经济动机都在引致着技术变革。然而，要素禀赋论却假定有着一致的生产率，不同的相对收入只是产生于同一技术、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的不同的要素比例（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工资和利润关系）。

不同的要素禀赋——由此成为工资和利润变化的原因——作为先验现象被接受，成为国际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它排除了国家间在生产率或政府政策方面的差异。这一理论并不想为推动世界上不断加速的技术革命做出努力，并借此制定政府支持方案，平衡在国内改善和运输、教育、研究补贴，甚至在社会和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支出。

伊莱·赫克歇尔在1914年，随后，他的学生伯蒂尔·俄林在1935年，贯彻后古典的路线，使要素禀赋论的逻辑结论进一步理论化。他们重新界定了国家的概念，以至于似乎国家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有着不同的要素比例。只要劳动和资本在国家之间保持相对不流动，这些比例在一国就应当是稳定的。他们忽视生产率的差异，同样也就忽视了影响生产率演变的政治和社会差异。他们把国家定义为在一个共同的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函数下劳动、资本和土地的聚合体。国际经济的典型特点仍然是各个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成本函数，但是，并没有像李嘉图和前李嘉图传统那样，把这些成本变量归结为劳动和资本生产率的差异，边际主义者把成本差异归结为相对于资本的劳动和其他资源的数量变化所引起的市场工资率和利润水平的不同。绝对成本函数和差异，政府政策和外交手段的影响力都被假定不能发挥作用。新的贸易理论家否认国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存在任何结构性原因。

早在1887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就曾建议用术语“区域间贸易”（interregional trade）来替代国际贸易。12这种态度也反映在1935年俄林的《区域间和国际贸易》一文的标题中。俄林指出：“国际贸易理论只是一般区位理论的一部分”，即“区位理论的一个分支。”13卡尔·艾弗森（Carl Iversen）继俄林之后也得出结论，只要要素不流动假说仍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典型特征，“那么很明显，国际贸易就仅仅是地区间贸易的一种形式。”
(43)

 这排除了国家所具备的本质现象：包括税收、基础设施支出和金融政策，以及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社会风尚等方面在内的政策制定权。

维纳认为：“国际贸易理论并没有、也不打算去处理……资本或劳动国际转移下的众多长期经济影响。”14
 把这些更广泛的问题留给了专家，而专家的著作仍把这些问题与正统国际经济学的主体隔离开来。吴志远在概括新理论时坚持认为，

古典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声称他们的“国家”的定义与政治上的或普遍接受的“国家”定义是一致的。他们只是断言他们的理论适用“非竞争集团”之间的贸易，比如，这种集团之间的劳动和资本没有多少自由。但如果我们记住古典理论就是非竞争集团之间的贸易理论，那么，是否劳动和资本的不流动适用于国家或地区，都不重要。15


这一定义，是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的实际观点不同的——他们无视技术速率变动所造成的分化和随之而来的国际竞争和依赖关系的发展。虽然新理论把自己描述为斯密和李嘉图古典理论的学术继承人，但实际上却放弃了他们所强调的国家之间的差别生产力。正如埃奇沃斯在1894年讽刺地评论这一新方法时所说：

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表示，国际贸易就是国家之间的贸易；不用奇怪的是，在政治经济学中这一术语应该还有些别的含义。在专业术语的使用上，由于存在壁垒，因而国际贸易有别于国内贸易；正因为存在壁垒，阻止一个地区——或更一般地说，一个产业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另一个领域使用那些生产资料。
(44)



尽管斯密和李嘉图确实讨论了劳动和资本移居国外的相对迟疑不决特点，但这只是一个偶然的观察，并不是他们理论的核心枢纽。当斯密在论及“背负着各种行李的人是最难被运送”16
 时，已提到了国内劳动的流动，并僵硬地使之与出于对价格差异的反应，货物从某一市场到另一市场的较容易的流动相比较。李嘉图在评论“每个怀有天然不情愿情绪的男子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和有着众多亲属的国家，并将其所有的固定习惯委于自身，到另一个有陌生政府和新法律”的环境中时，17
 承认了存在国家习惯、文化和法律的差异，就像塔克尔在1755年所指出的，这种差异代表了国际经济的显著特点。的确，李嘉图对什么样的法律最可能吸引很多移民离开欧洲奔向美国说得很少，实际上，这正是因为两国法律不同——或者说，美国的比欧洲更好。

穆勒之前的经济学家和穆勒本人把生产率差别放在首先重视的位置，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有关英国和葡萄牙生产的布和葡萄酒的劳动成本的经典比较，就是以不同的工时投入，而不是以不同的工资率或利润水平为基础的。关于后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根据“要素流动性”（以及后来的要素禀赋）的不同水平来区分国际和国内经济的问题，李嘉图或穆勒都不相信劳动在国际上可以充分流动，同样，斯密也不相信劳动在国内是可以充分流动的。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国际移民和国际投资时代，所以，如果斯密、李嘉图和穆勒仍在固执地坚持这些由他们提出的极端观点，就一定会被维纳、哈伯勒及其后古典追随者嘲笑的。

在国内经济中要素充分流动这一不切实际的假设下，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失业不会超过摩擦性失业水平。如果进口或其他原因导致了劳动被替代，他应该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找到新工作。在李嘉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中，他至少足够现实地认识到严重的失业前景；这一版于1821年出版，面临着6年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贸易恢复所导致的紊乱。由于进口竞争，劳动者被明显地抛出岗位。尤其是技术工人，正在流向农村；在那里，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专业找到工作，而不必转移到国内新的就业行列中。

到20世纪30年代，所有这些都被遗忘了。李嘉图和穆勒所强调的重点从绝对成本到只是比较成本的转变，这意味着即使每个国家全部处于绝对的高成本境况，它仍可以出口产品，甚至足以持久地保持其国际收支的平衡！高成本的生产商可以用其相对“最低的高成本”产品换取相对较高成本的产品。这一方法认为，不论是资本品和原材料这样的共同尺度，甚至是决定资本成本的基本利率，都不能把世界经济联系到一个单一的成本体系中。承认这种联系，就意味着打开了进行如下分析的可能性：高成本国家如何遭受长期失业，最终导致在经济和技术上被遗弃和随之而来的结构性失业。

首先假设要素禀赋论，然后提出劳动和资本在国内完全灵活流动，贸易理论的新方法摒弃了现在人们所说的二元经济——单一原材料生产国的出口部门可能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尽管当地的生活必需品经济中存在着巨大的未充分就业劳动的“过剩人口”。这种二元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典型特点。投到出口部门的资本并不归本国而是归外国人所有，主要归领先国家的跨国企业所有。此外，许多国内资本也是被国外控制的（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这似乎是不正常的）。这一结论主要适用于加拿大以及拉美和非洲的情形。富裕的第三世界的以及前苏联的部分公民（特别是处在政府最高职务的人）的资本外逃现象已变得像二元经济一样人所共知。过去，劳动被看作一种在某一报酬下一律能够就业的资源，而在今天，却表现为结构性失业的事实。

这些错误的根源是出于如下假设（在第七、八、九章中曾讨论）：某些产品是内在性地劳动密集型的，而另一些则是资本密集型的。现实情况是，自工业革命开始，在所有部门的生产中，资本就已经取代了劳动。尤其是在农业的场合，更不用说用于工业的人工合成材料，它已代替了第三世界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橡胶和靛蓝，以及铜和其他金属，它们的地位现正被塑料取代）。一旦我们认识到资本用自己的生产力替代了劳动和土地的生产力，要素禀赋论就破产了。这是一种非技术论，构建这一理论的意图，是要热切地寻找某些方式，在这些方式中，各种经济活动可以被解释为，在这一具有最好可能的世界中为找出最好的方法而运作。

当我们考虑到科技因素，就会发现，经济中不能现代化的低生产率水平阻止了这些国家不能平衡其贸易和收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定程度的国际收支问题是可以被预期的，与其说是工业国，不如说是第三世界的原材料出口国，赤字是可以预测的！


 不发达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

正如本书第十章所讨论的，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几乎没有给欠发达国家干涉贸易进程提供任何理由。李嘉图期望这些国家通过原材料生产所获得的经济租金超过其所承受的工业成本劣势而获益。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将迫使人们利用更贫瘠的土地和矿山，这将形成对原材料出口国有利的国际价格。看来它们不需要积极去做什么就可以收获由于世界上不断增长的对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而带来的自然成果，而假定收益递减是工业国农业和采矿业的特点。当英国不断增长的人口迫使其使用更少肥力和用于耕种的更高成本的土地，粮食价格将会上升，除非它能从那些人口更为稀疏的农业国获得较低成本的粮食。穆勒的有关分析，意味着这种进口将改进欠发达国家的粮食和其他原材料的贸易条件。

没有一个人曾预测到原材料出口国会变成粮食亏空地区。由于比较成本的比率随着时间而不断扩大，原材料出口国被假定为会快于工业出口国增加出口收入。当粮食价格被推向世界上的高的边际成本，英国资本家的竞争却将削减成本的创新带来的利益传递给消费者。的确，即使（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欠发达国家在其农业和原材料生产上迟早要受到收益递减的影响，价格走势却更有利于欠发达国家而不是工业出口国。

李嘉图的分析不能正确说明工业国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提高本国农业、矿业及工业的生产率。为此，他受到马尔萨斯和英国地主阶级的其他保护主义发言人的严厉谴责。但是，任何古典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世界原材料的长期供过于求以及领先国对工业和农业技术的单边垄断。

然而，贸易理论对于供给和需求的阐释却为质疑贸易条件将有利于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提供了依据。英国和其他工业国往往专门从事生产需求增长快于世界收入增长趋势的商品。这与后来所说的恩格尔定律是一致的。随着收入增长，用在工业品和奢侈品上的支出比例会逐渐上升，而对食品、房租和其他必需品的开支仍会保持相对固定（即对收入无弹性）。只要英国仍然是世界工厂，它将继续处在垄断供给需求增长最迅速的产品的地位。它将按高成本销售其制成品，而这一高成本正是其客户国不得不支付的本国新生工业生产同类产品的成本。这意味着农业国的人口将购买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业制成品，而英国粮食进口的增长将会受本国人口胃口大小的限制，并且，工业（industrial，含有低工资的意思）经济体的人口增长速度是相对缓慢的。

为了不干涉及不约束金融领域，人们对它总是试图视而不见。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债券经纪人和金融说客的李嘉图，对于转移人们对货币和金融的关注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他认为，食利者收入仅仅以地租形式存在，没有利息和其他金融费用。他所持货币主义的缺陷困扰国际金融和国际收支理论直到今日。因此，有必要解释国际金融理论的范围为何变得如此狭隘。

穆勒再一次把金融层面的问题引入李嘉图的“以物易物”理论，他通过追踪资本如何流动——国际借贷和投资，以及利润、利息和本金的回流——研究了贸易条件如何不利于债务国。当与债权国交换出口品时，它们不得不运用额外出口剩余为其资本支付提供资金。这种还本付息的偿债，要求用原材料的额外转移补偿进出口交换比率的损失。如果工业国的投资者购买了殖民地矿山、种植园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直接所有权，那么，即使这些原材料价格上涨，其生产的利润（或从专业角度更准确地说，它们的经济租金或“超级利润”）也要汇给工业债权国的投资者！这将形成对领先国投资的一种国际收支型依赖，假如投资者不是出口商，他们也能从自己的垄断中获益。

穆勒承认，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国之所以获得有利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先行优势。它们在工业化之初就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看来，它们会通过当今被称为学习曲线的经验，继续增加它们的工业成本优势。（穆勒或许已经补充道，单一的种植业和矿业经济是由于不愿接受工业化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或者，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由于为国内市场生产粮食造成的。）但是由于英国的政策有效性是大打折扣的，因而不鼓励尚未工业化的国家仿效英国的政策，而且一国关税也被认为增加了成本及沉重负担。

虽然政策因素被认为对欧洲领先工业国取得初始优势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国家已经难以热切地传播任何强调政府政策（至少在初期）发挥积极作用的分析。他们宁愿放弃这个话题，同时也就放弃了有关长期和短期利益平衡的任何概念。对于所有意图和目的而言，短期运行都被解释为长期运行的指示标。

对于原材料出口国，事情会变得比穆勒的分析和恩格尔定律所说的更糟。原材料出口国本来应从它们的初级产品和食品中得到一个边际不断增加的经济租金，但是，由于与工业欧洲国在其国内生产的同类产品相比，这些初级产品和食品变得越来越昂贵，所以，恰恰相反的事情发生了。欠发达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工业国，这种依赖，不仅包括它们的工业制成品——这已被证明是越发重要——而且也包括它们的谷物。美国的农业关税和价格支持，现在已被欧洲的共同农业政策（CAP）所效仿，已经促进了本国农业生产率提高，使农业生产率收益甚至超过了二次大战以来的工业。然而，拥有粮食剩余的工业化国家采取补贴管理供给规划来维持本国农作物价格不至于下跌，比如美国的“土地银行”（Soil Bank）和农作物购买方案。同时第三世界的矿产出口却由于不断降低的成本和过度供给的竞争遭遇了价格下降的压力，甚至1973年以来欧佩克（OPEC）石油价格的暴涨也被美国和欧洲的谷物、武器和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不断上涨所抵消。

随着贸易成为工业化程度较低国家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必需，而不是自由选择的行为，一种“反向”依赖正在发展。亚当·斯密曾写道：“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目标是为人们提供生存之道”18
 ，但是欧洲和北美之外的专业化却被推到了忽略国内粮食需求的高度。虽然在二次大战之后的若干年内拉美和非洲国家实现了名义上的政治独立，却为维持生计而更加依赖于工业国。对外贸易不再只是自给自足的区域之间剩余产品的交换。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完全的依赖于进口食品、燃料和不断扩大范围的工业必需品——更不必说外国信贷。

这种“必须的购买”与亚当·斯密的“剩余的排出”概念相反。欠发达国家不能供养本国人口，必须进口必需品，用来与工业国家交换的主要是不可再生原材料或本地资源的所有权。与此同时，富裕国家却坚持甚至加强了对自己产业的保护！因此，无论是一个世纪前自由贸易论者对欠发达国家所作出的政治承诺，还是他们的经济预测，都没有实现。第三世界的贸易账户已经形成了由外国借贷弥补的赤字，这些借款的利息甚至会使整个支付账户产生更大的赤字。

制度和政治因素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欠发达国家的大型矿产和种植业生产普遍支持其拥有大量土地的寡头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国际家族的保守政治权力。这种政治联盟使得土地改革和其他农业现代化变得更加困难。它也阻止了民主政治结构的发展，而后者正是18世纪英国理论家所强调的内容。没有个人自由、教育和机遇，工业化的氛围就会受到阻挠。新古典的边际分析理论忽略了附庸性寡头要比民族主义者更加具有世界性的局外人特征。

这种依赖的顶点，就是长期国际收支赤字，被迫实施国内货币紧缩。今天的正统经济学被阻止不能认识这个问题，是由于它们认为国际经济的基础是以物易物，这样就不存在货币和债务问题。李嘉图时代以来的自由贸易理论清除了所有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走到与重商主义迷恋金银的断言完全相反的极端！在本书第三部分将要显示，自由放任的观点认为，国际债务问题会在货币和财政紧缩条件下被自我治愈。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国际经济的两极分化，在金融领域如同在技术领域一样，已经变得非常显著。债务国已经被剥夺了经济现代化所需的资源。


 解释国际经济两极分化的理论需要

国际收入和贸易条件的差距已经扩大了工业债权国和负债的原材料出口国之间的距离。然而，目前现存的理论都不能解释其原因。理论已有利用各种计量手段的描述（要素和其他贸易条件、净收支失衡、偿债等），但这不是解释性模型。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本书第三部分认为，第三世界的商品贸易条件已严重恶化，部分原因，是由于支付外债利息的外汇数量不断增加，为了支付外汇，迫使其在面对有限世界需求的情况下仍要出口已经长期过剩的原材料。

尽管这些经济体新的举债已经足以支付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还本付息，但是，这些借款还是附加了苛刻的政治条件。借款的接受国通过被强制的国内紧缩，不得不扼制了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功能。第三世界国家必须支付其13亿美元外债的利息（截至1989年年底），并通过进一步借贷弥补日益增加的结构性贸易赤字，迫使自己在未来转让甚至更多的本金和利息。在国际经济学界人士的热情推崇下，它们已经登上了通往紧缩和依赖的跑步机。从工业债权国流出的购买第三世界经济体原材料的投资通过它所施加的压制东道国经济体贸易条件的影响被补偿。这种结果对于投资国来说已经形成了搭便车行为。

当保护主义在实践中被采纳，但在理论上被遗弃的时候，生产力学说的声音在一次大战之前就几乎从经济思想史中消失了，今天看来这是个巨大的讽刺。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其他工业债权国采取了保护主义，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是，这项政策的捍卫者主要是不能按程序进行“经济学”思考的政客、律师和记者。18世纪的实用保护主义强调了在国家安全的基础上维护粮食、矿产和其他必需品的自给自足，而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地根深蒂固的特权利益进行游说的结果。

结果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的正统思想似乎主要是为了输出到欠发达国家。它几乎不能被说成为描述今天的世界。构成贸易或资本转移活动基础的学术模型或许称其贸易当事人为A国和B国，甚至“英格兰”和“葡萄牙”，但这些当事人的行为并不反映有关国的实际。现实世界是以动态的技术和制度方式不断演变的，这与当今的国际价格理论所作的静态假设大相径庭。正如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在1929年所指出的，正统理论“假设为固定，是为了推理之目的；如果我们想知道，正是这个东西……应该成为主要研究目标，那就是国际贸易的影响和原因。”正如他后来所俏皮地说的（在他从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首席国际顾问经历中受益以后）：“关于理论的实用性，我常常感觉好像有人在结结巴巴地学说绕口令，最终也学会了，但却很难进入交谈。”19


国际经济学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研究思路，是在一个不断演变的世界中处理如何发展的问题。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应该是确定偿债、军费开支和其他资本转移的后果。它也应阐明在极重要的部门如农业实现自给自足所必需的费用，并把这些费用与保留现有依赖模式的费用做比较。这将表明追求短期的李嘉图贸易收益会怎样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对外依赖、外债加深，经济废弃和丧失经济自主权。对于欠发达的国家，在自由贸易论者与保护主义者同意就同一事情展开讨论，而不是目的相反地采用不同经济福利手段之前，做出保护主义的收益大于自由贸易的好处这样的结论，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那些从更广阔的优势角度来参与分析国际经济学的人，一定会感到与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有一种血缘关系，因为他们关注的中心完全是国家的财富。我用了这么多时间回顾重商主义的思想史，因为它是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理论演化共同的发源地。在亚当·斯密时代，围绕解释外债、军费支出、殖民主义和与之相伴的本国国债增长，将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进程、货币关系、投资函数和生产力，发生了一场激烈辩论。这一恢宏的范围，使得英国重商主义者与其自由贸易继承人之间的辩论，不仅不是一个过时的学术活动，而且极具重要性。它着重讨论了在这些领先国刚开始走到世界其他国家前面的时候，如何利用可持续的贸易剩余，为领先国提供货币以支持新增投资和就业。

为了解释作为结果的两极分化过程，我试图把它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本书第二部分，追溯了19、20世纪保护主义者和自由贸易论者对农业、工商业技术改造所做出的反应。第三部分，讨论了资本转移的影响和金融在世界发展中的广泛作用。第十二章，通过回顾古典经济学家是怎样认识国际投资的，为第三部分的讨论搭建了一座桥梁，尽管今天的思想史学家否认他们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在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试图形成的国际劳动和生产分工的先决条件。

1. Jacob Viner，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ew York： 1937）， p. 594.

2.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2nd ed. （Chicago： 1970）， pp. 137－40.

3.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p. 369.

4. Haberler，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ondon： 1936）， p.4.

5. Viner，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 xiii.

6. Raymond Vernon， forward to James D. Theberge， Economics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l968），p.v.

7. James Steuart，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767）， Vol. I， pp. 494， 327.

8. Josiah Tucker， The Elements of Commerce and Theory of Taxes ［1755］， repr. in R. L. Schuyler，ed.： Josiah Tucker： A Selection from hi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ritings （New York： 1931）， p. 127. See al‐so p. 140.

9. 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 （repr. Cambridge： 1957）， pp. 133ff. See also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p. 574f.

10.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575.

11. J. E. Cairnes， Some Leading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ly Expounded （London： 1874）， p. 362， and C. F. Bastable，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Some of its Applications to Economic Policy（Dublin： 1887）， pp. 9f.

12. Bastabl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 l2n.

13. Ohlin，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 Mass.： 1935）， pp. viii， 589.

14. Viner， Studies， p. 600.

15. Chi－Yuen Wu， An Outline of International Price Theories （London： 1939）， p. 155.

16.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 ch. viii， p. 14.

17. 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136.

18.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V， ch， i， p. 449.

19. John H. Williams，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econsidered，” （1929）， reprinted in Postwar Mone‐tary Plans and Other Essays， 3rd ed. （New York：1947）， pp. 134f.

--------------------


(1)
 译注：通常情况是“狗摇尾巴”而不是“尾巴摇狗”，后者比喻处于从属地位的势力执掌指挥或控制权等本末倒置现象。


(2)
 关于在当时政治背景下李嘉图经济学的讨论，见威斯莱·查尔·米切尔的《经济理论的类型》（Wesley Clair Mitchell， Types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1967）和埃德温·坎南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和分配的理论史，1776－1848》（Edwin Cannan，History of Theori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English Political Economy， from 1776 to 1848，London： 1917）及后来的《经济理论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Theory ，London： 1929）。关于英国谷物法辩论的文献十分浩瀚，其中令人满意的总体评论文献是：C. R.费的《谷物法及社会的英国》（C. R. Fay， The Corn Laws and Social England，Cambridge： 1932），唐纳德·G.巴尼斯的《从1660至1846年的英国谷物法史》（Donald Barnes，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orn Laws from 1660－1846 ，London： 1930），以及由保护农业和英国工业社团办公室发行的综合报告《为本国工业而战斗：讨论谷物法》（The Battle for Native Industry： The Debate upon the Corn ，Lon‐don： 1848， 2 volumes）。


(3)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著作集》第1卷，第7章，第133－134页（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ch. vii ，Works， Vol. I， pp. 133－34）。对比较优势学说的性质和起源的评述，见维纳的《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第8章（Viner，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hapter viii）、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第373－374页（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pp. 373－74）。作为李嘉图国际交换理论基础的是他的劳动价值论：出口产品是与生产它们的（边际）劳动时间耗费，包括体现在生产它们所消耗的资本中劳动，成比例地交换的。


(4)
 李嘉图：《评马尔萨斯》，《著作集》第1卷，第200页（Ricardo， Notes on Mal‐thus， in Works， Vol. II， p. 200）。最主张自由贸易的重商主义者也会否定源自劳动不能流动而产生的就业不足。因此，塔克在其《对外国新教徒侨民化的法律权利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Expedience of a Law for the Naturalisation of Foreign Protes‐tant）中问道，“是否存在着所有贸易和职业都过剩的必然性？”他的回答是，“如果某一特定贸易在任何时候都存在过剩，为何这一疾病不能自我治愈？换句话说，为何很少有人转而从事其他贸易，更很少有年轻人在无利可图的部门发展起来？”（但是，他极力主张维护消费需求以确保就业。）


(5)
 译注：在杨敬年先生的译本中，有关部分是这样表述的：“投在购买本国一地的产品而在本国另一地出售的资本，每次运作就能补偿在农业或制造业中运用的两个资本，从而使之能继续运用。……用来购买外国货物供本国消费的资本，当用本国劳动产物进行购买时，每次操作也补偿了两个不同的资本；但只有一个资本是用来支持本国劳动的。将不列颠货物送往葡萄牙、又将葡萄牙货物带回大不列颠的资本，每次操作只补偿了一个不列颠资本。所补偿的另一个资本是葡萄牙资本。所以，即使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回收也像国内贸易的回收一样迅速，它所给予本国产业或生产性劳动的鼓励也只有一半。”（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富论》上卷，第41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
 哈伯勒：《国际贸易理论》，第131页（Haberler，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 131）。哈伯勒在这里说的只是差别工资率，不是在其金融和制度背景下的货币考量。


(7)
 卡尔文·科尔顿：《美国的公共经济学》，第211－227页（Calvin Colton， Public E‐conomy for the United States， pp. 211， 227）。科尔顿早在《亨利·克莱的生活和时代》（Life and Times of Henry Clay，New York. 1946， Vol. II， p. 482）一书中就已经指出，“货币是政治经济学与保护主义必要联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表现为，一个健全的货币取决于一个适当的保护主义体制。”


(8)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美国政治经济学要览》，第152页（Friedrich List， Outlin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1827，New York： 1909， p. 152）。参见约翰·雷：《对政治经济学学科中某些新原理的陈述，揭示自由贸易体系的错误见解，说明＜国富论＞中的某些其他教义》（John Rae， Statement of Some New Principles on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Exposing the Fallacies of the System of Free Trade，and of Some other Doctrines Maintained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1834），该书第一卷指出：“个人与国家利益并不一致”。科尔顿在《美国的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y for the United States， ch. Xvii，esp. pp. 264f.）中指出：“个人的收益并非总是社会的收益”。威拉德·菲利普斯在《对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建议》（Willard Phillips，Propositions Concerning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Boston： 1850， Prop. IX）中指出：“那种认为工业就是独立于任何法律的每一个个人，只要有利于自己，就有利于公众的观点，并不正确。这正是自由贸易所主张的观点”。也可参见裴辛·史密斯在《政治经济学指南》（E. Peshine Smith， Manual， pp. 21， 140－43）一书的有关内容。


(9)
 译者认为此处的公式可能是：△（美国的产出量／英国的产出量）。


(10)
 科尔顿（Colton）进一步指出：“所有那些被保护主义政策安置到制造业和贸易工作的人，都是从农业活动中撤出的，并给予其他在农业中就业的人员一个更好的机会，使之有一个准备就绪的市场和高的价位” （ibid.， p. 316）。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第542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2)
 译注：中世纪一伯爵领地，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


(13)
 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将此设定为随着国民收入增加，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不断下降的 “规律”。


(14)
 斯密：《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是批评斯密是“他所指派的机器的附属物”的第一个经济学家，并且认识到经济和科技进步不能拯救劳动分工。见《资本论》第一卷，转引自霍兰德《亚当·斯密》，第215页（quoted in Hollander， Adam Smith， p. 215）。


(15)
 霍兰德在《亚当·斯密》（Hollander， Adam Smith， p. 226）一书中指出，斯密在《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提到随着国家资本存量的增长而平均生产单位将要扩张时，他对与社会总资本存量相关的个别资本的规模感到困惑。霍兰德指出：“斯密的论断强烈地暗示，如果工资率的提高没有伴随着工厂扩大规模（或者外部经济），其自身就不会导致劳动节约型发明的产生或已经存在的劳动节约型生产过程的采用。”


(16)
 译注：而不是劳动和资本的质量。


(17)
 译注：1个人1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18)
 译注：1个人1年完成的工作量。


(19)
 译注：即以美国某一部门的产出和资本／产出比作为世界经济相同部门的有关数据的代表。


(20)
 她在该书第3页进一步补充道：这一模型的政策结论是，考虑到“确认跨越各国的同质要素的不可能性”，所以，“所有的工业在任何有效配置下将以更低的工资－租金比率运用更加劳动密集型工艺”的观点没有经验意义。


(21)
 译注：美国政府给予可耗尽的自然资源的所有者的一种赋税优惠。出售自然资源的所得部分地代表所有者在资源财产上投资的报酬。如果对出售自然资源的收入课税，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资本所得税，或资本税。赋税优惠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对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征收资本税。此外，这种优惠还鼓励人们将投机资本用于开发新资源。耗减优惠允许所有者在资源行将耗尽或枯竭时从他的收入部分扣除他在自然资源上的投资费用。


(22)
 乔纳森·莱温在《出口经济学》一书中已经分析了二元经济学，并注意到如下现实：要素比例 “显然不能决定海外原材料出口产业的位置。……这些出口产业的位置与决定国内产业位置的是同一一般原理，是由生产要素最小移动的位置决定的——如气候、土壤条件或矿藏沉积和市场的易接近性等。” （Jonathan Levin，The Export Economies ［Cambridge. Mass.； 1960］， repr. in James T. Theberge， ed. The Economics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 pp. 11ff.）


(23)
 译注：也有译为资本货物、资本产品、资本商品等，指生产其他货物时使用的经济货物。包括工厂建筑物、机器、机车、车辆和牵引机等。


(24)
 Clerk Maxwell， Heat （New York： n.d.） p. 152，热力学第一定律指功可以被转变为热能，反之热能也能被转变成功，其中的所有损耗都来自于摩擦。


(25)
 译注：格罗弗·克利夫兰生于1833年3月18日，卒于1908年6月24日，美国第22届和24届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非连续担任两届总统（1885－1889和1893－1897）的政治家。


(26)
 译注：相当于1／10马力的功率单位。


(27)
 译注：19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运动者。


(28)
 译注：马里城市。


(29)
 斯图亚特认为，作为非农业阶级“有效需求”不断增加的结果，工业生产的增长将刺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马尔萨斯从中得到了启示。（Steuart， Ibid.， pp. 491， 118，116.）


(30)
 这一观点是由弗吉尼亚大学的杰弗逊派（Jeffersonian）民主党人乔治·塔克尔在1844－1845年间在与美国保护贸易论者亚历山大·埃弗雷特的辩论中提出来的。我在《十九世纪美国思潮中的经济与科技》（纽约：1975）一文中总结了这一论点，见该书第160至165页。同样可见第48至51页。


(31)
 Engels to Edward Bernstein， March 12， 1881， in Marx and Engels on Britain， 2nd ed. （Moscow： 1962）， p. 5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423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32)
 即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编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33)
 Marx， ibid.， p. 578. 关于这一点请看斯图亚特，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Vol. I， p. 295 （quoted in Chapter 7， p. 1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第658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34)
 Marx， ibid.， p. 5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第663－664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35)
 Marx， ibid.， p. 5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第653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36)
 Marx， ibid.， pp. 497， 522， 5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这一观点也可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有关部分。在那里，他援引了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当任何国家的资本存量增加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这些资本在提供消费品和维持该国生产性劳动时不能得到充分利用，那么剩余的部分自然会流入贸易，并被其他国家在履行相同职责时所使用。”


(37)
 Marx to Engels， November 30， 1867， in Marx and Engels on Britain， p. 5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363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38)
 Marx， Capital， Vol. III （Chicago： 1909）， pp. 391ff.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三卷第372－37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9)
 Marx， “An Address： Free Trade，” p. 4l. See also hi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973）， p. 858.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5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由于贸易使生存更多的依赖于商品的销售而不是对商品的直接使用，它将使生产越来越多的服从于交换价值，而把直接使用价值越来越地推向了幕后；它使得传统关系解体。从而增加了货币的循环。它第一次占有了生产的剩余；并渐渐得到后者本身。”


(40)
 Marx， Grundrisse， p. 8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第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1)
 译注；也可译为“选址论”，即一种关于影响厂址的诸因素的经济理论。


(42)
 译注：指16世纪脱离罗马天主教之基督教团体或后来由其形成的教派成员。


(43)
 卡尔·艾弗森：《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概览》（Carl Iverse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New York： 1935， p. 3.）。西奥多·奥蒂斯·耶特姆在《国际贸易通论的再制定》中也界定国际贸易本质上就是地区间贸易，并且解释了由于国家或地区间的生产要素的不流动性，纯理论状态下如何区别国际和区内贸易的不同。只有产品交换发生在国家之间。虽然他认为（正如艾弗森所说）这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经济中并未得到匹配，他仍然把他的依其申述的“常规”国际贸易理论限制在这种“简化的理想状态。我们今后将 ‘国家’这个词看作是一个存在生产要素竞争的区域，但区域范围之外，它们不能流动”（Theodore Otis Yntema ，A Reformulation of the Gen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hicago： 1932］， p. 3）。


(44)
 埃奇沃思：“国际贸易纯粹理论”（F. Y. Edgeworth， “The Pur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894） repr. in Papers Relating to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925）， Vol. II， p. 5.）。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在《国际贸易理论》（Haberler，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 4）一书中帮助传播了这个误导人的新理论， 由于该理论具有斯密和李嘉图的极端观点，即使穆勒也没有完全赞同： 古典学派相信……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有基本的区别。他们指出劳动和资本要素在一个国家可以自由的从一个生产部门或一个地区流动到另一个部门或地区。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要素完全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流动性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彻底的调整（即各国建立相同的工资率和相同的利息率）并没有发生。要素的非流动性被古典学派很草率地接受并把它作为国际贸易的准则。



 第三部分　外债对贸易和发展的影响

当一个人成长到青春期，他一定会变得非常热爱真理。如同一个被激情感染的人，不论白天与黑夜，都不停的鼓励和督促自己，使自己从头至尾地学习所有最聪明的先哲们的知识。当他已经学到了这些知识，他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致力于检验和证明这些知识，并且通过观察明显的事实来决定同意先哲们的哪些见解，不同意哪些。从而，他将选择接受意见一致的部分，同时抛弃意见不同的部分。对于这样一个人，我希望我的论著可以证明是会给他们以最大的帮助的。当然，可以预期这类人是人群中的少数，对另外的人而言，这本书如同对牛弹琴是多余的。

伽林（Galen）《自然功能》第三册，第10章（Loeb经典图书馆，第279页）

我们当然知道历史自身会不停地重复。但是令人惊奇且有点悲哀的是，经济学家，为了迎合流行的旨趣而摇摆不定，也在不停的重复。同时他们还很开心地忽视其前辈，以至于他们在任何时候都相信自己正在做出前所未有的发现，并建立一个全新的货币科学。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712页


 第十二章　国际投资和借贷如何随贸易而变化


 工业经济体对外投资的实际需要

欧洲工业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引发了一场并行的大规模的粮食、矿物和种植业生产的革命。亚当·斯密解释了劳动分工是如何要求原材料和其他投入品供应的超常发展的：

……一旦劳动分工被广泛引入，单个劳动力所能提供的产品仅占其个人所需的一小部分。其他更多的部分要靠其他人的劳动来提供。……因此，不同种类商品的储备，大部分是被储存起来以足以养活自己，以及提供其工作所需的材料和工具。……这种储存的积累理所当然地要先于劳动分工，因为只有当这种储存越来越多地积累起来时，劳动分工才能按比例地越来越细化。同一数量工人从事劳动所需原材料的数量，随着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化而成倍的增长；当每个工人的操作逐渐降低到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度，就会有大量的新机器被发明出来以使那些操作更方便、简洁。因此，随着分工的演进，为了给就业不变情况下的相同数量的工人提供相同的食料，以及提供比原先所需更多的原材料和工具，势必要提前做好积累。1


从而，工业生产率和就业的增长意味着原材料需求的增长。例如，钢铁工厂需要大量的铁矿石和煤炭，还需要将制成品分销到世界各地。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求增加投在原料和工具上的资本部分。……

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资本遇到原材料和机器的数量没有增加的限制，所以工业发展的进程是这样的：生产越是成为工业原料（……）的生产，劳动材料越是接近于单纯的原料，那就越是在这些部门中开始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和使用机器。例如，纺纱业先于织布业，织布业又先于印花业等等。而在作为劳动工具的主要原材料的金属的生产中开始得最早。如果充当最低阶段的工业原料的真正原产品本身的数量不能迅速增加，那就要设法寻找数量可以更迅速增加的代用品（如用棉花替代亚麻、羊毛和丝）。在食物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如用马铃薯代替谷物。
(1)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工业发展之前蒸汽机首先被用于采矿业。在工业专业化能顺利进行前，初级原材料的生产瓶颈必须解决。为了试图尽可能地减轻这种约束，工业国领先发展了遍布世界的原材料供应以支撑其工业扩张，这就避开了成本陡升的压力，否则其经济增长将始终面临着紧缺的约束。

问题在于，哪些国家将从贸易中获得类似租金的主要利益，而这种利益则源自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自然资源？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工业国的经济扩张往往导致粮食、燃料和其他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这一上涨首先发生在本国内（正如李嘉图所强调的，国内的地主和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将得益），进而传导到国外。

塞缪尔·霍兰德（Samuel Hollander）将斯密的观点总结如下：“基于技术进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关键约束并非工资商品（如工资基金）的预先可得性，而是原材料（和简单工具）的预先可得性。”2


由于食品需求相对于整体人口规模相当稳定，其价格变化较为平缓，而原材料的价格变化就要剧烈得多。这就促使工业经济体竭尽全力来避免长期的原材料匮乏，而这种匮乏将导致拥有这些关键商品的国家以稀缺租金的形式获益。

短期的问题是初级品的价格上涨趋势将超过由于劳动和资本生产率的提高而带来的“实际”生产成本的下降。正如斯密所言：

有少数的制造品，其不可避免的原材料实际价格的上涨将超过补偿（即抵销）其改进带给整个生产过程的收益。对于木匠、工匠的工作以及一些稍显粗糙的细木工来说，不可避免的原木实际价格上涨（由于土地的改良）将超过所有改进带来的收益，而这些收益则来自最好的机器、最熟练的手艺和最高效的工作分拆和调配。3


因此，工业化将预示着要为资源所有者（地主、矿主和大农场主）提供经济租金，使贸易条件转为有利于原材料的出口国。在全面权衡之后，斯密得出如下结论：

对社会状况的每一改善都会趋于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土地的实际地租，从而增加了地主的实际财富，他对劳动或他人的劳动产品的购买力……而在这种产品实际价格提高以后，采集它所需要的劳动并不比以前更多。因此，它的一小部分就足以偿付雇用这种劳动的资本和正常利润。所以，它的大部分必然属于地主。4


因此，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策略是将粮食、原材料和其他初级品的价格控制在其最低生产成本边缘而不是高的垄断价格。的确，农业地主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已经日益降低，这要归功于土壤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不断降低了生产成本），而它又被来自世界各地供给者不断发展的竞争所强化。原材料供给相对于需求的过剩趋势已经导致其市场价格下降，使之与采矿和农业的生产及运输成本变动相一致。欠发达经济体对各种矿藏和种植园谷物的广泛开发和开采是上述过剩的主要原因。

若将资本限制在只能开发自己的资源，那么，很多原材料必然会实现本地区的自给。因此，各工业国不得不率先投入资金以支持国际采矿业和粮食生产，这就需要殖民主义和对外投资的结合——前者通过宗主国的控制限制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范围，后者提供了榨取或生产和运输这些资源的所需资金——所有这些都是以回报从事这些活动的公司的投资者的方式进行的。

殖民地经济的自身利益远不如其对宗主国的出口重要，至少它是在宗主国的控制之下的。如第二章所述，殖民地不能试图复制其宗主国的经济结构。它们只能开发原材料资源及其相关的商业和运输业基础设施，而不能发展超过当地基本需要的工业生产能力。这就使其经济发展偏向出口导向型，为今天的单一经济结构综合症埋下了种子。

出于对粮食和其他原材料生产的收益会随时间而递减的担心，李嘉图及其追随者认为这种价格趋势将有利于世界上人口稀少的国家，而不是人口稠密的工业国。进一步看，这好像也说得通：欠发达地区可以将其原材料优势转为工业成本优势。工资水平将反映出这些地区有着相对较低的食物成本，同时，其工业品价格同样反映其国内原材料的低成本——我们假设这些都被出口禁运或税收挡在国内。

像英国这样的的工业领先国家面临三重问题：第一，如何以较高的国家利润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较高的工资水平）垄断其工业技术的成果；第二，如何保证可靠的、不断增加的原材料供应；第三，如何在生产的最低成本边缘来购买原料，从而通过欠发达国家提高原材料生产率而获利。

工业国家外交的首要任务，是诱使世界上的人口稀少国家为自己提供（实际上是过量提供）原材料。自19世纪以后，欧洲从前的殖民主义强国已不能再公开使用武力或政治许可和法令约束来禁止它们的附属国从事工业生产。作为替代，它们仅需要将其投资主要注入到在整个欠发达地区，去购买耕地、种植园和矿产资源，不断提高世界的粮食、矿物、棉花、烟草、染料以及其他初级产品的产量——并将其运往港口并通过两条著名的国际运河即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

其结果，就是把充足且相对价格低廉的粮食和原材料供给欧洲工厂，用来完成制造业生产。其中的部分产品还可以以有利的贸易条件卖回欠发达国家，使工业国得到资金以进一步投资于外国的矿产和种植业，以及投资于其国内的工厂。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国际投资总是与政府借贷和对外援助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援助都是针对方便原材料生产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而不是为了发展其国内的工业力量或有助于实现经济自治。其主旨是鼓励原材料生产者变得更加工业依赖，而不是自给自足。

工业国的经济外交的第二个目标是为原材料和制成品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市场和共同的世界价格体系。原材料的世界共同价格否定了欠发达国家利用其源于有利的原材料禀赋的特殊优势的能力。丧失了利用这一优势的能力（以及没有了处于保护性关税壁垒后面的较高的工业品价格），欠发达地区就无法追赶欧洲领先国家的生产率优势，也无法使用自己的初级原材料完成制造业生产。形成于自由贸易模式的“市场力量”，确保了前殖民者能够为工业中心提供与当地工业生产者相同的、相对较低价格的原材料。

这样，国际投资成为引导欠发达地区沿着不同于工业国的路线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只有工业国的增长特征是相对平衡的，能够通过粮食生产能力的现代化来养活其国内的人口。欠发达国家的资源已经偏离于在工业和社会基础设施中创建一个补充性投资，与在欧洲和北美（随后在日本和苏联）发生的制度现代化也大相径庭。前殖民地生产力的增长受到工业国中那些需要补充性生产的部门的限制，并非受到与其竞争的部门的威胁。


 工业国利润的不断下降推动对外投资的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相对价格问题，而国际投资理论则研究各种世界贸易方式如何为投资者和债权人创造获利机会。标准的古典观点是工业国的利润率不断下降会导致其投资者在“更年轻”的国家寻找高回报。

金融资本增加的日益剩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斯迈尔（Semmel）引用了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在1803年的发现，指出：“在古代世界可以看到很多由‘过剩人口溢出’建立的殖民地……。‘现代世界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富裕程度，以至导致“过剩资本溢出’”。5


到19世纪末，这一观点因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和其他财经记者的论述而变得人人皆知。资本被认定应要从工业国流向欠发达国家，因为在欠发达国家利润率还没有出现下降，在这些国家，未开垦土地和丰富的矿藏还容许在开发自然资源过程中获得较高的经济租金。

经济学家们预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各国会逐渐增加其资本密集性。当投资者从销售收益中重新获得原始投资后，他们会将资本再投资于国内或海外。只要生活水平（从而消费品市场）保持在低水平，寻求利润的人将会被吸引到欠发达国家投资；在那里，回报率比较高，消费品市场刚刚开放，或由本土生产者占有。

重商主义理论学说大部分都局限于贸易关系。当斯迈尔（Semmel）将经济学家约瑟亚·塔克尔（Josiah Tucker）及其追随者归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时，他已经意识到不断提高效率、高工资和高生产率的经济体（首先是英国，随后是其他国家）对贸易收益的垄断。相对人口稀少的国家长期过度地给世界供应原材料，并以此与工业国交换价格相对较高的工业品。

这种贸易类型要求国际投资能大量无障碍的流动。除了需要商品的自由贸易外，还需要欠发达国家对国际投资者占用土地和矿山资源像制造业产品市场一样实施开放。这就是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在1902年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实质，他写道：“毫不过分的说，大英帝国的现代外交政策主要是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而斗争。”他精心描述道：

随着各国相继进入机器经济，采用先进工业技术，对于制造业主、商人和金融家来说有盈利的配置其经济资源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越来越寄希望于其政府，以便通过吞并或庇护来确保其能够特殊地使用那些遥远的不发达国家。6


他把这种对国际投资的竞争称作新帝国主义，并发现其受到政府外交的支持。列宁在1916年总结了霍布森的观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
(2)



新投资中的大部分来自于不断增加的存量资本投资的收益。这一国际投资过程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援助，政府甚至资助建设其出口基础设施，增强欠发达国家对进口的依赖性。列宁简单地回应了正统观点，他写道：

在这些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经“成熟过度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激烈，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3)



这样，帝国主义理论随着市场经济学家对国际投资理论的发展而应运而生。


 投资有助于欠发达国家追赶的理论

与正统经济理论一样，帝国主义理论也假定国际投资将加速资本接受国的经济发展。这将可以增强它们与更“成熟”的国家进行竞争的能力（假定大多数经济体遵循相同的发展模式）。虽然对于计较私利的工业国来说使欠发达国家经济停滞可能是最优的选择，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1913年写道：“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积累意味着普遍的投资竞争，而这种竞争则构成了工业化和对资本主义腹地（资本以前在这里实现剩余价值）的解放。”7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激进分子拒绝新古典理论，因为这一理论浅薄地称颂自由贸易，认为它对工业国和原材料出口国都有利；他们一定也会反对列宁－卢森堡范式的帝国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列宁主义都将国际投资视为在追求潜在利润和世界总产出的最大化。

列宁将工业国的政府视为代表其全国工商界的“董事会”。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列宁的追随者指出，自从进入带有“殖民地特许权”的现代纪元后，垄断（在政府内部被认为是想当然的）已经主导了欧洲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殖民地垄断权的运营者往往是控制政府命脉的同一些精英家族。

政府鼓励私人投资于殖民地的一个原因，是为海军和军事保护提供的费用在开始时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政府难以依靠自己的正常税收收入予以支持。因此，这些任务便“移交”给已经获得垄断特权的大贸易公司。英格兰的莫斯科非（Moscovy）公司支付了俄罗斯驻英大使馆的费用，同时还对英驻俄罗斯大使馆给予了资助。“巨大的利润用来弥补特殊的费用，”乔治·比尔（George Beer）写道，“如果贸易对所有英国人放开自由竞争，并相应废除这些公司成功的基本原因——特权，那么他们将不再盈利。”

国有的用于实施殖民化的公司也是如此，它们不得不承受高额的运输、结算和保护成本，“如果英国政府亲自从事这些殖民化的工作，”比尔总结道，“那么有可能避免使用这些垄断性的贸易特权，然而，王室的收入甚至不足以满足国内的花销……”8
 因此，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出于对长期国家利益考虑承认垄断特权，即便有时可能和垄断者的利益相悖（有是否应重新考虑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力的长期争论为证）。

列宁认为，政府已经成为私人企业的仆人而非相反。即使如此，他仍然相信私人公司将使世界沿理性、科技的道路发展，为相对较容易地转向工业社会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

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有计划地取得数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既然运送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从原料的依次加工一直到制成许多成品的各个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 既然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在美、德两国，煤油都是由美国的“煤油托拉斯”销售的）；——那么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简单的“交错”；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那它就必然要腐烂……。
(4)



卢森堡也持有相同的意见。他指出：

经济腹地和落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自治权是经过战争和革命取得的。革命是资本主义解放进程的必经阶段。落后国家必须摆脱其陈旧的政治组织，使其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崩溃，建立现代国家机器以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9


政府没有必要干预改变由国际投资资本引发的投资和贸易模式的过程。大型矿业和工业卡特尔将会建设一个遍布世界、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总之，外国投资将会达到为成为一个成熟、更富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提供基础设施的效果。

因此，近距离地检验几个世纪以来国际投资的后果，以解释为何欠发达经济体不能实现国内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现代化，工业国和外围地区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国际收支相差日益悬殊，是适当的。同时，也有必要解释为何当殖民地的贸易和投资在1902年（那一年霍布森出版了他的著作）处于停滞时，国际贸易和投资首先在工业国之间（也就是在以往的竞争对手之间）发展起来。的确，正如霍布森自己所言，宗主国对其殖民地出口品的购买份额在不断下降。

这一解释存在于国际投资（也包括债务）过程已经集中于最繁荣、最有信誉的经济体即那些工业国家的事实中。正像拉格纳·纽斯科（Ragnar Nurske）所评论的：

霍布森在国际投资方面所试图做的，与其对贸易方面所做的研究相类似，也就是显示海外投资的地理分布，他发现不列颠的资本倾向于绕开原始的热带经济体，主要流向不列颠帝国新近移民及其内部的区域。
(5)



到20世纪40年代，殖民主义帝国，特别是世界上的落后热带区域，已经不再有赚钱的生意了。尽管有像不列颠的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等殖民特权制度，但是以美国为首的最有效率的工业国已经赢得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市场。

几乎所有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声称投资将帮助欠发达国家追赶上工业国。但事实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外围地区趋于成为为工业国家提供服务的经济体。关于国际投资的影响结论与早期的观点一样是片面的，带有很多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控制的赤裸裸的政治色彩。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要远远超过其国内经济。


 从贸易和投资的竞争到战争

19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商业的增长将使战争成为过去。贸易和投资被冀望于用开明且平和的利己主义关系来取代至今一直在支配着人类的竞争。但是，恰恰是在竞争中形成了中心和外围的关系，使得国际投资者之间具有了竞争的新形式。

霍布森认为，争夺殖民的竞争一直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他希望英格兰能发展出一种新模式，把国内市场建立在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基于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或是世界大战。这样，国内的收入再分配就能提供足够的投资需求和销售出路。

列宁回复道，如果资本主义给予工人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平，那它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了。他断言，帝国主义与其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属性，而不是一种随意的政策选择。政府是很难像私人企业那样在如何瓜分和重议世界市场份额方面达成有效妥协的。在必要时，企业间的卡特尔可以变通，而政府则不行。工业国以欠发达国家为投资出路的竞争必然导致工业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它作为发展不平衡规律，对政府之间的谈判形成的任何政治安排都强加了紧张力。因此，列宁把卡尔·考斯基（Karl Kautsky）的“极端帝国主义”或“超帝国主义”（由政府共同管理的和平的、集权的世界关系）的想法看作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凯恩斯对贸易和投资过程的综合分析

一战后的金融震荡和关于德国是否有能力清偿赔款的争论（将在第十六章分析），激励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通过把贸易支付综合平衡和国内经济平衡的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整合为一体，用来研发出一套对德国收支平衡进行结构分析的方法。在其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凯恩斯指出，决定贸易平衡的因素与决定资本帐户平衡的因素不同。贸易是相对生产成本、需求弹性和价格水平的函数，而国际投资则主要决定于相对利率和利润率。没有内在机制来保证这两组不同因素会导致恰好抵销的平衡。任何希望通过刺激国内投资来增加国际收支长期顺差的企图都需要低利率政策。但这一政策短期内将会刺激资本外流。因此，经济学家不能简单地假定贸易帐户差额与资本帐户差额自动实现平衡，特别是当后者包括货币流动、赔款和债务清偿时。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贸易与投资如何相互平衡的问题，而是如何将国际收支帐户在整体上与国内生产和就业平衡的问题。不能简单假设为平衡国际收支而导致的价格变化和利率调整恰巧就能同时提升国内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促使凯恩斯提倡经济民族主义，使贸易收支平衡的考虑要服从于国内就业和投资目标。

另外，传统观点认为欠发达国家倾向于有较高的利润率，能从工业国家吸引资本。凯恩斯指出，如果欠发达经济体像欧洲、美国和日本在其工业化时期那样做的，通过保护政策推进其工业自给自足，将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担心，“如果国外的利率高于国内，将会导致该国的大部分储蓄出借给国外，而在同时，如果海外关税阻止了其大部分出口，由于债权国的黄金外流，实施保护主义的国家为了平抑其不断上升的成本，还会趋于不断提高其关税水平，于是，这个国家就会陷入逆境。”10
 工业国的工会要求提高工资的压力，将会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

对这些工业国来说，它们需要维持向欠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的部分原因，是为了保证充足的低价格原材料源源不断的供应。这一投资必须有相应的贸易顺差来支撑，来自国外所得的收益流至少要足够支撑新投资。然而，如果欠发达国家实施抵制性自我保护政策，工业国的贸易顺差很可能不能实现。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工业国的自我供给式发展将耗尽其货币和黄金资源，造成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工业国经济活动中的一种新的渐进性衰落即将到来，特别对英格兰就更是如此。这是因为，

利润紧缩引发的工商业亏损将进一步提高在国外投资的相对吸引力，这就使维持一个人为的较高利率更加必要，有意思的是，这又进一步使利润下降更加稳固地萦绕在我们身边，从而导致相对储蓄来说的总投资不足和利润下降带来的失业。11


按此推论，英格兰和其他工业国似乎注定要失去其优惠的历史地位。货币当局为避免投资外流只好放弃金本位，支持严格资本控制的有管理的货币制度。凯恩斯相信这必定要发生，它意味着自由放任的结束。

在凯恩斯看来，贸易收支平衡不再可能只是通过利率调整来保持稳定，这是十分清楚的。不断提高的利率将在一个中长期内破坏国内储蓄、投资和就业的稳定性。一般来说，更高的国内投资必然会生产更多的出口，从而替代进口，并通常会降低成本。支持这类投资需要有利的低利率。这一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产生利润膨胀——但这种膨胀往往会损害贸易平衡，同时刺激资本外流（当缺乏资本控制时）。保证国际收支平衡需要高利率，然而高利率很可能又会超过现行直接投资的利润率水平；由于很难寄望于工业企业以超过预期收益的利率去借钱，直接投资也会减少。

英国的金融困境，在于其短期稳定和长期稳定所需的条件看起来是彼此矛盾的。通过传统的提高利率政策来保证收支平衡，将会通过阻碍新的直接投资而破坏长期贸易平衡。但是，如果英国不提高利率以阻止投资外流，它将失去黄金，遭受货币紧缺，把经济推向萧条。

四种政策以其自身实际表明，每一种政策都被其自身的内部矛盾困扰着。首先，高生产率水平有可能有利于工业国家提高并改进其贸易平衡。但是，国内技术创新的发生会快于国外吗？看起来这需要以工业国的工资率和生活水平保持不变为先决条件。新投资要求相对低的利率水平，或给予津贴（凯恩斯的第二个政策建议），实施关税保护（他的第三个政策建议），并有可能实施对资本外流的管制以保护国内储蓄。

凯恩斯感觉到所有这些政策的问题都在于它们将鼓励欠发达经济体为实现自治而采取的抵抗行为，而这些行为的作用程度甚至可能大于工业国相应政策的效果。欠发达国家的保护性关税和补贴很可能吸引工业国家的制造业公司的对外投资，因为这些公司试图迁移到外贸壁垒背后。至于资本控制，那只不过是一个事与愿违的愚蠢把戏。

无可否认，欧洲和美国早就遇到过此类问题，它们已经能熟练地玩这类把戏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观念已经被逐步灌输了自由贸易的观点——现存的世界关系是自然的而不是被改变的。这种灌输有效地瓦解了其民族的经济前景，使之从属于领先国家的民族主义。国际范围的宽松货币政策将带来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这就是凯恩斯的第四条政策建议还没有被迫实施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它将成为最可能的终极后果。

在讨论这些可供选择的政策的背景时，凯恩斯回顾了关于英格兰长期经济展望的经典描述：“大不列颠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它的工人阶级比存在于世界大多数地方的工人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平。它的人口不久就会停止增长。”12
 英格兰面临着被穆勒称为静止状态的前景。它储蓄了其大约10%的收入——足以导致其国内的低利率并促进其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凯恩斯总结道：“因此，自由放任下的均衡将需要为大规模的、比例不断增加的储蓄找到对外投资的出路。”

唯一的希望就是英格兰的投资收益可以完全为其贸易赤字提供资金支持。实际上，工业国贸易依赖的可以得到慰藉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列颠投资者在其帝国和其他欠发达国家都确立稳固地位，从而通过有利于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的改变赚取大部分的收益。不列颠的国内低利率将有助于保持其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尽管如此，能够平衡资本帐户和贸易差额的利率仍可能高于充分就业时使国内储蓄和投资相等的利率。凯恩斯认为这一问题将致使自由放任的终结。

在《货币论》发表6年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中发展了他的收入分析法。通过这一方法，似乎有望通过对外投资“成倍地”增加外国收入，从而刺激对英国和其他投资国的进口需求。这一认识源于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的评论：“乘数理论的利用为慷慨的对外贷款（提供了）一种论证”；二次大战后，这一政策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双边外援得到贯彻。13


然而，随着贷款扩展到欠发达国家，各种市场（特别是谷物和军火市场）建立了起来。这些欠发达国家不是作为竞争者，即不是推动它们成为自力更生的工业竞争对手，而是操控它们成为原材料的附庸国。这些投资帮助它们生产出供过于求的原材料，形成对“资本接受者”经济体的贸易条件稳定地向下压力。凯恩斯对这些国家成为经济民族主义的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工业国不仅维持它们的技术优势，而且在高贸易壁垒下将其延伸到农业领域，只有那些归国外所有、且受到贸易保护的部门，没有激起类似的向国外的优势转移。


 贸易理论错在哪里

从休谟、李嘉图到列宁和凯恩斯，他们发展起来的所有关于国际经济的推测没有一个成为现实。工业国的经济学家关于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竞争所表达的忧虑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欠发达国家没有像休谟及后来的自由贸易论者所推测的那样追上工业国；相反，其经历更接近于塔克尔和斯图亚特的预期。描述欠发达国家如何从世界贸易和投资趋势中获益的理论，类似于用来分析皮萨罗（Pizarro）
(6)

 和孔特斯（Cortes）
(7)

 镇压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的概率模型。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曾告诉我，在每个模型中都是西班牙人输，当地人获得胜利。今天的贸易模型同样预测出错误的结果。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工业领先国没有像休谟所预言的那样，让其贸易顺差及随之出现的货币流入致使其国内价格上涨；相反，它们却利用这些货币购买了世界原材料资源的所有权，并从事了其他一些有利可图的对外投资。没有像李嘉图所说的那样，欧洲农业和采矿业的收益递减，会扩大其与欠工业化国家的贸易赤字；相反，工业国已逐渐变成谷物净出口国。也没有像马尔萨斯模型所预言的那样，其高收入激起相应的、更高的人口增长率；相反，不断提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已经普遍伴随着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下降。

工业国的国内投资没有被向欠发达经济的资本外流所耗尽。相反，近年来资本、利息和利润的流动已经从这些国家流向工业国，其中大部分采取的是还本付息和资本外逃的形式。
(8)

 即使在对外援助方面，债务国对以前援助贷款（主要用于对出口货物的资助）的偿还也超过了美国和欧洲新增外援贷款的流入。
(9)



然而，正统经济学没有耗费气力去重新检验它的失败并解释这些令人“吃惊”的发展。它并没有用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来代替“悲观主义”经济学（从工业国的优势地位来看，或者从第三世界国家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乐观主义”）；这一解释应说明：为何资本丰裕、工资高的工业国已将其领先优势延伸到欠发达的债务国。它也不抛弃“弹性乐观主义”，用更现实的结构模型来取代之。经济学家更愿意处理仅仅是边际上的转变。未来的世界经济被认为是保留了与现在一样的基本总体结构，仅仅比现在的规模更大些——也可能达到日益公正的经济和政治的全球趋同。

导致正统经济学错误判断的原因是其忽略了现实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即跨国公司对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影响。第三世界出口的大部分商品，是由外国人所有的企业、用进口的资本品、租赁的技术、在外国人的管理下生产的。这些出口商品的价格由世界矿产和种植园产品卡特尔以美元（有时也用英镑）确定。当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时，它们不必降低这些出口品的价格，因为铜、石油、粮食和其他原材料的价格是用美元或其他核心货币标价的。不管第三世界国家的通缩或通胀有多严重，它们的货币贬值对这些出口商品价格的直接影响都很小。甚至其国内成本的影响也是最低限度的，因为这些矿产出口品的成本的大部分是进口的固定设备和进口燃料以及其他硬通货经营费用的支付。

对于自由贸易的正统理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国际贸易和投资已经成为工业领先国的“增长的发动机”，而那些初级商品的出口国却不是这样，国际贸易和投资扭曲了它们的全面发展。这一理论假定，每个国家在工业和农业之间都有一个固定的转换曲线，分别由“布”和“葡萄酒”代表。没发现外贸对这些生产力的演进会产生负面影响，也不考虑资源枯竭和其他生态影响。没有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没有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冲突，或私营部门投资者的趋利性和经济整体的自然增长的矛盾。资本流入或流出都被假定与直接投资无关，也与贷款和以后的还本付息无关。总之，这种学院派理论通过细分研究的范围，将国际投资和贷款描绘成了外在的希望之光，而不承认广泛的全球经济现实和第三世界经济的恶化。


 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债务遗产

国际贷款和投资、外援、贸易依赖和战争催生了大量的外债，大大超出了这些国家的偿付能力或偿付意愿。由此提出了作为经济不平衡的长期遗产的还本付息的结构性限制问题。大部分教科书对国际经济关系的描述都忽略了这一问题。国际收支平衡也被简单地看作通过建立一个适当的汇率水平，来保证贸易顺差足以冲抵还本付息、资本出逃和军事开支。

问题在于，还本付息与进出口贸易不同，它与价格和收入水平的变化无关，相反，它已成为一个无法改变的结构性事实，只能通过债务的支付期限的重新安排或完全取消，来加以缓解。而债务的支付期限则是一个需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和其他工业国政府协商谈判的高度政治化过程。债权国的行政官员坚持债务国政府取消对原材料出口的资源限制和税收负担，即使是在世界价格下跌时也应如此。受“助”者和借款人被告之，不仅要为外国投资提供一个友好的环境，自1980年以来，还要开始向债权国的投资者以事实上的破产贱卖价格出售其国有财产和自然垄断部门。

当前，第三世界国家欠下的债务量已经远远超过其可以预见的出口收益的偿还能力。这就是为何这些国家需要出售其国有企业的原因。只要它们留在世界的“市场经济”中，它们就必须向工业国政府控制的商业政策投降。债务国不照此行事，就将像1917年后的苏联和1959年后的古巴一样被排除在外。如果它们开始偏离自由贸易政策（从塔克尔、斯图亚特到凯恩斯，一些经济学家一直担心在某一天它们会照此办理），工业国进行报复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美国不给委内瑞拉和其他拉美石油出口国以优惠关税待遇，直至其同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现今，重新募集资金以取代旧债的债务条款规定，债务国必须出口债权国所需要的原材料；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任世界银行行长时，甚至提出它们必须降低人口增长率，以把其自身对资源的消费减少到最小程度。它们不能补贴本国的工业，以避免与债权国已经建立的工业竞争；它们必须听命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以阻止向社会基础设施和把自己的原材料转变为制成品的国内工业进行新的投资。它们不必保护自己的农业，或进行重大的土地改革和与之联系的农业现代化。只有满足这些条件，工业国政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大商业银行才可能答应进一步的偿债延期或提供“发展基金”。

这种政府之间的非军事贷款已成为一种掌控世界资源分配的国际控制的新形式。然而，关于官方贷款和债务展期的谈判中有蓄谋的政治条款却很少被人们认识，国际收支赤字国的还本付息负担也同样很少被人们认识。为解释这一债务负担的作用机理，第三部分的其余内容将主要关注世界贸易和发展的金融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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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对与结构主义相对应的货币主义的金融分析

“自由市场”理论忽视了构成世界贸易、投资和债务关系基础的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在第一部分，已经表明“要素禀赋”、资本形成和经济基础结构更多地是由政策而不是自然支配的。对于工业国来说，债务主要来自战争。对于欠发达国家，债务则越发来自贸易依赖和资本外逃，这是其落后制度的产物，而这种制度，又与殖民地的遗害及其后果即单一出口结构相联系。

一次大战以来，日益累积的外债是由三家高度政治化的国际代理机构协调的，它们分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二次大战即将结束时的1944年建立）和国际清算银行（1929年建立，用于处理德国赔款问题）。另外，美国国务院（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及其国际开发总署（AID）、财政部、美联储及与之对应的欧洲有关机构也扮演着重要的双边角色。通过一致行动，这些机构将经济紧缩强加在债务国头上。

把重新发债融资必须负担的债务义务作为一个手段，限制了第三世界国家通过今天的一系列“市场力量”所进行的选择。作为扩大其对外借贷额度的一个条件，它们强迫这些国家通过减少国内收入来为其外债买单。1980年以来，债务国被告知要出售其国有企业和其他资产，来维持其对债权投资国有利的生产和出口方式。

由于国际金融具有日益强化世界贸易和依赖模式的趋势，货币主义与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合流就不足为奇了。常言道：“凡存在的，就是自然的”，而不论这里指的是劳动与资本的比率、资产抑或债务。所有国家都应把现有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因此，第三部分剩下的章节将考察与狭隘的自由贸易教义相对应的国际金融正统理论。我们在第二部分曾讨论过的两位重要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李嘉图和俄林，作为债权人导向的货币主义者，将再次在这里出现，就绝非偶然了。在此提到的，还有当代的货币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同时也是拥护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代言人（此外还包括雅各布·维纳和哈里·约翰逊）。与之相对，在这里出现的，还有托马斯·马尔萨斯，他是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一个早期反对者，也是其重金主义的最犀利的批评者，凯恩斯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货币主义和自由贸易观点的批评，与之相类似。就此而言，贸易保护主义和反货币主义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詹姆斯·斯图亚特在1767年对休谟的批评。

如果说这些批评意见并非为人们所共知，那是因为大部分关于国际经济学的综述对此疏于报告；在历史上的每一时代，都有人将金融和贸易变量放到技术经济、人口统计和政治维度的大背景下，形成更综合且动态的理论来驳斥自由贸易理论及与之相联系的债权人导向的货币主义教义。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反货币主义的观点就不再能获得发言的机会了，人们转而为凯恩斯1936年的《通论》积蓄力量。甚至近年来连后者的收入分析法也被在思想上反凯恩斯理论的持紧缩观点的理论家们利用起来。

自1979年哈瓦那会议以来，不结盟运动国家就已经正式地反对经济紧缩的哲学。但它们并没能提出另一个理论来解释为何货币主义方案不起作用。世界好像已经忘了反货币主义学说的漫长历史；实际上，它在20世纪20年代对德国赔款和协约国内部债务的争论中，又达到了最新的高潮。（这些观点就足以说明经济环境一直在呼唤一个适当的理论主体！）

正是由于李嘉图理论这一类的货币主义的学术天赋，债权国得以阻止欠发达经济体为了实现现代化并提升其农业、工业和劳动力质量而就债务进行重大的重新谈判的尝试。其结果，就是这些先进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心——美国、欧洲和日本——把自己和负债累累的、低技术的经济体相并置。债务压力像一件金融紧身衣，将社会的和技术的贫困强加在第三世界国家身上，迫使它们在短期内生活在以高利率和财政紧缩为特征的慢性应急方案之下。而与此相联系的货币贬值也不能使第三世界的产品更具竞争力，而仅仅是通过将低工资劳动和高利率资本生产的产品与领先国家的高工资劳动和低利率资本生产的产品相交换的方式，将资源转移到出口部门。所有这些都被描述为经济的自然属性的组成部分，因此，它能比可供替代的政府关税政策和资本控制更有效地改变贸易条件、生产率和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


 货币主义分析的九大缺陷

在转向按时间顺序回顾资本转移理论（这一专业术语掩盖了该学科的政治影响）之前，通过提醒读者注意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所设定的一些不言明的、隐藏的假设，来展示所要讨论的观点，并指出为何这些假设是不现实的，是很有必要的。

1.货币主义忽视了债权经济体和债务经济体之间的两极分化
 ，以及
 后者所陷入的负债累累的经济紧缩
 。这一问题可以归因于它与自由贸易的正统理论有着同一偏见，即假定只要政府保持克制不去干预，国际收支和汇率就能达到公平而稳定的均衡。如果受到扰动，国际收支可自动恢复到均衡状态；这一理论还假定，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下的货币、价格和收入的调整也与此同理。债务国可以通过这些调整产生贸易顺差来冲销资本外流。

由于货币主义者不承认偿还外债及其利息、军费开支或其他资本转移能带来超出边际意义的问题，所以，他们否认政府施加资本控制、补贴投资、拒绝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方案或暂缓支付外债利息的谈判的合理性。相反，他们建议债务国要紧缩货币供给，对劳动者增加税收，以降低消费及其价格水平；他们还建议要提高利率，以吸引短期资本，直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但现实中，这一乐观的结果几乎从未出现过，然而，这仍然没有削弱债权国对此的信仰。1
 日益累积的债务（或许我们可称之为“捐助”）带来了沉重的利息负担，把国际收支长期锁定在赤字状态，损害了其贸易条件，吸干了经济中本来就稀缺的资本资源，强化了国内的紧缩和低工资经济陷阱。债务国留住借来的资本的唯一途径是保持高利率。而这不利于新投资和就业，必然会加深对外依赖，并最终趋于提高而不是降低价格水平。

2.货币主义认为金融部门只不过是生产产品和服务的
 “实体
 ”部门
 的一层面纱
 。“实际产出”的术语就意味着基于金融方面的考虑不那么实际。他们假定，货币只影响价格水平，不影响产出。即使通货紧缩或通货崩溃也不会扰乱直接投资和就业。如果这种价格变动会有发挥什么作用，他们假定，这种不幸状态会通过价格的不断下降而使出口更具吸引力。

3.货币主义未能认识资本外流会对生产率有负面影响
 。就像正统贸易理论忽略了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对劳动生产率有正反馈一样，货币主义也没有认识到货币扩张（或收缩）会对投资和产出产生影响。这些观点都假定所有变化只不过是“计数器”的变化，而不像商品、服务和资源那样有实际意义。
(10)

 国家应该通过保持价格和收入的低水平增加生产和出口；这要通过金融紧缩计划和缩减基础设施开销来完成，而不能通过扩大信贷力度、不断提高工资水平、提升教育程度、增加基础设施支出和补贴技术创新来实现。

然而，现实则是听命于紧缩政策的国家仍受制于对外依赖。其低水平的工资不能保证它们提供与高工资、资本密集的经济体同等的竞争力。货币贬值破坏了其购买力，并将收入从债务国转移到债权国，降低了其用劳动交换产品和资本的比率。与短期债务到期相关的高利率，使得第三世界的资本价格甚至高于那些在美国、西欧和日本同类的由更有优惠的债券和股票市场条款支撑的投资。

4.货币主义与自由贸易正统理论秉承相同的信念
 ，认为只是边际上
 的货币
 、价格和收入调整
 ，就能校正国际收支赤字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失
 衡
 ，而不必考虑其规模的大小
 。在现实中，价格调整仅在相当小的范围内起作用，不能克服其内在的结构问题。

5.货币主义未能认识资本转移被强加了惩罚性的贸易条件
 ，并受到
 支付能力的限制
 。货币主义者主张，一个国家能转移到国外的资本量等于它以国内通货的形式从其居民征税和借款的额度。任何资本转移问题都不能独立于这一国内预算问题。只要政府能通过对收入课税或减少货币供应量来限制购买力，商品就能“自由地”出口；据称，这时的贸易条件是稳定的，并且也不会损害当前的生产。这就是李嘉图、俄林、鲁伊夫（Rue‐ff）和当今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者的理论。

然而，早在英格兰的拿破仑战争时期，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1802）和马尔萨斯（1811）等经济学家，随后还有穆勒（1829和1844），就曾指出资本转移对支付国的贸易条件有负面影响。这使得资本转移问题不仅仅是国内预算问题。在现行价格下，由于需要通过追加出口来负担资本转移所需资金，这时，（国内）市场就可能难以运转。如果债权国设置保护性关税以抵御预期出口，如美国近些年所做的，就会形成一个特别的范例。

6.货币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危机和政府专制
 。那些表面上的稳定性方案会使经济陷入混乱，甚至伴有正统经济学家将其视为“外生”现象而不加考虑的灾难，如罢工和政治剧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骚乱”（IMF ri‐ots）和国内投资崩溃等。当出现大规模失业、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率、资本外逃、币值崩溃和长期的政治危机时，会需要中央集权的独裁者的紧急措施，通常由其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利益代表；因此，实施上述紧缩方案的民选政府，很少能长期执政。

7.货币主义认为经济行为受当前的生产和贸易的制约
 ，它被假定为
 可迅速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
 。现实中，在前置时间（从订货至交货的时间）就需要产出对价格作出反应。在原材料生产中，这一前置时间一般要延长到5至6年，用来勘探、开发、提纯和运输。这就意味着在短期内调整国际收支必须采取其他形式，而不能通过增加出口，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很难把当下的产出转移到国外市场。在很多时候，新的国际分配体系必须先建立起来。

高利率提高了损益平衡点和融资“成本”，这都使得其与债权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变得更加艰难。国内货币的持续贬值或利率的不断提高，会推动国外买家在股票和债券价格狂跌、资产以极其低廉价格出售时，收购国内的公司、不动产和可移动资产。

8.货币主义忽略了货币除了可购买出口品外
 ，还有其他用途
 。偿还外债及其利息已经开始主导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就如同在过去军费开支就可以周期性地吞噬工业国的经济一样。对外债的还本付息还导致各国的货币价值偏离国际购买力的比率。

9.货币主义认为所有的国际交易都是自愿的
 、可选择的
 ，参与之前
 双方都是自由的
 。原材料的出口面对的是一个价格无弹性的世界需求，并且，很多债务国却完全依赖进口必需品。外债就成为一个居支配地位的先天约束。无论货币平价和相对价格如何变化，它必须偿付。一般来说，每个经济体的国际收支都被这样的基本需要和承诺所约束，这些承诺包括偿还外债及其利息的契约和以固定价格购买的长期契约等。而无论成本高低，很多国家的粮食、用于替换的零部件和其他必需品都必须依赖于进口。

下面，我们对货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念分别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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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债务国国际收支状况的预测，要基于对世界范围内供给和需求的预期，首先分析商品贸易额的趋势，然后再分析主要进出口商品的要素的预期价格。再加上按合约应支付的债务及其利息和一些趋势相对稳定的支付（如出国旅游费用、移民的汇款或退休金、执照税等）。现在的问题是，经济体能出口多少（以及从其对外投资能获得多少收益）用于偿还债务及其利息，支付必需的进口，以及按照通常水平所需的运输及其他服务方面的国际支付。

通常这些趋势相对稳定的支付和到期的还本付息会形成净赤字，这就必须要通过附加政治条件的债权国及其跨国公司提供的新增短期贷款来提供资金。这一金融依赖所强加的通货紧缩条件增加了借贷的需求，而这又需要在未来几年偿付更多的外债及其利息。其结果则是货币长期受到贬值压力，造成了收支赤字、经济紧缩和国际依赖日益加深之间的恶性循环。

下面几章所评论的货币争论的焦点，是何种原因导致黄金价格和其他国际指数相对于国内价格而上升（用其他方式来表述，即何种原因导致了本币贬值）。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因为对其“原因”的解释决定了“治疗”的政策建议。

关于起作用的原因问题，有两个学派和两种观点，而不仅仅是一个。货币主义趋于把问题简单化，认为任何经济失衡，无论由何种原因导致，都可以通过缩减货币供给和由此导致的收入和价格水平的下降来解决。所有问题都被归为一个共同原因即过度的货币创造。通货紧缩被认为可以储蓄一个相应数量的外汇，而不会导致经济活动水平的萎缩。

结构主义的分析基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模式，他们认为基本问题在于投资、生产能力、产出和国内信贷创造的不足。国际经济帐户的不平衡，主要源于国内必需品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短缺和外债等契约责任（或军费开支）的规模与基于出口生产和用国内产出来替代进口的所产生的国际盈利能力的相对缺口。而这几类经济活动的运转往往与国内的货币创造、财政政策或价格变化无关。


 何种原因导致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

近几年，出现了一种把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看作国内经济发展的一种消极剩余的倾向。汇率下跌被归于国内滥发货币或政府预算赤字，或归于为给国内开支提供资金而产生对外借款——却很少将其归咎于外债还本付息负担或贸易依赖。这些现象被认为是“正常”的。这种孤立地看经济“问题”的方法，为的是只承认货币变量。其结果，就是提出一种“一方治百病”的货币解决方案。

结构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争论，不仅在于收支失衡是源于与外债的关联还是国内货币超发，还在于这些涉外问题能否通过把它们单纯作为国内货币问题就可以解决。

货币主义断言，如果没有中央银行创造货币以用于支出，或在政府丧失税收能力时用于对外支付，国际收支赤字是不能得以维持的。就现象看，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就像说若空气中没有氧气，经济活动就不能开展一样），但它并没有揭示事情的本质。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抨击其原因（国际收支及其相关的贸易和债务结构），还是只抨击其症状（国内货币创造和财政赤字）。

国内货币超发总是通过迫使价格上涨来阻碍出口、鼓励进口，进而损害国际贸易平衡（从而压低汇率）吗？或者说，与国内经济条件不相关的国外需求的自主变化会导致出口收益下降吗？

本书第十四章将谈及的英格兰金本位之争正是这样的例子。它涉及到黄金价格的上涨（因而英镑汇率的下降）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在反对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对外军事补贴完全压垮了其国际收支，还是因为在1797年金本位被放弃后英格兰银行发行了过多的纸币。一个世纪后，关于德国赔款的争论（将在十七章概述），又涉及到德国马克崩溃的原因，是由于其企图支付的赔款大大超出其出口盈利的能力，还是仅仅由于国内货币的超发和对外借贷。所有观察家都承认，货币创造、价格上涨和汇率贬值是相互关联的，但对实践中因果关系的认识却有分歧。反对货币主义的人认为，更多货币的创造仅是为了支付更高额度的交易，从而它只是对当时状况的反应，而不是这种状况的原因。不断下跌的汇率推动国内价格的上涨，商业交易本身就需要更多的资金和信贷。这样，国际收支赤字就可能引发国内的货币扩张，而不是相反。在所有记录在案的统计研究中，汇率下降的幅度都超过了的国内物价上涨的幅度，并引领了后者的上涨；而后者又超过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并引领这一供应量的增长。

主观想象由国内货币超发所产生的通货膨胀，可以导致与本币的汇率贬值一样的确定模式的价格上涨，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恶性通货膨胀源于资本转移，而国内货币超发源于货币当局的预算赤字，两者的模式有根本的不同。外汇收入的支付能力下降导致本币币值的降低，使进口品价格升高。这使得国内商品更具吸引力——这与国内货币超发所产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如果所发生的通货膨胀是一个纯粹的国内货币现象或财政现象，那么它在其成为“恶性”之前就会停止。但是如果它从根本上是源于外部因素，其几乎不会轻易地停止。

经典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在于，它是对由通货贬值所引发的更基本的国际收支问题，趋于以不断增加的货币供应来反应。所以，恶性通货膨胀理论分析了国际收支逆差是如何导致国内货币和财政状况对其做出反应的。


 外债还本付息的价格无弹性的特征

债权人取向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货币紧缩可以解决结构性贸易赤字并偿付任何规模的债务契约所要求的还本付息。然而，20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这一假设推行的紧缩方案，进一步恶化而不是稳定了债务国的国际收支。但这并没有阻止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浮动（即不断贬值的）汇率辩护，他的理由是，贬值将改变市场偏好，从而减少所有外流，甚至包括主要由外币组成的外债还本付息！

外币持有者想将其外币兑换为一个特定国家的货币，以购买该国生产的商品，或购买该国的有价证券或其他资产，或对该国支付利息或偿还债务，或给该国公民赠送礼品，或只是为上述一种用途而持有或为了出售。……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某一给定的货币越昂贵，其汇率就越高，那么，一般来说，为上述目的所需要的货币就越少。2


上述观点建议，各国选择那些被确定为将变得较为昂贵的货币，就可以较少支付其国外债务。但是，这些国家真的可以选择吗？不能。它们必须如数支付，否则将会被指为违约，面临着国际制裁，包括切断未来信贷和可能的贸易壁垒，并可能由此丧失国外市场。

在所有价格无弹性的国际支付项目中，债务及其利息偿还已成为最不自愿和最不可变通的一类支付。在两个世纪前，斯图亚特根据相对价格弹性对支付进行分类时就曾察觉到：“这只是勤劳的人或富人在短期购物中的流通，这就是说，是自愿流通，这种流通在在需要货币时会被停顿下来：必须支付货币，即，进入非自愿的流通，他从来不能停止这种流通；债务人必须找到钱，只要他在这个国家有任何其他值钱的东西，哪怕用一英亩土地换取一先令货币，或用一间房子换取半克朗
(11)

 货币。”3



 汇率的购买力平价理论遗漏了什么

如果国内的货币创造发生在国际收支平衡的背景下，那么，国内商品的价格将首先上涨，从而使外国商品更具吸引力。这样，价格上涨将导致而不是跟随贸易条件和国际收支朝不利方向变动。但是，如果由于国际支付超过当前的贸易收入（此时不一定必须伴随国内货币的超发），从而使本国货币面临贬值压力时，进口的价格将首先上涨，使其用本币表示的价格变得昂贵。在这两种情况下，进口价格和国内价格都将上涨，但因果关系是颠倒的。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在对德国20世纪20年代初的恶性通货膨胀进行研究后，写道：

德国的物价形势由此证明了这一观点，即在汇率贬值的一段时期内，出口和进口价格会首先上涨且其变动将与汇率变动非常一致，而国内价格的上涨跟进则比较缓慢，两者之间的差距提供了出口刺激和进口障碍。这清楚地表明是价格变动跟随汇率变动的。同样清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纸币增发是跟随汇率贬值的，随后出现了价格上涨。……已有记录的最快速度的纸币增发出现在1920年上半年，当时流通中的马克从49，807，000，000涨到67，608，000，000；然而在这6个月中，马克汇率却从50马克1美元涨到38马克1美元；在通货膨胀最显著的1月底到5月底，马克汇率从1美元兑104马克涨至35马克。……

仅就德国情况而言，就可清楚看到，利用不可兑换纸币的需求管制作为治疗汇率贬值的基本方法，这太主观臆断了：德国国家银行不可能为了自娱自乐而增发货币。那种认为根本的治愈必须要实现“平衡预算”的观点也站不住脚；因为预算赤字需要进一步增发货币来弥补赤字，而增发货币会进一步提高价格并使汇率贬值。这个表述的前一部分不言而喻是正确的，但它还没开始追问就下结论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预算赤字呢？4


在1926年夏，何杰尔马·斯彻茨（Hjalmar Schacht）曾把德国在流通中增加的全部货币（大约3亿马克）归咎于新增的由外国贷款转换而来的本国货币，由此带来随后的通货膨胀后果。5
 同样，对于法国的相同情况，詹姆斯·罗杰斯（James Rogers）的结论是：

价格总趋势略微滞后于汇率似乎表明，在［1924年至1926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法郎的汇率价值变动与法国国内价格变动的影响没有直接的联系，相反，汇率的变动导致价格自身调整以适应法郎新的国际价值。6


自由贸易论者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在1810年至1811年间的一份类似于反对金本位主义立场的声明中承认，结构性收支赤字是导致货币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商品的流动，不是跟随外汇的变化，而是主动地变化；它们可能会领先于汇率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外汇价格，就是一种货币和另一种货币的购买力之比，它取决于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各自所代表的汇款额……从而在每个国家的总的价格系列没有任何变动的情况下，外汇价格仍可能改变。7


而汇率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却无视前面所说的现实中的“领先”和“滞后”，认为货币价值的变化与其国内的一般价格水平是直接成比例的。哈伯勒（Haberler）将这一思想追溯到李嘉图，在其著作中，哈伯勒写道：“在李嘉图那里，没有一个地方曾暗示过价格变动和汇率变动可能会出现暂时的分离。”8
 但是，却可能发生在对外币的需要与当前的相对价格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例如，发生在偿还外债或进行军费开支的转移支付的场合。哈伯勒总结道：“作为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支持者虽然喜欢这么做，但我们不应该说价格上涨是首要现象，而汇率贬值仅是它的一个影响。”
(12)

 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源于赔款支付以及随后的马克汇率的暴跌，而不是相反的逻辑。哈伯勒援引了赫尔菲茨（Helfferich）的赞同意见：

在考虑德国的货币状况时，这个观点广为接受，特别是在海外，它基于纯粹的货币数量论，并据此认为，德国流通中的纸币的增加是德国价格水平提高和货币贬值的原因。但是，经过仔细检查，我们会发现，这其中的原因和结果是颠倒的，而德国流通中纸币总量的增加并不是真实的原因，而是德国汇率贬值和随后的工资和价格上涨的结果。9


当认识到国内货币通货膨胀期间，国内产品的价格涨得最多，而进口品价格涨得最少之后，维纳（Viner）和吴（Wu）沿着陶西格和哈伯勒的思路区分了“国内”、“进口”和“出口”价格水平。10
 然而，弗里德曼仍顽固地坚持认为，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期间，所有价格都以相同比例变化：

原则上说，国内价格的变化会与汇率变动对贸易产生同样的影响。举例来说，德国国内各种价格（包括工资、租金等）都下降了10%而以美元表示的马克价格不变，与以美元表示的马克价格下降10%而国内价格不变，会对国内和国外商品的相对成本产生完全一样的影响。11


但是，德国国内的收入、成本和价格不会一块都做同样的回应，当马克相对美元升值时也不会出现这种对称的现象。在升值的后一种情况下（在过去的40年更为典型），重新评价其支出总额，以马克计算的德国的进口成本是下降的。（从理论上讲，如果由此刺激了更多的德国的进口需求，这可能是一个边际调整。）国内生产的用于进口替代的商品的价格，特别是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将会面对向下的压力，尽管在实践中德国通过欧洲共同市场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来保护其农业收入。

马克的升值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迫使德国出口商降低价格以守住其海外市场。这一切均取决于对奔驰、大众汽车和其他德国出口品的国际需求弹性。豪华车的马克价格将趋于保持稳定，特别是当国外持有它们是为在通货膨胀的世界中实现保值增值时。对这些高价位的、作为社会地位象征的需求甚至可能随马克升值而增加，尽管大众汽车的销售此时可能会受到压力。在任何情况下，出口品的马克价格不可能下跌到与进口品价格相同的幅度。如果它们下降到德国出口商的利润减少了的地步，那将改变该国的投资配置以满足国内市场。

至于说资本账户，如果德国人借入以美元计价的资金，那么随着马克价值重估，偿还债务及其利息的国内的马克成本将下降以与其一致。外国基金将进入德国的股票、债券市场和银行存款，这肯定能从马克升值中获益。这些渠道往往使货币升值成为一种累积的自我强化（self－feeding）的现象。

当美元对马克或日元贬值时，首先是美国从欧洲和日本的进口价格上升，而不是以美元计价的原材料价格首先上升。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不论其本国货币供应量和价格水平如何变动，美元的国际价值贬值都减少了第三世界出口的购买力。美元贬值使以德国马克和日元表示的石油和金属价格下降，增加了由不断增值的货币表示的借款的还本付息成本。与此同时，在美国，进口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上升充当了本地与之竞争的产品（如汽车）涨价（由此提高了利润）的保护伞。这增加了国内对进口替代产业的投资。

弗里德曼和随后的货币主义者都试图通过聚焦于国内的金融滞后现象，来搪塞增加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导致同等幅度的价格上涨（相应的，它也与外汇贬值的幅度不同）的事实。随着价格上涨，人们自然会努力去节省资金。根据公式MV＝PT（参见第3章）和V ＝ f（△P），这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因此，价格上涨速度会超过货币供应量。外汇汇率贬值是通过人们不断重复地“预期”，不断地买进或贮藏造成的。所有这一切，都为把本国的货币创造说成原因而作了准备。


 收支逆差和物价上涨的应对政策：货币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比较

为什么会创造出“过多”的货币呢？弗里德曼的回答是，为了给国内预算赤字融资。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拉美国家政府发现，它们的原材料出口无论是价格还是数量都出现了下降，以此为税基的税收收入也有所下降。但出于政治和经济需要，它们却没有相应降低支出。于是，拉美各国政府只能靠印钞票来弥补其出超部分。货币主义由此得出结论：假如这些国家的政府早就愿意接受这样的（紧缩）生活状态，就不会出现这种赤字货币化现象。这样，用于进口的开支也会大大减少。近年的美国财政赤字也同样被归咎于结构上的僵化，由此形成的通货膨胀也受到人们的指责。12


这种逻辑没有考虑到，削减教育和其他基础设施所需的公共开支是否会伤及生产力。减少食品补贴和其他转移支付，可能会导致许多国家的罢工和食品骚乱，从而进一步损害经济的总体状况。货币主义者偏执地只关注少数几个变量，因为这几个变量可以用来为其财政紧缩的从紧货币政策提供辩护，而上述问题则被视为“外生”的而不再考虑。

在许多情况下，造成财政赤字的初始扰动都源于国际力量对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变超出了其国内的控制能力或控制范围。20世纪30年代，拉美国家的财政问题主要源于矿业部门税收收入的减少。其国内物价上涨主要是出口减少而造成的汇率下跌所致。国内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主要是对国际收支赤字的反应，而不是相反。

如果说解决问题需要对症下药的话，那么解决源自长期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内通货膨胀问题就应该采取重组贸易和国际收支结构的方式。货币紧缩将阻碍投资，而投资却是提高生产率和替代进口品，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和总体经济水平，提供全国范围内降低成本所需的基础设施所必需的。如果把国际收支赤字的根源归咎到过度的信贷创造和政府开支，这种投资就被排除在外。

以史为鉴，往往可以澄清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在二次大战期间，由于贸易中断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压力，多数拉美国家在食品和其他必需品方面变得自给自足。确实，它们通过给同盟国提供原材料而积累了美元和英镑盈余。但当恢复到和平时期后，它们又倒回到对粮食和其他必需品进口的不断依赖的专业化模式。它们的原材料出口在数量上增加了，但其粮食短缺却比以前更为严重。用外国贷款给必然产生的贸易赤字提供资金，给失败了的农业现代化提供补贴。随着1945至1980年期间利率的稳步上升，利息的成本已日益成为加在其国际收支上的繁重负担，以至成为从拉丁美洲到非洲的恶性通货膨胀一个主要原因。

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认为，有两个基本办法可以治愈国际收支赤字。这一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提出，也可以“作为一个货币问题”提出。长期的“实际”的解决方法是增加产出。它涉及到调整经济结构以使经济更具竞争力。短期的办法正好相反——它涉及到减少开支，特别是联邦政府开支以及决策者最直接控制下的货币供应量问题。这一政策涉及了信贷紧缩，这将阻止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则是增加出口，替代进口，从而通过增长和发展而不是经济收缩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唯一的长期希望。

然而，约翰逊和随后货币主义者都倾向于通过对投资的短期“需求管理”来提高生产率，特别是当后者涉及对资本密集型产业提供长期的信贷补贴时：“由于产出是由对其的需求所支配的，所以产出的改变只能由对此需求的改变所引致：增加国内产出的政策只能通过改变对此产出的支出（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来起作用。”13
 但是，需求并不会自动地作用于产出，特别是当本地生产者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时更是如此。约翰逊和其他货币主义者都没有探究在今天的资本密集型的世界里，尤其是在耗费资本的金融领域，是什么条件产生了竞争优势。

当弗里德曼在20世纪70年代初谈论“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时，他指的是从宏观经济学的意义看，他们正在把收入倾向纳入其货币政策的先决条件或影响中去。就像约翰·罗（John Law）在18世纪早期所强调的，经济活动显然需要货币和信贷来实现扩张，甚至仅仅是交易也需要货币。那么，货币紧缩如何才能自动治愈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呢？它当然能够减少国内消费和投资。但是，它也能以相等幅度减少进口吗（那需要减少国内购买力和产出之间明显的差距）？如果对进口品的需求是价格无弹性的——如食品、关键零部件和武器——那么应首先削减哪些进口开支，转为消费国内的产出呢？很难去假设所有这些在国内没有卖出去的商品可以自动地变为出口品。

第三章已经描述了当劳动和其他资源闲置时，增加的货币和支出是如何趋于使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价格的上涨的——其结论必然是，失业条件下的货币紧缩趋于更多地削减国内产出不是进口。不稳定的经济生活会导致更高的进口依赖。正如赛拉蒙·弗林克（Salomon Flink）在谈到德国20世纪20年代的经验时所注意到的：“信贷限制……导致了信贷危机。”14
 那些靠短期资金来满足其自身资本需要的企业将无法应付其债务。如果它们不能提高信贷额度，就必须清算其储备和库存，进行销售，或宣布破产。这样，货币主义者的紧缩方案就引起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因此，通货紧缩的过程与通货膨胀的过程是不对称的。如果说通货膨胀表现为将收入由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那么，通货紧缩则表现为通过没收债务人的抵押品，将财产由债务人向债权人转移。事实比仅仅“反驳”这些不对称的影响更重要。

下面的章节将描述在过去的两个世纪，货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集中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原因；以及到底是国内的货币供给，还是国际收支应对其负责。此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在争论中：是应该实施紧缩货币，还是要对贸易和投资进行重组？

应当指出的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战争是已成为改变贸易和金融关系的主要“外生”现象。在货币领域，历史上主要的通货膨胀都与战争相联系——主要的通货紧缩也是如此。对外军费开支使国际收支陷入赤字，迫使货币与黄金脱钩，而战时的预算赤字货币化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主要的通货紧缩是由于战后试图重新建立纸币与黄金的可兑换性而导致，而在和平条件下重新开放对外贸易，对战争隔离期间建立起来的高成本的国内工业和农业构成了威胁。国内债务和国际债务的偿还，改变了纳税人与债券持有人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债务人的利益与贸易保护主义往往会结合在一起，就像债权人的利益通常与主张自由放任相联系一样。其结果，则是在国际金融方面的争论一直与国际贸易方面的争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一群经济学家彼此之间在争辩不休。

随着资本市场为其提供资金，战争带来了早期最大额度的国内和国外债务。战争也已成为迫使政府暂停自由放任政策的主要手段。在1797年之后，英格兰银行暂停英镑的可兑换，战后的最伟大斗争就是废除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制定的保护农业既得利益的《谷物法》。与此同时，英格兰由于（不必要地）将金价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遭受了战后的通货紧缩——美国在其内战以后也有同样痛苦的经历。

在1960至1972年的越南战争期间，对外军费开支占据了整个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这可通过美国财政部向外国中央银行的借款迅速累积到1000亿美元反映出来。在1971年以后，当美国的短期国债（公共债务）本位取代了国际黄金（资产）本位时，这又成为美国改变其国际金融关系的杠杆。所有这些变化，改变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基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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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拿破仑战争与英格兰的金本位之争

战争耗费的资源远比它产生的多。除了生灵涂炭、军火开支，其所产生的财政冲击，通常也要在战争结束后持续很长时间。战争使交战双方的国际收支陷入赤字，迫使其通货与黄金脱钩，留下有待偿还的国内和国际债务遗产。如果这些国家想在战后使其价格和汇率恢复到战前水平（据称是自然水平），其经济将进一步背负更沉重的负担。这种在偿还战争时累积起的债务的过程中的通货紧缩和汇率升值，给经济带来的创伤往往比战时的通货膨胀还要严重。

1789年法国革命后期的英法战争，为上述与战争有关的压力和战后的财政重组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1793年2月，在路易十六被处决后，法国立即向在一年前由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组成的反法联盟宣战。之后的20年，欧洲陷入了连绵的战火之中。其中以法军对英国（所谓的大陆系）实行封锁，并扩大到扣押非交战国的船只为高潮，其动员的军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在1795年到1796年期间，英格兰为补贴欧洲大陆的盟友花光了其黄金储备，并使其国家预算累积了3000多万英镑的赤字。与此同时，连续两年的粮食歉收使粮价比1794年上涨25%。这就为1797年2月的货币危机铺平了道路，当法国即将入侵英国本土的谣言传开，立即引发了地方银行的挤兑（引发了黄金的“国内耗竭”）。随后通过的终止黄金可兑换的银行管制法案一直实行到1821年，那时战争已经结束了6年。

为海外的军费开支和补贴而储备黄金，已成为后来的几个世纪终止货币的可兑换性的主要目标。（这也是促使美国在1971年宣布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原因。）这一终止的国内影响是英格兰银行能够发行纸币，不必承担在需要黄金时将纸币兑换黄金的责任。1799年以后，随着拿破仑上台和敌对状态逐步升级，该银行发行的纸币相对于黄金贬值了。

随之而来的通胀，特别是黄金价格的上扬，引起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金价的上涨，是源于国内的纸币超发，还是源于用来弥补由不列颠战争补贴、其他资本转移和非正常的高进口导致的国际收支赤字所引发的对黄金的超常需求。早期的文献以亨利·桑顿（Henry Thomton）的《大不列颠纸币信贷的性质和影响的调查》（1802）和一些较少有货币主义观点的小册子为代表，如沃尔特·博依德（Walter Boyd）的《与威廉姆·皮特的通信》（1801）和彼得·金（Peter King）的原始李嘉图主义的《对银行管制法影响的思考》（1803）。

在1804年到1808年，金价回落到接近正常水平，这场争论才趋于平息；但是，自1799年开始积累的最大规模的贸易逆差再一次推高了金价，新一轮争论在1809年秋再次爆发。到1810年，法国对英国的封锁达到顶点，它使英国回到只能靠国内资源并迫使其在农业方面要变得更加自给自足的境地。一般物价水平要比黄金价格涨得更多，其上涨了13.5%。由于当时英国可接受的一般商品价格指数还没有编制出来，所以讨论集中在黄金价格上。同时，那时的年度预算赤字回到“仅”有1000万英镑（在1793至1794年期间，这被证明为是可以容忍的水平）。以现代标准看，这是一个温和的通胀（温和到不能辨别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它）。1810年，议会在关于金本位争论的中期出版了一个报告，一年后，马尔萨斯总结了从这次争论中涌现出来的文献。
(13)



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足够多的纸币，以替代从经济中流出的黄金，避免了出现货币供给不足的局面。地方银行也增加了通货发行，以保证贸易正常进行。同时，英国通过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国库券来融资以对其盟国进行军事补贴，成为了最明显的压抑外汇市场的因素。这些补贴与相对价格、货币供给或其他纯粹的与市场有关的因素无关。

英国国际收支帐户的恶化，既有货币原因，也有非货币原因。金本位主义者将金价上涨归咎于英格兰银行在增加货币供给时却减少了黄金储备的数量。反金本位主义者则为英格兰银行辩护，称其在面对战时政府借款需要和国内信用需求时最大可能地尽到了责任。他们将英国的金价和物价水平的上涨，归因于英国由于军费开支和对盟国的补贴而导致的国际收支赤字，以及一部分地区的坏收成。这样，就不再考虑货币和价格因素而必须进口粮食；由于黄金被用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金价也会相应上涨。

各方都承认，如若想以1797年的比率来恢复纸币的可兑换性，就必须实施通货紧缩，因为现在没有足够的黄金来与现存的纸币相兑换。通货紧缩意味着经济收缩和物价走低。这预示着财富将从纳税人和债务人向债权人转移。

双方政策的分歧点在于，在正在恢复和平的时期，黄金可兑换的复归是应该执行还是被推迟。货币的紧缩能够通过价格下降来治愈英格兰的国际收支赤字吗？或者是另一种可能，它将通过更多地减少进口进而伤害国内生产，并由此进一步削弱出口功能？

那场争论之所以现在被提及，是因为在今天，这一争论的主题与当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主张的通货紧缩的货币主义逻辑密切相关。金本位主义的原理是由李嘉图首先提出的，可以说，他是近年来明确阐述这一理论的弗里德曼及其货币主义追随者的直系先祖。在这方面，李嘉图写于1809年到1811年的金本位主义的文章代表了今天货币主义的起点。他们抛开了除货币供给变化之外的包括价格分析和国际收支在内的所有因素，呼吁废除1797年的银行管制法，以使纸币能够百分之百地兑换黄金。


 金本位主义者的立场

金本位主义者，过去被称为货币金属论者，今天被称为货币主义者。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他们坚持纸币的发行应将其总量限制在当居民有需求时能将手中的纸币兑换为黄金的额度内。这被假定于可以稳定物价，从而通过防止货币超发来平衡英国的国际收支。像多数主张通缩论者一样，金本位主义者也是被熊彼特称为“货币偏执狂”的一群人。他们认为价格上涨的唯一原因是“纸币超发”（《金块报告》中的用语），而这可以“通过银行恢复现金支付来治愈”。由此他们被称为硬通货派。正如李嘉图在《金条的高价》（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1810）中总结他的诊断时指出的：

公众拥有的能够对抗银行草率行为的唯一合法保障，是允许他们在需要时能将其纸币兑换为硬币；并且，只有通过减少流通中的纸币数量使黄金的名义价格降到其金属价格时，这一保障才会起作用。1


对于今天的货币主义者来说，关键的比例是货币供给与可用来吸收这一购买力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由于缺乏合适的衡量整体经济产出规模的指标（那时还没有编制国民收入和产出帐户），因此英国的金本位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是在可兑换的金本位下纸币超过能兑换黄金后的剩余。这个立场与当今的货币主义者相同，即黄金供给的增加能否恰好足够保证经济活动在价格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条件下的扩张。这种一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被证明出来的。它假定每个国家在流通手段与产出之间的有一个自然的比例。
(14)



李嘉图及后来的金本位主义者都把金价作为衡量一般价格水平和外汇升水的代表性指标。他们假定汇率能够直接反映国际价格水平，而各国的价格水平则是各国货币供给的直接函数。黄金溢价被假定反映了一般汇率水平，相应的也反映了国内的通胀，就如汇率的购买力理论一样。这就意味着汇率并不受自发的资本流动影响，而这种资本流动是由买进外汇以支付军事购买，或者是由粮食减产或其他方面的生产不足等原因所引起的自发需求而产生的贸易活动所致。而根据上述观点，就好像一般价格水平、金价和外汇汇率是以平行态势一起运动的。
(15)



李嘉图在给弗朗西斯·霍纳（Francis Horner）的信中指出，汇率是两组函数的结果。首先它是在货币数量论中以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形式出现的，因此“也可以理解为商品在两个国家的相对价格的升高和降低，……在多数情况下可以追溯到其中一种货币的总量的增加或减少。第二个起作用的因素是“附加在货币转移上的困难和费用（或对这些的预期）的增加或减少。”这一因素，表现为“我们的反对者在出口方面所设置的困难”，是货币过度贬值的原因，即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超过了金价上涨的原因。2


这是李嘉图最接近于认识贸易条件变化的地方。在他已发表的著作中再也找不到其他地方有这样的认识了。他批评霍纳承认“除了在流通中的纸币过剩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加剧了黄金价格上涨”，以及英国中断出口贸易与来自南美洲的黄金输送的停止这二者的结合，共同推动了世界黄金价格的上涨，而与英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无关。李嘉图坚持认为：“到目前为止，超过黄金的金属价格的市场价格可以完全和唯一地归因于过多数量的纸币在流通，还没有任何一点可以比此提供更令人满意的解释。”3
 他认为，外汇汇率价值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唯一限定条件是由运输成本所扮演的角色，而其功能就像现实中的关税。即使在这里，他也不知道第六章所讨论的运输成本的影响程度。

霍纳承认：“不利的贸易环境，再加之我们在海外的大量军事开支，可能是导致我们与欧洲大陆的汇率贬值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金块报告》仍坚持认为：“没有比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黄金需求增加，不管多大，或何种原因引起，可以在这里，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对黄金的市场价格的大幅上涨产生影响。”4
 只有货币供给的增加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这里确实有对黄金的超常需求，那么它将支配其他商品的价格上升。但是，并没有出现下述情况：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大大超过了黄金价格的上涨幅度。


 反金本位主义者的立场

反金本位主义者指出，英国的海外军费开支和谷物欠收与货币发行量和价格变动都无关，只有英国国际收支出现赤字才能引发货币发行量和价格变动。这样，金价和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就与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无关。所以，货币数量论既不能解释英镑价格的下跌，也不能解释金价的上涨。

议会中反金本位主义者的领袖尼古拉斯·范西塔特（Nicholas Van‐sittart）注意到，在出现国际收支赤字时金价通常会上涨。他指出，“这种情况经常在以下背景下发生：在海外展开海军或陆军的昂贵的军事行动，出现公众危机或恐慌，或大批进口粮食的情况已经发生。”
(16)

 这些对外支付都需要额外的黄金，这导致了黄金对纸币的溢价，而不是后者的超发。在1802年，桑顿已经观察到国内货币增发与价格水平是相对独立的，“在战争期间，有数不清的储备品被运走以支持我方在海外的陆军和海军。有大量的以贷款和补贴形式给我们盟友的对外汇款。还有一些分红或许已转给英国股票的外国持有者，”就像一些在英国本土以外的东、西印度群岛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对外投资一样。5


迫使英镑与黄金脱钩的，是与军事相关的资本转移，而不是价格－铸币流动机制所强调的与货币、价格和贸易活动的最初联系。当国际投资者开始通过收回其贷款并出售其投资于英国的证券以收回贵金属货币时（这非常像越南战争进一步加深了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人们挤提美国黄金储备的情形），这一通货的危机达到了顶点。在这些条件下的国际收支帐户（从而金价的提高）的状况几乎不能归咎于国内货币政策，并且，亚当·斯密在早些年相似情况下对英格兰国家银行“发行了过多的纸币”的批评，也是不公平的。

马尔萨斯反对霍纳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没有比将汇率的变化完全归因于货币过量或缺乏是错误的观点更确切的了——这一观点根本不能令人信服”。6
 他给李嘉图写信（明显毫无效果），鼓励他阅读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卷第18章中一个关于“相对价格提高并非由于货币相对过剩导致”的例子。斯图亚特在书中指出，源于工业化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相对于其他商品价格上涨，就如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新机器的引进就算不存在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往往也会导致价格降低。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观点正是战争结束后李嘉图用来在关于经济租金的辩论中批驳马尔萨斯，促使废除《谷物法》的。

马尔萨斯在其公开发表的金本位之争的评论中，挑选出李嘉图作为持极端观点的代表，并将“汇率的升降完全归因于货币过剩或不足，忽视作为暂时的出超或入超的根本原因的不同社会的需求变化。”8
 但是，李嘉图坚持（在其私人信件中）认为所有的黄金和白银价值起落最终都是一个原因导致的结果：

那就是货币过剩……而不是……一些特定商品的需求造成的。这些需求……，并非原因而是结果……，你承认货币相对过剩可能并且经常是贸易出现逆差的原因，但是你还声称这不是唯一原因。现在我……主张它是唯一不变的原因。

在李嘉图出版的对马尔萨斯批评的回应（载《金块的高价》第四版附录）中，他坚称“收成不好不会引起货币流出，除非出口国的货币相对便宜。”如果由于粮食欠收导致粮食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升高，那么这个国家将出口其他产品以交换粮食。而其他产品中包括作为货币的黄金，它所占比例与其在国内流通的比例（大约为1比50）相同。如果黄金出口超过其相对其他产品的这一平均比例，那将意味着在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货币会超发。

如果我们同意用硬币来交换商品，那么这必须是我们的可选项而非必选项。我们的进口不能多于我们的出口，除非是货币过剩的情况，因为货币过剩时更易于增加部分出口。硬币的出口是由于其廉价，且是贸易逆差的原因而非结果。

在李嘉图的观点中，货币金属仅仅是商品，而非贸易工具。即使其作为商品，也毫无真正的重要性。李嘉图引用了亚当·斯密所认同的观点，“贵金属矿藏的极大丰富并不能增加世界的财富。一个产品的价值主要来自于它的稀缺性，而这必定会随着其充足程度而降低。”10
 因此，他不承认新黄金的发现或其他货币流入会产生任何有利的“实际”经济影响。他坚持认为，“作为货币形态，黄金（或白银）对我们并不是生产性的，也不会增加我们的财富——但是，为了得到这一非生产性的商品，我们反过来需要出口商品，而后者则被认为是真正有用的资本。”他重申：

货币仅仅是一种物品，它的不断交换从不会增加一国的财富：据此我们发现，增加其总量，既不是一个国家的自愿行为，也不是任何个人的自愿行为……货币增发……不会比原来的货币总量带来更多的真实价值。于是，这个勤劳的国家将成为那些占有矿藏的国家的附属国，并从事丧失所有却没有收益的贸易。11


没有比这更极端的陈述了。它认为，货币的运动不会给经济活动的结构和水平带来任何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李嘉图是基于相对供给和需求（相比产出而言的货币供给），以物物交换的思想，来研究金融领域。黄金价格受制于与一般商品同样的规律。他不承认黄金具有作为支撑信用上层结构的基础货币的功能，也不承认货币的不断反复的需求使它在解决国际收支赤字或在银行系统运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运行中，出现了“外生”和“内生”的攫取。


 资本支付、贸易条件与收入调整

李嘉图否认食品进口是无条件的需要，在他看来，好像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都是富有弹性的。这意味着对它们的购买仅是一个简单的价格问题，只是根据价格作选择。英国可以通过增加出口以购买食物，也可以用外汇支付军费开支，并不必然会导致贸易条件的损失。假定国际需求的相对弹性不出问题，贸易将继续保持平衡。

李嘉图从来不理解弹性问题，尽管桑顿和马尔萨斯早就开始予以解释，穆勒也在一直阐述。即使就军事补贴而言，李嘉图也认为，“如果这里的商品变得更便宜，可以用来支付，货币就不可能输出。因为从个体利益角度看，这种货币的输出是不必要的。”他反问道，

在比较了咖啡、糖、象牙、靛蓝和其他所有可出口商品在两个市场（英国和法国）的相对价值后，如果我坚持把钱花出去，还需要什么来进一步证明货币在英国市场实际上是所有商品中最廉价的（相对于外国市场），因而将其输出是最有利可图的呢？

表14.1 金本位主义者与反金本位主义者立场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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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确可能愿意购买英国更多的出口品，但要看在什么价位上？桑顿提出外国人对购买英国出口商品感兴趣，也只是在其价格大幅下降时发生。李嘉图否认这种说法的现实性。如果人们储备黄金，是因为这种商品相对其他产品来说严重供给过剩，而不是像斯图亚特所说的，它是世界货币。这回避了问题的实质——特定商品的价格和收入弹性，正如桑顿所指出的：

当一国农业收成下降同时引发大量外国谷物涌入，在这个时点上，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就产生了……而这个国家可以提供的用以偿还外债的商品，在这种需求情况下，就难以获得一个诱人的价格，甚至连一个过得去的价格都很难获得。……此时若为了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用商品来进行全部的支付而不动用任何黄金储备，那么必然会导致这些商品变得异常便宜。13


马尔萨斯跟随桑顿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英国为了维持军费开支和补贴（或者支付灾后急需的粮食进口），被迫在只要价格不暴跌就没有市场的市场上出口商品。从而，“这种严重的市场过剩导致了商品价格的大跌。”14
 。英国出口供应的增加使其价格下降如此之多，以至黄金变成了最具出口价值的经济产品，特别是它还是全世界都可以接受的货币。沿着这个思路，穆勒在马尔萨斯之后又有进一步的论述，对此，将在下一章讨论。

李嘉图曾指出：“没有比假定一国有时候可以对某些种类的商品没有需求更荒谬的错误了……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所有商品都普遍过剩的情形。”在留下这一评论后，他就不再谈论贸易条件方面的争论了。他坚持认为，只有纸币才能造成国内市场的供过于求，而在国外市场则不会出现货物的充斥：“货币将永远不能出口，除非同其他国家相比，货币相对商品是过剩的。”15
 如果国际收支刚刚陷入赤字，平衡将几乎全部由商品来弥补，这些商品要占货物的一定比例，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的货币，也就是——作为货币的黄金的数量通常需要满足这些出口商品的交易需要：

如果英格兰的流通媒介完全由贵金属组成，其占所要流通的商品价值的1／50，在这种情况下，假定整个货币总量用来出口换汇以购买谷物，将是这些谷物价值的1／50：至于其他东西，我们则需要出口商品换得，因此，货币和商品的比例在两个国家将被维持在相等水平上。作为粮食欠收的后果，英格兰将出现下述情况……，一国被剥夺了部分商品，因而需要减少流通媒介的数量。以前正好等于支付所需的货币量，现在将变得过剩和相对便宜了，正好等于生产下降的1／50的比例部分；所以，这一总量的出口将恢复其货币价值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价值的比例。因此，这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证明：欠收对汇率的影响只有通过使本来是数量正好的货币变得过剩了，因此汇率贬值总是或许可以追溯到货币相对过剩的原则从而得到最圆满的证明。
(17)



根据这一观点，黄金只代表了所需的军事补贴或其他资本转移价值的1／50。一场谷物欠收将导致必须由货币来融通的小麦数量（“交易量”）更少了，从而有更多的货币可以用于出口。李嘉图假定，在现存的贸易条件下，一国得到的补贴或出口收入将自动提高其对支出国的进口需求。这假定所有增加了的购买力有100%边际进口倾向。（第十八章将说明这与当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所暗含的前提条件是如此的类似。）

马尔萨斯接受了斯图亚特和其他早期经济学家的观点，强调了增加货币供给对刺激生产的有利影响。他描述道：

吴志远在《国际价格理论纲要》（An Outline of International Price Theories， p. 274）中指出，李嘉图坚持认为，即使在短期内“也没有理由预期转移会引起支付国发生黄金外流。”尽管李嘉图没有像俄林和吴所声称的那样走得太远（尤其是他没有改进他的国际收入的需求方面的观点），他仍然否认黄金可以由于其自身过度供给或“过剩”之外的其他原因而出口。后来巴斯塔布尔（Bastable）接受了李嘉图的推理而不是桑顿、马尔萨斯和穆勒关于进出口交换率方面的分析。

一个商人或制造商是如何获得银行的贷款合同；同时，用这笔贷款他能够得到用于生产的原材料、可以用来工作的工具和支付劳动者的工资；然而，他还被告知（通过金本位主义者）这一交易往往对于增加国家的资本毫无意义。

实际上，不仅增加货币供给会刺激产出（只要劳动和资本资源是可得的），而且当通胀确实发生时，只要工资提高滞后于利润，就可以间接刺激资本积累。货币流入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也经常被提及：

这种对于一国生产力的刺激，在短时间内，可通过商品巨大的增加而保持商品与货币的比例不变，价格也回归到以前的水平。我们不禁想到休谟和斯密所暗示的在苏格兰的两个时代之间发生此种情况的影响。1751年和1752年，休谟发表了他的《政治论丛》（Political Discourses），随后苏格兰大量发行纸币，于是发生了粮食价格非常明显的上涨；这一现象是毫无人为痕迹的，很可能也是公平的，他部分地将其归咎于纸币的过剩。1759年，当时纸币很可能还没有减少，斯密博士注意到价格的不同水平；他观察到，从长期看，粮食的价格不可能变得更便宜。对于休谟当时所描述的高价，他粗心大意而又未经任何调研，将其归因于季节歉收；并暗示不可能由纸币的增发而引起那时的高物价。然而，现在看起来，1751年和1752年的高物价很可能是由纸币引起的——因为我们看不到用纸币来替代硬币而不提高价格的可能性；但是，在1752到1759年之间，资本增加给工业带来新刺激，从而增加了商品的数量，使其与增长的货币恢复到一个一致的水平上了。
(18)




 桑顿对货币主义者和国际收支状况的综合分析

到1810年，反金本位主义者对片面的李嘉图主义观点变得越来越敌对，以至于自己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范西塔特竟然完全忽略了通胀和国际收支赤字的货币原因。在1802年多次发起反金本位主义论战的桑顿，承认在随后的十年中具有通货膨胀倾向的纸币信用的超发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至少一旦到达充分就业，货币数量论就开始发挥作用。我们当然不能断言“无限度地增加我们的纸币，是无限度地在其与其他国家的流通媒介，包括与金块和所有商品相交换的过程中提高其价值的方法。”然而，范西塔特在寻找在各种境况下能够改善汇率的途径时，并没有包括货币政策。桑顿在援引范西塔特的论述时指出：“首先，欧洲大陆的和平；第二，一个更好地相互了解，其结果，与美国开放贸易；第三，对我们与欧洲的商业往来作某些扩展……但是，显而易见，在列举改善我们汇率状况的途径时，他完全忽略了提及对纸币的限制。”16


在1802年，桑顿就已经警告大家，如果将反金本位主义者的理论极端化，以致忽略国内货币创造的潜在的通货膨胀风险，那么必将给国内的纸币超发提供理论依据。

汇率贬值的不良后果，以及由黄金价格飞涨而形成的不良后果，皆产生于国际收支的赤字，而且只有这个原因。如果这种不幸的原因已经存在，那么，能真正阻止或纠正这一不良后果的方式就是增强国

这……正是目前的银行董事的语言；而且他们也全然不顾劳先生所犯的重大错误，这一错误混淆了该国优质证券的数量和在法定利率下人们可能想要借的货币的数量，特别是在商业投机或商业危机时保持流通所必须的货币的数量，只有这样，才能使之保持在与贵金属和周边国家货币相适应的水平。

家的工业。鼓励工业发展的方法是通过宽松的纸币发放给贸易和制造商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大量充足的出口货物会使国际收支出现盈余，而劳动者也必定会很高兴地去创造这些物品。因此，汇率的走向也将得到支持……我们纸币的价值也将依靠汇率的提高而得到保持。17
到1810年，这一方法确实已成为喀斯特尔雷埃勋爵（Lord Cas‐tlereaigh）和其他人的做法。虽然它包含了真理的重要内核，但其片面性仍然是危险的。

事物的真相是国际收支状况，以及由此形成的纸币相对于黄金的贬值，而国际收支状况又源于两个原因：一方面，国际收支状况反映了英国的生产力（产出）相对于其消费需求的状态，另一方面，国内货币创造相对于产出的比率。这一双重关系，使人联想起了斯图亚特、塔克尔、休谟及其18世纪末的同代人在区别失业和充分就业条件时（第三章）所使用的两阶段经济模型。在这个有关货币、价格和汇率的更一般理论中，更多的货币首先会刺激工业发展，但随着逐渐接近充分就业条件，其对生产率的影响将逐渐变小，价格也开始上涨。因此，反金本位主义者的原理，据此，更多的货币将会增加产出而不是提高价格的观点，是局限于失业状态的：

……显然，先前闲置的人可能因新资本的进入而得到雇用，但其数量有限；因此，如果增加的过程是无限的，那么投入工作的劳工中的一部分可能是从其他岗位来的，从而不存在效率低的岗位。从这一考虑可以推知，关于增发纸币而带来的收益有很多限制。18


总之，贸易盈余往往是与货币增加形影相随的。1811年，马尔萨斯批评了金本位主义者，说他们

不能解释在纸币明显增发的情况下汇率升值（即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形；这种经常出现的、被银行家如此支持的事态，可以作为外汇与我们的通货状况毫无关系的一个证明。19


至于那种不是由价格差异或先前货币供给的变化所造成的贸易的自主发展——如国内粮食欠收条件下的进口，或新的出口市场的开放——“金块的出口（或进口）是贸易差额的结果，是由与货币过剩或缺乏都毫无关系的原因造成的。”

熊彼特将此称为关于外汇的国际收支理论（Balance－of－Payments Theory of foreign exchange），而与之相对的李嘉图的相对通胀解释（Relative Inflation explanation）更关注于“一国货币单位的价值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单位的价值的变化。”金本位主义者的理论将国际收支赤字归因于货币超发。但当贸易赤字是由等式的生产一方，如谷物欠收所致的情形，又该做如何解释呢？在这种情况下，仅由货币紧缩就能确保贸易盈余吗？

惠特利和李嘉图都否认谷物欠收将导致货币“过剩”，尽管李嘉图后来在给马尔萨斯的信中承认了这一点。但是，惠特利则……更大胆地说，尽管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所有的补贴和其他款项都被送往国外，但是，只要英格兰国内经济实施货币紧缩，就仍有可能迫使“货币任意幅度的大量涌入”21
 。

这一论断包含了对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方案的根本信赖。

桑顿重新翻转了李嘉图的货币主义路线的因果关系：国际收支逆差，导致货币贬值，进口价格上升，国内总体物价水平提高，从而需要更多的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用他的话来说：金本位主义者弄错了“因果关系……英格兰银行增加纸币［是］结果，而不是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22
 需要更多的货币来支撑较高的价格水平下的商业活动。其推论是，“超过黄金本身价格的市场价格”始终是完全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纸币过于巨大的发行……而这总是应该谨慎而行……是一个原因；因为它是头脑的产物，而这一过度，除了纸币的过度发行这一原因之外，也可能有其他原因。

国际收支平衡不只是贸易平衡，桑顿强调，除了相对价格，这两个平衡还要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特别是，进口和出口反映了国家之间的相对生产力，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平衡就曾被英国两次严重的谷物欠收所破坏。由此，他得出结论，英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如果没有纸币的增发仍可能出现。”

这些赤字是我们的汇率下跌的最明显的原因，因此，也是金价高涨的原因。

这样，我们就返回到我们的两次谷物欠收，以及所经历的出口贸易中断的观点，它非常充分地解释了我们的汇率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还应该归咎于英格兰银行发行的过度数量的纸币吗？23



 反对货币紧缩的声音

李嘉图在1812年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中提到，“并不存在不能由缩减货币总量来纠正的汇率贬值，”他期待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会出现通货紧缩和由此产生的债券价格上涨。24
 从那以后，货币数量论最荒唐的应用是将经济复苏，特别是战后的复苏，归因于金融紧缩而不是现代化和繁荣。

货币数量论限制了可用来解释的变量个数，没有给生产率改进留下余地，而生产率的提高则保证英国的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的出口成为一种不断上升的潮流，以赚取足够的黄金，使纸币的可兑换性得以恢复。李嘉图的金本位主义理论也没有承认到货币紧缩会对该国的生产函数产生不利影响。一次大战后的复苏和当时英格兰的情况相同，充斥了不必要的通货紧缩和贫困。

这一复苏的发生，并不是缩减国内纸币发行以致使进口减少的结果。工业出口的增长事实上要求增加原材料的进口。“那么，银行为吸引黄金做了什么，或者说，它是怎样提高纸币价值的呢？”法国经济思想史学家查尔斯·瑞斯特（Charles Rist）问道。“根本什么都没有做！”

然而，为什么一些杰出经济学家却将其奉为“正统的”真理……，实际上，那只是一个传说！……大英帝国恢复金本位，是通过外汇市场——而不是极端的通货紧缩政策，这正像美国后来所做的那样。

在内战后的美国，“不是由于纸币数量的减少，而是黄金的大量涌入，使著名的‘美钞’提高到与黄金同价。”25


判断是结构性因素还是货币超发导致国际收支赤字，通常是诊断出正确的调整模式的关键。仅当国内纸币超发只是形成相对国外价格而言的推高国内价格时，才需实施货币紧缩。但贸易赤字本身不足以证明存在货币超发。无论如何，紧缩货币并非是主要由不充分的生产能力（如谷物欠收）所引起的贸易赤字的恰当的应对办法。在这样的阶段，并不能实质性地减少粮食进口。不管英国国内价格相对国际水平如何降低，基本生存需要必须得到满足。

通过付出削弱贸易和生产的代价来降低价格水平，货币紧缩具有带来弊端多而解决问题少的风险。更危险的是，产出和出口可能要比货币供给的减少下降得更多。于是，桑顿警告说，“在通过限制纸币来促使汇率改善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避免制造业可能被严重破坏而带来的重大压力。”26


简言之，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会带来不同类型的问题：“我们近来身处两种危险之中；一方面是纸币贬值，纸币面临信用危机，另一方面是随之出现的我们的商业和制造业的停滞。”面临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之间的霍布森选择（Hobson’s choice），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在抵制“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倾向和大众（货币主义者）的偏见”，拒绝执行金本位主义者所呼吁的紧缩纸币政策27
 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勇气。

在存在失业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给会推动工业开始运转，而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则或许会推高价格。紧缩货币无论是否会降低价格水平，但一般都会损害生产。它只有在很严格的限制条件下，才不会窒息经济的生产功能和随后的出口潜力。如果中央银行在面对原材料和粮食的高进口价格时，尝试通过缩减货币供给来稳定国内价格水平，那么，很可能会在消费水平降低之前扰乱金融系统（因为在开始时价格弹性不大，至少在工人经济上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如当时英格兰工人的情况——是如此）。桑顿警告说，如果英格兰采用了李嘉图所倡导的货币主义政策，商品价格将会因经济衰退而下降。但其长期影响将会成为一个既具有国际依附又有高物价的国家。

如果问题出在生产功能或所需资本转移方面，那么，无论如何利用国内货币政策来紧缩国内货币，价格和外汇汇率仍可能无法恢复到均衡水平。如果英格兰银行按照某种理念强迫实行紧缩政策，这只会降低价格水平而没有其他效应，

于是，就会出现斯密博士完全不予考虑的其他问题，这就是，在银行试图造成这种非常低的价格水平时，是否不会……如此强烈地损害贸易并阻碍制造商，以至于削弱……我们重新恢复财富的源泉，我们必须特别相信，正是这些财富可以恢复我们的贸易平衡，并为大不列颠带回大量黄金。

正是在此基础上，桑顿得出结论“银行应该避免对纸币发行的过度缩减。”28
 但是，在写给首相珀西瓦尔（Perceval）的信中，李嘉图刻板地劝阻他不要对减少纸币数量“必然会产生削弱我们的资源，限制我们的贸易，伤害我们的商业的作用”过于担忧。

早在当代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重提这个观点之前，李嘉图的货币主义观点就遭到过反驳。回溯到1767年，斯图亚特就曾批驳银行应该通过缩减货币供给，或减少信贷量（实际上是一回事），来应对国际收支赤字的教义。“这显然是与其原理和利益不一致的，”他写道：“保有贷款并给予信用，这对于保持流通中的资金以达到满足转让和现款需求的水准是必要的。”被贷出的货币往往会增加就业和产出，而这又导致有更多的产品来吸收资金，于是货币就为自己创造了需求。相比之下，货币外流减少了银行贷款和产出，因此，看似减少了对货币的需求，但却由此使国家承受失业和低于潜在水平的生产。这很难成为改善其长期国际收支状况的有效途径。斯图亚特总结道，货币通缩是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政策。央行通过拒绝提供信贷阻止了使劳动和工业运转的手段。收回银行信贷“它实际上既毁坏了自己又毁坏了国家。”而且，由于任由国际收支逆差剥夺了经济中的货币，央行“看起来只是被动地任由自然因素毁坏银行和国家。”斯图亚特问道，货币紧缩能给经济带来什么好处？“而且，从那些能为他们提供优质抵押品的人手中拿回纸币，到底得到过什么好处！每一分钱的借出或收回，都在约束着它自己的利润，同时也在折磨这个国家。”

1815年之后，改善不列颠国际贸易和收支平衡的标志性策略，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降低其成本结构。提高生产能力是克服结构性收支赤字的唯一可持续的方法。其思想是新创造的货币首先会给新的生产手段提供资金。事实也的确如此，拿破仑战争后，通过工业创新，英格兰稳定了其国际支付。

当重新打开外国市场时，纺织品领导了这场出口浪潮，因为蒸汽驱动的生产机械化，纺织品生产成本已经变得非常低。尽管英国出口品的货币价格下降了，但由于技术改进和高产出，导致了更高的单位产品收益（即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然而，此时的价格下降，却完全不同于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所隐含的通货紧缩和不断下降的贸易条件。暂且不考虑生产率方面的差别，后者还暗含着出口领域的收入必将按照与货币和价格相同的比例降低的含义。他们没有注意到，用于工业创新的货币和银行信用，会降低长期生产成本，或保证更有利的出口信贷期限得以扩展。他们认为，更高的信贷能力会提高价格而不是使其降低。

国际收支平衡的另一面，是英国的出口浪潮把外国经济体推向了战后的萧条，并由于普遍的世界性通货紧缩而恶化。经济复苏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实现的，这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未能实现对其在战争期间开始蓬勃发展的工业予以保护的国家，逐渐滑向了原材料供给国。金本位主义—货币主义的教义对此是完全否认的。

即使是货币主义者的冯·哈耶克，也曾批评李嘉图“不愿意承认，货币流通量的过剩，可能作为贸易收支逆差一个结果同时也是它的一个原因。”这一固执“使其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比它原来从桑顿手中传接下来时更为僵硬、更令人不满意的形式。”瑞斯特则进一步指出：

这里，仍有极个别的引人瞩目的例证，即该理论已被事实推翻，但只是由于显得能够得到逻辑推理的支持，仍在被坚持。通货紧缩能够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吗？沿着这一逻辑去思考的人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经济现象是“不可逆的”。当通货膨胀将价格推高到一个比从前高得多的水平，就不可能再回到起点，除非从流通中抽出货币来摧毁以货币表示的收入。

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忽略了“时间之箭”和与之相关的经济进程的不可逆转性。这种盲目性，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严重削弱了英国和美国的货币主义。一次大战以后，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出现了经济紧缩，当时所造成的灾难，在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方案下得到重演。瑞斯特评价道，“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在开始时试图运用李嘉图的政策，只有当它面对固执地拒绝使自己适应这一政策的事实时，才会被放弃。”

对于李嘉图而言，黄金的廉价（亦即一个较高的国际货币价值）意味着纸币不足。这与由贸易盈余、新金矿的发现或黄金生产技术的革新所造成的黄金过度充足的后果是截然不同的。黄金昂贵只是意味着这一贵金属相对于纸币而不是相对于一般商品是稀缺的。李嘉图将黄金出口完全归因于黄金的“相对充足”，或归因于纸币将黄金逐出流通，但这只不过是通过同义反复而完成的事后辩解而已。如上文所提到的，李嘉图并未将这一价格升高归因于致使吸干黄金的国际收支赤字。“李嘉图没有区分……高价或廉价、稀缺或丰裕，而这一真相是非常重要的，”瑞斯特指出，这“败坏了他的全部贵金属分配理论。”

瑞斯特将李嘉图这一狭隘立场归因于其外汇经纪人的经历。李嘉图的经历没有使他成为一个视野开阔的人，反而使他具有了狭隘的经纪人的世界观。

作为经纪人，李嘉图对黄金出口总是源于汇率的上升的观点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这时其他国家的黄金价格（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在升高。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犯了错误；他认为，一国黄金的“需要量”与该国实际能得到的黄金量之间是均衡的——这是难以设想或解释的。
(19)



李嘉图曾对马尔萨斯在贸易理论领域所做的工作进行指责，在其货币理论中，他的确应对此感到内疚；因为李嘉图只是使用了简单的供给—需求方法，而没有关注供给和需求（特别是需求）背后更深层次的因素。瑞斯特接着指出：

数量的概念完全支配了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价格水平由货币数量决定，不论使用的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在使用纸币的国家，汇率完全由一国发行的纸币数量所决定，汇率变化是由货币数量增发而造成的贬值的准确尺度。33


李嘉图并没有解释货币供给会首先改变的原因。瑞斯特提议，货币数量论和与之相关的国际收支调整的见解应被称为李嘉图主义而不是古典理论，因为它与桑顿和托马斯·图克的真正古典思想之间有“惊人的偏离”。“在李嘉图提出一个僵化的概念——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及对这一数量的限制——之后，这一概念就在解释货币现象时替代了所有其他的概念。”34


对于金本位主义者和反金本位主义者的精神特质的描述，或许最好的概括是马尔萨斯在他182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导论中所作出的：

在我看来，目前流行于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的作家中的错误和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未经思考而进行的简单化和概括化的尝试……

在政治经济学中对简单化的追求，已经引发了一种不愿承认导致某种特定效应产生的多种而不是只一种原因在起作用的倾向；……我一直认为，最近关于黄金问题的争论提供了有关这类错误的一个鲜明例证。每一方都有一个可以解释汇率贬值和黄金市场价格超过其本身金属价格的理论，都坚持用单一视角来看问题，并习惯于认为这样是正确的；很少有作家愿意承认这两个理论都在起作用，若两者结合起来，有时共同作用，有时互相抵消，就能独自充分地解释可观察到的不断变化的和复杂的现象。……

这种简单化和概括化的倾向，与承认多种而不是一种原因在起作用的态度相比，对于容忍变异、局限以及任何规则或主张之外的特例，依然怀有一种更大的厌恶……

在某些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作家中，由于这种草率的概括化倾向，导致他们不愿意对其理论进行经验检验。……一种理论可能看上去是正确的，也可能在某些给定的前提下才真正是正确的；可能进一步看上去这种理论的给定前提与其在准备应用时的前提是相同的，但可能存在某个以前没有被注意的差别，也可能会使这个理论本身显示与预期不同的某些结果。35



 货币的推理改变了金块之争

在桑顿、李嘉图、马尔萨斯及他们的同代经济学家之后，主要继承反金本位主义传统的人是托马斯·图克。他的反李嘉图主义的金融理论证明，英国和国外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不仅受价格变动所引起的贸易活动影响，还受不对价格作出反应的贸易（即现存的结构性依赖或垄断性贸易）的影响；此外，对外军费支出、投资和外债的还本付息等资本转移也对此有影响。图克总结了他关于国际收支的研究取向：“是黄金由于其需求的增加而背离了纸币，而不是由于纸币数量的增加使其背离了黄金。”这种破坏稳定的冲力来自国际收支的失衡，并非国内的货币和信用系统。图克的追随者补充道，采用其他条件不变的观点来看待货币数量改变的价格效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

他们忽略的这些要素恰恰构成了问题的本质……我们发现……通过传播的过程，开始实施的原则是如此无效，这是由于以前的推理是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基础之上的。
(20)



瑞斯特对货币主义错误的批评则显得更为清晰，说它“错误地把货币看作是一个附加在早已存在的交易制度上的机制，而实际上它是组成经济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6
 ”由于它是建立在一个关于经济系统的片面而不是整体观的基础之上的，其结果也是对科学方法的嘲弄。熊彼特以同样的措辞批评了货币主义的方法论。他的讨论以“建立对货币、流通和银行的分析”为起点，随后加上包括信用和纸币等上层建筑在内的复合体。“但是从逻辑上讲，最有用的方法是从铸币开始，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无论从实践角度还是从分析角度看，一个货币的信用理论很可能要比一个信用的货币理论更好。”37


为何创造货币，货币是在何种条件下被创造出来的，这些问题与货币的创造这一光天化日下的事实同样重要。如果信贷扩张可以使产出提高，那么可以说它是趋于自我证明和自我偿还的（self－justifying and self－amortizing）。如果是在资源没有充分利用的条件增发货币，物价水平不见得会提高。只有在以消费为目的或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发行货币，才可能发生以货币主义者所预期的方式存在的通货膨胀。货币系统中的黄金可能因与价格变化无关的原因——如为结构性国际收支赤字或资本转移提供资金——而被吸干。熊彼特总结道：

这样，关于商品贸易的国际金融理论就引发了批评——正如国际价值理论一样——它的概念对于其着手要处理的现象来说是太过狭隘。……一个依商品贸易而转移的国际金融理论自然会强调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形成均衡中的作用。

相比而言，我们看到，

资本转移的作用，就像南美洲的贷款和矿业股票，在1824年开始发行，曾一度支配伦敦货币市场，但在基础理论中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对我们来说，完全相反的方法可能更为自然：我们更可能把国际资本交易看作基本现象，由此把商品贸易看作具有从属性质，处于被支配地位，只有从前者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后者。这一观点……已经足以将现代分析与被描述为商品贸易的国际金融理论（也可称为国际收支理论或国际黄金流动理论）完全区分开来。38


为何货币主义使这些内容过于简化呢？为何他们接受并宣传推广这些非常不现实的分析呢？该理论的自我辩解是，其方法论是合乎逻辑的一步一步的推演。但将其应用到现实世界就不合逻辑了，它只能应用到李嘉图和其他债权人的代言者愿意相信的那个虚拟世界中，正如前面所引这那段文字中马尔萨斯所理解的。

货币主义的成功，主要在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债权人的利益服务并且是反对国家干预的。正如我在第二部分所做的分析，自由放任精神的核心——其中货币主义是主要的反对政府干预的一个分支——是假定经济干预只会加剧社会问题，而且更多的货币只会抬高价水平，恶化国际收支。从这一结论出发——它在实践中已经导致了世界两极分化而不是趋同——货币主义沿着逆向逻辑构造了一系列假设和理论以支持其论点。

在假定了货币供给的变动不能影响就业和产出水平（除了在极特殊的大萧条情况下）之后，金本位主义理论意味着货币创造只能影响价格。再假定货币流通速度和产出保持稳定，于是货币和价格将保持同步变动。这一方法反映了生产力的增进。它使欠发达国家处于信用饥渴的原材料出口国这样的不利局面，它们必须出售自己资源所有权来以支付其外债。

之所以货币主义在实践中达到的效果与其理论的承诺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把社会现存的技术和体制结构视为理所当然的，而没有认识到它服从于给定足够的金融支持和贸易保护下的某种转变。货币主义假定充分就业会自然发生，不需要政府采取任何行动即可在公平合理的世界水平上得以维持。

为什么有人会接受这些狭隘的假设？一种可供思考的观点认为，货币供给的增加，可能会刺激产量提高，这就为各国提供了一个管理经济活动和对外贸易，实现国际收支盈余的动力，而这又反过来又为其货币和信贷制度提供了支持。但是，这对于敦促各国政府不要干预商务活动、特别是金融活动的自由贸易论者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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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偿还外债及利息与贸易条件

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百年间，军事和财政出现了少有的宁静。世界货币和国际收支的需求主要由始于19世纪40年代新的金矿发现以及不断增长的国际借贷所满足。

在1815年的维也纳大会上，英国并未要求它的同盟国偿还战时承诺的贷款和资助。巴黎条约甚至都没有要求法国赔偿损失。但是同盟国确实在拿破仑战败后向其征收了赔款。15万军队占领法国后，他们强迫法国支付其军费开销。虽然国库空虚，但法国通过1817年1月召开的赔款会议，把同盟国的全部军事开支债券化，所以仍能够应付这一局面。亚历山大·巴陵（Alexander Baring）和霍普（Hopes）家族随后在伦敦将这些债券卖给了民众。当债券义务国际化的理念被人们接受以后，债券价格由1817年2月票面价值的55%，涨到1818年10月的74%。由于法国如约支付债券及其利息，一个国际借贷市场得以建立，并在那个世纪剩下的几十年中一直扩张。毕竟，如果在历史上有坏的还款记录的濒临破产的法国都能应付这些借款，那么看起来其他国家也同样可以。
(21)



在国内经济中，作为黄金和白银的补充，纸币和银行信用的重要程度不断提高。随着银行的发展，股票和债券市场的作用日益重要，它们扩大了融资能力——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因为将贷款进行分期偿还增加了还本付息的能力。当这一支付不能履行时，企业和个人债务人能够通过宣布破产免除其债务。债务人的禁锢是逐步被终止的，从而使反高利贷法规的解除合理化。由于储蓄银行和那个世纪下半叶创立的产业投资银行等新机构的出现，制度化的储蓄和投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得到了发展。

储蓄中的一大部分是被借贷到国外的，这使得那些资本流入国可以为其贸易赤字和基础设施融资。生产力的全球扩张带来了几乎与国内债务数量相同的不断增长的国际债务。

当时的原材料出口国并未陷入长期的粮食和能源短缺。很多国家（如加拿大），当它们出口收入超过国内投资机会时，它们就会向其母国提供储蓄。无可否认，埃及、土耳其和波斯（现在的伊朗）被掠夺了，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的统治者更愿意接受债权人的要求，而不是像美国各州那样拖欠了债务。当时的很多债务人经济体不愿意像当今的情况那样，乐意作出牺牲去迎合外国债权人的要求。

只是在一次大战后，各国才开始收集系统的包括国外直接和间接投资、对外国投资者收入和利息的减免以及移民汇回本国资金在内的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在20世纪20年代，哈佛大学的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与纽约某些重要的国际银行合作，为美国商务部承担收集美国数据的职责铺平了道路。在此之前，由于缺少统计数据，再加之偿还本息的问题还不是很严重，造成了对国外贷款、偿还本息、军费开支及其他资本转移问题的忽视。但是，随着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经济学家们就不能再忽视它们了。


 战后通货紧缩的原因和后果

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各国重回黄金可兑换制期间，世界经济经历了全面的通货紧缩。英国将目标定为恢复到战前的黄金平价（正如一次大战后它所作的那样），而不是战后1815年黄金可兑换的价值。随着商品和劳动的价格下降到战时水平的1／4到1／3，债权人——李嘉图的阶级——获益了。这次价格紧缩提高了债券的购买力，但面对迅速发展的工业革命，则抑制了信用的扩张。

这些压抑性条件折磨着英国，只是在1817年、1824年和19世纪30年代早期出现过短暂的工业发展。同纯粹的货币的原因一样，这就是“真实的”原因所导致的结果。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列举了在1814年－1837年期间六个实际发挥作用的因素：“好收成［不断降低的谷物价格］，外汇顺差，外国供给障碍的消除和原材料新来源的出现，保险和运输费用的降低，技术进步，资本供给的增加，从而降低了利率。”1


与自由贸易论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关于英国“谷物法”的争论相对应的，是通货紧缩的支持者和他们所说的“通货膨胀”政策的支持者之间的争论，后者不拥护将价格打压到1797年的水平。马尔萨斯指出，图克的战时经济活动的数据表明，“该国土地、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在我们历史的任何阶段，都不曾像1793年到1814年那样，所有的活动都以同样高的速度增长了22年。”在此期间，人口增长了25%到33%；由于资本投入提高了土地的效率，致使农业产出以相同比例增长。伴随着史无前列的“排水和围栏，道路和桥梁，运河和港口，铺路和其他地方性的改进，机器、船舶和应纳税商品的增长”2
 ，那些年，制造业的出口实际上在成倍增长。但是，在1815年恢复了和平以后，除了棉花和羊毛产品“由于新的和不断增长的市场被打开”而出口增加外，英国出口量却减少了，进口量也下降了。

作为金本位主义者及其追随者，货币学派（Currency School）拒绝承认货币供给的缩减会带来任何负面的经济影响。李嘉图甚至否认金融部门对商业环境有任何影响。他坚持认为，随着贸易模式的转换，商业危机产生于要遵循一条更加有效的路径分配资源：“在长期和平后的战争开始阶段，或在长期战争后的和平伊始，通常会产生相当严重的贸易困难。它在很大程度上会根据各国投入的各自资本状况改变其就业性质。”一旦资源被转到最有效利用的和平时期的渠道，繁荣将会重现。

李嘉图为工业国比农业社会遭受更多的商业危机而辩护，认为这是因为它们的有形资本和工业劳动力比使用简单工具的劳动力缺少灵活性，而不是因为其工业中的资本更密集、其信用系统更有影响。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使得劳动和资本从一部门转到另一部门的流动性降低，商业危机的严重程度将趋于加重。

那些富有而强大的国家，由于其将大量资本投资于机器，将要比穷国遭受更多的贸易退化。而那些穷国，固定资本所占比例小，流动资本数量大，工作更多地由人的劳动完成。从任何正在发挥作用的领域收回流动资本不像固定资本那么困难。把为生产某种制造品而建立的机器转为其他用途，通常是不可能的；然而，服装、食品和某一职业的劳动者的租赁宿舍，却可以提供给另一职业的劳动者使用……。但是，这是一个富国必须接受的风险；如同一个富商为其船只遭受海上危险而悲伤，而其穷邻居的小木屋却能够远离危险而保安全一样，富国对此有所抱怨同样是没有道理的。3


这一观点忽略了李嘉图应该在其股票经纪人职业生涯中曾经非常熟悉的金融复杂性。货币学派继承了他的学说，坚信只要控制货币的“过度发行”并防止黄金价格上升，国家就可以克服商业周期或“过度起伏”，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贸易和国际收支赤字会偶尔迫使一国借贷，这已为众所周知，但是，通常的印象是这样的债务不会造成问题。根据桑顿（Thornton）的观点，它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假定大量和连续的逆差形成了债务，即假定出现了债务积累，这几乎是同样不可相信的。”4
 债权国将不再出贷，除非它们确信债务国可以还贷。由于对外贷款比国内投资安全性更差，桑顿相信，富国更愿意投资于国内不断增长的财富而不是出借到国外。在面对国际收支赤字国有限的偿还外债及利息能力的情况下，富国“惜贷”是一种健康的态度。

李嘉图并没提到用于进口粮食来养活百姓否则他们就会挨饿的借款，他同样忽略了战争的支出和赔款的债务。他假定只是具有完全商业目的的借贷才能产生。但是，马尔萨斯坚持认为偿还外债及利息和其他资本转移会压低汇率（因此会提高金价），而李嘉图则假定这样的转移都是生产性贷款，投资于产生收益的项目并能够偿还债权人本金及利息，因而不会有债务问题。同时，他把自己的核心论点回复给了马尔萨斯：

你似乎并未充分考虑致使一国和他国缔结债务关系的条件。在所有情形中，你总是预先假定债务关系已经缔结，忘记了我的一贯主张：各国货币的相对状况是达成契约的动机。我认为，除非金钱比较宽裕，否则不会购买粮食；你的回答则是假定已经购买了粮食，问题只与支付有关。一个商人不会为购买粮食而到国外借款，除非他深信能够从粮食买卖中得到多于他所支付的金钱，并且，如果两国间的商业往来也限于这些交易，那么将成为我的观点的完美证据，当一国出现货币过剩的同时另一国会出现粮食过剩。这个例子也证明了这仅仅是货币过剩问题。5


桑顿承认，由于借款不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分期偿还，这样，使用黄金作为支付形式——超过一定点——就会削弱国内生产的信用基础。但是，货币流入——或国内信用膨胀——会抬高价格，货币流出或通货紧缩会趋于减少产出和收入。然而，用出口形式支付借款有可能会削弱其贸易条件，因为商品“作为一国可以提供的销帐手段，并不是处在别国愿意为其支付一个吸引人的价格、甚至是可接受的价格的需要状况。”在前面章节所援引的段落中，他指出，为了卖出更多的出口品，资本支付国可能需要大幅降价，以至于“使它们极度便宜。因此，无法避免的是，（英国）银行应该……非常大幅度地缩减”其纸币流通。“但是，当银行尝试压低价格时，很可能会给贸易造成极大困扰并阻碍制造商，以致于损害了……我们国际贸易平衡的恢复。”6


用黄金偿还外债将减少货币供给。用英镑偿债将使英镑贬值，降低以英镑表达的出口品价格的黄金价值。因此，这预示着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将制约比较成本的差异，使货币兑换在决定国际价格方面越来越重要。


 穆勒关于资本转移如何影响贸易条件的理论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沿着这些思路，构建了分析债务支付影响的理论基础。在马尔萨斯强调供给条件之后，他发现资本转移如何使货币价值与其相对购买力比率偏离，他论证了从一国到他国的金融支付（资本）如何通过债务国完成其对外国的还债责任，形成对货币的超常需求，这种超常需求附加在彼此对商品的相互需求之上，最终影响了相对价格。商品之间的交换不是依据各自所包含的相对劳动量进行的，它们是为了货币而交换的，货币还被用于支付由军事目的和其他非贸易交易而欠下的债务。这些交易很少从价格方面考虑，也不涉及任何劳动量。

继续沿用经常被用来说明问题的葡萄酒和布匹的例子，图15.1说明了葡萄牙和英国的供给曲线。如第五章所述，OE代表英国的布对葡萄酒的供给曲线，OP1代表葡萄牙的葡萄酒对英国的布的供给曲线。随着葡萄牙出口更多的葡萄酒，市场将变得供过于求，每单位葡萄酒所能换取的布（或英镑）会越来越少。

当产品并非真正通过物物交换，而是为了获取外国货币或债权（OP2
 ）而出售时，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当两国耗尽出口商品后，不一定必须停止进口。通过向国际货币市场注入更多的埃斯库多
(22)

 ，葡萄牙面临着其葡萄酒出口的英镑收入不断减少的问题，但它还会继续购买英国的布。当然，这肯定会降低埃斯库多的价格。同时，埃斯库多相对英镑更便宜，使得葡萄牙需向英国支付债务。这降低了以埃斯库多标价的出口葡萄酒的英镑价格。为了以英镑支付，葡萄牙必须出口一个额外（OW2
 —OW1
 ）价值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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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葡萄牙和英国的供给曲线

赊销导致实际结算时的支付低于葡萄酒和布在交易时的名义价值，但能够在未来某个时点以包括利息费用（金融家李嘉图对此保持沉默）的某一水平弥补回来。如果葡萄牙的还本付息来自过去的借款，或者葡萄牙必须以其葡萄园或其他资产的所有权给英国投资者支付利润，情况会进一步复杂。葡萄牙必须通过出口更多的葡萄酒（OW2—OW1，使贸易条件对自己不利），或者通过缩减其布匹进口并由此损失贸易收益，为这些资本转移提供资金。

葡萄牙可以直接以黄金形式转移资本，也可以提供可兑换为黄金或债权国货币的本币。在这些可选择的方案中，每个方案都趋于使贸易条件对自己不利。穆勒在其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写道，“让我们假定供给超出需求，”只有通过在低价水平上产生的一个额外的需求，才能使额外的商品或货币量找到一个市场。“价值下降，为商品带来更多的可以购买的顾客，或者吸引已有顾客增加购买量。”7
 但是，当面对大量资本转移时，这些办法能够使该国平衡其国际收支吗？穆勒假定，只需价格有一个相对温和的下降，就能实质性地扩大市场（也就是说，这一贸易保持较高的价格弹性）。但是，这本身是一个特殊条件。

在正常条件下，用黄金支付对国内价格水平有通货紧缩效应，降低出口价格。用纸币支付可能导致国内通货膨胀，但在国际货币市场，这会趋于降低葡萄牙埃斯库多对英镑的相对价值。货币市场上埃斯库多的过剩，导致在国际市场上葡萄牙的出口品会变得较为便宜，国内以埃斯库多计价的进口品价格将变得昂贵。

其结果，是葡萄牙的酿酒师必须延长工作时间，以生产更多出口品，换取原有数量的英国布匹或用于资本转移的货币。由于埃斯库多贬值，扩大的外国需求可能会稍微支持一下葡萄牙的出口品价格，以使它们不至于完全按贬值幅度降价。但穆勒的分析表明，增加的出口额在某种程度上会随价格下降，某些情况下降低幅度会十分惊人。国内价格——从而贸易条件——将不断改变，直到形成国际收支平衡。如果葡萄牙不制定保护性关税，以减少进口需求或提高进口代替程度，其资本转移将削弱贸易条件。

穆勒在其早期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尚未解决问题的论文》中，使用德国亚麻布的例子取代了葡萄牙的葡萄酒。他假定英国必须给德国支付货币，这需要通过卖出黄金筹款。这将降低包括布匹在内的国内价格水平，使得英国得以出口布匹来代替货币流出。穆勒指出，英国布匹价格的下降也将降低布匹在德国的价格，而与此同时，德国亚麻布价格的上涨（以英镑计）也将提高其在英国的价格，

并且，对此的需求将会减少。尽管布匹在较低价格水平上其出口会增加，亚麻布在较高价格水平上其进口会减少，出口的总货币价值可能会增加，进口的总货币价值也可能会减少。由于布匹价格下降而亚麻布价格上涨，这两种物品会有某些特定价格，使此时的布匹出口和亚麻布进口恰恰可以相互支付。此时，由英国向德国的货币流动将会停止，正是在这一点上，各种价格将保持不变。8


然而，穆勒随后就对价格可以自我调整以满足国际收支平衡的乐观假设提出了质疑。当贸易相对缺乏价格弹性（实践中的许多贸易是如此）时，国际收支如果能够实现平衡，其中的资本流出国（在这个例子中是英国）必须要做出很大的牺牲：

如果布匹价格下降没有大幅度地提高德国对布匹的需求，同样，亚麻布价格的上涨也没有迅速减少英国对亚麻布的需求，在恢复平衡以前，英国必须要支付大量货币，布匹价格将会狂跌而亚麻布价格会上涨，这一过程可能要持续到英国不得不为此支付和自己生产的几乎相等的价格为止。

穆勒总结道：恢复平衡所需要的货币流出越多，德国的收益就越多；既来自布匹（价格）的下降，也来自其总体价格水平的上涨。……其结果是，受损国减少了从对外贸易中获益的份额……它们以两种方式为进口付出了高额的代价，一是他们支付了更多的货币，二是他们货币的价值含量更高，其居民的货币收入变少了9
 。

爱尔兰提供了一个作为受损国的例子，“因其［地主］不在国内，要将其地租收入汇回英格兰，他们为进口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804年就有人对此现象发表过评论，莱斯利·福斯特（Leslie Foster）比较了英格兰的在外土地所有者和爱尔兰的本地地主的行为，分析了谁会在国内花费更多的租金：

或许在理论上对在外地主的行为最正确的描述方式是：本地地主长期生活在爱尔兰，他们生产与其地租价值相等的农产品，并在爱尔兰消费；但是生活在英格兰的在外地主，他们也可以照样生产同等数量的爱尔兰农产品［用于出口］，但是在英格兰消费……尽管两种情况的产量和消费似乎是等值的，但是它们在内容的构成上却有本质的区别。

若其所有者留在国内，爱尔兰的农产品应该在国内消费……若其所有者移民海外……就变成仿佛在国外市场有需求。消费者也不同：因为不能假定在外地主会将其收入用于购买爱尔兰的商品；相反，他会用从爱尔兰得到的租金支持英格兰的工业；但那时他将导致其他人成为另一种类型的爱尔兰产品的消费者，并且消费数量不变。爱尔兰的生产者也是不同的。若其所有者留在国内，他很可能会用自己的财产在离自己最近的土地上发展工业，但是，当他定居英格兰，这个芒斯特
(23)

 的土地所有者很大可能会支持乌尔斯特
(24)

 工业的发展……可能正是这一状况，而不是其他原因，使在外地主成为爱尔兰的本地地主妒忌的对象。
(25)



很难不让人把这些与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相比较。资本转移削弱了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今年，一国借入的用来支持其贸易和收支赤字的国际基金越多，来年，它通过出口相对缺乏价格弹性的原材料来偿还这些债务的代价就越高。

在图15.1中，除了须购买英镑以支付进口布匹的费用（OE）外，葡萄牙还必须转移资本。在初始的0进口状态，它必须用OW0
 的葡萄酒来支付资本转移。但如果已经出口了OW1
 的葡萄酒用于交换OC1
 的布匹，现在还必须提供价值OW2
 的葡萄酒。这一支付明显地提高了英镑的价格（或降低了葡萄牙的埃斯库多的价格），超出了“以物易物”意义上的商品价格，导致两国汇率与其相对购买力比率的偏离。资本支付国的产品将变成“便宜货”。

穆勒及其同时代学者，都没有考虑塔克尔和斯图亚特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有关失业条件的理论。他们的推理是，如果英国的劳动存在失业，资本没有被利用，葡萄牙的资本转移会在不推高英国价格水平，也不提高进口需求的同时，提高英国的就业、投资和出口。如果英国利用其收到的外债本息更新其资本机械设备，提高产出，也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

一个与之相类似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外国投资流入股票市场使公司很容易得到资金支持，提高了其国内的投资水平，加快了生产率进步，加强了技术领先的地位。其结果是，虽然自1951年后美国军费支出的猛增导致了其全面的国际收支赤字，但私营部门账户的国际贸易平衡和收支却得到提升。其所承担的海外军费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更多美元，减缓了国际储备中的美元缺乏状况。后来的调整是由政府政策主导的，而不是通过“自动的市场力量”进行的。

穆勒的分析，使人对古典的调整机制恢复国际收支均衡的实际能力产生了怀疑，这种调整机制包括紧缩货币、通货贬值和使生产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这三个内容。这三个均衡机制假定存在着广为人知的“弹性乐观主义”（elasticity optimism）
(26)

 ，相信对一国出口品的需求会保持在充分弹性上，也就是说，外国购买力的提高将超出资本支付国的出口品价格下降所需要的补偿。一国的适当降价将大幅提高世界对其出口品的需求或大幅减少其对进口品的需求。

只有在上述条件下才能实现国际之间的均衡。但每个调整过程都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一点出口品的需求会变得缺乏弹性。当国外对出口品需求的提高小于其价格下降的幅度时（即只要对出口品的外国需求弹性小于1），国际收支将会受损而非得到改善。一旦出口品（或纸币发行）达到这一临界点，进一步扩大出口生产（或在外汇市场投放更多货币）将不再增加外汇，而成为经济不断恶化的开始。

这就解释了许多国家所负荷的债务和进口依赖问题。但李嘉图学派的理论家假定货币流动、价格和消费调整仅仅是边际意义的。对令人愉悦和最优的均衡的扰动只是暂时的。压在其上的债务和结构性依赖都不是问题，因此它们是“外生的”。


 一次大战之前的国际支付是如何实现平衡的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工业国的资本转移能力都很有限。直到那时，货币和金融发展并未带来严重的通货贬值、通胀或通缩问题。正如瑞斯特（Rist）所评论的，李嘉图“没有论及贵金属对世界整体经济的影响，而这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他的态度接近于无论贵金属是丰裕的还是稀缺的，都对经济完全没有影响；这后来成为他的追随者的信条，而当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出现了黄金大发现，又被纽马奇（Newmarch）所痛批。”10国家被假定为具有持续地运用支付剩余的能力，这种能力将黄金吸引到其国内的货币系统，按照一个速率，在完全就业的条件下，充分地支持新投资和经济扩张。1849年后，主要的新金矿的发现，确保了经济活动和其所必须的纸币信用上层建筑不再受到缺乏黄金支持的困扰。

19世纪最大的资本转移是发生在普法战争后期，于1871年法国给普鲁士支付的3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法国既没有主要通过降价增加其出口的方式，也没有通过随着货币流出而产生的通货崩溃的方式来筹措资金。法国政府只是通过资金的借贷（这次主要来自国内），再加上出售法国的海外投资（尽管拿破仑战争后就已经这样做了）来解决这一问题的。与这一资本转移相联系的调节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中的高利率形式，而不是通过价格反应实现的商品市场。德国将其所收到的资本投在经济基础设施上，所以资本流入提高了生产率。

大部分国际贸易逆差是通过借贷来解决的。这需要利用高利率来吸引国外短期资金，桑顿在1802年、图克在1838年描述了这一政策。这一调节通过资本帐户而不是贸易账户进行，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来利用价格调节增加出口所需时间过长，这如马尔萨斯在1811年所指出的：

这一案例的真实情况似乎是，尽管货币过剩对汇率确有影响，但这些影响与不和货币问题相联系的商业交易的影响相比，作用还是较慢的；这些原因中的前者是以稳定的和大体一致的速率发挥作用的，后者则相反，它以更快的速度用不同的方式加剧或缓和这些作用，产生了所有那些复杂的、看似不一致的现象，所有这些在估算汇率时都要被考虑。11


熊彼特注意到，在1832年J.霍斯利·帕默（J.Horsely Palmer），一个英格兰银行董事、金本位主义者，指出了利率调节在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运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确信，可以把承受汇率贬值的转向作为信贷过度膨胀的一个信号，此时，银行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阻止或停止黄金外流：提高利率还可以减少借贷；减少借贷意味着交易量和就业量减少，价格降低；降低价格将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所有这些，将改变国际收支，从而改变汇率。”

但是，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20世纪初由哈佛大学的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再次提起才开始流行。弗兰克·菲特（Frank Fetter）描述了陶西格如何将这一理论作为“美国口述传统的一部分”，并将这一机制看作“公认的古典分析”的代表，他将这一理论与休谟的名字永远地联系在一起（忽视了塔克尔、斯图亚特和其他休谟同时代人的同样有资格命名这一空洞理论）。但这一机制并未被英国和美国以外的学术圈所接受，更不用说在欧洲大陆了。“在1848、1857和1858年［国会］全体委员会上的举证，以及《经济学家》和《银行家杂志》的文章中……都强调把改变利率而不是改变商品价格作为国际调节的原因，”借此可以通过资产帐户借贷影响短期银行业务和金融活动。“据有关记载，最接近于铸币－流动价格－调节机制的非正式铅印资料的系统报告，是由J.G.哈伯德（J.G.Hubbard）提交的，他是［英格兰］银行1853至1855年的董事，制定1857年《银行条例》的委员会的一员。但哈伯德提出这一分析只是为了嘲讽它。他所说的大部分言论可以使人联想到如今的批评，如以弹性假设为基础，货币政策不能顺利地影响商品和服务的出口与进口的价值关系等。”13


哈伯德证实，并不只是从减少货币供给到价格下降，再到出口增加，这一系列反应需要花时间，而是价格下降根本就不必然对净贸易差额产生积极影响。国际需求受限于很多出口品存在价格无弹性这一事实：

根据他们的理论，如果黄金储备被耗光，如果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受到影响，根据他们的想法，其结果将是，为了恢复我们在其余商业世界所拥有的数量，进而恢复我们的财富，而从事商品出口；但是，如果你去估量价格下降对这些商品价值的影响，你将发现，效果恰恰相反，我们对国外的总出口额降低了，而不是增加。

例如，假定我们每年的出口额为100，000，000英镑。由于黄金外流，价格下降10%，根据价格理论，非但我们不会对国外加大出口，反而我们应该减少出口，因为我们应该减少到出售给他们的商品的价值总额不变为止。假定我们出口品价格将被降低，（根据黄金出口导致价格下降的观点）其后果将是对外出口减少。他们已经拥有了我们的黄金，从而他们的价格将会上升……对我来说，这一理论确实粉碎了我所预测的后果。我相信，黄金外流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是与商品价格没有任何关系的。它的一个影响，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是针对生息证券的价格，因为，这些随着利率改变而改变的包含利息的商品的价值，必然受到强烈影响。……但是，我完全不相信它对价格的作用；我认为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与事实也不相符。14


因此，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能够通过提高利率吸引外国短期货币来平衡账目，而对于有国际收支盈余（因此扩大其可贷资金供给）的国家将对其利率产生向下的压力，刺激资金外流，这些观点看似都是合理的。这一表面上的平衡过程也可能造成收支的不平衡，比如当有贸易盈余的经济体也经历长期投资的资本的大量涌入时。但这种情况将会提高其生产和出口能力；而贸易逆差国将会认识到，通过支付高利率稳定其汇率将不利于新的国内投资。这类问题在一次大战后变得更加清晰了，正如威廉姆斯（Williams）在1932年所评论的：

一国相对他国价格提高……其实可能会吸引海外资金。价格提高通常意味着提高利润［至少在商业周期的早期是这样］，这会进一步吸引资金，接着可能会引起价格的进一步增长，再次提高利润，使更多的资本流入。这一累积的运动更可能伴随着黄金流入而非黄金流出，黄金流入提供了经济进一步扩张的货币基础。最近，对战前黄金流动的研究显示，仅就英国和美国来说，一个清晰且确定的趋势是经济繁荣时期黄金的流入和萧条时期黄金的流出。15


对一个金融成熟的经济体中，经济繁荣时货币的流入有可能是累积的、自我补给的。利率的下降和股票、债券价格的上升会吸引国外资本，一般会超出这一流量造成的商品价格上涨对贸易平衡的伤害。这些资本流入刺激了新投资，降低了生产成本。即使对商品价格上升确有影响，如果国外对出口品的需求是缺乏价格弹性的，那么，提高的出口品价格就能够改善而非削弱贸易平衡。

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利润下降以及市场萎缩可能要经历很多年的时间。首先，国家收到的支付款增量可以选择不将其货币化。陶西格提醒他的学生：

联邦储备制度（Federal Reserve System）是用来保护本国的金融和工业结构不被国际黄金流动所影响。……联邦银行的大量储备，可以显而易见地充当一个应对外部压力的缓冲器。由黄金供给的流入所产生的压力可以轻易地被其吸收。……相反，流出仅仅减少联邦银行掌控的黄金储备，同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国家不受干扰。16


当国家管理国内货币制度的技术越来越熟练时，他们可以将国内货币基础与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隔离开来。威廉姆斯解释了联邦储备如何通过“杀菌”（sterilization）来抵消财政部收到的来自国外的黄金，他们在公开市场出售政府证券以吸纳足够资金来抵销流入本国的黄金。

我们所持有的黄金如此之多，以至于［联邦］储备银行可以担负忽视黄金流动所造成的影响。通过抵销黄金流动，我们将国内价格水平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而完全将贸易调节的压力丢给了国外的价格水平。……在1925至1929年，［由美国股票市场价格引起通胀的一段时期］尽管有相当剧烈的黄金流入，但我们的黄金储备并没有增加。从1929年10月到1931年7月，［面对突然的通货紧缩］我们输入了5.73亿美元的黄金。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随后流入的大部分黄金是在预期到二次大战将爆发后寻找安全港的外逃资本，而不是美国的价格具有竞争力的结果。作为这一“杀菌”操作的结果，一国货币供给不再与他国的货币供给直接联系了。


 资本帐户为贸易账户融资的趋势

以上说明使得自动平衡的贸易理论显得十分空洞。充其量这是一个粗糙的实用主义理念，即资金流入能为贸易逆差提供资金。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理念以所谓的提升和减损定律（Law of Promotions and Detractions）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假定任何给定部门的国际收支都将在其他部门产生相抵销的流动。例如，美国收到的欧洲战争债务的本金和利息，被认为是“吸收”（即减损）了欧洲对美国出口品的购买力。相反，美国对外投资被认为是提升了欧洲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购买力。

这一理论最初用来评估当收到来自协约国内部的债务本息后，美国贸易差额将会展示的保持盈余还是转为赤字的反应。商务部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自1873年以来，美国的贸易剩余已经被“提升”，这主要由美国支付给欧洲投资者在美国持有资产的报酬所导致的。通过权衡从欧洲得到的新的投资基金与欧洲在美国的现有投资的汇回收益的相互流动，经济学家相信，这一措施“将比其他措施对于决定我们贸易差额的性质和数量有更大的影响。”
(27)



提升和减损理论支配了多年的美国官方的思维方式。一次大战期间的武器和原材料的发运及贷款使美国清偿了其对欧洲的净负债。当美国加入战争时，净负债37亿美元；而战争结束时，净债权与此等额。到1924年，它的净投资额提高到70亿美元。当时的普遍观点认为，美国必须通过将贸易转为逆差，或者通过增加对外投资，以为欧洲提供资金来偿还其对美国的负债。（只有在非官方的圈子里，才建议美国通过暂时中止协约国内部债务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方案最终于1931年在危机情况下才得以实行。）美国商务部1923年的报告推测：“如果欧洲各政府还没开始偿还其本来应该偿还的对美债务，毫无疑问，就像通常情况下的债权国一样，商品进口将会经常性地与出口相等或超过出口。”18


美国的贸易差额确实在下降，从1919年的40亿美元到1922年的7亿美元，又到1923年的4亿美元。然而，从那以后开始增长，到1926年，商务部开始怀疑其早期观点，即“我国不久将进入一个长期的经常性贸易逆差时代……当对外投资的收益确实超过我们的新增海外投资额时。”19


美国商务部承认“所谓的债权国通常是贸易逆差的”（英国就是一个显著例子），但是他们指出，与其相反，过去美国经济（作为债务国）总是存在着赤字。由于它的商业船队不像英国那样是报酬丰厚，在1925年以前一直表现为有节制的净赤字。美国居民旅游和消费多在国外，导致其每年旅游业赤字大约在5亿美元左右。

在美国的移民每年大约向其海外家庭寄回2.5亿美元，美国企业还给外国投资者支付了大量的红利和利息。商务部的报告总结道：“当我们的海外投资带来的收益超过我们的再投资时——这一时刻可能很快、也可能不会很快到来——……这一结果可能再次被其他看不见的情况所完全吞没，也可能不被吞没。因此，不可能有把握地预测美国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会出现贸易逆差。”

有人试图根据凯恩斯所说的“固体理论”（即带有经济惰性的固定趋势难以对价格和利率的边际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对国际收支趋势进行了一些规划。

实际上，提升和减损定律试图在不考虑利率或价格调节的条件下，找到了资本帐户与贸易账户的联系。它还忽略了信用创造和包含运输费用在内的国际债务的指数增长所要求的债务国保持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如边际主义的方法一样，提升和减损定律也假定所有国家的黄金储备将以相当稳定、尽管较小的速率增长，这看起来就像自动的一样。

其中，没有被察觉的是，在基本类别的贸易、服务和资本运动中所形成的净支付或所得的不平衡，可能会确立一个不断累积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主要源自于短期银行业务运动。到1932年，面对美国日益高涨的与霍利—斯穆特（Hawley－Smoot）关税相联系的贸易保护主义，劳务交易、投资外流或向贸易逆差的流动不能抵销美国海外收入所得的趋势已经变得很明显了。在1934年美元贬值后，欧洲外逃资本和黄金随着战争风云的密布而不断加速进入美国。


 资本流出如何削弱投资和生产力

若要通过借贷为贸易逆差、海外军费开支、偿还外债及利息或资本外逃提供资金，就必须提供给国际出借人比其在自己的国家能赚到的更高的利息率。但问题是，高利率将阻碍国内投资，就如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过的一样。当时，它想将英镑的价值恢复到战前的高水平，而导致资金紧张，并在1926年发生了工业萧条和各行业的总罢工，英国发现其出口能力受限。于是，将利率保持在足以吸引国外资本的高水平，但是，在美国利率由于其国内繁荣而提高以后，这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当美国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入都没有如古典调整机制所预计的那样出现自身的翻转，调节就再一次以政府干预的形式表现出来。1927年，英格兰银行要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使美国不再从英国吸引资金。美国的低利率可以鼓励资金的三角流动：美国将资金借给德国居民和其他借款人，而后者又将这一借贷过程转向德国国家银行，德国国家银行将用其支付德国对英国的赔款。然后，后者又将所有赔款以偿还协约国内部债务及其利息的形式上交给美国政府。

打破这一支付三角流动的是由于美国宽松的信贷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英国的要求）刺激了股市的繁荣，这一繁荣吸引了美国储蓄中本来要借给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资金。这使得主要国家通过提高利率就可保持其国际收支平衡变得不可能了。

如今，下述问题将一直存在，即高利率不利于国内投资，阻碍债务国走上从长期看仅有的通过生产出口品来摆脱债务的道路。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对国际收支状况是有害而不是有利的，因为国内投资者会像国外投资者一样抛售股票，并从不再增长的市场上撤出资金。外债负担将变得更加沉重，还被强加了一笔使贸易依赖进一步恶化的财政费用。


 小结：国际经济的金融背景

穆勒解释了如何在分析国际支付时应将外国货币包括进来，而不仅是直接用出口品与国外产品进行的物物交换。除非债务国能够以不变（甚至更高）的价格卖给债权国更多产品，否则其扩大出口将倾向于降低单位商品的价格。从而，与李嘉图的“自我完成的收入转移将涉及调节”这一假设相比，在正常条件下，对外债的还本付息必然会牵涉到贸易条件的不利后果。的确，在这样国家的投资倾向于偏重原材料生产的事实，会使问题更加恶化，若用穆勒、埃奇沃斯和马歇尔所论证的语言表达，就是原材料产品市场将趋于过度饱和。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各国的不同劳动生产率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因此，各国的不同国内通货膨胀率和货币贬值率——主要由资本转移及其贸易条件效应引起的——导致了其在金融意义上国际化。在20世纪，卡尔·艾弗森（Carl Iversen）理解货币问题，依旧是将国家作为“主要的区域性概念……所以，国际贸易可以被定义为保持各自货币体系的区域之间的贸易。”20
 但是，当涉及到国际汇率和国内价格与收入的演变之间的巨大差异时，不论是艾弗森，还是他的同代人，都未对国际贸易给出一个一致的定义。

主流的金融学理论仍然是以古斯塔夫·卡塞尔（Guatav Cassel）所说的价格和外汇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汇为特征。该理论认为，价格和汇率一起变化，尽管所有统计数据均证明它与事实不符，并且事实上，穆勒已经通过追踪资本转移如何使汇率与国内通胀（或通缩）率相分离，对此进行了反驳。

通货膨胀滞后于货币贬值率这一趋势的一个后果，是在进口消费品变得更加昂贵时，工资的购买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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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赞成恶性通货膨胀和第三世界国家货币相应贬值的主要原因。这一理念使收入与消费者分离，确信这将“释放”产出用于出口。但是，并非所有的产出都是可出口的，收入也并非全部转移到了投资部门，因为，资本外逃是长期货币贬值和经济萧条的一个主要后果。

而那些无结构的资本转移理论都假设自动调节过程将使国际收支保持平衡。所有扰动都仅仅是边际意义上的，因此，国际收支的失调不会超过价格和货币调节的治疗能力。资本接受者经济体（capital－recipient e‐conomies）的经济繁荣将导致高价格和高收入（因此，产生对进口的更高需求）或投资外流和与债务国经济体相对应的贸易逆差。那些在不可兑换纸币或浮动货币本位基础上形成汇率的国家，其汇率变动应该与国内价格水平变化保持一致（若不得不进行资本转移，汇率变动可以更大些），直到恢复国际支付的平衡。

紧随其逻辑结论，穆勒的资本转移理论暗示，工业国能够以两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获益。其作为出口国，可以垄断贸易收入，得益于其工业技术的有益增长［正如事物发展所证明的，工业国也从农业技术发展中受益］，享受世界对其出口品的正收入弹性。其作为债权国，当债务国被迫出口更多原材料以增加外汇、偿付债务时，可以进一步从贸易条件中获益。原材料价格下降是工业国这一方面对其需求的相对低的收入弹性的结果。

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应该在商品生产中实施专业化，以享有不断提高的贸易条件，不断地取得技术突破。这通常都要涉及到限制进口，以避免陷入外债，遭受贸易条件的损失，以及与支付利息和本金相关的资本转移。还必须将自己置身于战争之外，或者至少不成为失败的一方。德国的悲惨经历已经说明了失败的后果，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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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关于德国赔款的争论

在一次大战之前，对资本转移能力的约束并没有清晰地显现出来。工业的发展是如此强劲，使得大部分国家都能承受不断增长的债务而不会对其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总的来说，全球债务看起来似乎处在可控范围之内。虽然埃及和土耳其已经破产，但那应归因于其政治和社会的落后。直到一些主要工业国从事严重超过其偿债能力的借贷，关于偿债能力的结构限制理论才发展出来。

只是在一次大战以后，货币问题才成为最紧迫的经济问题。德国赔款及协约国内部的战争债务引起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它推动了一场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利益的争论，进而使资本转移（偿债）理论如同早期自由贸易论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的争论一样充满政治激情。

由于法国在19世纪已经向德国支付过沉重的战争赔款，那么在一次大战后向德国索要更高额的赔款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它的协约国成员则想要分享德国赔款，特别是鉴于它们对美国有着沉重的债务，而美国政府则坚持协约国成员偿还它在参战前为协约国提供武器和战后重建贷款的费用共计120亿美元。协约国成员则转而要求德国承担其债务，并赔偿在法国和其他国家被毁灭的财产——甚至为2090亿美元从事战争的费用买单。问题在于德国能负担多少，协约国成员能支付多少用来偿还美国。

协约国成员的政府的行动如同实验员，而战败国德国则如同它们的经济实验室，这一过程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今天的第三世界债务国经济体的一次彩排。德国要负担的赔款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其总额在《凡尔赛条约》中都没有详细说明。协约国的意图，如英国海军司令埃里克·吉德斯（Eric Geddes）所言，就是“从德国身上榨取钱财直至使它成为一个瘪三。”

这是第一次向战败国征收超出其当即支付能力的赔款额度。清算德国对外投资和殖民资产，转让其土地和国内资本品，使其通过借贷来维持平衡——就像法国1817年和1871年两次通过提高利率来借贷一样——仅是榨干德国计划的第一步。其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导致了1921年德国马克的崩溃和恶性通货膨胀。

德国的债务仍旧是接近无限的。“道斯计划（Dawes Plan）只不过确定了德国每年偿债数额；并没有确定债务总额，或还债年限、利息总额和本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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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问题看起来只是德国能产生多大的外汇剩余而已。

存在任何限制吗？欧洲曾经调整其经济生活，使之转向超乎想象的战争需求。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月，一些经济学家还自欺欺人地预言，在欧洲经济资源耗尽之前，战争状态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税率提高了，政府开支被货币化了，未曾有过的巨额借款被用于大批武器装备的转让。鉴于德国似乎具有无限的能力来发动大战，它表明战败国德国支付赔款的能力同样可以提高到满足任何强加的数量的程度。大部分德国人最初都相信其经济能够很好地调整以支付国家所引起的赔偿金。

由于协约国对德国实施了不协调的政策，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崩溃暴露了国际关系的金融框架。为了阻止其进一步侵略，协约国从经济上和地理上对其进行了分拆。剥夺了其海外投资、殖民地、萨尔河矿产和制造业综合体、国际金融储备、大部分铁路或陆路车辆及其他资源；实际上，德国并没有时间调整其工业，使之转向战后的出口市场现实。然而，协约国却坚持德国必须偿还赔款，就像其经济从未被分拆一样。

在已形成的经济理论中，仅有一种理论可为这一形势作辩护，这种理论认为，所能清偿的债务总额是不存在任何限制的。这正是协约国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债权人导向原则（本质上它是反德国的）。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雅克·鲁伊夫（Jacques Rueff）和卡尔·艾弗森（Carl Iversen）宣称，德国政府除了有对其国民征税的能力外，不存在对其出口收益的限制。因此，其对资本转移的限制只是代表了对德国国内产生的全部收入——大概只是在其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之上——的限制，实际上这一费用也会被压得相当低。德国可以向其居民以德国马克形式征税，并将马克兑换成所要偿还赔款和本息的国家的货币，再来偿还赔款。

但是，外汇必须要通过出口才能赚取，穆勒关于贸易条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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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味着德国出口越多，它所赚取的就越少。当出口品价格下降速度比其出口量增长更快时，超过这一界限德国的总出口收入将开始下降。凯恩斯指出，摆脱这一约束的方法是德国重建其经济体制，使其出口品多样化，同时提高生产率。但这要付出金钱，使之无法去偿还赔款和其他外债了。

货币主义者否认一国偿还债务会遭受贸易条件的损失，或是需要投资来重新构建经济活动。他们对自动调节机制怀有坚定信念，宣称德国只需对其国民课以足够的重税，就不存在资本转移问题。经济上面临的唯一预算问题，是如果将德国马克换算为任何一个债权国的货币，其国内收入将减少。德国省下来的价值100万美元的消费品，当它们在世界市场上“自由”卖出时，它们就可以实现100万美元。这些增加的出口品不必经历价格下降，因为德国的资本转移将提高资本接受国对商品（包括德国出口品）的需求，这一需求量将保证其达到实现资本转移的要求！

这种资本转移的收入－需求效应是李嘉图在一个世纪前金本位争论时的基本立场。20世纪20年代的货币主义者坚持认为，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通过收入下降可以“释放”出足够的出口，为实际需要的任意数量的外债及利息偿还提供资金。即使是德国和法国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面对的无法应付的恶性通货膨胀，每个国家的出口水平仍被假定为可以调整到或许强加其上的资本转移所需的资金量——假定债权国乐于接受这样的出口产品。但美国的贸易保护关税政策表明这一假定是错误的。

德国生产商只能孤注一掷将其制造品抛向世界市场，试图增加外汇用来支付远超出其国家赔付能力的赔款，除非经济破产并使投资减少到低于基本的更替水平。德国经济的崩溃表明，货币主义将自己限制在仅需边际调整问题的假设太过极端了。完成对德国偿付赔款责任并支付协约国内部的战争债务所需的巨额外汇，已经超出了边际调整所能发挥作用的范围。现在要做的是承认现存的生产力和出口能力，以此为基础减少赔付额度，使之服从国内消费和投资需要，同时对贸易和生产（还包括对外关税）进行重组。只有如此，才能使德国向其债权国转移更高水平的净出口。

德国的生产能力不足以生产大量所需的出口余额，为其按期支付赔款提供资金。当该国强制实施紧缩政策寄希望于能腾出更多的产品用以出口时，它只是抑制了必要的工业投资。就像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德国可以找到的唯一选择，就是通过向海外借款来弥补其国际收支逆差。但德国借贷越多，未来岁月需要偿还的利息和本金就越多，对其长期支付状况的压力就越大。和当今世界一样，德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导致了熟练工人向外移民和资本外逃，这就形成了瓶颈，使其提高生产能力变得更加困难。这种为偿债而进行的毫无意义的尝试导致了国家经济崩溃。在接踵而至的混乱中，德国屈从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独裁统治及其否认国外债权人控制的方案。这就是希特勒参加竞选并最后当选的主要经济纲领。

然而，贯穿20世纪20年代，连续几届的德国政府都顺从地力求如期偿付赔款，而不考虑其赚取资金的能力。德国国家银行简单地通过发行马克购买外汇来支付赔款。它的币值以比其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幅度的下跌，国家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而通货贬值一般会阻碍进口，不利于对外国人的其他支付并刺激出口。

但是，德国的基本进口需要和到期的外债还本付息是如此之高，使得这一货币贬值并没能成功地平衡其国际收支。随着马克10亿倍的贬值，自由主义对纯粹金融调节机制的信念的谬误，已无可辨驳地得到证明。德国的出口和资本转移非但未在一个更高水平上恢复支付平衡，而且经济崩溃使其变得贫困不堪，其国际收支的赤字状况甚至进一步恶化。这与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和李嘉图的收入转移理论所预期发生的情形恰恰相反。

与李嘉图所描述的仅仅通过边际调整来转移资本的情况相比，德国清偿赔款债务所需支付的要多得多。陶西格注意到，到期的支付是如此巨大，

要比想象的数额大得多，对此情形下的理论……必须加以改进和修正。……通常情况下的国际贸易机制——硬币流出，价格改变，进出口量随之改变——已不能应对数额如此庞大的交易。

如果德国政府准备通过在市场上购买外汇来支付赔款，那么，就应允许硬币流出进入交易，直至这一过程自动持续到终点，德国的流通手段将在几个月至多一年内被完全耗尽。……毫无疑问，有人会主张最终要按照理论的基本原则进行再调节。但如此激烈的调节只会在货币革命和信用崩溃之后才会发生，受此影响的不仅仅是德国，而是全世界。揣测此类事件的可能性将是无聊的。1


然而，这恰恰是货币主义者鲁伊夫（Rueff）和俄林（Ohlin）在1929年所倡导的政策；直到现在，他们的后继者仍在支持这样的政策。“坏理论排挤好理论，”这证明了债权人的利益把其世界观强加给以往的科学经济学学科的能力。

从表面上看，当德国通过从海外、主要从美国借贷来偿还超出其净贸易差额的赔款时，问题得到了暂时解决。它的各国政府之间的赔款债务通过其市政当局、公共部门和公司向国外私人贷款者的借款而转变为迅速增长的商业债务。随着德国国家银行把外汇转交到协约国，这些借款在德国高利率和紧缩货币政策刺激下，变为在国内消费的国内货币。这样，德国就通过不断借入美国私人资金，并将其作为赔款付给协约国政府，而后者将赔款作为战争债务支付还给美国，建立了一个金融三角。（只有法国收到了比其必须要付给美国和其他协约国更多的赔款。）

只要德国的信用等级一直保持不变，并且德国利率一直保持高于美国的水平，那么，这一循环过程（如果把它称为三角“循环”）就会持续下去。问题在于，德国是抵押自己的未来以满足当前紧迫的需求，这种局面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新外债必须要由日益穷困且维持紧缩的德国经济来偿还。因此，外国借款只能是短期的，并且实际上是自我否定的权宜之计，因为德国国际借款越多，其信用等级就会遭受危险。刺激其经济实体向海外借款的利率越高，就越会损害长期的直接投资和随后的净出口前景。

同时，随着美国人为地降低利率刺激股票市场信用并推高证券价格，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流入并阻止美国向海外的新增贷款，事情变得复杂了。美国回收其协约国内部债务以出借给德国（以新增贷款或购买德国出口品的形式）的链条的断裂，导致了赔款的偿还不可避免的衰竭。这造成德国国际收支赤字和随之而来的对协约国货币的贬值，欧洲协约国内部债务及其利息偿还的暂停，美国金融流动性以及股票市场价格的崩溃，以及一系列国际和国内收支链条的断裂，而后者又触发了预示军国主义时代到来的大萧条。

正是由于美国高于其他国家的要求，迫使协约国坚持德国支付不切实际的高水平的赔款。美国官方以一个自以为是地按法律办事的眼光来看待此事。债务就是债务，其他事情与此无关。他们不愿承认看起来非常明显的事实，即除非德国能在一个更高价格的基础上与债权国工业进行竞争，否则就不可能积攒能够如期支付的款项。而这一观点则要求美国放松关税保护，而这正是共和党政府不愿采取的行动。当德国和其他债务国想要赚取美元以履行还款合约时，美国和其他国家又都提高其关税以阻止威胁本国生产者的产品进口。不管其如何使其货币贬值，如何降低其出口品价格，这些贸易壁垒都限制了债务国产生贸易盈余的能力。

鉴于在历史上贸易跟随国际资本流动方向的事实，因此，根据这一逻辑，德国的出口贸易似乎应该跟随其赔款支付的走向。协约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赔款作为协约国内部的债务及其利息转移给美国的，德国对北美的出口有可能表现为急剧增加。然而，美国阻止了这一结局的出现。特别是为了阻挠德国的竞争，美国以相对高于国外发货价的美国销售价为基础征收关税。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在评论以美国卖价（Ameri‐can Selling Price）计算关税的做法时写道：“在美国，大量的对高关税和以美国价格征收关税计划的煽动，都主要是用来应对预期的来自德国的大量廉价进口商品；在瑞典、丹麦、挪威、英国、瑞士、芬兰、阿根廷和日本，类似的法律都已经通过或即将通过。”2
 一些协约国的经济学家（包括威廉姆斯和俄林）推测，德国可能重建其战前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但是鉴于苏联的自我隔绝和有限支付能力，这未能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能够指望市场力量对付这一人为操纵的游戏吗？任何一方都希望德国的贸易收支可以自我调整以为偿还赔款提供资金，进而欧洲协约国也可以向美国支付其自己的战争债务。然而，没人能够说明德国怎样能够赚得所需外汇。这被假定为是自动解决的，它来自某人的花费——但这是谁的？在不考虑外国的贸易保护或国内生产力水平的状况下，对于一国为给资本转移提供资金而需要的出口剩余是否存在某种限制，任何时候没有人做过严肃的检验。

不论是德国赔款的直接接受者（法国、英国、比利时等），还是美国（它以协约国内部偿债形式间接获得赔款），抑或是德国民众自身，都要面对如下事实：即各国都已经没有在经济上可行的办法满足《凡尔赛和约》所强加的判决。债务就是债务，即使连其本金的数量都没有做具体说明和限制。你必须承担它，否则就是在威胁私有财产观念本身，而那是要被所有国家的财产持有人诅咒的。

只有少数持不同意见者预见到当时还若隐若现的世界性灾难。为了解释他们所发出的警告的依据，他们通过具体阐明德国或其他债务国所能生产的用于支付其外债数额的约束，发展了一种结构分析方法来反驳主张德国赔款和协约国内部债务可行性的货币主义者。在区分是通过向公民征税，还是通过向其借贷，来吸收可支配收入以解决国内预算问题，以及将这种国内收入转为外汇的转移问题等方面上，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美国的哈罗德·莫尔顿（Harold Moulton）的研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澄清并不受欢迎，因为它意味着德国赔款和协约国内部债务应该被减免，原因在于它实际上是无法支付的。


 结构主义与货币主义分析的比较

在断言德国能够支付预定的赔款之后，货币主义者声称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可相互替代的。用于生产任何既定产品或服务的劳动和资本能很容易地转向生产其他产品和服务。当不断改变的价格和收入使其在经济上具有吸引力，同时，当收入的转变使其成为可能，国内消费的所有产品都能很容易地用于出口。所有这些，只需要产出超过国内消费、投资加上政府支出的总额。全部差额就是可用于出口的部分（这是一个简洁的公式，意味着没有必须的进口，甚至不需从事出口）。一些货币主义者任凭自己沉溺于弹性乐观主义之中，假设任何对国内产品需求的减少都将使之以稳定或接近稳定的贸易条件出口。因此，在不必做重大新投资以重组出口生产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收支平衡。所有这些只需要减少国内需求——假定产出保持稳定。

结构主义者注意到，德国有某些优先的需要。一些种类的进口品不能被缩减，如某些不考虑价格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某些生产德国产品和出口品所需的原材料等等。这些类别主要对生产、人口和出口量的长期趋势作出反应。其他一些基本的对外支付类别还包括旅行、运输和偿还外债本息等。用凯恩斯的著名隐喻表述，就是这些国际支付行为的类别更像固体而非液体，而它们却被货币主义者描述为弹性现象。

货币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各自使用剩余出口法分析德国的贸易潜力。对结构主义者而言，第一步是在具体的产品种类的基础上把出口和进口看做剩余的函数——即国内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净差额。而货币主义者则沉迷于整体差额，把它看总产值超过（或少于）以消费、投资加上政府支出形式存在的国内吸收后的部分。这一产出超过吸收的差额能够通过提高税收或减少直接投资和消费来实现增长。实际上是说，政府可以从国内购买力中拿走与德国贸易差额相等的那部分，并将其转移到海外兑换美元。

结构主义指出，即使德国的产出超过其消费和投资，仍需要进口某些产品。国内生产要满足基本消费水平的需要，这一需要是与人口增长相联系的。一些基本必需品必须要进口。同时，投资和必不可少的政府支持也是保证生产和出口功能顺利进行所必需的，更不用说提高产量和出口了。除原材料和其他初级生产投入和中间品外，某些投资品也不得不进口。因此，贸易平衡不仅依赖于与收入相关的全部国内支出，还需要估计对每一主要类别的商品和服务的进口依赖程度。

估计德国贸易差额前景的下一步，是确定与每一贸易实物量相对应的价格。这里，问题会复杂些。根据结构主义者的观点：当德国向世界市场的供给增加时，其出口要遭受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而货币主义者不愿承认的就是这些出口品的国际需求缺乏弹性。就像李嘉图当时所作的那样，他们坚称偿还赔款将使资本接受国的收入提高，从而对德国出口品创造一个相等的需求，因而会支撑其贸易条件。这暗示着从德国得到的额外赔款收入对德国产品的进口倾向是100%。结构主义者对此的答复是，即使德国的出口增加（由于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减少，同时假定产出保持不变），这些出口品将不能再按以前的国际价格出口了。相反，增加的出口量将引起德国贸易条件的有害变动。其结果是，德国设法向协约国偿付的债务越多，其实际的偿债能力就变得越弱，特别是当资本逃逸伴随贸易条件恶化同时发生的时候。


 德国的进口函数

根据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一国的进口可以表示为相关的世界价格的简单函数，从性质上说它是自由决定的；如果这些产品价格太过昂贵，人们可以选择不进口。它认为，不存在任何的进口依赖，没有以囤积形式（例如，为规避通胀损失）存在的进口需求，甚至进口的资本品数量与国内投资和现代化的进程也没有关系。正如哈罗德·莫尔顿（Harold Moulton）指出的：

我们通常是以小麦和布料，很少以原材料、工厂设备等作为实例来论证的。……这样一来，根据由此形成的理论，没有任何进口是必须的……当然，事实是，如果粮食进口被切断，在现代世界条件下大概1500万德国人民将因饥饿而死，如果进口的原材料被用尽，整个德国工业系统将彻底被摧毁。因此，我的目的是通过对德国经济组织的性质的仔细分析，说明国家进行有效率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是由多少数额的进口品组成的。在大量进口品都是必需的现有条件下，只要国际经济是相互依存的，无论一个理论如何演变，都应包含进口需求。3


莫尔顿和凯恩斯将德国的进口品分成四个主要种类，每类都有其不同的需求函数，各自依相关的国际价格和收入而独立存在。第一种代表德国所依赖的完全必需的进口品——最低必要水平的进口粮食、能源和其他原材料（包括其出口品所需要的）。无论德国收入多低或是马克贬值到何种程度，这些购买仍旧是必不可少的。莫尔顿写道，“这些进口对于维持德国人口的生理功能达到某种状态，并使德国工厂以类似于战前的能力进行运转，是必须的”；“相比于1922年只有大约62亿金马克的实际进口，这一类别的总价值大约是140亿金马克。所以，仅仅为了支付必需品进口这个目的，德国的出口品也必须等于140亿金马克。但在1922年，实际出口比这一总数的一半还少。”4
 威廉姆斯观察到：

这些必需的缺乏价格弹性的进口品，主要由制造业所需的原材料和维持工业人口的粮食产品组成，这些进口品的需求数量如此庞大，以至于其抵消了马克贬值造成的负面影响。随着储备物资的耗尽和固定厂房设备经由战争的破坏，这一类产品的进口是恢复正常经济生活所必需的第一步……同时，割让给波兰的土地造成的耕地的减少，增加了一部分永久性的新增粮食进口，这最终也要通过新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来补偿；割让给法国土地的损失，使得为了使钢铁工业生产保持战前的水平，铁矿石的进口量要将近三倍于战前的数字。1921年原材料和粮食产品占全部进口品的88%。5


这些基本需求的数量将随德国人口、收入和生产的增长而趋于提高，除非其能够以某种方式提高国内粮食、燃料和原材料的产出水平。威廉姆斯观察到，这一增长的函数代表了第二类德国的进口品，“无论多大幅度的汇率贬值，都没有刺激作用；无论其多么强大有力，它能带来的德国出口品的大幅增长只会维持很短的一段时间，直至为其制造业提供的原材料已经得到解决。”6
 莫尔顿总结道，“有理论认为，在像德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工业国，有一个‘进口’工业群，还有另一个截然不同、也不相关的‘出口’工业群，在他指导下发表的《德国的支付能力》和《赔款计划》中，这一理论已经……被完全驳倒了”7
 。进口品成为了一些德国出口品的基本成份，并且后者只能在前者以某一稳定的比例增长时才能增长。

这一认识成为凯恩斯结构主义（或后来所说的宏观经济学）的灵魂，它强调已确立的进口倾向，以及相关的消费、投资和支出倾向是收入的一个稳定倾向。与投资和收入相关的进口量，可以通过产出和收入的增长（△Y），乘以固定的或边际的进口倾向（Im／Y或△Im／△Y）而得知。

第三类进口品代表德国的新投资和与此相关生产力重组所必需的资本品。没有这类进口品，德国生产很难被寄望于提高到可以满足出口需求和／或提高国内产出以替代进口品的程度。若不能进口资本品，这将限制出口的增长，同时致使德国经济变得越来越依赖于那些能负担起从事更高水平的新投资和创新的国家。（无可否认，来自国外的信贷提供了进口设备的资金，因此，与消费品进口相比，它们给国际收支平衡带来的成本压力更容易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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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对德国进口的结构主义分析

德国试图通过马克贬值将资源转移到出口部门。这使得以赚取国外货币（其价值在提高）为目的的销售比为国内市场生产产品更具吸引力。同时，使得国外投资流入购买德国土地、公司和其他资产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陶西格注意到，纸币贬值可能会造成“资本外逃”。“投资者可能会在持续的贬值中变得心神不宁，他们会害怕货币的彻底崩溃，希望以安全的方式持有他们的财产。”

这一理论是贬值对进口和资本外流的推动作用甚至大于它对出口和资本流入的推动作用的主要原因。一些德国人通过购买进口商品特别是世界级奢侈品的形式持有其储蓄，并且投资于外汇价值稳定的外国货币。这类储存构成了德国进口品的第四类，它不仅不受相关价格变化的影响，而且会对相关价格变化作出相反的反应。

接踵而来的经济崩溃并没有帮助投资和生产的增加。它耗尽了国内储蓄向直接投资的转换，而这是改善贸易支付平衡的最终源泉。德国人不是在国内投资，而是试图通过资本外逃和贮存硬资产的方式来保护自身不受进一步货币贬值的影响。进口品价格提升的越高，储存进口品的动机就越强——与价格－铸币流动机制所描述的正好相反。购买进口品正是因为它们以国内货币表示的价格在不断提高！


 德国的出口函数

与进口的情况相同，德国出口品中的某些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相对缺乏价格弹性的。强调这一事实，使得自由贸易论者将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称作“弹性悲观主义”，一个带有负面价值判断的术语。现实主义与悲观主义并不是一回事。逃脱这类经济学陷阱的先决条件是创造一个使悲观主义的隐忧显得合理的环境。只有一种关于国际收支的根本趋势和需要的观点，能够解释（并据此发出警告）为何当货币贬值时，国家会经常遭受更加恶化的国际收支（如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它也可以解释当其货币升值，反而会带来更高的国际收支盈余（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德国）。

德国在战前的出口水平大约在每年140亿金马克左右，看上去这是一个制定战后发展趋势的一个合理基础。这一总额恰好等于估算的“基本的”战后进口需求的140亿马克。因此，一旦其经济从战争中复苏，德国能从净贸易余额为零出发。那么，接下来必须要确定的是，战后产出要增长多少才能在满足其基本国内投资需求后，用于出口。

如上所言，货币主义者认为德国能够出口的剩余等于国民总产值减去国内消费。这导致为增加出口剩余（从而提高德国的偿还赔款能力）应做的全部工作，是通过减少消费而使收入最小化。但是，这一方法，并没有考虑到重组德国经济以生产出适合世界市场需求的各种产品所需的新投资。正如凯恩斯1920年在《和平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所中指出的：

只有通过某种生产执行方式的根本改变，可用于国内投资的年盈余才能转变为可用于出口的盈余。……而劳动只能在损失效率和大量资本支出的情况下转入新行业。德国劳动者每年在国内为设备改进而生产的剩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不能为德国每年向海外的支付做贡献。8


因此，对德国的经济剩余的合理估计，等于产出减去消费再减去必要的直接投资。若将产出减去消费后的全部剩余用于出口，就没有剩下用于投资的了，也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建设）德国的生产资料。莫尔顿同样认识到：

（在出口中）会出现一定的增长量，但它仅占每年产出超出消费的一小部分。那种认为全部超出部分能自动转为出口的理论，忽略了环境中的某些主要的和支配性的因素。……如果德国每年都将其用于出口的商品在实际上用于发展其铁路、港口、工厂、商店大楼、公寓和房屋，那么该国国内生产能力将极大改变……在任何给定的年份，产出超过消费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即一国的储蓄——采取了修建新农舍、沟渠和改良耕地等形式。9


这种机械、装备和其他有形资本的出口将有损于德国的生产能力，从而伤害贸易平衡。

从逻辑上说，下一个问题，是德国的赔款支付占多大比例，可以保证这一支付在实际上作为对德国出口的需求被循环使用。货币主义者不切实际地假定，所有给欧洲协约国的赔款支付（在它们自己偿还对美国的战争债务之后）都将被循环用于购买德国出口品。这意味着其净赔款收入特别对德国产品有100%的进口倾向。而结构主义者则对此表示怀疑。似乎更合理的解释是预期德国的出口会对世界收入的增长做出某种反应，但为何所有源于赔款接受者的国外收入应该与其他类型的收入支出形式不同呢？凯恩斯认为，只有一部分会用于进口（外国的“进口倾向”）；并且，在全部进口开支中，只有一部分会用于购买特定的德国产品。全部的外国进口倾向更像是20%而非100%。因为美国所增加的收入，这一经由协约国内部赔款三角而最终获得的德国赔款，其针对特定德国产品的进口倾向很可能不会高于一个百分点。与之相反的是，美国所接受的赔款的一大部分，将以向德国市政当局和企业贷款的形式，循环用于资本帐户。

重要一点是德国贸易收支差额将不会自动与其资本转移相等。德国的出口是世界总收入中以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用于进口形成的世界需求的函数，这一国际进口需求的地理分布也是相当稳定的。这一看法启发了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创造的方法，即进口、储蓄和消费的倾向都保持不变，而不是随价格变化做反应。

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在不削弱贸易条件的前提下德国能够增加出口的程度，也就是说，在面对不断趋于满足和缺乏弹性的需求时，德国在不造成世界市场过度饱和的情况下能增加的出口幅度。货币主义者假定在德国的贸易平衡和资本帐户的平衡之间——进而在资本转移问题和预算问题之间——可以保持一致，而这仅当国际价格（由世界供给和需求条件决定）能够对由相对“真实的”生产成本所计量的稳定的潜在国际价值做出反应时才会发生。

实际上，贸易条件趋于向相反的方向转变以适应不断增加的出口量。如图16.2所示，当德国的出口向0A数量增长时，将增加国家的总体外汇头寸，但是它们不会以相同比例增加。德国的出口越多，其贸易条件恶化程度越深。超过0A点，世界对德国出口品的需求将逐渐趋于餍足，价格也因此而变得缺乏弹性。任何企图进一步增加出口的尝试实际上都将减少德国的外汇头寸。如果世界对德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小于单位弹性（100%），凯恩斯推断，“她出口的越多，其所获得的总收益就越少。”德国为了攒钱支付赔款而卖到海外的口琴和手风琴越多，在世界市场上其单价就降得越低。这是基本的穆勒—埃奇沃思供销要价曲线（Mill－Edge‐worth offer－curve）的分析。

实际上，如果世界对德国货物的需求小于单位弹性，则德国生产的货物不存在一个数量问题，无论它多大，在世界市场都有足够的出售价值，因此，对德国来说，唯一的应急之策是减少其进口品，消费国内生产的替代品，而不考虑其质量有多低劣，实际成本有多高。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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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2　与出口量的增加相伴的贸易条件的反向变化

因此，即使不考虑其产生可用于出口的剩余的国内预算问题，德国的转移问题仍然存在。只有当世界对德国出口品的需求富有弹性，即提高的外国购买力带来的需求增加多于其出口价格下降带来的损失，也就是说，当所提高的出口额超过抵消贸易条件的恶化所需部分，其国际状况才能得到改善。在现代经济学术语中称之为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在此条件中，对出口国产品的需求弹性要超过1。但是，如果国外对德国产品的需求增长不能超过德国出口品的价格下降（即如果外国对德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小于1），那么，德国的贸易收支将遭受损失。试图通过更多出口为资本转移提供资金的做法将事与愿违。

货币主义的自由贸易论者藐视这一观点。哈勃勒（Haberler）强调：“就用现金来购买一种特定商品来说，不存在任何例外的所谓缺乏弹性的需求。正如马歇尔曲线所示，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一国的需求弹性实际上小于1。马歇尔自己认为这一案例非常独特和有趣，比起其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他更觉得这更像一个小巧玲珑的珍奇古玩。”

然而，这正好刻画了一次大战后的德国和大萧条时许多其他国家所处的状态。二次大战后，这开始变成了一般模式。哈勃勒认可丹尼斯·罗伯特森（Dennis Robertson）的观点，“即当前的萧条部分地缘于工业国对食物和原材料的需求缺乏弹性。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进口品价格的急剧下跌和与之伴随的其出口工业的大萧条。”

哈勃勒承认“出口工业的崩溃将引起信用萎缩的恶性循环”的可能性（早在19世纪初，桑顿就提出过类似的警告）。10
 但他仅希望只要不去干涉，事态就会自然而然趋于稳定，尽管看起来事实很明显，即随着世界在债权国经济和债务国经济之间两极分化，事态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第四个争论的焦点是，在面对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时，能寄望于德国的出口增长多少。如前所述，德国的出口能力已被协约国匆忙建立起来的关税制度所削弱。甚至俄林也承认，“如果贸易保护政策和对国货的偏好在战后急速增长，当德国出口品开始增长时这一政策就增强，并一致用于阻止这些产品的出口，那么，支付赔款实际上就变得不可能了。”在这些条件下，只有协约国有组织地收取德国以实物形式提供的转让，才能保证德国赔款的支付。俄林承认，“不幸的是，这一政策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强大的美国和英国出口工业对这一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反对，是摆放在有组织地解决赔款问题道路上的一个很现实的障碍，很可能是最大的障碍。”11


但那时，人们为何要坚持分析如果世界不是如此政治化，究竟会发生什么？如果事情不是它们当时的样子，那么可能看起来会更美好和更有逻辑，但是，这几乎与在真实世界中起作用的经济学推理无关；特别是当其过度简化其所认可的政策，不仅不会缓解国际不平衡，反而还会使之恶化。

德国最后以冻结马克帐户的形式采取了严厉的货币控制，也就是说，只有在明确指定了德国的出口品（如手风琴和口琴）后，才能使用马克支付巴西棉花和其他进口品。当然，这一原则是不会自动生效的，并且，它是与俄林和鲁伊夫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理念相对立的。但是，它是平衡德国国际收支帐户的唯一可行之路。随着支付赔款所引起的马克贬值，以及为出口提供补贴，汇率的购买力平价观点已被抛到一边。陶西格注意到，

在德国，外汇价格趋于保持在高于与商品价格变动进程相一致的水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德国的］一般价格水平和外汇汇率之间存在着差距。这一差距意味着出口商将稳坐赢利位置。他们可以在德国买（相对的）便宜货，将其在海外出售，吸引外国购买者，并将外汇在国内出售以获得好处。
(32)



这一局面阐释了穆勒的理论，即如何通过把对商品的相互需求转变成为了外币而进行的一种商品交换，从而缓解资本从一国流到另一国的趋势对价格和货币比率的影响。德国的对外贸易不是单纯的与其他国家交换包含着劳动和资本的商品，而是在贸易条件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德国用出口品换取外币来满足支付赔款和偿还债务及利息的需要。这一过程扩大了价值与价格的背离，换句话说，扩大了“实际”成本比率与所实现的出口价格之间的背离，除了支付赔款和其他外债责任，还强加给德国贸易条件的惩罚。

产品市场的运转要经由货币支付中介，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打开了解释外汇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局面是如何趋于压倒比较成本差异的思路，至少对需要大量偿还债务的国家是如此。正如凯恩斯对此所做出的总结：

偿债的过程会对由此引发的货币产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债务被表现为相当于一个更大的德国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量，这一量比没有支付债务之前或假定与债务支付无关的时候的价值更大；因此，债务国人民蒙受的购买力损失要大于债务量的最初等价物。

这一观点也为陶西格所认同13
 ，他希望，“一旦转变结束并达到新的均衡状态，事情就会变得顺利。”面对其赔款转移，德国货物将降低到平衡其经济上的国际收支所需要的任何价格。对于德国人民，更低的出口价格将意味着更低的实际收入，随后是国内对产出的吸收减少，直至仅仅满足国家预定的资本转移需要。


 德国实际上如何获得用于赔款的资金

德国对其赔款支付的资金支持，不是通过出口，而是通过保持国内信用紧缩直到足以诱导其各城市和公司向海外借贷，主要是向美国借贷，来实现的。俄林和鲁伊夫断言，这种借贷阻止德国经济萎缩到一定程度，如达到这种程度，为了解决赔款债务问题而全力阻碍进口和鼓励出口就会使其收入或价格下降。“难道这不是明摆着吗，”俄林争辩道，“一国的购买力，就如同个人的购买力一样，若通过馈赠和借贷得到的数量超出其收入水平，价格水平的任何变化是否就会变得相当没有关联？”德国的国外借贷两倍于其赔款，因此，它“没有得到总体购买力降低的‘好处’，反之，却受到因其借贷超出赔款支付而造成的购买力提高而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一增加的购买力一定会倾向于增加进口和减少出口。”14


凯恩斯承认，德国从美国和其他债权国得到的借贷已经超过了其已付赔款，但他指出，这些借款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信誉目的，而不是用于消费的。它们帮助德国提高了生产率，而这是改善其贸易平衡的先决条件。凯恩斯还提到了一些法律细节，即如果其国外借贷价值下跌，则其赔款义务也将减少，因为道斯委员会（Dawes Commission）在这一情势下将被迫不转移资金，否则将致使马克的国际价值崩溃。15


法国的代言人鲁伊夫却反对道斯计划的这方面内容，声称它阻碍了收入调节机制的作用。“作为这些海外借款的结果，外币的汇率是人为决定的。”所有推动德国赔款的必要手段就是暂缓给德国的国际借贷，

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贸易收支均衡状态的恢复或维持，即使是最高的关税水平也不行……因为资本转移的可能性，在实际发生转移的任何时点都能准确地成为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能在外汇市场找到影响转移支付的必要手段，暂缓转移支付就意味着对这唯一可行手段的深思熟虑的放弃。16


根据鲁伊夫的观点，问题的关键是道斯委员会1924年指定［在1929年由杨委员会（Young Commission）指定］的国际财务管理人自行决定德国可以不按已议定的速度偿还赔款债务。他们允许德国借贷并重新制定还款时间表，以暂停古典的价格调节机制的运行。鲁伊夫要求德国向其公民征收足以偿还其赔款的税款，由此提取一个与国内购买力相等额的量而不需借贷或在国内创造任何相抵消的信贷。“如果这些不能在国内出售的产品立即找到了国外买家，贸易支付平衡就能恢复。如果不是这样，价格将在赤字国［德国］下降，直至国民产出中与之相等的一部分被出口。”17
 而不用考虑国外的贸易壁垒或贸易条件及需求弹性的改变。

因此，鲁伊夫否认凯恩斯提出的“出口的‘自然’水平的理念”和其他的结构无弹性的理念。“在何种条件下，贸易平衡总是在它必须是支付平衡的情况下实现均衡。”不仅进行资本转移的国家要经历通货紧缩，而且那些资本接受国也要经历信用膨胀——这一观点忽略了美国联邦储备制度以黄金为锚消除信用膨胀的实践。它遵从了如下观点：“如果倾向于纠正贸易收支差额的货币因素已被排除或使之无效，那么，贸易支付差额可能只会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这就是他的“购买力守恒原理”（principle of the conservation of purchasing power） ，其“只不过表明购买力损失或被创造的情况在各种经济转变的过程之中永远不会发生，它总是保持恒定。其结果是，在任何情况下，一人的损失即他人的收益……”。这就意味着德国的价格不会被其资本转移所影响，“因为德国人民被剥夺的购买力将被转移到卖出外汇的一方并由其使用。”18
 德国政府和其他债务人向海外支付的货币将以外国购买其出口品的形式返回到德国。但德国的外国借贷将直接以相等的数量减少其贸易差额。

资本转移的“液压传动”的收入－需求理论（“hydraulic” income－demand theory）将购买力的国际转移看作一个稳态系统。德国转移到海外的收入越多，外国的消费能力就越强。假定这种消费能力不受投资、产出或储蓄的影响，那么，它除了回来购买德国出口品，便无处可去。德国购买力的减少和向外转移（通过对德国消费者和企业征税，由德国国家银行作为赔款移交给外国的中央银行），将在出口增加和进口减少方面直接反映出来。因此，如果德国在国内征收相等于1亿美元的税收，并且，如果其进口倾向是20%，那么，其进口品将下降2千万美元，同时对国内产出的需求将减少超过8千万美元。如果德国居民不向海外借贷相等数额来抵消，那么，他们的这一产出将在不会损害贸易条件和降低汇率的情况下被出口。如果外国人花费了所有其收到的德国偿还的赔款和债务来购买德国货物，德国将回收他们给国外的货币，同时可以支撑起其价格水平，就如同货币一直留在国内经济中一样！但是，德国的国际借贷或国内信贷创造将从国家的贸易差额中减少一个相等数量的金额。这会导致德国陷入经济紧缩。

然而，莫尔顿指出：“那些主张提高税收会降低价格水平的人，显然忘记了他们的税收理论。进口税、特许权税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类型的税都要进入生产成本，并且被加到商品价格中去。”此外，“由于国家流动资本供给的实质上的破坏，德国工业现今不得不以非常高的利率借入其大部分运营资本。根据公认的经济原理，利息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所以，要进入商品的销售价格。”


 小结：经济紧缩的影响

货币主义者为德国的转移问题所提的建议，是敦促政府通过提高税收、减少开支、限制德国信用创造并向海外借贷，来实施经济紧缩。在凯恩斯看来，通过减少进口和／或增加出口来引致购买力（即收入）下降，同时使产出和贸易条件不受影响，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这是我论点的核心，”他注意到：

德国国产货的价格相对于进口品价格应该下降。因为这不仅是简单地改变周围货币的价值，而且是将国际贸易条件向不利于德国的方向转变，所以不得不为一个给定数量的进口品提供比以前数量更多的出口品来与之交换。20


德国的购买力将因其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实物出口额的改变而减少。

凯恩斯进一步批评货币主义忽略了部门之间和投入－产出方面的问题。正如他对问题的总结：

那些认为转移问题是次要论题的人的论据是：德国人民得到的收入是其当前产出的商品和服务的回报。如果这一收入的一个适当部分被扣押下来，那么，相应数量的商品将没有买家，这部分就可用于（除了其他方面可用的之外）扩大出口或减少进口。21


德国的生产方式从一种具体方式（以满足国内需要为基础）到另一种方式（满足外国需要）的完全改变需要新投资作为支撑，一旦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很明显，并非所有的除去消费后的经济剩余都能用于支付赔款。因此，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存在着权衡，在现在高投资但低速率赔款转移支付，和对德国可供投资的剩余的剥夺（随着时间的流逝，用于支付赔款的这一剩余越来越少）之间也存在权衡。

根据鲁伊夫和俄林的观点，如果德国的国内税收提高到如图16.3中的da，那么德国的实际工资水平（个人可支配收入）加上必要的投资将减少到Ad的水平。这将使da的量可用于出口，从而支付赔款。莫尔顿引用了美国大通银行的货币经济学家安德森（B.M.Anderson）的观点：

有……一个封闭的数学关系存在于预算剩余总额和出口剩余总额之间，他还找到了一些关于贸易困难的思想。［本杰明］格雷厄姆先生（［Benjamin］ Graham）发现：“若没有引起任何工业革新的扰动，这一过程可以几乎不受人注意的延续。”……他认为关税并不能阻止赔款的接收；因为它们由于国际价格变化也会自动绕行。22


鲁伊夫引用法国战后的经验证明了一个假设，即征税和通货贬值的过程不会对德国的总产出率造成负面影响。凯恩斯对此反驳道：“强烈的社会动荡，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和大量的对先前合约的不满，这些导致了法郎长期的灾难性的贬值，以至低到其先前价值的1／5，很难说这是一个解决调节问题的满意案例。”23
 莫尔顿还认为：“战后欧洲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对汇率的持久压力会引发其他动向，即在短期内，它不仅吞没了人们从事贸易的倾向，而且导致一国全部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混乱。”莫尔顿总结道，货币主义者过于简单化了。

他们假定从德国人民手中拿走25亿资金，意味着将剥夺他们25亿的国内购买力，对其产值没有任何影响，并且，这25亿没被购买的商品都可以转化为出口的形式。然而，没有证据显示在这种高税率、价格下降的条件下生产将保持会不受影响。24


货币主义者认为，德国的税收剩余和赔款支付——即各自应对需要解决的预算和转移问题——同样会减少货币供给，从而使德国的价格或收入水平下降，通过足够地增加德国的出口品，减少进口，由此平衡其国际收支。俄林认为，用于赔款而增加的税收将降低德国的价格水平，这是“基于赔款支付将减少国家的货币供给这一假设”而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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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A：鲁伊夫和俄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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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B：凯恩斯和莫尔畅

但凯恩斯注意到，这一过程存在一个限制。如果德国有足够的黄金移交给协约国中央银行，那么，它能够“持续地向外出口足够大数量的黄金，经过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就可以对世界价格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然而，他指出，“如果德国处于如下地位，即它可以出口足够多的黄金，从而对世界其他地方的需求状况产生明显影响，那么，俄林教授把资本运动看作是具有同一货币制度的两个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的类比，就是适用的。”但是，很明显，这里不是那种情况，因为凡尔赛和约已经剥夺了德国的黄金。此外，在那些出口品已被德国产品替代的国家，其价格将下降；“因此，我们被……带回到……世界对德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这一关键问题上。”25


凯恩斯指出，不能期望紧缩政策不影响德国的生产函数。莫尔顿对此表示同意。他指出：通过转换德国资本使之用于支付赔款的“任何迫使德国工业和贸易进行大规模改组的企图”，“将随着时间的流逝导致赔款支付额更少而非更多。”26
 德国的紧缩政策将会阻止国家提升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如果对提高德国出口生产抱有任何希望的话，那么必须要有一个不断扩大规模基础上的新投资。这意味着短期内转移到外国的资本水平会降低。通过减少政府对必要公共基础设施，例如公路、运输、教育和经济补贴等投资，联邦预算盈余额将削弱德国生产力发展。紧缩政策将降低国内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干预生产过程和货币状态。

正如事物发展所证明的，德国被迫超过其“结构”能力进行转移支付，剥夺了其以竞争性的世界速度提高生产力所需的经济资源。这造成了许多不稳定机制，比如向德国工人和实业家课以重税的尝试，造成了这一过程金融和经济上的累累遗骸。德国工资水平的降低侵蚀了其劳动生产率，导致了罢工和移民（特别是熟练工人），阻止了年轻的德国人接受技术和高等教育（这种教育能使他们在战前达到如此高的生产水平）。同时，由于高税率和高利率，导致利润率下降；收缩的国内市场也阻碍了新资本的形成。紧缩政策对很多企业而言都意味着破产。

哈勃勒承认，“信用紧缩的恶性螺旋形上升”的出现，就像是需要用资本转移来剥夺其信贷市场的流动性一样，推高了利率，减少了新投资并且减缓了产出的增长。从历史上看，国内投资的滞缓已经使资本支付国在商业上更加依赖于富有的资本接收国。这一病态趋势将倾向于长期存在而非自我治愈，它强化了进口依赖，进而损害了债务国的贸易收支平衡；同时，由于不断加速的资本外逃，这一局面会进一步恶化。

在这些情况中，你有感到熟悉的地方吗？这难道不是近些年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事情吗？在国内生产下降的同时，债务国经济的进口需求和契约性偿债却变得如此之巨大，以至于通货贬值对减少这些支付几乎没有影响。国际收支帐户只能通过进一步的借贷来平衡，而借贷将附带越来越多的繁重的经济和政治条款。

在这场论战中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多大部分的资本转移（赔款和偿债）能够以对德国额外出口品需求的形式来“循环”运行呢？面对越发缺乏弹性的需求和债权国不断提高的关税壁垒，在不造成世界市场过度供给的条件下，这些出口品的数量能达到多大？提高外国收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对出口的需求？在世界市场现有条件下，一个经济体生产的净出口剩余转为外汇的最大能力是多少？其必需进口品的最低水平是多少？在不伤害长期生产率发展及其产生未来贸易顺差的能力的前提下，能减少多少国内消费和投资？这些问题与今天第三世界正在面对的问题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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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用凯恩斯的收入法分析国际收支平衡

在解释德国经济为何不能提供已安排的赔款时，凯恩斯认为，必需的粮食、能源和用于更新的零部件的进口几乎在国民收入中占有一个稳定的比例。在他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将这一观点扩展为消费、进口、投资、储蓄和出口都在国民收入中占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倾向”。这种经济具有一定结构比例的宏观经济学观点，认为自己没有必要根据微观水平上的个人和公司的大量的、灵活的价格反应决策，来考察储蓄、投资和消费行为。

只有政府支出和税收成为这些保持稳定的比例的主要变量。当私营部门所占比例保持不变时，财政政策应发生某些变动。由于经济扩张或收缩会与以政府开支、私人投资或出口收益形式出现的纯购买力的投入成相同比例变动，所以，收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影响就可能被提前估计出来。另一方面，由于以税收、储蓄形式出现的支出流量的漏出和由于进口或资本转移而产生的对外国人的支付，国民收入将减少。

表示由购买力投入而导致收入提高效应的比率，凯恩斯称作“乘数”。凯恩斯将它定义为由于新投资（I）或其他购买力每增加1美元而增加的总收入（Y）的比率（△Y／△I）。这一比率也可定义为边际储蓄倾向的倒数（1／△S／△Y）或1–mpc的倒数（1／1－mpc）， mpc代表边际消费倾向（△C／△Y）。假定边际消费倾向是80%，则国内乘数将是1 ／（1 －0.8），也就是5。

进口和其他对外支付会降低乘数。如果进口品占消费的20%（等于上例的总国民收入的16%），则乘数将减少到1 ／ 1 － （0.80－0. 16），即1 ／ （1 － 0.64），略大于3.33
(33)

 。因此，凯恩斯写道：

一个给定的投资波动所引起的一国就业的波动，在对外贸易占有巨大份额且失业救济大部分来自借贷的国家（如1931年的英国），远比那些这些因素不那么重要的国家（如1932年美国）要小得多。1


随着收入扩张，进口也将以一个稳定的比例（△Im／△Y）增长。这一“漏出”将成为对其他国家出口品需求的来源，相应地增加其收入：

在有着对外贸易关系的开放系统中，增加投资的一部分乘数效应会使外国的就业获益，因为增加的消费的一部分会减少本国的外贸顺差；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到仅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与对世界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必须降低乘数的整体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乘数可起到增加外国经济活动的作用，本国又可以通过这一有利结果重新获得一部分漏出效应。2


其结果就是国际经济增长的相互推动。一些正在经历出口需求的国家将通过△Y／△Ex的比率推动其经济扩张，同时，其国内投资乘数也将以同样方式助其增长。那些存在大量失业的国家也可以有更多的出口，从而他们的收入也将得到数倍于其净出口增长的提高。这一更高的收入增长中的一定比例将用于购买进口品，刺激国外经济扩张。

对凯恩斯而言，这些以进口、出口和资本流动形式出现的购买力的挤入或漏出将被放大，从而保持与每个经济体的支出流量和信贷（上层）结构相一致。凯恩斯的收入乘数在银行制度中有与其对应的货币创造乘数（在银行的部分准备金制度下其法定准备金率的倒数）。如果银行必须保留20%的储蓄作为准备金，那么，作为一个整体，银行制度将以5比1的比例创造并发放贷款。因此，一国的收入乘数可以通过减少对银行制度所要求的法定准备金或对信贷结构的其他改变得以提高。（然而，凯恩斯本人并未做此推论。）

在认识到结构比例有随时间而改变的趋势之后，凯恩斯担心边际消费倾向将随着收入增加而下降。“边际消费倾向不会在任何就业水平上都保持不变，一般说来，很可能会存在随就业水平的提高而降低的趋势……”3
 这预示着乘数会随时间而减少，从而导致由于过度储蓄所引起的长期经济停滞。

承认乘数数值可以改变的观点是极其重要的，但不论是凯恩斯还是其追随者，在应用数学进行分析时都未能坚持做到不受其困扰。如果政府支出对一国有不断变动的影响，那么，对已增加购买力的影响的精确计算将变得不可行。诚然，其变化会在历史上已确定的参数内以可预见的速率发生。尽管如此，当试图运用乘数分析法作为一个数学预测工具来指导公共政策时，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贬低了乘数数值是变动的这一观点。“如果乘数理论有预测价值，”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在其1943年出版的《国际贸易和国民收入乘数》一书中指出，“倾向必须是稳定的，或其变化法则是已知的。”它产生了“稳定边际倾向中的既得利益。”
(34)



经济周期分析的实质是找到经济活动不断变化的形态。很早以前，就有人认识到在商业周期中，随着就业越来越接近充分和收入中有越来越大的部分用于进口，外贸乘数（与乘数本身相似）将会变小。当经济越接近其产能限制，其实际起作用的一些比例将发生改变，贸易赤字开始出现。但是，《通论》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周期中的萧条阶段。正是这一点使得它只是一个特殊的理论。马克卢普（在贸易理论领域占据重要位置）作为凯恩斯的追随者，指出，边际倾向与平均倾向好像是相同的，因此，经济增长看起来是线性的。马克卢普承认，由于对乘数变化的预测在实践上存在困难，所以，这一方法不能作为计划工具而实际应用。其只能作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揭示经济中现有支出流量的一种解释方法。它所“预测”的更多是一个学术活动成果而不是现实。

但是，在备受大萧条困扰的20世纪30年代，这些倾向和乘数值的周期或长期变化并不是主要的关注点，通胀也不是如此。在假定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的条件下，这一理论忽视了价格效应以及源自进出口水平变化的贸易条件效应。

关于价格效应和出口、资本转移的贸易条件的效应问题，凯恩斯认为，没有必要在《通论》中回顾他在关于德国赔款问题的文章和《货币论》中已经详细说明的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繁荣条件下，凯恩斯已经指出投资和生产率是德国经济状况的主要的、长期决定因素。但是，《通论》的任务主要是关注，在不考虑价格调节的情况下，能够用关于收入和消费过程的乘数理论处理对外贸易方面的问题。“新经济学”是关于工业经济如何通过恢复购买力克服经济萧条的学说。这一理论并不涉及劳动约束或支出对价格变化和利率的影响，以及世界价格崩溃所造成的原材料出口国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经济逐渐接近于产能充分运转，马克卢普承认：“以充分就业假定为基础的分析一定会更加关注于（甚至只是专注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和易货贸易的贸易条件。”4
 重要的问题是弄清政府赤字开支和新投资对经济体支出流量及就业的影响。


 乘数分析的弊端

从统计上检验乘数有两类问题。从一国角度看，乘数在整个商业周期中很容易发生变化。并且，它假定新投资发生在现有的资本／产出比和劳动／产出比而不是劳动替代（即不断提高生产率）的条件下。从国际角度看，对外贸易扮演着“双重角色在……乘数理论中：一个是作为被乘数，另一个是作为乘数的决定因素之一。”出口代表收入的挤入，更高的总收入意味着更多的进口，使得净贸易余额的估计变得极其复杂。“对外贸易的这一双重角色”，马克卢普写道，除了可以把对外贸易中“自主”效应与收入引致的变化分离开外，“很可能会挫败所有试图从统计上检验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努力。”但是，如果放弃不考虑对外贸易对价格影响的凯恩斯的静态假设之后，利率和生产率又会使“理论化的工作……变得相当困难。并且，这样得到的结果很难说抵得上放弃简洁性而付出的代价。”5
 也可以这样说——这可能更现实一些——它使得乘数理论不再适合于充当经济计划的工具了。尽管有这些局限性，马克卢普仍然声称，“该理论的解释和教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即使其预测价值很小。”
(35)



马克卢普建议扩展对外贸易乘数，使之成为一个包容量很大的概念，称之为“对国内收入变化的国外反响”，也包括对自动的资本转移的反响。这需要将乘数从1／s扩展到（1／s＋m＋f）（在这一等式中，s代表储蓄倾向，m代表进口倾向，f代表国外反响因子）。6
 从进口、外国投资或其他开支中形成的漏出将减小乘数比率。因此，凯恩斯承认，乘数效应在外贸占国民收入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最低的——例如，欧洲国家最高，而美国则相反。

因为美国经济中对外贸易相对国民收入比例较低，从而其很少漏出到海外，同时也显示其债务与直接投资和经济活动之间有着世界上最高的比例。由于金融原因，大萧条对美国的影响要比其他任何工业经济体更严重。问题不仅是高收入乘数（对经济下降趋势起反向作用），还有使用支票账户和银行信贷作为更大的金融杠杆这一事实。当遭遇世界经济危机时，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将使其金融活动跌入世界经济的崩溃之中。

债务杠杠的作用在股票市场上最为清晰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其程度不断升级，更多的货币通过金融投机（大部分是借贷资金），而不是通过对工厂和设备的新的直接投资被创造出来。这使得凯恩斯在总体上是反对股票市场的。但总的来说，《通论》的拥护者却忽略了金融方面的思考。

随着收入分析的理论成为新的主流观点，这一理论框架日趋僵化和保守。每个国家的结构比率都被描述为类似于上一代人所讲的“自然的”的不变“倾向”。然而，在所有的主要比率中，进口和出口的比例在商业周期中表现出最为剧烈的变化。而且，很多贸易是靠信贷提供资金的。在这些交易中并没有金钱真正转手。出口顺差可通过簿记记为对外投资“流出”（界定为由于出口而增加的对外国人的货币的索取权）而被抵消。将这一资本帐户中的金融索取权放到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统计表，给人一种现金型出口销售（cash export sale）和自动转为对外贷款（autonomous foreign loan）的印象。这样，国民收入核算的形式就与实际脱离了。

乘数分析认同现存的大部分贸易理论关于出口趋于提高进口（反之亦然）的观点。由出口引致的乘数效应引起的经济活动的扩张会导致进口增加，这将趋于达到新的均衡。“幸运的是，”马克卢普带有讽刺韵味地评论道，凯恩斯曾将储蓄定义为恒等于投资，“至今还没有人试图在这个意义上将进口定义为恒等于出口”。7
 与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相比，在较高收入水平上的均衡不是通过作为价格提高结果的出口下降，而是通过进口的不断增长和国外收入的倍增恢复的。这或许是外贸乘数理论主要的学术影响。

另一方面，乘数分析没有认识到贸易收支有保持长期（自主的）不平衡的趋势。虽然二次大战后美国的扩张提高了其进口，但它的其他活动抵消了这一扩大全球需求的趋势。美国收入增长的一大部分都投资于股票市场，这推动了证券价格的上涨，并从那些早已开始经受贸易逆差和货币贬值压力的国家吸引资金。这些国家趋于遭受直接与其贸易赤字成比例的负面的“外国反响”。

当然，总的来说，国际收支帐户必须“平衡”。这也是为何它在术语上被称为“国际交易平衡”的原因。或者出口乘数和进口倾向恰好被国外因素f所平衡（在此f是泛指，以至于没有太多帮助），或者是为了“支付赤字（盈余）”而必需保持平衡项目。这一平衡项目主要由外债（或索取权）的净增长或国际储备净损失（增长）组成。


 乘数分析不适用于“二元经济”

第三世界国家的储蓄和投资集中于其出口部门，而出口部门又往往被外国投资者控制，这些外国投资者要将其大部分出口收入带回所属国而不是在当地进行再投资，这些现实使得对第三世界国家单一经济的分析变得非常复杂。用马克卢普的术语，就是外国反响因素抵消了外贸乘数的作用。从国内来看，那些二元经济和／或经济上的小国只生产很少种类的商品，从而有较高的进口倾向。由于收入水平低且缺乏赚取外汇的能力，其国内生产生活资料部门的这一倾向可能比较低，但其出口部门的进口倾向一定会异常的高。如果再考虑到“外国反响效应”，这一倾向可能会接近于1，即，如果把资本外逃考虑在内，将会出现100%的漏出。这一反响因素反映了外国所有权的漏出和与之联系的“示范效应”，即通过那些能够买得起进口奢侈品的人，形成了人们对外国消费习惯的效仿。

矿产与种植园的外国所有者会将第三世界国家出口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转移到海外。智利的外贸乘数效应变得几乎可以忽略，这是因为大部分出口收入被外国所有者以利润、利息和折旧的形式汇回所属国，或是用于支付进口的机器、燃料、管理报酬以及其他本国生产矿产出口所需的进口品。留在国内的出口所得中的大部分以税收的形式给了政府，而这些外汇几乎以百分之一百的倾向用以偿还外债及其利息或以军事开支的形式用于海外。再剩下的外汇将兑换为本国货币用于支付劳动工资，中央银行还要使用这些硬通货进口食物等必需品。在整个拉丁美洲和非洲，少数高收入者获得了绝大部分稀缺的外汇，他们往往以资本外逃的形式将其储存在海外。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出口收入进入国内生产部门，用于购买本国货物和服务，这使得国内乘数分析几乎毫无意义。

凯恩斯否认乘数有负值。但是，如果考虑到在贸易条件上的损失，它经常伴随着用不断增加的出口量补偿收入的效应，那么，乘数的有效值就是负值。国家在此时提升其出口生产实际上会进一步恶化其地位。马克卢普声称：“我们是否放弃价格不变的假设仅仅是个情趣问题”，他指出，事实上供给曲线在萧条阶段会变得更具弹性，以致当需求增加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原材料的出口则是价格缺乏弹性的，因此，乍看起来，出口量增加能带来正的收入效应，但它会被把这些出口品抛向世界市场时的负的价格效应所抵消。伪装的优势原来只是过度简化的结果。

面对相对缺乏弹性的世界需求，增加出口产出，贸易条件将会恶化。这是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原材料出口就具有的特征。然而，马克卢普写道，“这种可能性［出口品的价格无弹性］不会很大，”他补充道，“暂时不考虑这些复杂情况而以稳定价格假设来替代的好处非常明显。”8
 这一过度的简单化，意味着那些有着大量外国投资并伴随着严重资本外逃的高负债原材料出口国继续坚持其错误的经济政策。

马克卢普建议，对乘数理论的一个帝国主义式的解释可能在于使用“慷慨的外国照料这一论据”。9
 大部分美国的“援助贷款”都附加了促进出口和由此刺激国内收入增长的条款。另外，大量的外国投资最终被证明对债权国来说都是零成本的。它们大多都采取保留利润进行再投资，或采取从美国或其他硬通货国家进口有形资产的形式。外国投资通常有一个快速回收期，特别是作为国外收入进入国际贸易收支帐户，由于（或支付给）该国用于投资，形成更高的购买力时更是如此。由此形成的出口需求，加上回流的利润和折旧，促进了投资国国内收入的增长。

从有利于第三世界的角度来看，乘数分析在仅强调出口和外国投资会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时过于乐观了。从1951年开始，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国投资已经造成原材料贸易条件的恶化，而对当地经济没产生多少正面影响，这些国家变得越来越依赖于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进口，并且，由此产生的新贷款导致了更高的债务和利息支付。结果则是经济紧缩和国内经济的进一步的失控，同时伴随着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这已经剥夺了其改善经济状况所需的财政资源。


 乘数分析的政治含义

二次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收入理论支持了经济扩张政策，通过减税、赤字开支和降低贸易壁垒等以避开经济萧条。通过公共建设项目的刺激和税收的阻止，投资水平得以控制，进而限定了经济周期的进程。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官方要求欧洲和日本通过赤字财政政策、放松银行信贷、降低关税以刺激进口（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进口）以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扩张，而其本身也正经历着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美国官方宣称，这种对世界经济的刺激就像来自供求等式中的需求方的“增长引擎”。其副产品是抬高了第三世界原材料的价格；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似乎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涓流过程。

乘数分析对任何国家的收入扩张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出口商的利益持乐观态度。但是，马尔萨斯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注意到这类扩张的竞争潜力，提出了到底哪种增长或发展最可取的问题：

比如，在政治经济学中有一个合理且普遍的原则，就是一个特定国家的财富增长是通过其周围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和繁荣而取得的；毫无疑问，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真理是，如果这些国家在某个特定国家表现出色的那些贸易分支中不是成功的竞争对手，那么，它们不断增长的财富必然趋于提高对那个特定国家的产品的需求，从而使该国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但是，如果人们只是反复坚持这一原则而没有注意到它有一些重要的限制条件，那么，一个政治经济学学生就无法解释商业历史中的一些最著名的、多次被证明的事实。比如，他如何才能解释在发现了通过好望角前往印度的通道后，威尼斯在葡萄牙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财富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迅速衰败呢；荷兰工业陷入停滞，而周围国家此时却变得非常富有以至于开始承担起自己的海外贸易了；英国的财富和贸易不断增长，而此间法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欧洲的大部分也都在经历贸易萎缩和贫困增长；当其他国家能参与那些贸易时，美国还处于相对窘困时期，然而作为中立国的她，在战争后期的一大部分时间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可以肯定的是，最好给这一原则先加上它的限制条件。从某些特定的前提出发，直到从来没有预想过的一些结果的出现，这会是一些理论和普遍原则不可信的最有力的证明……大部分人将此误认为是对普遍原则的怀疑，而对于知识或诚实来说，人们却习惯于对它们的反复灌输。10


尽管凯恩斯主义的分析认为外国经济扩张有助于帮助美国，因为二次大战后这些外国经济体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成为美国的出口市场。但是，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和国际借贷却有系统地阻挠了它们作为工业和农业竞争对手的发展。同时，对这种出口销售的赞许性描述是，不考虑其发展后果，通过使第三世界国家加深其出口导向的单一经济结构综合症而严重阻碍这些国家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两类拉丁美洲经济学家基于结构性国际收支分析发展了贸易理论。两个学派都分析了拉美的贸易，称之为“商品市场不发达、人口爆炸和日益膨胀的经济抱负”。
(36)

 但是，保守学派认为，现存的经济结构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试图使国际贸易和投资适应不公平的现状和其刻板僵硬的（“结构”），而不是使其经济制度现代化来提高生产力水平。更具改革要求的学派则试图沿着更富有成效的路径改变拉丁美洲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左翼结构主义者指出，正是制度和经济的僵化限制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


 智利的经验

结构主义者的分析主要是由考虑拉丁美洲的出口部门的外国所有权的影响而引发的。智利成为大多数结构主义文献的来源国并非偶然。智利的出口导向的单一经济结构被分为两个分离的部门：一个是外国所有的采矿业，在很多年中一直占据了智利的出口的80%，另一个是资本密集度很低的国内经济。

在这个国家的出口品中占绝大多数的是铜，在几十年中主要由阿纳康达（Anaconda）、肯奈科特（Kennecott）和色若（Cerro）这三大公司开采；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当时智利的弗锐政府（Frei administra‐tion）从这些公司的美国母公司手中回购了智利矿产所有权，才实现了国有化。智利生产硝酸盐和碘的部门也大部分归外国所有。这就导致当智利出口铜、硝酸盐或碘时，其收益的1／3左右会以利润和利息的形式留在海外，用以支付不归智利所有的资本品和其他生产投入、运输费用、母公司的管理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以及近些年来通过智利政府支付的所有者权益。随后的汇款用于支付政府的买断，这部分资金相当于以前被留在智利国内的作为对出口销售的征税。

由于认为它们是运转中具有不同功能的变量，所以，在智利中央银行的年度贸易收支帐户中，上述出口部门的交易，是与国内经济分开的。出口部门的贸易收支的净收益可以在每吨或每磅铜中所占的份额中展示出来，也可以作为经济趋势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规划。我们在此不关注整体经济的比率，只涉及乘数效应问题。

其余2／3的名义出口值以两种形式保留在智利经济中：支付给国内劳动者的工资（由中央银行换为本国货币）和采矿公司支付给智利政府的税收。在铜产品生产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只占这一资本密集型部门所产生的总收入的很小部分。事实上，由于开采矿石是在高海拔的安第斯山地区，其与智利的其他经济活动相隔甚远，这意味着当铜的出口价格提高时，工资支付不会自动随之增长。至于政府税收和利润分享部分，这些外汇通过中央银行偿还外债、购买武器、粮食和其他进口品而在海外循环。
(37)

 。因此智利的出口对国内经济活动几乎没产生任何外贸乘数效应，实际上，智利出口原材料所挣得的所有外汇都转移到海外了。从制度环境看，智利实际上容忍了其采矿业出口收益的百分之百的“漏出”。

该国的一大部分粮食是靠贷款（包括美国的外援贷款）进口的，同时，其军火也主要靠政府之间的军事贷款提供资金。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政府之间的各种机构，负责协调智利的对外借款和进口融资的增长比例。这就把将整个债务过程以及由其国际借贷支持的贸易模式政治化了。像其他国家一样，智利不得不向国外债权人还本付息，并向国际投资者保持一个开放的环境，以便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在某种程度上说，债务国经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政府和私人债权人是负有义务的，它们被迫用自己的出口收入分期偿还其未偿债务而不能用于投资国内。至于“外国反响”和出口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要比1945年之前这些国家还未陷入长期债务和进口依赖时的状况相差甚远。它们已任凭外国人占有其主导部门和自然资源，准时向海外支付这些投资的利润和折旧。

因此，把当今国际金融机构和世界外交强加上去的具体行为制度与对拉丁美洲贸易模式的抽象分析隔离开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大部分国家接受美国粮食援助的前提条件是它们不能让其农业实现现代化，因为从逻辑上讲，这将威胁到美国农场主的出口销量。美国官员已经考虑到了土地改革会与左派的政治转变相联系，从而危及美国利益，当智利在阿连德（Allende
(38)

 ）体制下回绝北美的干涉时，其国内经济趋于不稳定，然后领导人被谋杀，建立了军事独裁。其社会保障储蓄移交给美国和其他外国资本经营者，他们以管理费的形式攫取了这一账户盈余的最大份额，而皮诺切特先生则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美妙的美国银行账户。但是，这些令人厌烦的现实在大部分贸易和投资理论研究中属于不被考虑的现象。

出口导向的单一经济结构的一个最有害的影响，是通常与生产相联系的储蓄和投资函数已经成为美国和其他债权国经济一部分而不是国内出口经济的一部分。尽管拉丁美洲和其他单一经济结构地区的失业率相对较高，但“通常”与出口增长相联系的所得利益却相当微薄。在给定的某些特有类型的劳动、原料、资本和管理存在典型性短缺的情况下，单一经济结构的本质是 “最大充分”地运转生产能力的同时伴随着大约30%的国内失业率。这一结构性瓶颈表明，更高的出口收入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压力而不是国内就业和收入的提高。

总之，是政治的杠杆作用而不是完全的市场导向的经济因素决定了强加给智利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之间的调整过程。债务国必须通过跨国融资进行便利出口的生产而不是为了国内自给自足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任世界银行行长期间，债务国被迫采取积极措施延缓其人口增长并遏制国内对自身原材料消费的增长，据推测是为了便于更多商品的出口。只要经济理论将自身限定为只分析私营部门市场力量的运行，而不承认它的运行环境，那么，这一政治现实就不能有清晰和“内生的”解释。这种理论创建就是以损失经济现实主义为代价的政治保守主义。


 小节：乘数和涓流处方的失败

在几乎不涉及世界价格和成本函数的情况下，两类宏观经济学函数被认为可以帮助欠发达经济实现与二战后工业国家一样的经济扩张。第一类，国民收入的扩张可以使供应商所在国在一个成比例的基础上自动地增加进口。在北美和欧洲，普遍的经济扩张被规划为是进口需求的增长，也包括对第三世界原材料需求的增长。由于相对稳定的进口倾向，世界经济应该一起扩张或收缩，因此，美国和欧洲不断增长的财富将变成“需求引擎”导致其边缘国家同样扩张。美国的贝克尔和布莱德计划（Baker and Brady plans）声称，只要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快速扩张，以致足以为债务国出口创造出一个繁荣的市场，第三世界的债务问题就能够解决。

这一讨论思路与他们提出的解决美国失业问题的方法一样，只要经济复苏，美国失业人口中的城市青少年黑人就可减少。经验已经表明，这一自由主义观点是如何过分乐观的。因为很明显，现实中并不存在由给定的收入比例决定的稳定的进口倾向。国际涓流理论是个错误的模型。高科技中心的扩张通常与欠发达边缘国家的进步无关，甚至以后者为代价并深化其经济落后。

第二类被认为能够促进欠发达国家发展的因素，是工业国倾向于随着其收入增加更多地向海外投资。这将为欠发达国家提供生产资本，帮助它们提高能够吸引国际投资者的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和廉价的土地和矿产资源的价格。他们不承认投资会造成阻止当地经济发展、使之扭曲为单一经济、加深其粮食短缺的趋势。外国投资导致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而不是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国内经济的多样化，达到自给自足。

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增加的国际依赖和无力摆脱债务的困境，最终源自其有限的生产能力。由此可以找到一些瓶颈，如由于落后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导致的农业僵化，缺乏足够的农村基础设施等。在这一落后体制下，人口的增长导致了消费的提高，工资水平的提高引起了更多的粮食、燃料和其他必需品的进口。在最僵化的经济体中，甚至会导致几乎百分之百的进口倾向。这一情形（此时根本不存在乘数）不应作为正常状态被接受。更多的收入也不能刺激产出或达到国际收支账户的平衡，除非现存的瓶颈被化解，社会经济生活通过更小极化和更少负债的方式而被重建。

1. J. M. Keyne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1936）， pp. 120ff. See also Fritz Machlup，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National Income Multiplier （Philadelphia： 1943）， p. 8.

2. Keynes， General Theory， p. 120.

3. Keynes， General Theory， p. 120.

4. Machlup， International Trade， p.207.

5. Machlup， ibid.， p. 209. See also pp， 33， 13.

6. Machlup， ibid.， p. 330. See also p. 76.

7. Machlup， ibid.， p. 33.

8. Machlup， ibid.， pp. 183， 205， and Haberler，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p. 6.

9. Machlup， ibid.， p. 216.

10.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p. 10f.


 第十八章　货币主义的紧缩政策使劳役偿债永久化

二次大战后，世界似乎已经从早先的战争及其资本转移问题中吸取了教训。无论是盟国还是其敌国都没有遇到战后军费和赔款的麻烦。马歇尔计划也是通过直接的资金转移而不是通过贷款来援助欧洲的。在经济学理论领域，凯恩斯主义的收入分析法促使世界各国通过扩张政策而不是紧缩政策来避免战后经济萧条。中央银行积极寻找货币平价机制，而不是像以前在战后所做的那样，将货币贬值，力图使价格下降到战前水平。税收的增加也保持在合理范围，而且尽可能将其加在财产、特定的利息和意外收益之上。当有必要促进充分就业时，政府承诺使用财政赤字开支，而此时货币供给也同样支持这一目标。

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它主要是由各国从战争中产生的旺盛的购买力（战争期间极少的可供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使储蓄得以积累）、大量的熟练工人、有效率的工厂和相对较少的债务而促成的。战后的扩张还得益于由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形成的、由信用资助的支出浪潮。

各国经济在共同的需求增长的基础上相互联结在一起。战后复兴的各工业国家被设想成为为第三世界的原材料提供的市场，而随后欠发达国家收入的大幅增长将支持在自我扩张的过程中购买工业国的出口品（工业国希望如此）。同时，美国带头使用外援作为外交杠杆来阻止20世纪30年代曾经瓦解世界经济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这种国际事务专家的乐观观点假定对原材料和低工资的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将高到足以维持通常的贸易平衡。他们还假定，这些欧洲前殖民地的落后经济制度将在政治独立和自由的刺激下实现现代化。毕竟，这些工业国家的社会改革曾经在非常自然的条件下发生。其中也有斗争，但自由之战还是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中取得了胜利。

然而，欠发达国家是缺乏同样的政治能量和基础结构的，尤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更是如此。其社会变革和技术改造进一步被某些过时的病态制度所阻碍。工业国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已使很多第三世界的劳动者和小资本失去竞争力。在将欧洲前殖民地排除在很多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之外以后，自由贸易阻断了经济发展和政治重组之间的正常反馈过程。这就是为何这些国家在二次大战后被称为“落后”的原因。随后又倨傲地称其为“发展中”国家，好像这些国家正加紧追赶而不是屈服于不发达的现状。

大部分原材料生产国不但未能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工业就业机会，甚至他们所必需的维持生存的粮食增长也停止了。同时，相对来说，几乎没有农民打算像欧洲和美国曾出现的那样，成为城市中的创业者。此时农业也不再为家庭所有和经营的了，而是由大农场主种植制度和极少几个专家来组织。这种以矿产和种植为主的单一结构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和不断累积的外债。

其结果，就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生产力和收入水平的两极分化，而《通论》则没有谈及这个可能的后果。凯恩斯当时的注意力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国内问题，而不是其殖民地或其他欠发达地区。《通论》热衷提及的有关问题是，由国际依赖和结构性国际收支赤字的增加所导致的债务支出的不断增长。

这样，工业国的扩张性收入政策和民主的平等主义是与国际上的不平等齐头并进的。贫穷国家提供原材料的价格并不反映长期的重置成本（对不可再生资源来说）或生态破坏，而低工资产品的价格是如此之低，以致难以使花费在人口教育和其他方面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支出达到足够的水平。这是战后工业国繁荣背后的黑暗的一面。由落后的边缘国提供原材料，而这些国家则已经不能维持其对工业国出口品的需求。其不断扩大的国际收支赤字只能通过外国借款来提供资金，这需要不断增加还本付息的额度才能支付，而从数学上看这个过程是不可持续的，并最终在1982年由于墨西哥的破产而崩溃。

尽管这是欠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问题，但凯恩斯主义却首先是在工业国，特别在深陷越战的美国失去声誉。其主要原因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的需求和与其相关的国际收支赤字，货币主义东山再起。新一代货币主义者保留了凯恩斯主义涉及总收入变量的宏观经济学的观点，但对这些变量的操控却体现了一个下行而不是上行的方向。


 分析国际收支平衡的米德的边际方法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是国际贸易理论界研究如何缩小差别的一个主要人物。一方面，他在当时流行的分析国内经济均衡的有代表性的希克斯－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学术假设限定下，将宏观经济收入变量用于边际调整分析。然而，他却忽略了结构性问题，并强烈反对中央集权制和直接经济控制。他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价格和工资的灵活性（主要指减薪和紧缩）可以在充分就业状态下主要通过货币贬值来平衡国际收支。在米德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一书的第一卷《国际收支平衡》（The Bal‐ance of Payments）（1951）中，他认为：

国际收支的调整一定可以由可变的汇率或灵活的工资率组成的价格调节机制来完成，从而收支平衡可以纳入均衡体系而无须否定经过修正的自由贸易立场。1


当然，如果说贬值的后果是一定会减少外汇收入，这并不是事实。但当贬值发生在对出口品的需求缺乏价格弹性时，或者贬值导致收入下降引起其生产率下滑时，都一定会最终减少出口收入。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曾恰当地对此评论道，米德所讨论的自由贸易状态进一步假定了“政府实行适当的内部控制政策，而没有考虑如果政府不能成功地保持既充分就业又物价稳定的刀锋状态的情形。”2
 这个过于简化的充分就业价格水平假设，使米德得出结论，诸如信贷配给、补贴或相关的社会计划等干预政策都是不必要的。

米德在他的第二卷《贸易和福利》（Trade and Welfare，1955）中运用比较静态的方法综合了凯恩斯主义和边际主义。他认为，仅需轻微调整一下自由贸易体制即可实现世界实际收入的最大化，而无须贸易保护主义或其他中央集权政策。正如他在第一卷中所作的，他把技术生产函数假定为一个独立的无法更改的事实。这一关键假定排除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迄今为止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实现生产率的动态进步。

在假定各国都已实现充分就业并“给定”最优技术的前提下，米德又在严格的限制性假设下论述了最佳关税水平和汇率问题；这一限制性假设是：在收入水平和生产力之间不存在公认的反馈，制度的重建和现代化也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贸易和国内消费都用现金来进行，而不需要以信贷为基础。米德认为，如果由此导致的世界收入分配被认为是不公平的，那么富国可以选择补贴穷国，但不需要帮助其实现现代化，也不应该纵容它们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债务重新谈判。富国最好的选择就是做它们最擅长做的——尽可能多地赚钱——然后与穷国分享这一剩余——在一定程度上舍弃穷人。

米德承认，利用外国援助来补偿由自由贸易而强化的不平等现状，这一想法可能是乌托邦式的，因为现实的国际交往，是在与此相反的各国为自身私利而竞争的制度上运转的。如果工业国真想帮助穷国致富，它们就不该像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华盛顿共识那样，采取如此强硬的国内保护主义和金融民族主义政策。写一本有关政策方面的书或许会更有帮助：该书可以说明工业国在实际上是如何使用贸易保护主义的税收优惠和其他控制手段——包括双边或多边的外国援助——来强化其国际地位，并由此加深国际两极分化。但是，这种实用政治（Realpolitik）
(39)

 显然不是米德的研究对象。

像所有关于均衡的定义一样，约翰逊指出，米德的定义“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这是个“对贸易没有任何控制和限制”的抽象理想。任何积极政策的使用都被冠以“非自然”这一带有价值判断的术语，从而政府通过积极政策稳定收支平衡或汇率的人为政策都会受到鄙视。在他看来，达到收支平衡状态只需调整汇率、价格和一般工资水平，米德使用宏观经济学作为反政府的主张，用以反对产业规划、技术升级。

在大多数情况下（引用哈里·约翰逊的总结），“一个国家必须同时采用某些手段控制其总支出，并使用某些手段（贸易管制下的汇率）控制其国际贸易。……因为每个政策目标都需要一个政策工具。”但是工具是迟钝的、宽泛的，不会立竿见影，正如米德以前所炮制的书中所指出的。他所定义的收支不平衡不仅是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实际需要多少资金（中央银行必须卖出或向外国借入的黄金或外汇），而且包括：

在不采取外汇管制、进口限制或其他政府手段，特别是限制对外国通货需求的情况下，在任何时期内，为了避免汇率贬值而必须准备且能提供的资金总额。

因此，问题变成了如果政府不能做政府应该做的——使用控制和相关的政策工具，那么国际收支赤字将会有多大。

随着问题展开，米德如此构建了这一定义：“只有物价水平或汇率调整才能消除国际收支不均衡——其他消除‘实际’的不均衡的方法都将引起潜在的不均衡。”3
 如果假定政府不能制定政策，那么这个国家的国际收支会是什么情况，沿着这一假定继续推理，就需要更严格的假设，即外国政府也不行使这样的政策。但是这一推理能得出什么结论？在真实世界明显不是如此，美国利用配额来保护其农业，还单方面制定纺织业和其他工业的“有秩序销售协定”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这样推理呢？我们陷入了虚无缥缈的幻境之中，这远离了利己主义外交政策组成的现代对抗性制度下的各国的真实行为。一部声称是论述政策的书，却坚持认为对进口和信贷的直接控制、补贴、特种税和政府的其他特定政策都是不自然的，这是多么奇怪啊
(40)

 。

其结果，就是相当目光短浅的学问。在他的书的数学附录中，米德“表示，他的模型允许28，781，143，379种可能的‘政策组合。’”
(41)

 但是，在这些边际主义政策中没有关于实现生产现代化或完成结构性转型方面的战略！没有政府关于外国债务再谈判战略方面的讨论（例如，它无法在长期不卡住自己脖子的基础上还本付息）。这里仅仅有一个不加掩饰的断言，即政府应该通过贬值（边际意义上的）以赚取外汇来支付（边际意义上的）不断提高的外债水平。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不论其多么落后、不平等、没希望、腐败甚至是自杀式的，除了通过补贴以帮助其维持一定的就业，不应做任何改变。因此，我怀疑米德接近290亿的所有政策组合，仅仅是扔到观察者眼中的大把沙子，而他们本想知道，在面对其大量的支付赤字及潜在的结构性问题时，在这个变化的真实世界里，政府实际上能做什么。

约翰逊曾明智地警告说，“理论家总有强烈的诱惑，去把问题简化到一定程度，而一旦做到这一点，他的结论就根本不能应用于实际问题。因此，米德教授的大部分分析就是根据‘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假定进行的，这一假设……在国际经济学中没有任何实际问题与之对应。”如果生产的商品是四种而不是两种（即每个国家生产一种出口商品和一种国内消费品），结果是，米德模型将是“一系列呆板的决定因素，而得不出任何清晰的结论”
(42)

 。换言之，仅是这样很小程度的现实被引入，它就会变为一堆难以计算的过于精细的数学和几何废物。

米德逻辑推演的基本思路的另一个缺陷在于，他的推导使用的是固定比率的“倾向”，而这个固定比率是由自身导致而不是仅仅被动跟随的。最可疑的固定倾向是外国贷款。这其中的含义（比凯恩斯走的远得多）是一个经济体将其储蓄以一个固定比率出借或投资到国外，或许因为经过多年如此实践，这种行为已成为一种习惯。而实际上，外国投资是一个易变的函数，它取决于国际间相对利率、获利机会、军事和经济不稳定导致的资本外逃、偷税、犯罪活动等等。但米德的高雅分析否认了所有这些丑恶现实的困扰。约翰逊指出，米德“还假定国内支出只受国内利率的影响而与国外利率无关，虽然这两者的差别会影响外国贷款的额度；如下假定似乎更有道理，如果假定居民实际上能够将其储蓄借给国外，那么外国的利率将会影响国内储蓄。”
(43)



我之所以如此长的引用约翰逊的批评，因为他后来成为了一名米德的支持者。之所以如此，因为他认识到米德抓住了最后一根可用来捍卫自由贸易政策的稻草。


 推动货币贬值的亚历山大吸收分析法

当米德在上世纪50年代初建构他的模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西德尼·亚历山大（Sidney Alexander）发展了一套粗糙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以说明贬值是如何通过其对国内收入和支出的影响，治愈国际收支赤字的。从那以后，它就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许多程序和限制条件的基础。这种想法实际是通过减少实际工资和直接投资——即对国内当前产出的“吸收”——同时寄希望于贬值，来释放部分产出用于出口。

这种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借鉴了某些范畴，但其精神却是凯恩斯在德国赔款争论中所否定的货币主义的。凯恩斯将贮藏（hoard‐ing）
(44)

 而不是支出视为繁荣从而直接投资和作为其逻辑扩展的贸易收支的主要威胁，因为后者是一国经济的生产力的函数。而亚历山大的模型力荐贮藏最大化而不是贮藏最小化的政策，借此希望能够最小化工资和消费。他的目标不是充分就业。实际上，他也表明他的模型仅当存在大量失业时才能奏效。

这一吸收模型把一国的净贸易收支差额（B）定义为一个余差函数，等于该国生产的全部商品和劳务（Y）与在国内市场实现的价值之差。后者就是“吸收项”（A），等于消费加投资（C＋I），其中投资的定义中包括存货。马克卢普曾指出，政府部门（G）也应当被视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于是C＋I＋G＝A。然而，当政府出现预算盈余时这一项为负值，也可将其称为贮藏（H）。在每种情形中，政府预算都仅作为一个净项出现。这时，紧缩政策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贬值通过减少国内吸收而提高贮藏（即Y－A）的趋势。

这一方法让人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俄林－鲁伊夫的货币主义。用货币主义的术语来说，解决预算问题就是解决转移支付问题。国内收入的降低减少了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从而为出口腾出了一个等值的产出。通过吸收购买力，政府部门应该可以将这部分产出变为出口。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种做法有一个致命的假设，即产出不受收入下降的影响，而且对贸易条件也没有负面影响。工资和利润的下降不应该使联邦预算出现赤字，其理由是支出被缩减的同时税收会提高。在国内经济紧缩而不是扩张的背景下，预算盈余将取代直接投资成为主要变量。

尽管这一主张宣称减少国内需求可以“释放”更多的商品用来出口，但实践的结果却是经济萎缩。正如亚历山大所指出的：“若货币贬值会影响对外收支差额，它只有两种渠道可以实现这一目标：（1）它能够导致该国商品和劳务生产的改变，”特别是将一些为国内市场生产的产品转向出口，因为出口可以使以国内货币计算的产品更有利可图；或“（2）贬值可以改变与任何给定实际收入水平相联系的实际吸收量，
(45)

 ”这是通过贬值可以减少就业和投资，同时使进口资本品更加昂贵来实现的。可以肯定的是，货币贬值不能更充分或更好地利用资源，因为它阻碍了国内投资。其纠正国际贸易收支赤字的功效，仅是通过短期价格和收入的影响发挥作用的，而这是以长期出口和进口替代能力为代价的。

和米德一样，亚历山大的分析也把贬值描绘成在不使用为自由贸易论者所憎恨的直接控制的情况下减少对外汇需求的途径。这种控制之所以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都假设不会发生自主的资本流动——即不会发生由持续贬值导致的资本外逃。然而，这正是在实践中发生的。正如马克卢普所评论的：“这些限制条件使问题的表达完全远离了某些非常现实的条件。”4


根据吸收理论的主张，在伴随着长期贬值的紧缩条件下，即使总产出通常会下降，但购买力会下降得更快，从而可以让更多的产出用于出口。“只要进口需求不是完全无弹性”，也就是说，进口数量不是与收入和价格水平完全无关，“购买进口品的数量会下降。”贬值使进口变得更加昂贵，也使总收入减少了。
(46)

 劳动和资本都被从国内部门（其价格相对便宜且在正在下降）转移到出口部门，而出口部门的价格正在上升，从而获利动机也在提高，至少要到国内生产率的下降能够反应收入下降为止。

紧缩模型没有认识到这种生产效率的负作用。但是，似乎更明显的是，收入下降会阻碍国家将资本投入到其农业和工业中。这将加重其长期的进口依赖性，即使随着生产被转移到出口市场，贸易收支会出现一个暂时的改善。

除了忽视贬值和紧缩的反投资效应之外，吸收模型还忽视了一些社会因素，例如由于罢工和被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暴动（IMF riots）所引发的破坏。由于个人和企业将自己的储蓄以硬通货的形式转移到国外，从而引发了资本外逃。于是，亚历山大作为目标的贮藏往往会导致国际贸易收支差额的枯竭而不是改善。然而，他从模型中排除了这一现象。


 现金余额效应

为了减少国内所吸收的产出，就必须提高储蓄倾向，但这不能采取资本外逃的形式。（这本身需要资本管制和警觉的联邦警察系统，而这两者都是有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理念的。）目标是鼓励贮藏，而不是不贮藏。而这在实践中是难以难做到，因为贬值的通货膨胀效应降低了“储蓄的未来价值，从而也就降低了对储蓄的激励”。
(47)

 如果将储蓄用于购买消费品，那么，对进口品需求增加的同时，经济中可供出口的商品将更少了。

亚历山大认为，如果人们的目的不是维持其消费水平，而是要保持某一给定的以现金余额形式持有的购买力（仅指在本国范围内，而不包括国外），那么，他们将不得不提高其储蓄率以应对贬值后实际收入的下降。

如果货币供给是刚性的，同时，货币持有人希望在某一实际价值水平上持有现金，那么，随着价格的上涨，他们必须积累更多的现金。这就需要他们相对于他们的实际收入而减少其实际开支……当然，这要求银行系统或政府没有创造出更多的货币，也排除了大量的商品或服务销往海外从而国内货币供给增加的情况。5


如果储蓄者（包括企业）想维持其储蓄帐户和现金余额具有同样的购买力，通过降低银行存款的购买力，货币贬值将迫使他们存入更多的收入。高储蓄将迫使他们减少当前的消费（或投资）。但与亚历山大设想的相反，其后的实证研究却证实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1957年的《消费函数论》（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所做的推断：随着通胀的提升，人们将减少储蓄而转向商品——通常是小型便携的贵重物品，如黄金或豪华车——以作为抵抗通胀的手段。因此，亚历山大在这个不可靠的基础上提出了他所谓的贬值的“现金余额效应”（通常被称为间接效应），其假设货币贬值会先使进口价格提高，进而国内价格整体提高，这会提高S／Y而不是C／Y。

现实是，在通胀条件下，很少有人会选择增加其现金余额以保持恒定的流动购买力。弗里德曼、菲利普·卡甘（Philip Cagan）和其他货币主义者已经研究了人们是如何降低收入中以现金余额形式持有的比例的。随着通货膨胀加剧，货币的流通速度会加快。储蓄者会放弃现金余额和资本市场的工具，转而投入商品市场，或者持有国外硬通货以使其保值，也有人将其储蓄转换为具有国际购买力的“硬资产”，如精美艺术品、黄金、外国汽车及其他类似物品。其中最典型的反应是投资者将其资金转移到工业化国家的资本市场，这些国家的证券价格或其他资产价格正在上升。然而，亚历山大却不加掩饰地指出：“这里应排除资本流动的可能；如果允许资本流动，现金余额效应可能被改变或被消除。”6
 但资本外逃已成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后苏联经济体的国际收支中压倒一切的因素。如果承认这一现实，将妨碍亚历山大得到他所期望的自由放任的结论。通过忽视流向债权国的资本外逃，他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强加了一个盲点，这一盲点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客户来说是致命的。长期处于货币贬值状态国家的贮藏不构成直接生产性资产，从而也不能为其带来新的财富。

亚历山大指出，通过卖出证券来增加持有的现金，将会压低它们的价格，从而推高利率。当其他情况保持不变时，这是正确的，但其影响几乎可以被忽略，这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率已经主要变成应对长期处于危机条件下国际收支问题的央行政策的一个功能。1990年，阿根廷和巴西的年利率都超过40%（以美元计），墨西哥的年利率超过20%。正是这些高利率压低了债务国的股票和债券价格，使其变为金融附庸国——不仅是对于硬通货国的债权人是如此，对于他们自己的在海外经营离岸银行业务的金融精英来说，也是如此。

亚历山大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当高利率吸引国外的短期资本来平衡其国际收支时，它们就破坏了国内经济的稳定性，并通过阻碍新的直接投资使国际依赖情况恶化。正如马克卢普所指出的：“低价位的资产及债券的供给将吸引外国买家，这将是大有裨益的事情［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但是，我们在分析时必须排除任何自主的资本流动。”无论如何，外资的流入，必然导致它们会在未来带着利润回流，从而只是延时恶化国际收支而已。同时，银行还被排除在购买这些证券之列，“因为我们已经排除了额外的信贷创造。”7


如果本地居民和企业积蓄自己的资金或在市场上购买被抛售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那么，这些行为将优先于从事新的直接投资。这应该通过减少国内吸收对问题有所帮助：但如何寄希望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行为能够改善贸易平衡呢？没有投资来购买新设备和雇用新员工，如何进行现代化并使经济体生产更多的出口或进口替代品？看来，这是短期的勉强度日，但会造成长期的损害。资本外逃（亚历山大将其排除在分析之外）和减少投资（他也赞同这一点，好像它是有益而不是有害的）使贬值有正向效应的观点看起来值得怀疑，实际上很可能是反效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似乎是剥夺债务国的资产来支付给外国债券持有人、银行及其他债权人，而不是帮助贫穷的债务国。


 工资滞后如何侵蚀生活水平

相对于假定所有价格同步变化的简单的货币主义（弗里德曼）的观点，亚历山大则侧重于分析工资支付滞后于一般通胀率，从而挤压消费的长期趋势。

作为贬值的结果，工资对价格的滞后可能有较长时间，利润可能因工资的损失而获益。……税收，至少在先进国家，当价格水平较高时，可能被认为占给定的实际收入的一大部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使收入从具有较高边际吸收［即花费］倾向的人群转移到具有较低边际吸收倾向的人群，国际结算平衡将因贬值而得到改善。
(48)



国际结算平衡确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关注的全部。货币贬值及其产生的通货膨胀应该造成收入再分配，从工薪阶层和固定收入（以本国货币持有）的接收者转向利润占有者（雇主），尤其是转向持有硬通货的债权人，也就是说，“主要受益的是富人、节欲者……而不是领固定工资的工人和养老金领取者。”8
 这既不会增加投资，也不会促使政府利用他们增加的税收收入来进口更多的武器、食品或其他基础设施投资品。随着工薪阶层实际收入的下降，特别是同时政府用于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补贴还在缩减，其最主要的影响即会发生。

这一分析思路早在19世纪初就存在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些经济史学家已经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关注，他们通过约翰·巴顿（John Barton）于1817年对外贸在价格、工资和利润演变中扮演角色的分析，探索了康替龙对经济活动进行两部门分析（two－sector analysis）的起源。康替龙发现，在实业部门和消费部门（business and consumer sectors）有着不同的通货膨胀率。巴顿准确地指出为什么雇主喜欢通常伴随货币贬值的物价上涨过程，他将其主要原因归究于通胀可能提高投资的利润：

在过去五、六十年间，不仅在英格兰，而且在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发生了人口显著增长的现象，其最可能的原因是美洲矿藏产能的提高。贵金属的日益丰裕导致商品价格提高的幅度远比劳动者工资要大；这抑制了工人讨价还价的空间，同时增加了雇主们的收益，这些人因此有诱惑扩大其流动资本以最大化其生产能力，同时尽其所能地雇用尽可能多的工人；——并且已经看出，这正是最有利于人口增加的状态。随后的一些经济学家在不经意间也已经指出了货币价值的下降降低了工人的报酬。9


表18.1　贬值和紧缩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image:  ]


[image:  ]


这部分内容显示了利润扩张与收入或工资提升之间的区别（后来凯恩斯强调的）。正如马克思所详细阐述的贸易收支差额的货币影响（以及随后的黄金流入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

工资的增长与商品价格的上升不是同比例的；因此，（实际）工资的下降和随之而来的相对剩余劳动及作为结果的利润率的提高，不是因为劳动者变得更有效率，而是因为绝对工资一直在下降，也就是说，给予劳动者的全部生活资料在下降；总之，是因为劳动者的处境已经恶化了。在这些国家，工人实际上对其雇主来说已经变得更有效率了。
(49)



除了利润，亚历山大还会说到更有益处的贸易盈余。但在巴顿所处的时代，资本外逃这类现代现象还没有出现。

总之，工资水平的降低应该会释放出等值的产出以供出口，或通过工资总额的削减（企业根据贬值造成的损失而做出调整）而提高利润来刺激直接投资。相比之下，正如第九章已阐述过的，高工资经济的原理认为高工资是实现高生产率的先决条件，而低工资是与低生产率和经济衰退相联系的。其结果是资本外逃和外汇债务状况的恶化。


 货币错觉

亚历山大承认，货币贬值的收入转移效应需要持续的贬值。也就是说，这取决于“价格不断上涨的动态运动而非高价格。”问题在于这能否开启消费者和企业的预期，以及工人被货币错觉所愚弄的意愿（当他们专注于名义工资，而不考虑工资的实际购买力时）。“一个微小的贬值都可以利用货币错觉，或者给予工资惯性一个动态的扰动，或者导致税率的调整，等等。”10
 只要人们被错觉所迷惑，他们就不会参与罢工或暴乱，而这些行为则会通过资源闲置而破坏贸易平衡。

但是，对于注重实际的贸易分析家来说，从根本上改善贸易收支的唯一途径是过度贬值，这是不言而喻的。改变贸易方式并赢得新市场都必须要经过数量的大幅提升。这就是为何美国在1933年将美元贬值近40%的原因——这已经不是一个很小的量了。


 贬值的资源重配和投资效应

货币贬值对吸收的直接效应可以被界定为将国内吸收转为出口产品或进口替代品。马克卢普指出，这种转换“将主要取决于经济如何对价格激励做出反应”，也取决于其劳动和资本流动性和灵活性。11
 但正像前面所指出的，为了将资源转移到出口生产，某些重组是必要的。对于第三世界经济体而言更是如此，其出口部门远比其国内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资本更加密集。政府建立出口基础设施的努力可能是必需的——但这样做难以有国内预算盈余的希望。此外，从国内工业部门被迫转移的劳动可能无法立即在出口部门找到工作。这种资源和新投资的闲置至少在短期内会削弱贸易平衡——对于一个在任何情况下时间框架只都是短期的理论来说，这很可能是致命的缺陷。

如果经济重组所需的资本品必须通过进口得到，那么贸易收支将会恶化。马克卢普指出，这种贬值带来的“投资的高成本效应”，即“进口投资品的成本增加可能造成对投资者积极性的压抑。……一旦汇率被调整，在汇率贬值前对节约劳动还是非常有益的机械进口投资，相对于国内劳动来说就变得过于昂贵了。”12
 从而，贬值阻碍了技术的现代化。它常常涉及把资源和公共企业的所有权出售给外国人，这就为未来数年向国外转移利润、利息以及其他费用搭建了舞台。

货币贬值的影响，就像重商主义学说中货币膨胀的影响一样，可以归结为“闲置资源效应”（idle resources effect）。通过使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变得更便宜，贬值理应会刺激出口部门和（可能的）生产进口替代品部门的就业。而现实情况是，它通过降低实际收入减少了需求，缩小的市场，并造成了国内部门的失业。如果这些人可以领取失业保险或其他转移支付，那么吸收下降的幅度就不会和产出下降的一样大，因此，贸易收支状况将会恶化。即便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认为，失业是使吸收的方法生效的最适当的状态。其逻辑是，只要充分就业条件依然存在，资源就不可能转移到出口部门。亚历山大的结论是，劳动充分就业的国家更应该选择货币和信贷紧缩来使其货币贬值，将其作为改善其贸易收支的一种手段。


 贬值对外债负担的负面影响

贬值迫使借入外币的政府和私人企业要用更多的本地收入来偿还这些债务。在1978至1979年之间，当加元汇率从1加元兑1.06美元下跌至0.86美元时，其用来偿还外债（主要是美元、德国马克、瑞士法郎和日元）的本国货币成本相应提高了。国家和省级政府的借款人必须增加税收，以支付更高的偿债成本，或者是减少在其他方面（如发展基础设施）的开支。

较高的税收在减少私营部门的购买力的同时，也提升了国内的成本构成。由此产生的成本上升的压力预示着将推动边缘性企业走向破产，同时导致其注销资本
(50)

 。这样，债务国被剥夺了提升其长期资本形成的能力。

同时，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和被削弱的资本形成也与紧缩计划存在不稳定的联系。前面提到的罢工和政治动乱，再加上由于犯罪和城市衰败而增加的成本，还有对投资环境通常的损害，都导致了产出减少。政府实施这种“稳定”计划往往只能够通过暂缓民主进程和无视议会民主制度而保住权力。随着政治局势的两极化，经济结构也变得僵化了。作为外债困境的一个后果，阶级斗争又在企业中再现，并被强加到国际的边缘地区。


 预算盈余会产生1：1的贸易改进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对货币主义的紧缩模型的批评集中在他们的无端假设，即他们认为，通过最大限度的国内强制紧缩所增加的出口或减少的进口，可以改善贸易收支。吸收分析法假定，所有的收入减少要么会减少进口，要么会在百分之百的基础上释放出相应产出的价值用于出口，而不是将在进口品上的支出看作收入的一个或多或少的固定结构比例（进口倾向在3%－25%之间，其中美国为3%，欧洲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为25%）。这相当于假设进口的边际倾向为1：1（即为1）。

同样，它代表着向20世纪20年代俄林和鲁伊夫理论的回归。像这些人的理论一样，它否认某些联系的存在，例如，为了生产工业产品出口需要进口原材料、甚至是为生产更多的原材料出口而进口资本设备。它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经济体为了赢得更多的国外市场，其出口价格可能必须要下降。如果贸易条件恶化，那么，由国内资源转移到出口生产而赚取的外汇就会变少，甚至小于降低了的国内收入。

无论是通过出口量提高到足够程度，还是通过进口量降低到足够程度，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取决于：（1）需求的相对弹性。（2）收入的下降所压低的对农业和工业新投资的程度。收入下降会抑制对农业和工业的新的直接投资，并使之低于维持货币贬值国的人口增长并保持其与其他经济体相竞争的生产能力所需要的速率。如果该国陷入了国际依附——也就是说，如果其贸易缺乏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并且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紧缩计划又剥夺了其使自己生产能力现代化跟上世界速度所必要的资源和激励，那么，紧缩将加剧其国际依附，损害其国际收支状况，并加剧其资本外逃。


 吸收分析法的其他缺陷

凯恩斯希望货币贬值可以扩张经济，并通过由较高的出口销售产生的乘数过程刺激就业。与之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动机是削减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国内需求。收入的不断减少将造成再分配，使其从国内部门转移到出口部门，从雇员转移到雇主。实际发生的这种投资将集中于生产出口品而非满足国内需求。对于实施这种货币贬值的第三世界债务经济体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互相竞争的损人利己的政策，因为它们的主要出口产品是用世界货币（美元或英镑）来定价的原材料和不具竞争力的低工资产品。

一旦这种有着特定含义的出口品竞争实际上是与工业化国家的工业进行的，那么，前者就容易被报复。这就是美国在应对20世纪80年代巴西的出口时所做的。当时，巴西试图通过提升其出口来谋求偿还其接近不可控制的外债规模，在1983年，其取得了对美国的2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它宣称希望在1984年提高这一数额，将其作为偿还外债所必需的90亿美元全球贸易盈余计划的一部分。但美国政府对巴西提出了反倾销指控，对巴西出口的酒精、纺织品、汽车零部件、鞋类和烟草做出了种种限制。13
 巴西成为第三世界主要糖出口国中唯一遭受到美国进口关税限制的国家。美国的反倾销声明责成巴西要对其钢铁征收27%的出口税，从而削弱了其货币贬值而形成的名义优势。然而，学术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贬值模型仅仅局限于关注那些承受紧缩计划的国家，并没有顾及诸如此类的国外反应。而通常的反应是，出口价格战往往爆发于债务国的产品之间，这有利于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业国。

尽管第三世界国家需要建造更多的国内基础设施，以实现经济现代化，仍需要一定的政府税收盈余。但是，这不会扩宽其经济基础以实现自力更生，而是推动债务国成为单一的原材料出口国。由于阻止与出口贸易无关的新的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缩小国内市场并加剧了资本外逃，财政盈余导致了高失业率；如果这些问题出在工业国中，这将导致长期的预算赤字并引发通货膨胀。由于信用缺失、税收提高和政府补贴的减少，经济发展受到了遏制，紧缩计划最终使债务国更加依赖于出口。

总结以上评述，吸收分析公式忽略了大范围的在实际中决定国际经济行为的因素。他们选择了几个假想的关系——大部分是不现实的——而忽略了会损害贸易收支的制度上的僵化，如未能进行土地改革或未能提高劳动质量和生产率等因素。最后，还需补充的是，这种模型忽视了低工资水平与人口高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


 吸收分析法滑向货币主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重新崛起的货币主义通过将收入和生产函数描述为作为特征的本质上的货币，从而吸收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开始实施，其精髓一直就是除非央行强制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否则其贸易收支不能得到改善，而这更适宜与联邦预算盈余协力实施。
(51)



尽管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和乘数理论描述了如何通过扩大收入和投资来实现充分就业，然而货币主义的目标却是通过缩小货币供应量来达到平衡。货币主义的提倡者最感兴趣的现象不是充分就业和经济现代化，而是物价稳定和足以支付外国债权人的国际收支平衡。外债还本付息和趋于流入债权国的基本资本外逃，是由紧缩开支而不是通过不断提高收入和生产水平来维持的。

亚历山大补充道，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如果人们为了维持一个固定的、顺畅的购买力而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增加储蓄，这将使银行体系增加贷款。根据银行部分准备金原则，这将对储蓄增长产生一个乘数效应（假设无漏出的情况）。为了不抵消由贬值引发的“有利的”收入下降，他建议央行应冻结任何这种集中的现金余额。这使人想起了俄林和鲁伊夫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德国不得从国外借款的建议，其理由是，这将抵消其赔款转移的正面的通货紧缩效应。这类紧缩的货币政策的问题在于，不断上升的利率提高了资本成本，从而减少投资和潜在产出。

只要贸易理论停留在仅对短期调整方面进行描述，它似乎就没有必要进行赤字下的生产要素的研究。一切都取决于货币政策。正如马克卢普所认识到的：“除非有关于货币和信贷供给以及政府财政政策方面的确切的说明，否则不应对贬值的影响作任何评论。”14
 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世界贸易的僵化和缺乏弹性，事先也无法知道货币贬值应达到怎样的严重程度。

在将亚历山大的吸收公式转换成货币主义模式的过程中，哈里·约翰逊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性人物。他主张要抛弃“不均衡的初始原因”，以便“可以遵循最适当的补救政策的类型”；他试图通过指出国际收支可被视为等同于“居民总收入和总支出之间的差额”，来“阐明国际收支失衡的货币方面的问题”。15
 但是，他并没有区分收支赤字背后的长期原因和这些赤字的以提供金融支持为形式的货币的前提条件。因此，相对于调整生产，他更偏好于需求管理。相对于通过土地改革、反腐败运动或更好的教育并提升劳动力素质，从而提高生产率的长期政策，他更欢迎紧缩货币供给的政策。

约翰逊坚持认为“国际收支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货币现象。……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论点，但常被人们所忽视”16
 ；因而，他把生产的作用排除在考虑之外。他认为，进口与出口之间的转移仅是购买力变化的结果。“很明显，国际收支问题在本质上是货币问题，它从根本上是与银行体系有能力创造信贷的事实相关的。”17
 因此，国际收支赤字的货币层面被看作是最根本的原因，这就需要一个纯粹的货币和金融治疗方案——这最终使病人因流血而死亡。

货币主义假设，如果货币供应量可以保持足够的紧缩，价格就会下降。从本质上说，芝加哥学派的“货币最重要”口号意味着可以通过使用货币作为金融约束而达到效果。的确，你不可能“推动一根绳子前进”（push on a string），并指望货币扩张能自动地刺激生产。但是，货币当局可以“推动”一根绳子，来降低收入和价格水平。因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央计划制定者的领导下，在政府命令的强制下，我们又回到了具有宏观外表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

甚至在约翰逊出版了他的国际收支分析之前，就有人试图阻止这类过份自信的货币主义。马克卢普警告说，仅仅抱住货币方面问题可能只会加剧生产方面的问题：

如果……吸收减少导致就业的净下降（而不是所需的资源转移），连续的继发性支出下降将依照吸收倾向进一步降低消费和投资；如果一直不发生资源转移，至少对进口品的购买将减少，其对贸易收支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不用说，任何政府都不希望这种形式的贸易收支的改善，但仅当它能够发生时提起它才是恰当的18
 。
(52)



这恰恰是货币主义在第三世界推行紧缩计划的后果。


 小结：眼见为实

一般均衡分析的假设根本不会有政策，一个自由放任的世界只是受惯性驱使。货币主义者的版本认为，除了有关货币供给的政策决定外，只有自动反应才与纯“经济”的性质相一致。这一理论如今已被广泛地认为是过时的，并且，从一开始就不是很切题。如今，央行的焦点集中在利率上，同时致力于通过放松金融管制，以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借此将收入从雇员转到食利者手中。后者被委婉地称为“财富持有人”，因此，这一过程可被称为“财富创造”，而不是劳役偿债的过程。

凯恩斯想要使债权人的利益服从于充分就业和直接投资的目标。货币主义者则把经济发展和繁荣供奉到国际债务的祭坛。凯恩斯不否认在一定程度上收入的增长会变成通货膨胀，这将最终削弱社会债务的购买力，但他认为这些债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经济的累赘。而货币主义者则把始终保持国内和国际债务放在至少是稳定（最好是提高）购买力之上。这使它成为与债务经济体相对应的银行和金融部门以及债权国的经济教义。投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放在履行了债务遗产对社会财富和收入的索取之后——它的真实含义，是利用过去的“死亡之手”（抵押借款的利息）施压于现在。

这些金融债权往往以复利形式增长，也就是说，其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利润和创造经济剩余的速率。从而货币主义的核心精神是，甚至以大规模失业、放弃发展和强加的经济瘫痪和政治专制为代价，维护以往的金融财产分配的特权。

宏观经济的以收入为导向的分析方法与货币主义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忽视了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提高生产率及相应的工资水平的需求。这两种方法都将现有的技术、金融、社会和政治环境作为自然的既定事实加以接受。因此，它们成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当货币主义坚持认为减少收入可以矫正收支赤字时，它实际是假定这将降低生产成本和／或释放昔日的由国内消费的产出（理发、食品杂货等）以出口。它们不是把劳动和企业视为受制于现代化的生产投入，而是只将其看作需求来源，作为收入的接受者，这些人的生产率不会受到收入水平下降的不利影响，而继续像原来一样地工作。

货币主义竭力鼓吹紧缩，而不是扩张，认为通往稳定和财富之路就是一条承受购买力收缩和国内市场退化的道路——同时，指责试图进行金融管制或限制的政府计划铺就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货币主义的劳役偿债的问题是，削减工资有赖于通过充分的失业来压低对劳动的总需求。这就浪费了资源，而不是更好地利用人口和资本。所创造的贸易顺差需要足以支付一个国家呈指数增长的外债和资本外逃。国际收支的“平衡”被认为是可以通过以劳动市场的长期贫困为代价来实现的。工资水平下降被假定为可以相应地削减成本，而没有认识到有着不利生产率发展的反馈。

中世纪的医生为病人放血，他们以为这能帮助病人恢复到健康的平衡状态。而实际上这会使他们更加虚弱。今天，我们把这些医生看作本意善良的傻瓜。然而，至少在中世纪，病人并没有被强迫去看这样的医生。但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从业者（practitioners，尤指医师），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对于强制实施的货币主义的紧缩计划找不到任何借口，因为在英国19世纪初的金本位之争、德国20世纪20年代的赔款辩论和在最近半个世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劝告所造成的贫困和依赖中，这些计划背后所依据的同一假设早就被否定了。只有经过经济思想史上最严格的过滤审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主义模型才被保留下来，这就使这一机构更接近于中世纪的天主教审判异教徒的宗教法庭而不是治病救人的医院。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债务国达到了这一种状况，即在扣除了以外币计算的出口生产成本，以及外国直接投资者已经留在国外的利润后，债务国的还本付息已经达到吸干其所有的净出口收益的程度。债务削减始于1989年墨西哥的布莱迪计划（Brady Plan，即放缓还贷计划），随后又有1990年的委内瑞拉，这只是初步承认依靠这些国家出口走出债务泥潭几乎是不现实的奢望。这些国家遭受几十年紧缩计划的支配，牺牲了长期增长的希望。紧缩所带来的高利率和信贷约束，不允许技术在宽松的金融支持的基础上得到经济应用（资本成本高，并且受到国内市场限制），这与最正统的贸易理论所关注的直接生产和运营成本截然不同。本书的结束章将转向这一问题，自18世纪以来，就很少有人分析这一问题了。

现在，已完成了对正统经济学关于国际间的分化与趋同的“实体”和金融方面的评论。第二部分强调了贸易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展示了落后国家往往是如何在低工资综合症下趋于经济崩溃的，而不是经历一个工资不断上涨与技术现代化之间的正常反馈过程。第三部分阐述了国际金融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展示了这些陷入外债泥潭的国家是如何以牺牲自己在国内市场的直接投资为代价，来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而维持高利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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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 K. Fieldhouse， “Imperialism： A Historiographic Revis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 （1961）， p. 199， quoting Ragnar Nurkse， Patterns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 （Stockholm： 1959）， p. 19， and referring to Hobson， Imperialism， pp. 23， 369， 32－39， 67 and 78.乔治·佩施（George Paish），在《大不列颠的海外投资》一书中（载皇家统计协会期刊，1911年第LXXIV卷，第186页），公布了有关统计资料，显示英国的大部分投资（引用菲尔德豪斯的总结）集中在美国（6.88亿英镑），以下是“南美洲（5.87亿英镑），加拿大（3.82亿万英镑），澳大利亚（3.80亿英镑），印度和斯里兰卡（3.65亿英镑），南非（3.51亿英镑）。相比而言，西非仅有（0.29亿英镑），马来西亚（0.22亿英镑），剩余部分英国占据（0.33亿英镑）……从那时起，英国发现因为迫切需要新领地去投资必须要得到版图，保持现状是不现实的”。


(6)
 译注：皮萨罗·弗朗西斯科：约1478～1541年，西班牙征服者；他打败了印加帝国，并于1533年在库斯科建立了傀儡君主国，1535年在利马建立了他自己的都城，在那里遭到暗杀。


(7)
 译注：西班牙、葡萄牙的议会、国会。


(8)
 世界银行前行长A. W. 克劳森（A. W. Clausen）于1984年1月25日发言指出（载于1984年1月26日的《纽约时报》）：“1982年（由第三世界国家向世界其余地区）的净流入是70亿美元，这一数字在1983年扩大到210亿美元。”与此同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私人部门的直接投资由1981年的140亿美元下降到1982年的130亿美元和1983年的100亿美元。总体来说，第三世界的外债由1983年的8亿1千万美元以每年33%的速度上升。到1989年已达到1.3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利息部分积累产生的。


(9)
 美国的对外援助对国际收支平衡净影响的季度统计数据都可以在商业部的《当今工商业概览》（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中美国国际收支报告的表5中找到。我曾经在以下书稿中讨论过美国对外援助通过国际收支吸干第三世界的经济：《超级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战略（1972）》（Super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 Strategy of American Empire），《援助的秘密（1971）》（The Myth of Aid），和《美国国际业务的支付流分析：1960－1968》（A Payments－Flow Analysis of U.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1960－1968，New York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e Bulletin， Nos. 61－63，March 1970）.


(10)
 自由贸易者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在《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New York： 1927（， pp. 339－340）一书中承认李嘉图主义的意见：“无论是对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金融动荡只有微弱的持久重要性；价格上涨的唯一重要后果是一套新的计数器投入使用。”


(11)
 译注：相当于英国旧制两先令六便士。


(12)
 Haberler，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 60.但是，哈勃勒一直坚持“两者的变动之间有函数关系，使彼此都受同一个原因的影响，这就是货币数量的增加，而后者又受预算赤字的影响。”


(13)
 新一轮的导火线来自李嘉图在《纪事晨报》1809年9月的一系列通信，随后他在1810年出版了一本关于《黄金的高价—一个纸币贬值的证明》的小册子。议会于1810年6月8日发表了由弗朗西斯·霍纳、威廉姆斯·哈斯基森和亨利·桑顿（Francis Horner， William Huskis‐son and Henry Thornton）撰写的《黄金报告》，他们已经开始认为纸货币超发已成为经济稳定的相比来自国际收支的压力和他们在1802年的《大不列颠的纸币信用》所强调其它非货币因素更迫切的威胁。桑顿无论是在《黄金报告》中还是在针对这个报告的议会辩论（发生在1811年，报告出版一年以后）期间的演讲中，他都强调，价格水平和汇率都由自主的国际收支函数决定，就和货币供应量增加一样。 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的《1797—1821年的纸币》，（伦敦：1919年版），重印于《黄金报告》。查尔斯·瑞斯特（Charles Rist），《货币和信贷理论史，从约翰·劳至今》（伦敦：1940年版），和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纽约：1954年）的第7章，提供出色的背景材料和当时争论的前因后果的一个概要。


(14)
 《金块报告》的第52页指出：“当通货完全由贵金属充当，或者纸币可以随意换成贵金属，商业的自然过程，通过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建立汇率关系，会根据由矿藏供给世界市场的贵金属来调整每个特定国家的流通媒介与实际状况的比例。”


(15)
 李嘉图确实承认马尔萨斯的如下观点：“我的意思并不是坚决主张汇率的剧烈波动状态（就像要把一笔补助授予外国政权所引发的那样），是与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有关的通货价值的准确尺度”。但是，英国对外币的需求将“借助于交换赋予的津贴而产生推动商品出口的效果”。换言之，资本转移将在某种程度上削弱英国的进出口交换率，但这种转变将有利于保持均衡。（July 17， 1811， in Works， VI： Letters： 1810－1815 ［Cambridge： 1952］， p. 39，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Letters）


(16)
 在范西塔特的第4条方案中，介绍了对弗朗西斯·霍纳相应方案的答复（重印于《金块报告》）。范西塔特引用了“由威廉三世国王和安妮女王发动的七年战争、美国战争，以及在1795年和1796年期间的战争和粮食短缺。”


(17)
 李嘉图：《金块的高价》，第106页（Ricardo， 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pp. 106f. ）。今天的货币主义者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在论证下述观点时引述李嘉图的权威：国际收支逆差可以通过个收入转移机制解决，而完全不需要任何黄金或外汇用于转移支付！俄林在《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l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p. 403f.）中指出，李嘉图是在那些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中唯一“从未接受在补贴和粮食欠收条件下的主流价格水平变化机制，而试图证明会有一个更加自动和平滑的调整发生的人。尽管他对问题的理解还不清晰，也提出了一些站不住脚的命题，但看起来他似乎已经考虑到需求方面可能会减少对黄金流动和价格水平变化的要求。”


(18)
 马尔萨斯在《不定期论文》（Malthus，Occasional Papers， pp. 95， 98.）中指出，这一论证思路使人不禁想起约翰·劳的一个观点，他在《货币和贸易思考》（Glasgow：1750， p. 167）中认为，如果把钱作为 “真实票据”即商业票据的抵付而借出，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M／O会保持不变（较高的货币对应于并引发更多的产出）。马尔萨斯指出：


(19)
 瑞斯特对后者特别关注，并指出一个国家可能使他的币值固定在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以吸引黄金，就如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Rist， ibid.， pp. 163， 165.


(20)
 瑞斯特在总结图克的立场时指出：“价格上涨影响并非如李嘉图所想象的那样，仅通过一个渠道单独产生作用，而是通过两个不同的渠道——由于投入流通领域的纸币量的连续增加而引起的国内对商品需求的扩大，还有因在外汇市场上的纸币贬值引起的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后者可能源于和货币数量无关的很多原因。”Rist， Monetary and Credit Theory， pp. 189， 191， 243 Rist， ibid.， p. 162.


(21)
 关于英国取消它的战时贷款的意愿，参见J. H. Clapham， “Loans and Subsi‐dies in Time of War，” Economic Journal， XXVII （1917）， pp. 495－501.关于法国如何支付这些赔款的描述，参见Otto Wolff， Ouvrard： Speculator of Genius，1770－1846 （New York： 1962）， pp. 133－46.


(22)
 译注：葡萄牙的货币单位。


(23)
 译注：爱尔兰共和国西南部的一个省。


(24)
 译注：原爱尔兰一省，位于爱尔兰岛北部，现分属北爱尔兰。


(25)
 1825年，英国下议院曾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讨论在外地主花费问题。参见Leslie Fos‐te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Commercial Exchanges， and more particu‐larly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04），pp. 23－46， excerpted in John Ramsay McCulloch，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5）， pp. 171－72.


(26)
 译注：参见本书第十三章对货币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比较。


(27)
 美国商务部：“1922年的美国国际收支平衡”（“The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922”），第22页。关于“提升和减损”法则提出背景的进一步细节，参见赫德森：《美国国际业务的金融支付流分析：1960－1968》的附录A（“A Finan‐cial Payments－Flow Analysis of U.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1960－1968”），纽约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研究简报，第61－63期，1970年3月。 毫不奇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对此有不同看法。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爱荷华州的国会议员约翰·A.卡森（John A. Kasson）观察到，一国的资本帐户余额（包括黄金的货币转移）等于其贸易项目的余额，从而它也是一国关税政策的函数。在他的由美国钢铁联合会出版（Tariff Tract No. 3 ［1884］， p. 7）的“自由贸易不是万能的国际法”（“Free Trade not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Almighty”）一文中，他评论道：“如果说货币不是真实的财富，那么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强有力的生产财富的工具。”他描述道： 我们与外国的贸易差额的变化……已经使我们中断向外国支付利息，使我们的储蓄银行的资金和储户的信用额度膨胀，使我们能够恢复铸币的支付，使我们将政府和个人贷款利息降到已知的本国历史的最低点……使我们的资本如此充足，以至于借款者已经停止寻找贷款人了…… 美国的贸易盈余使其从依赖英国借款中解放出来。他所产出的黄金可以在本国实现货币化，为越来越高涨的经济提供资金，充裕的信用额度和低利率还可以支持日益高涨的国内投资、就业和工资水平。


(28)
 约翰·巴顿（John Barton）在19世纪早期就发现了这一现象，参见十八章的有关注释。


(29)
 引自R·H·布兰德（R. H. Brand）：“赔款问题”，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期刊》，1929年5月号，第204－207页（“The Reparation Problem，” 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y 1929， pp. 204－07）。对德国赔款和协约国内部债务问题的更一般的讨论，参见赫德森，《超级帝国主义》，纽约：1972年版（Super－Imperialism ，New York： 1972）。


(30)
 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的有关内容。


(31)
 凯恩斯：“德国的转移支付问题”，《读物》，第162页（ “The German Transfer Prob‐lem，” Readings， p. 162），“对俄林教授辩驳的答复”，《经济学杂志》，1929年9月号，第405页（“Reply to Prof. Ohlin’s Rejoinder，” Economic Journal ，September 1929，p. 405）。在图16.2和16.3中所描述的函数B＝b’（L）的系数b’ 小于俄林所相信的100%。随着国外对德国出口品需求的收入弹性的降低，XGer ＝ d’（Yf）中的系数d’逐渐降低到最低水平，甚至超过OA点会变为负值。


(32)
 这一讨论类似于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所熟悉的关于黄金“出口地”的观点。见陶西格：“德国的赔款支付”，第39页（Taussig， “Germany’s Reparations Payments，” p. 39）。


(33)
 译注：原文如此。译者的计算为略大于2.77。


(34)
 马克卢普：《国际贸易和国民收入乘数》，第19、198页（Machlup，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National Income Multiplier， pp. 19f.， 198ff.）。对乘数可能在商业周期中发生改变的讨论，参见哈勃勒，《繁荣和衰退》（第三版），第228－231页［Haberler，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3rd ed.）， pp. 228－31］。


(35)
 马克卢普：《国际贸易》，第9页，也可参见第59、199页（Machlup，International Trade， p. 9 See also pp. 59 and 199）。在该书第199页，马克卢普总结道：“尽管其假设不尽真实，公式的真正目的不是让我们‘知道’是什么，例如阿根廷多出口一部分肉会给它带来收入，而是要展示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一些确定关系，表明它们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辨别出是整体起作用还是其一部分起作用，指出哪些更重要、哪些不那么重要。”


(36)
 达德利·西尔斯：“一个关于欠发达经济体的通涨和增长理论——基于拉丁美洲的经验”，《牛津经济论文集》，1962年2月号，第192页［Dudley Seers， “A Theory of Inflation and Growth m Under－Developed Economie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Latin A‐merica，” Oxford Economic Papers， XIV （June 1962）， p. 192］。这篇论文中包括了拉丁美洲结构主义学派的所有文献。如西尔斯所描述，可以将其分为左右两派： 两派都提及收入、需求、产出、工业、出口、进口、政府、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结构。宽泛地讲，多数左翼主义者通过［结构］这个词表达所有事情，因为其中的每一个都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和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的实现。由此，可能的结论是：社会革命是实现经济充分增长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更多保守主义的拥护者则通常强调生产和贸易的结构，因为他们天生就不倾向强调社会需要变革（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他们是“商品拜物教徒”）。


(37)
 当然，还有皮诺切特先生（Mr. Pinochet）［译注：皮诺切特，生于1915年，智利将军、政治家，1974－1990年任总统；全名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乌加特；1973年策划军事政变推翻总统阿连德，随后实行军事独裁，直至被迫进行选举，1990年让位于民选总统。］及其军事集团在掌权期间经常出现的资本外逃。


(38)
 译注：阿连德，萨尔瓦多，1908—1973，智利政治家，1970－1973年任总统；作为首位在自由选举中获胜的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总统，他在由皮诺切特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并被杀。


(39)
 译注：Realpolitik，德语，强权政治的委婉语。


(40)
 米德不赞成“把汇率控制作为处理热钱流动的手段……他更喜欢通过权威反对投机”，他还假定后者能够胜过（out－guess）市场。（总的来说，就像乔治·索罗斯在1992年对英镑的袭击所展示的，官方干预通常最终是在补贴投机，而不是对它进行惩罚。）米德承认：“如果名义收益与‘真实生产率’不一致，这一控制可能不符合世界利益。”但是通常事实就是如此！更为合理的是应该首先承认，由于平衡国际收支的理由而维持一个高利率不会影响到“真实生产率”，然后再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评价这一控制。但是，米德对自由放任的偏爱导致他去假定一个过分单纯的乌托邦世界。


(41)
 约翰森在《经济政策的分类方法》（The Taxonomic Approach to Economic Poli‐cy）的第830页，引用了米德的数学附录（Mathematical Supplement）。他补充道：“为了在太多的可供选择的选项中，找出他所面对问题的一些相对更简单的分析方法，理论家有强烈的动力去预先剔除一些情况，而这往往是预先判断的结果，通过判断剔除那些他们没有测度、也很可能是他们不能测度的情况。”通过这种过滤，米德的菜单组合下降到他所喜欢的399种。


(42)
 约翰森的“经济政策的分类方法”的第827页，引用了米德的数学附录的第46页内容。他在该书第828页补充道：“当涉及经济政策问题时，这种诱惑［如果过于简单化］，是特别危险的，因为这种简单化的愿望可能会通过个人偏好把一些可能的情况排除在外而得到加强。” 弹性悲观主义就是自由贸易论者通常忽略的情况，他们还忽略了本章所提到的外国的反作用力和其他一些反应。


(43)
 约翰森在“经济政策的分类方法”第816、829页，引用了米德的数学附录第10页的内容。约翰逊在该书第817页进一步指出，米德假定一个国家的国内总支出和国外贷款或外商投资的总额“受其出口品价格的影响而不受其进口品（或者说在国内进行贸易的商品）价格影响。”这一假设从表面上看是为了“简化”而作出的，但是当这种简化与事实（更不用说一般常识）相悖时，更准确地说，它实际上是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当进口价格上涨（如谷物和石油在过去10几年的情况）而贸易条件下降时，实际收入下降了。这意味着不仅减少了国内储蓄，而且还有资本外逃——米德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约翰逊列举的大量研究表明，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收入中储蓄的比例也在下降。（见1949年联合国《关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趋势，1946－1948》的报告，第5－14页，和阿诺德·C.哈伯格，“货币贬值、收入以及贸易平衡”，《政治经济学杂志》第LVIII号［1950年2月］，第47－60页。）约翰逊指出，这种狭隘的假设产生了不相关的结果，他得出结论（第826页），他“不…相信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发展能给实际的经济政策提供很多帮助。” 在任何情况下，米德的这一类理论都不适合进行统计测度。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他用来测度出口的全是进口的内容。这就成为使用统计数据来进行数量分析的恶梦。在工作母机或其他产品都是用钢材生产的情况下在经济活动中生产某些生铁和钢材，应如何界定进口的内容——是以一个比例为基础（计算了国内外的钢材的混合投入的平均值），或是以实际进口为基础？是否应该考虑在实际生产中使用的燃料，或参与其中的外国资金？


(44)
 译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贮藏（hoarding）是积累超过当前需要的货币或商品。之所以进行贮藏，是因为害怕商品或货币出现不足，或期望商品的价格上升，贮藏的货币升值。在货币理论中，凡不用于投资的储蓄，都被认为是贮藏。因此，贮藏是收入川流的一种渗漏，把货币从流通中取走并减少总收入。以货币形式贮藏的收入比例越大，货币的周转就愈慢。资金周转率与贮藏率成反比（转引自D.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第212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5)
 西德尼·S.亚历山大：“贬值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II（1952年4月），第264、268页（Sidney S. Alexander， “Effect of a Devaluation on a Trade Balance，” IMF Staff Papers， II，April 1952， pp. 264f.，268f.），和M·O.克莱门特、理查德·L.普菲斯特、肯尼思·J.罗斯威尔：《国际经济学理论专题》（波士顿：1967年），第307页（M. O. Clement， Richard L. Pfister and Kenneth J. Rothwell， Theoretic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Boston：l967， p. 307）。我能够找到的对亚历山大理论的最明确的讨论，是马克卢普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第XLV卷1955年6月第255－78页的论文 “贬值分析中的相对价格和总支出”，（Machlup，“Relative Prices and Aggregate Spending in the Analysis of Devalu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LV，June 1955）。对坏理论工作所需假设的论述，其反对者要比其原创者清楚得多，这不是什么巧合。如果一个自相矛盾的理论的支持者能更清楚地阐述其理论，他可能早就看到自己的矛盾之处了。混乱的表达通常源自逃避直接觉察问题。 若用数学来表达，并让Y代表实际产出（也可称为“收入”，这有点混淆），H代表国内预算盈余（与“贮藏”或“未被吸收部分”相同），可以得出 Y ＝ C ＋ I ［＋ G］ ＋ （X－M） （X－M） ＝ Y – （C ＋ I ［＋ G］） B ＝ Y – A ＝ H △B ＝ △Y － △A ＝ △H 贸易余额B被定义为等于预算盈余H（国内产出中未被吸收部分）。如将G打开分别考察，会有助于集中关注政府开支中的某些固定类别。它们可以被称为结构性的。在1984年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Washington： 1984， pp. 35－39）中，这些结构性的联邦开支包括应得权利和其他一些国会无权削减的固定政府支出项目。漏掉G，如亚历山大所做的，就忽略了这些支出已经形成的态势。因此，它可能是违反宪法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这个理论更适合应用于专制国家而不是民主政体。


(46)
 克莱门特、普菲斯特和罗斯威尔：《国际经济学理论专题》，第300页（M. O. Clement， Richard L. Pfister and Kenneth J. Rothwell， Theoretic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Boston： l967， p. 300）。只有当贬值不改变贸易条件，或者其原始影响和次生影响恰恰互相抵消，它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才为零。（参见马克卢普，“货币贬值的分析”，第261页）。


(47)
 约翰逊：《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一个纯理论研究［1958］》，剑桥：1967年版，第163页（Johns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Studies in Pure Theory ，1958， Cambridge： 1967， p. 163.）。马克卢普（第264页）称这一现象称为“价格预期效应”：在价格上涨之前，个人和企业可能会匆忙增加库存。


(48)
 亚历山大：“贬值的影响”，第273页。从逻辑上看，加税将降低整体购买力，这大概会“释放”出部分产出用于出口，亚历山大总结道：“在先进国家，政府通常可能有一个较低的边际吸收倾向。”然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规模巨大的国际漏出。他们将其收入主要用于偿还外债、进口武器和粮食。因此，各国政府可能有一个比私营部门更高的“倾向”来将收入交给外国人，特别是在独裁政权，如蒙博托的扎伊尔、马科斯的菲律宾和巴列维国王的伊朗。预算盈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外汇被转移到国外，甚至很可能比更多的盈余掌握在国内生活资料生产部门时进口的还要多。


(49)
 马克思在《经济理论史：从重农学派到亚当·斯密》（A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ies： From the Physiocrats to Adam Smith，New York： 1952， p. 196）一书中对上面这段话发表了评论。（这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特伦斯·麦卡锡译本，它是这一著作的第一个英译本。）


(50)
 译注：write－off的经济学含义为资产注销，即从公司的帐簿上销掉某项资产。资产注销这个词与降低账面价值是由关系的，但后者更多地是指销除资产的一部分账面价值，而不是从帐簿上把这项资产一笔勾销（转引自D.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第48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1)
 亚历山大在其理论研究中写道：“一个理想的政策路线，一方面是引导货币供应量，以保持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另一方面是确立汇率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因此，汇率的任何变动都需要货币供给作相应变化。”（“贬值的影响：对弹性和吸收方法的简单综合”，《美国经济评论》，第XLIX卷，1959年3月，第25页（“Effects of a Devaluation： A Simplified Synthesis of the Elasticities and Absorption Approach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XLIX，March 1959， p. 25）。


(52)
 马克卢普在“货币贬值的分析”的第268页指出，处于总支出方法背后的争论已经从一个代表多重定义的“基本方程”发展起来。这些方程通常通过帮助分析的组织服务于一个有用的目的。但是，这很容易诱使分析者进入一个“绝对的理论”，错误地推断因果关系，忽视术语在不同背景下含义的变化。他还指出：亚历山大的吸收公式犯了这一错误。例如，许多政府开支“不是收入的函数，而是一个独立的变量，不能支配它按照与收入变化相反的方向变动。”（第275页）



 第四部分　面向未来

……世界上最不现实的事情，是企图通过众多结论寻求方法论体系，但这些结论虽然考虑到了每个因素，却忽略了它所依赖的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

R. L.奈特尔施普（R. L. Nettleship）

《柏拉图共和国的教育理论》（1880），第27页。


 第十九章　历史的教训

这些讲演把国际经济学的历史置于政策纷争的背景之中，正是这些争论塑造了贸易与投资理论，而这一理论则论述了竞争优势的性质，各国之间生产率的差别，技术和金融领先的实现，国际价格及贸易收益的决定，劳动和资本的迁移，还本付息、军事支出和其他“资本转移”对汇率的影响等问题。

从早期自由贸易论者中的英国重商主义者，以及英国土地所有者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到美国和德国的重工主义者，多数重要政策主张都与试图理解世界上的两极分化趋势有关：一些国家是怎样走到别国前面的，或是怎样落到别国后面而在经济和金融上处于依赖地位的。目标则是鼓足干劲以取代而不是强化某国的领先地位，或者通过培育国内技术和信用赶上领先国家。从国际经济学最基本的任务的角度看，其工作就是解释富国为了自己的工业和农业，是怎样拓展生产率和成本优势的，而不是通过我所说的单一经营方式，运用在经济和政治上已经落后了的劳动、农业、资本和寡头政府，使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外围更加畸形化。

当我们把两极分化与趋同化的争论放到这一历史和政策的长河，就会立刻看到，它所涉及的领域是多么的宽泛。早期的观察家是带着鲜明清晰的政治背景和对英国领先优势的正反馈特征来思考这一问题的，随后的美国和欧洲大陆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们在筹划本国的长期发展战略时也是如此。从一开始，英国的重商主义和后来的保护主义就注意追寻着上述正反馈和塑造市场关系的废弃进程，并把贸易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拓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他们所提出的大部分看法被那个时代处于政治领导地位的人所表述。

但是，到后来，它的研究范围变得越来越狭隘了：远离了长期发展，只从事短期的市场分析；远离了贸易的货币和金融背景，只注重所谓的“物物交换”理论；远离了聚焦于政府政策的取向，只关注于自由放任。它已经在政治上听从于英国、美国和随后的在智力和经济方面成功实现支配地位的领先国家的旨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国家变得越成功，其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化范围就变得越狭隘，越具短期化倾向；其行为几乎就像要抽掉身后的政策梯子。其目的就是把一个肤浅的贸易理论和金融紧缩政策强加于欠发达的外围国家，把它们的资源看作由自然分配，而不是国家政策积极培育而形成的“禀赋”。

当我们把这一逐渐变得狭隘的学术成果置于研究范围，在本书的后面一章概述一下我的全部论点是适当的。起源于13世纪的经院学者们对贸易利益的理性思考，引发了人们对贸易从伦理角度的讨论，其核心主要是价值与价格的区别问题。这一讨论的结果表明，在几个世纪中，人们一直对这些问题存在着长期的关注。最终争论涉及到劳动与商品的交换问题，而这种交换则不受国内或国际的限制。但是，用需支付利息的贷款去资助这种贸易，或支付战争债务等，则与劳动过程无关。利息是进入价格而与价值无关的要素，在古典经济学的意义上，价值最终可归为劳动成本。

经过中世纪近五个世纪的努力，人们对价值问题的关注达到了李嘉图价值理论的高度；这一理论把一个客观的、普遍的标准作为基础，借此把所有成本表述为劳动时间的等价物。这种方法没有为后来所谓的高工资的经济学留下任何空间，而这种经济学则涉及到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问题，或进一步转化为对劳动及其产品的供求影响工资水平和国际价格问题。马尔萨斯的一般性假说是如果工资水平上升，劳动人口将会增加，直至工资回落到接近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这一点。这一观点认为，这一国内原则也同样适合于国际。工资水平上升的国家将使本国的价格高于世界市场，最终导致贸易赤字、货币外流和失业，这又使工资回落到基本生活水平。

在对价格和价值的基础加以理论化的过程中，其中包括对贸易条件的标准的探讨过程，涉及到什么构成公平价值的问题。如何把握“不公平”涉及到价格与内在成本的背离问题。它在地租的情况下特别引人注目：农民在贫瘠土地上生产的谷物价格高，地主在处于有利位置的肥沃土壤上生产的谷物价格低，相对高的生产成本趋于确定市场价格，因此，地主可以

获得所谓的“自然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当我们把这一观点用于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国际贸易，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贸易条件会转向有利于人口更稠密的国家。这一观点认为，如果有些国家将获得垄断性收益或“自然增值”，这将是原材料生产国。世界范围的劳动流动使得移民流向那些优于原居住地的区域。同样，资本也会流动以寻求比在本国更高的回报。劳动和资本迁徙的一个结果，就是世界经济将会变得更加趋同这一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假定。

对这一趋势的一个威胁就是工业国的一种能力。利用这种能力，这些国家可以垄断高科技资本，并对那些从属的、债务负担不断加重的经济体收取高价。随着时间的进程，这种垄断的租金会促进工业国的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直至超过原材料生产国的经济租金的促进作用，而这正是李嘉图所担心的源自收入递减的后果。这时，就会形成高生产率的劳动和资本与外围国家的报酬相对较低的劳动和资本的交换，同时，很多原材料会在低成本而不是高的边际生产成本的基础上供给。

为了估算国际贸易中的“公平价值”，可用双重因素贸易条件调整进出口价格，以使劳动重新进入其生产过程。为了平等地补偿所有贸易各方的劳动耗费，一个公平的交换平价经常被辩论的当事人所坚持。

但是，在一个有着不同的劳动和资本生产率，不同的工人人均投资、人口密度和专业化类型的世界里，如何实现这种均衡？如果生产效率高的劳动比生产效率低的劳动得到的报酬少，这公平吗？人们应怎样对待资本收益，特别是当后者是通过借贷方式获得的时候？如果清偿债务和其他资本转移支付损害了贸易条件，这公平吗？

鉴于工业、农业和金融革命所具有的自我转型的性质，贸易理论的主要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调研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对积极的贸易伙伴及其“东道国经济”长期、公正发展的贡献。因此，本书第二部分的大部分内容，特别是第八、九、十章，论述了贸易在外国投资、债务还本付息和技术现代化背景下的发展方面的问题。

关键问题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在物物交换情况下的价值问题，而是出口、投资和借债怎样在最大程度上推动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必要在从事调研时另行提供一个方案。这是因为，那些世界上领先工业国的政策制定者及其关注，在19世纪的关税和贸易理论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些从技术角度思考问题的经济学家还把单一经营造成的各类间接和“不计入资产负债表”的成本纳入研究范围。这些成本表现在从土壤和矿产资源的枯竭到寡头统治的额外支出等各方面，它们仍成为今日的原材料输出国的重要特征。

显然，历史的经验（首先是政策史）应该成为国际发展的理论化的出发点。近年来，已有一批研究成果叙述了世界经济演化的历史背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把现代（中世纪以后）经济看作一个全球的经济体系，存在着中心与其外围的两极分化。1
 菲尔·考尔（Phil Kohl）和卡尔·拉姆伯格－卡洛维斯基（Carl Lamberg－Kar‐lovsky）等考古学家进一步拓展了这种世界体系的方法，将其回溯到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的巨大的、远距离的贸易发端期，那时，苏美尔人
(1)

 率先开发了从小亚细亚到伊朗高地的原材料供给的外围地区。2
 甚至在青铜器时代，那里就成为工业中心，它率先开创了一个国外作业区，供应金属、石料、木材和本国没有但具有其他地质特性的产品。

值得关注的是，青铜器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
(2)

 的工业最初是通过公共（神殿和宫廷）之手发展起来的，后来才转到私人手中。私有化了的工业和政策趋于遵从其公共发端时的做法，只有公共企业和政策在基本经济和制度结构的支持下成功地完成其工作，才是可行的。

说明世界经济演进的关键不仅是国家的发展本身，而且包括一国的价格和收入、汇率和投资类型是怎样决定的，这种发展与世界经济整体的关系，及其发展战略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二章为这一世界史的分析方法铺平了道路，它表明，决定各国之间成本结构和贸易类型的最主要因素不是内在的自然，而是长期的历史和政治基础。从这一经验中得出的有利信息是，正如许多国家经济的成功是利用积极政府政策重塑市场的结果，而不是消极地屈从于自然支配的产物，所以，贫困也是政策的结果。今日的穷国可以效仿英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所作所为，改善其条件，并支配自己的命运。这涉及到通过塑造市场关系来更大地推进自力更生并提升劳动、土地和资本的质量等问题。

不利信息是，世界上的领先经济体以利用高工资政策实现工业化为起点，用一系列国际外交手段和“对外援助”计划加以巩固，已经通过几代人来强化其先发优势。现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作为工业债权国的董事会，与不发达的债务国打交道。它们曾借钱给这些国家的政府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但条件是这种建设有利于欧洲、北美和现在的东亚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加强了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使第三世界债务国处于更加依附的地位。

现代世界为了不断增加收益而建立的经济与政治的反馈过程已经在充分发挥作用，这意味着一个不发达的经济体越是长期地延缓其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越要承受更高的生活在自由贸易下出现的错过机会的成本。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在太多的世纪中最大化其短期李嘉图收益而不是追求长期目标。现在，摆脱这一政策的成本正在下降。

摆脱现存的与社会、经济和技术落后相关的国际制度的成本涉及到政府补贴问题，在短期内这一费用将会增加成本。在土地改革的情况下，现代化有可能降低短期产出。为了获得在各种商品中的国际竞争力，有必要帮助这些国家提升其劳动力质量，这或许要像美国内战以来的做法那样，建立关税和补贴制度。这些政策使政府的支出成为必要，而这正是与强制实施的紧缩方案恰恰相反的。

国际经济学在逻辑上需要以外围经济体与大都市中心实现平等过程的失败为出发点，这些大都市中心几乎都是那些原材料新开发地的拓荒者。为了变成自给自足的中心，欧洲的帝国主义强国瓜分了殖民地势力范围，使它们变成非洲奴隶和其他“生产要素”，并把这些要素集中于出口部门。其目标则是垄断世界生产资本和熟练劳动，进而垄断金银，剥夺竞争对手的资源。为了推动种植园谷物的生产，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把土地转让权给予具有特权的贵族家庭，建立了以大庄园和小庄园为主的出口导向的种植园以及勉强度日的小块耕地农业。这有助于英国和法国实现工业化，而它们的殖民地却专门从事低工资的原材料出口，通常巩固了殖民地的寡头政治制度的统治。殖民地政权最典型的特征是被别人所操纵，以确保外围地区的发展必须遵循已被其宗主国改造的国际和国内市场机制。在整个南北美、印度、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地区的殖民地，竞争性工业的发展是被禁止的，生铁和纺织品制造业尤为如此。直到这些地区获得名义上的政治独立——拉丁美洲是在19世纪早期，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是在二次大战以后——通过确保自身持续地进行这些类型的生产和贸易，市场力量（债务关系强化了这一力量）才得以满足。

国际经济学应该以研究外围经济体在与大都会中心实现平等过程的失败为起点——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美国及后来的日本。第四章和第五章回顾了关于经济、货币、人口、社会与文化的互动过程的早期理论研究成果，指出这一互动过程强化了领先国家已取得的工业和技术上的先发优势。只有政策发生了变化，即通过外围国家实施保护主义关税，或者如重商主义所告诫的，在工业中心出现了腐败，才能产生抵消分化的趋势。东亚经济已经使其政策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但拉美和非洲国家仍坚持保护或补贴其工业或农业，而这些产业则主要是为外国人所拥有的出口飞地服务的；欠发达国家收入的减缓，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和欧洲已获得的先发优势。

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是劳动和资本是怎样实现国际流动的，那些智囊人物流向世界上的高工资和政治上自由的经济体，国际投资则受到工业国作为东道国从本国调节效果出发而实施的外交手段的保护，所有这些都使世界经济进一步分化。在今日的资本集约程度不断增强的世界，金融成本的优势可以提高生产率并增强成本优势。金融优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使外逃资本从外围地区转到工业中心。这一资本的大部分已被再投资到领先的工业国，另一部分则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再贷给了第三世界借款国。

第三章为追寻货币在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需的筹集资金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基础，而这些投资和建设又为工业国的劳动提供了不断增加的物质和人力资本的补充。休谟关于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著作发表于1752年，马上就遭到了塔克尔、斯图亚特和其他人的反驳（相应地，休谟自己做了某些修改，至少在他的私人信件中）；因此，他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提出，如果某国试图长期保持贸易剩余，将会遭到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威胁，而后者又会削减它的出口商品价格，恢复贸易支付均衡。但是，多数1750年至1775年间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事实却常常与之相反。货币流入国可以增加就业、投资，从而可以提高生产率，加强其贸易收支的有利地位。

第四章表明，早期的经济观察家（如伯克利、斯图亚特、塔克尔）已经发现，工资水平的上升，可以反映为更高的生产率收益，因而主张提高工资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自由贸易会使最先进的国家而不是最贫困的国家，获得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优势。

对于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优势地位的最严重的威胁，就是它们的军事和殖民地的高支出会把它们的资源消耗贻尽。避免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同意美国和其他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独立。美国名义上的独立不仅可以使英国摆脱了不得不提供的昂贵的殖民地军事防卫支出，而且可以使其依靠市场力量维护它们对大都市中心的依赖，借此可以集中其经济剩余用于直接生产性投资。

从1750到1848年，英国正是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选择了自由贸易政策。这一政策与早期重商主义所瞄准的目标是一致的。由于其先发优势，英国可以比外国生产者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并由此垄断世界上的贵金属货币，得到贸易收益而不必承担公开的殖民主义所产生的直接军事费用。为了实现自由贸易，英国与葡萄牙签定了梅休因条约（Methuen Treaty），与法国签定了伊甸园条约（Eden Treaty）， 这些条约保证英国工业可以在这些市场上战胜当地的竞争对手。在它的人口稀少的殖民地和其他欧洲列强那里，这一政策不就更容易实施了吗？

英国攫取的货币并没有造成通货膨胀，而是增加了投资和就业，这就扩大了它的出口生产。只有战争的成本才对抽干英国的贸易收支剩余构成威胁。自由主义的政策制定者认识了这一事实，于是他们就鼓励去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全球性世界秩序，使之成为英国在竞争中能够取胜的竞技场而不是战场。这样，一个非正式的自由贸易帝国就成为这个国家的最大的政府工程。

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国内自由贸易体系建设之后，如何把自由放任理念输出到国外，使之成为阻止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并对英国出口商品敞开市场的手段，就成为英国的战略问题。为了实现这一观念上的创新，需要做的最后一件工作就是通过反复的辩论，把英国的议会争取到这一边，这就是让议员认识到，自由贸易将以更穷的经济体为牺牲品，使作为领先工业强国的英格兰成为主要的受益者。从此以后，自由贸易常常被人们看作可以实现各国更加平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增加了所有贸易“伙伴国”的资源。但是，迄今为止的事实表明，一旦保护主义国家选择了自由贸易政策，它通常会堵塞对欠发达国家投资的有利之路。

通过对国际经济趋同的理论与世界两极分化的现实进行比较，本书第二部分表明，可以用一些更现实的假定来改变李嘉图、穆勒和他们的追随者所提出的葡萄酒和布料的模型。它解释了起源于国际专业化的两极分化趋势，而国际专业化理论正是被自由贸易的教义所捍卫，以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为先导的（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五章指出，李嘉图的分析框架是可以更具活力（动态化）的，前提是承认要素流动、报酬递增及过度专业化的负面的失业和环境恶化效应；使之与工业革命前夕出现的生产多样化、基本的自给自足和均衡增长等经济特点形成对照。原来的自由贸易可使葡萄牙的地位得到改善的承诺，被证明导致了从事布料制造的劳动和资本的净损失，剥夺了其长期参与不断提高工业生产率的机会。李嘉图的模型是不能解释这一影响的。

李嘉图理论描述了每个国家都拥有某些生产性行业，这些行业都被赋予以较其他国家相对低的费用组织生产。如果所有贸易都是以物易物，并且没有共同的绝对成本，每个国家都将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其含义是，这里除了通常地为当地服务的市场，还有足够的市场为经济实现完全的专业化而服务。为了与亚当·斯密关于专业化及其规模经济的优点的论述相一致，就应该增进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贸易保护主义者则认为，自由放任的论证不能解释工业革命是怎样改变世界生产（包括劳动甚至农业）特点的，这一革命为工业国带来了农业生产率收益，并为很多原材料提供了工业替代品。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它近似地反映了城市工业化的进程。

李嘉图理论并没有涉及生产率提高的长期效应问题。走在工业化和技术现代化前列的国家，成为世界生产专业化的一部分，其中的“市场力量”诱导着外围国家的熟练工人和资本转移到别国，并不能保护和培育自己的工业和粮食生产。

李嘉图关于农业报酬递减的假说否定了资本替代土地的正面效应，甚至忽视工业中报酬递增这一后果。他不承认工业化及与之相联系的农业生产率的革命是一个正反馈过程，可以加快工业国的创新速率，从而扩大国际成本差异。随着成本差异程度的扩大，贸易收益也应相应地增大。但是，李嘉图没有论及农业和原材料的专业化是怎样导致单一生产综合症（Monoculture Syndrome）、矿产枯竭和不平等的财富及收入分配的，也没有论及在殖民地这些外围国家中形成的寡头集团的控制趋势。劳动在世界范围分工的这些结果，都阻止了外围国家按着领先国家的同一路径实现工业化。对于这些农业和原材料生产国而言，关键问题是如何逃出贫困综合症。

国际价格和收入水平是与李嘉图的劳动时间的价值论相偏离的。并且，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相反，高的收入水平是与低的而不是增加的人口出生率相联系的。在从事原材料生产的外围国家，人口增长得更加迅速。很多生产国实现工业化是与急剧上升的“进入价格”相联系的，这预示着将会出现一个与制造品和粮食有关的某些原材料的慢性世界性供给过剩。

为了说明供求转变对国际定价的影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发展了关于贸易条件的分析，指出贸易条件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确立。正如第六章所描述的，国际价格并不只是由直接生产成本决定的，供给和需求（包括主要由领先国家得到的垄断势力）也在发挥作用。这些国家在自由贸易中的战略与重商主义的目标相同，也是为了在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垄断势力，特别是自二次大战以来，要实现对由于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而造成的大宗谷物的垄断。正如农业保护主义者马尔萨斯在宣称反对自由贸易的李嘉图主义时指出的，对农场收入的价格支持和进口限额已经导致伴随着生产率收益不断提高的资本对耕地的替代。

穆勒对国际定价的分析
(3)

 表明，如果一国出口的国际需求是没有弹性的，这对该经济体将意味着什么。而在世界存在相对供给过剩的情况下，原材料生产国和低工资制造品生产国的持续出口效应就是自我失败。这些国家越出口，它们得到的全部外汇就越少。领先的工业国消耗低价的原材料进口品，生产相对高价的工业出口品。这一情况要求在外围国家实现经济多样化和进口替代，不要成为进一步专业化的出口工业国。为国内市场的生产将创造一个由收入与需求的互动而形成的循环流动；而在出口市场中，这一循环是不存在的。

穆勒和埃奇沃斯认为，这样的经济畸形体未必会成为一种经常性情况。这种观点看上去肯定是有道理的，因为国内的政策制定者不会让这种局面持续太长的时间。19世纪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重视研究自治的有效损失问题，而在今天的南半球，这一问题已普遍存在。自由贸易的模型低估了“弹性悲观主义”的预期，而在今天的真实世界，这种预期变得越来越值得重视了。工业国已经赢得了市场，因为其产品具有很强的世界需求（强弹性），而前殖民地却只剩下所谓的“自然”供给，遭受着始于殖民地阶段的束缚，引导它们生产着相对没有需求弹性的原材料，挣得很少的收入，仿佛世界市场变得严重过剩。

很少有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分析过技术的经济后果和先决条件。第七章考察了关于技术的经济分析是怎样主要由保护主义者完成的，他们的学说强调潜在的未来成本的减少和资本积累，而不是停留在技术依赖所形成的短期利益上。获得技术领先权已经长期成为国家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他们一直使用保护性关税和补贴鼓励人们在有价值的部门投资。

第七、八、九章描述了为何贸易条件的改变是有关工业和农业技术的经济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收益递增已成为每个部门的准则。以蒸汽（后来是以电力）为动力的资本已经取代了生产中的手工劳动，正如农业资本、农业化学的应用以及人造肥料已经改变了所谓的土地固有力量。高工资的熟练工人使用精密资本进行劳动，确保这些国家以比低工资的手工劳动更便宜价格出售商品，这一点，跟塔克尔和斯图亚特在18世纪所预见的非常相像。多数工业国可以满足本国自己的粮食需要，而不必更多地依赖于外围的、人口密度较小的国家，而在这些外围国家，如同李嘉图的担心将成为现实。世界并不是以工业或农业的收益递减为特征的，也不是以劳动的静止不动为特征的。在多数工业化国家，收益递增已经集中了从贸易和国际投资中获得的收益。而那些贫困国家则存在着技术废弃的危险，它们的劳动和土地难以同更加均衡的工业经济体公平竞争。

与李嘉图及其前辈和成熟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将竞争优势归于生产率差异不同，在埃利·赫克歇尔、伯蒂·俄林、保罗·萨缪尔森及其追随者手中，后古典主流的观点集中于工资和利润变量，他们又把这些变量仅仅归结为天然的数量上的“要素比例”（第八章）。相对于劳动而言，资本富裕的国家都应该有低的利润（并不要求有更多的生产性资本或劳动！），这让他们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具有优势。由此，如果劳动相对富裕，就意味着劳动廉价，这也被认定为一种经济优势，而其前提则是劳动在全世界都具有相同的生产力。其推论是，正承受国际收支逆差的经济体需要压低工资和实行财政紧缩政策，首先是削减公共开支。但不幸的是，这一政策的结果却适得其反。此种强制性的贫困使得欠发达国家更难建立使其劳动、农业和工业提升到世界级水平所要求的经济基础设施和教育系统。

贸易保护主义的分析表明，各国之间趋同的理论是建立在若干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假设之上的。首先，没有固有的劳动（甚至是土地）密集型产品。通过不断提高效率，资本与劳动、土地甚至矿产资源进行竞争。同时，引进更新和更有效率的机械的需要，刺激了对工业国机器制造业的劳动的需求，但不会发生在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外围国家。

自由贸易教义所作出的另一个假设，是价格较低的生产要素（劳动、土地和低息资本）同样会改善一个经济体的竞争优势。高工资经济理论表明，货币工资的上涨往往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更大幅度的提高。这一原理的推论就是低工资经济的综合症（the Economy of Low Wages syndrome）：由于对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和技能投资不足，以及长期贫困所形成的普遍亚文化，低工资和低生活水平往往与生产率低下相联系。经济现代化需要个人、企业和政府提高对每个工人的投资水平。

而承认这些趋势将不利于沿着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来发展理论。通过贸易真正带来的是工业国的资本和第三世界劳动和土地的低回报。在一定程度上说，高工资劳动的产品与低工资劳动的产品竞争，其结果很可能就是后者的失业。随着对资本和教育技能的投资，不断提高的效率正在从经济和文化上取代非熟练劳动和未开垦的土地；而低工资的手工劳动可能正面临着经济和文化上的过时问题。在认识到提升要素投入的生产率的经济重要性后，19世纪中叶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特别提出，要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转变为要素价格差异机制（factor－price disparity mecha‐nism），而这一思想在1750年至1775年塔克尔和斯图亚特等那一代先驱的著作中已经出现。

第八章和第九章表明，一个经济体的工资越低，其生产率往往滞后越严重。在低工资国家，与使用技能密集的专业劳动力并有着高水平人均资本的高工资经济体相比，单位劳动成本往往最高。这就解释了为何拥有高生活水平和利用积极政府教育计划培训劳动者的国家能够比低工资经济体以更低价格生产商品。

在高工资的工业中心与低工资的生产初级产品的外围之间的世界两极分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在第一和第二部分始终强调的熟练劳动的移民问题。在历史上，许多专业人士更愿意保留在他们的传统职业中，即使这要面临移居国外，而不是呆在国内忍受减薪或转移到低工资的部门。同时，由贫困激起的人口爆炸导致了高生育率，从而在没有增加劳动力的情况下产生了沉重的抚养子女的开销。当他们成熟并进入劳动力的时候，贫穷的经济体没有足够的资金雇用这些人，或是沿着现代化的路线培训他们，或给他们提供能够与高收入国家的劳动竞争所需的必要的私营和公共部门的资本补充。

应该指出的最后一点，是所有的简单基于比率和比较成本而不是绝对成本的有关国际趋同的物物交易理论，都是作为国际成本结构中的无数个共同标准而存在的；这一观点是难以得到支持的。这些共同标准——能源和原材料、粮食、资本品、某些类型的熟练劳动等等——将比较成本比率插入到了一个单一的世界范围的绝对成本体系之中。

在收益递增的条件下，世界经济不会产生一个类似于热力学中的熵的东西。财富会从穷（经济上“冷”）的经济体流向富裕（“热”）的经济体，而不是相反。通往财富之路是繁荣和资本积累，而不是紧缩。把收入水平下降到低于维持技术现代化所需速率的经济体，会使其劳动、土地和资本处于在经济方面被淘汰的危险之中。因此，第九章总结了经济两极化如何由经济中的负熵引起，与支持多数国际趋同理论的熵型“均衡”相比，它是一种正反馈。一旦收益递增被确认是一种通常情况，一个基本经济问题是确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私人和公共投资率来提升劳动、土地和资本以保持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种规划可以是为了某些重要的新技术而以逐个产业为基础来完成，就像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曾经在计算机和电子技术方面所认识的那样。

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一旦经济陷入经济上被淘汰的境地，此时治疗所需的“追赶”投资水平往往会以几何级数成长。然而，国家越贫困，就越缺乏产生所需投资剩余的能力。作为经济两极化的不利的政治和文化副产品，往往会锁定现有的专业化方式，这主要是通过不断强化的国内寡头形成的，而后者的行为更具世界性阶级的特点，而缺乏曾在18世纪的欧洲或19世纪的美国出现的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和农业保护主义甚至也会被扭曲为对某种垄断的偏好，这又导致对欧洲启蒙时代重商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拒绝，转向美国20世纪初的反托拉斯立法。今天，拉丁美洲公用事业部门的私有化正在提出一个激进的反寡头政策，用于反对过度腐败的贸易保护主义。

直到最近，多数经济学家仍然认为每个经济体会经过一些基本相同的“发展阶段”（第十章）来演进，而没有预见到各种不同的经济、政治、甚至文化构成已经堵塞了各经济体追赶英国、美国和其他领先国家的道路。基于加强国内市场的发展战略已被拒绝，以取悦于出口导向的专业化。

早期经济学家似乎已经预料到，如果英格兰或任何其他国家成功地征服世界经济，那将会通过示范或对外投资，帮助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就像罗马在其整个帝国建立一个具有相同法律和文化的团体，一个同质的世界似乎就可能达到了一样。但直到最近，经济学家也没有预见到，日益工业化的中心会利用市场力量和政府外交，在拉美、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来塑造由其代理人的寡头集团统治的畸形外围。而原来的理论假定，民族自决的原则是能够阻止这一点的。在此之前，各国会选择成功的发展模式。但在现实中，领先国已经扰乱了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创造了制度化的落后（institutionalized backwardness）这一现象。

第十一章论述了在过去两百年来非常有局限性并且不切实际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方法。国际经济学中的自由贸易史反映了操控思想史可能成为维持现状的一个手段的水平。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看到的，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现在，从而也就控制了未来。国际贸易和金融理论的历史已经被自由贸易意识形态的删改精神所捕获，这就封锁了与其竞争的理论知识的发展。就贸易保护主义本身而言，他们更依赖于政治游说而不是学术的理论化，这就使国际经济学领域成为自由放任主义拥护者的独占领地，而把其他观点视为已经被他们的狭隘眼界再界定的这一学科的题外之言。

只有少数几个在国际经济学外围的经济学家发展了一些非主流的观点。3
 问题很大程度来自使经济学成为“自然科学”的努力，人们往往用认识物质自然的方式来认识社会。我们必须警惕那些使用“自然”（如自然禀赋）等概念作为描述现实状况术语的经济学家。遵循自然就意味着默认领先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现有的劳动分工。由于致力于为现状辩护，导致自由贸易理论脱离金融、技术、人口、生态、政治和军事维度来处理国际贸易问题。

第十二章介绍了国际投资为何未能扭转在第二部分所描述的商品贸易和移民的两极分化趋势。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工业国与欠发达国相比获得了财富，前者会把贸易盈余投资于后者，这将产生帮助这些国家追赶的积极效果。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的经济学家，都描述了工业国如何通过确保海外原料的顺利供给，来避开其发展中的瓶颈。但问题是，外资不是分散地投在整个经济领域之内，而是集中在被隔离的出口飞地之中，从而形成了“二元经济”，资本密集的生产飞地与相对落后的或者说畸形的基本生活品生产部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述国际投资方式具有进一步限制原材料贸易条件的效果，而从殖民时代继承来的落后土地所有制又阻碍了整个南半球的粮食生产。这些僵化的制度不利于最优生产技术方式的采用，但却被用以巩固现状特别是不发达第三世界经济体现状的世界外交所强化。贷款（即“间接投资”）或者补贴了落后的政府，或者集中于支持出口生产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削弱了债务国的长期贸易和收支状况。

第三部分分析了债务的还本付息、军费开支和其他资本转移的影响。从拿破仑战争期间的金本位之争到一个世纪之后的德国赔款辩论，国际金融理论分化为两个不可调和的路径。货币主义者声称，不存在真实的资本转移问题。负债国家或其他处于收支逆差的国家会自动实行货币紧缩，从而减少消费和投资。今天，这种结果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的政府收紧货币供应来实现的。对于那些拥有不可兑换纸币的国家，则可以通过贬值来促使国内产出转为出口。尽管经济学家拥有选择余地更大且更具可行性的理论来驳斥这种债权人导向的极端主义，但金本位主义—货币主义者的“硬通货”观点已经上升到了正统的学术地位。

第十三章比较了货币主义与结构主义在金融领域及商品贸易领域关于国际两极分化趋势的争论。现代资本转移理论始于英国关于国际收支逆差是否能够自愈的金本位之争（第十四章）。如价格－铸币流动机制所暗示的那样，英国是否通过出口品的贱卖和进口品的贵买来向其欧洲大陆协约国转移军事补贴？这一调整是否会像资本转移海外形成对英国出口品的互惠需求那样的收入效应？这种资本转移会在何种程度上扭曲国际价值及由此产生的投资决策？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货币主义者（即李嘉图为首的金本位主义者）强调边际收入的调整，而反金本位主义者（桑顿等）则质疑当某些限制条件被忽略后会发生什么。“硬通货”派力主英国央行要缩减货币供应量直至黄金的英镑价格回到1797年战前的水平——仿佛在战后水平稳定就不可能实现。（战后水平将不会使债券持有者如此从中受益，因为他们的资本和利息的购买力会少于由股票经纪人李嘉图所主张的紧缩政策的情况。）他们的对立面即反金本位主义者则指出，由国内通货膨胀所导致的黄金价格的涨幅，并非像由英国的对外军事支出及其在两年农作物欠收期间所必须的谷物进口所导致的那样大。

在第十四章，我们讨论了李嘉图和金本位之争，以与第五章对其比较成本理论的评论相对应；同样，第十五章（论及了穆勒和他的后继者所分析的资本转移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对第六章所讨论的供求原理的一个自然拓展。它们的共同点是在引入应考虑的市场供求因素后穆勒对李嘉图学派的分析所提出的限制条件。除了不断变化的商品供求，由于对外汇的自主需求，国际价格也会背离内在的直接劳动和资本价值。例如，对货币黄金的需求会通过通胀或通缩的提前和滞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价格不会同等程度地改变，但是会扭曲现有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当前产出和资产价值相对的债务和储蓄的关系。进口和出口价格也会被扭曲国内货币关系和国际汇率的资本转移所掩盖。

穆勒和埃奇沃斯在论及商品贸易时提出了“弹性悲观主义”，他们发现在外汇市场上也存在相应的需求缺乏价格弹性的情况。第六章和第十五章继续沿续了同一思路。现在的问题是，资本转移而导致的货币通胀或通紧缩是否可以通过简单地减少或增加货币供给就能治愈，或者从根本上说，它是否是非货币问题进而是结构性问题？穆勒所“提供”的曲线显示，在某种程度上进出口收支仅是外汇供求的一部分。资本转移的需要，特别是涉及还本付息和军事开支的部分，是缺乏价格弹性的现象，很可能会导致经济的恶性循环。外债及还本付息会导致本币贬值，从而引起负债国出口品和资产价格的下跌。

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效应将首先会在资本市场上感受到，后来才会波及到商品市场。一个越发繁荣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会吸引更多的外国基金，而这些基金则企图搭乘过热的投资浪潮以赚取更多的资本收益，借此会不断抵消所谓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
(4)



国际收支平衡的稳定，通常不是通过由商品价格变化导致的出口和进口的调整，而是通过见效更快的利率调整政策。有赤字的国家可以提高利率以吸引外国资本。但问题是，通过阻止新的直接投资以提高出口和取代进口的办法，这种金融应对会削弱长期的贸易状况。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这种资本帐户的问题没有显得特别重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看到了德国和法国恶性通货膨胀对经济生活的扭曲已远远超出迄今所经历的程度。就直到最近的多数恶性通货膨胀来说，只有20世纪20年代的通胀是由资本转移——德国的战争赔款和协约国内部债务——造成的。这一典型方式源于外汇贬值超过国内价格上涨，以及通货膨胀率超过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在关于德国赔款问题的辩论中，一些协约国的经济学家（俄林、鲁伊夫等）将李嘉图的思想提升至增税可以压减国内市场需求，而这又能释放出等值的货物用于出口的高度。反货币主义者（以凯恩斯和莫尔顿为首）指出，高税收会增加生产和分销成本，结果与通货膨胀和／或紧缩银根所导致的提高利率一样。此时即使出口更多的产出，其增加值仍会恶化贸易条件——并且外国可能通过不断提升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抵制这样的出口，就如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所做的那样。

在19世纪，人们把对外借款作为国际收支的平衡项用来稳定汇率。但是，外债关系会导致金融依赖，使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在世界经济中出现两极分化——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本书第一和第二部分所讨论贸易依赖。

债权国经济学家认为，德国支付赔偿的能力并不受其国际收支状况约束的限制，即使外国经济体逐渐提高关税以防范德国的出口。德国可以通过强加其国内货币和财政紧缩来支付赔偿债务。这意味着完全没有必要提高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出口创汇或进口替代的能力），亦即没有必要让债权国改变政策以接受来自债务国的更多出口。被这些假设所合理化的政策加速了1929年世界金融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正如第十八章所表明的，这些相同的货币主义假设目前仍被用于推进紧缩计划，而这些计划则削弱了第三世界债务国的投资与收入的增长，导致其经济和技术的落后。

结构主义者指出，价格和收入本身的变化并不能阻止许多类型的国际收支。不论成本率还是货币平价怎样变化，债务都必须支付给外国人。基于这种结构性的强制，凯恩斯和莫尔顿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警告说，在债务国经济不破产和世界经济体系不垮台的情况下，除了要保证军费开支、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进口，德国赔偿和协约国内部的债务不可能如约支付。

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改善贸易状况是为资本转移提供所需资金的最终途径。这预示着要有新的直接投资（这通常需要进口资本品）以及生产额外出口品（或取代进口品）所需的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从短期看，这些支出会加速贸易赤字的恶化。因为利息增加了未偿债务余额，外国贷款又加重了长期国际收支赤字，从而要在本来就很繁重的债务上添加更多的借款。

数十年来，像阿根廷
(5)

 这样的拉丁美洲的经济体，试图通过向不能自由兑换纸币本位的转变，来避免具有紧缩倾向的黄金约束。它们试图通过不断浮动（亦即不断向下贬值）的货币来降低经济体出口品的价值，以刺激出口和抑制进口，为必要的资本转移提供所需资金。但是，不断上升的利率阻止了国内投资，同时又增加了外债利息，这又削弱了债务国经济的长期地位。恶性通货膨胀加速了资本外逃，也使政治变得不稳定。货币贬值使债务国的资产对外国投资者变得更加便宜，对这些资产的购买奠定了未来要寄回国的收益和红利的基础。

由于债务国经济体中的多数产业不是由外国人拥有就是由当地的垄断寡头拥有，阻止了使劳动力现代化所必需的教育和其他基础设施的社会投资，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复杂。外国投资者对配置他们的资产与所在国需要和自给自足保持一致是不感兴趣的。如前所述，他们往往投资于为工业债权国经济体提供原材料的出口部门。这就造成了外围国家的二元经济，并专注于出口飞地的矿山和土地所有权。当地的生活必需品生产转为出口品生产。这尤其损害了粮食生产，使这些债务国变得更加依赖于工业国。其结果便是难以实现自我养活和在其他方面自我供给的一系列二元经济——这恰恰与李嘉图的分析预测相反——而不能创造足够的贸易盈余以支付外债。这些国家需要再借入到期的贷款利息，被债权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们已成为世界上新的集中计划机构）强行锁入经济外交之中。

在分析二元经济时，经济整体的各种比率并不十分有用，因为其出口飞地反映的是债权国而不是东道国的劳动者人均资本比率。第七章和第八章考察了使用不同数量资本的高工资劳动与低工资劳动的特点，而这些都与要素禀赋论和要素价格均等化论，以及所谓的里昂惕夫之谜有关。出口部门与国内部门之间的投资函数和储蓄函数的对比，同样会使“凯恩斯主义式”的宏观经济比率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复杂化。

现代结构主义的各种模型正确地从宏观经济关系开始。但是，有必要使这些函数具体化而不是过度抽象，例如，它没有认识到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状况是由许多部门组成的，各自有其相对于产出、就业和销售收入的投资和储蓄（或利润）的平均比率。第八章中提出了对要素比例论和列昂惕夫悖论的批评（如各种经济整体的比例过于笼统和抽象），因此也适用于第十七章讨论的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宏观经济学。

陷入债务国依赖通常导致了国内对外国所拥有的部门的失控。隐蔽的政治干预也被用于支持主张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失控现象。德国人和美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支持智利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者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其名义上是人民政权，但实际上在大多数关键领域是为外国利益服务的，例如在阿根廷的庇隆政党在不同时期的所作所为。

应用乘数原理分析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而产生的进一步问题是，债权国各经济体的收入往往是债务国的原材料出口商的收入流经“乘数效应”而形成的。汇款收入和还本付息通过数额巨大的外逃资本而得到补充，以致使二元经济体的出口不能对本地收入产生乘数效应。总的来说，第三世界经济体已经被扭曲，即使它们成长起来，也不能成为竞争对手，而是主要作为北美和欧洲（和现在的亚洲）的出口市场。外国援助和一系列广泛的外交压力强化了市场力量，将这些国家引入了上述死胡同——这与18世纪重商主义政策所期望的目标是大致相同的。

关于确定这个世界将走向何方，第三部分的分析表明，生活在短期有害的金融条件下，就像在第二部分讨论贸易－结构时所考量的，会损害长期发展。债务国经济体被迫保持高利率，贬值其货币，削减其公共基础设施的支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甚至私有化），最后让外国人以低廉的价格取得了其自然资源和其他资产的控制权。

工业债权国的通货膨胀已经推高了价格，而这往往改善了它们的贸易条件（如普雷维什所说）。其货币膨胀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自我强化，溢出到股市和楼市，将外资吸引回来，从而使世界范围的汇率进一步分化。

未能认识到在第十八章所详细考察的当今资本转移的特性，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如此教条，以至于没有能力进行改革。它们的借贷政策，反映了其在追求紧缩的债权国导向政策时缺乏现实主义的狭隘眼界。而这种债权人导向自李嘉图时代起就与劳动的过度专业化和日益增长的国际依赖形影不离。

每当我们发现一种用如此严重的不现实性来构建的理论，并借此支撑一种经济教义及其应用模型，我们就应该怀疑是特殊利益在起作用。当今全球的正统理念反映了工业债权国的私利，这几乎是难以让人惊讶的。巨大的谜团是为何第三世界国家如此自愿地接受了国际经济学中这些自私自利的部分。

问题的关键在于拉美和非洲的阶级关系。（即使是在英国，众所周知的工业对抗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像遍布拉美的屠杀小组这样的事件。）当货币贬值伴随着将资源从国内必需品部门转移到出口部门，相对于那些为国内市场生产食品的人，这更有利于外国投资者和大型出口商。第三世界国家的通货膨胀往往使工人陷于贫困，因为工资滞后于生活费用的上涨。加入工会也无济于事，因为货币贬值导致物价的上涨抹平了国内货币工资的增长。本地的通货膨胀还加速了资本外逃，不利于国内的储蓄和投资——除非本地政府支付每年近50%的实际利率，就像巴西和阿根廷在1989到1990年所做的那样，俄罗斯也紧跟其后。

货币贬值及与其相伴的恶性通货膨胀为富有阶层在那些财政制度有欠缺的国家逃税提供了便利，也提升了第三世界中精英的地位。这一结果已经使金融阶层处于社会其他阶层之上，在国际收支逆差需要高利率，债权人阶层大大受益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与此同时，将许多第三世界的出口价格的低廉归咎于外国人，而不是本地的富豪权贵；这些富豪权贵发现，他们的利益取决于不断两极化的世界贸易和金融秩序，而后者又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金融和技术依赖教义所主导的。

当今国际经济学的方法论却佯称在这些安排下自由贸易和资本市场能促进经济趋同而不是两极分化。这个教义的理论化支持了为当今的既得利益服务的政策。在过去，被剥削国家面前还有另一个可供选择的经济经典准则。而事实上，这一准则至今并未出现；它反映了货币主义者的自由贸易理论在删改经济思想史方面的成功，因为它掩盖了官方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学术理论也聚集起来支持这一政策——表达这些既得的政策利益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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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　劳役偿债与新自由主义的通往奴役之路

自本书1992年出版以来，贸易理论并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在1969至1972年间，我曾经做过一些关于贸易理论的演讲，本书就是以这些讲演为基础的；从那以后，贸易理论基本上没发生什么变化。那些正统理论的捍卫者创作了今天的教科书，这些作者用眼罩遮住自己的眼睛，抵制任何置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下的逻辑建议，而英国和美国却凭借这些政策在实行自由贸易之前就拥有了资本。即使存在着长时间的争议，这些简单的假设仍被保留，而这些假设则拒绝承认已被人们长期熟知的那些更现实的选择。

如果说神经错乱者是一再重复同样的行为而期望得到不同的结果，那么，对于国际劫掠者而言，新自由主义的贸易理论家充其量只是有用的蠢人。通常的概念就是“有用的白痴”。但是，面对一贯的失败，他们仍投入巨大的智力执迷不悟地坚持反生产率的政策。问题在于这种学术上的无知，与几乎被贴上意识形态标签的宗教信仰携手同行。“没有什么比把既得利益伪装成理智的信仰更具激情了”，爱尔兰剧作家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在其剧作《肺结核病》中借主角之口表达了这一思想。

保罗·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分析基础》的序言中写道：“一个从根本上困惑于定义、同义反复、逻辑内涵、经验假设和事实反驳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家，可能会将其毕生投入与现实的虚幻搏击之中。”1
 把这一观点用于他自己的要素价格均衡定理中，可能最为合适。与多数一般均衡的理论描述中的循环论证一样，这一理论将现实视为自然的，并暗示说，干预自由市场的政府政策在增进长期目标方面是无效的。这一贸易理论的主要缺点在于没能认识到，如果欠发达经济体想把自己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提高到世界水平，不能仅通过边际调整，必须运用国家政策进行结构改革。

同样，当一些外国政府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时（这一理论把变卖公共财产、采取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描述为提高效率、促进繁荣而不是加深依赖的手段），那些保护本国工业、农业和公共财产不被外资收购和不为外债控制的经济体将从中受益。这种天真的执迷不悟和只顾短期收益却成为应对灾难的一剂处方。

如果未能对关键部门施加保护、调控和补贴，则会导致制造业的关闭和农业的衰落。有人妄称，通过政府行动促进就业、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是为通往奴役铺平道路的同义语，而这一主张已经成为助长金融、贸易和技术依赖的神话。它最终使一些国家被锁定于还本付息并长期利用国际收支的流失来支付进口和外国贷款。

现在，应该清楚的是，金融部门是最新的利益集团，它期望从中得到更大的实利。李嘉图把商品的相对价值仅仅归结于劳动和生产率，而不再关注债务的还本付息在国际价格决定过程中的作用，其依据是，债务不是一个直接生产成本。同时，他还把公共债务会给税收带来负担的观点排除在外。金融部门至今还一直信奉着这种狭隘的做法，认为不进行分析就不能对其进行批评和管控，这种做法还将金融领域置于人们的关注之外。另一个被忽视的事实是，外国借贷和投机为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泡沫提供了资金，投机者甚至普通买家都会发现他们的利益在于从国外借款以期获得资本收益，但这使得经济债台高筑。巨额金融的殿堂则把这种行为奉为通往进步的途径，而并非走向劳役偿债。

那些国家是怎样实现或失去经济的领先地位的？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对下述问题有一个政治特别是金融上的基本解释，这一问题是，为何国际收入和财富趋于两极分化而不是均等。例如，1991年之后，由于前苏联工业的解体，其经济体遭受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和移民的磨难。这种人口统计现象曾一度处于经济理论的核心位置，就如债务问题曾处于其核心地位一样。然而，多数贸易理论家并未考虑金融债权带来的食利者费用，也没有说明经济分化如何导致社会没落。通过把这些动态视为外生的，经济学家们把分析现实世界的工作交给了新闻工作者和院外活动集团的说客们。

如果贸易理论受到为特殊利益辩护的思想所支配，它必将助长扭曲的政策。说客们采取的指导原则就是法庭律师的原则：找到最可信的并愿意支持你的论点的专家，然后更加树立其威望（如通过诺贝尔奖的帮助）。这种策略有意或无意地把贸易理论家变成了政策说客，为各种简短的讲话片断（sound bites）
(6)

 提供所需口号和“灵丹妙药”。政策支持者们并不试图寻求现实世界是如何演变的，他们在争论中忽视了不支持政策发展的证据。这样，经济学的逻辑就变为更多具有虚幻特征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

当今，经济学的正统观念首先开出反对保护关税和资本控制的政策处方，然后通过向后推理选择出使其理论化的假设、定义和概念。这种理论化的狭窄范围，使得它很难看到保护主义是如何提高生产率，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自给自足（尤其是粮食生产），从而减少依赖的。通过类似的方式，主流的、具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行为方式的货币主义者们忽视了支付外债是如何以穆勒所描述的方式压抑货币和贸易条件的，他们同样忽略了金融保护主义是如何避免全球贷款的，正是这些贷款抬高了房地产价格并提高了汇率。不断攀升的债务开支增加了房地产和工业的资产使用费，从而提高了生活和从事商务活动的成本。然而，更彻底的是，这项包含资产价格膨胀的政策作为“财富创造”而受到欢迎，仿佛它并不同时创造未来必须还本付息的债务，而这些偿债行为必将对汇率形成下降压力。

当货币贬值时，出口价格上升，同时会给国内价格带来压力。中央银行可能会通过提高利率来稳定汇率。但是，高利率会使得价格进一步提高。凯恩斯称之为吉布森悖论（Gibson＇s Paradox），当认识到利息费用和税收一样都是商务成本时，这是根本不矛盾的。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将注意力从这个问题转移，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对当今的世界并没有更多的帮助；在这个世界中，不断上升的债务和税赋由财产到劳动的转移，趋于尽可能地通过经济体的价格结构变动，以像技术进步一样来降低直接生产成本。

李嘉图的金本位学派坚持认为国际上的还本付息是自筹资金的行为。对这种早期版本的货币主义在19世纪前十年就已经有过争论，对此，在第十四章已有介绍。一个世纪之后，当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美国的哈罗德·莫尔顿分析协约国内部的战争债务和德国的战争赔款是如何导致世界金融危机时（这一危机诱发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第十六章），后来的货币主义学派在逻辑上的缺陷被暴露出来。但是，只有这场争论中的货币主义者一方在今天仍有报道。支持债权人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一直未能把非正统的逻辑和证据写入其著述。当贸易保护主义者和贸易自由论者就下述问题——即在不能利用政府的抵消政策去塑造市场，并借此增加或减少国家财富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将趋于分化或趋同——展开论战时，一种类似的审查制度已经存在。


 现代贸易和金融理论的必要条件

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理论是建立在国内经济是如何运转的概念的基础之上的。大多数贸易理论仍聚焦于研究直接生产成本，但是，企业、个人和公共的债务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相关的理论需要解释下列事实，即非生产性费用已经提高。在食品成为劳动者预算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时代，李嘉图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对比较成本进行描述似乎是足够合理的。大多数支出是为了消费品，这些消费品的价格可以分解为劳动成本。但如今，住房成本（主要为抵押债务）和个人债务费用可能达到许多家庭预算的40%。资产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于支持他们购买行为的抵押贷款的供给情况。个人银行贷款，信用卡债务和汽车债务，加上用于社会保障的强制性储蓄，养老基金分摊和医疗保险费用，通常使非商品费用占劳动者基本预算的一半以上。

对于雇主们来说，尽管李嘉图根据资本的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考察了资本的成本，根据利率、债务／权益比率和不同国家的税收待遇考察了信贷条件（凭借信贷使资本得以资助），但是，认识到金融和资产费用已经上涨到可以主导出口商品价格和贸易条件的程度，这是更为恰当的。从整体上看，还本付息部分在资本和劳动成本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用于支付教育贷款、住房抵押贷款、医疗债务、医疗保险和强制性养老金储蓄的利息和本金支付，在决定国际竞争力时，正在逐步超过名义工资支付和劳动生产率。例如在美国，医疗保健的成本是由个人及其雇主承担的，并不由公共部门买单。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政府正在把税赋负担从金融和财产转向劳动者和工业。其结果就是推动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在这种情况下，对融资型债务的收购使得新资本的投资黯然失色。这些新事物使今天的“生产成本”概念要比贸易理论的形成时期更加复杂。同时，在国际收支中，财产和金融交易对汇率的影响已经使商品进出口相形见绌。

根据未经训练的劳动与资本的比率（raw labor／capital ratios）对贸易进行分析，类似于用基于文雅的18世纪的战争准则来规划军事政策；那时的战争主要是步兵之间在开阔地的格斗，加农炮和骑兵仅仅是白刃战的补充。现代经济竞争已经像战争那样成为资本密集型的。正如斯密和李嘉图在他们的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样，技术主要体现在资本设备和能够产生专利租金的知识产权中，而不是体现含在工人及其在岗技能中。在这一竞争中，各国之间交换的商品和服务的主要成本差异源于其对物质资本的融资，即利率、资产负债比和税收待遇的差别。就劳动成本来说，如前所述，今天的住宅已经起到从前的食品所担当的角色。然而，谷物贸易却以一个世界统一的价格进行，而住宅则反映出国家的债务创造是与对房地产所有者的税收偏袒相联系的。

以复利计算的债务支出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推动生产和消费增长的实际经济的能力。基本原理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经济顾问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提出的，他说：“这种趋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不是吗？”问题出在利息和其他资产使用费已经偏离了由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支付循环流所形成的收入。这种用于还本付息的支出，是金融和财政漏出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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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尽管金融已经成为生产中的关键因素，然而，今天的多数信用是榨取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因此，对其运营费用进行分析需要有一个全新的概念框架，利用这一框架区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和运用早已存在的资产及金融有价证券寻求资本收益（资产价格上涨）的投机行为。


 金融化世界中的价格、收入和汇率

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往往反映了商品的价格。古典经济学家们则更为侧重于谷物价格，并以此代表工资进而代表汇率。（如今，麦当劳的汉堡包提供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方法。）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中，通过指出军费开支和偿债是如何影响汇率的，限定了这种商品－贸易的分析方法。尽管仍有一种倾向，把资本账户及与其相关的利息和股息流动作为边际问题，但在如今，多数国家发现，其贸易收支差额是由外商投资的股票、债券和房地产支配的。因此，对汇率的分析必须考虑到利率、外国贷款和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的资产价格的国际上升率。

以麦当劳为例，它于2005年突然做出一个尝试，将其房地产业务与汉堡包业务分开经营。它当时的想法是抵押其资产，并用贷款收益支付股息，以提高其股价。这将使利息费用成为下一代汉堡包价格的组成部分。尽管这种突然转变失败了，但是从经济角度看，非物质生产成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增长。

自1980年以来，在美国及其他国家，信贷的宽松推动了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泡沫，随后出现了全球房地产泡沫，以不断上升的债务／权益比率使房地产、垄断租金和知识产权的经济租金资本化。资产价格的膨胀（“资本收益”）已经使全球资产和收入以债务形式存在，而不必刺激新的直接投资。

全球金融化颠覆了许多传统原则。商品价格的上涨削弱了进出口的竞争力，但是资产价格的上涨将全球的资金吸引到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中。随着经济进一步的金融化，不断上涨的租金、财产和债务支出往往会抵消工资优势。其结果之一，是雇员寻求较低的住房成本和较少的与金融有关的支出，而不是通过劳动迁移去赚取更高的货币工资，以公平的全球统一价格购买商品和服务。例如，越来越多的来自硅谷的编程员和其他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已经认识到，加利福尼亚的住房成本和税费耗费了他们如此多的薪金，如果他们回到印度，只需花费在美国费用的一小部分用于购买土地和雇用家庭佣人，就可以生活得更好。有关国家之间商品定价和竞争优势的债务－产权理论（debt－and－property theory）需要考虑非生产性成本，这种成本成为价格和国民收入不断增长的组成部分。

物质技术具有跨国界的普遍性特征，与此不同，债务、金融、税收和财产法等都具有制度特征。正因如此，它们在各国各不相同。其遵循的是，各个国际经济体不仅强调物质技术自身对价格形成的作用，而且重视政府政策对价格形成的作用程度。一个不对称的世界要求以一个对金融和债务的制度分析，取代基于一般生产函数和劳动成本的古典贸易理论的对称世界。

通过把金融和财产的制度背景视为“外生的”，并把它更多地归于社会学而不是经济学领域，新古典主义主流并不考虑如下问题，即什么是各国之间竞争优势演进特征的本质。通过在金融上联系世界经济，自1945年以来的世界全球化，已经把李嘉图所分析的比较成本纳入一个全球的绝对成本明细表——在这个世界中，实现繁荣和财富之路是像能够投资于资产一样地借钱投资，而这些资产的价格则要以比利率更快的速度上涨，以此实现“总收益”的最大化。其结果，便是一场进入债务和高度金融化定价的赛跑，它颠覆了亚当·斯密关于国民财富的概念。

在金融化程度提高，甚至在技术提高了生产率并减少了物质上的必要生产成本的时候，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出现经济的两极分化。当利息支付累积成储蓄存款，并以新贷款与已形成的资产相抵付的形式回收而不是投资于新的生产资料时，债务和财产费用往往会成倍增长。从经济中提取利息费用和经济租金，使得商品和服务市场萎缩，从而减少了对新的直接投资的刺激。当生产消费型经济体变为越发负债的金融财产型的贝壳式的经济体时，这些经济体在金融上将变得“头重脚轻”，并使得储户和债务人之间两极分化。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收入账户中并不存在净储蓄的增长。当银行制度解除了其与贵金属之间的联系，凯恩斯乘数将变得几乎无穷大。而在国际贸易收支状况与国内信贷创造相分离之后，国际贸易乘数则失去了其所有的函数意义。这将是一个现实的现代国际经济理论必须分析的壮观的新世界。


 把贸易赤字计入政府债务，可支付的和不可支付的

古典贸易理论分析的世界是一个拥有普遍适用的技术和相对标准的消费方式的世界。与自古以来的情况一样，黄金和白银一直是银行和货币体系的普遍支撑。但自从美元取代黄金作为“世界货币”以来，特别是自1971年8月美国在东南亚的战争支出中开始以美元取代黄金以来，使美元成为单一货币。中央银行储备现在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向美国财政部贷款。

在把全世界的储蓄集中于美国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这一趋势的带动下，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单极化。从沙特阿拉伯到挪威，这些石油出口国特别重视将其贸易盈余更多地投资于美国股市，而不是国内基础设施建设。

阻碍自身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构建经济理论的，是其有强调基于金融、资产和垄断的索取权之上的食利者的退步。国际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榨取发展的，资产剥夺与通货主要发行国（以美国为首）用纸质借据（实际上是欠条）支付进口商品并收购外国公司这二者的结合，就是途径；然而，这种支付的未来质量是不可靠的
(8)

 。美元的霸权地位保证美国可以简单地用没有限制的政府债券来支付进口、国外军事活动和购买外国资产。当美国出现贸易收支赤字时，消费者用以支付进口商品和投资者用以购买股票、债券和整个公司的美元，就会因为当地的美元接受者把美元兑换成本国货币而滞留在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

通过接受这些美元，这些国家只是把有形的出口品和企业兑换成仅仅几张纸——政府债券（也就是说，他们差不多是被迫给美国和欧洲金库提供贷款的），而这些债券则构成了其中央银行的储备。但是，如果这些国家不以这种方式让美元循环流动起来，其通货将大幅增加，使其出口商在美元化的世界市场中受到伤害。中央银行别无选择，只有回过头来购买美国发行的短期国库券，让美元流回美国。其结果，是美国的贸易收支赤字用其他国家的出口收入为其联邦预算赤字筹措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为什么渴望赚取美元呢？在金本位制度下，出口剩余为本币和信贷的扩张，进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一个国家的黄金和硬通货储备越大，在商业周期处于上升期，收入增加导致更高的进口时，其中央银行越能更长时间地避免利率上升以保护这些储备，同时避免导致更多的出口。但是到现在，一国的货币和信贷已不再依赖于金银的支持。许多贸易剩余实际上是以美国财政部的欠条结算的，这就使人们对出口能带来利益产生质疑，特别是在美国政府债务自2006年以来已经超过了万亿美元大关后，这些债务似乎是不可支付的。美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硬通货。由于不再能够获得收支盈余，美国已经被镂空的经济不得不依赖于外交高压手段，而这最终是靠军事力量和更秘密的军事行动支持的。

在以前，国际经济理论从未被用来应付此类问题。在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时，如果没有黄金的支持，就会失去对国内信贷创造的约束，从而打开前所未有的资产价格膨胀之门。一个主要的效应是造成资产（房地产）价格相对于工资的上涨。这将导致一个不幸的结果——在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中创造收益（即押注于资产价格的暴涨）成为投资关注的焦点。这就使本来可以通过投资于实物资本来提高生产能力、创造财富的储蓄，转移到他处。现在，这种情况不是只出现在一国，而是在全球范围发生的。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将其他国家变成其财政和金融的附属国。

利用贸易和外资加快发展，中国成为最为成功的范例。然而，这一成功也伴随着一些问题，原因在于其出口驱动型制造业的外国投资。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怎样处理由此产生的美元，并且，如何发展一个更加繁荣的国内市场以取代外国市场？

中国的回应是利用贸易盈余购买产权以保证未来原材料的供给。这些投资主要投向那些需要美元偿付外债的国家，而这些外债主要是在遵循正统贸易理论、数十年贸易逆差运行的情况下积累的。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教科书所说的贸易收益已经被由外国依赖而引起的还本付息和贸易条件的损失所吞噬。

中国的对策表明，与传统的自由市场模式所描述的情况相比，今天的世界经济更加复杂。国际关系不再主要是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所描述的通过最有效率的生产者进行的商品交换，也不是出口商在取得贸易盈余时得到黄金。工业实力的先决条件是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对燃料、矿产资源及其他基础原材料的控制和对技术的垄断。现在，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发挥了过去的国家黄金储备曾发挥的作用。

最终仍处于争论中的问题是，贸易和投资正在怎样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进行的结构性分析，需要我们对未来的制度行为与现在的世界将有什么差别有一个更富经验证明的准确认识。例如，几百年来，贸易和投资的目的使经济由初级生产（食品和原材料）提升到制造业。但是，自1991年以来，前苏联的一些成员已经被新自由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主要目标所转向，他们摧毁了制造业和高等教育，把技术工人输出到国外，出口燃料和原材料来偿付进口的制造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济体的执政精英们认为，这种颇具讽刺意味的贸易导向型发展模式是相对优势的一个合理运用。问题在于，一个新的已经缩小了范围的贸易规则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除了（俄国的）原材料生产和军火工业，而不是制造业。他们拥有资本资产，首先是没有债务拖累的房地产和公共基础设施。这使得贸易赤字能够得到房地产借贷和廉价卖给外国人资产所获得的资金的支持。但这种平衡不是用出口品交换另一产品的结果，而是对商品提出的财产和金融的索取权。


 对经济渎职行为的说明

借引入更有效的自由市场之名，华盛顿共识的运用摧毁了前苏联。通过关闭公共企业和结束监管，政策设法削弱了前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工业化水平。新自由主义的设计者赋予了俄罗斯比其他国家更多的自由，他们扶植了一个狭隘的食利者阶层，这一阶层主要来自前权贵官僚阶层。他们的目标转向了挤出出口或金融盈余（这些出口或盈余可以被转移到国外），而不是规划建立一个自力更生的经济。一个非常相似的经历发生在几乎所有的后苏维埃国家，从波罗的海国家到中亚地区。

彻底根除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业体系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1990年12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发表了一个题为《关于苏联经济》的联合报告，这也是休斯顿峰会要求开展的一项研究。这一报告由经合组织出版并反映了其在理论上的领导地位，报告对苏联的建议与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劝告发挥了极其相似的作用。同凡尔赛条约一样，这个报告给予当事国以致命一击，它结束了一场大战——一场持续了40余年之久的冷战。但是，与凡尔赛条约和瓜分欧洲封建领主土地及自然资源的早期军事占领不同，休斯顿计划不是依靠武力实施的。一定会带来繁荣，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说教说服了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者”，使他们自愿接受了去工业化，并以快速赠与的方式把公共财产交给了新一代精英。国有企业被分割成私人所有的股权，并按预定程序出售给国外买家。

共产主义计划体制下的俄罗斯基本上没有用以指导生产的市场信息反馈。它的官僚机构，充其量是无效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腐败的；但在其经济功能中至少不存在依赖租金和利息生活的有产食利者阶级。这场由鲍里斯·叶利钦“家族”的支持者——主要是前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的青年集团——发动的转变摧毁了工业计划以取悦于主张自由市场的货币主义。

这里显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征服，自由市场的说教发挥了早期的宗教权威所起的作用。它首先在智利的枪口下得以提升，随后又在高额资金资助下从美国转到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曼特罗（man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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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坚持认为公共企业和政府监管都是浪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称：“现代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没有成功的范例。”通过宣称政府计划“已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它停止了有关“在旧体制下提高绩效”的方法的讨论。即使一国具有美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或法国所建立的那类制衡机制，混合经济也是行不通的。实际上，这份报告读起来更像右翼共和党的竞选社论对罗斯福新政的抨击。尽管新自由主义者在美国没有取得成功，但是，他们确实成功地彻底摧毁了前苏联集团的整个养老保障和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并说服其成员采取统一的收入税——几乎没有财产税。

该报告的政策建议表明，俄罗斯工业的瓦解并非管理不善的偶然结果，而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有计划的行为。俄罗斯评论家把这些人称为市场布尔什维克（Market Bolsheviks），因为他们的政策目的是根除现有的联系和保障制度。作为现在已经接受贸易和投资理论的智慧的反映，这一政策自1991年以来的实施表明，这一理论的缺陷在实践中是多么地危险。

先于美国顾问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提出的休克疗法，该报告声称不知道有任何“渐进式改革道路……据说这条路将最小化经济干扰，并导致较早地收获经济效率的成果。”只有激进的皮诺切特式的休克疗法才能奏效。例如在智利，这种治疗实际上采取了免费把公共企业私有化，并在其内部扶植一个寡头统治集团的方式。他们期望新的所有者将发现自己的利益在于将其所有权廉价出售给西方买家；这些西方买家，而不是雇员或政府代理人，将在市场条件的转型中成为决定性角色。企业私有化带来的收入将被汇往国外，这就要求俄罗斯或者通过借款来实现资本转移，或者向外国人出售更多的公共企业、矿产开采权和房地产，以资助其经济紧缩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贸易收益”的同义反复，不如说是贸易和投资的损失。

目前的问题是，理论模型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反映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通过对官僚主义计划的70余年的反对，俄罗斯在思想意识上是如此沮丧，以至于政治家、甚至普通民众一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任何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必定是资本主义的。他们不知道存在着多少种类的市场，因此也就不能认识到其政策选择的余地到底有多大。工业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并没有成为讨论的主题。

由于羡慕西方的消费主义，多数俄罗斯人一直认为美国就是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的典范。他们希望来自美国国际开发总署（AID）和哈佛国际发展研究院（HIID）的顾问能够帮助俄罗斯仿效美国的繁荣模式。随着冷战结束，和平到来，俄罗斯或许可以从军事生产转向消费品生产。但事实表明，自由企业的概念的运用是如此极端，以至于把民法的最基本原则都排除在外了。

其寓意是，对现实世界经济动态的失实陈述，给当今各国带来的巨大危害，就如同过去的军事征服曾经做的那样。诺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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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英格兰的征服打造了土地贵族，这些贵族通过控制土地并收取租金收入的权力，对英格兰统治长达千年之久。西班牙对新大陆的征服开创了对土地占有和使用的制度安排，这一安排形成了出现于拉丁美洲的寡头统治；英国殖民主义塑造了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今天，以同样的方式，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的未来将会被一个不公正的方式所决定，在这一过程中，其土地、矿产资源和公共企业正在被私有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制定者发展了大约40年前设计的模式（见第十八章的论述），这种模式从第三世界国家榨取了贷款本金和利息。这一引导性理念试图通过加大对劳动者和工业的课税力度，收缩国内市场，希望借此释放出更多的产出用于出口。现实情况却是，这一紧缩方案阻碍了新资本的形成，侵害了教育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这加深对外国供应商和债权人的依赖，损害而不是帮助其改善贸易收支状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以通过释放产出用于出口来帮助俄罗斯改善贸易收支状况——并放开向外国人出售财产权——为借口，冷漠地回避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即由单个公民的储蓄所体现的购买力问题。它极力主张一个最优的市场经济“必须伴有迅速的、全面的价格自由化”，这就要求通过恶性通货膨胀把现有储蓄全部摧毁。上述做法的理念是居民购买力的下降将留出更多的产品用于出口，同时价格的上涨将引发更多的产出以解决短缺问题。但实际发生的却是俄罗斯工业的倒闭。

俄罗斯提议通过建立南斯拉夫式的由工人管理的企业来实现所有权的民主化，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却反对这一建议，并警告说，“工人对企业的所有权……与企业改革所期望的目标背道而驰。”这将导致缺少对管理的雇员的约束，以及太少的可以在任何规模上提供管理权利的雇员股票所有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问们不允许俄罗斯国内的储户购买原国有企业，并拒绝了让人们用自己的积蓄购买政府出售的工业股份的建议，他们声称，把国家财产转让给业内人士将会带来更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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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把公共企业、矿产开采权和其他公共财产出售给外国人，其前提是外国管理将使俄罗斯企业更具竞争力，能够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赚取更多的外汇收入用以进口。在美国和世界银行顾问的怂恿下，他们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反政府的哲学，仿佛这就是科学智慧的顶点；俄罗斯的官员以很小的成本甚至无成本，将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石油、天然气、矿产和公共事业转让给了那些内部人，只是将其交由叶利钦政权的支持者独自管理。

通过坚持让经理人员在没有工人控制、甚至没有公共监管的情况下运营企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指责人们利用政府管理防止管理权的滥用是干预“自由市场”。同时，这些组织的顾问鼓励私有化和优惠券计划，这剥夺了工人和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上的发言权。新的经理人员被允许榨取自己企业的利润并出售企业以获取资本收益——按照比西方标准还要低的价格——也允许他们将利润或收益转移到国外。俄罗斯最重大的需要是创造出一个既得利益资本家阶级——一个忠于改革家的内部人集团；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上述对企业的前所未有的劫掠被容忍。对于多数俄罗斯人来说，“改革”一词已经很快有了负面含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盛顿的计划并没有打造一个能够有效管理公司的企业家阶层，而是形成了一个附庸国寡头集团，并将所有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些人的利益在于剥夺前苏联的资产并将其所有权出售给美国和其他西方金融投资者。私营业主们毫无例外地遵循着这样的规则，即控制一国矿产资源、土地、房地产、工业和垄断企业的寡头集团的范围越小，他们行为就越具有世界性，从而他们操控的资本外逃量就越大。只是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他们就听任每年有估计250亿美元的资本从俄罗斯外逃。这引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政府运营这些企业本身，是否曾经引致如此多的费用。哪种费用更大？是官僚政府的日常管理费用，还是主要由外币计价的巨额债务的还本付息？

根据私有化的理论，新的寡头集团一旦获得了财产所有权，他们就会有动力经济地沿着理性路线经营其企业。但是，这些新的所有者发现，最为理性的方式就是用其所有权去换取美国和欧洲等经济体的股票、债券等财产，或干脆关闭工厂并将其一卖了之。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导致通胀型短缺，工业产出和就业量就会急剧下降，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也会大幅下降。大量的房屋被改造为奢侈住宅，就如同前苏联所经历的现代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然而，这些新住宅、官方建筑、商店和旅馆是为外国人，而不是为普通民众建造的。

后苏联政权削减了社会计划，同时使通过税收所得钱款远离劳动者，并通过向全球投资者出售公有资产筹得外汇收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冷战计划制定者们好像已经承认，随着财富分配的愈加不平等，上流阶层将更加国际化。这一特权阶级越容易通过私有化获得一个免费午餐的收益，其成员越是渴望将自己的股份兑换成北美和欧洲资产；当发生不可避免的政治动荡，他们就可以避免受到国内税务人员和犯罪公诉人的指控。

当尘埃落定，通过美国支持的货币主义政策的资助，也可委婉地称之为外援，苏维埃的工业已经被摧毁，其经济已经依赖于进口。苏联遭受着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节衣缩食，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拉丁美洲和非洲超过三十年的紧缩。资本外逃摧毁了卢布的汇率，这使得进口更加昂贵。西方导向的精英正在以牺牲工人和年金领取者的利益为代价使自己获利，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限制货币供给以降低产量和就业量。随着健康水平的降低，艾滋病由典型的病例反应向贫困地区的蔓延（这是吸毒和卖淫联合作用的结果），人口数量也在下降。

如果我们概括这一战略，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成为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拱顶石，而其结果是导致国家成为负债经济体，首先把其最高管理支配权转给一个国内的寡头集团，然后再交给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投资者，最后在更多的财政和金融成本重负下使东道国的经济崩溃。这一过程包括十个步骤：

（1）将公共财产私有化。最小阻力的路径是把基本的基础设施转给政治内部人，在对此有所了解的情况下，他们会发现其利益在于形势的好转并以一定价格把他们的股份出售给美国和西欧的合作伙伴；而对于这些国家的制度性投资者而言，出售价格仍留有很大的资本收益空间；

（2）缺少国内监管，允许所有者榨取垄断租金（超额利润），并且将收益以资本外逃的形式转移到国外的伦敦、瑞士和纽约；

（3）依靠国外银行创造本国货币的信用，这种信用在原则上可以在国内产生，在未来几年中而不会蒙受外汇流失；

（4）以外币（欧元，美元或瑞士法郎）记账国内债务，由此产生的债务负担将随着本国货币的贬值而不断加大；

（5）对劳动采取递减的单一税制，逐渐增加其成本，脱离欧洲和其他市场——甚至是本国国内市场，有效地为其定价；

（6）仅仅对房地产和其他财产名义上征税，通过倒置古典的累进税制原则刺激享用“免费午餐”的投机行为；

（7）房地产泡沫使住宅和商用空间价格大幅上涨；

（8）去工业化，强调正在步入后工业化的服务经济；

（9）贸易依赖不断上升，作为外债不断增加的结果，国际支付的结构性赤字不断深化；

（10）资本外逃和劳动移民。

这种自由市场的一揽子步骤是反民主的，它试图扭转进步党改革（the Progressive reform）的议程，这一议程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提出，并且曾经实施于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其结果，是在拥有财产所有权的食利者和负债日益增加的人口之间导致经济两极分化。在这一意义上讲，它代表了一种由金融和房地产利益发动的经济上的反改革活动。


 是波罗的海奇迹，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债务陷阱？

在1991年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前苏联的各个成员占有了土地、地下资源和公共工业企业。他们确实设计了在表面上用来保护和造福工人阶级的社会约束。当人们与通过自由市场和免除进口关税而得到的西方式的消费者繁荣的视景相比照，它们就被诋毁为一只抑制经济发展的没有活力之手。依照西方的政策建议，这些国家的政府废除了以往的制度残余，采用了世界上最高的、最为反劳工的单一税制，而对财产及其价格收益只征收很少的税赋，尽管俄罗斯统治下的几代人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在西方已经建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他们的政府仍被阻止为此类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和公共贷款。

这为资产泡沫的世界性的迅速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投机者们发现，通过向主要债权国及其在这些国家的银行分支机构借债，去购买土地和房产，就可以获得几乎免税的收益的机会。许多经济学家却将其视为真正繁荣的征兆。全球和国内投资者发现通过债务筹集资金以投机于房地产和公共企业（其资本已经到位）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没有什么贷款投资于新的生产资料。

不断提升的房地产价格已经成为西方式繁荣的象征，但它们不同于古典的财富创造。未能区别有形资本的形成与基于借贷融资的资产价格上涨的泡沫经济之间的不同，已经导致了一个攫取型的金融资本主义而不是工业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力量导致整个前苏维埃集团经营不善的工业彻底倒闭，而不是使其现代化。外国投资流入这些国家用于购买房地产或提供用以支付这种购买的抵押贷款，也用于购买公共企业和被出售的矿产开采权，而这些又为不断提高的进口依赖提供了资金支持。

到底需要哪些变量发挥作用，以使波罗的海诸国的劳动和工业能够与诸如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中国相竞争？如果它们不能用出口为进口提供资金支持，它们将如何解决不断上升的外债和由此带来的汇率压力？波罗的海诸国政府并没有论及这一问题，它们只是攥紧双拳，甚至未能提出适龄劳动力不断加速的移民能够持续多久的问题。例如，拉脱维亚曾长期迁怒于俄罗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驱逐了大约50，000名中产阶级拉脱维亚人，以此作为实施俄国化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当今，由于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实施，每年都有介于50，000到100，000名的拉脱维亚人被迫迁往国外，也没有引发民族主义的对抗性反应。在制定国家经济政策时，新自由主义的先入之见要比客观真实更有力量。

当今的新自由主义教义只是如何剥夺一国财富的教义，而不是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指南。贸易和投资的意识形态已经被鼓动起来，它把理论和实践转变为在高度金融控制下为经济收缩而站台助威的活动。地缘政治学的策略是说服尽可能多的国家成为最富有、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债权国的原材料供给者。这场经济博弈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及其管理机构展现其智力和意识形态倾向的最重要的竞技场。经济理论被降低为一种装饰性手段，而不是目前各国实际上可以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获益的蓝图。现实情况是，当国际金融成为从事财产剥夺的活动，自由创造的信用却给美国提供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


 结论

从学术角度看，主流经济学的目标，是看看谁能够描绘出这样一幅最美丽的画卷：如果所有国家只能从彼此的好运中获益，那么，一个并行的世界是怎样公平运转的。关于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即资本外逃），同时将税务负担由财产和金融转移到劳动上的新自由主义方案，把政治和历史的考量作为“外生的”而加以回避，从而忽略了剥削性的贸易和金融的事实。有关变革经济学使之更加现实的各种尝试——包括把财产、信用和债务等方面的动态引入理论——导致了社会学在一个世纪之前的发展，从而使社会学成为与经济学本身截然不同的领域。这就切断了主流经济学的主干与其政治、金融、环境，甚至是科技背景的联系。其目的不再是科学的解惑，它已经变成一种主要用以捕捉选民和立法者心智的意识形态的、修饰性的罗网。

当它导致很多南半球和后苏联集团国家充当偿债劳役时，大谈国际生产专业化会带来李嘉图贸易收益，这是否合适？通过实行紧缩计划来偿债的尝试在超过某一临界点后，是否存在否定效应？如是这样，这个临界点又什么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苏联的报告，理想化了可以获取租金收益的资源的外国所有权即矿产开采权和房地产的积极效应。其实际意义是，这一星球上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给美国和西欧的食利者充当偿债劳役的状况，这些食利者得到的利息、利润和资本收益，再用于为进口燃料、原料和低工资的制造品提供资金。如果可能，由此产生的地缘经济关系并不卷入军事行动（尽管食利者将拥有一个潜在地强制性军事保护伞），但要依赖于由金融所有权形式界定的各种“自由市场”。而第三世界的附庸寡头集团则以世界性的方式从事着与现有贸易与金融依赖类型相吻合的行为。

需要我们认识的是，国家代表金融利益利用外交手段支持学术理论，其密集程度，与其代表地方工业和农业利益推动国际贸易谈判同样卖力。利益越具特殊性，在扩大同情心范围以处理贸易和投资领域中的金融和财产问题时，能够找到的美德就越少。在皮诺切特时期智利的芝加哥男孩和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哈佛男孩，都把其职业生涯置于支持脱离实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政策之上；从表面上看，他们好像去帮助别人，但实际上是通过这些政策摧毁了这些国家。他们爬到施政权威的位置都经历了一番审查过程，以确保在规划外国经济时，他们的意识形态能反映其制度性雇主的利益。

所有的经济体都被规划了，所有的市场都被构建了。理解其动态的关键在于了解谁在进行着规划和构建，并且，国家是在为谁的利益进行决策。权力是掌握在对实际有着清晰的经验知识用以指导其国民经济立法的民选官员手中，还是掌握在那些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专业人士手中？正是后者，把关于国际贸易、国际借贷和债务的理论变成了一种虚假的信息体系。

1. Paul Samuelson，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Atheneum， 1964， p. ix）.

--------------------


(1)
 译注：居住在古代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一个地区的居民。


(2)
 译注：西南亚的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地区。


(3)
 该分析由埃奇沃思（Edgeworth）作了数学表述，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作了改进。


(4)
 在商品价格理论中，有一些与直觉的可能性相反的预期。领先国的出口品，如豪华汽车和其他消费品往往能准确地找到市场，这是因为它们更加昂贵以及事实上它们以预期增值的通货结算，而这等于给了其（转售时）升值的承诺。这一保值效应，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促进了德国大众汽车在美国的销售，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促进了奔驰和宝马的销售。


(5)
 阿根廷从1971年以后开始仿效美国。


(6)
 译注：通常指在电视或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播出的政治家的非常简短的讲话。


(7)
 我在兰德·瑞与马修·福斯塔德编著的《货币、金融不稳定与稳定政策》（Edward Elgar， 2006， pp.104－24.）一书的“储蓄、资产价格膨胀与负债诱导的通货紧缩”部分中，描述了相对增长曲线。


(8)
 我已经在《超级帝国主义》（1972年；2002年第二版）与《全球分裂》（1977年；2004年第二版）两部书中解释了美元霸权的原则。


(9)
 译注：印度教和佛教中的祷文、符咒。


(10)
 译注：10世纪定居于诺曼底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法国人的后裔，他们于1066年打败英格兰人并对其进行了长期统治，史称诺曼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


(11)
 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观点是，彼得·雷得韦和德米特里·格林斯基（Peter Reddaway and Dmitri Glinski）的《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反民主的市场布尔什维克主义》（The Trage‐dy of Russia’s Reforms： Market Bolshevism Against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200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指出，“反对私有化的措施，将使大批的市民在所有权方面拥有真正的股份，因为这会‘导致广泛分散的所有权’和‘对企业管理的无效监管和控制，’”作者指出（第179页），“因为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是许多美国公司的典型特征，所以这个推论是难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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